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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序言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下文简称《文库》）的出版，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文库》编撰工作的启动，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应《中国科学院院刊》之邀，中国心理学会组织国内部分优秀专家，编撰了“心理学学科体系与方法论”专辑（2012）。专辑发表之后，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认可，特别是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热烈欢迎。部分作者在欣喜之余，提出应以此为契机，编撰一套反映心理学学科前沿与应用成果的书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军社长闻讯，当即表示愿意负责这套书系的出版，建议将书系定名为“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邀请我作为《文库》的总主编。

中国心理学在近几十年获得快速发展。至今我国已经拥有三百多个心理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遍布全国各省市。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心理学所有传统和新兴分支领域。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心理学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彰显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都取得很大成就，出版发行了多套应用和基础心理学教材系列。尽管如此，中国心理学在整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学界力量，编撰和出版一套心理科学系列丛书，反映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概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要完成这项宏大的工作，中国心理学会的支持和学界各领域优秀学者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和条件。为此，成立了《文库》编委会，其职责是在写作质量和关键节点上把关，对编撰过程进行督导。编委会首先确定了编撰工作的指导思想：《文库》应有别于普通教科书系列，着重反映当代心理科学的学科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趋势；反映近年来心理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和进展，以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反映和集成中国学者在不同领域所作的贡献。其目标是引领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推动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展示心理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我国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心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支撑条件。

根据这些考虑，确定书目的遴选原则是，尽可能涵盖当代心理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特别是那些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理论学派和前沿问题，以及富有成果的应用领域。作者应当是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工作，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学识广博、治学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师。以这样的标准选择书目和作者，我们的邀请获得多数学者的积极响应。当然也有个别重要领域，虽有学者已具备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参与《文库》的编撰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缺憾。

编委会对编撰工作的学术水准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是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要求在写作计划确定之前，对已有的相关著作进行查询和阅读，比较其优缺点；在总体结构上体现系统规划和原创性思考。第二是系统性与前沿性，涵盖相关领域主要方面，包括重要理论和实验事实，强调资料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在把握核心问题和主要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反映最新进展，指出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第三是理论与方法学，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介绍主要研究方法和实验范式，使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编委会对于撰写风格没有作统一要求。这给了作者们自由选择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空间。有的作者以专著形式，对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创见，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有的作者则着重介绍和阐述某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重要发现和理论体系，同时嵌入自己的一些独到贡献，犹如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条新的地平线。还有的作者组织了壮观的撰写队伍，围绕本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手册（handbook）的形式组织编撰工作。这种全景式介绍，使其最终成为一部“鸿篇大作”，成为本领域相关知识的完整信息来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风格不一，但这些著作在总体上都体现了《文库》编撰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在《文库》的编撰过程中，实行了“编撰工作会议”制度。会议有编委会成员、作者和出版社责任编辑出席，每半年召开一次。由作者报告著作的写作进度，提出在编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等，编委和其他作者会坦诚地给出评论和建议。会议中那些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的生动场面，那种既严谨又活泼的氛围，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编撰工作会议对保证著作的学术水准和工作进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同时又是一个学术论坛，使每一位与会者获益匪浅。可以说，《文库》的每一部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凝结了集体的智慧和贡献。

《文库》的出版工作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极大支持。王焰社长曾亲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表达对书系出版工作的关注。出版社决定将本《文库》作为今后几年的重点图书，争取得到国家和上海市级的支持；投入优秀编辑团队，将本文库做成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彭呈军社长是责任编辑，他活跃机敏、富有经验，与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从编辑技术角度进行指导和把关，帮助作者少走弯路。

在作者、编委和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文库》已初见成果。从今年初开始，有一批作者陆续向出版社提交书稿。《文库》已逐步进入出版程序，相信不久将会在读者面前“集体亮相”。希望它能得到学界和社会的积极评价，并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进程中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杨玉芳

2015年10月8日


序：从个人幸福到世界和平

一年前，知悉郭永玉教授应杨玉芳教授之邀，正在主持编写一部反映当代人格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专著，我即对此大作很是期待。不久前，郭永玉教授把他即将付梓的《人格研究》一书电子稿发给我，并请我为该书写序。我断断续续地阅读了书稿，然后欣然应允了。因为在我看来，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既是郭永玉教授及其团队多年研究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汇集，也深刻反映了近年来国际和国内人格研究的新进展、新方向。

人格心理学研究现实的人，描述和解释个人的认知、情绪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并综合诸多足以影响个人的各种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包括与生物学的、发展的、认知的、情绪的、动机的和社会的种种交互作用，进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进行整体性的揭示。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人格心理学与其他心理学分支不同，更加充满奥秘，更加令人神往。虽然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性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各分支基本上都是分门别类地探索人性的某些构成要素，只有人格心理学是将完整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囊括了最全面的视角和最充分的因素。它既关注内在动力，也关注外部表现；既探求生理基础，也探求文化烙印；既考虑进化共同性，也考虑个体独特性。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人格研究的价值首先是深入理解人性的需要。

然而，人格研究又不仅限于对人性进行描述和解释，还要回应个人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为实现心理健康和人生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心理健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个连续体，它最佳一端的心理健康水平即健全人格。人格健全的人能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世界、他人和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顺境和逆境，是一个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幸福的进取者。那么如何实现人格健全和个人幸福呢？对此，人格研究恰恰能有所贡献。比如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多做自我批评，但人格研究表明，自我批评如果过度、过于严苛，就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而一定程度的自我宽恕反倒有助于更好的生活适应。通过研究人格、理解人性，我们会进一步了解到人性中的优势与弱点及其成因，选择合适的途径来优化人格，点燃心灵的真善美，使自己成为幸福的进取者。

人格研究还可以为实现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和谐归根到底是人的和谐。社会现实的矛盾、世界各地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性的根源和人格的结构。例如偏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叫权威主义人格，是二战中德国法西斯极端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的心理基础；而近年来兴起的和平心理、和平人格的研究，对防止青少年暴力冲突、群体冲突，乃至化解种族、国际冲突和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人格研究可以是基础性的，也可以是应用性的；其视野可以很细微，也可以很宏大；从个人幸福、社会和谐，直到世界和平，都可以成为人格研究的核心关切，而这些关切又都统一于对人性奥秘的揭示。

郭永玉教授主编的《人格研究》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这本书充分体现了人格研究应有的如上所述的目标和价值。多年来，郭永玉教授及其团队在人格心理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丰富的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为我国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本《人格研究》代表了他过去十多年的一些重要工作，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清晰的框架；既有广阔的人格研究视角，又有深邃的人性哲学思考。

具体来说，该书有如下创新与特色：

第一，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本书除绪论外，由四部分构成，分别是人格特质、人格动力、人格发展、人格与社会文化。这其中人格特质、人格动力、人格发展是人格专题研究架构的三个组成部分，而人格与社会文化则属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因此从总体上，这四部分也体现了当代人格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展示了人格研究更宽广的视角。而具体到每一章节的组织层次，有的逻辑严密，按照概念间的内在联系来展开；有的则独具匠心，将原本零散的一些内容按照一种心理生活上的递进关系来加以组织，如人格发展部分，表现了作者力求整合人格心理学广阔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沟通各个研究专题间的联系的努力和尝试，值得称道。

第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郭永玉教授认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多样化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巨大变革的时代，心理学研究者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所谓纯科学研究，不能对周遭的问题有所回应，虽然无可厚非，但是令人遗憾；他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窗内（实验室）与窗外的统一。对于这些观点，我非常赞同。自然科学研究取向强调研究变量的可操作性、结论的可重复性和可证伪性，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心理与行为的一般规律性。然而人格又是社会化的产物，它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取决于一个人被视为什么、社会角色如何，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好的人格研究当然离不开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方法，但也渗透着研究者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此书的很多章节都体现出了作者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关切感。例如第三编人格发展，作者选取典型研究专题，来回答青少年、成年、老年以及人生整合中的人格心理问题，贯穿着对人生全程发展的深度思考与终极关怀；再如第四编涉及的中国的幸福悖论、社会阶层心理学等内容，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与矛盾，而这些内容又无不基于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实证数据，这是非常难得的。

第三，人格研究中国化与瞄准国际前沿相结合。我国人格心理学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人格心理学是在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发展出来的。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心理学研究上居于领先地位并引领着世界学术潮流。但如果一味地把西方的人格理论、概念和测量工具硬套在中国人头上，显然不是研究中国人人格的正确途径。对于中国人人格的研究，必须要深入中国实际，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实际出发，同时又批判地吸收西方人格心理学理论的合理因素，采用多取向、多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出既符合中国人实际又能为各国心理学家所采纳的人格概念和理论，从而为普世心理学的建立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这方面，本书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例如作者在研究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时发现，这个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厚黑学文化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作者在批判地吸收马基雅弗利主义研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深入地开展了本土厚黑人格的实证研究，得出中国本土厚黑人格的独特结构、形成机制及其心理行为后效。这项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如果能广泛地开展厚黑人格的国际合作研究，这种人格结构可能会被更多人所接受，这将是我国心理学家对普世心理学的一种贡献。

总之，在我看来，郭永玉教授主编的《人格研究》一书，围绕人格基础研究领域，贯穿着作者对个人健康、社会和谐直至世界和平的关怀，立意新颖深刻，学理严谨公允，资料翔实前沿，文字流畅通达，是一部严肃、厚重而又不失趣味性的学术著作。它定能使读者更有兴趣并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去探索人格的奥秘，进而推进我国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事业。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用更丰富、更包容、更整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考察人性，持续不懈地推进人格研究的中国化，推进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紧密结合，我国的人格心理学必将有更蓬勃的发展，为个人幸福、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做出更多的贡献。

是为序。

黄希庭


自序：用中文讲心理学

眼下中国的高校教师被要求用双语教学以至全英文教学，研究成果最好发在英文期刊上，SCI和SSCI成为评价研究水平的首要标准。这种标准有其合理性，尤其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其话语体系来自西方，用英语教学或做研究更能准确实现其本意，翻译往往难以确切表达，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特别需要与西方的交流，平时用翻译的中文，习惯了，在与外国人交流时又要翻回去，实在是额外的负担。中国学人在英文与中文、中文与英文之间的转换上耗费了太高的成本。为此，我坚信一个趋势：总有一天，中国会从中小学开始在数学和科学课程中直接使用英文教学。尽管目前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坚信这是进步的方向。2012年底中国拟向北欧出口高铁，该项目离竞标成功仅一步之遥，最终却因方案翻译中出现用词错误而被否决。如果科技类课程一开始就用英文教学，那该省去多少成本啊。那些内容本来就来自西文，我们却把它翻成中文来教学，然后又要费劲地去将自己的成果翻成英文。至于人文学科的中国部分，当然要基于中文。中国的文史哲，当然要基于中文的经典，并且应该发扬光大。当年钱玄同等一批学者提出的废除汉字取消中文的主张，在今天的背景下更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从教育成本和全球化的要求而言，区别对待是明智的做法。对于源自西方的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和部分人文学科（humanities）应以英文为导向，对于中国自己的人文学科（文史哲）或某些特定的传统知识门类（如中医）则应保留中文。

为此，我也在积极投入双语教学，教学材料以英文为主，使用最新版的英文教材，用英文做PPT，要求学生使用英文文献数据库，研究论文也有若干篇发表于SCI或SSCI的英文期刊。现代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和主要文献来自西方，当今的心理学文献主要来自英文，所以，对于心理学科而言，强调英文教学和论文发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并取得好的效果。

但是，对于中国的心理学者而言，无论从实然还是应然上讲，英文教学和论文发表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全部。从实然上讲，中国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全英文教学和论文发表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挑战。它将是一个逐步实现的漫长的过程，实际上还需要大量的中文资料，需要前沿的研究者将英文的知识体系转换成中文。所以一些心理学的教授（包括本人）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还要编写中文教材，并且也看重中文论文的发表。在我负责学院的科研管理工作期间，每到年底我都会将全院师生一年来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信息汇集成册，无论英文中文，权威非权威，核心非核心。因为在我看来，所有发表都是对学院的贡献。从应然上讲，在一个全球化的同时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也许除极少数从事纯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以外，中国的心理学者在教学或研究中只说英文、写英文而不说中文、不写中文，即便能做到也不应该。因为我们处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我们研究的问题具有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而中文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表征和载体。此外，一个学科的价值还取决于外行专家和大众的尊重，而向外行专家和大众讲心理学，中文就显得尤其重要。无论是心理学的中国社会文化属性还是要得到外行专家和大众的尊重，其核心都是心理学要积极回应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个人经验千差万别，这本身就是心理学难得的样本库或数据库。我们这些心理学研究者生活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随处都是问题，随处都是样本，只怕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经常对学生讲，要瞪大眼睛看着这个世界！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而以心理学为职业，居然未能对周遭的问题有所回应，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所谓纯科学研究（心理学确有这样的领域），尽管无可厚非，但也令人遗憾。我这里强调的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窗内（实验室）与窗外的统一，当然不是否定心理学的科学性，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科学性。

因此，在我从教30年的职业生涯中，通常是阅读以英文为主，写作以中文为主。用中文讲来自英文的心理学知识，更用中文讲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心理学蕴涵。与此相对的是用英文讲来自英文的心理学知识，以及用英文讲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心理学蕴涵。用王登峰教授略带调侃的说法，即是胡话汉说，汉话汉说，胡话胡说，汉话胡说。四种工作各有其合理性。当然，前二者我做得更多、更胜任。主要原因是我不太会“胡说”，这当然是一种局限，但也可将中文发表视为一种优势。我和我的学生们翻译出版了300多万字的心理学名著和教材，出版了270余万字的专著和教材，发表了150余篇中文论文，其中仅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就有33篇，十余年来仅在《心理科学进展》上就发表了综述30篇。

这些文字用现在的大学评价标准都不属于高水平的标志性的“科研成果”，也基本拿不到奖金，但在我看来，它们自有其价值。“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陈寅恪语）与其说这是一种矫情或文饰，不如说是一种坚守，因为这是我多年带研究生的经验。早些年科研项目很少，而研究生扩招，每届要带好几位硕士生，还有一两位博士生。我很少依项目指定题目，而是要求研究生读JPSP（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等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主要英文期刊，通过大量阅读找到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写出综述并在小组报告。综述在投稿之前要在我的指导下反复修改，投稿后通常也要经过一两次修改才能发表。学生在此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题目，经过开题报告后进入实证研究，完成后通过答辩。我的经验是，凡是在综述环节上做得好的学生，后面的学位论文环节上也做得好。基本功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环节上打下的，好学生也是在这个环节上脱颖而出的。综述写作是一种综合训练。首先，它要求一种主动性。学生要经过艰难的迷茫和探索，加上持之以恒的阅读，还要与老师同学反复讨论才能确定一个题目。正如《新约》中所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

 对神圣价值的内在的寻求是不竭的动力。其次，它要求下苦功夫。写一篇综述要求围绕一个专题至少阅读30至40篇文章（主要是英文文献），从理论到方法都要融会贯通，然后形成自己的思路和文章结构。用了这番功夫，就成为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了。与此要求相适应的是，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电子数据库和网络的使用，文献的检索及其全文获得更加便利，这为研究提供了保障。现在的师生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去找文献了。最后，它要求严格的写作训练。我提出了文章写作的初级标准和高级标准，初级标准包括准确、简练、连贯、完整、规范，高级标准包括流畅、厚实、有趣、文采、创新，并向学生讲解每个标准的具体含义。经过这种训练，发出一两篇文章，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就水到渠成了，中文写作也可以说过关了。当然，博士生与硕士生的标准不同，主要是在选题和方法的创新性以及工作量上有更高的要求，但基本功的训练是相通的。令人忧虑的是，在我看来，就算是用我的初级标准，现在的很多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并没有过中文写作这一关，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导师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至于中国学人写不好中文而能写好英文者，即使有，也必定是很罕见的。

我将我做的这部分工作称作“用中文讲心理学”，如果包含目标和标准，应该说是“用优质的中文讲心理学”。心理学界似乎早已习惯了佶屈聱牙、晦涩难解（翻译而来）的定义和理论，似乎心理学家的工作就是将人人都懂的事儿说得人人都不懂。对此，我在学生时代就有切肤之痛，深受其害。我知道很多人与我有同感，对心理学兴致勃勃而来，大失所望而去。我希望自己能为改变这种状况尽点力。为此，我要求自己和学生写东西尽可能不带翻译痕迹，尽可能用标准的现代汉语讲西方的心理学。当然，我们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实际做得如何，还需要读者评判。

这本书自然也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开始接到杨玉芳老师的任务，要我主持编写一部反映当代人格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专著，我犹豫了几个月不知如何下手。因为我曾经编著过三部以《人格心理学》为题的书，有60多万字的大部头研究性著作，也有40多万字的教材，它们各有其定位，也各有版权所属。现在要接受的工作，必须是新的，不能重复，然而又要有连续性，不能自己否定自己。这是个难题，我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直到突然有一天，我的脑子里豁然开朗！十余年来我和我的研究生们所做的工作，略加梳理就可形成一个清晰的框架！这个框架与我们过去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整合人格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和专题研究成果，体现这一领域从理论流派的纷争到深入的专题研究的重大转向，构建一种主要围绕专题研究展开的能够充分呈现本学科研究成果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构架由绪论、人格特质、人格动力、人格发展以及人格与社会文化五部分组成。由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早些年我带研究生基本没有事先指定的题目，但学生们自选的题目大致都可以分别归入这五大部分。而我近年承担的与社会文化问题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一些文章，也可以归入这五大部分。于是就有了如下框架：

1 绪论


第一编 人格特质


2 健康特质

3 政治特质

4 精神特质


第二编 人格动力


5 目标

6 自主与自由

7 自我调节


第三编 人格发展


8 自我

9 依恋

10 死亡意识

11 人生叙事与心理传记


第四编 人格与社会文化


12 幸福

13 问题行为

14 文化与人格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而不是一个严密的学科体系。人格心理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学科体系，我试图搭建的框架应该是学科体系建设的一种努力，这一点在绪论部分有专门的论述。体系构建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教材编写，这在我之前出版的教材中已有充分的体现。但本书只是我和我的小组十余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个汇集，它的任务是用一种思路将我们的研究工作串起来，有思路但没有严密的逻辑。严格说，心理学既不像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也不像成熟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其科学发现与数学、逻辑高度结合；也不像成熟的理论学科如哲学、数学、逻辑学，其学科知识本身就具有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心理学还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一方面研究发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海量知识缺乏严密的组织。人格心理学尤其如此。

我这个框架，从宏观上看，人格特质、人格动力、人格发展是属于人格心理学领域内部的问题，而人格与社会文化则属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交叉领域。还有一个交叉领域是从生理学（特别是神经科学）、行为遗传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人格，由于不是本小组研究所长，本书虽有涉及，但没有作为专题来探讨，而在我之前出版的教材中是有专章介绍的。从广义上讲，人格的生物学基础和人格的社会文化背景都可以归入人格发展的条件，所以，以人格特质、人格动力和人格发展来构建人格心理学的宏观体系，其理由是充分的。

从中观上看，每一个宏观领域之下包括哪些分领域，则取决于现有研究的积累情况。有的显得松散，如特质领域下，我们将涉及的主题分为健康特质、政治特质和精神特质三个分领域。这种划分不是公认的，而是根据现有主题临时归类的，其合理性只能是大致上的，而不是经过逻辑论证的，只能说它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心理生活上的递进关系。人格动力领域下，涉及目标、自主和自我调节三个分领域，都是人格动力领域的研究热点，但这种排列也只能反映我们对于这些主题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好像它们之间有一种从知到行的关系。有的则显得严密一点，如人格发展领域下，涉及自我、依恋、死亡意识、人生叙事和心理传记，分别着重探讨了青少年、成年、老年以及人生的整合，这部分贯穿着人生全程发展的思路。

从微观上看，每个中观分领域下为什么是这几个主题，也不是基于逻辑，而是基于现有研究的积累情况。如自我批评、自我宽恕、物质主义都与心理健康相关，权威主义、社会支配倾向和马基雅弗利主义都涉及人的政治行为并且概念提出的背景都有政治因素，所以我们分别用健康特质和政治特质来归类。但严格地说这些主题都与广泛的心理生活领域相关，甚至有些主题究竟是特质还是价值观，还没有定论。至于同一分领域下的几个主题之间是什么关系，有的是不清楚的，硬要去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牵强附会。如自我批评、自我宽恕、物质主义虽然都被列在健康特质之下，但它们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前二者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关系，但物质主义与前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不清楚。有的似乎更清楚些，如精神特质下的儒家人格、道家人格和佛家人格，它们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三大精神取向，但严格说是缺乏心理学研究的。为此，我们对道家人格做了初步的较系统的探索。为了引起学界的关注，我特邀了两篇理论稿件，从心理学思想史的角度分别讲儒家人格和佛家人格。虽然与本书其他章节在写作风格上不太一致，但从内容的完整性和重要性上看，它们是不可或缺的。还有，自我领域下，通常讲自我概念、自尊和同一性，但我们小组只对同一性和自我概念中的关系自我有所研究，为了保证主题的完整性，我又特邀了国内专家分别提供了自我概念和自尊的专稿。

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从微观，我们组织本书的基本方法论还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指人格研究的实际进展情况，这是前提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观照逻辑关系便是统一。但这种统一首先取决于学科本身的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统一水平，高水平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有赖于学科的成熟。

本书是我和我的硕博研究生及博士后们十余年来用中文讲人格心理学的大多数文章的汇集，有些文章本来很好，但难以归入本书的框架，只好割爱。为了编写这本书，很多文稿都得到修改、扩充甚至重写。胡小勇、孙灯勇、张钊、李静、杨沈龙等分头进行了统稿，由我负责全书的框架、组稿和统稿定稿。在此，我要向这些弟子们表示感谢。教学相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欣慰和骄傲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

如前文所述，在该框架内，有些专题很重要，但我们小组没有涉及过，所以特邀了如下作者撰写相应的稿子，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汪凤炎教授（儒家人格），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刘佳明硕士（佛家人格），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凌辉教授和复旦大学副教授王燕博士（自我概念），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张丽华教授（自尊），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谷传华教授（心理传记研究）。他们的赐稿为本书增色添彩，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杨玉芳教授的邀请和建议，感谢付出辛勤劳动的编校人士。

由于本书初稿出自多位作者之手，虽多是我的学生且经过我反复修改，但风格不一水平不齐以至疏漏错误的情况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郭永玉

2014年5月武昌




 [1]
 出自《马太福音》（Matthew）第7章，原文为：“Ask，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seek，and you will find；knock，and it will be opened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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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人格
 （personality）是一个学术概念，但是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遥远，人们平时也经常使用相关的人格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正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同时，人与人又有共通之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描述某人时会说他具有大方、勇敢、勤劳或者小气、懦弱、懒惰等性格特点，等等。此处所讲“人心”就是人格心理学所研究的“人格”，“性格特点”就是人格心理学中的“特质”。另外，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讲的就是人格的终身发展。但是与人们对人格的常识性理解不同，人格心理学是系统地研究人格这一主题的学科，内容涉及人格结构、人格动力、人格发展等方面，并已经有了系统的研究。


人格心理学
 （personality psychology）研究现实的个人，探寻、描述和解释个人的思想、情绪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并综合诸多足以影响个人的各种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包括与生物学的、发展的、认知的、情绪的、动机的和社会的各种交互作用，进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作整体性的解释（黄希庭，2006，p.321）。人格心理学将人性作为其核心，关注整体的人，是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的领域，在整个心理科学中处于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人格心理学自诞生以来，经历了确立、质疑与重建和振兴等三个时期，当前在诸多领域都有较大的进展，已经形成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等人格大理论（grand theory），并在依恋、焦虑、成就动机、习得性无助等主题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章讲述人格的意涵、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人格心理学的学科架构、人格研究的范式和当前几种主要的人格理论。


1.1 人格心理学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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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学科体系中注重从整体的视角探究人性本质的一个分支，它以人性及其差异作为其核心，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人。人格心理学不仅在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内部处于重要地位，而且在关于人的所有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也处于基础性的位置。经过一百多年曲折的发展道路，人格心理学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和繁荣时期。近二十年来西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包括人格结构、人格动力、人格发展）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在大量介绍西方人格心理学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研究中国人的人格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心理学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人格与创造力、人格与人员选拔及安置、人格与贪腐行为、人格与暴力犯罪、人格与疾病以及和谐社会的健全人格建构问题。鉴于人格心理学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及其在社会进步中所能做出的重要贡献，建议未来中国人格心理学研究应从研究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人格和研究方法多元化等方面予以加强。

1.1.1 人格的意涵

“人格”一词是近代从日文中来的，而日文“人格”又是对英文“personality”一词的翻译（黄希庭，2002，p.5）。从词源上讲，英文personality来自拉丁文persona，此拉丁词本义是指面具，即戏剧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标志。通过引申，“人格”在西文中已是一个非常复杂、涵义广泛而又歧义众多的词。因此，对其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不同的学者依据其对人格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理解不同，下了不同的定义。据人格心理学家G.W.Allport（1937，pp.43-46）说，人格的定义有50种之多。在当代，Pervin的定义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人格是为个人的生活提供方向和模式（一致性）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Pervin，1996，p.414）。在对所有定义加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我们认为：人格是个人在各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统一体。

人格心理学就是研究一个人特有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一门科学。它以作为整体的人为研究对象，并从三种水平上来分析人格。Kluckhohn和Murray（1953）在他们的一本关于文化与人格的书中对这三种水平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1）与其他所有人相似（like all others），即人类本性水平；（2）与某些人相似（like some others），即个体和群体差异水平；（3）与任何人不相似（like no others），即个体独特性水平。理解这些区别的另一种方法是：第一种水平指“普遍性”（universals），我们和其他所有人都相似的方面；中间的水平指“特殊性”（particulars），我们与一些人相似但与另一些人不相似的方面；第三种水平指“唯一性”（uniqueness），我们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相似的方面。

人格心理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通过系统的专业研究，揭示人格的事实和规律，以帮助了解人，从而提升个人的生活品质。与一般科学的目的一样，人格心理学的目的可分为四个层面，即描述、理解、预测和控制（Liebert & Liebert，1998，p.21）。带着这样的目的，人格心理学有哪些成果？或者说人格心理学家都做了哪些工作，现在又在做什么？通常，人格心理学家致力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有人称之为人格心理学的四个基本关切
 （fundamental concerns；Liebert & Liebert，1998，p.8）：创建一种理论；通过研究检验这种理论；找到一种方法测评人格；将人格心理学应用于生活实际。当然，不同的人格心理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得到了不同的研究发现，也找到了不同的测评方法，并且致力于不同领域的应用。不同的人格心理学家在这四个方面的工作也各有侧重。但总体上，人格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或学科结构就是由理论、研究、测评和应用四个部分构成。至于研究范围，在心理学领域，没有哪个分支的范围像人格心理学这样广阔。人格心理学与其他心理学分支的重叠或交叉也最多，是人的发展和变化研究的焦点，是正常和异常研究的焦点，是动机、情感和认知研究的焦点，是学习和适应研究的焦点，是个别差异研究的焦点，也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焦点。之所以有这么多焦点，是因为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是整体的人（陈仲庚，张雨新，1987，p.6）。

1.1.2 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脉络

人格心理学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McAdams，1997）。大约从1930年到1950年为第一个历史阶段，是人格心理学的确立期。在这一时期，人格心理学家提出了全面理解人的综合概念系统，一些伟大的人格理论直至今天仍然非常具有影响力。该时期提出的较有影响力的人格理论是Allport的个体心理学，Murray的人格系统，Cattell和Eysenck的特质理论，Rogers的人本主义理论，Kelly的个人建构的认知理论，Erikson的人格发展的心理社会理论、美国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理论，以及早在20世纪30年代Freud、Jung和Adler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

从1950年到1970年是第二个历史阶段。该时期开始于对人格研究的合理性和价值的批评与普遍质疑。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等教育的激烈扩张，心理学系急剧增长，并逐渐专业化，产生了与人格有关的专业，如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在美国，联邦资金的增加支持了在实验室和现场实验的人格研究。此时，人格心理学家关注于考查特定的人格概念，如外向性（Eysenck，1952）、焦虑（Taylor，1953）、成就需要（McClelland，1961）和其他一些特质、需要和动机等等。这些概念都能得到有效而可靠的测量，并能直接观察到其对行为的影响。总体来说，人格心理学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理论转身，开始把重点放在了有关人格测量的问题和争议上。例如，什么是人格结构的有效测量措施（Cronbach & Meehl，1955；Loevinger，1957）？对人格的客观测量要优于临床直觉吗（Meehl，1954；Sawyer，1966）？人格量表测量的就是他们想要测量的吗（Block，1965；Edwards，1957；Jackson & Messick，1958）？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人格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批评，使得该领域陷入一场危机。Carlson（1971）严厉批评人格心理学家忽略了早年间的伟大理论并且偏离研究现实生活和深入整个人的真正任务。Fiske（1974）想要知道是否人格心理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因依赖于人们不精确的口头报告而受到了限制。Shweder（1975）质疑任何基于人格差异的心理学存在的需要。然而最有影响力的还是Mischel（1968，1973）的批评，他反对基于内部人格特质的人类行为的解释，而提倡关注于情境和认知/社会学习因素对行为的解释。

Mischel的批评在人格心理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争议的焦点是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用来预测与理解社会行为的方法的有效性。

这场特质与情境的争论持续整个70年代，并由此进入80年代。

人格心理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70年左右，并持续到今日。该时期为广泛意义上的重建和振兴期（Buss & Cantor，1989；Hogan，Johnson，& Briggs，1997；Maddi，1984；McAdams，1990，1994；Pervin，1990；West，1983）。随着特质与情境的争论偃旗息鼓，当代人格领域已经对预测行为的内部人格变量和外部情境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Kenrick & Funder，1988）展开研究。人格特质模型也已经恢复了他们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五因素模型出现后（McCrae & Costa，1990；Wiggins，1996）。在解决或抛开一些测量争议后，人格心理学家改进了关于人的科学研究的研究方法（Robins，Fraley，& Krueger，2007）。最近，人们的兴趣转向整合性的人格理论（McAdams & Pals，2006；Mischel & Shoda，1995）和整个生命过程的人格发展（Mroczek & Little，2006），并重新致力于研究在完整人生履历的复杂之中的整个人（Franz & Stewart，1994；Nasby & Read，1997；Schultz，2005）。当代人格研究的复兴证实了人格心理学家们对于这个特殊领域的看法：作为一个整体，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核心。人格心理学领域最为普遍和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一个人？我们该如何理解人？这是最基本和最迷人的心理学领域，因为它直接面对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

1.1.3 西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进展

万晓霞（2009）以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为数据源检索人格心理学文献，对1999—2008年SCI人格心理学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人格心理学研究在这十年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文献量呈逐步上升趋势（如表1.1所示）。

表1.1 人格心理学SCI 十年载文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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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万晓霞，2009.

从学科分布来看，人格心理学研究广泛分布在138种学科中，其中既包含社会科学领域又涉及自然科学领域。收录人格心理学论文排名前十名的学科为：社会心理学、多学科心理学、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临床神经学、应用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医学遗传心理学。这表明人格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的特征。

从研究范式来看，精神分析、特质论、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是人格研究的传统范式。近二十年来，这四种范式都已扩展了各自的领域，并繁衍出一些新的人格研究范式，包括：社会—认知范式、生物学范式、积极心理学范式，这三者分别源自于行为主义、特质论和人本主义。当代的依恋研究则得益于精神分析的发展。除此以外，进化心理学范式和后现代心理学范式（如叙事心理学）可被视为人格心理学的新范式（万晓霞，2009；张兴贵，郑雪，2002）。

从研究内容来看，当代人格心理学在人格结构、人格动力、人格发展等领域都有较大的进展，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人格结构

20世纪末，人格领域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进展应该是两个相似的人格分类系统——“大五”结构
 （“Big Five” Structure）和五因素模型
 （Five-Factor Model，FFM）的出现。两种模型分别是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研究成果的结晶，但让人惊叹的是，两种取向的研究殊途同归，最终在人格结构的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即人格是由外向性（E）、随和性（A）、尽责性（C）、神经质（N）和开放性（O）五个因素构成的。毫无疑问，这种五因素人格模型（包括“大五”结构和FFM）是当前人格研究的主导范式，在整个心理学界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模型之一。正如McCrae等人所言，“五因素模型”就像一棵圣诞树，与综合性、稳定性、遗传性、会聚效度、跨文化普适性和预测效度有关的研究成果正是满缀其间的圣诞礼物（McCrae，2009）。直到近两年，五因素人格模型仍然是活跃于权威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上的重要研究主题，具体内容涉及一些更为细小的争议较多的问题，例如“大五”人格因素的代际差异（Smits，Dolan，Vorst & Wicherts，2011）、年龄差异（Soto，John，Gosling & Potter，2011），“大五”人格因素之间的相关是由测量误差造成的还是由更高阶因素导致的（Chang，Connelly & Geeza，2012），使用简式问卷测量“大五”人格特质的有效性（Credé，Harms，Niehorster & Gaye，2012），等等。随着这些研究的开展，人们对于人格结构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

人格动力

人格动力领域有两大较为突出的理论进展。一是Mischel和Shoda（1995）基于传统特质理论无法准确地预测和解释跨情境的行为变化的主要缺陷，提出了著名的认知—情感系统
 （the 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CAPS）理论。该理论试图在人格研究中引入情境因素，强调个体的人格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将人格的基本单元（如特质）视为“如果……那么……”的系统，人格便是大量“如果……那么……”的集合，于是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境中，不同的“如果……那么……”图式便会指引着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这样不仅考虑了人格的稳定结构，而且还兼顾了人格的动力过程。事实上，研究者（Kammrath，Mendoza，& Mischel，2005）已经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人际知觉中“如果……那么……”图式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在对他人的社会行为和人格倾向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人们会考虑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并以“如果……那么……”的方式进行描述。此外，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是一个元理论
 （meta-theory），即它是不包含具体内容的。近年来，研究者已将此元理论应用于建构特定领域（如戒烟、精神病理学、组织行为）包含具体内容的模型（Shoda & Mische，2006）。

另一重大的理论进展是由Deci和Ryan（2009）提出的自我决定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使人们对人类动机的普遍性有了新的认识。Deci和Ryan认为，人类具有三种基本的普遍的心理需要，即自主
 （autonomy）、胜任
 （competence）和关系（relatedness）的需要。这三种心理需要的满足对于个体的幸福感、心理健康甚至生理健康都是必需的。在自我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下，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内容涉及动机的类型，社会环境对不同类型动机的影响，不同类型动机对一系列结果变量如学习、绩效、认知功能和幸福感的影响，不同的抱负或生活目标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及绩效和幸福感等结果变量的关系，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跨文化研究，以及自我决定论在养育、教育、工作和医疗等具体生活领域的应用。

人格发展

稳定与变化是人格发展的永恒主题。从研究的数量和规模来看，人格特质的发展是当前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婴儿气质怎样发展为成人特质，特别是成年期人格特质如何发展，是当今研究得最为广泛的问题。目前研究者进一步关注人格特质稳定性与可变性的深层影响因素，如年龄、生活事件等（Specht，Egloff，& Schmukle，2011）。除了特质的发展以外，动机和目标的发展及叙事认同的发展也成为人格发展领域新的研究内容（McAdams & Olson，2010）。对于人格发展的影响因素，当代的行为遗传学研究、神经科学研究和进化人格心理学研究已为天性的作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而教养的作用如家庭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文化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Cheung，van de Vijver，& Leong，2011）。将人格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有助于获得对人格更为生动、具体、深刻的理解。总之，人格发展的个人与情境交互作用的观点已深得人心。

1.1.4 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心理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大陆地区开始恢复心理学教学和研究，西方人格心理学也得到介绍；90年代以来，我国心理学者在反思西方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格问题。

在理论研究层面，体现为学者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动力和影响因素等一些具体问题开展了探索性的研究。人格结构的研究是人格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了解人格的基本特点、类型以及对个体进行有效评估的基础。杨国枢等（杨国枢，李本华，1971；Yang & Bond，1990）较早地进行了相关的本土研究，从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入手，得到了4—5个独立的人格维度；王登峰和崔红（2003）将杨国枢等人收集到的用于描述稳定人格的形容词与从现代汉语词典和刊物中收集到的词汇合并，用因素分析法进行研究，最后确定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个维度，并编制成中国人人格量表；张建新和周明洁（2006）将他们自己编制的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与西方的五因素问卷（NEO-PI）合起来进行联合因素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六因素结构。所有这些结果都表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结构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此外，还有许燕、王芳（2008，pp.277-287）、张进辅（2006）对价值观等人格动力进行了研究；申继亮、陈勃和王大华（1999）对人格发展进行了研究等。

在应用研究层面，体现为我国心理学者们立足本国实际，借鉴西方心理学的方法，去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关人格心理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构成了当前中国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大致说来，有如下一些主题。

人格与创造力

创造型人物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成果，对整个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心理学家关注人格对个体创造活动的影响。王极盛和孙福立（1984）用自评法调查了28位学部委员和127位一般科学工作者，发现影响创造活动的主要人格因素有：事业心、勤奋、兴趣、责任心、求知欲、进取心、意志等。张景焕（2005）对34位院士进行访谈，发现创造人才心理特征排在前三位的是一般智力强、勤奋努力、内在兴趣和研究技能策略。更有研究者（刘邦惠，张庆林，谢光辉，1994）在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对照后提出了两类创造型人格特征的假设：一类称作创造型人格特征的内核，是与创造力关系最为密切且比较稳定的部分，另一类称为创造型人格特征的外壳，是较多受到文化背景影响的部分。

人格与人员选拔及安置

人格测验对组织中的人员安置和选拔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思想、观念和技术，推动了人格测验在人事管理中的应用，一批学者和专家开始关注和着手人格测验在中国企业人事管理中的应用，并致力于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现中国特色、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人格测验。例如，王重鸣和陈民科（2002）建立的管理胜任力模型，王登峰（2012，pp.166-194）对中国党政干部的胜任特征的研究。更有研究者（陈静，苗丹民，等，2007）考察了MBTI人格测验对陆军指挥院校学员心理选拔的预测性，发现MBTI-G人格类型量表对陆军指挥院校学员胜任特征评价有一定预测性，可以作为选拔工具使用；他们还建立了初级军官、航天员和陆军学院学员等军队人员胜任特征模型。这些基于工作特性的人格模型的建构，为组织进行人事决策提供了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提高了组织人事决策的效率，帮助组织更有效地进行人员的聘用、选择、训练、开发等工作。

人格与贪腐行为

腐败问题是当今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目前，从宏观层面来说，制度建设在不断完善，监管力度在持续加大，但在微观层面，对于腐败主体——个人的腐败心理动因认识不清，对于腐败过程的心理机制了解不够（王芳，刘力，许燕，蒋奖，2011）。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研究表明，存在一种固化和内化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操纵他人、谋取私利的人格特质，即马基雅弗利主义。中国学者（汤舒俊，2011）已通过实证方法证实了在中国人身上存在这种人格特质，并且设计了信效度良好的测量工具。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已经证实，马基雅弗利主义和贪腐行为、经济机会主义是正相关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倾向于利用手中的优势，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Maria，Clive & Yves，2007）。但这一发现，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迄今为止还没有被研究过。在贪腐行为盛行的当今中国，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在其中到底起到何种作用？如何起作用？如何抑制？这些问题亟待回答。

人格与暴力犯罪

2010年的《法治蓝皮书》表明，现阶段我国的暴力犯罪现象十分严重，并且发展的趋势也越来越严峻。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越来越多的暴力犯罪中，由于反社会人格而导致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数量较之往年有增无减。反社会人格者由于其易于冲动、不吸取经验教训、不能爱别人和缺乏内化了的社会价值系统或良心的特点，非常容易触犯社会规范和法律。在违法犯罪人群中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的数量较多，可达30%以上，远高于在一般人群中的比例（1%以下），且屡次犯罪以及罪行特别残酷或情节恶劣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学者（蒋奖，许燕，2007）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了反社会人格者的一些特征，但反社会人格如何导致暴力犯罪，其间的过程是怎样的；是否有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或交互作用；如何控制这些因素来减弱或防止它在暴力行为发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如何在暴力犯罪发生之后，更加彻底地去了解暴力犯罪人，有效地帮助他们改造，减少累犯的几率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开展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系统性研究。

人格与疾病

许多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与疾病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人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具有某些人格特征的人面临患某些特定疾病的风险。国内研究者（侯玉波，张梦，2009）指出与疾病有关的四组人格因素：易发怒和具有敌意；情绪性压抑；有失望经历；悲观与宿命论的态度。在这四组因素中，敌意倾向与发怒对心脏病的发病有影响，情绪压抑与心脏病和癌症的产生有关。在压抑的情境下不愿表达情感以及对抑郁心情的压抑则是癌症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正如Eysenck（1996）所说：“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在人格与压力以及疾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人格与压力因素是癌症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该研究领域正处于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它也面临着许多有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改进医疗与护理制度，建立合理的保健措施，节省卫生经费和减少社会损失，以及为有关的卫生决策提供建议等。

和谐社会的健全人格建构问题

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诚如黄希庭（2007）所言，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人格心理学问题，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健全人格的形成问题。健全人格的人能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世界、他人和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顺境和逆境，是一个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幸福的进取者（黄希庭，2006，p.321）。黄希庭及其团队对中国人的自我价值感和自立、自信、自强人格等进行的探讨，以及陈建文（2008）对健康人格结构、健康人格功能与健康人格状态的探讨，为培养和塑造中国人的健康人格提供了理论支持。

1.1.5 发展我国人格心理学的建议

我们的工作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要去完成。我国人格心理学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我们认为以下两点十分重要。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人人格研究

Inkeles（1985）在对人的现代化问题作了长达二十几年的研究之后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可见，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格现代化（列宁，1975，p.376）。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正沿着现代化的道路迅猛发展。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得整个社会环境产生了躁动起伏的剧烈变化。与此同时，人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虽然传统人格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适应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传统人格确有很多特征是不适应甚至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因此，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从传统负重之下迈向现代化的今天，研究现代化人格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心理学家杨国枢（1974，p.389）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初步探讨了现代化人格的内涵、特征及影响因素。但是现代化人格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该如何塑造等问题，都是摆在我国心理学者面前的紧迫的研究任务。同时，前文提及的当前中国人格心理学一些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也是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人格研究的重要范畴。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人格研究目前使用的方法可大致归纳为实验法、临床法与问卷调查法，而这些方法本身都面临一对矛盾，即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的矛盾。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研究保证了内部效度，却很难将复杂的社会文化变量还原为个别实验室变量，导致研究的生态效度低下；相反，临床研究较好地还原了人的生活场景，但由于变量不易控制，研究的内部效度不尽人意，难以精确地刻画出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此外，问卷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前两种方法的优点，但仍存在理论基础与现实情境相脱节、被试回答真实性难以保证、量表预测效度有限、测量目标的含义难以确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效度。

很显然，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各有侧重和忽略，各有优势和不足。由于人格现象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多种研究方法（如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量法、实验法、叙事研究法、故事谚语分析法，以及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方法等）并用，才能对所要研究的人格问题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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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格心理学的学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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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是庞大的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最为繁杂的一支：大到人性本质，小到具体的行为细节，人格心理学无所不及。与心理学其他分支相比，人格心理学的主要特征是将人性作为其核心，关注整体的人。自科学心理学创立以来，心理学家们就认为应该以一种层次性的心理系统去拓展这门学科：其最底层应该是感觉、意识和学习等问题；中层是动机、情绪和智力等问题；而最高层则应是“精神人格的总体发展系统”（Wundt，1897）。

基于这种观点，人格心理学应当成为整个心理学体系中最有组织、最具整合性的一个分支（Mayer，2005）。因为它不仅关注心理系统最高层的问题，而且要将底层和中层整合起来。正是因为人格心理学的这一特性，使它不仅在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内部处于重要地位，而且在所有关于人的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也处于基础性的位置。它与所有关于人性的学科有关，并整合关于人性的知识。

但是，人格心理学自创立以来一直缺乏一个完整合理的学科体系结构。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本节回顾人格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归纳学科发展的趋势，呈现当下主要的人格心理学体系结构，以新的视角介绍学科体系发展的新动向，并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人格心理学体系结构的“3D”修正模型：人格表现—人格动力—人格发展，对人格心理学学科体系结构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考。

1.2.1 人格心理学架构的历史源流

相对于心理学其他各主要分支较完备的学科结构而言，人格心理学是唯一一个现存知识体系不能反映其研究现状的心理学分支（Pervin，2001）。首先对于人格的定义，长久以来就存在广泛的分歧。在G.Allport（1937）所著的《人格：心理学的解释》（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一书中，他就归纳了关于人格的50种不同的定义。时至今日，不同的人格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抛开这些对人格定义的分歧暂且不说，更为重要的是，长久以来人格心理学一直缺乏一个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结构来及时总结、吸纳层出不穷的新的研究发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要从人格心理学这门学科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说起。

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人格理论要从上世纪初由Freud、Jung、Adler等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始。其中，又以Freud的理论最为成熟、最有影响力。Freud的人格理论包括人格结构、人格动力、人格发展三个部分（Freud，1966）。这种人格理论的架构划分极大地影响了日后人格心理学学科架构的发展。现代人格心理学的正式诞生是以G.Allport的《人格：心理学的解释》（1937）和H.Murray的《人格探究》（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1938
 ）两书的出版为标志的。Allport 的理论构架是其所提出的特质理论，Murry的理论体系则建构在他提出的23种需求或驱力的概念之上（Murray，1938）。现在看来，这两部著作各自阐释了一种人格理论，而非提出人格心理学的学科体系架构（Mayer，2005）。这些先驱者对人格心理学的创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们的贡献更多的是在创建一个理论派别（精神分析学派或特质学派），而非将这一学科的知识用一个完整的体系架构组织起来。当然在那时，学科的知识积累也不够充分。

自二战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了三种对人格心理学知识整合的初步探索。第一种是由Sears（1950）提出的人格心理学学科架构构想：人格发展，即探寻人格的形成历程；人格结构，即分析人格的组成部分；人格动力，即发掘行为矛盾冲突的原因。第二种由Jensen和Nuttin等人所倡导，他们主张人格心理学应以个人差异为核心线索，以分析个体特质、群体性格和人格类型等方面的差异来建构和整合人格心理学（Nuttin，1955）。第三种是由Hall和Lindzey提出的以理论流派来组织人格心理学的构想，其著作《人格理论》（Theories of Personality
 ）涵盖了从Freud、Jung、Adler到Allport、Murry等当时所有重要的人格理论（Hall & Lindzey，1978）。这3种对人格心理学学科体系架构的初步探索明显地受到了当时人格心理学研究状况的限制，但这些尝试也对日后人格心理学的整合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1.2.2 当前四种主要的人格心理学架构

人格心理学在之后的三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方面是人格心理学理论流派的发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早期人格理论，到20世纪后期，出现了包括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特质理论、人本主义、认知理论和生物学理论等的“大理论”
 （grand theory）。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格心理学家开始围绕一些明确的主题展开研究。这些主题有的明显受到了某种大理论的影响，如潜意识、依恋等；有的与大理论没有特定的关系，但可以用多种大理论来研究，如社交焦虑、攻击性等；还有的则很少受到大理论的影响，它们是在经验中产生，并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形成特定的“小理论”
 （mini-theory），如A型性格、成就动机等（郭永玉，2005）。于是该学科出现了理论（theory）和研究（research）两大（不是一强一弱）知识领域，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实际整合起来却十分困难。这样就形成了这门学科在知识体系建构上与其他心理学分支很不相同的情形：同样以《人格心理学》为名的教科书，内容体系（学科架构）却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前主要有四种人格心理学的知识架构。

理论—理论（theory-by-theory）型架构

这是一种大理论体系或理论型架构
 （theories frameworks）（Mayer，1998）。这种体系发展了 Hall 和Lindzey（1978）的理论性体系，将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理论、特质理论和生物学理论这六大人格理论派别组合在一起。这是人格心理学的一种传统体系，人们通常将这种体系称为“人格理论”，也有人辅以人格测评等内容便直接构成“人格心理学”。此类教科书不胜枚举，也是国内外广为熟悉的人格心理学体系。但随着专题研究的发展，这种架构越来越不能吸纳、组织和整合人格心理学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的研究成果。

视角—视角（perspective-by-perspective）型架构

这种架构以大理论整合专题研究，是一种大视野型架构
 （big perspectives frameworks）（Mayer，2005），其基本形态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这种架构将人格理论视作本学科的不同范式（paradigm）、取向（approach）或视角（perspective），或将不同的大理论视为对人格心理学的不同层面（level or aspect）的探索，试图将不同取向的理论和研究整合起来，但仍以理论流派为线索。这种架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专题研究成果，但整个架构还是基于“大理论”之上，割裂了研究专题之间的联系。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很好地整合到理论体系之下，反而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所呈现的问题研究成果是片段的、相互孤立的，并且只是大理论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已有中译本的Burger著《人格心理学》教科书就是这一架构的典型代表之一（郭永玉，2005）。

理论—研究（theory-research）型架构

这种架构是大理论加上问题研究
 （grand theories plus research topics），打破了以人格理论流派为写作提纲的传统人格心理学学科体系，主张将专题研究成果及时地组织、吸纳和整合到人格心理学学科体系之中。这种架构打破了大理论统整一切的局面，避免了将丰富的研究成果分割开来填塞到不同学派或取向之下的尴尬，为问题研究及其成果被组织、吸纳和整合到相应的学科体系中争得了空间。但这种体系主要由两大块组成，二者之间的联系问题难解决，而且仍以大理论为主，只能涉及少数几个研究主题，难以将众多的主题纳入其中。

问题中心型架构

这是一种研究主题型架构
 （research topics frameworks）。这种学科体系架构是颠覆性的，完全抛开传统的大理论或让这些理论服务于具体问题的解决的模式，以研究主题为核心，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将学科内容组织起来。这种架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代表着人格心理学体系建构的新趋势（郭永玉，2005）。目前，有关这种学科体系的建构仍在探索之中，国内外的很多人格心理学家都致力于完善这样一种新的学科体系，来建构一个更具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和系统性的人格心理学。

这四种学科架构被广泛地运用于人格心理学教学中，对人格心理学知识体系的整合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目前，新兴的架构正在迅猛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McAdams的“人格房子”模型，Mayer的人格系统化架构（system framework for personality）模型，McCare和Costa的五因素人格理论（Five Factor Theory of Personality，FFT）模型和Cloninger的人格“描述—动力—发展”（“3D”）模型等（McAdams，1995；Mayer，2003；McCrae & Costa，1999；Cloninger，1996）。下面简要介绍这几种新型的人格心理学学科架构模型。

1.2.3 学科整合的新动向

McAdams的“人格房子”模型

McAdams把人格心理学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由去情境化的特质
 （traits）单元构成。特质是行为的显著性倾向，属于对人格的最基本的描述。仅仅知道一个人在特质测验上的得分并不意味着你了解这个人，或者说你对于他（她）的了解还是很表面的，他（她）对于你还是陌生的，因此特质心理学被称为“陌生人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stranger）。第二层是个人关注
 （personal concerns），描述个体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身份等情境下的个人奋斗
 （personal strivings）、生活任务
 （life tasks）、防御机制、应对策略等大量有关人格动机和策略等方面的建构。知道了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动机、关切和策略，你就进一步了解他（她）了，因此有关这一层面的研究被称为“逐渐了解某个人”（getting to know someone）的心理学。第三层是人生叙事
 （life narratives）。这一层更多地只与成人相关，因为对人格的全面把握需要去探究个体一生中是如何将自我个性化，如何形成认同；需要去寻觅生命的目标和意义。人生叙事用人生故事的方法，让我们获得“特定他人的私密性知识”（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other）。McAdams的人格三层次模型逐层递进，在形式上呈现出来好似一座房子（图1.1），因而这一模型又被称作“人格房子”
 （the house of personality）（McAdam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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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McAdams的“人格房子”模型

来源：McAdams，1996.

Mayer的人格系统化架构模型

Mayer提出了人格心理学的系统化架构，指出人格心理学的四个核心问题是：人格界定（personality identification）、人格成分（personality components）、人格组织（personality organization）和人格发展（personality development）。他从内—外（internal-external）、分子—摩尔（molecular-molar）、机体—建构（organismic-constructed）和时间（time）四个维度对人格变量进行了分类，并进一步提出应该根据人格变量不同的数据类型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Mayer，2004）。他还特别就人格成分、人格组织和人格动力提出了人格系统模型（the system set）。Mayer 认为人格主要有四个部分构成：（1）能量单元（energy lattice），包括动机和情绪及其交互作用；（2）知识网络（knowledge works），包括心理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模型以及认知机制等；（3）角色扮演（role player），包括行为表现、社会角色与社会行为和运动机制等；（4）执行意识（executive consciousness），包括意识机制和自我控制机制等，这个部分是人格系统的最高层，能够监控和管理其他的人格部分。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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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Mayer的人格系统化架构模型

来源：Mayer，2003.

McCare和Costa的“FFT”模型

McCare和Costa从人格特质取向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FFM），继而成为特质取向在当代的代表人物（尤瑾，郭永玉，2007）。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五因素人格理论
 （Five-Factor Theory of Personality，FFT），尽管也是由 McCare和Costa所提出，但却并不等同于人格特质的五因素模型（FFM）。五因素模型包括外向性（Extraversion）、神经质（Neuroticis）、开放性（Openness）、随和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五种因素。而五因素人格理论，则是McCare和Costa提出的关于人格心理学所涉及的五种人格变量的分类，并由此建构的人格心理学知识架构模型：（1）基本行为倾向（basic tendencies），包括个体的先天遗传倾向、生理特征、生理驱力、人格特质、认知能力和心理障碍易发点等；（2）特异性适应（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s），即胜任感、态度、信仰、目标和人际适应等；（3）自我概念（self-concept），即自我、认同和自我叙述的人生故事等；（4）客观传记（objective biography），即一个人真实的生命过程；（5）外部影响因素（external influences），即发展、历史、文化、特殊情境和社会影响等（McCrae & Costa，1999）。

Cloninger的人格“3D”模型

Cloninger提出了人格的“3D”
 格理论：（1）人格描述（personality description），这是讨论人格所有问题的基础，包括人格特质的概念和模型、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2）人格动力（personality dynamics），即人类行为背后的动因，包括心理动力学说、动机、环境适应、自我；（3）人格发展（personality development），即人格随时间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影响因素，包括跨时间的差异性和一致性、人格的生物学基础、社会任务以及人格的文化背景。整个模型以研究主题为线索，从生物化学到文化制度，从无意识的直觉表象到有意识的逻辑推理，从单个个体到社会群体，把影响人格的多层面经验及其交互作用融合在一起。Cloninger以对人格的描述性模型开始，深入讨论了影响人格的所有重要因素，将实证研究与传统理论流派有机地结合在研究主题的探讨之中，立体化、系统化地呈现了现代人格心理学所涵盖的研究主题、理论渊源和研究方法（Cloninger，1996）。

几种新型人格心理学架构的比较

如表1.2所示，这几种“问题中心”型人格心理学架构各有优劣。McAdams的“人格房子”模型，架构简洁，层次分明，得到了很多心理学家的认同和支持（eg.Emmons，1995；Little，2000）。但这种体系架构内容略显单薄，不能涵盖现有人格心理学的全部研究主题。此外，支持这一架构模型的心理学家大多是“个人关注”或“人生叙事”中某些“小理论”的倡导者，缺乏足够的影响力。Mayer的人格系统化架构模型，从对人格的界定开始，系统地构建了人格组织和人格动力，并以人格数据的分类作为支持，整个模型显得详尽而周全。但这种过于庞杂和深奥的架构体系也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质疑，因而没有被广泛接纳（eg.Funder，1998；Hogan，1998）。再者，这种试图通过整合人格心理学来整合整个心理学的思路是否适合于现阶段人格心理学的发展程度也值得商榷，因为现阶段人格心理学的发展水平还不具有整合整个心理学的能力。至于McCare和Costa（1999）“FFT”模型，虽然也尽力体现了现有人格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内容和趋势，但由于其明显的特质取向痕迹，侧重于对人格的描述而较为忽视人格动力机制的揭示。相比而言，Cloninger（1996）的人格心理学“3D”模型则显得更为完备一些。因为其他三种体系架构模型几乎都能纳入到“3D”模型之中，无论是人格特质、人格成分、动机、情绪、人生叙事等这些内容都可以体现在人格描述、人格动力和人格发展之中。不足的是，Cloninger的“3D”之间缺乏更为充分的联系和逻辑支持，她本人并没有对人格心理学的架构这一核心问题做出清晰而完整的阐述，只是按照这一思路编写出了教科书。因而，我们有必要对Cloninger的人格“3D”进行补充。

表1.2 几种人格心理学知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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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3D”修正模型

为了建构一个更为完整合理的人格心理学知识架构，我们必须回到人格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上来。首先，关于人格的定义，即什么是人格。回顾Allport对人格的定义，人格是指决定着个人特有的思想和行为的个人内在的心理生理系统的动力组织（Allport，1937）。再到当代学者Pervin对人格的定义，人格是为个人的生活提供方向和模式（一致性）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和身体一样，人格包含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并体现着个人的天性（基因）和教养（经验）。此外，人格还包含过去的影响及对现在和未来的建构（Pervin，2001，2003）。可以看出对于人格的定义需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人格是指一个人外在的行为模式，即个人与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互动方式。（2）人格是指一个人内在的动力组织，包括稳定的动机，习惯性的情感体验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稳定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等。正是一个人内部的动力组织决定了其外在的行为模式。（3）人格就是这样一种蕴蓄于内、形诸于外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往往由一些特质（traits）所构成。（4）动力组织与行为模式的统一体意味着人格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复杂性和独特性等特点。（5）人格既是各种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交互作用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各种交互作用，包括身体与心理之间、心理与环境（特别是社会文化）之间、天性与教养之间、成熟与学习之间、思想—感情—行为之间、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结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我们认为，人格是个人在各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统一体（郭永玉，2005）。

其次，关于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人。人格心理学家大体从三个层面分析一个人：第一，人性的层面（the human nature level），即一个人首先是人，与所有人相似（like all others）；第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层面（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ifferences），即一个人与部分他人是相似的（like some others），个体之间的差异仅仅是程度的差异，如外向的程度不同而已，并且一个人与其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具有相似性，但与其他群体的成员明显不同；第三，个人独特性的层面（the individual uniqueness level），即一个人不同于任何人的（like no others）、唯一的、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特征（Kluckhohn & Murray，1953）。

最后，人格心理学的学科目的与其他心理学分支一样，都寻求准确的描述，合理的解释，有效的预测和控制。

人格的定义、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是对该学科知识进行整合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四种新的人格心理学架构模型，尝试对Cloninger的“3D”模型进行如下修正。首先，第一个“D”，Cloninger命名为人格描述（Description），这种命名有待商榷。因为对研究对象的“描述”正是学科任务之一，“描述”的主体是研究者，而不是人格。鉴于这一层面所呈现的知识大多属于那些外显的或易于测量的人格变量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把第一个“D”改为“人格表现”（Demonstration）。“表现”的主体才是人格，这样也与人格动力和人格发展的表述一致。这就是说，人格心理学知识架构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人格表现的知识。“Demonstration”意为：（1）证明、论证；（2）示范、解释；（3）集会、游行；（4）表现、实例（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2004，p.382）。牛津词典的这四种含义恰恰是人格心理学学科架构第一部分所需要完成的任务：（1）对人格的论证；（2）示范和解释什么是人格；（3）罗列并集中呈现所有外显的人格维度；（4）归纳人格表现，提出人格结构。这四种含义又以第四种“表现”最为概括、形象，也最便于理解和记忆。这一部分的内容基本与Cloninger的人格描述部分一致，即人格的界定、人格特质、个体与群体差异、人格结构。将人格结构置于这一部分，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对人格的描述从差异性到共性、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关系。同时，人格结构本身包含有描述性结构和动力性结构，这样也便于从第一层人格表现自然过渡到第二层人格动力（Cervone，2005）。

其次，第二个“D”即人格动力（Dynamics），考虑到对人格动力的研究从被动性向主动性发展的趋势，需要对Cloninger的原有内容加以补充和完善。传统的人格动力研究由于受Freud的影响，强调人是受动体，而人格的意动心理学（conative psychology）强调个体作为行为主体的主动性，关注个人目标、动因等内容的研究。情感（情绪）作为人格思想—感情—行为交互作用的关键一环，越来越受到人格心理学家的重视，理应作为人格动力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归因这种认知活动既影响动机也影响情绪。因而，这一层的内容包括：动机、情绪、意动、归因和对环境的适应。

最后一个“D”即人格发展（Development），与Cloninger原有内容相比，应该更准确地体现人格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和发展，从遗传、生理和进化等生物学因素，到依恋关系，再到成人人格。这样的修正一方面涵盖现有人格理论对人格发展阶段的划分，另一方面也将具体的人格研究主题融入人格的发展历程，如养育方式、依恋、特质稳定性与可变性等影响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各种遗传—生物—生理因素和环境—学习—经验因素。此外，人格发展的核心命题就是有关“self”的理论和概念。人格发展的目的对于个体自身来说是不断寻找和发现“self”，对于他人的“self”来说就是从陌生到熟稔。有关“self”的理论和概念包括自我概念（self-concept）、自我控制（self-control）、自尊（self-esteem）、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自我决断（self-determination）等等。虽然它们其各自之间存在差别，但也具备一定的相似之处，且在形式上都满足“self-x”的结构，可以从时间、功能等多方面予以整合。“self-x”也是人格心理学各种学术期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Endler & Speer，1998）。将所有有关“self”的内容整合在一起，纳入人格发展范畴的理由是，“self”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关于“self”的理论和研究体现在不同的人格发展阶段之中。尽管关于“self”的一些理论也能解释人格动力，但总体上说，有关“self”的理论和研究是人格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最具综合性、最具持续性的命题。因此，把有关“self”的内容提升到人格发展这一层面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格发展的内容、方式和目的，也更能凸显“self”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对Cloninger的人格“3D”模型进行完善和补充，得出了人格“3D”修正模型：人格表现（Demonstration）、人格动力（Dynamics）和人格发展（personality development）。具体内容如下：（1）人格表现（Demonstration），即对体现于外显行为上的人格进行描述的知识。内容包括人格特质、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以及人格结构，所涉及的人格变量大多属于静态。（2）人格动力（Dynamics），即探寻人格表现之后的原因和动力。内容包括人格的本能机制、心理动力学、动机、情绪、意动心理学、归因和对环境的适应。这部分所涉及的人格变量大多属于动态，时间跨度较大。（3）人格发展（Development），即体现在人生历程中的人格发展和变化。内容包括行为遗传学、客体关系理论、人格发展阶段、依恋理论、成人人格和老龄化、人生叙事、文化背景以及自我。这部分所涉及的人格变量具有更长的时间跨度，持续性更强。

如果按照上述思路写成一本人格心理学教材，可以方便地将人格研究方法融入每一个研究主题的探讨之中。修订后的人格“3D”模型，更加凸现了以人格研究主题为核心的架构线索。一方面，“3D”每一个独立的层次所包含的内容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另一方面，“3D”诸层之间也逐步递进、紧密联系。整个模型从人性的共同性到个体的唯一性，从外到内，从静态到动态，连贯有序，涵盖了当代人格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体现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和趋势，更有利于对人格心理学的学习、理解和运用，也更加适合人格心理学的教学。

但这种彻底的问题中心架构还是未能整合各大重要的人格理论，目前也很难完全按范畴或问题设计出一种架构，同时将各大理论和重要专题研究整合起来。在这种现状下，完全抛弃大理论可能背离人格心理学从整体上把握人性及其差异的宗旨。经验研究注重分析，理论建构注重概括。在经验研究越来越深入的同时，理论的提炼和整合也十分迫切，而传统的大理论恰好提供了理论概括的思想基础。于是，我们认为将第三和第四两种架构结合起来考虑不失为一种策略，即保留大理论传统，并从大理论开始叙述，但这种叙述是高度概括的、简略的，以各大传统的开创者为主，在随后的问题探讨中再回到这些理论传统并对其加以展开。这种做法西方也有，如Endler和Speer（1998），但西方的这种同类架构中大理论所占篇幅还是太多了一些，问题研究部分的内容选择和组织也很难令人满意。与西方作者不同，我们以大理论加上三大主题（理论加3D，或“T & 3D”）为基本单元来组织人格心理学的知识具有理论上和经验研究上的依据，也就能体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它与前文所述第三种即理论—研究型架构的不同之处在于，理论从主要内容变为背景或纲领，充分整合第四种即问题中心架构并使其占据绝大部分的篇幅。因此，我们可以将“理论加3D”的思路视为第五种方案（见表1.3和图1.3）。

表1.3 人格“3D”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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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人格“3D”修正模型

1.2.5 结语

一个学科的体系架构就是为了对该学科的学术领域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并把重要的学科内容有效地组织在一起。如今的人格心理学恰恰缺乏一种整合的、一致认可的学科架构，而缺乏一个明确的学科架构必然无法将人格心理学中的理论流派、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新兴研究发现等内容组织在一起。这一现状极大地限制了人格心理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也不利于人格心理学的学科形象，几乎将整个人格心理学推向末路（Mayer，2005）。为了探寻一个能够完整体现现代人格心理学内容、方法和发展趋势的学科架构，许多心理学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更具整合性的人格心理学架构模型，从早期的“理论—理论”型架构到“视角—视角”型架构，再从“理论—研究”型架构到正在兴起的“问题中心”型架构，人格心理学体系架构经过了一条漫长的整合之路。当前，又以McAdams的“人格房子”模型、Mayer的人格系统化架构模型、McCare和Costa的“FFT”模型和Cloninger的“3D”模型这四种“问题中心”型学科架构最具影响力。这四种知识架构都以人格主题研究为线索呈现了人格心理学这一学术领域，却也有各自的不足之处。比较起来，人格“3D”模型较为合理、完善。我们依据学科发展的趋势，针对Cloninger原有人格“3D”模型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修正后的人格“理论加3D”模型：以各大理论作为背景和纲领开始叙述，再深入探讨人格表现、人格动力和人格发展。当然，一个完整、准确的学科体系是不能一蹴而就的，Mayer从1993年提出人格系统化架构模型后，每隔三五年就会予以修正完善（Mayer，1993；1998；2004；2005），McAdams近期也将人格的生物学基础和社会文化情境等内容“装修”进了“人格房子”（McAdams & Pals，2006）。因此，一种好的学科架构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可以不断自我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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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格研究的三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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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Allport（1937）将人格心理学界定为对个体人的科学研究，人格心理学家一直将整体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它关心人性问题，既关心人的共同性（human nature），也关心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Hogan，Harkness，& Lubinski，2000）。在对人性的分析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特质研究、动机研究和叙事研究。分别回答人格的“所有”（having）、“所为”（doing）与“所成”（becoming）。人格特质研究对应的就是人格的“所有”，回答人格“是”什么的问题；人格动机研究对应就是人格的“所为”，回答人格“做”什么的问题（Cantor，1990）。McAdams（1996）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格心理学领域出现了第三种研究范式，即叙事研究。该研究范式从人生故事的角度对人格进行研究，试图回答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即人格的发展过程问题，并试图整合这三种范式。

1.3.1 人格特质研究

Allport（1937，p.295）认为特质（trait）是人格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宽泛的、聚焦的神经生理系统；它使许多刺激在机能上等值，能够激发和引导形式一致（等同）的适应性行为和表现性行为。Cattell（1957）与Allport一样，视特质为人格的基本元素，认为特质决定个体在给定情境下将作出何种反应，使个体行为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能对行为起决定和预测作用。第一种定义强调了特质存在生物基础，第二种定义指出了特质的倾向性性质。当代大多数人格心理学家都倾向于认同作为描述人格基本结构的单元，特质所标识的是那些一致的、相互关联的行为模式和可辨别的、稳定的个体差异。这表明，人格首先是一种结构化的系统，个体以此来组织自身，并适应周围的世界。这一系统是个人内部的，而不是环境塑造或者强加的。其次，人格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在人的一生中，人格可能有很多“改变”，但是有些发展的线索似乎是始终保持稳定的，比如，一个人的童年和青年似乎是相连贯的。第三，个体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尽管具体的行为可能会因不同的情境而发生改变，然而“我是谁”以及“我知觉这个世界的方式”则是保持一致的（McAdams，2008）。

自Allport提出了人格结构的初步构想开始，特质理论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确定普遍的人格结构。那么到底有多少特质存在呢？多年以前，两位心理学家翻阅英语大词典，找出了17953个与人格相关的词语，并尝试对这些词语分类，试图找出描述人格的单元，并最终确定4500个与相对稳定的持久特质有关的词语（Allport & Odbert，1936）。随后众多的研究者以此为资料或者沿袭Allport的思路，就基本特质的数量、本质、组织方式展开探索。例如，Cattell提出了16种根源特质，Eysenck确定了三个人格维度，其他研究者也各自提出自己的人格结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特质研究也因此陷入困境。直到“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出现，特质心理学才得以复苏。研究者们发现，有五个独立的因素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研究中，许多不同的倾向性特质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就足以描述个体。这五个因素是：开放性（O），责任心（C），外向性（E），随和性（A）和神经质（N）（Costa & McCrae，1985；Goldberg，1990；John & Srivastava，1999；Wiggins & Trapnell，1997）。其实特质论的支持者早就宣布过：“一个高度稳定的人格结构得以确立了。”（Norman，1963）人格心理学家们在五因素人格模型上达成了一致（尤瑾，郭永玉，2007）。它为描述人格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参考框架，并很快被人格心理学领域内外所接受。对于大部分人格心理学家而言，特质就是人格的主要元素，甚至是唯一的元素（Buss，1989）。

特质理论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在标准化情境中，通过比较受测者和其他人的得分，来确定这个人在一个或者多个维度（如焦虑）上的位置。特质研究者不注重查明行为机制，而是关注描述人格和预测行为，尤其是预测那些得分处在特质连续体上某一点的人一般会表现出什么行为。因此，特质主要回答人格“是”什么这一问题，即人格的“所有”面。这是分类学上的一个重要的进步，我们可以在一些稳定和重要的维度上说人是不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特质心理学成为人格心理学中的优势取向，但特质理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特质心理学并没能提供一个完整的人格理论。Goldberg（1993）认为，五因素人格模型并没有企图成为一个全面的人格理论，它关注更多的是个体差异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今天大部分特质理论家承认了情境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特质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把情境因素纳入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缺少了情境因素的特质评定，似乎更适合用来了解陌生人。如Goldberg（1981）指出，通过提供这个人在一些线性维度上的相对位置，特质评定能够可信而有效地提供对人的第一解读。另外，特质描述具有的三个重要优点：可描述性、非情境性和可比较性，这些同样也是其局限性。因为当人们相互熟悉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寻找高度情境性的、非比较性的和背景性的信息。要在第一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一个人，必须深入到解释性、功能性、动力性的层面，而不能停留在描述性、结构性、特质性的层面。由此可见，特质单元不足以解释全部的人格现象，描述人格的另一取向——动机研究的力量日益彰显出来。

1.3.2 人格动机研究

动机是指促使个体去从事某种活动的内在原因。人格动机
 （personality motivation）是个体长期起作用的、概括性的从事某种活动的内在原因，不限于某一特定目标，通常不随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与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如求知动机、审美动机、成就动机、权力动机、亲和动机等。它是与由诱因和驱力激发起来的情境动机（situational motivation）相区别的。人格动机是比特质更深层的东西。如果特质倾向构成了人格的第一层，那么动机和目标则处于人格的第二层；如果特质研究考察的是人格的结构，那么动机研究考察就是人格的功能；如果特质研究回答的是人格“是”什么这一问题，那么动机研究回答的是人格“做”什么的问题；如果特质研究处于描述人的层面，那么动机研究处于解释人的层面（Cantor，1990）。动机是人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动力学的关注是人格心理学的标志性特征。特质概念对于理解人格只是初步的，要深入理解人格，就要深入到人的动力层面（Allport，1937）。

虽然动机研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但心理学家对动机的关注却是在20世纪初期的事。20世纪初，本能论者试图通过对动物本能行为（McDougall，1908）或人的潜意识行为（Freud，1914/1957）的分析来解释人类全部的行为。而后驱力论者（Hull，1943）提出个体的行为起于驱力，如果行为结果导致驱力降低，那么之后同样的驱力就会引起同样的行为反应。该理论掀起了20世纪30—50年代动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同样也引起人们在动机问题上更多的争论。心理学家逐渐认识到，只依靠驱力无法对人类行为做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因为它对人类行为的动力解释是从消极方面（即缓解紧张）着手的。需要理论的解释力相对而言更大。该理论从需要的角度来具体阐明人类行为的源泉和动力，包括Murray（1938）的需要—压力理论和Maslow（1968）的需求层次理论。由Murray（1938）开创而后由McClelland（1985）发展起来的动机研究，深入探讨了三种重要的社会性动机：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和亲密动机。这些动机在个体身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人格性动机。通过分析人们在进行TAT测验中想象出的故事的内容，就可以测量出在这三种动机中存在的个体差异。研究结果证明了三种动机与个人社交行为特征、事业奋斗、领导能力、人际关系、自我建构、心理调节和健康等之间的重要关系。

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认知的观点逐步介入到动机的研究中，先后形成了期待价值理论、归因理论、自我效能论等有关动机的认知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行为的动机都被视为一个单一的、完整的概念，它们只是在量（quantity）上存在差异，而不是在质（quality）上存在差异。动机的核心被认为是个体在从事某行为时所具有的动机的量的多少，在对行为的结果进行预测的时候，动机的质是不被考虑的。尽管后来有研究者将动机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但仍然只是把它们当作补充，认为在对行为进行预测时，动机的量才是关键的，动机的量越多，才越可能导致所期望的行为结果（Deci & Ryan，2008）。而后，一种新的动机认知理论——Deci和Ryan的自我决定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对个体行为的结果进行预测时动机的质才是更为关键的。该理论和其他的动机认知理论最主要的一个差异是，SDT关注的是某个特定情景中的个体动机的质，而不是动机的量。依据动机不同的性质，SDT将动机区分为自主动机
 （autonomous motivation）和受控动机
 （controlled motivation）两大类型，而自主动机又包括内部调节
 （intrinsic regulation）、整合调节
 （integrated regulation）和认同调节
 （identified regulation）三种具体的动机形式；受控动机则包括外部调节
 （external regulation）、内摄调节
 （introjected regulation）两种具体的动机形式（Ratelle，Guay，Robert，Larose，& Senécal，2007；Vansteenkiste & Sheldon，2006）。SDT认为相较于动机量，这些不同类型的动机对结果变量的预测力更强（Gagné & Deci，2005；Baumeister，& Vohs，2007）。

到了20世纪80年代，认知革命在不断地演进，从“冷”认知演变到关注认知与动机、情感之间关系的“热”认知，与此紧密相连。动机目标理论的悄然兴起，并渐成为动机研究领域中的一股强劲势力。从定义上讲，动机是行为的原因，目标是行为的结果。但人是有意识的，意识到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动机。如果将动机区分为“推”（push）的动机和“拉”（pull）的动机，那么目标就属于“拉”的动机。建立在James、McDougall、德国意志心理学以及行为主义者们所提出的目标及目标定向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当代目标研究者们提出了大量不同的关于目标以及目标定向行为的理论和观点。为了尽可能将这些不同的观点给呈现出来，从相似性出发，可以将其归为三类：一是目标内容理论。该理论尝试用个体所设定的具体目标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目标定向行为导致不同的结果，研究者假设目标内容的差异能显著地影响个体的行为（Deci & Ryan，2000；胡小勇，郭永玉，2008）。二是目标追求过程中的自我调节理论。该理论关注于人们如何克服实施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尝试解释自我调节策略在目标对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作用（Gollwitzer & Moskowitz，1996）。前者致力于回答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后者致力于回答人们如何有效地追求目标。三是目标单元，包括当前关注（Klinger，1975）、个人计划（Little，1983；1993）、生活任务（Cantor，1990）、个人奋斗（Emmons，1986）等。尽管意义上各有侧重，但它们拥有最基本的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注重目标导向的行为，认为个体行为是围绕着对目标的追求而组织起来的。目标单元被视为是个人特征与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在对行为的评价中兼顾了评估情境影响的作用，并为人格的测量与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标准。目标单元的研究包含了行为的时间、地点、角色等情境因素。“情境中的个人”，可以用来理解个体不一致的行为（Little，1999）。

目标理论把动机概念置于人格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领域的中心地位。它认为，要了解人类行为，特别是要理解其模式化的、组织的、有指向性的性质，就必须考查其动机。目标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将导致行为的情感因素、动机力量与认知过程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动机研究领域中的一股强劲势力。该理论关注的是目的性的、目标指向的行为，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围绕着目标追求而组织起来的，人是一个组织化的目标系统。目标概念的出现是令人欣喜的，因为目标具有将认知、情感、动机和行为联系起来的功能，具有整合人格并使行为组织化、模式化的功能。目标理论更明确地突显出动机的意志功能，使我们更有理由认为人格心理学中的动机研究也可以被视为对人格意志功能的研究，这样当代的人格心理学体系又与传统心理学的知、情、意三分法不谋而合。对动机的探索是心理学为人性研究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不同的动机理论从不同的层面加深了人们对人性的了解。一般说来，动机被认为是人格连续性的来源，赋予行为以意义的力量。与特质取向相比，动机取向将人格“做”什么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并致力于解释和功能分析。也就是说，它试图阐述人格的“所有”是凭借何种机制转换为不同情境和时间下的具体行为，并用交互作用的观点来考虑人与情境的关系。但是，动机的来源何在？为什么面对相同的情境，人与人之间动机不同，目标不同？这就要深入到个人的生命历程——人生叙事：人格研究的第三种范式。

1.3.3 人格叙事研究

人格的叙事研究范式认为人们通过故事来筛选和理解其自身的经验，就像小说家，用情节、场景和人物来解释人的行为和经历。这种途径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们的意图和欲望如何转变成行为，以及这些行为长期以来又是如何得以表现的。人生故事充满着个体对生活经验的体验、表达和理解，具有建构自我和让他人认识自我的双重作用。当人们建构人生故事并把它叙述出来时，也就是在体验个体生命进程和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对那些讲述人生故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人格的重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重整了自身的经验，把片段的情节组织成完整的故事，从而使隐藏在情节后的意义显现出来。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研究人生故事为什么会对于我们了解个人的人格有如此重要的意义（McAdams，1993；1996）。

叙事心理学家发展出了不同的人格叙事理论，包括Tomkins的剧本理论、McAdams的同一性人格模型理论、Hermans的对话自我理论等，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人们如何用故事讲述人生，进而探析人格。用叙事范式探讨人格的先驱者是Tomkins，其剧本理论将叙事置于人格的中心地位，且认为通过心理放大这一过程，人们把情感主宰的各个场景组织成人生的剧本，从而为他们的人生寻求一种叙事秩序，将以往纷乱复杂的事件融合到一个连贯的有意义的人生故事当中。叙事人格研究的集大成者McAdams（1995）则建构了以人生故事为核心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认为人们从少年期和成年早期开始会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即需要建构一个能赋予自身生活一贯性、目的性和意义性的自我。而后Hermans提出了叙事研究的对话自我理论，认为自我就好像是一部“多声部的小说”，它不单只有一个作者，而是有许多不同作者的声音表达不同的观点，每一种声音也都代表了它自己统一的世界。McAdams看到的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他讲述了一个具有不同侧面的人生经历，也可以说拥有许多个无意识意象。而Hermans则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讲述者，并且每一个都对应着故事本身的一个特征。

如何通过人生故事来了解一个人的人格呢？尽管每一个人生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维度可以用来对个体的人生故事进行研究和比较，进而从人生故事中去了解一个人的人格。关于人生故事的分析，无外乎就是考察叙说者讲述了什么（What）——故事的内容，以及如何来讲述的（How）——故事的形式。关于故事内容的分析，研究者大多是从故事的主题和讲述时所用的语言种类或者频次来考察人格；关于故事形式的分析，则可以对叙事语调、叙事结构的复杂性、叙事故事的类型进行研究。例如，研究者们利用人生故事中的中心主题线索（thematic lines）展开对人格的分析。中心主题线索是指人生故事中的人物一直想要得到的、渴望得到的或者避免得到的东西（McAdams，1985）。在许多人生故事里，人物都不断尝试去追求各种形式的权力和爱。McAdams认为中心主题线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Bakan（1966）所提到的在所有生命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能量
 （agency，可理解为“主动性”）和交流
 （communion，可理解为“亲和性”）。能量涉及权力、成就、独立和自我扩展等主题，包括个体为扩展、维护、完善和保护自我做出的努力，以及将自我与他人相区分，并控制自我所处的环境等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从人格特质角度来看，能量更多表现了支配性和外倾性，而从动机角度，则又反映了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交流则体现了个体想要与他人融合，与他人建立爱、亲密、友情及沟通等各种联系所做出的努力。它表现了随和性的人格特质，并反映了人的亲和动机。

随后，研究者们又发展出了对人生故事的主题进行编码的方法。他们将能量和交流这两个主题各自进一步分成了四个子主题，每一个子主题又可以用人生故事中关键片段的叙事进行编码（McAdams，Hoffman，Day & Mansfield，1996）。对于能量这一主题，人生故事片断可分为自我掌控、地位/胜利、成就/责任、权力授予四个子主题；而交流这一主题在人生故事片断中则可以分为爱/友谊、对话、关怀/帮助、统一/归属四个子主题。因此，个体的人生故事就可以通过体现在这两种主题线索的强度和显著性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例如，在一个强调能量主题的人生故事中，人物奋斗的目标是权力、成就、独立、控制等，而在一个交流主题占支配地位的人生故事里，人物就会为了友谊、爱、亲密和沟通不断努力。有些人生故事在能量和交流两个主题线索上都显示了较高的水平，还有些人生故事则在这两方面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1.3.4 三种研究范式的整合

如果说特质对人格做出了宽泛的、可比较的和非情境的描述，那么人格动机取向通过包容情境性，从而将陌生人的心理学转变为有血有肉的心理学。两种研究取向的进展促进了人格整合性研究的发展。1996年McAdams从人格的叙事研究出发，进一步融合特质论和动机论的观点，为特质、动机以及其他元素提供了一个序列，使之整合成一个连续的、不断发展的整体。由此，McAdams提出“人格房子”模型，从人格特质、人格动机和人格的叙事研究三个水平解释人格。如图1.1所示。

水平一是人格特质，由去情境化的和可比较的人格维度即特质组成，可以用来描述人的行为模式中一般性的、可观察的部分。人格的这些基本成分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特点。水平二是人格动机，由能促使一个人去完成各种任务、实现个人重要生活目标的策略、计划以及关注点组成，可以用来阐明人们在人生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行为领域想要做什么以及人们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策略、计划、防御等等）来得到他们想要的，回避他们不想要的。它与人格特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情境性，个人关注有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角色（McAdams，1996）。人格特质为研究者理解人格提供了最初的概况，人格动机使研究者看到的是生活在具体时空中的个体。但是，无论是第一层的人格特质还是第二层的人格动机研究，都无法展现出个体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无法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个人。要达到对个体的全面理解，还需要一个能够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时空框架，这就是第三个水平：人生叙事
 （personal narrative）。一个鲜活生动的人格是需要用说故事的方式来描述的，这种描述呈现出人生的统一性和目的性。同一性体现在个人为实现生命意义和生活目标而建构的生活故事里。故事为自我提供了连续性，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昨天的你是如何成为今天的你、明天的你（McAdams & Olson，2010）。在故事中，人们可以建构过去，体验现在，期待将来。故事是自我统一与整合的表征。故事还展示了特质与情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行为最初是由情境激发的，不同的情境激发出不同的行为，相似的情境中会出现相似的行为。情境的重复导致个体形成习惯性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最终成为一个人自我的一部分，即特质。但由于特质是从过去情境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去情境化的，对于未来，它只是一种行为的可能性。自我的连续性只能在故事的水平上才能体现出来，而故事中某一个片断（即情境）中的目标、任务则需在第二水平上予以分析。水平一和水平二分别属于人格的静态结构和人格的动力机制，而人生叙事则为特质和目标提供了一种时空坐标系，使它们整合成一个连续的、不断发展的整体。人生叙事是融和了重构的过去、感知的现在和期盼的未来的一种连续的自我历程。

与McAdams（1996）的“人格房子”模型相似，Cloninger（1996）提出了“3D”模型，认为人格心理学的知识结构包括：人格描述（Description）、人格动力（Dynamics）和人格发展（Development）；Sears（1950）则认为人格心理学由人格结构、人格动力和人格发展三个部分构成；Mayer（1998）也认为人格成分、人格组织和人格发展是构成人格知识结构的三个部分。显然，这四个模型之间有很高的一致性。如果再回顾一下更早的Freud的人格理论，主要解决的也是人格的结构、动力和发展问题。McAdams与Pals（2006）认为人格理论的整合应建立在以下五个原则的基础上：进化、特质、适应、生活叙事、文化。但应注意到，进化和文化分别是从生物学和文化学来解释人格的，而人格本身还是特质、适应（动机、功能）和叙事，因此，还是可以在三层面的框架内进行整合。表1.4清晰地呈现了人格研究三种范式的整合框架。具体来说，对特质的描述研究考察的是人格的结构，属于人格3D模型中的人格表现部分，回答的是人格的“所有”问题，即人格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通常采用的是相关法；对动力的解释研究考察的是人格的功能，属于人格“3D”模型中的人格动力部分，回答的是人格的“所为问题”，即人格的机制是怎样的，通常采用实验法进行研究；对叙事的整合研究考察的是人格的发展问题，属于“3D”模型中的人格发展部分，回答的是人格的“所成”问题，即人格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通常采用叙事法。

表1.4 三种人格研究范式的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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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dams（1996）指出这三个水平在功能上基本是互不相关的，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意识。但Emmons却认为McAdams所描述的三个水平并非绝对独立，在具体的生活中，不同的水平之间应该存在着相当大的交互作用（Emmons，1999）。例如，一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外向性（水平一）特点选择一项工作作为他的个人目标（水平二），然后来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水平三）。特质、动机和叙事可以被视为一个三水平的框架，也可以被视为人格研究的三种范式，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格心理学家在这三个层面上各有侧重，也可以说有不同的认同。只有整合来自这三个水平或范式的知识才能实现对人格较为全面的描述和解释，同时也可能较为有效地预测人的行为并控制其朝着有利于个人与社会健康的方向发展。

1.3.5 小结与讨论

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人格心理学，在走出了由情境论者的攻击带来的低迷后，于80年代逐渐复苏。人格特质论在人格心理学领域再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许多人格心理学家都在五因素人格模型上达成了一致。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特质单元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人格现象，因此，人格的动机领域日益受到重视，动机研究者关注对个体具有独特意义的生活目标，通过评价个体目标的各项属性来理解个体人格。人格动机研究取向包容了人格研究中时间、地点、角色等情境因素。如果说特质对人格所做的描述是一种宽泛的、可比较的、不受情境约束的“陌生人的心理学”（Goldberg，1981），那么人格动机取向所做的则是将陌生人的心理学转变为有血有肉的心理学。它为人格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并促进了对人格知识的整合。McAdams（1996）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格叙事研究范式，并提出了一个三水平的框架。他认为特质属于人格的静态结构，考察的是人格表现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回答了人格的“所有”问题；动机属于人格的动力机制，考察的是人格动力或机制，回答了人格的“所为”问题；叙事属于人格的发展，考察的是人格的发展或过程，回答了人格的“所成”问题，并认为综合来自这些水平的信息就可以实现对人格较为完整的理解。

自从Allport（1937）将人格心理学界定为对整体人的科学研究，人格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概念框架来整合关于人格的知识，并试图从中找出规律指导人们寻求关于人的未知的知识。特质研究和动机研究的发现能否被整合以及如何整合，是当代人格心理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以上所述反映了这一领域寻求整合的进展历程。当代研究者如McAdams（1996）等人的三水平模型为我们提供的思路应该是颇具启发意义的。人们之所以期待并致力于整合，是由于分裂或分歧的现状过于严重。看待人的角度如此之多，研究变量如此之细，研究结论还相互矛盾，那么，机能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在哪里？人格心理学要把握的整体的人在哪里？必须将现有的理论、研究和测量加以整合才能形成整体的架构。但这一工作是十分艰巨的，过程也是漫长的。它取决于学科的基本范式的形成。而人格叙事研究范式能够将人格特质范式和人格动机范式的观点结合起来一同去理解人格。而且它倾向于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待问题，重视研究者个人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这种研究方法使得研究与“人”的日常生活更加接近。在叙述人生故事的过程中，人们重整了自身的经验，把片段的情节组织成完整的故事，从而使隐藏在情节后的意义能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他人也可以通过倾听人生故事，进入到故事叙述者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人。人格心理学创建之初，Allport（1937）就提出了通则研究
 （nomothetic research）与特则研究
 （idiographic research）的结合，而特质包括共同特质
 （common traits）和个人特质
 （personal traits）。人格研究终究要落脚到活生生的个人，但人格心理学家们长期以来优先关注的却是特则研究或共同特质研究，Allport的设想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初步实现，这里面当然包含了科学本身的发展逻辑。

由于叙事研究刚刚兴起，尚处在发展初期，还没有成为一致公认的范式，该范式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局限，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完善。首先，叙事的研究方法强调对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的研究应放到社会互动中，放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这本是其优越性所在。但是，它主张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都是一种语言的建构，人们的心理过程、自我、人格等仅仅是特定文化条件下的语言建构物，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在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得到的知识和认识不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尽管“叙事研究能让一个研究者获得真实生活事件的全部和有意义的特征”（Yin，1984，p.14），但是，单个案例研究所得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般性的或者规律性的？单个案例如何能够代表除了它自己以外的任何样本或者人群？这是外部效度的问题。外部效度涉及的不只有被试的样本（subjects），同样还有情境（situations）和主题（topics）的样本（Brunswik，1956；Dukes，1965）。尽管一个案例研究只取了一个被试，它抽样调查了参与者生命中多种不同的情境和主题。此外，由于研究缺乏统一的程序，研究者除了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标准，也很难给出一个类似于量化研究的信度指标。换言之，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几乎不讨论信度问题。人生故事的研究结果不具备量化研究意义上的代表性。因而可以说在这一研究范式下，每个研究都是独特的。最后，人生故事的研究是耗时又耗力的。研究者在整理和分析资料时所面对的叙事资料多半庞杂无序，且该研究范式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来指导资料的整理，因而研究工作的开展时常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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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五”结构与五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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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有的自然语言都有大量的词汇用于描述每个人稳定的、一致的个人特点。自20世纪初期，心理学家一直在寻找人格的基本单元，并试图发展一个科学的人格分类系统，描述人类复杂多样的性格，概括难以穷尽的人格特点。Allport提出了特质的概念，认为特质是人格的基本单元，是更普遍的客观存在，是更广泛的习惯，是动态的、彼此独立的，是心理特征，而不是道德特点（Allport，1931）。基于Allport对特质形容词的总结，Cattell运用因素分析的统计技术，发现了16种重要的根源特质，包括人际温暖、智商、情绪、情绪稳定性、主导性、冲动、服从、敏感性、想象力等。Eysenck则提出了人格的层级模型，包括三个更为宽泛的人格维度：外向性（Extraversion，E）、神经质（Neuroticism，N）和精神质（Psychoticism，P）；而且这三个人格维度分别包括了一系列更具体的人格特质、习惯和行为模式（Larsen，2009）。虽然上述人格理论各有贡献，但是彼此有很大的分歧，而且各模型并不令人非常满意。直至20世纪末，词汇学取向研究者提出了“大五”结构
 （“Big Five” Structure）（Goldberg & Saucier，1995），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提出了五因素模型
 （Five-Factor Model，FFM）（McCrae & Costra，1992），人格研究者终于对人格特征的分类表征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从表面上看，虽然两种模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多数研究者也常常将二者的名字混用，甚至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Goldberg & Saucier，1995），然而事实上，二者在历史渊源、内容形式、基本性质、研究走向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1.4.1 词汇学传统和理论取向——不同的历史渊源

在探索人格分类系统的历程中，“‘大五’结构”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1981年，由词汇学研究者Goldberg和Saucier（1995）提出，用以概括词汇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5个基本维度：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以及智慧（intellect）或文化（culture）。上述五个人格维度——“大五”结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Galton的词汇学研究思想。在19世纪末，Galton率先明确提出了基本的词汇学假设，指出可以通过词典估计人格描述词的个数，确定不同术语的语义重叠程度（Goldberg，1993）。

将上述思想应用于特质研究，Allport和Odbert（1936）对Webster大词典中的17953个描述个体的形容词进行了归类，整理成四个类别：（1）稳定的特质词；（2）描述短暂的状态、心境和活动的词语；（3）社会评价词；（4）隐喻的、生理的和不确定的词语。Cattell（1957）将第一类的特质形容词缩减至171个词群；经过进一步的归类、删减，最后得到了35个词群，不仅开创了词汇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奠定了“大五”研究的基础。以Cattell确定的35个词群中的22个词群为基础，Fiske（1949）通过因素分析，首先发现了“大五”结构，但是由于样本的局限，他们的结果还不足以成为“大五”结构的有力证据。Tupes和Christal（1961）在8个样本中重新检验了上述22个词群背后的因素结构，一致发现了五个因素：健谈（surgency）、随和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和文化（culture）。沿承上述研究者的思路，Norman重新将词典中的人格描述词收集、整理、缩减、分析，再次验证了“大五”结构的存在（Norman，1963）。在Norman的研究的基础上，Goldberg对Norman的词表进行缩减，以其中熟悉度最高的人格描述词为分析对象，仍然重复了“大五”结构（John & Srivastava，1999）。正是由于大量类似证据的积累，词汇学研究发现的“大五”结构在1990年前后终于在人格领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词汇学传统对日常语言中的人格描述词所做的研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探索，那么与之对应，McCrae和Costa等人基于已有理论和问卷的工作则是以理论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作为理论取向的研究，McCrae和Costa的五因素模型主要源于对已有心理学理论或问卷中重要概念的概括和分析，与许多经典理论中的核心问题都有关（McCrae & Costa，1996）。鉴于大多数研究者对消极情感和人际活动的强调，同时受到Eysenck的PEN模型的影响，McCrae和Costa最初将外向性（E）和神经质（N）确定为NEO体系的两个基本维度。由于Rogers对开放性的强调和Cattell对实验性和创新性的关注，McCrae和Costa（1996）又明确了经验开放性（O）维度的重要性。上述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McCrae和Costa的NEO体系的最初构架。到1980年前后，受到“大五”结构的影响，McCrae和Costa意识到随和性（A）和尽责性（C）的重要性，也将之纳入了NEO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词汇学研究的“大五”结构以及前人理论和问卷共同构成了五因素模型的基础，“大五”结构只是五因素模型诸多理论来源的一种。在McCrae和Costa看来，即使“大五”没有被发现，五因素模型仍有可能出现。他们在1980年左右已经意识到了自我控制维度的重要性，其他理论家也指出了与尽责性相似的约束维度；而随和性在人际圈（Interpersonal Circle）理论和其他很多理论中也都曾被多次提及（Costa & McCrae，1992）。

1.4.2 五因素结构和五维六层面模型——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之所以经常被人相提并论甚至被合二为一，主要原因就在于两个模型发现的五个比较广泛的维度，特别是前四个维度（神经质、外向性、随和性和尽责性），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非常相近。譬如，“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都发现，神经质的个体倾向于建构、知觉并感觉到现实是有问题的、威胁自我的、困难的，更经常感觉到负面情绪。外向的个体有更多、更亲密的人际关系，更主动、更积极地寻求社会联系，对个人经历有更积极的知觉。随和性描述了个体与他人的人际关系的情感基调（如和善的、敌意的），更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的质量。尽责性强调了对行为的自我控制和抑制能力（组织、坚持、遵守标准）和动机（任务取向、成功取向）。虽然相似，但即使在最为相似的表层，两个模型仍不完全一致。

首先，“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的命名系统是不同的。“大五”结构一直采用Norman的罗马字母命名系统，即Ⅰ.外向性或热情；Ⅱ.随和性；Ⅲ.尽责性；Ⅳ.情绪稳定性；Ⅴ.文化或智慧。
 而五因素模型则以首写字母的缩写命名，构成了“OCEAN”模型，即外向性
 （Extraversion）、神经质
 （Neuroticism）、随和性
 （Agreeableness）、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和经验开放性
 （Openness）。根据Saucier和Goldberg的观点，“大五”结构的罗马字母命名本质上反映着“大五”因素在日常人格描述词中的表征次序或相对重要性，即前面的因素比后面的因素更重要，对人格结构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更容易被重复验证。而对于五因素模型的OCEAN提法，其他研究者指出，它给人一种错觉：五个因素是并列等同的，彼此的相对重要性和重复验证性也相同，然而事实相反（Saucier & Goldberg，1996）。

表1.5 五因素模型的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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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osta & McCrae，1985.

其次，“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的结构是不同的。五因素模型明确指出每个因素（domain）下的六个具体的子维度（facet），见表1.5。但是，对“大五”结构而言，虽然几乎所有由词汇学研究得到的“大五”结构都试图给出每个因素的形容词定义，甚至确定每个因素下的子维度，但词汇学研究者在任何因素的子维度上迄今仍未达成共识（Saucier & Goldberg，2003）。譬如，Norman（1963）提出“大五”结构里的每个子维度都包括五个重要标识（key markers），见表1.6。Goldberg（1990）则确定了“大五”结构每个因素的重要形容词标识：外向性（健谈的、外向的、果断的、成熟的、直言不讳的——害羞的、文静的、内向的、害羞的、压抑的）；随和性（有同情心的、和善的、温暖的、理解的、真诚的——没同情心的、不和善的、残酷的、冷漠的）；尽责性（有条理的、整洁的、有秩序的、务实的、准时的、一丝不苟的——没条理的、没秩序的、不细心的、草率的、不切实际的）；情绪稳定性（冷静的、放松的、稳定的——情绪多变的、焦虑的、没安全感的）；智慧或想象力（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智慧的——没创造力的、没想象力的、没智慧的）。根据词汇学假设，虽然“大五”结构也是包括了多个维度和层级的结构，但是五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不完全等同（Saucier & Goldberg，1996；2003），对应的人格描述词的个数也不一定完全相同。Saucier和Goldberg（1996）指出，将每个因素人为地等分为六个方面是没有道理的，“大五”结构中相对重要的因素很可能包括更多的次级因素。

表1.6 “大五”结构的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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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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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orman，1963.

最后，“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维度的内容也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第五个因素的内容和命名最明了，也最具争议。McCrae和Costa强调第五个因素的开放性特征，如独创性、好奇心、对艺术的兴趣、幻想等；而以Goldberg为代表的“大五”研究者则强调智慧（intellect）特征，如世故性、洞察力、创造力、好想象等（John & Srivastava，1999）。显然，两个模型对第五个因素的强调点是不同的。McCrae指出，在自然语言中，描述开放性的形容词相对较少，那些被研究者称之为“智慧”的形容词如好奇的、有创造性的、智慧的等只不过反映了开放性的认知层面（Costa & McCrae，1992）。尽管如此，多数研究者仍承认，两个模型的第五个因素有相当的重合，如想象力、原创性等（如图1.4所示），两个模型对第五个因素的命名过度强调了二者的差异，而忽略了二者的共同部分（Goldberg & Saucier，1995）。此外，热心（warmth）是五因素模型中外向性维度的一个方面，而在“大五”结构中则是随和性的重要特征。“大五”结构中的智慧维度和五因素模型的随和性、尽责性也有一定的重合（Goldberg，1993；John & Srivastava，1999；Costa & McCra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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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经验开放性、智力测量、尽责性与智慧的语义关系图

来源：McCrae & Costa，1992.

1.4.3 表现型人格结构和基因型人格结构——不同的本质

如前所述，“大五”结构的理论基础是词汇学假设，而五因素模型的理论前提则是特质概念及其隐含的人性假设——可知性、理性、变异性、前动性等。不同的理论前提决定着它们截然不同的本质。

词汇学假设的第一个理论前提指出，自然语言中的人格描述词描述的是表现型人格
 （phenotypic personality），而不是基因型人格
 （genotypic personality）（Saucier & Goldberg，2001）。表现型人格是指可观察的外在特征，基因型人格则包括了潜在的因果本质。自然语言对人格外在表现的观察不仅没有描述它的观察对象（人格的外在表现）的内在机制，而且与基因型人格特征也不存在准确的对应关系（Saucier & Goldberg，1996），因此，基于自然语言的“大五”结构虽然有可能可以被基因结构解释，但本身并不是解释性模型，也没有规定任何基因型特征。如Goldberg和Saucier所说，词汇学假设从来没有假设编码进入语言的表现型人格特点是相对稳定的。从本质上说，“大五”结构并不是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的结构，只是人格特征（personality attributes）的结构（Saucier & Goldberg，1996）。

与之相对，五因素模型则以特质概念为基础，是一个综合的人格特质分类系统。根据McCrae和Costa的早期定义，特质是基本倾向的个体差异的维度，反映着稳定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Macrae & Coasta，2003）。特质是内源性的基本倾向，从本质上说，是遗传决定的，是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Macrae & Coasta，2003），具有跨时间的一致性和跨情境的稳定性。作为特质的分类系统，五因素模型具有客观的遗传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理结构和内在生物过程，如图1.5。因此，五因素模型不仅描述了个体的表现型特征，而且描述了个体的基因型特征，是具有解释意义的因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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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五因素人格理论的简化模型

来源：McCrae，2004.

由于五因素模型的维度与已有的人格心理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五因素模型可以被看成是心理学的专业概念结构。“大五”结构作为对自然语言中特质术语进行因素分析的产物，常被认为是常识心理学
 （folk psychology）的概念结构，甚至有研究者批评“大五”结构过于依赖常识，而忽略了心理学理论的贡献（McCrae & Costa，1996；Saucier，1992）。此外，McCrae和Costa指出，五因素模型提供了组织所有人格特质的理论框架。尽管这种提法经常受到质疑，但他们仍在不断地为之积累证据。事实上，就五因素模型与其他理论的兼容性而言，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证据，虽然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就“大五”结构而言，Saucier和Goldberg则认为，词汇学假设并未暗含以下涵义，即自然语言涵盖了人格概念的全部。相反，他们认为，人格的日常描述词虽然涵盖了人格属性的基本成分，但却无法穷尽人格属性的全部，很可能没有将许多普通人无法观察或口头描述的重要特征包括在内，因此，“大五”结构只是相对重要的、有意义的表现型人格结构（Goldberg & Saucier，1995；John & Srivastava，1999；Saucier & Goldberg，2001）。

1.4.4 描述和解释——不同的研究走向

由于两种模型的理论前提和本质不同，研究者为各自的模型寻求支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关注点也并不相同。可以说，从研究走向来看，“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已是渐行渐远：“大五”研究者强调重要的、有意义的人格地图的描绘，而以McCrae和Costa为代表的特质心理学家则不仅强调人格结构全貌的勾勒，而且强调对五因素模型特质属性的证实（McCrae & Costa，1996）。

就源于自然语言的“大五”结构而言，有关研究无一不遵循词汇学假设的原则。根据词汇学假设，人格特征的重要性与其在语言中被表征的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而这种表征包括了两个层面，即某种语言内部的表征和跨语言的表征（Saucier & Goldberg，2001）。语言内部的表征表现为同义词频次（synonym frequency），在某种特定的语言里会有越多的同义词或近义词描述这个特质的不同侧面；跨语言的表征表现于外是跨文化普遍性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即一个人格特质越重要，与之对应的人格形容词应该在各种人类语言中都可以找到（Saucier & Goldberg，1996）。因此，确定某种语言中具有较高重要性和普遍性的人格特征，对不同的语言分别加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跨文化比较，即跨文化研究的主位
 （emic）研究策略，是词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虽然由于上述研究策略相对严苛，客位
 （etic）研究的方法近年来也开始为词汇学研究者所接受（Saucier & Goldberg，1996；Saucier，2003），但从总体来看，采用主位的研究策略对不同文化下的人格特征结构进行探索，寻求最佳的表现型人格结构，仍是词汇学研究的主流。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词汇学研究者对英语、荷兰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和捷克语等欧洲语言和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汉语、菲律宾语等非欧洲语言的人格特征结构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前面提到的“大五”结构的相对重要性结果一致，跨语言的分析表明，外向性和随和性基本可以在每种语言中发现，说明这两个维度在所有文化和语言中都是描述自己和他人的重要维度；尽责性是能从多数语言中抽取出来的另一维度，反映着在多数文化中描述配偶、父母、朋友、雇员和同事的责任感的重要性；神经质在多数文化中可以很好地描绘交往对象的情绪稳定性，因而在各种语言中也很重要（De Raad et al.，2010）。虽然对上述多种语言分析得到的人格特征结构与英语语言中的“大五”结构都有一定的重合，但只有大约一半的词汇学研究如愿以偿地与“大五”结构存在着重合。而且，上述研究多以描述“稳定倾向”的术语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情感状态描述词和评价性词语等。因此，要验证“大五”结构具有跨文化普遍性，似乎还前路漫漫（Saucier et al.，2005）。事实上，近年来词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大五”结构之外的其他更具跨文化普适性的可能结构，如Ashton的六因素结构，几种不同的“大五加二”结构，Saucier的“多语七因素”（Multi-Language Seven，ML7）等，试图寻求一种比“大五”结构更具普遍性和综合性的表现型人格结构，以期能够更好地解决由英语语言得到的人格结构与其他文化下人格结构不一致的现状（Saucier & Goldberg，2001；Saucier，2003；Saucier et al.，2005；Ashton et al.，2004）。

与“大五”研究者尝试勾勒人格地图不同，以特质心理学的假设前提为基础的五因素模型更强调对特质的现实性（reality）、普遍性（universality）、渗透性（pervasiveness）和生物学基础（biological basis）等特点的证实。因此，文化普适性、群体差异、遗传本质、生理基础、预测效用等都是五因素模型的研究重点。

虽然跨文化普适性也是词汇学取向的重要研究方向，但是理论取向跨文化研究的重点、策略、结果和意义与词汇学取向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差异。与词汇学取向的主位研究策略相反，理论取向的五因素模型研究是自上而下的结构，具有预先的理论构架，只能采取客位研究策略。正是研究策略的标准相对宽松，五因素模型的跨文化研究结果也比“大五”结构更为理想（Saucier et al.，2005）。McCrae和Costa对50多个国家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中的人格结构在多数文化下得到了验证（McCrae & Terracciano，2005）。此外，对五因素模型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的跨文化研究也为五因素模型的跨文化普适性提供了证据。此类研究背后的逻辑是，虽然五因素模型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有可能是不同历史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但如果不同文化下性别和年龄差异非常相似，那么五因素人格结构的群体差异很可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McCrae，2002）。有关五因素模型性别差异的研究发现，五因素模型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刻板一致：女性有更高的神经质、随和性和对情感的开放性，男性有更高的外向性和对思想的开放性；同时上述性别差异在26个文化的大学生、成人和老年人样本都得到了验证，而且性别差异远小于每个性别内部的个体差异（Costa，Terracciano & McCrae，2001；Chapman et al.，2007）。与之相似，有关五因素模型年龄差异的研究发现，从成年早期到中年期，来自全世界62个国家的884328个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加都更随和、更尽责，情绪更稳定（Bleidorn et al.，2014）；而且上述人格的年龄差异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Bleidorn et al.，2014；Fung & Ng，2006）。

为了揭示五因素模型的解释性本质，以McCrae和Costa为代表的特质论者还就五因素模型的遗传本质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大量的双生子研究表明，对于各种人格变量，同卵双生子的相似度远大于异卵双生子的相似程度，大约有45%—50%的变异可以被基因因素来解释（Bouchard & Loehlin，2001；Jang et al.，1998）。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从德国、日本和加拿大样本的基因相关矩阵中可以抽取到相似的结构，说明五因素模型在不同文化中有共同的基因和生物基础（Yamagata et al.，2006）。最近的脑成像研究表明，神经质与较少的脑容积、白质微结构的减少、更小的前颞叶表层区域相关；外向性与更小的额下回相关；尽责性与颞叶、枕叶交汇区的区域化有负相关，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五因素人格的生理基础（BjΦrnebekk et al.，2013）。

另一系列关于五因素模型的研究还强调五因素模型的每个人格因素对各种结果的预测效度。外向性高的个体倾向于和陌生异性相处（Berry & Miller，2001）；更快乐，体验到更强烈的积极情绪（Fleeson，Malanos，& Achille，2002）；更投入工作，更享受工作，对工作组织有更高的承诺感（Burke，Matthiesen，& Pallesen，2006）；更容易与人合作（Hirsch & Peterson，2009），但同时他们又会有更多的健康风险行为，如飚车、出车祸（Lajunen，2001）。随和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用协商、退缩的方法解决冲突，更少用个人权力解决冲突（Graziano & Tobin，2002）；更回避不和谐的环境，更喜欢和谐的社会交往和合作的家庭氛围（Jensen-Campbell et al.，2002）；更擅长观察别人的心思，更不可能在青春期成为受害者（Nettle & Liddle，2008）；更有同情心，在受到挑衅的时候更可能原谅别人（Strelan，2007）。尽责性与平均学分绩点（Conrad，2006），工作满意感、工作安全感、承诺感（Langford，2003），坚持锻炼计划（Bogg，2008），坚持长期目标（Duckworth et al.，2007）有正相关，却与拖延有负相关（Lee，Kelly，& Edwards，2006）。神经质高的个体在一天之后更容易疲倦（De Vries & Van Heck，2002）；在丧偶后更容易有悲伤和抑郁情绪（Wijngaards-de Meij et al.，2007）；更不容易回忆起重要的生活事件，更容易觉得自己和生活、他人脱轨（Kwapil，Wrobel，& Pope，2002）；更容易有自杀意念，有更差的生理健康，更多的生理症状，更少的健康促进行为（Stewart et al.，2008；Williams，O’Brien，& Colder，2004）；在繁忙的工作环境工作表现更差（Smillie，Pickering，& Jackson，2006）。开放性高的个体更容易记住自己的梦境，有更多清醒的、生动的、问题解决的梦（Watson，2003）；更难忽略之前经历过的刺激（Peterson，Smith，& Carson，2002）；对少数民族有更少的偏见，有更少消极的刻板印象（Flynn，2005）。

更值得一提的是，理论取向的研究者从未将自己的理想局限在五因素模型解释性本质的证据寻求上，而是一直致力于建构一个能够统合心理学领域大量理论的元理论框架。McCrae和Costa在1992年就提出了一个以五因素模型（FFM）为基础，涵盖了多数人格理论的元理论框架——五因素人格理论（FFT）（见图1.6）。五因素人格理论不仅是对五因素模型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而且可以看作是对人格领域所有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总结（McCrae & Costa，1996）。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为了为它寻求支持证据并不断地将之完善，以McCrae和Costa为代表的支持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McCrae & Costa，2003）。显然，这不过是个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述工作仍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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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五因素人格理论

来源：McCrae & Costa，1992.

1.4.5 结语

虽然用“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指称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最终得到的人格特质结构只是称名问题，但是比区分名称更有意义的是研究者对“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在内容和本质上的区分。尽管研究者尤其是词汇学研究者极力强调两种模型在本质上的差异，但两种取向研究者对各自模型本质的界定和研究都还处于理论探讨和证据积累阶段，仍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两种研究取向仍为我们探索中国人的特质结构提供了相对可行且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沿着上述两种研究思路，国内的研究者不仅对西方的“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进行了重复性验证，而且对中国人的特质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本土化探索：词汇学研究者以中文形容词为分析对象分别得到了“大五”和“大七”结构，理论取向的研究者也为特质的六因素假说积累了相当的支持证据（王登峰，崔红，2005；张建新，2006）。虽然两种取向的研究都得到了相对理想的结果，但是中国人特质结构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仍有很多问题留待我们不断地发现、思考并解决。

就特质结构的确定而言，无论是词汇学取向还是理论取向的研究者都面临着研究变量和统计方法的选择问题。虽然西方学者就此已争论了十多年之久，但时至今日，就上述两个问题研究者仍没有给出相对明确的标准（Saucier & Goldberg，1996；Saucier，2002）。因此，在本土化的探索过程中，研究变量和分析方法的选择仍应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譬如，就词汇学研究而言，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进行变量选择时，我们该如何处理中国人在描述人时使用频率更高的评价性术语？它们和描述性术语的关系究竟如何？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自身特点的差异，形容词是否是最佳的分析对象？对特质名词进行分析能否得到更理想的结果？两种结果会有怎样的差异？我们又能否找到更客观、更有效的方法将不同范畴的术语归类？同时，将哪些范畴的术语纳入分析范围会更合理？就理论取向的研究而言，由于西方的五因素模型可以说是西方心理学中与人格相关的所有概念和理论的概括，那么我们在构建特质结构的理论框架时，是否应该采用相似的思路，将现有人格体系中的所有概念综合？如果是，那么对西方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乃至其他相关体系中的概念该如何取舍才是合理的？将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纳入其中，有无将之强加其中的嫌疑？相反，将之完全抛弃，依靠仅有的一些本土化研究成果，我们能否看到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全貌？此外，在分析过程中，该采用何种具体的因素分析方法？随着统计学的发展，我们可否将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如项目反应理论等应用于人格结构的探索？诸如此类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并给出更合理的回答。

虽然两种取向的研究者根据前提假设，即词汇学假设和特质假设，对各自模型的本质在理论上给出了界定，并一直试图寻求更多的证据为自己的理论假设提供支持，但是两种模型的内容和本质仍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如前所述，“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之所以常常被混淆，就是因为二者在渊源和内容上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John & Srivastava，1999）。从内容上说，这种重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然语言和专业语言本身就有一定的重合并能够相互影响，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人格特征会被编码进入语言，也会被人格学者注意并发展为概念或纳入理论，而理论中真正简洁、重要的人格术语也会被普通人逐渐接受，最终进入自然语言（Saucier，1992）。然而，两种取向研究者对模型本质的规定却是值得怀疑的。虽然从不同的前提假设出发，两种模型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对两种模型的重合因素（如内外向和神经质）而言，尽管指称的是相同的人格特征，并且同样具有跨文化普适性，两种模型对其本质的规定却截然不同，从逻辑上讲，这种本质上的区分究竟是否合理？这似乎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从研究现状来看，词汇学和理论取向研究者对其本质假设的验证刚刚开始，仍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持。因此，可以说，对于两种模型的本质，研究仍处于理论探讨和假设形成阶段，仍需要更多研究者的进一步参与和探讨。

虽然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研究者将各自的模型界定到人格不同层面的做法仍有待证实和商榷，但是这种思想却渊源已久，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人格也颇有意义。在此之前，Cattell就对特质做出了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的区分（Feist & Feist，2002）。在五因素人格理论中，McCrae和Costa做出了更清楚的阐释：特质这种特殊的基本倾向（basic tendencies），是由推断得到的、不可观察的、内在的抽象倾向，是不受环境或文化因素影响的，是个体的“所有”（having）；适应性特征（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s）则是个体在与环境作用过程中习得的技术、习惯、态度等，是特质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个体的“所为”（doing）（McCrae & Costa，1996）。因此，明确自己要研究的“特质”的内涵及其所处的层面，应该是研究特质结构前要首先明确的内容。如果认可上述区分，在探索McCrae等定义的“特质”时，是否有必要考虑文化因素对特质的影响？而在研究词汇学定义的表现型人格时，是否有必要再深究它们的遗传或生物学根源？所有这些都将指导我们在研究中国人人格结构时的走向和思路。

在借鉴国外的思路对特质结构进行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尤其注意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回避西方研究中的不足。在西方研究中，无论词汇学研究还是理论取向的研究，研究对象多是大学生群体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群体，而研究表明这些群体的自我描述不仅不同于较低阶层的被试，而且具有更高的个体主义倾向（Suh & Triandis，2002）。

国内的研究也显示，居住环境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个体的开放性程度也越高（张建新，2006）。因此，在未来的研究时，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抽样对我们探索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虽然词汇学取向和理论取向为我们研究人格结构提供了两条相对成功的路径，但从本质上说，两种取向的研究都是对Allport和Cattell所说的共同特质的研究，采用的也是Cattell的R技术，而得到的也是一个“陌生的平均人”，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研究用Cattell的P技术对人格结构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五因素模型或“大五”结构仅在少数个案中得到了证实（Cervone，2005；McAdam，1995）。因此，在对人格结构的进一步探索过程中，采用个体内（intra-individual）研究策略（如P技术）和质化方法分析人格结构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更生动地刻画中国人人格的全貌。

虽然从总体看特质心理学在西方人格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该如何对中国人的特质结构进行探索仍是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根据Markus的观点，无论是“大五”结构还是五因素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个体的行为由潜在的特质决定，可以并能够不受社会经验或角色的影响。而这些假设又是以西方哲学或西方宗教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Markus，2004）。研究表明，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往往将自己的内在特质看作是固定的，而在东方文化下，人格则不仅更多地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而且更多是通过关系或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被人判断的（Cervone，2005；Markus，2004）。与上述研究一致，关系取向、面子、人情、孝道等行为倾向，不仅开始逐渐被国内外的研究者所察觉和接受，而且得到了相当的实证证据的支持（Hwang，2005；杨国枢，2004；Yang，2006），也被看作是中国人稳定而独特的行为倾向。与此同时，与其他国家或种族的人相同，中国人也的确具有内外向性、神经质等稳定的特质（王登峰，崔红，2005；张建新，200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遵循西方的人性假设对特质结构进行研究？如果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人人格中文化普适性成分（如内外向性）与文化特异性成分（如人际关系性）的关系？按照McCrae和Costa的说法，两种不同的成分在人格结构中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与西方人所共有的那些人格特质是否会受到文化特异性成分（如关系取向）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求证特质在何种程度或何种层面上存在、探寻文化特异性成分与文化普适性成分的关系，也应该是特质结构研究过程中需要的重要问题。

如Cheung等（2011）所言，西方跨文化研究的人格研究结果和本土心理学研究结果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分别涉及了人格的不同方面；我们应该采用主位和客位研究策略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人格。这不仅可以为主流的西方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架起一个对话的桥梁，还可以为我们理解人格的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提供一个更综合的理论框架。具体地说，主位—客位相结合的研究取向包括如下工作：（1）开发并采用一个测量工具，整合主位和客位研究的结果；（2）在不断修订工具的过程中，区分出人格的共有成分和文化特异成分；（3）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完善人格工具。采用上述研究取向，Cheung等（1996）利用中国人人格测评问卷研究发现，西方的“大五”结构为理解人格的个体差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框架，但是可以被人格的社会、关系方面所补充。针对这个方向的研究，Cheung等（2011）给出若干建议：第一，开发一个良好的本土问卷，研究者需要对所在文化中的人格测量文献做一个全面的回顾，充分了解当前研究的现状和空白；第二，由于开发本土研究问卷的复杂性，研究者最好以团队的方式开展工作，同时从主位和客位两个研究视角展开。这为主位、客位结合的研究取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并为当代人格测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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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从人际关系看人格
 
[1]



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the 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CAPS）理论被视为是与五因素人格理论齐名的一种人格理论。在这一节中，我们拟从个体外部的人际关系层面来阐述该理论，以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然后，本节将从CAPS与其他人际关系理论的契合说明该理论是一种整合性的人格理论，并指出CAPS的优点和局限性，由此对人格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1.5.1 问题的提出

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

自从人格心理学建立伊始，人格心理学家一直在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人格结构和人格过程。两种目标体现在人格心理学的两个主要任务中：其一，确定人格结构组织，以说明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其二，所确定的人格组织必须一方面能解释个体行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能对刻画个体生活经验特征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变异性进行解释（Zayas，Shoda，& Ayduk，2002）。早在1937年，人格心理学之父G.Allport就提出，根据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独特和稳定的特征来刻画个体。由此思想顺承下来，在人格心理学中有重要影响的特质论致力于寻找人格中稳定的结构。而另外一批人格心理学家则发出“人格是如何运作”的疑问，并根据不同情境中社会行为变异性内在的心理过程来寻求答案（Mischel，1973）。由于目标各异，不同的人格理论似乎彼此冲突，并形成不同的理论取向。

Mischel等人提出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是继五因素人格理论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这两种理论分别代表了人格研究中的特质研究取向与社会认知研究取向（石伟，尹华站，2004）。作为人格特质论的一种典型，五因素人格理论认为人格主要包括五个因素：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随和性、尽责性，构成人格的特质，可以依据这五个维度来加以组织（Burger，2000，pp.131-133）。五因素人格理论从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人格，可以对人格作静态的描述并反映人格的稳定性，却不能对人格的过程动态进行解释，忽视了情境的作用和人格的复杂性。

针对五因素人格理论的不足，CAPS不仅考虑了人格的结构和稳定性，而且兼顾了人格的过程和变异性，反映了人格的认知、情绪和社会取向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整合的趋势（杨子云，郭永玉，2004）。CAPS认为，个体稳定的人格系统结构是由认知情感单元
 （CAUs）以某种稳定的组织关系构成的，反映了个体人格的独特性。在Mischel等人看来，个体人格的差异是由认知建构能力、解码策略、结果期望、结果价值和自我管理系统等认知层面的人格变量不同造成的。个体稳定而独特的人格结构是个体经验、社会学习与生理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个体的人格系统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发生动态的交互作用：人格系统产生的行为影响着社会环境，影响着个体对随后面临的人际情境的选择；反过来，这些情境又会影响人格系统（Mischel & Shoda，1995），如图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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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认知—情感加工系统示意图

来源：Mischel & Shoda，1995.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人格的原因

个体人格要受到所处人际关系的影响。Sullivan提出，“人格永远无法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人际关系背景相分离”（Zayas，Shoda，& Ayduk，2002）。如果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入手，我们能得到哪些关于人格的知识呢？

许多可归于人格的行为不仅反映了单独个体的特点，而且与其发生的人际关系背景密不可分。文化心理学家Vygotsky（1978）、Gergen（1973，1990）以及符号互动论者（Cooley，1922；Mead，1934）都提出过这一思想。此外，发展心理学家和自我理论家都认为，自我及其所有的认知、情绪特征都是在人际关系中得以形成、展现和维持（Markus & Cross，1990）的。

根据人格的社会认知概念和人类信息加工的原则，Shoda等人提出，被归于人格的行为是由个体与其关系背景之间的互动所产生，而非个体单独的特质所致（Zayas，Shoda，& Ayduk，2002）。个体行为由两种心理过程决定：一是个体内部的由其CAPS决定的个体差异；二是外在于个体的情境。当个体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时，其伙伴的行为构成了个体的情境，这两个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个体的行为。

鉴于CAPS在人格心理学中的重要性以及人际关系对人格的重要影响，同时又因为该理论过于抽象，本节拟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具体阐述，以加深对该理论的了解。此外，用CAPS来解释两个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形成可同时对人格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做出说明。

1.5.2 用CAPS理论解释二人群体的形成

理论是由概念组成的系统，用来描述、解释和预测所研究的现象。心理学中的理论首先是被设计来理解个体的（Reis，Collins，& Berscheid，2000），CAPS就是这么一种工具，它具有以下三种功用：第一，能将情境的作用包括进来而非排除出去；第二，通过说明不同个体如何对同一情境做出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不同反应，CAPS能解释为何同一情境对不同个体的作用不同；第三，该模型认为个体行为会影响到其所面临的情境。

以下将以CAPS和情境中的人格
 （personality-in-context）来解释二人群体的形成机制。二人群体由个体内
 （intra-individual）和个体间
 （inter-individual）的两个过程一起运作，经两个阶段而形成（Zayas，Shoda，& Ayduk，2002）。第一阶段分为两个过程：（1）每个个体稳定的个体内认知—情感过程可被视为一个CAPS网络模型；（2）个体间认知—情感过程在所遇到的情境中产生了稳定的个体差异。第二阶段，两个个体的CAPS网络长时间互动并结合成为二人群体系统
 （dyadic system），由此就产生了个体的行为和二人群体中稳定的互动行为。

用CAPS对二人群体中每个个体的心理概念化

利用CAPS可将二人群体
 （dyad）中每个个体的心理表征为认知和情感相互连接的独特网络（network）。不同个体的CAPS网络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定的认知或情感的可得性
 （availability）不同；认知和情感联合的模式与强度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被激活的容易程度，即可及性
 （accessibility）不同（Zayas，Shoda，& Ayduk，2002）。通过引导个体对那些被自动激活的情境、认知和情感进行解释，CAPS网络促成了个体所面临的情境和对情境反应之间的独特关系。

个体内过程：个体通过其CAPS网络对情境的心理意义进行编码，对情境赋予心理意义和主观解释。对于不同个体，同一种人际情境会激活不同的认知和情感模式，从而导致不同人对同一情境的知觉、解释和反应不同。

个体间过程：CAPS影响所面临的情境。个体的CAPS网络在特定人际情境中被激活，影响其行为反应，并进而影响其人际情境。该过程与Buss（1987）提出的人格影响情境的“选择（selection）—唤起（evocation）—操纵（manipulation）”模型相似（Buss，1987）。“选择”指（1）个体的人格特征影响其选择进入何种人际情境；（2）他的人格特征影响到我们是否愿意与其交往。此外，个体既会无意识地通过“唤起”，即个体的人格特征从他人那里引出某些连续和可预测的反应而影响其人际情境，也可能以有意地试图去改变他人行为的一些方式，即“操纵”去影响人际情境和社会。

两个CAPS网络结合形成二人群体

对二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的解释主要根据两个理论假设：（1）具有相似特征的情境倾向于激活同一个CAPS次网络，使得个体产生相似的行为反应；（2）在亲密关系中，伙伴（partner）的行为会成为另一个体的情境输入。

经过一段时间后，二人群体中的个体为应对伙伴特定行为而被激活的认知—情感动态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接近，用最小的行为输入就可被激活。当一种人际关系建立后，每个成员内隐或外显地形成关于伙伴的心理图式（如他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并更可能进行自上而下
 （top-down）、图式驱动
 （scheme-driven）而非自下而上
 （bottom-up）、刺激驱动
 （stimulus-driven）的心理加工。从而，个体对伙伴行为的解释与其图式一致（Zayas，Shoda，& Ayduk，2002）。于是，一个动态的二人系统就形成了。

二人群体的动态性意味着每个个体的CAPS网络中被激活的特定认知和情感以及每个CAPS网络所产生的可观察行为并不稳定，而是随时间、情境输入而变化的。对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其所面临的环境主要由与其结成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故环境或情境最重要的特征应是内在的动态性和变化性。在二人群体中，人际环境由那些不断变化的、个体性的、活动的和反应的伙伴行为组成。因此，同一个个体，尽管他自身的CAPS不变，但如果与不同人建立不同的人际关系，该个体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CAPS对人际关系形成的解释作用

利用CAPS，可以较好地解释人际情境中个体人格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就稳定性而言，个体情境和行为之间这种“如果……那么……”（if ...then ...）的关系是由个体独特而稳定的CAPS网络造成的（Mischel & Shoda，1995），可以独特地描述个体在跨情境行为变异性中蕴涵的一致性。当个体遇到具有相似特征的情境时，同样的CAPS网络会被激活，从而产生相似的行为反应。在较短时期内，个体内在的CAPS自身会在不同情境中保持相对稳定和不变，但在特定时刻，被激活的特定思维和情感会随激活它们的情境输入而变化。因此，CAPS稳定的结构性质会影响特定情境中特定认知和情感的动态激活，反过来，不同的认知和情感会导致个体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因此，CAPS理论将个体的心理概念化为一种稳定的认知情感处理系统，可以将情境中的人际特征概念化，关注情境中的个体差异。这种概念化有助于建立一种结构（framework），由此结构出发，可以将人格领域和人际关系领域中许多看似不同的研究取向加以整合。事实上，人格心理学一直呼唤一种整合模型，既能阐明个体内部稳定的心理过程，也能解释亲密关系中的人际动态，而CAPS正好是这样一种理论。

1.5.3 CAPS理论与其他人际关系理论的契合

运用CAPS理论和情境中的人格模型，可以将有关人际行为中个体差异的几种理论如关系图示
 （relational schemas）、成人依恋理论
 （adult attachment theory）和拒绝敏感性模型
 （model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RS）等不同的研究取向加以组织和整合（Zayas，Shoda & Ayduk，2002）。

这些研究取向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将每个个体的心理概念化为认知和情感相互联系的一种稳定模式，既重视个体的终生经历（a life-time of experience），也重视个体的遗传结构（genetic make-up）。

关系图式

Baldwin（1992）将关系图示定义为“集中体现了人际关系模式中的规律性的认知结构”，这些结构包括人际关系中的自我的表征、互动中的他人的表征以及互动模式的人际脚本（interpersonal scrips）。除了认知结构，关系图式还包括情感反应（Downey & Feldman，1996），即对人际关系中的自我、互动中的他人以及在亲密关系中指导行为的人际脚本的情感和感受。因此，可以将关系图式概念化为一种认知和情感的特定结构（configuration），该结构表征了人际互动中自我和重要人物
 （significant persons）的关系，在相关的人际情境中会被激活，并有稳定的个体差异。

成人依恋理论

成人依恋理论从理论上进一步对关系图式中的个体差异加以阐述。成人依恋理论假定，婴儿通过与最初的养育者反复互动形成的依恋类型会形成有关重要他人的依恋表征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由自动的和无意识的认知和情感过程组成，这些过程会成为其未来人际关系的心理表征的基础。心理表征通过让人们在对许多人际行为进行解释和反应时经历图示驱动的心理加工过程，从而对个体生活施加影响（Crowell & Treboux，1995）。在与陌生人交往时，人们也会用已经存在的有关重要他人的心理模式去处理新认识的人的有关信息。因此，这些心理模型不仅促进了个体与不同关系伙伴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而且促进了其在整个人生进程中的稳定性。

拒绝敏感性模型

拒绝敏感性模型不仅阐明了人格和亲密关系的CAPS结构，更阐明了情境线索如何引发某种特定的认知和情感动态。那些拒绝敏感性高的个体在进入某种关系后，焦虑地期待着被拒绝，这种担忧和期待会明确地被那些情境中的拒绝性线索引发出来。有关RS的研究阐述了个体内与该人格类型相联系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如何导致了特定的负面结果（Downey & Feldman，1996）。高RS的个体因为期待着被拒绝，他们一般将环境中相关的线索编译成真实的拒绝。知觉到的拒绝增强了他们最坏的担忧，并自动引发了消极的认知—情感反应（Ayduk，Downey，Testa，Yen & Shoda，1999）。

总体上，关系图示、成人依恋理论以及拒绝敏感性模型的理论和研究都阐述了情境与人格互动对行为的决定作用。这些研究与CAPS结构一致，都提供了一种理论结构，由此可将行为互动的研究与社会认知的研究联结起来。即，个体的人格特征无论是被概念化为认知—情感过程或是一般性的人格维度，都会使他们倾向于在其环境中创造出特定的情境。反过来，他们的环境会维持或增强其已有的人格特征。

1.5.4 小结

对CAPS理论的评价

传统人格理论局限于从个体内部探讨人格，将个体作为人格分析的单元，认为每个个体内部都存在一种能够被描述、测量，甚至可以改变的人格。而事实上，人格不仅存在于个体内部，也存在于个体外部的社会关系中。CAPS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倾向，不仅考察了人格结构，也重视对动力过程的分析，且同时兼顾了个体和情境两种因素，认为人格是在人境互动或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建构的。

通过将二人群体概念化为两个相互关联的CAPS网络组成的二人系统，就可以理解人格的稳定性如何产生。即，通常只被归因于个体自身的人格特质既是由个体内部的认知情感动力系统所引起，也是由所遇到的情境中的稳定的个体差异所造成。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理解CAPS，可以看出，个体所经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并非只是个体人格系统单独的功能，而是个体所处人际系统的功能。CAPS整合了人格中的个体观念与群体观点，认为要理解个体独特的人格结构，也要对其在人际系统中发展出来的关系特征加以了解。而人际关系一直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兴趣所在，将人际关系纳入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体现了CAPS对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整合。

人格心理学不仅要说明个体的特征性的结构和动态现象，而且要研究人格现象内在的过程。CAPS从分析形成个体CAPS网络的认知、情感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入手，通过分析二人群体的形成，关注个体与人际情境之间的互动，阐明了人际系统对个体人格的影响作用。不仅个体的人格可以用“如果……那么……”的“情境—行为”（situation-behavior）关系来建构，人际关系中也有这样一些独特而稳定的关系特征，可以用“如果……那么……”的关系来建构。如，如果到了人多的地方，他就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人格领域中的不同研究取向似乎是不一致的？如果用情境中的人格来回答，则不同的研究取向反映了个体内在系统的不同方面。有的人格研究取向只反映了个体面临的情境中的个体差异，即“如果”（if）的不同；有的人格研究取向侧重于个体的行为差异，即“那么”（then）的不同；还有的人格研究取向偏重于“如果……那么……”的关系，而不单单指某一方。因此，不同的人格研究取向由于研究重点不同，对于那些能解释个体行为差异的人格系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CAPS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论：从分析个体的认知—情感处理系统入手来研究人格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过程（Zayas，Shoda & Ayduk，2002）。

CAPS虽然能根据个体以及二人群体之间稳定的“情境—行为”剖面图（profile）帮助人们理解个体的行为，并对个体和处于二人群体中的个体行为进行预测（Zayas，Shoda & Ayduk，2002），但这种方法重在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理论深度，也不可能对个体在每种情境下的特定行为都绘出剖面图。与之相反，尽管五因素人格理论招致许多批评，如不能涵盖人格的复杂性（Burger，2000，pp.131-133），但随着五因素人格理论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并认可证明，五因素人格理论仍是目前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获得的一种人格理论（杨波，1998）。

此外，CAPS以建构主义为基础，其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更像社会学理论。尽管人格的建构无法排除人际环境，但脱离个体本身的人格建构则有违人格心理学对个体内在人格探讨的初衷。因此，如何在强调人际互动对人格的建构的同时，也对个体内部的人格差异进行探讨，即如何在个体与群体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未来人格心理学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

CAPS试图对人格的过程和结构进行整合，但在整合时却没有对过程和结构进行区分，整个理论体系有些混乱（Cervone，2004）。CAPS利用认知—情感变量系统来建构人格特质，但这种建构有时指的是动态的过程，有时则指的是稳定的结构。如，“期望”这个变量既可作为过程变量也可作为结构变量。其实CAPS的提出者之一Mischel也意识到了该理论的局限性，他评价自己的理论是“尝试性的、建议性的、开放性的”，并有待进一步的修正（Mischel，1973）。

未来展望

从以上对CAPS理论的阐述可知，未来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应体现在以下几点：（1）人格心理学应将情境的作用包括进来而非排除出去。情境的内涵应扩展开，不仅包括个体所处人际关系中的人际情境，还应包括构成个体生活各个层面的过去和当前的各种情境，如年龄、家庭、教育、社会阶层、民族、文化、历史和性别等（杨子云，郭永玉，2004）。（2）对人格的关系性质进行研究。在社会心理学和自我理论中，多个“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在确定自我同一性（如作为妻子的自我、作为女儿的自我、作为母亲的自我）时越来越重要。尽管这些在人格和个体差异的大多数研究取向中没有被重视，但就人格不断走向整合的趋势来看，应对人格的关系性质进行研究。换言之，不但要对人格的个体性进行研究，还应对人格的社会规定性进行研究。（3）未来的人格研究应关注复杂的行为互动和动力学，集中于将二人群体当作人格分析的单元，而不再将其中的个体看作是孤立的（Zayas，Shoda & Ayduk，2002）。（4）形成对人格的全面理解。未来的人格心理学既要对人格稳定的结构进行描述，也应对人格的动力系统加以解释，还应对人格内部的动力过程进行研究。（5）人格心理学应结合其他学科，诸如生物学、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以更好地理解个体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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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杨慧芳，郭永玉.（2006）.从人际关系看人格：认知—情感系统理论的视角.心理学探新，26（1），13—17.撰稿人：杨慧芳。


第一编 人格特质

看过小说《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书中有一个重要人物王熙凤。在贾府中，论辈分，王熙凤只是贾母的孙媳，但她却能成为这样一个大家族中的“大管家”，可见其能力非同一般。书中描述，王熙凤长着“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聪明、漂亮、能干、泼辣，但也八面玲珑、狡诈。聪明、能干、泼辣等这些描述王熙凤特点的形容词，在人格心理学中被称为特质。

人格心理学特质流派的创造人G.Allport认为，特质是人格的基础，是心理组织的基本建构单位，是每个人以其生理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稳定的性格特征。当一个人具有某种特质时，他的思想和行为会具有经常朝某个方向反应的倾向。Allport进一步把人的特质分为共同特质
 （common traits）和个人特质
 （personal traits）。共同特质是人类共有的特质，个体之间的差异在于不同的人具备此特质的强弱程度不同。而个人特质是个人独有的，代表着个人的独特倾向。Allport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个人特质：首要特质
 （cardinal trait）、中心特质
 （central trait）和次要特质（secondary trait）。首要特质是指最能代表一个人特点的人格特质。如我们说起一个人时，经常用一个词来评价，这个词就是该个体的首要特质。中心特质是指代表一个人性格的核心成分。如在对一个人进行考核写评语时，经常会用几个词语来描述，这几个词就是该个体的中心特质。次要特质是指一个人某种具体的偏好或反映倾向。例如，一般认为林黛玉的首要特质是多愁善感，中心特质是聪慧、孤僻、抑郁、敏感，次要特质是冷漠。

与Allport一样，心理学家Cattell也把特质看成是人格的基本单元。Cattell根据不同的标准把人的特质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表面特质
 （surface trait）和根源特质
 （source trait）。表面特质是个体相对外显的特质，根源特质是内在的、稳定的、作为人格结构基本因素的特质（郭永玉，2005）。心理学家Eysenck提出人的人格结构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外向性
 （extraversion）、神经质
 （neuroticism）和精神质
 （psychoticism）。心理学家McCrae和Costa通过大量的研究，认为人的人格结构包含五个维度，分别是外向性
 （extraversion）、随和性
 （agreeableness）、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
 （neuroticism）和开放性
 （openness）。这5个维度的首写字母组合起来正好是英文单词“OCEAN”，中文意思是“海洋”，意味着人的人格像海洋一样浩瀚无际而又深不可测。国内有研究者从本土化的视角对中国人的人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人格包括七个维度，分别是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事态度（王登峰，崔红，2004）。

总的来说，人格特质具有不同的层次，也有不同的结构，而上面的每一种层次的定义和结构的区分都对人格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理解人性提供了帮助。除了从大理论的视角去探讨人的人格结构外，国内外的人格研究者还研究一些更微观的人格特质，例如涉及健康方面的人格特质自我批评、自我宽恕、物质主义等，涉及政治方面的人格特质权威主义、社会支配倾向和马基雅弗利主义等。近年来对这些具体特质的研究，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在这一编中，我们将主要对这些研究进展加以介绍。此外，特质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特质必然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传统文化对人格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国文化传统主要有儒释道三大脉络，据此我们提出儒家人格、道家人格和佛家人格三个范畴，其中我们对道家人格进行了初步的心理学实证研究，而儒家人格和佛家人格的实证研究还有待开展。尽管有关儒家价值观、儒家处事方式（如中庸）以及佛家禅修的意识状态等已经有心理学的研究，但还不够系统，尤其是我们自己没有贡献，所以在此我们只在理论上对儒家人格和佛家人格进行描述，以期为未来对其展开系统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打下基础。


2 健康特质

对人格与健康的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期，Hippocrates就曾提出著名的“体液说”，将人的气质类型分成了四种，分别是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和抑郁质。这既是对人格类型的划分，也是对个体体质的一种判别，是当时医生对患者进行疾病预测的基础。可见那时的人们就已经能明确地感觉到个体人格与其健康之间的关系。而自G.Allport提出人格的特质观后，大量的研究开始关注具体人格特质与其他心理和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人格特质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成果。譬如，一个人的敌意和愤怒的特质可以很好地预测其患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概率，而乐观主义特质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很多健康指标，这些都是已经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可的经典结论。然而还有一些特质，其对健康的影响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例如自我批评。研究表明，自我批评人格特质与妄想、自恋、强迫症、精神分裂、边缘性人格障碍和被动攻击性等心理问题显著正相关，而自我宽恕的失败与抑郁、焦虑呈显著正相关（Maltby，Macaskill，& Day，2001），这与我们通常提倡自我批评的观念有所出入。此外，目前社会上存在浓厚的物质主义思想，人们热衷于对物质层面欲望的追求和满足，但研究证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Roberts & Clement，2007）。这些发现提示我们，一个人的人格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可能并不同于我们通过经验感知的结论。很多人格特质都是复杂的、内涵丰富的，而人格研究的魅力也常常正在于此。以下将对自我批评、自我宽恕和物质主义这几种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紧密相关的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2.1 自我批评
 
[1]



在中国越来越开放和现代化的今天，社会急剧转型，高速发展，人们面临的压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压力一方面与个人的过高追求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来自于过分的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人格作为个体如何看待和对待自身的一个重要建构，在社会适应过程中会起到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具有适度的自我批评是有利的。但是，假如自我批评过度，就有可能给个体的心理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人格心理学领域已经围绕具有高自我批评特质的个体展开大量研究，发现高自我批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首先，高自我批评者对期望获得的成就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却比常人对挫折更为易感和脆弱，而他们的目标又多不是基于内在兴趣的，因此他们更难获得成功。其次，高自我批评者在人际交往中过于关注自己的表现及他人的评价，并将遭遇的不快归因于自己的过错，因此他们苦于交际，回避交往，常常难以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高自我批评者容易遭受抑郁及其他心理问题的困扰，尤其是在经历了消极的生活事件后，这种人格特质会使个体感到无法达到自我的期望和标准，产生强烈的自卑感、罪恶感和无价值感，因而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可见，过高的自我批评人格应值得我们警惕。下面我们将结合具体的研究，来揭示这一人格特质及其对个体的影响。

2.1.1 自我批评人格概念

自我批评人格及其行为特征

有关抑郁与人格之间关系的讨论，至少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如抑郁质气质。一些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现代心理学家也都认为存在一种与过高成就需求和过度自我批判相关的人格维度，这种人格叫易感抑郁（Blatt，D'Afflitti，& Quinlan，1976）。1976年，Blatt及同事在研究抑郁与人格关系时把这种人格命名为自我批评
 （self-criticism）。在自我批评人格维度提出后，三十多年来西方心理学界涌现了大量的研究，它们有的着重考察其对个体的应对方式、人际交往、成就动机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有的着重考察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些研究的研究方法多元，包括横断设计研究、纵向设计研究、交叉滞后设计研究等；测量手段多样，包括回溯式报告、自陈量表、自然观察法以及严格的实验室实验设计等；研究样本也很广泛，涵盖了从儿童到老年的各年龄段人群，既包括正常人群，也包括临床患者。

而作为一种人格建构，自我批评人格水平较高的人（即高自我批评者）的人格及行为特征是：他们对自己有非常高的标准和期望，力求做到完美无缺，并且担心不被别人赞同或接受，害怕受到他人批评；他们经常做严厉的自我审查与监督，当他们感觉到自己行为的缺点时，会对自己进行苛刻的批判并可能随之产生罪恶感（Blatt，D'Afflitti，& Quinlan，1976；Blatt & Zuroff，1992）。

自我批评人格的测量

自我批评人格的测量工具主要是自陈量表。最常用的是抑郁体验问卷
 （the Depress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DEQ）（Blatt，D'Afflitti & Quinlan，1976），该量表包含66个项目。这些项目并不评价抑郁症状本身，而是评价常与抑郁相关联的广泛的内心体验、对自身的感受和人际关系等内容。DEQ采取7点记分，从1分（强烈不同意）到7分（完全同意）。自我批评人格维度量表是DEQ三个子量表中的一个，其余两个是依赖人格量表和效能量表。关于自我批评的典型项目包括“我经常发现我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或理想”、“在我是谁和我想成为谁之间有很大差距”等等。DEQ有一套特别的计分程序，后来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计分程序过于复杂，从而制定了DEQ的一些简短版本，这些简短版本的计分程序相对较简单。此外，DEQ还有针对青少年的版本青少年抑郁体验问卷
 （the Depress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Adolescent version，DEQ-A）（Blatt & Zuroff，1992）。

自我批评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自我批评人格概念提出后，Blatt等人对其源头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们认为自我批评人格是在人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的社会化发展包括发展人际关系和发展自我定义这两个非常重要且影响广泛的过程。其中，发展人际关系指建立亲密的、稳定的、有益的和受保护的人际关系；发展自我定义是指建立一致的、特别的、稳定的、现实的和积极的自我感觉。这两个过程在人的社会化发展中相互作用，个体心理健康的特征就是这两个发展进程的整合，即心理健康的个体在人际关系中不会丧失自我，而在追求自身成就的同时也不会忽略人际关系。如果这两个发展过程不够平衡，就会影响个体的人格，即过分强调人际关系可能会发展成为依赖人格，而过分强调自我定义则可能形成不良自我定义，进而发展成为自我批评人格（Blatt，1998）。

随后的一些实证研究也为这一理论假设提供了证据。研究表明，自我批评者的父母在其童年时对他们的教养方式是影响他们形成自我批评人格的最关键因素。有研究用对父母行为的回溯性报告，检验了被试的自我批评水平与父母行为的关系，认为高自我批评水平与父母在抚育中缺乏温情有关（Brewin，Firth-Cozens，& Furnham，1992）。这些父母的教养模式往往是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十分严厉，他们有着矛盾的情感表达和对子女成就的高期望，经常限制孩子的行为和拒绝孩子的要求。一项长达26年的纵向研究发现，个体12岁及31岁时的自我批评水平与个体5岁时父母的严苛教养方式显著相关（Koestner，Zuroff，& Powers，1991）。而且在控制了潜在的混淆因素，即个体的情绪状态和社会称许性以及可能的中介变量“儿童早期气质因素”后，仍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临床样本（Rosenfarb，Becker，& Mintz，1994）上的研究也表明，高自我批评的起源与父母的这些教养方式显著相关。另外，与拒绝行为的后果类似的是，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也与自我批评水平显著正相关（Irons，Gilbert，& Baldwin，2006）。

由此，研究者认为可用精神分析理论或社会学习理论来解释自我批评的实质。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认为，自我批评在实质上就是严酷的父母在儿童心理上的内化，从而在儿童内心形成苛刻的超我，苛刻的超我使个体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要求，在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时，个体会产生过度的罪恶感和痛苦感。而从社会学习的角度看，自我批评的实质被认为是失败的自我管理的结果，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观察学习获得自我强化的标准。于是有着严酷父母的儿童，有可能会用类似的严厉和不接纳来评估与强化他们自己，从而形成自我批评人格。

除了父母教养方式这一因素，童年时期缺少同辈依恋（Rosenfarb，Becker，& Mintz，1994）或经历不幸遭遇（Pagura，Cox，& Sareen，2006）也与自我批评人格的形成相关。此外，对曾受过的不公正待遇的知觉，以及父母对他们所受不公正待遇的知觉，也影响着自我批评人格水平（Katz & Nelson，2007）。此外来自诠释学的研究表明，除了家庭的源头，个体受文化背景和语言影响而形成的一些混乱的二元观念（如是非对错的标准等），与糟糕的自我感觉一起也会造成严重自我批评（Hochberg & Judy，2007）。

2.1.2 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

在自我批评人格提出后的三十多年里，涌现了大量相关研究。研究发现高自我批评水平会给人带来不少适应不良的后果。在成就目标方面，自我批评者由于受自我定义的影响，对成就挫折非常易感。他们对成就与控制有过高的自我要求，而受到挫折时更容易感到自卑（Blatt，2004）。但比起其他个体，自我批评者的目标与他们自身的兴趣和想法联系更小，并与影响目标进展的反思及拖延等不良习惯相关，因此高自我批评对目标进展的影响是消极的（Shahar，Henrich，& Blatt，2003）。其他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高自我批评水平和抑郁症状的交互作用能预测他们成绩等级的下降（Shahar，Blatt，& Henrich，2006）。在归因方面，高自我批评者的归因风格趋于消极，他们经常认为自己该对消极事件负责（Brown，Silberschatz，& George，1989），并认为消极事件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在情绪方面，自我批评水平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少地处于积极情绪中，他们常常经历强烈的消极情绪，而且对消极情绪的管理较差，易怒，社会能力也较缺乏（Mongrain，1998）。自我批评还与其他人格变量存在联系，比如自我批评水平与自尊水平负相关（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与五因素模型中的神经质水平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与随和性水平呈负相关（特别是在女性中）（Dunkley，Blankstein，& Flett，1997），而低自尊、高神经质和低随和性被普遍认为是适应不良的人格特征。

社会性方面，高自我批评者通常会在很多社会领域经历冲突，冲突对象包括朋友、伴侣、父母，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人际交往会引起高自我批评者不舒服的感觉，由于他们更关注自主性（autonomy）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所以他们倾向于低自我表露，亲密动机较低，有较多疏远甚至敌意竞争的人际关系（Mongrain，1998）。同时，他们较少寻求情感支持（Blatt，2004），不愿接受朋友的建议或和朋友分享资源（Santor & Zuroff，1998）。在亲密关系中，他们对伴侣的信任程度较低（Blatt & Zuroff，1992），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Blatt，1991），并且常常表现出敌意和烦躁，这使他们经常面临亲密关系解散的风险。而在亲子关系中，高自我批评者与孩子的互动不太有效，甚至会对孩子气质性特质形成不利影响，并且使他们子女的自我批评与抑郁水平也相应较高（Pesonen，Räikkönen，& Heinonen，2006）。高自我批评个体的这些人际上的困难，也许来自高自我批评个体的不安全的依恋模式，有研究表明高自我批评与不安全的成人依恋模式里的恐惧—回避（fearful-avoidant）依恋模式相联系（Zuroff & Fitzpatrick，1995）。

作为不良人际关系的后果，自我批评者得到的社会支持较少（Mongrain，1998）。此外，高自我批评者在得到的社会支持下降的同时，还通过压力事件、日常争论和慢性疲劳增加了社会适应不良的可能，这反过来又维持和加剧了其自我批评人格特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遭遇一些消极事件时，自我批评者甚至会产生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章若昆，郭永玉，2009）。

自我批评人格是抑郁的易感因素

自我批评人格与广泛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比如在控制了一些混淆变量后，自我批评水平与妄想、自恋、强迫症、精神分裂、边缘性人格障碍和被动攻击性等心理问题显著正相关，并且是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易感性人格因素。PTSD患者的自我批评水平很高，在控制了抑郁症状水平后，自我批评分数仍能预测患者PTSD的严重程度以及曾遭遇过的创伤事件数量（Valdivia & Ivan，2006）。对精神障碍患者来说，高自我批评还让他们在建立和维持治疗配合关系上存在困难（Whelton，Paulson，& Marusiak，2007）。

在这些心理问题中，研究者最关注的是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的关系。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的关系十分密切，如前文提到的，自我批评这一人格维度的概念就是在研究抑郁与人格关系时提出的。更具体地说，自我批评是抑郁的易感性人格。这里的抑郁是一个连续的维度概念，既包括正常人群的抑郁情绪，也包括临床患者的抑郁症状。

Blatt提出的两种人格，即依赖人格和自我批评人格都与抑郁有关。而自我批评在这两者中似乎是更为本源性的（Fichman，Koestner，& Zuroff，1994）。与依赖人格相比，自我批评人格水平与抑郁风险增长的相关更显著（Shahar，Gallagher，Blatt，Kuperminc，& Leadbeater，2004），并对更广泛种类的生活事件易感（Luthar & Blatt，1995；Zuroff & Mongrain，1987）。而且自我批评人格还能预测重度抑郁症，而依赖人格未能预测（Cox，McWilliams，Enns，& Clara，2004）。

大量实证研究重复验证了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样本涵盖临床患者以及大学生和社区成人样本，研究均发现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间存在显著相关。基于分布如此广泛、层次如此全面的样本上的各种研究结果，使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的易感性被研究者们广泛接受。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横断研究验证了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的高相关，许多纵向研究也证明自我批评人格能预测个体以后的抑郁水平。比如一个以年轻医生为样本的纵向研究，在实验起始阶段以及两年后和十年后进行了三次测量，统计时控制了起始阶段的抑郁水平以排除当前抑郁状态会持续影响情绪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起始阶段的自我批评人格水平有效地预测了两年后所有医生的抑郁水平，并预测了男性医生十年后的抑郁水平（Brewin & Firth-Cozens，1997）。

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致有研究者（Coyne & Whiffen，1995）提出质疑：自我批评人格是否就是抑郁症状的体现，它与抑郁能区分开吗？它是一个独立的有意义的人格维度吗？首先，质疑者认为自我批评人格只是一个潜在的对抑郁易感的因素，只有在遭遇压力事件时，被压力事件激活才会引发抑郁，而未被触发时，不对个体产生影响。然而研究（Shahar，Henrich，Blatt，Ryan，& Little，2003）表明，自我批评人格不仅被社会情境所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情境：自我批评人格预示着更多的消极生活事件和更少的积极生活事件，以及一些长期的生活问题。因此自我批评人格并不是一个沉默的潜在因素，而是会对个体造成有力影响的人格变量。其次，在控制了初始或同时的抑郁状态水平后，自我批评人格仍能预测日后的抑郁水平，而且与多种重要的变量相关。比如大量控制了初始抑郁水平的纵向研究显示自我批评人格能有效预测几周后到数年后的抑郁水平（Fichman，Koestner，& Zuroff，1994，1996，1997；Mongrain，Lubbers，& Struthers，2004；Mongrain，& Leather，2006）。还有一些横断研究，在控制了同时存在的抑郁状态水平后，仍发现自我批评人格与“大五”人格变量（Mongrain，1993）、功能性失调态度（Mongrain & Zuroff，1994）、社会行为（Zuroff，Stotland，Sweetman，Craig，& Koestner，1995）、人际关系行为（Mongrain，Vettese，Shuster，& Kendal，1998）等显著相关。因此，自我批评人格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人格因素，它是抑郁的易感性人格，但并不同于抑郁本身，也不是抑郁伴生的症状。

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易感的权变模型

在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的易感机制里，社会情境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自我批评人格、情境因素与抑郁三者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自我批评人格与社会情境因素的关系上，早期的自我批评研究者大多持Reactive的观点，认为自我批评个体在与社会情境的关系中是被动的，他们会对压力事件作出反应，但并不会影响情境。因此在这样的模型中，社会情境变量（比如压力事件和社会支持等）被看作是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效应的调节变量，不同情境影响着自我批评与抑郁的关系。人格—事件权变模型
 （Personality-events Congruency Hypothesis）（Coyne & Whiffen，1995）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权变模型认为两种不同的易感人格维度是在经历与之相应的不同生活事件后产生抑郁情绪的。其中，自我批评者在经历与成就相关的失败事件（比如留级或考试失败）后容易导致抑郁（如图2.1所示），因为他们主要是从成就事件中获得自尊。而具有依赖型人格的个体则是在经历人际拒绝等消极事件（比如分离或拒绝）后易感抑郁（Blatt & Zuroff，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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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及社会情境的权变模型

来源：Robins，1995.

权变模型既清晰明了又符合人们已有的常识，因此非常有吸引力。然而关于权变模型的众多横断及纵向研究呈现的结果却并不一致。这其中，仅有少数研究验证了权变模型，比如一个在抑郁症康复者样本上的研究（Segal，Shaw，Vella，& Katz，1992），而绝大多数在临床和正常人群样本上的研究中，权变模型都未能得到验证。这些研究结果中，依赖人格与情境因素的关系大多符合权变模型，而自我批评人格通常不符合权变模型。自我批评者往往并不只在遭遇成就消极事件后产生抑郁，对人际拒绝事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效应。这也许是因为依赖和自我批评个体解释自己所经历的事件的方式不同：同样的消极生活事件可以被一个个体解释为对自尊的威胁也即消极成就事件，也可以被另一个个体解释为对人际关系的威胁也即消极人际事件。

因此权变模型结论的不一致很可能是由于研究使用的测量方法带来的问题，在自然研究中测量的生活事件也许不是完全的成就相关事件。因此，有一个研究采取对成就相关事件进行主观评定的方法，而不是仅仅测量事件频率，这个研究得到的结果便是显著的（Rude & Burnham，1993）。由此，研究者认为采取实验室控制法，使用标准化设计的压力源，就能同时统计成就事件的频率及主观影响方面个体差异产生的变异，从而避免测量带来的弊病，有助于弄清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之间的本质联系。

让人吃惊的是，也仅仅只有几个实验验证了权变模型。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此类实验室研究是Zuroff和Mongrain（1987）做的，该研究对自我批评、依赖和控制组分别使用了内容为失败和人际拒绝的录音材料。研究结果与权变模型相反，自我批评组被试对失败事件和人际拒绝事件都表现出了抑郁的增加。有研究者认为结果不显著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实验使用的失败材料中也包含有人际成分，而且研究没有控制初始抑郁水平（Helleotes，Kutcher，& Blaney，1998）。Blaney随后所做的研究在控制这些因素后支持了权变模型（Blaney，2000）。还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实验可能并未能有效诱导出自我批评者的失败体验（Mendelson & Gruen，2005）。由于与依赖者相比，自我批评者有一些更具适应性的有效的应对技巧，压力诱导程序对他们的效应可能较为轻微。为此，研究者采取了in vivo压力诱导范式。in vivo范式是通过让被试相信他们在一个成就相关的认知任务中成绩很差而使其体验到失败，更能诱导出被试主观的失败感受。该研究结果支持了权变模型。

由此可见，权变模型的研究结论是如此地纷杂各异，充满争议。近年来，一些有关易感性人格内隐认知偏向的实验为它重新注入了生机。Blatt等人认为，依赖和自我批评的个体在知觉和解释社会环境方面有显著的不同（Blatt，2004）。这种选择性的过程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依赖性的个体在经历消极人际事件后有着更大的抑郁风险，而自我批评个体在经历失败或者其他有失自尊的消极事件后更容易抑郁（即权变模型）。为了更好地探究自我批评人格相关的选择性信息加工，有研究者比较了被试对成就和人际方面的刺激词语的无意识学习过程和再认结果，考察被试对四类词的不同认知偏向：积极人际、积极成就和消极人际、消极成就（Besser，Guez，& Priel，2008）。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批评人格水平与消极成就类别词语的回忆成绩显著相关，也即是自我批评水平越高，对消极成就词语的回忆成绩也就越好。这一结果证明了自我批评人格者认知加工过程存在权变性和选择性，为权变模型的正确性提供了依据。不过目前自我批评人格内隐认知机制方面的研究还相当匮乏，有待更多广泛深入的重复验证研究。

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易感的中介模型

关于人格和情境关系的一些理论观点包括动力交互机制、相互作用模型和动作理论都认为个体可以动态地改变环境。由于权变模型的结论是如此模棱两可，令人困惑，研究者们试图寻求关于易感性人格和社会情境及抑郁关系新的模型。受上述理论的启发，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种新模型——中介模型（mediating model），中介模型认为易感性人格会影响和改变社会情境而不是只对社会情境作出反应（Blatt & Zuroff，1992；Mongrain & Zuroff，1994；Shahar & Priel，2003）。

在中介模型中，消极生活事件解释了全部或部分易感性人格对抑郁的效应，不再只是影响此效应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情境因素是中介变量而不是调节变量（如图2.2所示），因此模型被称作中介模型。中介变量Z能解释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全部或部分效应，尤其是当X影响中介变量Z，继而Z影响因变量Y时，可以认为Z全部或部分阐释了X导致Y的机制。自我批评人格的中介模型说明消极生活事件在自我批评对抑郁的预测效应中起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即自我批评水平越高，预示着越多消极生活事件的产生，而增加的消极事件又预示了一段时间后抑郁水平的上升。这解释了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易感的部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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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及社会情境的中介模型

来源：Blatt & Zuroff，1992.

研究者（Blatt，& Zuroff，1992）最先提出自我批评人格会导致压力事件的增多，进而促使抑郁水平上升。Mongrain和Zuroff在1994年的研究表明自我批评人格真的能预测压力事件。在2000年和2003年，Shahar和Priel检验了依赖和自我批评的调节及中介模型。依赖人格的结果与调节模型相吻合，依赖与人际压力事件交互作用预测了抑郁水平的上升。与之相反，自我批评人格符合中介模型，它预测了消极生活事件的增多，继而引发抑郁上升。还有众多纵向研究也验证了中介模型，有力说明自我批评人格会影响社会情境，它不仅会产生情境性危险因素，还会减少情境性保护因素。比如自我批评人格预测了青少年人际问题的增多（Fichman，Koestner，& Zuroff，1994），对伴侣产生敌意以及消极生活事件的增多和知觉到的社会支持的减少（Mongrain，1998；Mongrain，Vettese，Shuster，& Kendal，1998；Mongrain & Zuroff，1994；Zuroff & Duncan，1999），进而导致抑郁水平的上升。这些研究都表明自我批评人格是一个严重的抑郁易感人格因素。章若昆（2010）采用中国大学生为样本进行研究，也验证了自我批评人格、抑郁与消极生活事件的中介模型。研究是一个历时三个月的纵向研究，对被试测量两次。第一次时测量被试的自我批评人格水平（DEQ自我批评子量表）和抑郁水平（BDI）。三个月后，再次测量被试的抑郁水平（BDI）和这三个月期间的生活事件应激量（ASLEC）。结果表明，自我批评人格在控制起始抑郁水平后预测了三个月后的抑郁水平，并预测了这三个月内消极事件的应激量，且消极生活事件在自我批评人格与三个月后抑郁水平的关系中充当了中介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自我批评人格对三个月后的抑郁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因此消极生活事件是部分中介变量。而起始抑郁水平也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预测了三个月后的抑郁水平以及这三个月内消极事件的应激量，且消极生活事件也是充当了部分中介变量（见表2.1）。

表2.1 模型各参数的估计值（标准化）及标准误以及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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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章若昆，2010.

研究还发现，在中介模型中自我批评人格能引起的消极生活事件范围广泛，涵盖了以下七个领域：家庭关系、与朋友的关系、与室友的关系、与伴侣的关系、学业相关压力、普遍的成就相关压力和工作压力（Shahar，Joiner，Zuroff，& Blatt，2004）。其可能原因是自我批评者在某一个生活领域产生的压力会扩散到其他领域，从而形成一个充满拒绝以及主观或客观失败等消极因素的社会生存情境（Blatt，1995）。比如，自我批评者脆弱的自尊会使他们工作到精疲力竭从而损害工作绩效，失败更会伤害他们的自尊。为了寻求补偿，他们可能会在人际关系领域表现得咄咄逼人，导致人际摩擦。讽刺的是，这又会给他们带来人际挫败感。于是，广泛发生的消极生活事件极大增加了抑郁情绪产生和水平上升的风险。

总之，关于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的易感性机制研究中，中介模型得到了普遍的验证，权变模型的研究结论则颇为矛盾。需要注意的是，中介模型和权变模型并不是互斥的：因为从统计角度而言，一个变量有可能同时充当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而消极生活事件与消极成就事件是两个不同的变量，更可能会同时存在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而从人格、情境关系角度而言，自我批评人格虽然能影响和改变社会情境，但不可能控制全部社会情境因素，同时也一定会受情境的影响及对情境做出反应，与情境因素发生相互作用。

2.1.3 自我批评人格研究带来的反思

自我批评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被鼓励尽量多做自我批评。我们很可能没有被表扬过，但几乎不可能没有被批评过，而批评的结果或高级阶段就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反省内求是儒家素来提倡的修养方法。孔子提倡“内自省”（《论语·里仁篇第四》）与“内自讼”（《论语·公冶长篇第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篇第一》），孟子对子路“闻过则喜”的态度大加赞赏（《孟子·公孙丑上》）。佛家戒律中，有一项修行功课叫“安居”，亦曰“结夏”，也称“坐腊”，修行内容即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修行者每年有一个月专门用来修行此项功课，此外每月还要固定做两次。中国现代以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策略，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并称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由此可知，自我批评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有提升自我的作用，能使人更好地自我改造，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在此社会氛围之下，具有高自我批评倾向的人比比皆是，几乎人人写过检讨。“检讨”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深刻记忆，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沙叶新，2007）。久而久之，由一开始被迫检讨变成了主动检讨，或者习惯性地自动检讨，进而形成了一种自我批评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听话、自责、服从的性格特征。

在西方，基督教让人们每天忏悔，改过自新，也提倡多做自我批评。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忏悔是每个人为自己的灵魂得救所做的努力，不是为了响应现实社会中某位导师的教导。于是，我们发现一种有趣的反差，在高度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中国很少看到真正的忏悔，而在日常生活中不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西方却有一种强大的忏悔传统，留下多部不朽的《忏悔录》。但现代西方人在世俗生活中通常认为自我批评是自我增强的对立面，高自我批评倾向的人难以适应社会。一般而言，当一位西方人得到夸奖时他会很欣然地接受，而一位中国人受到夸奖时他会显得不自然，或者尽快地将功劳归因为别人，或者尽快地表达自己做得还很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那种极端的对个人造成强大政治压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明显减少（尽管违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个人造成的精神摧残还时有发生），倒是在一定范围内反而兴起了一种厚颜无耻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自我批评与自我表扬是同一种性格结构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正如自卑者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表现为自大一样）。但官方意识形态和教育实践中对自我批评的提倡还是一直延续下来，仍然在鼓励甚至要求民众多做自我批评，努力审视和揭露自身的缺点，遇事首先反省自身是否有错。自我批评还是被视为一种美德，好像一个人越多自我批评越好，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于社会（郭永玉，章若昆，2010）。

目前，已有本土研究试图揭示在中国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的易感性及其机制，研究结果验证了自我批评人格对抑郁的易感性及消极生活事件的中介模型（章若昆，郭永玉，2010）。抑郁的危害性之大众所周知，自我批评人格是如此严重的抑郁易感性因素，自我批评的消极影响也应当不容忽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适度的自我批评，但不应过度地自我批评。由于人格在人的一生中是较为稳定的东西，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因此应把关注点主要放在如何避免形成自我批评人格上。

如前文所述，自我批评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主要来自父母教养和社会环境。因此，为了避免形成高自我批评人格，首先应该倡导父母积极地向孩子表达关爱，并帮助儿童发展自主性和胜任感。目前信奉棍棒式教育的父母已经大大减少，但同时，望子成龙、对子女的期望过高的父母还大有人在，如果这种过高的期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为惩罚和过度控制，就会对儿童的人格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应当如何看待自我批评？不可否认，适当程度的自我批评在客观地认识自我、提高修为、促人进取方面是有益的，但如果片面强调自我批评的益处而忽略过分自我批评导致的消极后果，对人的心理健康则是有害的。尤其是在中国越来越开放和现代化的今天，更应重视个人身心的自由和独立，认识到过度的自我批评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极有可能会给人带来巨大的适应困难，甚至心理健康问题。所以，这里的问题是：对自我批评应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来加以提倡，才能真正促进民众的身心健康，进而以新的精神面貌创造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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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我宽恕
 
[1]



与自我批评相对的特质是自我宽恕。对宽恕
 （forgiveness）特别是人际宽恕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的关注古已有之，东西方皆然。儒家尤其强调对他人的宽恕，子曰“宽则得众”（《论语·阳货》），又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宽”即雅量容人，“恕”是推己及人，宽恕便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所以“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则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韩愈《原毁》）。古之哲学家们将宽恕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且尤为注重。他们都强调责己而宽人，并把它作为修养之一，以求人际和谐。西方文化对于宽恕的强调亦如此，《旧约》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19：11），《新约》言道“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路17：3），等等。这也是让人在人际交往中受到侵犯时以宽恕待人。

长久以来，宽恕一直是哲学与神学的话题，但自20世纪末，它开始走进心理学家们的视野，并在不断深入。有研究者（McCullough et al.，2008）在近期的一篇综述中说道，十年之前研究者们能轻易跟上其主要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但那个时代过去了，宽恕的研究发展迅速、势态良好。但当宽恕的研究渐渐深入之时，对自我宽恕
 （self-forgiveness）或说个体内宽恕
 （intrapersonal forgiveness）的关注却还远远不够。从古至今，我们都更多地关注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宽恕，而且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面对被侵犯时的表现，但当我们侵犯了别人或者自己时，我们会去寻求自己的宽恕吗？我们又会宽恕自己吗？

2.2.1 何谓自我宽恕

对自我宽恕的界定

宽恕的定义由哲学发展而来，在众多定义之间，McCullough的界定较可操作也较为综合（罗春明，黄希庭，2005）。McCullough（2001）认为宽恕是个体遭受侵犯时的一系列亲社会动机的变化。他将宽恕置于动机水平，但并不认为宽恕就是动机，而是将它看成一系列动机的变化过程。其中，建设性的行为取代了破坏性的反应，从而达到了人际间的和解（McCullough et al.，2001）。但这一定义明显是将宽恕过程特别是人际宽恕过程限定于受害者，但是宽恕也会发生于侵犯者身上，某人在对他人实施了侵犯行为或者认为自己有不当之处时也可能会宽恕自己。

Mauger等人（1992）在其研究中首先将宽恕分为两种，即宽恕自己与宽恕他人。宽恕自己与宽恕他人又有所不同，宽恕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假定自己为侵犯者，而宽恕他人则是假定自己为受害者。宽恕这一动机变化过程有明显的方向性，即它有固定的指向，那就是侵犯者，受害者不会成为被宽恕的对象。但是宽恕行为的施予者却不尽相同，站在侵犯者的角度上来说，也许受害者会宽恕他，也许他自己会宽恕他，甚至与之无干的旁人也会涉及是否宽恕他的问题。于是，当这个侵犯者是自己时，发生于侵犯者也就是自己内部的动机变化，就是自我宽恕。其中，冒犯与报复自己的动机降低，而善待自己的动机增加（Hall & Fincham，2008）。

综合来看，自我宽恕也就是当自己是侵犯者时，发生于自己内部的，对待自己的动机由报复转向善待的变化。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点：首先，自我宽恕者的定位是侵犯者；其次，自我宽恕过程发生于侵犯者自己内部；第三，自我宽恕过程的指向是侵犯者自己；最后，自我宽恕是一系列动机变化，是由恶转好的变化。

有关自我宽恕的争论

尽管对自我宽恕进行了界定，但此界定仍然存在许多争议，对于自我宽恕的内涵，研究者们在其对象、过程、实质以及价值和伦理等方面都没有形成共识。

自我宽恕是自己对自己的宽恕，但是自己宽恕的是对自己的伤害还是对别人的侵犯，抑或是兼而有之呢？由于对别人的侵犯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里讨论的重点是对自己的侵犯与对自己的宽恕。它包含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存不存在自己对自己的伤害？也就是说除了在人际间侵犯别人，自己会不会在去人际的情况下伤害自己？其二则是，如果存在自我伤害，那么在自我伤害后，自己会不会宽恕自己？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个体的确能在去人际的情境中伤害自己。我们许多的失败是由自己造成的，如某些自我设限的行为，也有很多人特别是精神疾患者有时或长期地被自己不恰当的感觉或者思想所困扰。当然，严格地说，把这些情境叫做去人际的情境是不恰当的，因为自己在评定自己是否做了错事时，是依据了一定的道德标准的，而且每个人的标准不同，这些道德标准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人的社会性发展。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有学者（Horsbrugh，1974）认为，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才是宽恕的对象，对于自己的伤害，人们只会表示后悔，不会有宽恕。而也有学者（Dillon，2001）持相反观点，认为自我伤害的情境真实存在，此时也能发生自我宽恕的过程。如果在自我伤害后，个体能够宽恕自己，那么自我宽恕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侵犯他人—宽恕自己型与侵犯自己—宽恕自己型。在侵犯他人—宽恕自己型的自我宽恕中，侵犯的主体与受害的客体显而易见，自己是主体而别人是客体。侵犯自己—宽恕自己型的自我宽恕整个过程都发生在个体内部，其侵犯的主体与受害的客体都是自己。但此时在个体内部，本我、自我和超我究竟在自我宽恕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还不得而知。

在人际宽恕的研究中，现阶段的宽恕研究皆为对给予宽恕（granting forgiveness）的过程的研究，而与之相对应的寻求宽恕（seeking forgiveness）的过程则少有研究者涉足（Rodney et al.，2006）。给予宽恕和寻求宽恕的过程会伴随人们的生命历程而逐渐发展成熟（傅宏，2002）。在人际宽恕中，给予与寻求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而自我宽恕发生于个体内部，因此两者都是自我内部的过程，但其关系如何很少有人做过论述。Enright等人（1996）认为宽恕过程有四个阶段，即揭露阶段（uncovering phase）、决策阶段（decision phase）、工作阶段（work phase）和结果阶段（outcome phase）。这四个阶段如果用于自我宽恕，那么它包括了宽恕的寻求、给予与接受等等过程。在揭露阶段，个体体验到一些情感，如否认、内疚、羞愧等，在此过程之后，个体会去寻求自己的宽恕，而在决策阶段个体决定是否宽恕自己，如果决定给予自己宽恕，那么将会引发宽恕这一系列的动机变化。但由于自我具有很高的统合性，寻求自我宽恕与给予自我宽恕也许是同样的过程，在个体内部，也可能寻求宽恕就是给予宽恕。在人际宽恕中，受害者的给予宽恕与侵犯者的寻求宽恕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侵犯者寻求宽恕的行为，如道歉（Eaton et al.，2007），会对受害者的给予宽恕产生积极的效应。在个体内部，寻求宽恕与给予宽恕是否能够分离，它们能否分别独立存在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去证实。

对自我宽恕的另一个争论涉及宽恕这个概念本身，即自我宽恕是特质倾向性的还是情境特异性的。有研究表明，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自我宽恕与神经质（Maltby，Macaskill，& Day，2001）、外向性（Ross & Hertenstein，2007）有较为显著的相关。但也有研究整体测量了各种宽恕，并未发现自我宽恕与某些人格特质相关（Thompson，Snyder，& Hoffman，2005）。对于宽恕是否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也是人格心理学曾经面临的主要争论之一，即“个人—情境之争”
 （person-situation debate）。尽管这个问题渐渐不被提起，但是用在自我宽恕这个主题上却是十分恰当的。无论自我宽恕是否可被看作是一种人格特质，它的发生还是会受当时外在情境以及情绪和某些社会认知因素的影响（McCullough，Worthington，& Rachal，1997；McCullough et al.，1998）。

自我宽恕的价值与伦理问题也是争论之一。自我宽恕的成功与否，代表了个体的某种倾向与类型，自我宽恕失败者倾向于内部惩罚（intro-punitive），而人际宽恕失败者倾向于外部惩罚（extra-punitive），自我宽恕的成功也与心理幸福感显著相关（Hall & Fincham，2005）。在临床咨询领域，自我宽恕也能够有效减轻焦虑尤其是道德焦虑（Currier，McCormick，& Drescher，2015），减少自杀意向（Webb，Hirsch，& Toussiant，2015），甚至能够增进身体健康（Davis，et al.，2015）。但成功的自我宽恕还是涉及一些伦理问题。当个体犯下社会所认定的罪行时，他应该自我宽恕吗？普通的小错，个体可以宽恕自己，以求自我和谐，但犯下杀人、强奸、故意伤害等罪行的犯罪人，他们应不应该去宽恕自己？另一个方面，在受害者并未同意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应不应该宽恕自己？虽然得到他人的宽恕和自我宽恕并不一定是先后继发的行为，但是从经验上看，得到他人宽恕的侵犯者更可能自我宽恕，而未得到他人宽恕的侵犯者自我宽恕成功时，要受伦理道德的谴责。

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区别

为更好地理解自我宽恕的含义，必须了解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区别。Hall和Fincham（2005）通过理论探讨总结了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区别（见表2.2）。他们认为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在伤害的形式、宽恕的对象、移情、限制、与受害者的调和、逃避、报复与善待的对象以及不宽恕的后果上存在区别。在人际宽恕中，伤害的形式只能是行为；而在自我宽恕中，除了行为，思想、欲望和感觉都能对自己造成伤害。人际宽恕所宽恕的伤害是在人际过程中对受害者的伤害，而自我宽恕的对象可以包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伤害。人际宽恕是受害者对侵犯者的宽恕，此时移情能促进宽恕；而自我宽恕是侵犯者去宽恕自己，此时移情就会抑制宽恕。在探讨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限制时，Hall和Fincham（2005）认为在自我宽恕中，自己可能会确定某种条件，只有达到这种条件，个体才会宽恕自己，而在人际宽恕中则不需要条件。Hall和Fincham的探讨主要以McCullough对宽恕的论述为基础。McCullough认为在人际宽恕中，逃避与报复是对待侵犯者的两种经典的消极反应，移情、沉思等因素也与人际宽恕有关系（McCullough，2001；McCullough，Bono，& Root，2007）。在这些方面，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均有所区别。在人际宽恕中，受害者逃避、报复与善待的对象都是侵犯者，即他人；而自我宽恕中由于侵犯者是自己，除了伤害别人，自己的行为、思想、欲望等也能伤害自己，所以自我宽恕逃避的对象是与侵犯相关的刺激，包括受害者、情境、思想等，其报复与善待的对象也是侵犯者，即自己。最后在没有自我宽恕时，相对于比较平和的人际宽恕失败，其后果更加极端（Hall & Fincham，2005）。

表2.2 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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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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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all & Fincham，2005.

2.2.2 自我宽恕的测量与相关研究

自我宽恕的测量

在人际宽恕的研究中，测量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在自我宽恕的研究中更是如此。对宽恕的测量有两个问题待解决，其一是给予宽恕与寻求宽恕的问题，其二是特质性宽恕与状态性宽恕的问题。在人际宽恕的测量中，测量给予人际宽恕的工具十分丰富（Thompson & Snyder，2003），但是自我宽恕的测量工具无论是给予还是寻求都很少。最早的自我宽恕量表是Mauger及其同事（1992）编制的宽恕自我
 （Forgive of Self，FS）量表，它是行为测量系统
 （the Behavioral Assessment System，BAS）的一个部分，即一个分量表。FS量表共包含15个项目，其内容包括对过去行为的内疚、自认有罪以及对自己的多种消极态度，它使用“对/错”记分，其中一个项目是“我常常因没有好好遵守规则而烦恼”（Mauger et al.，1992）。FS量表的α系数达到0.82，重测信度达到0.67，符合测量学的要求，几位研究者（Mauger et al.，1992；Maltby，Macaskill，& Day，2001）用此量表分别考察了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以及各种心理病理学指标间的关系。其后，Thompson等人（2005）编制的Heartland宽恕量表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HFS）中也有一个分量表测量自我宽恕。HFS的自我宽恕分量表在不同样本中的α系数在0.72—0.75之间，其间隔3周的重测信度达到0.72，间隔9个月的重测信度达到0.69，且HFS与其他多种宽恕量表间的相关显著，有较好的信效度（Thompson，Snyder，& Hoffman，2005）。Thompson等人（2005）也用其量表考察了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和亲密关系的各种变量间的相关。

但这二者并非专门的自我宽恕量表，而且测量的都是特质性自我宽恕，并不能让人满意。Wohl等人（2008）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状态自我宽恕量表
 （State Self-Forgiveness Scale，SSFS），该量表有两个子维度，共17个项目。两个子维度分别是自我宽恕感觉和行动，有8个项目，和自我宽恕信念，有9个项目，每个项目都用4点记分。自我宽恕感觉和行动维度的某个项目是“当我觉得我做错了时，我对自己感到同情”或者“当我觉得我做错了时，我惩罚自己”。自我宽恕信念维度的其中一个项目是“当我觉得我做错了时，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人”（Wohl，DeShea，& Wahkinney，2008）。Wohl等人（2008）以被试报告的自我宽恕水平（对问题“当你犯错时，你会宽恕自己吗？”的回答）为因变量，以SSFS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做回归，R2=0.67，两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且SFSS与校标自责（self-blame）、内疚（guilt）相关显著，具有比较好的测量学指标。

自我宽恕的相关研究


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
 自我宽恕与人格的关系前文已有所提及，心理学家们对人格与自我宽恕的关系很感兴趣，在为数不多的自我宽恕研究中，对它和人格特质之间的探讨占据着主要的部分。Maltbly等人（2001）测量了324名大学生的自我宽恕、人际宽恕、人格和健康，他使用EPQ量表修订版作为人格的测量工具，结果表明自我宽恕的失败与人格和健康之间存在相关，它与焦虑、抑郁相关显著，且不存在性别差异。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Ross et al.，2004）使用NEO-PI-R量表探讨了人格五因素模型与自我宽恕的关系，发现自我宽恕与神经质呈负相关，与外向性和尽责性呈正相关，且与随和性无关。另有一项研究却认为，自我宽恕不仅与神经质、外向性相关，与随和性也存在相关（Ross & Hertenstein，2007）。但在Thompson等人（2005）的研究中，他们并未发现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并不相同，甚至相互抵触，这可能是由于测量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另一项研究则抛开自我宽恕与特质的相关，直接从时间维度上考察它与自我宽恕的关系（Hall & Fincham，2008）。研究者对148名被试分8个时间段分别收集数据。他们并未采取量表来测量自我宽恕水平，而是仅仅采用单个条目去询问被试，即“你在多大程度上宽恕你对他人的伤害？”，此条目用Likert 7点量表记分。对被试的选取遵循两个条件，一是被试报告在过去3天内他们曾经有伤害他人的行为，二是他们表示他们对那些行为感到悔恨，并且希望在先前的情境中他们能够换种方式去处理。从第1周至第8周每周对被试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其自我宽恕水平呈线性上升。此研究发现了时间对自我宽恕的作用，而要探讨自我宽恕跨时间的稳定性，还需要后续研究的证明。


自我宽恕与心理健康
 人际宽恕对于人类的心理健康和良好生活状态具有潜在影响作用（傅宏，2003）。研究者发现人际宽恕对家庭关系（Maio et al.，2008）、婚姻关系（McNulty，2008）以及幸福感（Bono & McCullough，2006）有积极的影响，而自我宽恕的失败与抑郁、焦虑呈显著正相关（Maltby，Macaskill，& Day，2001）。自我宽恕也与生活适应、心理健康相关。有研究者（Romero et al.，2006）测量了81名患乳腺癌且正在接受治疗的妇女的自我宽恕、精神性（spirituality）与心理适应。研究发现，自我宽恕和精神性是低情绪紊乱和高生活质量的有效预测源，而且对自我宽恕的干预能提高生活质量、减轻压力（Wohl，DeShea，& Wahkinney，2008）。在其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又发现自责是自我宽恕和情绪紊乱以及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高自责的人相对于低自责的人体验到更多的情绪紊乱和更差的生活质量，因此对自我宽恕的干预如果能潜在降低自责水平，就可以促进患者的心理适应（Friedman et al.，2007）。在对110名大学生样本的测量中，也发现情绪管理的能力与自我宽恕有一定相关（Hodgson & Wertheim，2007）。这些研究并没有推及到普通人群中，自我宽恕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还需探讨。

2.2.3 讨论

自我宽恕无疑是宽恕研究中的新兴领域，由于对其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在自我宽恕的研究中充满着疑问，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就其现在的发展而言，以下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第一，自我宽恕概念界定的问题。如前所述，宽恕与自我宽恕本是哲学与神学讨论的问题，哲学家们对自我宽恕所作的解释虽然能让人明白自我宽恕的大致意义，但并不能为心理学研究所用。有哲学家（Dillon，2001）说，人们在探讨宽恕概念时就假设，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时候只有两种方式，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人不是穷凶极恶地对待自己就是安然轻松地对待自己。但实际上，在二者之间，有极为广阔的空间使人能复杂地看待自我，其间矛盾丛生。人能够在生活中体验自己的价值，并同时对自己的罪恶感到羞耻和懊丧，在越接近道德标准的同时，就越不能放下如此重担。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自我宽恕。自我宽恕不必和自责相区别，它和消极情感与判断无关，它仅仅是一种力量。宽恕自我意味着不再体验到自责并不再受其奴役，不再被消极的自我概念所控制和驱使，不再感到痛苦，不再体验到和自己的分离，于是人能生活得很美好。

读完这段话，我们都知道自我宽恕的大概意思，但只有用科学、可操作的方式去下定义，自我宽恕的概念才能为心理学研究所用。虽然在本节的开头，我们对自我宽恕进行了界定，但实际上，现阶段的定义是套用已经公认的人际宽恕的定义。自我宽恕和人际宽恕有着诸多的区别，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概念内涵也并不相同。现阶段由于对自我宽恕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所以文章开头套用人际宽恕的定义来界定自我宽恕是可行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自我宽恕的界定应该从自我宽恕的内涵与本质属性出发，进行更多的探讨。

第二，自我宽恕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在人际宽恕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广泛地使用叙事方法，让被试描述某些和侵犯有关的事件，要求被试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出自己认为重要的方面，最后由研究者进行内容分析。在有限的自我宽恕文献中，仅有一项研究使用了叙事的方法（Beiter，2007）。叙事方法能够详尽地了解各种因素对自我宽恕的影响，但是其主观性较大。在自我宽恕的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是自陈式问卷测量的方法。

有研究者认为在测量自我宽恕时，叙事方法和量表测量的量化方法都存在严重的局限，因为很难判断测得的自我宽恕的真实性，真实的自我宽恕需要自己外显或内隐地认识到自己行为上的过错，且为这些行为承担责任、接受指责（Hall & Fincham，2005）。在被试自我报告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区分真实的自我宽恕与虚假的自我宽恕，自我宽恕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还有待完善。

第三，自我宽恕研究内容的狭窄。如前所述，自我宽恕研究的内容只是涉及了有关人格、心理健康的一些变量，如特质、焦虑、抑郁等。自我宽恕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自己的过错情境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对自我宽恕的研究范围可以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上，探讨自我宽恕与更多变量之间的关系。而现阶段的自我宽恕研究仍然还局限于简单的相关研究，探讨自我宽恕和某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等等。简单的相关研究只能得出自我宽恕和某些变量之间有关系的简单结论，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自我宽恕的前因后果是什么都需要大量的研究去解决与证实。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左传·宣公二年》）对自己的过错，我们如何适当处理，关系到自我的心理和谐与人际和谐。对自我宽恕的研究刚刚开始，但却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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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了自我批评和自我宽恕这两种根植于东西方历史文化之中的人格特质之后，我们将目光定位于当前社会的现实层面。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空间被无处不在的广告信息和物质消费的话题所笼罩，个体获取和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迅速膨胀，以至于财物的获取和消费成了众多文化普遍接受的寻求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然而，人们能否通过对物质的无限追求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幸福呢？对物质主义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物质主义课题的兴起激发了很多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兴趣，包括人口统计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和社会评论家等。迄今为止，心理学领域已经涌现了大量关于物质主义的文献，主要是探讨物质主义的结构及测量、物质主义者的行为及人格特征、物质主义的成因和影响，以及物质主义的跨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2.3.1 物质主义的概念与测量

在开展物质主义的相关研究之前，众多学者首要关注的焦点即是概念的界定，在此方面，研究者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后继研究大都沿用了Richins和Dawson（1992）的定义。而在物质主义的结构与测量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则是人格特质集合与价值观两种取向，并且不同取向也开发了对应的测量工具。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些内容。

物质主义的概念


物质主义
 （materialism）原本是一种哲学观念，即“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在现代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研究者对它的定义各不相同。例如，有人使用牛津英语词典上的定义，即热衷于物质的需求和欲望，忽视精神的东西；是完全以物质兴趣为基础的一种生活方式、观点或倾向（Roberts & Clement，2007）。Belk（1985）把物质主义定义为消费者对世俗财物所赋予的重要性，视物质主义为人格特质。Richins 和Dawson（1992）则认为物质主义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除此以外，Sirgy（1998）对物质主义的定义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物质生活领域被认为高度重要的一种状况。Chan 和Prendergast（2007）把物质主义定义为一种态度，即认为财物是成功的象征，财物在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并相信更多的财物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而Shrum等人（2013）最近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将物质主义视为身份目标追求，即人们通过象征性的消费来维持和建构自我身份的程度。

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多数研究都沿用了Richins 和Dawson（1992）的定义，即把物质主义看作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一般认为物质主义者具有几个典型的人格和行为特征：（1）特别看重财物的获得，渴望更高水平的收入，更重视经济安全，而更少注重人际关系；（2）自我中心和自私，更愿意保留资源为自己所用，而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东西；（3）追求充满财物的生活风格，不愿意过物质上简单的生活，如在交通方面，他们往往会选择汽车而非自行车；（4）相对于非物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

物质主义的结构及测量

关于物质主义的结构及测量，有两种取向最具代表性：一种是把物质主义看作是某些人格特质的集合，另一种是把物质主义看作一种价值观。

Belk（1985）最初认为物质主义包括三种具体的人格特质：嫉妒（envy）、不慷慨（nongenerosity）、占有（possessiveness），后来在物质主义量表的跨文化研究中又增加了第四个特质——保存（preservation），即通过保存纪念品和照片等来使自己过去的经验得以重现（Ger & Belk，1996）。Belk物质主义量表共21个项目，最初的使用表明总量表和分量表具有中等信度。但是它的进一步使用暴露了严重的局限性。Richins 和Dawson（1992）分析了12篇报告了此量表信度的文献，发现alpha系数变化范围很大，从0.09到0.81不等，中数为0.54。可见Belk物质主义量表信度很低。

针对Belk物质主义量表的不足，Richins 和Dawson（1992）编制了18个项目的物质价值观量表
 （Material Values Scale，MVS），把物质主义区分为三个维度：中心（centrality）、幸福（happiness）、成功（success）。中心是指认为财物在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幸福是指相信获得财物是幸福的最大源泉；成功是指以拥有财物的数量和质量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成功。由于MVS被大量研究证明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总量表平均alpha系数为0.85，中心、幸福、成功三个分量表的平均alpha系数分别为0.73、0.75、0.77（Richins，2004），因此得到广泛应用，也是目前研究中测量物质主义使用最多的一种量表。但是，近年来Richins（2004）通过对44篇文献的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都没有报告MVS的结构效度，即使有少数几篇验证了其结构效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他们对18个项目的MVS进行了修订，删除了第6、第7、第10三个项目，形成了15个项目的MVS，研究证明它比原来的版本具有更好的维度属性。

2.3.2 物质主义的相关研究

在界定了物质主义的概念，并编制了测量工具之后，研究者们一方面开始探讨是什么因素促使了物质主义的形成这一课题，众多研究分别从个人安全感、社会学习等方面入手，寻得物质主义的成因。另一方面，有研究较为关注物质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个体幸福感的消极作用及作用机制。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物质主义的结构及水平是否有差异。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研究展开介绍。

物质主义的成因


个人不安全感
 目前已得到公认的是物质主义的形成至少部分来源于个人的不安全感。当个体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物质主义作为一种补偿策略，以减少不安全感（Chan & Prendergast，2007）。而这种个人不安全感又有许多根源，如经济的、人际的、身份的。

关于经济的不安全感，Inglehart曾提出过一个有影响力的物质主义者社会化理论
 （theory of materialist socialization）。他认为物质主义是儿童早期贫困经验的结果。简单地说，当人们在一种经济被剥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时候，内化了一种主观的经济不安全感；当他们成年后，这种经济不安全感仍然持续停留在他们的心里，致使他们非常看重物质的成功，成为物质主义者（Ahuvia & Wong，2002）。这个理论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如，Ahuvia和Wong（2002）研究发现在儿童早期体验到经济不安全的个体到成年后往往具有物质主义的人格特质，如嫉妒。Allen 和Wilson（2005）发现童年时期体验到由于低社会经济水平所带来的食物不安全感（如饥饿、营养不良）的个体往往会更多地采用物质主义，把食物安全作为个人首要的生活目标，在家里存放更多的食物，用食物作为情绪的安慰。

与人际不安全感有关的证据主要来自于家庭环境及父母养育方式与物质主义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破碎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个体比在完整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物质主义和更高水平的强迫性消费（Rindfleisch，Burroughs，& Denton，1997）。不支持个人成长和自我表达的家庭环境与物质主义相联系，采用冷漠、不民主、控制的养育方式的父母，其子女往往把经济成功看得比其他亲社会价值更重要（Kasser，et al.，1995）。而且，父母间的冲突也会增加子女的人际不安全感而导致其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Flouri，2004）。人本主义心理学家Maslow认为，当父母不能提供安全和支持的环境时，子女们会暂时隐藏和忽视他们自己的欲望以维持安全，而成年以后，一种强烈的安全需要可能会通过努力获得经济的成功而表达出来（Kasser，et al.，1995）。

另外，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安全，他们会试图通过获得财物来提升自己的身份（Christopher，et al.，2006）。Christopher等人（2005）的实验研究发现，当被试被启动去体验恳求和逢迎的表现方式时，他们的物质主义会暂时提升，因为这两种表现方式会使被试感到自己依赖于他人的赞赏，会被他人感知到自己的无助与软弱。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积累财物，因为物质财富能够用来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身份。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因此对于那些非常关注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的个体而言，财物可能尤其重要（Christopher & Schlenker，2004）。Christopher和Schlenler（2004）的研究也发现，对消极评价的恐惧和对身份的关注与物质主义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一些研究表明由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导致的不安全感也是物质主义的成因。这类研究大都基于恐惧管理理论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其基本要义是，人类对自己的必死性有清楚的意识，为了应对由于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而产生的无法抵抗的焦虑，人们会依附和坚守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以帮助他们感觉到自己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是他们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员。由于资本主义文化认同财物和消费是通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路径，所以TMT预测在死亡提醒
 （mortality salience）的条件下，这种文化中的成员将会增加对物质的追求（Tim & Sheldon，2000；Arndt et al.，2004）。源于TMT的死亡提醒操作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基本实验范式是，让一半被试想象并写下关于自己死亡时的思想和情感，以诱导他们的不安全感（死亡提醒条件）；让另一半被试写下关于听音乐时的思想和情感（控制条件），然后考察这两组被试物质主义水平的差异。Tim和Sheldon（2000）的研究发现，死亡提醒条件下的被试相对于控制组条件下的被试有更高的经济期望，变得更贪婪，希望消费更多的资源。Johnson等人（2005）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Christopher等人（2006）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个人不安全感是死亡和物质主义的部分中介变量。


社会学习
 除了不安全感能够促进物质主义的形成以外，个体还可以通过社会学习的过程发展物质主义。这种社会学习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同伴，以及那些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尤其是商业广告中的物质主义信息（Chan & Prendergast，2007）。

来自家庭成员的社会化模式主要是价值观的传播，它是通过儿童模仿其看护者价值观的认同过程来实现的（Kasser，et al.，1995）。Kasser等人（1995）研究发现，相对其他价值观来说更重视子女的经济成功的母亲，其子女也往往具有与她相似的价值观结构。Ahuvia和Wong（2002）的研究也发现个体感知到的父母的价值观能够预测其物质主义。

另外，同伴的影响也是个体物质主义定向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Ahuvia & Wong，2002）。尤其是当父母的养育投入比较低时，同伴的支持与其物质主义有更紧密的关联（Flouri，2004）。与同伴交流频繁的个体及容易受同伴影响的个体更容易与同伴进行社会比较，而比较的差距促进了物质主义的形成（Chan & Prendergast，2007）。

最后，电视尤其是广告被普遍认为是物质主义形成的一个可能的原因（Buijzen & Valkenburg，2003）。根据Gerbner的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由于电视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明显不同的（如电视上的人物更富裕），这种对现实的歪曲影响了观看者的信念（如认为物质财富是普遍的），因此过多地看电视似乎使人们培养了一种富裕社会的知觉。除了影响社会知觉以外，电视还会影响个人价值观，因为随着时间的延长，电视节目中的物质主义信息会被同化到个体价值观的结构中去（Shrum & Burroughs，2005）。Shrum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电视对物质主义的这种培养效应是通过个体在观看过程中积极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而实现的，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基于记忆的启发式过程。当观看者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对信息有更多的阐述时，电视对物质主义的影响更大。Chan 和Prendergast（2007）强调看广告的动机，认为热衷于看广告的青少年比不热衷者更可能与媒体人物进行社会比较，这种比较的差距导致了物质主义的增强。

物质主义的影响

物质主义不管对个体还是社会都有长期的负面影响：在个体水平，物质主义与自尊、幸福感、生活满意感呈负相关，与生理和心理疾病呈正相关（Roberts & Clement，2007），物质主义还可能导致功能紊乱的消费者行为如强迫性购买（Dittmar，2005）。在社会层面，物质主义使人们减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卷入，导致更少的慈善捐赠，引起的过度消费破坏生态环境（Roberts & Clement，2007）；颠覆传统的宗教价值观，破坏公民的责任感（Burroughs & Rindfleisch，2002），还可能导致偏见和种族主义（Roets，Hiel，& Cornelis，2006）。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物质主义在个体水平尤其是对幸福感的影响。

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已得到了广泛的证实（Roberts & Clement，2007；Richins & Dawson，1992；Ryan & Dziurawiec，2001；Kasser & Ahuvia，2002；Nickerson，et al.，2003；Tan，Tambyah & Kau，2006），即使当收入因素被控制时，这种关系依然存在（Diener & Biswas-Diener，2002）。于是研究者们转向更深的层次，试图提出一些理论来解释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探索影响两者关系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以揭示物质主义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Sirgy（1998）提出的渗溢理论
 （spillover theory）认为，总体的生活满意感部分决定于对生活标准的满意感，而对生活标准的满意感又决定于参照设定的标准对自己实际生活标准的评价。物质主义者设置的生活标准的目标太高，不切现实，以至于他们没有能力去实现，因此他们比非物质主义者会体验到更多的对自己生活标准的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会自下而上渗溢到整个生活中去，造成对总体生活的不满意。

根据自我决定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人类具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胜任
 （competence）、自主
 （autonomy）和关系
 （relatedness），如果这些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并体验到幸福感，否则就会产生心理疾病。对内在的生活目标（如友好关系、个人成长）的追求和实现能够相对直接地满足这些需求，从而有助于个体幸福感的提升，而对外在的生活目标（如物质财富、名声）的追求将不会有助于甚至会偏离于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从而导致心理疾病。由于物质主义者把物质目标看得比其他生活目标更重要，因此他们会体验到较低的幸福感（Kasser & Ryan，1996；Ryan & Deci，2000）。目前已有研究证实，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确实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Chen，Yao，& Yan，2013）。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是通过探索潜在的中介变量来解释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关系。如，Christopher和Schlenker（2004）研究发现，当控制社会支持以后，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之间的关系就消失了，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水平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他们认为物质主义者的幸福感相对较低是由于其过分地关心自我表现，即关注自己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及避免他人的负面评价。研究显示，当把负面评价的害怕或社会身份变量进行控制后，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关系就消失了（Christopher & Schlenker，2004）。Kashdan和Breen（2007）研究发现，经验的避免
 （experiential avoidance）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各维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所谓经验的避免是指不愿意接触被消极评价的思想和情感，并试图采取策略（如压抑、放任）去回避这些思想和情感，即使这种努力会造成伤害。由于消极经历和心理痛苦是人类普通的、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且人们在任何时刻能够使用的自我调节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管理、控制和避免被消极评价的个人事件，将导致自我调节资源和心理弹性的损耗，从而影响生活质量。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关系是依赖于一定条件的，在某些条件下，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甚至呈正相关关系。

从动机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如Csikszentmihalyi和Rochberg-Halton（1981）曾提出过两种类型的物质主义：一种是工具性的物质主义
 （instrumental 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手段，这种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另一种是终极性的物质主义
 （terminal 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去获得社会地位并赢得他人的赞美和羡慕，这种物质主义是有害的。Carver和Baird（1998）把每种目标背后的动机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虽然他们发现总体上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呈负相关，但同时也发现经济成功目标的内部动机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外部动机与幸福感呈负相关。Srivastava等人（2001）研究发现，当控制挣钱的动机尤其是消极的动机如社会比较、寻求权利、炫耀、克服自我怀疑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消失了，而积极的动机（安全、维持家庭、市场价值、自豪）和行动的自由（休闲、自由、冲动、慈善）对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只是由于这些消极动机的影响。

Burroughs和Rindfleisch（2002）则从价值观冲突的角度来解释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关系。他们认为，物质主义是个体价值观系统的一部分，对它与幸福感关系的考察应该置于更广泛的价值观系统的背景中才有意义。他们的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集体定向的价值观呈负相关，这两种价值观的交互作用产生一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以心理紧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心理紧张是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但这种中介效应仅仅存在于具有高水平集体定向价值观的个体中，而对于低水平集体定向价值观的个体而言，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几乎没有关联（Burroughs & Rindfleisch，2002）。类似的，李静和郭永玉（2012）的研究以价值观冲突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物质主义与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并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的心理冲突。研究者采用多导生理仪记录被试回答价值观选择两难情境问题时的皮电值，结果发现：对于高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大学生而言，物质主义水平较高的个体其皮电强度值要显著地高于物质主义水平较低的个体，而对于低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大学生而言则没有这种差异。这表明同时拥有高水平的物质主义和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大学生会体验到更多的心理冲突（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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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物质主义与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交互作用分析

来源：李静，郭永玉，2012.

除此以外，Sagiv和Schwartz（2000）提出了个人价值观与环境支持一致性的假设，即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关系取决于价值观与环境支持的匹配，拥有与环境支持一致的价值观应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不管价值观的内容如何。他们以商学院和心理学院的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商学院的大学生而言并不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支持和鼓励这种价值观。然而这种观点也遭到了质疑。同样以商学院的大学生为被试，Kasser和Ahuvia（2002）的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低幸福感相联系，即使是在支持这种价值观的环境当中，也就是说物质主义的确是不健康的价值观。究竟哪种结论正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既然总体上来看物质主义对个体的幸福感是有害的，那么，有没有办法来减少这种负面影响呢？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追求幸福的策略，即把可随意支配的金钱分配到生活经历上（如旅游、看演出），这会比把它投资到物质财富上（如买衣服、珠宝）更令人感到幸福，因为生活经历更容易得到积极的重新解释，更不易受到不利比较的影响，更可能促进成功的社会关系（Van Boven & Gilovich，2003；Van Boven，2005）。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策略并不适用于每个人。对于那些几乎没有可随意支配的资源和不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可能面临怎样花钱才能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这个问题的（Van Boven，2005）。另外一条途径就是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
 （gratitude）既可以表现为一种慢性的（稳定的）情感特质，也可以表现为一种临时性的情绪体验。研究表明，感恩是幸福的原因之一（Emmons & McCullough，2003），而它又与物质主义呈负相关关系，因此，Polark和McCullough（2006）提出感恩有可能减少物质主义目标的奋斗，并缓和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物质主义的跨文化研究

物质主义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它是美国文化特有的，还是所有文化的消费者普遍具有的？这就涉及跨文化研究的问题。目前物质主义的跨文化研究还较少，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主义结构的跨文化研究，二是物质主义水平的跨文化研究。Griffin等人（2004）为了检验Richins和Dawson的物质主义量表在其他文化中使用的有效性，选取丹麦、法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的样本，结果发现此量表适用于丹麦样本，而应用于法国和俄罗斯样本并不合适。李静和郭永玉（2009）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对Richins和Dawson编制的18个项目的物质主义量表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共13个项目，结构与原量表基本相同，仍可提取“成功”、“中心”、“幸福”三个维度，并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Schaefer等人（2004）采用自己修订的物质主义态度量表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青少年进行测量，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此量表对美国和日本样本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而对中国样本却不具有。由此可见，不同文化或不同国家的物质主义结构可能存在差异，发展本土化的物质主义量表是很有必要的。还有一些研究者比较了不同国家物质主义水平的差异，例如Ger和Belk（1996）比较了12个国家商学院大学生的物质主义水平，发现罗马尼亚人的物质主义水平最高，其次是美国人、新西兰人、乌克兰人、德国人、土耳其人。他们认为物质主义在社会和经济急剧变迁的国家中是最高的。Clarke和Micken（2002）比较了澳大利亚、法国、墨西哥和美国商学院学生的物质主义水平，发现墨西哥人的物质主义水平最低，他们把它归因为墨西哥文化的集体主义性质。Schaefer等人（2004）对美国、日本和中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的物质主义水平最低，美国的最高，他们用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文化予以解释。

2.3.3 有待完善的问题

综上所述，有关物质主义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研究内容广泛地涉及了物质主义的结构、测量、前因后果以及跨文化研究等方面。作为一项能够激起不同学科研究者兴趣且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研究课题，物质主义必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完善。

首先，目前物质主义的测量一般采用Richins和Dawson的物质价值观量表。尽管物质主义在美国是社会所能接受的，但它的负面影响日益引起媒体的关注，而且在其他国家尤其是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物质主义可能常被看作不好的、为社会所不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检验此量表的社会称许性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已做过这项工作的研究者如Mick发现社会称许性反应与物质主义及它的子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17到-0.41之间（Mick，1996）。Richins和Dawson基于8个数据集的分析发现，虽然社会称许性反应与物质主义的相关值不如Mick所得到的那么大，但在统计上仍然是显著的。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应该考虑这种反应偏见，例如可以把它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真实、准确。而已有文献中在测量物质主义时考虑了社会称许性反应的并不多见。为了避免这种反应偏见，未来研究还可尝试内隐测量方法。

其次，由于目前关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相关性质的，因此二者的因果方向问题还难以确定。可能是物质主义导致了幸福感的降低，也有可能是由于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意而使得个体使用物质财富来应对这种不满意感。这给未来的纵向或实验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另外，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物质主义在个体水平的影响，增加其在社会层面的影响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物质主义者对他们的生活更不满意。

再次，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物质主义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个体幸福感的消极作用，忽略了物质主义的积极效应。物质主义都是有害的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从社会层面来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物质主义提供了更常识性的生活态度，相对于宗教禁欲主义、原教旨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极左思潮，物质主义具有一定的启蒙价值；比起“一大二公”、“狠斗‘私’字一闪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物质主义是更接近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在心理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物质主义对个体的积极作用。例如，Rindfleisch和Burroughs（2004）在一篇评论性的文章中指出，物质主义至少在短期内有适应功能，可作为一种有效的压力应对机制，因此并不总是有害的。而且，他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存在着一部分幸福的物质主义者，这些人更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收入的男性。Sirgy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当物质主义者使用基于现实的期望（如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技能、家庭状况）而非理想的期望（如，我想成为非常富裕的人）来评价他们的生活水平时，其经济动机会增强，从而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另外，Ng和Diener（2014）的研究考察了物质性关注（财务满意度）、后物质主义需求（自主、尊重、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国民财富的调节，结果发现，无论贫国还是富国，物质性关注和后物质主义需求都是幸福感的预测因子，而且比起较贫穷的国家，物质生活层面的满足在更富有的国家中对提高生活评估和降低消极情感都更具积极作用。因此，有没有可能存在着更深层的心理、社会或文化机制，使得物质主义者在追求经济成功的同时不损害其幸福感呢？这是未来研究值得探索的一个有趣的话题。

最后，关于物质主义的心理学研究大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有待加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包括价值观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盛行，这种趋势在青年人当中尤其明显（Wang，2006）。因此，对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物质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加强物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不仅可以在理论上对这一领域有所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上还能够为政府制定某些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比如使教育和媒体更科学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以致力于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提高人民的整体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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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特质

人格特质多种多样，内容十分丰富，会对个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上一章我们介绍了三种主要会对个体身心健康起到重要影响的特质，然而人格特质对一个人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健康是一个人自身的事情，健康特质对人健康的影响机制也主要定位于机体内部，但人生存于社会之中，很多时候要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人与人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等级的固化和利害冲突的加剧，政治也就进入人的生活领域。常言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人类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并致力于探求其人格心理机制，尤其是从特质角度去探索一个人政治态度的成因。例如，通过深入地思考为什么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非理性情绪会成为民族意志，研究者们提出了权威主义人格的概念，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发现这种权威主义的人格特质可以成功预测个体一系列的政治态度倾向。另一种政治特质马基雅弗利主义起源更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Machiavelli所著之《君主论》。而相对新近被提出的社会支配理论及其最重大的理论贡献——社会支配倾向特质，同样为理解个体对社会平等的态度提供了稳定的预测源和广阔的研究视角。时至今日，这些政治特质依然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中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


3.1 权威主义
 
[1]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劫难，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的思想以不可遏制的态势席卷德国全境，人性中恶的一面以集体的方式暴露无遗。人们不禁要问，这场劫难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还是在人性的层面上一直就存在着某种因素，导致了它在这一时间的必然发生？如果是后者，人类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陷入在劫难逃的境地呢？心理学家们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权威主义人格的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之一。Adorno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权威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一书后，人们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多年的探索，本节将回顾这一系列研究，并尝试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另外，关于翻译问题，在政治学领域中，国内学者常把authoritarism译为“威权主义”，与“权威主义”同义，同时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相区别。在本节中，我们还是采用“权威主义”
 这种习惯的译法。

3.1.1 概念的提出及早期研究

如果只是为数不多的人对犹太或其他少数族裔抱有偏见，或许很快就会被忽略掉，但在面对纳粹时期大量普通民众身上所表现出的非理性情绪和行为时，人们就不得不正视偏见现象了。导致偏见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心理学家们关心的是，这里面是否有人格层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对这一问题的最初探索中，Adorno等人的工作是最系统、最为人称道的。Adorno等人都拥有精神分析的理论背景，他们希望能用这一理论揭示纳粹兴起的心理根源，因此，此一研究不论从研究思路、量表编制，还是对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及其形成的解释上，都有着浓厚的精神分析色彩。

尽管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做过分析，但对此人格因素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所以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战时德国人的普遍特征，也是纳粹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即拥有极端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思想。这种纯粹思想意识领域的内容和心理因素有关系吗？如果有，又如何能通过它找出深层次的心理根源呢？他们以精神分析理论为背景，提出这样一种基本假设（Adorno，2002），即一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信念通常构成一种广泛而又一致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他的人格中根深蒂固的倾向。也就是说，存在一种一般性的人格力量，它是深层次的、非理性的、被压抑的人格力量。正是由于它的影响，才使得权威主义者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特定的思想倾向，并进而产生歧视或保守的行为。基于这一假设，他们希望通过对表面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进行测量，能进一步找出那些被压抑的、以间接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并最终使得深藏于被试潜意识之中的人格力量清晰地显示出来。

于是，他们先对反犹主义量表
 （AS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E量表）得出的结果和临床访谈的材料进行分析，逐个找出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比如，他们从分析中发现，反犹主义者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持有反传统的价值观。于是他们推测，反犹主义的个体特别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价值观。这样，顽固地坚持传统价值观这一人格倾向，就作为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之一。在找出所有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之后，就能够编制出初始的测量这一人格维度的量表。

在随后的量表施测中，他们

将被试在此量表上的反应与被试在AS量表、E量表上的反应相比较，看两者相关是否较高，相关较高的项目才能被保留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量表不包括那些很容易与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联系起来的项目，而且也不提及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名称。被试仅从项目内容来看，几乎无从知晓研究者到底想探索何种问题。Adorno等人认为，既然这份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反民主的表述的量表，能够与AS量表、E量表高相关，那么说明该量表确实揭示了人格内部的反民主倾向。

最后形成的量表被简称为F量表
 （Fascist Scale，F Scale），它所测量的人格因素便是权威主义人格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F量表主要包含了九个方面的内容：传统主义、服从、攻击（针对反传统群体）、低内省、迷信、尊崇权力、犬儒主义、投射以及对性的过度固着（McCourt，Bouchard Jr.，Lykken，Tellegen，& Keyes，1999）。他们结合精神分析理论，认为F量表的九个子量表中，只有三个子量表代表着较为基本的成分。这三种成分分别是：因袭主义
 （conventionalism）、权威主义服从
 （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和权威主义攻击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其中，因袭主义是指刻板地坚持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权威主义服从是指把内群体理想化，屈从于当局，对内群体不抱批判态度；权威主义攻击是指提防、谴责、拒绝和惩罚那些违反传统价值观念的人们。这三种成分表现了人格内部的一种特定结构，是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

他们认为，权威主义者一方面会对权威人物表现出过度的尊重、服从、感激，这就出现了权威主义服从，它反映了权威主义人格中受虐狂的成分。权威主义服从并非真实地尊敬权威，而是夸张的、情感上的服从需要（Feather，1993）。在另一方面，他们会将敌意转移到外群体身上，将权威的坏的方面（不公正、支配他人等）投射到外群体身上，从而对其进行指责和攻击，他们还可能会对违背传统价值观的人进行谴责、惩罚，所以攻击常常是以道德的名义进行的。这反映了权威主义人格中的施虐狂的成分。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Adorno等人吸收了Fromm（1941）的观点。

此后，这一研究成果被编纂成《权威主义人格》一书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后来的研究者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自己的研究的，因此，Adorno等人的工作在这一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3.1.2 概念分析

Altemeyer的右翼权威主义量表

F量表发表后，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出现了一次高潮。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Adorno对这一概念认识并不十分恰当，这些人中，Altemeyer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名字。为了找到权威主义人格者，他的做法和Adorno他们不同。他希望编制出一份能够有效地预测偏见的量表，然后从量表的项目中找出权威主义人格者的特征，以此作出界定。整个过程是以统计分析为主导的，不依靠任何理论的指导。

Altemeyer经过了长时间的系统研究，在F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右翼权威主义量表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cale，RWA），然后根据右翼权威主义量表的项目构成，提出了右翼权威主义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三个成分：权威主义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和权威主义攻击（authoritarian aggression）（Altemeyer，1988）。在结构上，他基本沿袭了Adorno所认为的权威主义人格的三个主要成分，但所指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权威主义服从指的是接受一个社会中已建立且合法的权力结构，并且服从于权威的要求。这里要强调的是，它并非是一般性的服从倾向，高右翼权威主义者只对权威服从，但当他作为领导者时，就并不会比别人更多地向其下属屈服（Leanne，Boboce，& Mark，2007）。因袭主义是指顽固地坚持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传统规范。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秩序、信仰原教旨主义、严格的性规范，都是右翼权威主义者要坚持的典型信念（Furr，Usui，& Hines-Martin，2003）。这种因袭伴随着自认为有道德（self-righteous）、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以及对他人的信念感到愤慨。权威主义攻击，是指对各种人的攻击，而且是被已建立的权威认可的。Altemeyer认为权威主义者是具有广泛的攻击性的。他们相信对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就应该严厉，所以喜欢用惩罚的方式来控制他人的行为，在家或在公众场合都是如此（Furr，Usui，& Hines-Martin，2003）。任何改变已有生活的企图，权威主义者都会予以抵抗。总之，在Altemeyer眼里，权威主义者与非权威主义者比起来，更多地强调对权威的服从，更倾向于通过惩罚来控制他人的行为，更接受和忠于传统的社会规范（Feather，1993）。经Altemeyer重新编排后的保守权威人格量表
 在信效度上均有良好指标（Patrick，1984），而且能够和单纯的保守主义量表区分开来（和保守主义量表间缺乏区分也是对F量表的批评之一），因此逐渐成为测量权威人格的首选工具（Crowson，Thoma，& Hestevold，2005）。

但有研究者指出最早的权威主义的概念包含了两种形式的权威主义，一种是领导者的权威主义
 （leader's authoritarianism），是指让他人向自己的权威屈从的倾向，第二种是跟从者的权威主义
 （follower's authoritarianism），即服从权威的倾向。而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局限于跟从者的权威主义。Altemeyer的右翼权威主义，便是一种跟从者的权威主义（Roccato & Ricolfi，2005）。近年来有人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社会支配倾向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有些研究者将它定义为一个人希望内群体支配或优于（superior）外群体的程度（Guimond，Dambrun，Michinov，& Duarte，2003）。Altemeyer（1998）认为，社会支配倾向所反映的正是领导者的权威主义，把它与右翼权威主义结合起来，能够较全面地描述权威主义人格。

还有研究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质疑，认为右翼权威主义量表及F量表中的项目测量的并不是人格特质，而是广泛的思想领域的社会态度和信念。权威主义攻击成分中，有大量的内容与偏见和不容忍（intolerance）很相似；因袭主义中的项目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量表又如出一辙，几乎就能独立成一个保守主义量表。而且，右翼权威主义量表和F量表的得分都会明显受到情境中威胁的影响（Duckitt，Wagner，Plessis，& Birum，2002），这不符合特质的特点。所以右翼权威主义量表离它所声称要测量的权威主义人格，已经太远了。

既然Adorno和Altemeyer都没能真正触及到权威主义人格，那么研究者们只有继续寻找产生偏见的人格基础。

Ray编制的平衡F量表和趋向量表

Ray的工作主要是针对F量表的两个问题进行改进：一是F量表没有平衡默认倾向。Ray编制了平衡的F量表，它是直接以F量表的项目为基础的，测量的还是权威主义态度。二是F量表测得的权威主义态度与权威主义行为相关极低（Duckitt，1992）。Adorno当年编制F量表时，非常强调其隐蔽性（covert）。Ray认为，可能是太隐蔽了，所以完全失去了预测效度。于是他决定编制一个新的量表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采用了更公开（overt）的方式，直接问被试自己的权威主义行为，如“你常常批评别人做事的方式吗？”。Ray认为这张量表测量了支配行为中的攻击子集（the aggressive subset of dominant），并将其命名为趋向量表
 （Directiveness Scale）。这一量表是专门用来预测权威主义行为的，后来的研究说明了此量表与支配和攻击行为之间确实有着很好的相关（Heaven，1986；Ray & Lovejoy，1986）。

当然，他的量表一样受到批评。Duckitt认为趋向量表并不能测量Adorno所提出的权威主义，因为它并不是按Adorno的原意进行的测量，这一量表并没有测量敌意与服从的组合物（a combination of hostility and submissiveness），而只是测量了服从，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测量Adorno所说的权威主义人格的合适的工具。

Ray认为有理由把服从作为权威主义的基本成分（Ray，1976）。Duckitt的批评是站在假定Adorno是正确的立场上，即认为敌意与服从一定是相关的。然而，这一点是需要检验的，需要把这两个变量分开来看，看是否相关。趋向量表就是这样做的。它测量的是Adorno的理论中的一个变量，而且是最基本的一个。随后，他做了一个研究，将趋向量表、F量表与敌意量表
 （Buss-Durkee Hostile Scale）一起施测，结果发现，只有趋向量表与敌意量表相关，而F量表则与敌意量表无关。Ray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检验，才能证明Adorno的理论是正确的，当然这同时也证明了趋向量表是符合Adorno的理论的。

以上三种测量工具可以从整体上看作是F量表和在它基础上的变换，因此，那种认为F量表测量的是社会态度和信念，而不是它所声称的人格特质的批评，对其余两种量表也是适用的。

Duckitt的模型

Duckitt使用认知—动机理论
 （cognitive-motivational theory）来解释偏见的产生（Duckitt，Wagner，Plessis，& Birum，2002）。他认为，是社会服从
 （social conformity）这一人格维度和危险世界信念
 （belief in a dangerous world）这一世界观维度共同影响了权威主义的态度，并进而影响了群体间的态度。这一想法是从D'Andrade（1992）和Strauss（1992）那里获得的灵感，他们提出，个人的社会价值和态度表现了个人的动机性目标（motivational goal），它会被具有高度可接近性（highly accessible）的社会图式（social schema），或者感知社会现实所激活，激活后这个目标就对个人来说是显著的（salient）。高度可接近性的社会图式从广义上讲，可以看作是世界观（social world views），或相对稳定的对他人和世界的解释或信念（Ross，1993）。个人的世界观既反映社会现实，也受人格因素的影响。而且，人格因素既能通过影响世界观而间接影响动机性目标，也可能直接影响对个人而言显著的动机性目标。

Duckitt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了右翼权威主义这一社会态度维度上（Duckitt，Wagner，Plessis，& Birum，2002）。他认为右翼权威主义包含了一对相反的动机性目标图式。高右翼权威主义表现出了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目标，将世界看作是危险的和具威胁性的看法能激活它。低右翼权威主义表现出了相反的动机性目标，即个人自由和自主，将世界看作是安全稳定的看法能激活它。相应的人格维度是社会服从对自主（social conformity vs.autonomy）。高社会服从者更有可能感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的威胁，将世界看成是危险的。社会服从还能直接地影响权威主义态度。

Duckitt为自己对偏见的解释找到了理论支持，融入了认知因素，而且在这个模型里面，已看不到思想意识方面的内容了。他认为影响权威主义态度的人格因素是社会服从。为对这一人格维度进行测量，他从Saucier 的人格特质形容词评定量表中选出社会服从项目，并排除了可能属于态度和信念的项目，编制了单一维度的具有较好信度的量表（Duckitt，2001）。

另外，该模型将社会支配倾向的概念也整合了进来。这是一个不得不提的相关概念。Sidanius和Pratto（1999）认为社会支配倾向表现了个体希望内群体支配外群体或是优于外群体的程度，以及对地位层级观和加大群体间差异行为的偏好。右翼权威主义表现的是一种跟从者的权威倾向，与之相对的应该还有一种领导者的权威倾向，而社会支配倾向体现的就是这种领导者的权威倾向。双过程模型理论获得了众多研究结果的支持（Asbrock，Sibley，& Duckitt，2010；Sibley，Wilson，& Duckitt，2007）。

在现今的偏见研究领域，社会支配倾向和右翼权威主义是最主要的两个人格变量，二者可以共同预测绝大多数歧视行为。但是在对具体行为的预测效度上，这两个人格变量也存在一定差异（Duckitt & Sibley，2007），并且所针对的歧视群体也有所不同（Thomsen，Green，& Sidanius，2008）。大量跨文化的研究都得到了社会支配倾向与右翼权威主义得分有中等程度相关的结果，但也有元分析研究显示二者间的相关受地区文化和国家政体的调节作用影响（Roccato & Ricolfi，2005）。

Duckitt和Sibley（2007；2009）认为，这两者的区别部分是由于权威主义人格受到了危险世界信念的影响，而社会支配倾向受到了竞争丛林信念
 （competitive jungle belief）的影响。持有竞争丛林信念的个体，会将世界视为一个充满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好比动物世界，弱者受支配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会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

Feldman的模型

Feldman（2003）也试图给出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解释，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编制测量工具，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仅仅依靠统计分析的结果来决定量表项目的取舍。

他从社会理论家们的观点出发，认为与他人共处一个社会，就会产生个人自主
 （personal autonomy）和社会凝聚的目标间的紧张，会有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冲突。如果所有人都只追求自身利益，毫无控制，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为规范指导了社会成员的互动，使社会秩序保持稳定。

对具体的个人而言，价值取向可能并不相同。有些人主要受个人自主的意愿的支配，而另一些人会对无限制的自由深感恐惧，觉得自由就会带来失序。Schwartz（1992）进行了一项社会价值研究，证实了这一价值取向上个体差异的存在。他发现，服从和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的价值在很多国家都是各自集聚在一起（cluster together）的，而且两者相互对立。

于是，Feldman定义了一个维度，一端是无限制的个人自主，另一端是严格地服从社会行为规范。这个维度代表了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这两种价值的相对的优先权。在Feldman看来，权威主义是一种先在的气质
 （predisposition），产生于社会服从和个体自主的价值冲突。从互动论的角度讲，行为是人格特质和情境因素的混合函数（Snyder & Cantor，1998），所以倾向于社会服从的人并不总是会表现出偏见，必须有特定的情境因素的配合。这一情境因素就是感知到社会凝聚受到威胁。从这个角度，他认为权威主义的行为是社会服从—个人自主与感知到的威胁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权威主义者并非对所有的外群体都表现出同样的偏见，因为并非所有的外群体都会对社会凝聚产生威胁。

Feldman和Duckitt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础出发，得出了非常类似的权威主义的模型。为了寻找纯粹的人格因素，他们都把因袭主义成分从权威主义人格中排除出去。这样做有助于澄清权威主义人格与思想意识间的关系。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右翼权威主义量表的表述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性，这常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在那些根本不涉及政治的研究中，还要把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的测量内容包含进来。现在这种做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Feldman和Duckitt都认为，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是权威主义服从和敌意，且敌意会在感知到威胁时转化为具体的攻击行为表现于外。但在对这两种成分具体含义的理解和测量上，两人是不同的。Feldman使用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这两种价值取向的相对权重，来评价权威主义这一先在的气质；而Duckitt使用形容词评定量表测量社会服从，似乎更符合寻找人格特质的要求。对于威胁的来源，Duckitt以群体认同理论为基础，这种威胁是指对内群体的威胁，群体凝聚的需要是从群体认同中生发出来的，Feldman则认为威胁是指社会凝聚的威胁，社会凝聚的需要是被对社会秩序的关注所激发的。从对威胁的测量上看，Duckitt所看重的是一般的威胁的感知和对于世界本质的信念，Feldman在测量时，既注重一般的威胁层面，也关注来自特定群体的威胁。

以上是几种主要的有关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和测量工具，每一种都会招致各种批评，但对它们的评价标准中始终包含着一条共同的原则，那就是必须能够较好地预测偏见。这是从Adorno开始就定下的基调，寻找权威主义人格就是为了寻找偏见的人格基础。所以偏见一直是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3.1.3 已有的相关研究

权威人格概念的提出，曾使得战后对群际间偏见与歧视的研究达到一个高峰。这其中很多研究集中于测量和比较国家间的权威主义态度，或者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的权威主义态度，或者一个国家较长一段时间里，权威主义的变化趋势（Altemeyer，1988；Todosijevie & Enyedi，2002）。如，根据Altemeyer的计算，加拿大学生的权威主义倾向自20世纪70年代后有上升趋势。20世纪70年代，45%的加拿大学生的权威主义倾向得分高于中等分数，198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0%。

另外一条研究线索是用权威主义的量表来预测包括种族偏见在内的各种偏见。保守权威人格除了对一般歧视倾向有显著预测力外（Duckitt & Sibley，2007），也能很好地预测针对各种具体群体的歧视，如对同性恋（Goodman & Moradi，2008）、职场女性（Christopher & Wojda，2008）、新移民（Thomsen，Green，& Sidanius，2008）等的歧视态度。

在一些非歧视的态度方面，保守权威人格也有很好的预测力。如对暴力态度（Benjamin，2006）、对战争的态度（Lyall & Thorsteinsson，2007）、对人权的态度（Cohrs，Maes，Moschner，& Kielmann，2007；Crowson，2007），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Shaffer & Hastings，2007），均和保守权威人格得分有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

更有研究发现，保守权威人格与智力（Heaven，Ciarrochi，& Leeson，2011）、认知风格（Kemmelmeier，2010）以及创造力（Rubinstein，2003）间存在着相关。保守权威人格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人们的职业选择，因为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能满足其情感需求的工作（Rubinstein，2006）。

3.1.4 心理机制

寻找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只是权威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如果把它看作是静态的部分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还要进行权威主义的心理运作机制的研究，找到是出于怎样的心理需要，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经过了怎样的心理过程才最终导致了权威主义行为的出现。

首先要提及的是威胁这种情境因素。很多不同的理论都认为，威胁是产生权威主义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前提，在个人和群体层面都是。Fromm认为，法西斯的兴起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带给人们的是不安全感，使他们要“逃离自由”而服从权威。Lipset提出，工人的更高水平的权威主义，反映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威胁。有研究者将权威主义行为指标与社会层面的威胁联系起来，分析了高威胁的1978—1982年和低威胁的1983—1987年这两个时期的档案数据，结果发现权威主义的大部分态度和行为成分，都随着威胁的降低而显著降低了（Doty，Peterson，& Winter，1991）。结论支持了威胁与权威主义的关系。但这种研究只涉及社会层面的威胁与权威主义的关系，它并不能代表个人层面的情况（Duckitt，1992）。

于是研究者开始关注人们内心感知到的威胁。Altemeyer提出，权威主义者之所以会产生偏见，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倾向以内群体—外群体这一维度作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基本维度。对他人，他们首先以此标准进行分类，内群体中的他人是自己人，而外群体中的他人则是外人，并认为属于外群体的那些人，对传统价值观是有威胁的。这种在个人层面感受到的威胁，能够导致权威主义攻击。通过研究，Altemeyer发现权威主义与“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the world is a perilous place）的感受之间存在0.50相关。前面已讲过的Duckitt的模型中，认为社会服从和危险世界的信念（belief in a dangerous world）会影响权威主义的态度，正是对这一结论的验证和发展。在这里，归属于不同的群体被认为是威胁的来源。

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与价值观有关的因素，使人们感知到了威胁。Rokeach提出信念一致性理论。他相信，是信念的不同，而不是群体或人种的不同，导致了偏见。Feldman则认为感知到的其他人对社会规范或价值观的挑战就会产生威胁，它可以来自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也可以是对一般性的威胁的感知。这种观点也有证据支持。有研究者发现象征性的信念（symbolic beliefs）（它是指个体认为被评价群体认同传统价值观的程度）是权威主义者所持态度，特别是他们对那些被贬损的团体（如同性恋者）的态度的强预测源。还有研究者发现，道德判断是权威主义者对他人进行评价的基本维度，会影响到喜不喜欢他人（Smith，& Kalin，2006）。而且，权威主义与感知到的犯罪的严重性呈正相关，与感知到的惩罚的严厉性呈负相关（Feather，1996）。由于人们是按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对事件进行评价的，所以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作是反映了权威主义者的各种价值的优先性，他们有着特定的价值取向，比如更重视服从、安全、保守等方面的价值，而不强调自由、开放的价值（Duriez，Van Hiel，& Kossowska，2005）。而且，这还说明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受到冒犯特别敏感，感知到这一点就可能会对冒犯者给以权威主义攻击。

至于权威主义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需要的问题，Duckitt使用群体认同理论给出解答（Duckitt & Mphuthing，1998）。他认为是对群体的认同导致了群体凝聚的需要，而外群体会对群体凝聚产生威胁，于是产生权威主义。Feldman的观点与此不同，他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认为人与他人共处一个社会，就会在个人自主和社会凝聚的目标之间的产生矛盾，会有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冲突。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社会成员的互动，使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尽管在社会服从维度上，有些人主要受个人自主的意愿的支配，而另一些人会更倾向于服从社会规范，但是每个人都有保持社会秩序的需要。挑战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行为，就会被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综合而言，Duckitt所认为的权威主义的心理机制可以表述为，人们有着群体凝聚的需要，当个体在社会服从对自主这一人格特质的社会服从一端得高分，而且将世界看作是危险的和具威胁性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拥有权威主义态度和行为。而Feldman（2003）认为，人们有着保持社会秩序的需要。如果个体更倾向于社会服从这一价值观，同时又感知到价值观受到挑战，社会秩序受到威胁，那么该个体就很可能出现权威主义态度和行为。

3.1.5 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

以上的内容已经能够说明，权威主义人格是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权威主义行为的。接下来人们还是会问，权威主义人格是怎样产生的，它是由后天环境造就的，还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呢？

Adorno等人最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仍然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是童年期的创伤导致了权威主义人格。如果父母（童年时期内群体中的权威）以严厉的、惩罚性的方式来对待儿童，那么儿童对父母就会产生敌意态度，而此种敌意态度会因恐惧等原因被压抑。敌意只是被压抑，并没有消失，它会被转移到外群体身上，而且权威所具有的坏的方面（不公正、支配他人等），也会被投射到外群体身上，于是产生了权威主义者指向外群体的攻击。所以只有让儿童得到真正的爱，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才能从根本上阻止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

Altemeyer认为，社会学习理论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一个人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右翼权威主义者的。学习理论认为，在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模仿、强化和条件作用的过程塑造了人的态度和行为。对一个孩子而言，如果其父母就是僵化服从权威、严格按照规则行事的人，那么这个孩子就更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有着右翼权威主义态度的成人。而且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接收到一些信息，认为外群体是危险而有敌意的。这样的信息会一次次地被强化，于是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这样的看法。

以上两种说法都认为童年期的家庭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权威主义的确与儿童的权威主义相关（Peterson，Smirles，& Wentworth，1997）。父母的权威主义的分数能预测权威主义的教养方式。儿童会把这种方式感知为权威主义的方式。这种感知，会增加他们与父母间的冲突。所以高权威主义父母的孩子，更可能成为一个高权威主义者。这个结果表明，权威主义的根源能从家庭中找到，但机制是复杂的。

Ronald（2004）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对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进行了解释。进化心理学总是从种族的生存与繁衍的角度来解释行为，这里也不例外。那些能快速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群体，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服从的倾向无论在攻击的还是防守的群体中，都是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群体成员过多考虑要不要服从，那么涣散的状态会让群体失去战斗力。根据这种解释，权威主义人格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人格特质，它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

3.1.6 讨论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人们对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尽管经历过低谷，却从未停止过，而且往往会随着新的测量工具的出现，激发出新的研究热情，尤其是右翼权威主义量表出现之后，研究者们纷纷使用它来预测包括种族偏见在内的各种偏见。右翼权威主义还能预测对政府不公正的接受程度、惩罚违法者的愿望以及在Milgram型实验中的服从行为。还有研究把权威主义与对社会运动的强烈敌意反应联系起来，因为这些运动是对现有经济、文化、思想的挑战，如对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Pratto，Sidanius，Stallworth，& Malle，1994）的偏见。权威主义者更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也更有可能对心理健康服务持负面态度（Furr，Usui，& Hines-Martin，2003）。广泛的研究内容使得权威主义成为理解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概念。

但对这一人格因素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和完善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威主义人格的定义。对它的定义常是用它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成分来进行的，Adorno和Altemeyer等人的做法就是如此，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者如Heaven认为，权威主义是部分的成就动机，部分的支配，部分的因袭，部分的武力，部分的惩罚，部分的种族主义。尽管这些建构的共变是非常重要的，但把它们这样概括为权威主义的概念则是不太恰当的。这使得权威主义没有一种单一建构的清晰定义，而且也缺乏一个能说明为什么分离的建构能共变的理论（Pratto，Sidanius，Stallworth，& Malle，1994）。从这一角度看，Duckitt把权威主义的人格基础简化为社会服从对自主，似乎是一种不错的思路。

二是右翼权威主义究竟是人格还是态度的问题，这还可以理解为情境因素对右翼权威主义究竟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很多研究显示了偏见的一般性，即一个不喜欢某个外群体的人，也倾向于不喜欢其他外群体。这个一般性原则（generality principle）被认为是反映了稳定的个体差异。Altemeyer（1998）支持这种观点，并且把右翼权威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整合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右翼权威主义是权威主义的服从面，社会支配倾向是权威主义的支配面，还有人把这两者与同情（empathy）合称为偏见的“大三”（Soenens，Duriez，& Goossens，2005）。稳定的个体差异意味着它是独立于即时的社会情境因素的。但有人批评这种个体差异取向忽略了真实的社会冲突（Guimond，Dambrun，Michinov，& Duarte，2003），因为偏见的测量从没有完美地跨目标群体相关过（Duckitt，1992），对不同的群体敌意会有不同（Furr，Usui，& Hines-Martin，2003）。于是右翼权威主义被看作是态度，会受到人格因素及世界观的影响，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右翼权威主义也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既然右翼权威主义能预测偏见，那么如何控制偏见便与如何控制右翼权威主义有关。如果右翼权威主义受情境影响，就意味着人们能够通过适当地改变环境来改变右翼权威主义，最终达到减少权威主义行为的目标。

三是如何看待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这一维度的问题。Duckitt把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作为一个维度的两端，并且把它们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联系起来，类似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划分。而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维度，学界的声音不止一种。这里结合华人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在杨国枢做的中国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实证研究中，有两种成分：遵从权威和平权开放（杨国枢，2004），这和社会服从与个人自主维度相似。按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传统性与现代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是一个维度的两端，正如社会服从与个人自主就是一个维度。但杨国枢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他把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分成了两个维度，分别进行测量，再检验两者的关系，发现数据并不支持两者处于同一维度的结论。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既是权威主导的，同时也保留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个人并没有消融于社会关系中（Dien，1999）。中国人是不是真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而且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权威主义人格，也是需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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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要稍加留心便不难发现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不平等现象，比如男性和女性相比，往往容易获得较多的工作机会、较丰厚的报酬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即使在女性具有相同甚至更强能力时也是如此。在有些国家种族歧视的现象很严重，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会受到排挤，为争取到必要的社会资源他们需要付出多得多的努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人们总是因为自身的某种属性而归属于一个群体，并随着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而受到公正或不公正的对待。尽管人人平等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共同理想，但不平等的现象并未因此而消失。除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根源以外，这其中是否有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是否存在某种人格层面的因素，影响了不平等现象的形成和维持？研究者们提出了社会支配倾向的概念，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在前一节中已提到，在现今的偏见研究领域，社会支配倾向和右翼权威主义是最主要的两个人格变量，二者可以共同预测绝大多数歧视行为。右翼权威主义表现的是一种跟从者的权威倾向，与之相对的，社会支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领导者的权威倾向（Altemeyer，1998）。在本节中将对社会支配倾向进行较全面地论述。

3.2.1 社会支配倾向的含义及其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机制

社会支配倾向的含义


社会支配倾向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是社会支配理论
 （social dominance theory，SDT）的一部分（Pratto，1994）。该理论是为了解释以群体为基础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按阶层（hierarchy）的形式组织的社会是如何延续下来的。研究者们注意到，某些思想会让人相信一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更优越，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性别主义（sexism）、种族主义等，都暗示了一些人不如另一些人优秀。这些思想使群体间的不平等变得合法，所以被称作加大阶层的合法化神话
 （hierarchy-enhancing legitimizing myths）；而另外一些思想则会减少群体间的差异，如“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和女性主义的思想，就是将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这类思想被称作减少阶层的合法化神话
 （hierarchy-attenuating legitimizing myths）。用“神话”（myths）一词是为了说明这些思想就像是早期人类创造的神话一样，被人们用来解释世界，比如加大阶层的合法化神话能在维持或加大不平等的同时，不增加群体间的冲突，因为接受它的人相信世界本该如此。

社会支配理论假定对以上两种合法化神话的接受程度会影响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程度，所以那些能够影响对思想的接受程度的因素就显得很重要了。社会支配倾向就是一个在人格层面发挥作用的，能影响个体对合法化神话的接受程度的个体差异变量。它反映了个体对群体间关系是平等的还是有阶层的一般性偏好，以及个体期望优势群体支配劣势群体的程度（Sidanius & Pratto，1999）。研究表明，高社会支配倾向者会希望内群体更多地支配或优于外群体，而且偏好加大阶层差异的思想，而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则希望群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会偏好减少阶层差异的思想。

社会支配倾向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机制

社会支配倾向是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呢？我们可以从社会支配倾向与价值观间的相关看出些端倪。有研究者使用Schwartz价值量表
 （Schwartz Value Survey）进行研究。这一量表包括57项价值观，用以代表10个普遍的价值观动机类型，分别是权力、成就、享乐主义、刺激、自我定向、普世主义、仁慈、传统、遵从、安全（Schwartz，1992）。结果发现，社会支配倾向与自我提升对自我超越（self-enhancement vs.self-transcendence）的价值观维度之间存在相关。自我提升包含权力和成就等价值观，自我超越是指普世主义
 （universalism）和仁慈等价值观，社会支配倾向与自我提升正相关，与自我超越负相关（Duriez & Van Hiel，2002）。与此一致，有人发现高社会支配倾向者有着竞争的、为权力而斗争的世界观，而低社会支配倾向者有着与人合作、重视他人的世界观（Duckitt，2006）。而且，社会支配倾向还与一系列的社会态度有关，包括喜欢能立刻使自己获得好处的东西、不顾平等或道德等态度（Hing，Bobocel，Zanna & McBride，2007）。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价值观是属于认知层面的人格变量，它能对人所追求的目标进行心理表征，并引发目标导向的行为。根据上述研究所表明的社会支配倾向与价值观的相关，有人提出高或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分别拥有两种相反的动机性目标，高社会支配倾向者的目标是优越、支配或比他人拥有更高的权力，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则追求平等和利他性社会关怀（Duckitt，Wagner，Plessis，& Birum，2002）。

研究表明，高地位群体的成员，如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Levin，2004），这反映出高地位群体更希望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及其对外群体的支配，而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则相反，他们希望社会能变得平等一些。两者在目标上的不同能从社会支配理论的角度来解释。社会是以群体为基础的阶层来进行组织的，支配群体有着更多的特权、自尊和权力，于是在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时，自然是对支配群体有利，而被支配群体的利益则被牺牲掉。因此，支配群体为了能保持高地位带来的利益，就会更希望维持其优势地位，更偏好阶层划分和对外群体的支配，而处于劣势的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则反对阶层划分。

当高社会支配倾向者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们更可能表现出内群体偏好，对外群体产生偏见，包括内隐偏见。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为被试，让他们阅读一段名为“声誉的下降导致入学率的下降”的文字，内容是将最近斯坦福大学的公众丑闻和斯坦福的排名从第一降到第五联系起来，把这些归因为斯坦福的学生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成熟、亲社会、用功或聪明。这篇文章明显触及到被试群体的精英地位和群体认同，而且，向其精英地位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提出质疑。接下来，研究者使用了一个启动实验，即先在屏幕上快速显示“我们”或者“他们”作为启动词，然后显示一个效价是好的或者是坏的目标形容词，要求被试评价这些跟随在内群体或外群体的代词（如我们，他们等）后面的特质形容词是好的还是坏的。结果发现，高社会支配倾向者在面对威胁时，内群体或外群体代词都是很强的评价启动词（Pratto & Shih，2000）。

如表3.1所示，当启动词是“我们”时，如果目标词的效价是好的，也就是说将“我们”与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时高社会支配倾向被试的反应时为910毫秒。而当目标词的效价是坏的，也就是将“我们”与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时高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的反应时为991毫秒。这要显著长于前一种实验条件。当启动词是“他们”时，情况则刚好相反。如果目标词的效价是好的，也就是说将“他们”与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时高社会支配倾向被试的平均反应时为975毫秒，而如果目标词的效价是坏的，即将“他们”与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时高社会支配倾向被试的反应时为905毫秒。这要显著短于前一种实验条件。因此，高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无意识地将“我们”与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当这两者配对时反应时较短，同时他们也无意识地将“他们”与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当这两者配对时反应时也较短。这显示出内隐偏见的存在。尽管文章中没有提到外群体，但高社会支配倾向者已明显从“他们”中读出了负面意义。

表3.1 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的平均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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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Pratto & Shih，2000.

当群体之间的地位差距真的变小、资源分配会变得更加公平时，高社会支配倾向者会把这种变化看作是一种丧失。有研究表明，那些高社会支配倾向的加拿大本地人，会更倾向于认为移民们从加拿大人手中抢去了就业机会和其他社会经济资源。而在美国则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对种族平等状况的评价上，白人往往会认为社会在种族平等方面已取得很大进步，但黑人却认为进步得不够。有研究者将社会支配理论与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的观点相结合来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Eibach & Keegan，2006）。期望理论认为当人们对等量的丧失和获得进行主观评价时，丧失会更有分量，会对人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白人本来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群体间的平等的增加对他们意味着丧失，而同样程度的平等的增加对黑人而言则是一种获得，尽管程度相同，但丧失对人的影响更大，所以白人会觉得进步已经很大了。

不论是产生偏见还是把平等看作是丧失，显然都会阻碍社会平等的进程。除此之外，个体还会去寻找与自身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相匹配的社会角色，并通过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来影响社会的平等（Pratto，Stallworth，Sidanius，& Siers，1997）。有些社会角色是服务于精英或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的，这类角色被称为加大阶层的角色，比如司法系统、公司高层人员等。而另外一些则是服务于劣势群体的，它们被称为减少阶层的角色，比如社工和慈善团体等。研究表明，高社会支配倾向者会选择加入那些保持或增加社会不平等的机构，而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则会成为减少不平等的机构的成员。

3.2.2 影响社会支配倾向的因素

社会支配倾向的性别差异

高社会支配倾向者可能会加大社会的不平等，那么哪些人有可能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呢？哪些因素会对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产生影响呢？社会支配理论区分了性别和一些情境因素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存在一个或多个支配群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地位和物质，而且至少还有一个群体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社会支配理论认为，有两类因素能用来对群体进行划分并决定其地位高低，分别是性别和武断设置的系统（arbitrary-set system）（Guimond，Dambrun，Michinov，& Duarte，2003）。武断设置的系统基于种族、国别、宗教等因素来划分群体，“武断”意味着划分的基础来源于广泛的文化因素，并没有一般性的原则（Pratto，Stallworth，Sidanius，& Siers，1997）。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系统、印度的种姓系统，以及混合着阶层、种族、国家的霸权形式，如在美国，白人就比非裔和拉丁裔的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性别系统则具有跨文化性，在所有主流文化中，男性总是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Levin，2004）。而高地位群体成员拥有更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对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变假设（invariance hypothesis），认为社会支配倾向的性别差异具有跨文化和跨情境的稳定性，男性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总是比女性高（Sidanius，Pratto，& Bobo，1994）。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使用1897名洛杉矶市民为被试，这些被试的年龄、社会阶层、信仰、教育程度、政治思想、种族、原籍等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结果显示即使是在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男性的社会支配倾向得分仍然比女性要高。还有一项研究搜集了包括美国、以色列、新西兰、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数据，结果也支持了不变假设，而且男性比女性高出的程度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是很接近的（Sidanius，Levin，Liu，& Pratto，2000）。

社会支配倾向的性别差异会在很多方面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一种现象是男性在加大阶层的角色中占大多数，而女性在社会工作和慈善团体等减少阶层的角色中的比例更高。这就出现了一种疑问，究竟是性别因素还是社会支配倾向水平上的差异导致了男女在社会角色上的差异？研究表明，性别、社会支配倾向水平以及对阶层角色的偏好三者间都有相关，但在控制了社会支配倾向水平后，男女被试对阶层角色的偏好是没有差异的。相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具有不同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人在偏好上仍然有显著差异（Pratto，Stallworth，Sidanius，& Siers，1997）。这说明是社会支配倾向造成了个体对阶层角色的不同选择，男性和女性正是因为有着不同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才使得他们拥有不同的社会角色。

而且高社会支配倾向者会阻止低地位群体成员对他们的优势地位产生威胁，男性也不例外。他们占据着支配的社会角色，而且有维持他们的群体支配的强烈愿望。当女性接近男性主导的领地时，男性会通过使用传统性别规范等合法化神话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高地位（Sidanius，Pratto，& Bobo，1994）。性别社会化，包括男性化和女性化都与社会支配倾向有关。男性的特质，如支配和武断等，与高社会支配倾向者的特征相对应，维护了他们的支配地位；与女性化相连的特质，如关怀和同情，则与低社会支配倾向者的特征相对应，且会使她们保持较低的社会地位（Poch & Roberts，2003）。所以，女性为了得到领导地位，必须违背社会规范，而当女性表现出支配行为时，可能会得到相当负面的评价。

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先给男性被试看一段女性管理者的支配和服从行为的录像，然后让他们对录像中表现出传统或非传统行为的女性分别给予评价（Poch & Roberts，2003）。结果发现，男性对两者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更不喜欢支配的女性领导者，认为其更无效、更无能。而且这种对支配的女性领导者的不喜欢，受到男性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强烈影响。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男性之所以会有更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是因为男性能否成功繁衍其后代直接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并维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还有研究发现，性别是自我分类和其他分类的主要维度，即使是在一个并不是以性别来对群体进行分类的情境下，性别编码也会比种族编码强得多（Kurzban，Tooby，& Cosmides，2001）。因此，性别系统不会像武断设置的系统那样受到情境的影响。

影响社会支配倾向的其他因素

尽管社会支配倾向的性别差异有可能是跨文化跨情境一致的，男性总是比女性高，但对武断设置的系统而言，情况并不是这样，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可能会受到各种情境因素的影响。研究者提出，个体所处的群体是其社会化的来源，该群体的社会地位会影响个体的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处于支配的社会地位的群体，既包括那些处于社会阶层的顶层的群体，也包括加大阶层的组织，这些群体和组织都会拥有相对来说更大份额的财富和权力等社会资源。支配群体中的人会接受更高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而那些被支配群体的人则会接受较低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这与群体社会化的思想是一致的（Guimond，2000），它强调的是人们的社会支配倾向会随着他们所加入的群体而变化。

很多研究都验证了这一观点。有研究用实验操纵的方法，将被试随机安排到支配的社会地位，发现他们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显著上升（Guimond，Dambrun，Michinov，& Duarte，2003）。而且在真实的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地位差异越大，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也差异越大，如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社会支配倾向的差异，就比白人和亚裔之间的社会支配倾向的差异要大。而如果两个群体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时，群体间的社会支配倾向的差异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如一项在以色列、北爱尔兰和美国开展的研究表明，社会支配倾向的差异会随群体地位差异的加大而增加（Levin，2004）。

在加大阶层的组织中，个体会通过认同相应的合法化神话的方式来与组织的阶层角色相匹配。比如新入编的白人警察在最开始的18个月中，对黑人的负面态度会逐渐提高（Pratto，Sidanius，Stalloworth，& Malle，1994）；在大学法律系中，高年级的学生比一年级的学生有着更高的社会支配倾向。还有人发现，个体在减少阶层的环境下生活一段时间后，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就会降低（Sinclair，Sidanius，& Levin，1998）。

3.2.3 社会支配倾向与群际偏差间的关系

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偏好

在群际关系的研究中，一个最一致的发现就是内群体偏好效应，即社会群体成员更偏好内群体，而不是外群体（Levin，Federico，Sidanius，& Rabinowitz，2002）。然而，内群体偏好真的是群际关系的必然特征吗？已有研究对此提出质疑。低地位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评价往往不像高地位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评价那么积极，他们常对内群体抱有矛盾和冲突的态度，对外群体反而有着较积极的态度（Jost，Pelham，& Carvallo，2002）。也就是说，低地位群体成员常会表现出外群体偏好。例如，黑人小孩比较喜欢白人玩偶；非裔美国人常会接受对内群体不利的刻板印象，如懒、不负责、暴力等，甚至他们比欧裔美国人更认可这些刻板印象（Brown，1995）。在最小群体范式中，低地位群体也更少做出对内群体有利的分配（Sachdev & Bourhis，1987）。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性别歧视。几乎在所有文化中，女性都被限制在低地位的社会角色中（Tavris & Wade，1984）。尽管性别角色发生变化，女性的权力仍比男性少（Diekman，Goodfriend，& Goodwin，2004）。通常人们认为，性别偏见是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对女性的一种群际态度。但其实性别偏见不仅是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也是女性对自身群体的态度（Lee et al.，2010）。研究者们发现，尽管女性是性别歧视的对象，但是女性也和男性一样会认可性别偏见（Barreto & Ellemers，2005；Kilianski & Rudman，1998；Swim，Mallett，Russo-Devosa，& Stangor，2005）。在女性中常常表现出对性别不平等的默许和支持（Jost，Banaji，& Nosek，2004）。对女性而言，这种态度便是外群体偏好的表现。

除此之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即有些低地位群体成员并没有参与那些能改变其群体社会地位的行动（Kinder & Winter，2001）。尽管存在群际冲突，但更多时候人们会选择接受现状，而不是试图改变它。Smith 和 Mackie（2002）认为，群际态度比人们已认识到的要更为复杂。

对低地位群体中的外群体偏好现象的解释

这些例证说明，在低地位群体中不仅存在内群体偏好现象，还存在外群体偏好现象。除社会支配理论之外，还有一些理论也试图对这些群际态度的现象做出解释。比如，社会认同理论对于内群体偏好现象做出了较好的解释，但是对外群体偏好现象则缺乏解释力（Sidanius，Pratto，Van Laar，& Levin，2004）。社会认同理论提出较早，此后相继有研究者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批评，并借以发展新的理论取向，包括社会支配理论和系统公正理论（Rubin & Hewstone，2004）。与社会认同理论相比，社会支配理论和系统公正理论不仅关注群体成员为何会为其内群体利益而行动，还进一步提出群体成员支持与其群体利益相反的行为和信念的原因。下文主要介绍社会支配理论对群际态度的解释，也会涉及系统公正理论对社会支配倾向概念的理解。

对于群际态度和行为，社会支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体差异层面来对群际关系进行解释的，其核心解释变量是社会支配倾向（Huddy，2004）。而且，社会支配倾向是对群际态度和行为最有解释力的变量之一（Ho et al.，2012）。在解释群体成员为何会支持与其群体利益相反的行为和信念时，社会支配倾向也是一个关键变量。

要了解社会支配理论是如何对群际态度进行全面地解释的，需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地阐述。社会支配理论自提出以来，进行了多次修订。理论的核心假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在社会支配倾向的定义上表现出来。刚提出社会支配倾向的概念时，理论家把它定义为个体期望内群体支配并且优于外群体的程度（Sidanius，1993）。高社会支配倾向者会希望内群体更多地支配或优于外群体，而且偏好加大阶层的思想，也就是会更加支持偏见；而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则希望群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会偏好减少阶层的思想，不会支持偏见。所以，这时社会支配倾向的含义和内群体利益是一致的，社会支配倾向越高，就越希望能为内群体争取更多的利益。高地位群体的成员，如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Levin，2004），这反映出高地位群体更希望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及其对外群体的支配，而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则相反，他们希望社会能变得平等一些。

社会是以群体为基础、以阶层为形式来进行组织的，支配群体有着更多的特权、自尊和权力，于是在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时，自然会对支配群体有利，而被支配群体的利益则被牺牲掉。因此，支配群体为了能保持高地位带来的利益，就会更希望维持其优势地位，更偏好阶层划分和对外群体的支配，而处于劣势的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则反对阶层划分。

然而地位会对内群体偏好产生影响。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对内群体的评价往往不像高地位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评价那么积极，他们常对内群体抱有矛盾和冲突的态度，对高地位群体倒有着较积极的态度（Jost & Burgess，2000）。

据此在第二阶段中，研究者将社会支配倾向的定义改为个体对内群体支配的期望，以及对不平等的、等级化的群体关系的期望（Sidanius，Pratto，& Bobo，1994）。根据这种定义，社会支配倾向表现了两种需要：一是对内群体支配的需要，二是对群际等级关系的需要（Jost & Thompson，2000）。后面这一层意思是新加入的。根据这种定义，对于低地位群体，较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既有可能意味着期望内群体支配，也有可能意味着期望现存的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得以延续。前一种需要和社会支配倾向的第一版定义是一致的，这时，不论在高地位群体中还是在低地位群体中，社会支配倾向的含义都与内群体利益一致。偏见会受到高地位群体成员的认可，以及低地位群体成员的反对。而后一种需要，即希望维持不平等的群体关系，对于高地位群体而言，仍是与其内群体利益一致的；对于低地位群体而言，维持不平等的群体关系是和内群体利益相悖的。按照这种需要，尽管像偏见这种合法化神话对低地位群体是不利的，然而个体的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仍可能会和对偏见的支持程度呈正相关。

对社会支配倾向界定的改变，为社会支配理论解释低地位群体中的成员支持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偏见这种现象，提供了可能性。但这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它只是提出了这两种在低地位群体中存在矛盾的需要，如果这两种需要同时存在的话，那么社会支配倾向究竟会如何在低地位群体中发挥作用呢？这个理论矛盾在这一版的社会支配倾向的定义中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版的社会支配理论再一次对社会支配倾向的概念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原有定义中的内群体支配的需要。具体的表述是，对不平等的群体关系的一般期望，不管这意味着内群体支配还是内群体从属（Sidanius et al.，2001）。按照这种定义，不管个体所属群体地位是高还是低，只要其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较高，就会更倾向于保持群际差异。在高地位群体中，保持不平等的群际关系和内群体利益是一致的，其支配的社会地位会得以延续。在低地位群体中，保持不平等的群际关系意味着其从属地位将得以维持，这和其内群体利益是相违背的。换句话说，社会支配倾向总能预测人们对合法化思想的接受程度，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越高，对偏见的认可程度也会越高（Levin et al.，2002）。

然而，很多实际研究中发现的却是被称为意识形态不对称（ideological asymmetry）的现象，即社会支配倾向与合法化思想相关，在地位不同的群体中是有差异的（Sidanius et al.，2004）。也就是说，内群体地位会对社会支配倾向和合法化思想之间的相关产生影响，见图3.1。有两种意识形态不对称的形式：各向同性不对称（isotropic asymmetry）和各向异性不对称（anisotropic asymmetry）（Lalonde et al.，2007）。各向同性不对称是指，社会支配倾向和合法化思想之间的相关，在高地位群体和低地位群体中都是正向的，只是前者比后者高（r高>r低≥0）；各向异性不对称是指，社会支配倾向和合法化思想之间的相关，在高地位群体中是正向的，而在低地位群体中是负向的（r高>0>r低）。也就是说，在高地位群体中，社会支配倾向能够较一致地预测其对合法化思想的接受程度。但是在低地位群体中，社会支配倾向和合法化思想之间的相关情况是不确定的（Thomsen et al.，2010）。比如Lalonde等人（2007）发现，在白人中，社会支配倾向越高，就越反对种族间通婚；而在黑人中，社会支配倾向与种族间通婚的态度间无显著相关。社会支配倾向在地位不同的群体中所起到的作用似乎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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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意识形态不对称效应示意图

来源：Sidanius et al.，2004.

总而言之，尽管社会支配理论已做了一定的修正，但是各个版本都存在一些问题。最早的理论版本预测了无处不在的内群体偏好，这与事实不符（Reicher，2004）。第二版社会支配倾向的双重概念也受到质疑，因为低地位群体中的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个体，会存在对内群体支配的期望，和对等级化的群体关系的期望之间的冲突。第三版社会支配倾向能对低地位群体成员认可偏见的现象提供更好的理论解释（Jost et al.，2004）。但按照该理论逻辑，社会支配倾向在高、低地位群体中能以同样的程度加强对偏见的支持，而研究结果却一再表明，社会支配倾向的这种作用主要出现在高地位群体中。而且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低地位群体中的高社会支配倾向者会偏好内群体（Rabinowitz，1999）。这使得社会支配理论难以做出一种清晰一致的解释，来说明与支配有关的动机究竟是如何对偏见起作用的（Levin et al.，2002）。或许问题的实质一方面在于社会支配倾向的内涵还未彻底厘清，另一方面，单用社会支配倾向对偏见进行较全面的解释是不够的，社会支配理论的解释模型需要其他的变量来解释剩下的变异（Rabinowitz，1999）。

对社会支配倾向概念的再认识


系统公正理论对社会支配倾向的解读
 如前所述，社会支配理论为了有更强的解释力，对社会支配倾向的概念进行了多次修订。与此同时，社会支配理论以外的一些研究者也在对社会支配倾向的意义进行探索。在他们看来，或许这个概念并不是社会支配理论本身所认为的那样。


系统公正理论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提出个体存在着系统公正动机，该动机会驱使个体认为现存的社会分配是合法的（Jost & Banaji，1994）。对于低地位群体而言，系统公正动机自然会损害其个体和内群体的利益。人会有与自身利益不符的想法和行为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我们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不仅高地位群体期望不公正的存在，而且即便那些处于较低地位的群体，对不公正的存在采取的也是默许的态度，而不是对此做出反抗（Zinn，1968）。Jackman（1994）的历史和调查研究表明，支配和从属群体都非常厌恶冲突和对抗，两者之间常会发展出合作的关系，甚至在非常不平等的情境如奴隶制中也是如此。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常会愿意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持不平等的阶层划分。

Jost和Banaji（1994）提出的系统公正理论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公正倾向或动机。第一种是自我公正动机，该动机会发展和保持有利的自我形象，感到自我合法。第二种是群体公正动机，这主要是社会认同理论所说的，发展和保持有利的内群体的形象。第三种是系统公正动机，即认为社会现状是合法的、好的、公正的、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Jost，Banaji，& Nosek，2004）。由此可以看出，对低地位群体来说，后两者之间存在冲突。自我公正动机和群体公正动机都是对内群体有利的，而系统公正动机则可能导致对内群体不利的结果。由于系统公正理论对这三种动机做了清晰的区分，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低地位群体会支持不平等的等级关系。

从理论层面，从系统公正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支配理论，会发现社会支配理论涉及了第二种和第三种动机。第一版的社会支配倾向的定义与群体公正动机类似，第三版的社会支配倾向更多地与系统公正观点相融。Sidanius等人（2001）认为存在对不平等的群体关系的一般期待，不管这意味着内群体支配还是内群体从属，这使它更近于系统公正。与此一致，Overbeck等人（2004）发现，有着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低地位群体成员也接受不平等的地位关系，而不是反抗。

从研究层面，Jost和Thompson（2000）对社会支配倾向量表
 （Social Dominance Drientation Scale）进行了因素分析，发现它包含两个因素，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建构。一个是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Group-Based Dominance，GBD）和反对平等（Opposition to Equality，OEQ）。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的含义是期望提升内群体的利益、地位和权力，这与社会支配倾向第一版定义类似，即期望内群体支配并优于外群体的程度（Pratto et al.，1994）。反对平等的含义是期望保持现存的等级系统，不管这意味着内群体支配还是内群体从属，这与社会支配倾向第三版定义类似。

这两个因素对高地位群体来说有着同样的含义，而对低地位群体则不是。对高地位群体，反对平等和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都是内群体利益的反映，两个因素的意义是一致的，都会使其更认可偏见。在低地位群体中，反对平等即支持现存等级系统，就会无视内群体利益，而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则意味着为内群体争取利益，不支持现存等级系统。两个因素的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因此，反对平等会和偏见正相关，而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与偏见之间的相关则较低或无关。见表3.2。

表3.2 社会支配倾向的两种因素（动机）含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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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ost & Thompson，2000.

更重要的是，两个因素与偏见之间的相关程度的不同，能解释意识形态不对称效应的产生。对低地位群体，反对平等与偏见正相关，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与偏见无关或负相关，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对高地位群体，两个因素都与偏见正相关。所以，当使用社会支配倾向总分计算与偏见的相关时，就会出现社会支配倾向在高地位群体中预测力较强，但是却不能很好地预测低地位群体的偏见的情况。


社会支配理论的修正
 Jost和Thompson（2000）从系统公正理论出发，区分出社会支配倾向的两种动机，并且认为低地位群体中社会支配倾向的两种动机缺乏一致性，的确能够对意识形态不对称效应做出解释。受此启发，社会支配理论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Levin et al.，2002）。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不对称效应可能说明了社会支配倾向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动机。当社会支配倾向反映了反对平等动机时，它会与支持现状相关。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社会支配理论预测的对称的模式，即在高或低地位群体中，社会支配倾向都会与偏见正相关。相反，当社会支配倾向反映了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正动机时，它就会主要在高地位群体中与偏见正相关。这会导出意识形态不对称作用的模式特征，社会支配倾向在高地位群体中，与偏见相关更强。

这种理解和Jost等人的观点尽管有相似之处，但还是不太一样的。Jost等人把社会支配倾向区分成两个因素，分别看这两个因素的不同作用。而这里仍把社会支配倾向看作一个整体，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社会支配倾向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社会支配倾向会表达哪种动机实际上取决于其他变量的作用。也就是说，存在其他的调节变量，使得社会支配倾向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不同的作用。

有研究认为，个体对群际关系实质的看法和信念会对社会支配倾向发挥哪种作用产生一定影响。群际地位差异的合法性感知便是这样的一种信念（Levin et al.，2002）。根据社会学中关于等级社会的观点（Weber，1947），合法性感知会对等级系统的可接受性产生影响（Hogg & Abrams，1990）。当地位差异合法性较高时，无论高低地位群体成员都会接受现存的等级系统；而当地位差异不合法时，每个群体都倾向于维护自身利益。那么可以推出的假设是，在高地位群体中，不管感知到的合法性如何，社会支配倾向都会与内群体偏好正相关。而在低地位群体中，当低地位群体个体感知到系统合法时，社会支配倾向会表达反对平等动机，与外群体偏好正相关，而在感知到不合法时，社会支配倾向会表达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动机，与外群体偏好无关。研究结果支持了以上假设。

3.2.4 社会支配倾向量表在中国的应用

如上所述，社会支配倾向的概念和结构仍存在争议。有学者在中国文化下考察了社会支配倾向量表的结构，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发现该量表由三个因素组成（Li，Wang，Shi，& Shi，2006）。除了包含前文中提到的两个因素外，还出现了在国外研究中没有的一个因素，即优势群体的排他性。原有的社会支配倾向量表中有三个项目进入了排他主义这个因素，分别是“如果某些群体能够安分地留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就会减少很多麻烦”（项目5）、“比较差的群体应该安分地留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项目7）和“有时候其他群体必须被限制在他们自己的地方”（项目8）。为了增加这个新的因素的信度，研究者又增加了三个新的项目，分别是“社会发展是由少数精英群体领导的”、“有些群体就该做些简单低等的工作”以及“应该限制比较差的群体向上层流动”。

研究表明，这个因素的得分能预测高地位群体（管理层员工）和低地位群体（新晋员工）间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差异。而且这个因素与权威主义人格正相关，与利他主义负相关。这些结果支持了这个新的因素的有效性。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会出现优势群体的排他性因素呢？该研究认为，从社会结构上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长制的等级结构，各个社会角色的权力是不平等的。这种社会结构已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会自觉地遵从其社会角色所赋予的规范（孙隆基，2004）。另外，在财富的分配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增加了社会流动。中国社会不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强调平均主义，而开始认识并接受社会中的财富不均。有些精英阶层中的个体可能会认为，将自己与一般人区分开是合理的，而且应该限制一般人进入精英阶层。而那些期望成为精英的一般人则会反对这种排斥，希望能不受限制地向上流动（王春光，2005）。由于这样两种不同观点的存在，就可能在优势群体的排他性这个因素上出现个体差异。

3.2.5 社会支配倾向与权力

早期人们认为社会支配倾向只是以群体为基础的支配，它与个体间支配（interpersonal dominance）之间，是相互独立的（Pratto，1994）。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支配倾向与对权力的渴望和使用权力间，有中等程度的相关（Altemeyer，1998）。高社会支配倾向者会感到优越感，更多支配他人（Lippa & Arad，1999），渴望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且高社会支配倾向者有着更强硬的态度，更少关心他人，更少表现出温暖和同情（Duckitt，2006），他们在马基雅弗利主义上的得分更高（Heaven & Bucci，2001）。这些结论都说明社会支配倾向与个体间的支配是有关系的。

有一项研究验证了这一点（Hing，Bobocel，Zanna & McBride，2007）。被试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决策能力的研究，首先测量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然后将他们分成两人一组，单独在一个房间里用5分钟的时间来表达各自的能力，商量两人由谁当领导者，谁为下属。被试还被告知，他们需要对一项事务做决策，帮助某机构获得最大收益。为了激励被试尽力表现自己，研究者告诉被试将在研究结束时对获得收益最大的5个组给予奖励。研究者会在被试商议出谁当领导时或者5分钟结束时进入房间。结果表明，高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更有可能使用策略去取得领导者的位置，也就是说，社会支配倾向能够预测个体间的支配，以及获取领导职位的愿望和能力。而低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成为领导者或跟随者的可能性是一样的。见表3.3。

表3.3 不同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成为两种角色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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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ing，Bobocel，Zanna & McBride，2007.

不仅如此，社会支配倾向与权力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关系。有研究者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提出，权力的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权力—目标的心理联结。启动权力概念之后，就会激活与之相连的目标，生发出目标导向的反应。对有些人而言，权力是与自我取向的目标相连的，激活权力概念会使他们的行为集中于提升私利；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权力与社会责任目标相连，会产生关心、响应他人的需要和看法的行为。这两类人分别被称为交换关系取向
 （exchange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和公共关系取向
 （communal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不难发现，这两类人的目标是与高或低社会支配倾向者的目标十分类似的（Chen，Lee-Chai，& Bargh，2001）。权力究竟会产生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看来是与拥有权力者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有关的。一项研究表明，高社会支配倾向的领导者的确更有可能做出诸如污染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这样的不道德的决定（Hing，Bobocel，Zanna & McBride，2007）。

社会支配倾向的研究还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权力的理解。高权力者倾向于更多地在组织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这个效应会在高社会支配倾向者中得到加强，也就是那些认为社会阶层是合理的人，如果获得了高地位，就会更多地表达意见，使用权力来产生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不能只把权力当作一个资源和地位变量，权力的作用并非只是个体的客观地位的产物，它还包含了社会认知成分（Islam & Zyphur，2005），会随着个体态度的不同而不同。

3.2.6 结语

社会支配倾向这个概念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它是一个用来解释以群体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个体差异变量。它能够驱使人们去接受特定的信念、态度或价值观，去加入能增加或减少群体间不平等的群体或组织。Pratto等人制作了社会支配倾向的量表，其得分能可信地预测很广泛的思想信念。对这个概念进行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已有研究来看，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第一，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社会支配倾向与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高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可以使得个体去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加大阶层的社会角色，同样，处于高地位和加大阶层的社会角色中的个体，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使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提高。这些研究结论对于认识社会支配倾向的性质是很重要的。因为一直以来，社会支配倾向究竟是人格特质还是态度都还有争论。有人认为它是特质，这意味着是社会支配倾向决定了人们对社会角色的选择，而不是相反。

但有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它并不是特质，因为有很多证据表明，社会支配倾向并非稳定持久的，它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社会支配倾向并不是独立于个体的社会地位的。因此，把社会支配倾向定义为一个对群体间关系的一般倾向，而不加任何限定，是不可取的。将它看作态度似乎更合理（Duckitt，Wagner，Plessis，& Birum，2002）。但有研究者仍坚持认为它是特质，因为尽管社会支配倾向量表的得分是随情境变化的，但这是表层的变化，更深层的东西仍没有发生改变，也就是被试的等级序列（rank order）没有变（Van Laar & Sidanius，2001）。所以这场争论看来还会继续下去，双方都必须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才能让自己的立场更有说服力。

第二，社会支配倾向能解释偏见的产生，为了能减少偏见，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应使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降低。那么如何能做到呢？有人认为让个体接受教育就能减少偏见（Hewstone，Rubin，& Willis，2002），但正如曾提到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会随着入学时间的延长而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支配倾向，这说明教育并不一定能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只要在一个加大阶层的环境中，个体就会受到影响。尽管这种变化趋势并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但它也隐含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假如对情境进行恰当控制，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也有可能下降。不过，具体的做法还需要今后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第三，对社会支配倾向的研究已经由群体支配扩展到个人支配，它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开始时，人们认为社会支配倾向扮演着调节变量的作用，即权力的作用依赖于与之相连的目标建构，权力会发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取决于个体是关心提升自身利益还是关注他人需要。对于目标的分类有公共或交换关系取向，还有类似的比如独立或互依的自我建构（Chen & Welland，2002），这些都与高或低社会支配倾向者间的差异相似。这类研究在设计时都假设权力的变化不会导致个体目标的变化，或者没有考虑到是否会变化。但是已有研究表明权力对社会支配倾向是有影响的，当权力增加时，个体会变得更多地追求自身利益，当权力减少时，个体会更多地追求与他人有关的利益。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考虑社会支配倾向作为中介变量的可能，设计时应包含能检验这种中介作用的步骤。

而且，权力对社会支配倾向的影响还有可能会受到个体所处的情境因素的影响。如果在一个加大阶层的环境下，拥有权力有可能导致社会支配倾向的增加，但如果在一个减少阶层的环境中，权力的增加可能会导致社会支配倾向的降低（Guimond，Dambrun，Michinov，& Duarte，2003）。这也是今后这类研究中应考虑的内容。

第四，社会支配理论认为，社会支配倾向的性别差异有着社会生物学渊源，所以在任何主流文化、社会或情境中，都是不变的。已有一些研究给出了支持的证据，但对这一假设人们始终有所怀疑，特别是情境的变化又确实能引起社会支配倾向的变化。也许在女性整体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其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在整体上是无法比男性更高的，但当女性进入高地位群体或加大阶层的组织之后，她们的社会支配倾向到底会有多大的变化却还并没有定论。

有人认为，不同种族的人之间亲密接触很少，种族支配会唤起高度的敌意，而在男女交往中，男人希望拥有和女人之间的积极的、亲密的、浪漫的关系和友谊（Glick & Fiske，1996），因此男性支配的特点是控制女性，但又不唤起女性的敌意。它表面上更像是一种正面的态度而非偏见，女性可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男性的支配。这种因素可能导致女性在社会地位提高之后，社会支配倾向的水平也仍与男性有差距（Levin，2004）。但有研究者认为，性别主义并非都不带有敌意，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善意的性别主义，它会为选择了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提供保护，另一种便是敌意的性别主义，它有着对女性的负面态度（Fiske，2000）。那么当女性面对敌意的性别主义时，她们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是否会受到诸如社会地位等情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显著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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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李琼，郭永玉.（2008）.社会支配倾向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16（4），644—650.（2）李琼.（2008）.社会支配倾向、社会地位和对农民工的偏见的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撰稿人：李琼。


3.3 马基雅弗利主义与厚黑学
 
[1]



通过对权威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我们将个体的人置身于纷繁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人性的多元性、复杂性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狄德罗的这句名言还原了人性的真实与复杂。古今中外，先哲贤达大多力倡人性之光，力弘人格之美。从耶稣布道时讲的“博爱关怀”到大乘佛教宣扬的“普渡众生”，从西方的“乌托邦”到东方的“天下大同”，先贤哲达为我们构设了人性善良、人际和谐、人民幸福的人间天堂。但人间没有天堂，从草根市侩到精英阶层，现实中的人们跳不出私和利，也舍不了厚和黑，时间在它漫长的轨迹上讽刺性地印记着人性歹毒、人际倾轧、人民苦难。揭开文明礼仪的画皮，上至王室贵胄，下到平民百姓，以正大之名，行猥琐之术，我们看到了诸多见利忘义、尔虞我诈、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人间厚黑剧，这是人性恶，是人性中阴暗讳言的一面，是人性的灾难。在西方的意大利，描述上述内容的一个名词叫马基雅弗利主义，而在中国本土，我们称之为厚黑学。

马基雅弗利主义源于近代意大利，是“舶来品”，厚黑学则生于中国，是“土特产”。在语言不通、沟通不畅、交通不便、联系甚少的传统社会，马基雅弗利主义和厚黑学都只是名噪一方，各执其政。近代以后，当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马基雅弗利主义来到中国并日益本土化，而厚黑学也走出国门并日益国际化时，人们发现中国的厚黑学和西方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形差而实同，表异而里似。二者的关系可以用一个数学式近似表达为：马基雅弗利主义≈厚黑学。二者之所以可以用约等于号来连接，是因为无论是东方的厚黑学，还是西方的马基雅弗利主义，都可以剥离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操纵他人，谋取私利”的理论内核来，都在社会生活中有着相同的现实表现，因此厚黑学和马基雅弗利主义只是人性恶在东西方相对割裂的时空中的各自表征，都是人性阴暗面的产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厚黑学和马基雅弗利主义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划等号，是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人种、宗教、社会，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厚黑学渐成显学，而马基雅弗利主义也激起了更多的兴趣，一时研习成风，蔚然流行。近来，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纸牌屋》（The House of Cards）在网上热播，这部美剧简直就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活教材。我们也借此热潮来系统梳理下人性恶在东西方的研究与注解。

3.3.1 马基雅弗利和马基雅弗利主义

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1-1526）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曾长期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任要职，为意大利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奔波驰走，虽屡挫屡试，但最后仍失意于政治。这位深受文艺复兴思想影响的政治家，萃取他的内政历练、外交捭阖，提炼前朝的功过得失，在囹圄中奋笔疾书，留诸后世的《君主论》（The Prince）和《论李维著罗马史前十书》（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ius
 ）是其代表作。然而书稿甫出，哗声四起，书中屡现惊世骇俗之语：“统治者应当杀掉敌手，而不要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被剥夺财产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被从肉体上铲除的人，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如果要加害于人，务必坏事做绝，被杀的人对死亡的品味转瞬即逝，忍受的痛苦反而轻得多。”“要施惠于人，务必细水长流，点滴为限，恩惠才会被更深地感受到。所谓慷慨就是对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他人的所有物大方施为。”（Machiavelli，1513/2008，p.8）其言语之狠毒、表达之直露，堪称西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厚黑教主”。


马基雅弗利主义
 （Machiavellianism）不是马基雅弗利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主张的集成，而是其逢迎当时统治者所提出的帝王之术和驭人之道。这使马基雅弗利主义成为西方的厚黑学，沦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定义和认识都带有相当的“厚黑”色彩，如Christie和Geis（1970）将马基雅弗利主义定义为“操纵者得到比不使用操纵策略更多的某种回报，而他人至少在直接背景下所得更少的一个过程”。Ricks 和Fraedrich（1999）将马基雅弗利主义定义为“一个可以用来解释操纵的、劝说的行为以达成个人目标的特质”。Jakobwitz和Egan（2006）认为马基雅弗利主义是“提倡自我利益、欺骗和操纵的人际间策略”。尽管语言表述不同，但多数研究者认同马基雅弗利主义是一种操纵他人、不择手段、谋取利益的人格特质。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的特征和行为：（1）使用操纵性策略，在人际互动中使用如劝说、欺骗等可能的手段使他人服务于自己的利益；（2）玩世不恭的认知，以消极、玩弄的态度对待他人，将他人视为可操纵与利用的对象；（3）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传统道德的漠视（Fehr，Samson，& Paulhus，1992）。

一般而言，我们将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分为高低两类，高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冷酷和独立，认为任何感知可能性和行为情境都是为了获得结果，而低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对他人更加开放，容易情感卷入，在个人目标方面更加关注交流的内容而不是最终的结果。对于高、低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其行为特征上存在哪些差异呢？归纳总结如表3.4所示。

表3.4 马基雅弗利主义者行为特征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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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hristie & Geis，1970；Vleeming，1979；Nelson & Gilberson，1991.

3.3.2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结构与测量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结构

Christie和Geis在建构马基雅弗利主义测量工具时，是按照三个主题来组织量表的，即人际间策略技巧的项目（tactics items）、人性观的项目（views items）和道德性的项目（morality items）。这在事实上否定了马基雅弗利主义结构的一元说（Nelson & Gilbertson，1991），支持了其他研究者认同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结构多元说（Ahmed & Stewart，1981）。由于研究被试、研究方法和研究者主观理解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马基雅弗利主义结构的探索有着各自的表述，如Williams等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找出马基雅弗利主义四个潜在维度，并分别命名为“交往伦理”、“操纵性策略和假设”、“对人性的看法”、“道德行为”（Williams，Hazleton & Renshaw，1975）；Lamdan等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探索出马基雅弗利主义由“对他人的不信任”、“利己”、“抑制同情或帮助的倾向”、“指令和影响他人的偏好”四个维度组成（Lamdan & Lorr，1975）。尽管上述维度的表述各异，但都可概化为近似一致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形象。即，认知上，主张人性恶，对别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坚持利己的价值观，一切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现实的既得利益和潜在的或得利益；情感上，冷酷，很少有情感卷入或移情，不易为忠诚、友谊所动；行为上，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控制和影响他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打道德的擦边球、走法律的钢丝绳。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测量工具

为了测定马基雅弗利主义，Christie和Geis延伸阅读了古今政治著作，包括《政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商君书》（The Book of Lord Shang
 ）、《论政治》（Arthasastra），甚至圣经（Moss，2005），并直接从《君主论》和《论李维著罗马史前十书》中摘抄典型的陈述句，略作测量学的修饰，形成71个备选项目池，最后筛选出区分效果最好的20个项目，形成测量马基雅弗利主义的Likert 7点量表Mach IV，Geis报告的平均分半信度为0.79（Christie & Geis，1970）。

由于测量内容与道德规范相违，社会称许性会造成效度的问题，Nelson和Gilbertson（1991）发现Mach IV与Marlow-Crowne社会称许性量表
 的得分相关是显著的，尤其是对女性被试。Christie 又开发了迫选式量表Mach V，Mach V包括20个三联项目组，每个项目组有三个表述，一个是关于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表述（Mach 项，它与Mach IV中的项目表述基本一致），一个是与马基雅弗利主义无关但与社会称许性相匹配的陈述（匹配项），另一个用于控制不同的社会称许性（缓冲项），被试从三个选项中标识出其最认同和最不认同的表述，按照被试的选择组合并根据既定评分程序来给予评分，但由于计分程序并非均衡赋予权重而受到批判。Rogers和Semin尝试改进计分程序，但仍没有实质性地提高Mach V的准确性（Shea & Beatty，1983）。尽管Bloom（1984）为Mach V做出过一些辩解，但似乎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否定它。Williams认为Mach V和Mach IV并不是平行量表，两者相比，Mach IV要更准确（Williams，Hazleton，& Renshaw，1975）。Shea认为采用Mach V施测所得分半信度，即使采用Spearman-Brown公式调整后也只有0.45，离传统可接受的标准仍相距甚远（Shea & Beatty，1983）。King也认为Mach V的信度总的来说是站不住脚的（King & Miles，1995）。

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尝试编制新的测量工具，如马基雅弗利主义行为问卷
 （Mach B），其测量不是建立在认知构建的基础上，而是开发了行为评定设计的情境来预测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行为表现（Moss，2005）。最近的新编量表还有马基雅弗利人格量表
 （Machiavellian Personality Scale，MPS）（Dahling，Whitaker & Levy，2008），但这些新量表的使用和检验还很少。实证研究中，Mach IV成为研究者们最普遍采用的测量工具，但也有学者对其效度提出过一些怀疑（Hunter & Gerbing，1982；Ray，1982）。

3.3.3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相关研究

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

绩效（performance）是员工对组织的贡献。实践中，一些营利性组织钟情于高绩效的业务员，而高绩效的业务员又高度认同马基雅弗利主义（Millord & Perry，1977）。似乎企业按图索骥，只要找到了高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就找到了未来的高产出者，事实上果真如此吗？Christie和Geis（1970）发现高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仅在以下情境中工作成效显著：（1）当他们与别人面对面直接交往，而不是间接地相互作用时；（2）当情境中要求的规则与限制最少，并有即兴发挥的余地时；（3）情绪卷入与获得成功无关时。可见，人际互动是前提，马基雅弗利主义要操控他人，没有人际互动，谈不上操控；自由决策的空间和权力是保证，有决策和行为的自由，才有马基雅弗利主义者行为表现的机会；冷血无情是重要条件，马基雅弗利主义行为拒绝情感卷入，无情才能无所不为。

Gable等以零售业为背景，对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系列实证研究，其特点是非常注重调节变量的作用，尤其关注个体特质、情境变量、工作态度在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之间可能发挥的某种交互作用。Gable的三个研究都是在一家中等规模、拥有78家分店的专卖店连锁公司中进行，在78位经理中，排除了女性、任职不到一年以及谢绝调查者，共48位男性经理作为被试参与了系列研究。研究分别表明结构启动（initiating structure）、工作卷入（job involvement）和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调节着马基雅弗利主义对绩效的作用，即马基雅弗利主义对绩效的作用随着引入的第三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Gable & Dangelo，1994a；Gable & Dangelo，1994b；Gable，Hollon，& Dangelo，1992）。因此，高马基雅弗利主义对高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结构启动的调节作用

结构启动是领导者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对自己和部属进行角色确定和工作干预的程度。为探讨其可能的作用，Gable等对48位男性经理进行了问卷施测，用Mach IV测量其马基雅弗利主义水平，采用领导行为描述问卷
 （Leadership Behaviou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LBDQ）中所内含的有关结构维度的15个项目来测量工作中上司所建构的工作环境，并根据分数将其分为低结构维度组和高结构维度组，同时通过每平方英尺销售额（sales per square foot）、毛边际收益百分比（gross margin percent）和存货流转（inventory turnover）三个指标来考核绩效，数据由财务部门提供。结果表明在上级建构的宽松环境中，高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经理会与其绩效显著正相关，反之，在一个严格的建构环境中，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无关（Gable，Hollon，& Dangelo，1992）。结构启动的调节作用显著。Gable的结果印证了Christie和Geis的观点，即当情境中要求的规则与限制最少，并有即兴发挥时，高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会有很好的绩效。在上级建构的宽松工作环境里，上司在其管理中有着很大的权力保留，而由此造成的一些权力真空地带就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施展的绝好舞台，他们或狐假虎威，或越职擅权，由于情境中的要求与限制最少，马基雅弗利主义成就其绩效。反之，宽松不再，羁绊有加，高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经理找不到用武之地，最后的绩效也就不可能优于其他经理。

工作卷入的调节作用

工作卷入是员工认同其工作，积极参与并认为其工作绩效对其自我价值很重要的程度。Gable 通过对48位男性经理的综合问卷施测来分析其可能的作用，施测问卷中的Mach IV测量马基雅弗利主义水平，而工作卷入量表
 （Job Involvement Scale，JIS）测量员工对工作的认同程度，并根据工作卷入量表分数将其经理们分为低工作卷入组和高工作卷入组，绩效仍通过每平方英尺销售额、毛边际收益百分比和存货流转三个指标来考核。结果表明对于工作卷入度低的经理，其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不相关；工作卷入度高的经理，其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显著相关（Gable & Dangelo，1994a）。Gable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工作卷入是员工内心深处对工作及工作重要性的认同，工作卷入指向最后的结果即工作绩效。高工作卷入者是结果导向的，因此，如果某位经理工作卷入度很高的同时，又在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上得高分，那对于绩效来说绝对是锦上添花，这意味着该员工不仅会牢记使命（专注于绩效目标），在过程中也会兢兢业业并不择手段，其最终的绩效结果会显著地好。反之，如果某位经理工作卷入度低，这意味着其心思已游离于本职工作，其目标也抛弃了既定绩效，在决定绩效的核心因素已去的情况下，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上的得分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这时的绩效注定是较差的。

控制点的调节作用

控制点反映了个体对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责任的认识和定向。Gable采用Rotter的内外控制量表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来测量控制点，并根据中位数分数将其分为内控组和外控组。马基雅弗利主义水平采用Mach IV测量，而绩效采用公司财务所提供的每平方英尺销售额、毛边际收益百分比和存货流转率三个指标来考核。通过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外控组的经理来说，其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的相关显著，而对于内控组的经理来说，则不存在显著相关，即高马基雅弗利主义、外控组的经理会有更好的绩效（Gable & Dangelo，1994b）。Gable对上述研究结果的进一步解释是，商店经理的工作是跨边界的，而且缺少上级物理上近距离的监控，这实际上昭示着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存在空间。而不同的控制点决定了不同的绩效取向，外控组向外界（组织和制度之外）要绩效，倾向于利用可能的机会如私自改变商品陈设、订购新商品、控制人事预算来增加绩效，高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经理会得到更好的绩效；内控组则向内部（组织和制度之内）要绩效，倾向于埋头内部工作，服从组织，依靠制度，但在各个商店资源禀赋相当的前提下，其绩效差异不会很大。

由上可见，尽管马基雅弗利主义并非高绩效的充分必要条件，但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确有某种关系，我们应注意考察第三方变量的可能作用。近年来有研究者以销售人员，如房地产置业顾问、汽车营销人员为被试，探讨马基雅弗利主义和绩效的关系，发现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置业顾问，还是汽车营销人员，他们的业绩与Mach B的得分均显著相关（Abdul，2004；Abdul，2005）。

马基雅弗利主义与道德

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作为现实的个体，追求个人正当合法利益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牵扯第三方利益者，那就是涉及道德的问题。道德是有力量的，但道德是一种软性的约束，并非刚性的诉求。仅仅依靠自觉自制，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会放弃可乘之机，可图之利？马基雅弗利主义和经济机会主义是正相关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倾向于利用手中的优势，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Sakalaki，Richardson，& Thépaut，2007）。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总是表现出更少的道德导向（Rayburn & Rayburn，1996），对他们来说，当道德遭遇利益，道德总是说服不了利益，道德总是被利益所绑架，这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所体现，也为不同的研究者所证实。Tang和Chen（2008）以高校学生为被试发现马基雅弗利主义在贪爱钱财和不道德行为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在IT业，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对忽视知识产权和侵犯他人隐私表现出更多的认可（Winter，Stylianou，& Giacalone，2004）。

道德决策制定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建，包括马基雅弗利主义在内的人格特征同认知道德发展（cognitive morality development）、责任（accountability）以及人口统计学等变量一起决定着道德行为及其意图（Beu，Buckley，& Harvey，2003）。尽管马基雅弗利主义不是唯一的前因变量，但Beu等发现马基雅弗利主义是道德行为意图最有力的预测因子。这一点对消除不道德行为具有启发意义，但Tang和Chen（2008）发现以降低马基雅弗利水平为目的的短期道德干预效果并不理想，而长期的道德教化和整个社会道德舆论环境的提升则有意义。

另外，Schepers（2003）提醒，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也有着道德判断，他们在道德公正（moral equity）这个维度同非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一样，内心都有着对事件本身“对”和“错”的感觉和判断。因此不能简单地说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不道德”，确切地讲是“不顾道德”，在利益面前顾不上讲道德了。

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社会经济成功（socioeconomic success）

我们经常想当然，马基雅弗利主义者脸厚心黑，使奸耍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会拿得更多、爬得更快，职场中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也会得到更多的个人收益和更快的职务晋升。不同的研究者结合不同的行业进行了探索性研究。Wakefield（2008）对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进行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行业内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得分显著低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他采用多因素协方差分析，将地位和收入作为因变量，将马基雅弗利主义分数、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作为自变量，将马基雅弗利主义分数×性别、马基雅弗利主义分数×年龄作为交互作用项，分析结果显示马基雅弗利主义分数同收入和地位并没有显著的相关，而且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成功因子（即地位和收入）和马基雅弗利主义分数并不存在显著相关。Wakefield的结论是高马基雅弗利主义的会计师并不会比这一特质上得分低的同行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有声望的地位，Wakefield甚至还直白地表达出了严格自律和高度职业操守的会计师行业对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排斥。Corzine等研究了美国银行业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以银行业从业人员薪水为因变量展开多元回归分析。在其回归方程中有四个显著解释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服务年限，其中性别与薪水的点二列相关系数为显著负相关，年龄、教育程度和服务年限与薪水为显著正相关，但与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得分无关（Corzine，Buntzman，& Busch，1999）。Hunt和Chonko（1984）则回答了马基雅弗利主义是否与市场营销业的成功有关。在简单相关研究中，马基雅弗利主义和收入呈负相关，但在以营销业成功的指标工作头衔和收入水平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马基雅弗利主义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当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作为回归中的控制变量时，马基雅弗利主义不再是收入的一个显著预测变量，这也证明了之前变量的简单相关中，马基雅弗利主义和收入的负相关是伪相关。上述研究似乎表明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社会经济成功没有关系。但Gable和Topol（1988）等对零售业的研究表明，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社会经济成功有关系，而且不是我们所想当然的正相关，而是负相关。在其报告的商场经理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研究中，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和马基雅弗利主义是工作头衔和收入水平的显著预测因子，但是马基雅弗利主义分数越低的被试，更可能被提升至更高的管理层级和被给予更好的待遇。以折扣商店经理为被试的研究也得到类似于商场经理的研究结果（Topol & Gable，1990）。Gemmill和Heissler也发现马基雅弗利导向与向上的流动性（即职务晋升）并无显著关系（Gemmill & Heissler，1972）。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社会经济成功是无关的，甚至负相关。这样的结论在令人颇感意外的同时，是否也昭示心黑脸厚、寡廉鲜耻也要付出高昂代价？《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这个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其结局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工商业人士是否也应扪心自问其身体中是否还有道德的血液？因为工商业并非仅是短线交易，更是长期博弈，毕竟厚黑仅能作权宜之计，道德才是长久之道。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跨文化研究

Christie和Geis（1970）认为马基雅弗利主义是一种跨文化存在，还提出低马基雅弗利主义更可能在传统文化中存在，而高马基雅弗利主义则更可能在非传统文化或者在转型期的背景下存在。一些学者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Oksenberg（1971）通过在中国香港地区施测，发现传统的中国学生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表现显著少于西化的中国学生。而Starr（1975）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传统的阿拉伯学生和西化的阿拉伯学生相比更加马基雅弗利化，与Christie和Geis的发现相矛盾。但如果深入探究，会发现阿拉伯的传统社会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体系下的中国传统社会信奉“克己复礼为仁”，而阿拉伯传统社会所推崇的原教旨主义易激进、走极端。Kuo和Marsella（1977）对64对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称许性上都匹配的中国台湾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施测，结果表明中国台湾被试和美国被试在量表的得分上无显著性差异，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文化种族群体厚黑程度相仿。但由于文化种族的差异，具体的项目得分分析表明，中国台湾被试在阿谀奉承、使奸耍诈等行为策略上的得分显著地高，属“厚黑在行”，而美国被试则对人性恶更加认同，属“厚黑在心”。Kuo和Marsella（1977）还认为中国台湾被试和美国被试对马基雅弗利主义概念的理解和建构有差异，如中国文化中的“利己”、“损人利己”虽与马基雅弗利主义在意义上相近，但并不一定表明其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对等概念。他们力主在跨文化人格研究中建构概念上的等值，并建议采用成分分析、语义差异等技术来比较不同文化种族在人格特质上的异同点。

3.3.4 中国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厚黑学

人性之争与厚黑学的理论之源

人本来是好是坏？一个人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是中国的哲学家、士大夫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家关于人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论。这些人类自身对自我本质的看法，总的来说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力的有性善论、性无善恶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

性善论主张人性本善。最早明确提出性善论及其系统理论的是孟子，《孟子·公孙丑上》中讲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同时《孟子·告子上》中又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天赋的、先验的，人生而具有天赋的“善心”，而仁义礼智都是“善心”所派生的。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仁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对后世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性无善恶论主张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告子，《孟子·告子上》中记载着他的言论。“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告子反对孟子的先验道德，反对天赋“善心”。他的这一观点被清末的龚自珍所赞同，《壬癸之际胎观第七》中写道：“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很（狠）忌非固有。”很明显，龚自珍是完全赞成告子关于人性的说法的，认为善恶等道德观念是后天形成的。即他在《阐告子》说的：“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

性恶论主张人性本恶。性恶论的旗手是荀子，《荀子·性恶》中记载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反对把人的自然属性道德化，认为“好利”、“好声色”等都是基于生理机制而产生的物质欲求，社会道德是对这种欲求的调节和规范。

性善恶混论主张人性有善也有恶。东汉时期的扬雄是最著名的善恶混论者。《法言·修身卷第三》中写道：“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这种理论也是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扬弃”，不同的只是在于性无善恶论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而性善恶混论则认为人性既善又恶，是善与恶的混合物。近代康有为、章太炎也都是性善恶混论者。

中国先哲们对人性论的探讨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尽管在性善论、性无善恶论、性恶论和性善恶混论中，由于儒家统治地位的确立直接导致了性善论的影响最大，其贬恶扬善，强调社会环境和教育条件对后天社会属性的改造与决定性作用，甚至主张以善或改造过的“善”作为人类社会安立的基础，这正是正统学派的意志力和影响力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性恶论的消弭，作为正统学派的补充或触角不及的旁门左派中，性恶论大行其道，这是厚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薮。

李宗吾对人性恶的系统化总结

尽管中国人关于人性的激辩、反思和总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性论，但自西汉以来儒家当国的政治现实与影响，投射到社会文化生活层面，直接树立了儒家所倡导的性善论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和正统价值观的权威地位。人们对性善论的推崇与褒颂逐渐导致了中国性善文化的形成，而在此背景下人们对性恶论的排斥与忌讳也走向了极端，因此，直到新文化运动前夕，李宗吾才捅破了这层历史尘封和文化禁锢的人性恶。


厚黑学
 是李宗吾思索史事时突然解悟的结果，是对历史上的所谓英雄豪杰成功秘诀的揭示。传统史学所推崇的英雄豪杰应该具备仁、义、智、勇四种品格，并且多由此入手考察分析他们成就大业的原因。李宗吾将传统的价值观一并推开，发现“厚”“黑”才是所谓英雄豪杰最大的本事，曰：“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李宗吾，1912/2010，p.22）。他从三国人物曹操、刘备、孙权的本事悟出此一秘诀，又进而举司马懿、刘邦、项羽、韩信、范增等人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印证，无一不合。这真是烛破幽隐的大发现。在此基础上，李宗吾又将厚黑分成三步，即三个不同的境界：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这更是鞭辟入里之论。从1935年8月1日起，他在成都《华西日报》陆续发表了不少阐扬“厚黑”的文字，后来编辑成一部《厚黑丛话》。在《厚黑丛话》中，李宗吾对厚黑学理论又有所深化和完善，他说：“厚黑二者，是一物体之两方面，凡黑到极点者，未有不能厚，厚到极点者，未有不能黑”（李宗吾，1912/2010，p.201）。举例如下：“曹操之心至黑，而陈琳作檄，居然容他得过，未尝不能厚。刘备之面至厚，璋推诚相待，忽然举兵灭之，则未尝不能黑。”又指出：“黑字专长的人，黑者其常，厚者其暂。厚字专长的人，厚者其常，黑者其暂”（李宗吾，1912/2010，p.132），十分精到地揭示了“黑”和“厚”之间的关系。

为了给厚黑学寻找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李宗吾把厚黑学上升到人性论的高度。他在《厚黑经》中说：“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仁义，而充其本然之厚黑”（李宗吾，1912/2010，p.25）。他把厚黑说成是天性中固有之物，人性的本体（本然），而把仁义说成是外在强加的东西（外诱），这与孟子所主张的“仁义理智，非如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的人性论观点针锋相对。当有人指责他时，他却说“我倒没有错，只怕孟子错了”。李宗吾自称他的厚黑学渊源于荀子性恶说，他在将孟子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对比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褒荀贬孟的态度。他说：“孟子书中有‘阉然媚于世也’一句话，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恶说是箴世，性善说是媚世。性善说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妾妇媚语也。性恶说者曰：‘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此志士箴言也。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箴言为举世所厌闻，荀子之步子出孔庙也宜哉。呜呼？李厚黑，真名教罪人也。”（李宗吾，1912/2010，p.145）。李宗吾以人们习见的生活现象为据驳斥孟子的性善说：“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就伸手去夺，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就推他打他，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依孟子所下的定义，都该为良知良能。孟子教人把良知良能，扩而充之，现在许多官吏刮取人民的金钱，即是把小孩时夺取口中糕饼那种良知良能，扩而充之。许多志士，对于忠实同志，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即是把小孩食乳食糕饼时，推哥哥、打哥哥，那种良知良能扩充出来的。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现在的伟大，小孩那种心理，丝毫没有失掉，可见中国闹到这么糟，完全是孟子的信徒干的，不是我的信徒干的”（李宗吾，1912/2010，p.135）。小孩夺母亲口中的糕饼，用手推打靠上前来的哥哥，这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本能，贪官污吏搜刮民财，志士排挤同志都是这种本能扩充而来的，李宗吾将厚黑作为人性的本然，认为所谓英雄豪杰的本事只是能把厚黑的本性加以充分地扩充而已。李宗吾把中国的现状归罪于“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即“孟子之徒”。孟子所谓的“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李宗吾则认为这“全是从需要生出来的”，孩提慕父母是因为父母能给他食物，少壮慕少艾是因为少艾和妻子能满足他的色欲，而出仕的人慕君是因为君能提供给他赢得功名的机会。李宗吾在“批判”的同时还进行“建设”，一方面要人们警惕那些为个人利益行使厚黑的人，另一方面则主张人们扩充厚黑本性，在社会斗争中，尤其是在对外敌的斗争中行使厚黑。呼吁四万万民众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快快厚黑起来”，厚黑救国。

当李宗吾自封“厚黑教主”，用犀利的言语直击人性恶，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并总结集合成《厚黑学》时，李宗吾及其《厚黑学》都迅速走红，李宗吾成为民国奇人，《厚黑学》更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书”。

中国文化下孕育的人性恶抗体：因果报应观念

提及因果报应，人们很自然就会想起佛教。但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并融入中国的民俗与政治生活是在东汉，而在此之前，中国本土就已经有了朴素的报应观念，可以佐证的是散落于民间的大量有关惩恶扬善、好人好报、坏人遭殃的故事传说、词赋歌谣。更直接具体的是诸子百家中一些经典作家对此的理性思考与理论探讨，见表3.5。东汉以前先贤们关于报应思想的典型描述中，对报应的承受主体、善恶标准、实现途径等核心问题都有所涉及，字里行间更是渗透着原始的道德愿望和宗教理想，可见这种朴素的报应观念在当时就已经初步形成。而尤其引人侧目的是儒家对这种观念的弘扬，无论是经典文献中提及的频次还是论述的深度，其他各家都无出其右。

表3.5 东汉以前关于因果报应的典型描述

[image: ]


来源：汤舒俊，2011.

佛教源自于印度，因果报应观念是整个佛教的基石。佛教系统地提出了十二因缘说，并以之作为全部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础，所谓“诸法由因缘而起”。佛家认为一切事物与现象皆由因缘和合而成，都生于因果关系。人的种种痛苦和烦恼都是自己种因，自己受苦。十二因缘说（见下图3.2）认为，人生由无明（对于佛理的愚昧无知，是万苦的总根源）、行（因无明引起的各种行为）、识（脱胎时的心识）、名色（胎中已具的生命体）、六处（即六根，五官加思维）、触（接触）、受（六根得到的感受）、爱（男女情爱）、取（对物质的贪求和执取）、有（贪爱和执取引起的报应）、生（因爱、取、有引起的果报导致再生）、老死（来世之生又趋老死）等十二个环节组成。其中前两个是过去二因，中间前五个是现在五果，中间后三个是现在三因，最后两个是未来二果。具体来说，无明与行是前世之因，识、名色、六处、触、受是现世果，爱、取、有是现世因，生、老死是来世果。人皆由前世因而辗转轮回于天、人、阿修罗、畜生、地狱、饿鬼的“六道”之中，人现世如果做了好事，来世变为天人，如果做了坏事，来生就可能变成畜生、饿鬼。十二因缘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世，现在的果必有过去的因，现在的因又必将产生将来的果。众生只要仍未解脱，就必然按照这种因果律进行生死轮回，永无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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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三世二重因果关系图

来源：汤舒俊，2011.

自东汉年间正式传入中国以来，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也开始了相应的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因果报应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在民间信仰中完全合二为一。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陈筱芳，200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支道家，善恶报应的思想同样体现在其经典著作中。《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入门典籍，开篇语就是“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念。接着指出人要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二十六条善行和一百七十条恶行作为趋善避恶的标准，最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作为总结性结论。《太平经》“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信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的论述，则是结合世俗生活深入地剖析和探讨因果报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或基因，落脚于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思想体系——儒释道上（郝永，2009）。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儒释道三家对于因果报应观，均浓墨重彩并刻画入微。当然儒释道三家之中，以佛家对因果报应观念最为推崇，阐释也最为详尽，自成一体。而因果报应观念由于佛教的风行，统治者的推崇，士林精英的认同，使得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对因果报应律也笃信不已。1925年7月10日在给梁令娴（思顺）等孩子的一封信中，梁启超写道：“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中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所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与恶是不准抵消的。……并非有个什么上帝作主宰，全是‘自业自得’，……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梁启超，1925/2000，p.356）。

因果报应说强调道德在生命长流中的作用，恶因结恶果，善因结善果，道德是自我塑造未来生命的决定因素（方立天，2002，p.110），这必然会促使人们在道德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从一点一滴小事上，尤其是从心里防非止恶，戒除无始劫来的贪、嗔、痴、慢习气，去除各种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从而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良性的、积极的影响（牛延锋，2006）。因果报应说旨在劝导人们从善弃恶，而其宣扬的因果报应的必然性具有很大的扬善止恶作用。无疑，因果报应观念会增强人们的道德自律，促进人们的利他行为，也会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人们的厚黑行为。

中国人厚黑人格的结构

人格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必须以测量工具的开发为先导，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的相关心理学实证研究之所以在国内一片空白，与可靠有效的本土化测量工具缺失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在前面已提及了西方已有的马基雅弗利主义测量工具，包括Mach IV、Mach V、Mach B和MPS，但所有这些测量工具在中国的信效度以及对中国被试的适切性都没有实证的检验。我们姑且不提这些工具所受到的信效度质疑（Ray，1982；Pantiz，1989；Aziz & Meeks，1990；King & Miles，1995），仅跨文化的理解性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Mach IV是迄今为止西方实证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测量工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同其他已有测量工具一样，都不是我们研究中国人厚黑人格最好的测量工具。一种人格特质的构建需要从具有该人格的典型人群着手，西方实证研究已经发现高马基雅弗利主义人群集中在商业流通业、银行业、零售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其中的管理者和领导者（Millord & Perry，1977；Ricks & Fraderich，1999），而且高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比起低马基雅弗利主义者被更显著地选中到领导的职位上来（Drory & Gluskinos，1980），相关的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领导者，如魅力型领导、意识形态型领导和实用型领导都展示了程度不同的马基雅弗利主义（Deluga，2001；Gardner & Avolio，1998；House & Howell，1992；Bedell，Hunter，Angie，& Vert，2006）。

基于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与领导特质和行为的高度相关性，为了探讨中国人厚黑人格的心理构成，研究者对53名现任处级领导干部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要求他们罗列出其所知晓的官场厚黑官员的外在典型行为和内在心理特征，不少于5项。在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中反馈身边有厚黑官员和厚黑事件的7名正处级地方领导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然后邀请4位心理学博士和研究者一道对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和深度访谈的结果进行探讨分析、讨论总结，并就中国人厚黑人格的内涵和典型特征达成一致意见。

研究表明，中国人厚黑人格的内涵和典型特点包括：

第一，对人性的偏见。反映个体与人为恶的价值观，即性恶推断，对人和人际关系总体持负面态度，不相信他人，不相信善意和善举的特点。代表性的条目和词句包括：“小人满街走，君子不见有”；“别人对我好都是冲着我的权势地位来的”；“这个社会小人得志；春风得意”；“只要有机会，人的邪恶就会暴露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多时候都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都是为自己的”；“好人都只是好在一时”；“人心险恶”；“世俗的竞争早已将人性善的一面挤下舞台”；“最毒是人心”等。

第二，对情感的漠视。反映个体在名利面前掩盖自己真实情感，不近人情、漠视真情，甚至冷血无情的特点。代表性的条目和词句包括：“讲感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感情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乐于见到别人落难”；“对别人的同情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向外人流露出你的真实情感是极其危险的”；“不讲感情”；“只有无情，才能无敌”；“滥用感情的人不仅是对别人的不负责，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等。

第三，对名利的执着。反映个体面对要得到的名利目标穷追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特点。代表性的条目和词句包括：“做自己的事，让别人说去吧”；“既然做了恶人，就要恶人做到底”；“自己想要，自己就要一直想办法”；“不达目的，不能罢休”；“专注名利”；“面对自己应得的利益，千万不要不好意思”等。

第四，对手段的滥用。反映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滥用权术手腕、动用歪门邪道的特点。代表性的条目和词句包括：“歪门邪道能解决问题”；“为达目的，需要不择手段”；“遇非常事，用非常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台面上解决不了的问题是需要台下的秘密交易的”；“说一套、做一套”；“暗箱操作”；“白的不能解决的问题，用黑的、用黄的”；“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等。基于前述，中国人厚黑人格建构包括对人性的偏见、对情感的漠视、对名利的执着和对手段的滥用四个维度，如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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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中国人厚黑人格的四维构想

来源：汤舒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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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验证性因素分析负荷图

来源：汤舒俊，2011.

研究者对前述研究中调查发现的项目和典型词句进行合并、整理与改写以编制初测问卷的项目，并在编制过程中删除过于特异化的条目和词句，将一些内容表达敏感（如黑白通吃、涉黑涉黄）的条目和词句改写为被试容易接受的项目。项目的撰写以较好地反映人格特质、较好地反映理论构想、含义明确无歧义、表达简练、易于理解为标准。在项目编写过程中，研究者请中文专业的博士研究生2人对初步拟定项目的语言表述进行修定和润色。随后请心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0人对撰写出的项目进行评价，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对项目进行修改和增删，形成包括24个项目的初测问卷。在对初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包括15个项目、4个维度的施测问卷。

利用LISREL8.7软件对正式调查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以检验自编中国人厚黑人格问卷的结构效度，拟比较的模型包括虚无模型、单因素模型和四因素模型。虚无模型是限制最多的模型，单因素模型指所有的15个项目只负荷在一个整体的厚黑人格的因子上，四因素模型指15个项目分别负荷在人性偏见、手段滥用、感情冷漠、利益执着四个因子上（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在衡量模型的指标中，GFI、IFI、CFI、NNFI的变化区间在0到1之间，越接近1，拟合性越好；RMSEA的变化区间也在0到1之间，但越接近0越好，临界标准为0.08以下；另外χ2/df的值小于3时，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小于5时，表明模型可以接受。模型检验和比较的结果表明，四因素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显著优于单因素模型，因此，中国人厚黑人格是包含有人性偏见、手段滥用、感情冷漠、利益执着四个因素的多维结构。

厚黑学与道德价值观的交锋

厚黑学是一种与人为恶的价值观，这与我们大力提倡并践行的与人为善的道德价值观相背离。那么，当个体面临厚黑学的价值观和与人为善的道德价值观的冲突时，会有什么反应呢？研究者采用情境测验法，基于2×2的组间设计，第一个组间自变量为厚黑价值观，分为高分组、低分组2个水平，第二个组间自变量为道德认同价值观，分为高分组、低分组2个水平。测量变量为被试面临价值观冲突两难情境时内心的紧张或焦虑程度。将被试置于基于价值观冲突的两难情境中，考察厚黑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对个体心理紧张或焦虑的交互影响。测量工具和实验材料包括中国人厚黑人格问卷、道德认同量表（迟毓凯，2009，pp.254-255.改编自国外的量表）、社会称许性量表、自编的反映厚黑学与道德认同价值观冲突的5个两难情境、自编的状态焦虑量表。

模拟情境测验分两步在某大学公共心理学课堂上进行施测。第一步将中国人厚黑人格问卷、道德认同量表和社会称许性量表作为一个测试组合发给被试，并告诉他们填写此问卷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他们自己的个性特点。第二步是发给被试另外一套测试组合，同时告诉他们接下来所进行的是大学生对当前校园内人际关系问题的调查。材料中首先给被试呈现一个厚黑学与道德观冲突的两难情境，阅读完毕后需要被试回答两个问题：（1）面对此情境，你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让被试选择在预设的两个备选项中作出选择。（2）描述你在做出此决定过程中的内心感受。描述的方法是让被试在状态焦虑量表上进行4点等级的评价。设计第1个问题旨在引导被试深度卷入测验中的情境，并对呈现的情境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加工，而被试作答的结果不做统计分析检验。实验真正所需的数据是第2个问题上被试的反应得分，即被试在状态焦虑量表上的得分。第二次施测材料共包含5个厚黑学价值观与道德价值观冲突的情境，问题的设计方式同上所述。

研究者采用协方差分析来进行数据分析。以被试在面临5个两难情境下状态焦虑的平均值为因变量，以厚黑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为组间自变量，以社会称许性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6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厚黑价值观的主效应显著，F（1，110）=61.519，p=0.002，可见在两难情境下，厚黑价值观对被试的心理紧张或焦虑有着显著的影响。道德价值观的主效应显著，F（1，110）=4.644，p=0.033，可见在两难情境下，道德价值观对被试的心理紧张或焦虑有着显著的影响。厚黑价值观与道德价值观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1，110）=27.002，p=0.041，见图3.5所示。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低道德价值观的条件下，高厚黑价值观被试的状态焦虑程度（M=14.000）与低厚黑价值观被试的状态焦虑程度（M=13.10）没有显著差异，F（1，110）=0.82，p=0.368；但是在高道德价值观的条件下，高厚黑价值观被试的状态焦虑程度（M=13.71）要显著高于低厚黑价值观被试的状态焦虑程度（M=10.91），F（1，110）=13.79，p=0.000。也就是说，对于高道德价值观的被试而言，当其厚黑价值观水平上升时，其心理紧张或焦虑的程度就显著增加，而对于低道德价值观的被试则没有这种效应。

表3.6 协方差分析的结果（N=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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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汤舒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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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厚黑价值观与道德价值观的交互作用分析

来源：汤舒俊，2011.

3.3.5 小结

无论厚黑学，还是马基雅弗利主义，都是人性恶在东西方的不同演绎与注解，有关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结构、测量、马基雅弗利主义与绩效、工作成功的关系以及跨文化研究等方面。中国人关于人性恶有思索、有总结、有践行，但是没有系统的研究。现有有关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研究，多是西方人主持的，以西方人为被试，在西方社会环境下进行，反映西方人的内在心理与外显行为的研究，即使偶有跨文化研究中的中国被试，也都是中国台湾人和中国香港人。我们需要的是中国人主持进行的，以中国人为被试，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反映中国人内在心理与外显行为的本土研究。作为一项能够激发多个学科研究者兴趣并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对人性恶的探讨与研究必将继续并繁荣，笔者述作的一些中国文化下的探索性研究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在国人重读李宗吾、学习厚黑学的热潮中，有更多探讨社会转型期下中国人心理与行为变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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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神特质

在“人格特质”这一编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定位于机体内部的几种健康特质和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几种政治特质，而在人的毕生发展之中，除了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要不可避免地卷入人际活动，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常常被当今社会中人所忽略的一个方面，那就是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自己的精神信仰，以获得生命的终极意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体系中，这都是被圣贤哲人高度强调的，也是被文人学者反复实践的。而当我们立足于当今中国人的心理，结合现代心理学的进展来重新审视这些不朽的主题时，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商品社会，这些人文传统也并未失去其活力，它们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构成了相应的精神特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有三种：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这三大文化各有侧重，主要表现为儒家侧重于治世，道家强调治身，佛家突出治心；儒家入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儒、道、佛三家虽各有所重而相径庭，但仍能融合会通，相济相补，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文化格局，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与这三大文化相一致，不同的个体可能表现出与儒、道、佛三大文化相一致的人格特质，即儒家人格、道家人格和佛家人格。儒家人格
 （Confucian personality）、道家人格
 （Taoist personality）、佛家人格
 （Buddhist personality）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对个体各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以下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4.1 儒家人格
 
[1]



近年来随着文化心理学（广义的）的兴起，探讨人格心理学中一些重要主题的文化差异就成为人格心理学研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其中，不同文化所推崇的人格类型这一主题，也越来越受到学人的重视。在这一问题上，孔子提出了对后世中国人做人风格影响深远的“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汪凤炎，郑红，2008）。下面就从“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起源、确立、继承与发展、培育和评价等五个方面对其作一系统阐述。

4.1.1 君子人格思想的起源

君子人格思想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周易》，亦称《易经》，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易”有变易（穷究事物变化）、简易（执简驭繁）、不易（永恒不变）三义，相传是周人所作（一说“周”有周密、周遍、周流之义），故名。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因为每卦有六爻），卦、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卦与卦之间相互联系，爻与爻之间也按一定次序排列，构成有规律的整体，作为占卦之用。旧传伏羲画卦，文王作辞，说法不一，其萌芽期可能早在殷周之际。《传》是对《经》最早的解说，包含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篇名分别是：《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它们被统称为《十翼》，旧传为孔子所作，据近人研究，大抵系战国或秦汉之际的儒家作品，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与今本的卦辞和爻辞基本相同，但卦名和次序迥异，《传》部分的分篇、名称、内容文字也有异。《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主张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等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夏征农，陈至立，2010，p.2503）。从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起源的角度看，应以《经》为主；当然，《传》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燕国材，1998，p.23）。有鉴于此，下文主要探讨《经》里的心理学思想，但也适当兼顾《传》里的心理学思想，毕竟《经》与《传》之间关系密切。

《周易》在描述“君子”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过程中闪现出人格心理学思想的火花，并对稍后的孔子正式提出“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周易》里的“君子”的含义非常广泛，可指称圣人、贤人、先王、王、大人等，这与稍后孔子及其继承者用“君子”专指“有道德的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总体上看，《周易》中的君子人格显然是一种道德人格，因为《周易·乾卦·文言传》中解释卦辞“元亨利贞”时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贞’”（周振甫，1991，p.4），明确主张仁、义、礼、智是君子的四德。用现代人格心理学眼光看，《周易》实有将这四德视作是君子人格的根源特质的潜在思想，君子的其他心理素质都是从这四德里生发出来的（黄雨田，汪凤炎，2013）。

（1）具有仁爱的品质。“仁”字在《经》中没有出现，在《传》中出现10次。《周易·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表明“仁”是立人的根本之一。《周易·坤卦·象传》：“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振甫，1991，p.13），主张君子要像地一样爱天下、利天下。

（2）行义。如上文所论，《周易》将“利物足以和义”作为君子的四德之一。何谓“义”？《周易·系辞传下》曾言“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周易·说卦传》中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之语。可见，“义”在《周易》中有“适宜、恰当的行为”之义，与《中庸》中“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义”的内涵相同。在《周易》中“仁”、“义”经常同时出现，在稍后出现的儒家思想中，“仁义”也常是不分家的。

（3）知礼。《易传》中含有礼仪之义的“礼”字出现了7次。《周易·系辞传上》说“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把“知”和“礼”看成是天地一样，不可或缺。《周易·乾·文言传》：“嘉会足以合礼”；《周易·大壮卦·象传》：“君子以非礼弗履”；《周易·序卦传》：“物畜然后有礼”，无不把礼看成君子为人的准则。在《周易》看来，仁义是礼的内容，礼是仁义的外在表现形式，所以，君子应当知晓礼节。

（4）具有一定的聪明才智。在《周易》看来，“聪明才智”是君子的重要心理素质之一，君子因此而能在事物变化之初就看出其征兆和发展趋势：“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面作，不俟终日。”（周振甫，1991，p.265）进而，君子能够做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周振甫，1991，p.9），且能居安思危，即“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周振甫，1991，p.224）。《易传》非常强调君子的危机意识，“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振甫，1991，p.264），并认为唯有时常具有忧患意识才能使君子获得美好的生活，并造福百姓，切不可以安逸玩乐。同时，《周易·未济卦·象传》要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要具有谨慎分辨事物的能力。并且，君子的谨慎不仅表现在行为中，还要表现在言语中（“慎于言”）、用刑中（“君子以明慎用刑”）以及择偶中（“君子以永终知敝”）（周振甫，1991，p.193）。

（5）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主张“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应该效法运行不止、刚健不衰的“天”，具备积极进取、努力奋斗、不言放弃的素质。

（6）谦虚待人。在《周易》看来，谦虚的品格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所以，君子要以谦虚的态度待人处事。如“君子以虚受人”（周振甫，1991，p.111）；“谦谦君子”（周振甫，1991，p.61）；“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周振甫，1991，p.61）。

（7）诚信待人。《易经》中的“孚”有“诚信”之义，前后出现了36次之多，是《周易》最看重的品德之一。《说文》认为，“孚”源自“卵”，意为“做人根本”（许慎，段玉裁，1988，p.63）。《周易·中孚卦》说“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认为“诚信”是目标达成的有力保障，拥有它的君子往往无往而不利。

（8）勇敢。《周易·困卦·象传》说“君子以致命遂志”，认为君子虽遭遇险境，但仍会意志坚定，为了目标的实现、愿望的达成，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有了这种勇敢品质，君子才能力克难关，在困境中保全自己。《周易·明夷卦·彖传》中所举的文王和箕子就是两位具有坚毅勇敢品质的君子。

（9）持之以恒。《周易·家人卦·象传》：“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这是要求君子应有诚信和持之以恒的品质。《周易·恒卦》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君子有恒的重要性：君子若能持之以恒，就会亨通顺利，即“《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如果不能保持恒久性，或在坚持的过程中有所动摇，就会遭遇凶险、蒙受耻辱，即使做的正确，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周振甫，1991，p.115）。因此，《周易》要求“君子以立不易方”（周振甫，1991，p.115），即君子要坚定不移，树立不可改变的原则（黄雨田，汪凤炎，2013）。

4.1.2 “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确立

“君子—小人”二分式的人格类型说的渊源虽然至少可追溯至《周易》，不过，其真正的首倡者是孔子。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孔子对“君子”与“小人”二词作了崭新的界定；二是，孔子系统阐述了界定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三个核心概念的界定

要弄清“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含义，首先要理清“君子”与“小人”两词的含义，以便在此基础上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进行准确界定。


“君子”的含义
 综合《汉语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p.644）与《辞海》（夏征农，陈至立，2010，p.999）的观点，在汉语里，“君”的含义与用法主要有10种：

（1）古代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后指君主制国家的元首。

（2）主宰者。《老子·七十章》：“言有宗，事有君。”王弼注：“君，万物之主也。”《荀子·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3）统治。《管子·权修》：“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

（4）封号。如战国时商鞅称商君，白起称武安君，还有著名的孟尝君、春申君和信陵君。亦可用于上层妇女，如汉武帝的外祖母臧儿被尊称为平原君。

（5）称天子、诸侯之妻。

（6）对人的敬称。在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子孙称父祖辈和彼此对称时均可使用。如《史记·张仪列传》：“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

（7）称先祖、父母或父亲。

（8）妻称夫。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十七为君妇。”

（9）中医方剂中起主要作用的药。

（10）姓。《正字通·口部》：“君，姓。明有君助。”

进一步分析可知，除作为姓氏外，在“君”的这九种含义里，“统治”是“君”的本义。正如《说文解字·口部》所说：“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段玉裁注：“尹，治也。”“君”的其他八种含义皆可从此本义里引申出来：“君”既是“统治”，一旦将之用作名词，自然可以指称实施“统治”的人，这样，“君”便有了“主宰者”的含义。在中国古代，能够主宰他人命运、对他人发号施令的人，在社会上往往都是占有许多土地的大地主，自然可用“君”通称“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在家庭中能够主宰他人命运、对他人发号施令的人，常常是在世的父母或父亲，一些已逝的先祖或父母的“余威”往往也在，这样，也可用“君”敬称先祖、父母或父亲。“君”既有“主宰者”之义，自然拥有浓厚的褒义色彩，将之作为一种“尊号”或“封号”使用，以显示被尊者或被封者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和所享有的殊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官本位和崇尚男权的中国传统社会，下级或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以象征“权力”的“君”的称谓敬称“上级”或“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同样在情理之中；身为人妻者以“君”指称自己的丈夫，自然能够显示出自己对丈夫（包括夫权）的尊敬。“君”既有“敬称”之义，上级称下级为“君”，既显得自己能够礼贤下士，又是对下级的一种无上荣誉，这往往是上级赢取人心的一种既简易经济又非常有效的做法；而平辈相互以“君”对称，则显互相尊重对方之义。“君”既是主宰者，中医方剂中起主要作用的药自然也可叫“君”。

综合《辞源》（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等，1983，p.486）与《辞海》（夏征农，陈至立，2010，p.999）的观点，“君子”一词的含义主要有三：

（1）西周、春秋时期对贵族的通称。《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孔颖达疏引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长者。”《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君子指当时的统治者，小人指当时的被统治者。

（2）泛称“有才德的人”。这一含义主要是从春秋末年后逐渐形成的。

（3）古时妻对夫的尊称。《诗·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稍加分析可知，在“君子”一词里，“子”读作“zǐ”，有实际意义，表示“对男子的尊称”，但这仅是一种词义上的补充。因为“君子”一词的上述三种含义均可直接从“君”字里推导出来：第一种含义是沿用了意指“古代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的“君”的含义；第三种含义是沿用了意指“妻称夫”的“君”的含义；第二种含义则是拓展意指“对人的敬称”的“君”的含义的结果，因为对人的“敬称”，若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往往意味着称呼者对被指称的人的才德的认可之意。从意指“有德者”的“君子”一词主要是从春秋末年后逐渐形成的这一史实看，使“君子”一词的含义与用法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人正是孔子。因为据杨伯峻的研究，在《论语》一书中，“君子”一词共出现107次（杨伯峻，1980，p.241），其中，意指“有才德的人”的“君子”共106次，意指“在高位的人”的“君子”只有1次（据《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之中的“君子”是“在高位者”或“领导人”之义）。可见，正是自孔子开始，才将“君子”一词大量用于指称“有道德的人”，而原本指称“在上位者”的“君子”一词的使用频率则大幅度减少，乃至最终不用了。


“小人”的含义
 综合《辞源》（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等，1983，p.882）与《辞海》（夏征农，陈至立，2010，p.2092）的观点，“小人”一词的含义有五：

（1）西周时对被统治的生产者的一种称谓。《书·无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春秋时将统治阶级称为“君子”，将被统治的劳动生产者称为“小人”。

（2）旧时地位低的人对上自称的谦词。《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小人，颍考叔对郑庄公自称。

（3）矮小的人。《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小人国，名靖人。”

（4）泛指“无德者”或“见闻浅薄的人”，此种用法自春秋末年以后逐渐形成。

（5）指小孩。

从意指“无德者”的“小人”一词主要是从春秋末年后逐渐形成的这一史实看，“小人”一词的含义与用法发生如此巨大变化也与孔子有关。据杨伯峻的研究，“小人”一词在《论语》里共出现24次，其中，意指“无德之人”的“小人”共20次，意指“老百姓”的“小人”共4次（杨伯峻，1980，p.218）。由此可见，正是自孔子开始，才将“小人”一词大量用于指称“无德者”，而原本指称“被统治者即老百姓”的“小人”一词的使用频率反而大大降低了。


“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含义
 综上所论，当孔子将“君子”和“小人”用来指称人格类型时，“君子”意指“有才德的人”，“小人”意指“无德之人”。因此，所谓“君子—小人”二分式的人格类型说，指主要以德行高低（兼顾才智大小）为标准，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类型的一种人格类型说。在这里，所谓君子人格，指在整体上较好地具备儒家所倡导的（大）仁、（大）义、（大）礼、（大）智等4种根源特质，从而在行为中较好地体现出“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个体的身心内外之和”的人格。所谓小人人格，指在整体上基本上不具备儒家所倡导的（大）仁、（大）义、（大）礼、（大）智等4种根源特质，或只有小仁、小义、小礼、小智（小聪明）等4种根源特质，从而在行为中不能较好地体现出“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个体的身心内外之和”的人格。

衡量“君子—小人”人格类型的标准

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在做“君子”还是在做“小人”呢？综观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标准主要有14个：仁、义、礼、智、信、忠、恕、诚、勇、中庸、文质彬彬、和而不同、谦虚和自强。依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解释，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心理素质和言行表现是泾渭分明的，一个人在做人过程中，凡是从整体上较好地体现出这14种素质的人就是君子；反之，凡是基本上不具备这14种素质的人就是小人。正如《淮南子·泰族训》说：“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这里之所以用了“较好”和“基本上”这两个限定词，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不同学者对这14种品质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同时，在儒者心中，上述14种人格特质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若借用现代人格心理学的术语，上述14种特质中的后10种特质只是“君子人格”的表面特质（surface traits），前4种特质才是君子人格的根源特质（source traits）。因为，第一，孔子曾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可见，一个人一旦有“仁”，其内必有“勇”的素质。第二，孔子曾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并将“宽”视作仁者的品质之一（杨伯峻，1980，p.183），而“宽”本有“宽恕”之义。这说明“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恕”本就是“仁者”所具备的两个重要品质。第三，以谦虚谨慎、“和而不同”、诚信和自强不息的方式做人，以“中庸”的方式待人接物，这都体现了一个人的高超智慧。换言之，拥有高超智慧的君子也就拥有了中庸、谦虚、诚信、“和而不同”与自强不息等表面特质。第四，一个人若能做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自然既儒雅又有礼貌，能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良好印象。正由于仁、智、义、礼4种特质是君子人格的根源特质，深知孔子思想精义的孟子才在《孟子·离娄下》里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当然，为了让读者准确而系统地把握孔子界定“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14条标准，有必要对它们一一进行细致的梳理。


仁
 在心理素质方面，孔子明确主张君子是仁、智、勇三者的完美统一。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曾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认为君子泛爱众人，故无忧；君子富有知识，故不惑；君子果敢刚毅，故不惧。这里孔子主要是从“全和无”而不是从“大和小”的角度立论的，孔子的意思是：至仁之人才无忧，至知之人才不惑，至勇之人才不惧；而不是说小仁之人就可无忧，小知之人就可不惑，小勇之人就可不惧。此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以至于《礼记·中庸》将智、仁、勇称为“天下之达德”，并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可见，在儒家看来，“仁”是君子首先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必须坚决、持久地保持之，有时甚至要不惜牺牲生命去维护之。正如《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为一旦抛弃了“仁”，君子也就不成为君子了。所以，《论语·里仁》里，孔子才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此思想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如孟子就曾说过：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孟子·离娄下》）

在孟子看来，君子与一般人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君子的内心所向不同。君子一门心思全在于仁和礼。仁人爱人，有礼的人尊敬他人。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蛮横无理，那君子一定会反身自问：我一定不仁，一定无礼，否则，别人怎么会如此无礼地对待我呢？假若经过多次自我反省，发现自己待人其实非常的忠心耿耿，而有人仍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我，这时，君子就会说：“这个人不过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罢了，既然如此，那他与禽兽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君子对于禽兽又何必去责备呢？”因此，君子只有一种忧虑，那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像舜那样名垂千史？有了这种忧虑后又该怎么做？答案是：尽力向舜学习就可以了。除此忧虑之外，君子没有其他的痛苦。对于君子而言，不是仁爱的事情不做，不是合乎礼节的事情不做。如果能这样，即便有时遇到飞来横祸，君子也不会由此感到痛苦（杨伯峻，1980，p.198）。

通行本《老子·十九章》曾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于是，后人误认为老子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说。不过，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中出土了3种《老子》摘抄本，其中便有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老子》抄本。通过对郭店村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竹简整理与研究，1998年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了《郭店楚墓竹简》（陈鼓应，2009a，p.5），结果，《老子·十九章》改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老子并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说。事实上，“通观《老子》全书，‘圣人’一词共三十二见，《老子》以‘圣’喻最高人格修养境界，而通行本‘绝圣’之词，则与全书积极肯定‘圣’之通例不合。‘绝圣弃智’一词见于《庄子》后学《胠箧》、《在宥》篇，传抄者据以妄改所致”（陈鼓应，2009b，p.134）。同时，《老子·八章》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主张人与人交往要尚“仁”，可见《老子》并无弃绝仁义之说。郭店简本作“绝伪弃诈”，始知“绝仁弃义”仍为人妄改。“攘弃仁义”见于《庄子·胠箧》，由此可窥见原本“绝伪弃诈”被臆改为“绝仁弃义”，可能是受到《庄子》后学激烈派思想影响所致（陈鼓应，2009，p.134）。综上所论，道家老子也尚仁。并且，由于道家尚自然，而在世界上存在无数以慈生勇的事例，例如，慈母为了子女可以不顾一切地担负起来自生活的任何重担；老母鸡为了保护小鸡，可以奋不顾身地与老鹰搏斗……由是，老子道家尚“慈”。“慈”也是一种仁爱，只不过这种仁爱往往被儒者斥为“妇人之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道两家实质上都尚仁，明白了这一点，秦汉之后的中国哲人在论做人时普遍重视仁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那么，仁的实质是什么？君子怎样在自己的行动中去践“仁”呢？在孔子看来，首先，“仁”的重要内涵之一是“爱人”，这样，一个人若能以爱心待人，也就是在行仁了。因此，据《论语·颜渊》记载，当樊迟问仁时，子曰：“爱人。”其次，“仁”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孝悌”，这样，一个人若能行孝悌，实际上也就是在行仁了。所以，深得孔子思想精义的有子才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第三，仁道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从眼前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重要方法。因此，据《论语·雍也》记载，当子贡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最后，身为仁者还要具备恭、宽、信、敏和惠等五种素质，一个人在做人过程中如果能体现出这五种素质，也就是在行仁了。所以，据《论语·阳货》记载，当“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君子既然具备上述仁的素质，自然不执着于一己之私利，也就愿意“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在与人发生误解或矛盾时，君子自然是反省自己的言行中的不足，这样，才有所谓“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的说法。

与君子相反，小人虽可能也会爱人，不过，他或她一般只是爱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且往往优先考虑的是保全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毫不顾惜他人的利益，这样，小人自然不愿意做“成人之美”的事，相反，喜欢做损人利己的事，即“成人之恶”（杨伯峻，1980，p.129）。小人既然将自己看得如此之重，一旦与他人发生纠纷时，总觉得自己简直是真理与美德的化身，过错都在他人身上，自然只会“求诸人”（杨伯峻，1980，p.166）。

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义”和“利”这一对重要范畴的含义众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对关系密切的含义：（1）当“义”用作指“品德的根本，伦理的原则”之义时，与此相对的“利”一般指“利益”。例如，《孟子·公孙丑上》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赵岐注曰：“义谓仁义，可以立德之本。”又如“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礼记·祭统》），“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淮南子·齐俗》）等等，这里的“义”均指“品德的根本，伦理的原则”（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p.3339）。当“义”用作此含义时，既可以指作为德之一目的“义”，也可泛指“德”。而如《墨子·经上》：“利，所得而喜也。”《正字通·刀部》：“利，害之反。”等等，这里的“利”均指“利益”（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p.361）。（2）当“义”指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时，与此相对的“利”一般指少数人甚至个人的私利。具体言之，在古汉语里，“义”有“利益，功用”之义。例如，《易·乾》：“利者，义之和也。”孔颖达疏：“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墨子·经说下》：“义，利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洪亮吉诂：“按，义亦利也，古训义利通”（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p.3339）。不过，当义利并举时，此时的“义”若指“利益”，一般是指“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即公利，与此相对的“利”一般指少数人甚至个人的“私利”（汪凤炎，2008，pp.344-345）。

做人必然要与“义”和“利”打交道。在孔子看来，从一个人处理义与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其是君子还是小人：一个人若优先考虑的是“义”，那么，他或她就是在做君子；一个人若优先考虑的是“利”，那么，他或她就是在做小人。因此，据《论语·里仁》记载，孔子明确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时，据《论语·阳货》记载，当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可见，在孔子心中，作为君子，“义”的重要性要高于“勇”。其后，孟子、墨子和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夫子力倡的君子“尚义”思想。例如，《墨子·贵义》说：“万事莫贵于义。”《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主张人之所以贵于万物，就在于只有人才独具“义”这一高贵品质。

需要指出，在孔子心中，义和利之间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像后儒如董仲舒所说的那样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关系。据《论语·里仁》记载，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涩泽荣一就认为，这段话并不表明孔子轻视富贵，孔子的本义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过，必须“以道得之”。如果不是合于正当的富贵，则甘愿处于贫贱，所谓“君子固穷”是也（杨伯峻，1980，p.161）；假若是本着正道而得的富贵，则可心安理得地拥有。正由于此，孔子才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由正道而致富，即便是当卑贱的执鞭之人也无妨；如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则宁可贫贱（涩泽荣一，1996，pp.78-80）。这说明，一个人若坚持以义制利的做人方式，那么，他或她就是在做君子。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在当代中国，就是指合乎社会主义法律与道德规范的正当挣钱手法。一个人若眼中见利不见义，“穷斯滥矣”（杨伯峻，1980，p.161），那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同时，正由于君子优先考虑“义”，而小人优先考虑“利”，这样，只有君子才会以道义来团结人，而小人则会为了一时的私利而相互勾结。正如《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礼
 据《论语·阳货》记载，当子贡问：“君子亦有恶乎？”孔子答道：“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这从反面告诉人们，身为君子者一定要做到知礼，待人以礼，切不可不懂礼节。在孔夫子看来，与小人常常“无礼”或虚情假意地按“礼”的方式以待人接物正相反，君子的立身之本在于“礼”。因此，孔子要求想要成为君子的人在平日的修炼中要做到“立于礼”。

在修养君子的过程中，“礼”何以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这说明“礼”在培育君子的过程中作用巨大：一个人若仅注重自己容貌的端庄，却不知礼，就容易劳倦；只知谨慎，却不知礼，就容易流于懦弱；仅有敢做敢为的勇气，却不知礼，就容易盲行而闯祸；心直口快，却不知礼，就容易待人尖刻。“礼”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孔子力倡身为君子者要用礼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以使自己的言行不至于离经叛道。所以，据《论语·雍也》记载，孔子曾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怎样才能做到“约之以礼”？那就是要按《论语·颜渊》所说的，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身为君子者要知礼并能依礼而行的思想为后世儒家所继承。


智
 孔子将“智”作为君子的“三达德”之一，又曾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这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人们，身为君子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智（主要是一种“人事之智”，不包括“自然之智”）。孔子等先哲多主张人的智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同时，又多主张“知而获智”的智慧观，正如《释名·释言语》所说：“智，知也，无所不知也。”这样，身为君子者若想拥有高超的智，必须努力通过学习获取丰富的知识，并将之转换为实实在在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死知识。因此，孔子力倡身为君子者在平日生活里必须做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结果，身为君子者，其能力往往是多方面的，当然就能胜任多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事情，这才有了“君子不器”的说法。同时，君子既然有了丰富的知识，就有能力正确认识自己和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为了使自己能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必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以使自己的言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

与君子不同的是，小人虽可能也多少有些知识，但一定只是“半桶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以为自己是万物的中心，地球都要围绕自己转。顺理成章地，小人就往往不知天高地厚，进而自大、自负、自满、自吹、自我感觉良好，“骄而不泰”（杨伯峻，1980，p.143）；而一旦遇到挫折，犹如飞上天的肥皂泡，飞得越高，跌得也越重，并且是一跌就破，自然也就易自馁、自悲、怨天尤人。他们自然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于是，因“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结果往往会做出损自然而利自己的事情。小人既然太过于看重自己的一己私利，往往就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心情自然也就开朗不起来，结果时常心中“长戚戚”（杨伯峻，1980，p.77）。

也需指出，综观《论语》里的言论，孔子主张身为君子者德与智要并重，不过，孔子论君子的修养的确又更多地从德性方面入手去阐述，这之中隐含“有德胜才方为君子”的思想。此思想经后人的发挥，至司马光而达到极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纪一》中有一段名言：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所严（敬也），而才者人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在仁与智的关系上，司马光不但极其推崇仁与智相统一的思想，而且力主要以德来统帅智。同时，既然“才德全尽”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少之又少，那么，退而求其次，在选拔人才或考核一个人的“业绩”时，转而优先考虑“德”，主张“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就为伪君子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因为一个人的德性较之其才智更难被他人考评出来，重难以考评的德而轻较易测量的才智，就为有些小人作假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再者，聪明才智包括两种子类型：一种是对人伦关系的正确认识和解决能力，即人事之智（朱海林，2006）。这是自老子与孔子以来的中国人都特别重视的一种“智”。它相当于Gardner所说的人际智力和内省智力、美国心理学家Mayer和Salovey等人所讲的情绪智力以及Thorndike所说的社会智力（social intelligence）。另一种是对外在自然和客观世界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解决能力，即在自然科学领域显露出来的聪明才智，简称自然之智或科技之智。虽然它是古希腊以来西方人普遍重视的一种“智”（朱海林，2006），却是儒家一向不重视的“智”，近现代一些中国人是在受到西学的深刻影响后才逐渐重视自然之智的。结果，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往往缺少自然之智。


诚与信
 这里所讲的“诚”，其含义主要有三：（1）真心诚意。《说文·言部》：“诚，信也。”用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的话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这说明，在儒家心中，“诚”本义是诚实不欺或真实无妄，而不是说空话或弄虚作假。（2）恭敬。《广雅·释诂一》：“诚，敬也。”（3）真实。《增韵·清韵》：“诚，无伪也，真也，实也。”（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p.4222）这里所讲的“信”，其含义主要是指“诚实不欺”。《说文·言部》：“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由此可见，在古汉语里，当作“诚实不欺”之义解释时，“诚”与“信”可以互训。当然，若细分，“诚”与“信”有两个重要区别：一是，“诚”与“信”有“内外之别”。“诚”说到底是指个体内心的一种“真实无妄”的状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律令。而从字形上看，“信”从“人”从“言”，指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这表明“信”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律，更容易从一个人的言与行里推导出来。二是，“诚”与“信”在儒家伦理道德谱系上的地位不同。自孟子开始，儒家多将“诚”视作极重要的道德规则，这从《孟子·离娄上》里“是故诚者，天之道也”一语就可见一斑。而如下文所论，“信”在儒家伦理道德谱系里的地位则较次要。

在孔子的言论中没有使用“诚”这个概念，孔子是通过“仁”与“信”来论“诚”的。据《论语·学而》记载，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知己者。过，则勿惮改。”据《论语·为政》记载，当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时，孔子回答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孔子明确将“信”作为君子的重要品质之一。受儒家这一观点的深刻影响，谚语也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是，孔子极力推崇“中庸”德性，并且也重“义”，而《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里说得明确：“行而宜之之谓义。”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里的注是：“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这意味着“中庸”和“义”里都本含有“时中”的思想，这表明，儒家并不将“信”看作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认为“信”要服从“义”，“义”为更高的原则，在“信”与“义”不可兼得这种特殊情况下，提倡人们牺牲“信”而成就“义”。正如孟子在《离娄下》里所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如果一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而只管自己要信守诺言，那就是“小人”，是末等的“士”。孔子的这一思想从《论语·子路》记载的孔子与子贡的下述对话里可以明确看出来：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谱系中的诸德目是有一定的先后次序的，若结合《论语》中的其他言论及儒学常被人称作“仁学”的事实看，孔子将“仁”放在其伦理道德谱系中的首位，而“信”的位置则要低许多，它不但排在仁、义、礼、智诸德目之后，比耻和孝的地位也要低。并且，依孔子的观点，从“信”的角度看，有两种类型的“小人”：一是平日说话习惯于信口雌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者，正如《增广贤文》所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另一是过于迷信“信”，甚至即便牺牲“义”也要守“信”者。

孟子首开儒家重“诚”的传统，至荀子已明确将“诚”视作君子应具备的一种品德。《荀子·不苟》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与此相反，小人既不讲诚，又不讲信，自然只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忠与恕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说明“忠”与“恕”在孔子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孔夫子倡导的教育，其目的在于让人学做“君子”，由此可见，“忠”和“恕”在君子人格里的重要性。

与此相反，小人一般既没有坚定的信仰，又往往缺乏诚心，还习惯于将一己私利置于突出位置，为了谋取一己私利，常常“朝三暮四”，因此，小人一般不依“忠”的法则待人处事。同时，小人不但难以做到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还常常只图自己快活，却不管他人的感受与死活，相应地，小人往往采取“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不地道的待人方式。


勇
 孔夫子将“勇”作为君子的“三达德”之一，其重视“勇”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明确主张：“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孔子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这说明，身为君子者为人必须做到果敢、刚毅、正派、耿直，而不能走邪路或歪路，也不能软弱无能。君子既然能做到果敢刚毅，自然心情开朗，时常心中“坦荡荡”。但是，如上文所论，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可见，在孔子心中，作为君子，“义”的重要性要高于“勇”。同时，孔子之后的儒家对待“勇”的态度有变化，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不太看重勇。如，孟子本人主要提仁、义、礼、智，不太尚“勇”。另一种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非常看重勇。

荀子在继承孔子重视“勇”的基础上，对“勇”作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首先，荀子根据“勇”的程度，将人分为上勇之人、中勇之人和下勇之人，并认为上勇是大智大勇，中勇次之，下勇是匹夫之勇，逞一时之快。《荀子·性恶》说：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正道之意），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其次，荀子根据“勇”的性质，将人分为狗彘之勇者、贾盗之勇者、小人之勇者和士君子之勇者。《荀子·荣辱》说：

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最后，荀子根据德行，将人分为通士、公士、直士、悫（què，诚实、忠厚）士、小人五种。这实质上是在君子与小人的划分基础上，将君子分成四种，并与小人相对；同时，较具体地指出每一种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增强了可操作性（杨春晓，1997）。《荀子·不苟》说：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中庸
 儒家深深地认识到，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相应地，做人也就不能死守规则，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制宜，找到一个恰当的应对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能以“时中”的方式去待人接物，那就是君子。反之，做事不彻底，“适可而止”；做人模棱两可，是非不分，庸碌无能和俗气，这就是在做小人（冯友兰，1996，pp.55-72）。因此，据《中庸》记载，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那么，何谓“中庸”呢？

据冯友兰的概括，后人对中庸思维主要有4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中”是不彻底。如一事有十成，用“中”的人做这件事大概只做五成。若做四成，就是不及；若做六成，就是太过。所谓“适可而止”，就有不彻底之义。第二个误解是：“中”有模棱两可之义。如，对于某事有两种相反的意见，用“中”的人一定以为这两种意见都对都不对，于是，他把两方面的意见先打个五五折，然后参酌两方面的意思，而取一个折中的意见。所谓“执两用中”、“折中”或“两面讨好”就是此义。第三种误解是：庸是庸碌之义。以为儒家教人行庸道，是叫人庸碌无为，不敢有所作为。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第四种误解是：庸是庸俗之义。关于艺术方面的创作或鉴赏，是所谓雅事，行庸道的人多认为这些雅事是“雕虫小技”，做这些雅事会使人玩物丧志。行庸道的人所做的事，或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往高处说，不过是些“伦常日用”；往低处说，几乎都是些柴米油盐之类的事，使得中国人较西方人要俗。

在指出误解的基础上，冯先生对中庸思维澄清道：其实，“中庸”一词里本无上述含义，所谓做事不彻底、遇事模棱两可、庸碌无能和俗气之流，正是儒家非常痛恨的乡愿之流。何谓乡愿呢？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尽心下》解释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用今天的话说，乡愿就是所谓的老好人，这种人的行为与中庸之道貌合神离，很能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所以，是德之贼。对于中庸思维的明确论述，至少可追溯至孔子。据《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句话表明孔子非常推崇“中庸”。据《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可视作孔子对“中庸”的隐晦解释。除此之外，遍读《论语》，其内并未记载孔子直接解释“中庸”一词含义的言论。对于“中庸”一词的解释，最著名的要数北宋著名学者程颢和程颐。据《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七》记载，二程兄弟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稍后的朱熹极其推崇此解释，不但将之原封不动地移至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里，而且他对“中庸”这一书名的解释基本上也是复制了二程兄弟的上述思想。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可见，“中”的本义是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也就是恰到好处之义。过与不及都不是恰到好处。例如，用“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之语来形容一个人长得好，就意味着此人的高低肤色等均是恰到好处的。恰到好处就是“中”。这样，“中”没有不彻底之义。假若一事有十成，做至十成才是恰到好处，才是“中”；做了九成是“不及”，做了十一成是“过”。“中”里也无模棱两可之义。若甲、乙对做某事各有一意见，在这两种意见中，如果甲的意见正是做此事最恰当的方法，那么，他的意见就是合乎“中”的，自不必也不能将其打对折。假若乙的意见不合乎“中”，即使打对折，仍是不恰当的。真正持中庸的人断不会这样做，而只会采纳甲的意见。同时，“中”里也没有“两端”或“中间”之义，在儒者看来，各执一端与专执其中都是有失偏颇的，他们非常反对这种处事态度。在儒者心里，“中”是相对于事和情形说的，“中”会随时变易，要真正做到中庸，必须有权变思想，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君子而时中”。“时中”，也就是随时变易之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如南宋陈淳在《北溪字义·经权》里所说：“权，只是时措之宜。‘君子而时中’，时中便是权。天地之常经是经，古今之通义是权。问权与中何别？曰：知中然后能权，由权然后能中。中者，理所当然而无过不及者也。权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当然，无过不及者也。”可见，一个善守中庸的人，就是既要固守中正之道又能敢于打破常规的人，以便将面临的不同事情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冯友兰，1996，pp.55-72）。因此，《二程遗书·二先生语六》说得好：“惟善变通，便是圣人。”


文质彬彬
 孔子以文与质对举。“质”指人直接得之于自然的先天素质，“文”指人后天习得的素质。据《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认为一个人若朴实多过文采，就显得有些粗野；若文采胜过朴实，又有虚浮之嫌。只有文采与朴实相互协调的人，才可称得上君子。可见，“文质彬彬”是形容一个人既文雅又朴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一种修身境界。此观点与今天讲的自然美与素养美要相结合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孔子的这一主张为后世学者发扬光大。如《孟子·尽心上》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认为人的身体相貌是天生的，一个人即便天生丽质，假若其心灵不美，这种外在美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只有通过自己的修身养性，用素养美来充实自然美，使自己兼顾心灵美和外在美，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圣人。程颐主张一个人若是“君子”，其“文”与“质”就要相互平衡，而不能“文过质”。《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十一》说：“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莫之与长。”综观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相对而言，儒家似乎更注重“文”，而道家又好像更在乎“质”。不过，“文质彬彬”的观点对当代中国人的做人方式乃至于当代中国的德育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它告诉人们，在做人时要将自然美与素养美结合起来，不能厚此薄彼。


和而不同
 用作处理人际关系准则的“和”，本是指要于不同意见或不同个性中谋求一种“执中”或和谐的状态；而“同”则是指抹杀不同人的个性来谋求无差别的、单一性的一致。这样，所谓“和而不同”，指交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与合乎情理的个性爱好，在此基础上再寻求和谐统一的人际关系；而不能以强者为中心，抹杀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的人格与个性。与人交往要做到“和而不同”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晏婴就以烹饪菜汤和演奏乐曲为例来说明“和”的含义及其与“同”的区别所在，并以此为喻来阐明“和”（不是“同”）是正确处理君臣关系（实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的准则。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据（人名）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要做好一种汤，必须由厨师来调配好酱、醋、盐、梅等调料；要弹奏出一曲好音乐，也只有先将各种声音调配得当才可。若只是往水里再加水或只有单一的音调，此种汤“谁能食之？”此种乐“谁能听之？”晏婴认为，“和”与“同”的差别也正如这两种汤和乐的做法不同一样，即“和”具有将多种不同因素、不同成分以一定的比例调成具平衡、协调、和谐关系的“新”事物之义，是“以他平他”；“同”只是将无差别的单个因素、单一成分简单相加而已，是“以水益水，水尽乃弃之，无所成也。”（徐元诰，2002，p.470）。正如《国语·郑语》所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国语·郑语》）

孔子继承上述思想，明确主张将“和而不同”作为君子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所以，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了做到“和而不同”，孔子提倡委屈寸而伸张尺的做法。孔子说：“诎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为之也。”（《尸子》卷下）


谦虚
 综观《论语》，孔子只有一次提及“虚”字。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曾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乎。”这里的“虚”指“空虚”，并无“谦虚”之义。并且，《论语》里并没有出现“谦”字。这表明孔子基本上没有从正面明确将“谦虚”视作君子必须具备的美德。不过，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据杨伯峻的解释，“孙以出之”的含义是：“用谦逊的言语说出它”（杨伯峻，1980，p.166）。孔子也曾明确说道：“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同时，《论语》里记载了一些孔子按谦虚的方式去做人的言论。例如，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的学生子贡马上就说，这是“夫子自道也”。“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些言论描绘出的是一个何等自谦的孔子！并且，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非常推崇《周易》的思想包括其中的做人之道，而《周易·谦》里明确有“谦谦君子”一语。这也间接说明孔子实际上是将“谦虚”视作君子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的。毕竟，据《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说明孔子所推崇的君子式做人风格往往具备重践行而轻言说的特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孔子力倡不言之教。更重要的是，据《论语·学而》记载，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综合这几方面的证据，得出以下结论应该不会脱离孔子的原意：孔子本人尽管未从正面明确将“谦虚”或“谦让”视作君子宜备的心理素质，不过，从其提倡“谦逊”而反对“骄”的为人方式及身体力行“谦虚”的做人方式看，孔子实际上将“谦虚”视作君子必备的心理素质之一。为什么“谦虚”是君子所拥有的心理素质之一呢？因为君子富有知识，清楚地认识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自然也就能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别人的优点，进而会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来待人处世。正由于此，中国喜爱竹子的文人较多，原因之一便是因为竹子是中空的，文人以此暗喻自己要虚心待人接物。与此相反，小人不知天高地厚，常常夜郎自大，也就经常目中无人，“骄而不泰”。

顺便指出，老子道家继承前人尚“让”与“俭”的传统，优先看重慈爱、节俭和谦虚等三种美德。《老子·六十七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六十六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体——儒学与道学——都主张要谦和待人。


自强
 在孔子看来，君子既时时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为了一步步地尽可能使自己朝着更为完善的方向发展，自会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做到自强不息。孔子本人就是一个践行“自强”的良好榜样，因为他一生都能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据《论语·述而》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并且，孔子所推崇的《周易·乾》里有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受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影响，“自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元素，由此使得汉语里大凡蕴含有自强色彩的词语，如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自救等，往往也多具褒义。为了做到自强不息，孔子主张君子要善于根据不同的生理心理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修养自己的品行。据《论语·季氏》记载，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同时，据《论语·季氏》记载，孔子要求君子必须做到“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与此相反，小人在平日往往缺乏恒心与毅力，又不善于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故而不善于自强不息。结果，小人在行事时，一旦得势，往往弹冠相庆；一旦遭受挫折，常常心灰意冷，怨天尤人。

4.1.3 后人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继承与发展

自孔子明确提出“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后，儒、道、墨、法诸家对它都有所继承或发展。

后儒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对孔子君子人格的继承，除了上文已有的论述外，孟子还有一大贡献：不但明倡“君子”人格是一种独立人格，还提出了衡量此独立人格的三条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如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下》里说：

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与民由之，推其所得于人也；独行其道，守其所得于己也。淫，荡其心也。移，变其节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战国之时，圣贤道否，天下不复见其德业之盛；但见奸巧之徒，得志横行，气焰可畏，遂以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观之，是乃妾妇之道耳，何足道哉？”

杨伯峻曾说，按之《论语·泰伯》：“立于礼。”《孟子·尽心上》：“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公孙丑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告子上》：“义，人路也。”诸语，朱熹所释，最能探得孟子本旨。这说明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人格既是一种标准的君子人格，也是一种独立人格。此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语就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座右铭。


荀子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继承与发展
 通览《荀子》一书，便知荀子非常推崇君子人格，对它有所继承与发展，这在上文已有一些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如下证据：

第一，《荀子》中有“君子曰”（见《荀子·劝学》）、“士君子”（见《荀子·非十二子》）之类的说法。

第二，《荀子》开篇《劝学》便主要是阐述成“君子”之道的方法。

第三，《荀子·不苟》几乎通篇都在阐述君子之道以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第四，荀子对君子人格养成的一大贡献在于他首次明确提出了“君子之学”，用以反对“小人之学”，这在下文有详论，此处不多讲。


其他儒者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继承与发展
 自孟、荀之后，其他儒者也多继承了孔子的“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如，《大学》的作者对君子人格推崇备至，并对培育君子的方法作了最系统、最经典的阐述。又如，西汉末期的思想家扬雄（前53—18）曾撰写一部“主旨在于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汪荣宝，1987，p.1）的论著《法言》，在《法言·学行下》里，扬雄声称：“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在《法言·君子》中，扬雄有多处探讨君子或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挥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称也。”

或问：“君子之柔刚。”曰：“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

或问“君子似玉”。曰：“纯沦温润，柔而坚，玩而廉，队乎其不可形也。”

君子好人之好〔注：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注：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恶〔注：我恶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

君子忠人，况己乎？小人欺己，况人乎？

其他流派的学人也认可“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

除儒家外，其他流派的一些学人也认可“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

道家的老子本曾给予君子以正面、积极的形象，提倡君子作风。《老子·三十一章》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其中，“君子居则贵左”与儒家经典《左传·桓公八年》中“楚人上左，君必左”相一致，与春秋时期诸国多“以右为上，左为下”的礼仪是不同的（杨伯峻，1990，p.122）。同时，老子是反对随意发动战争的，也反对好战分子，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的否定方式，来阐述“兵”的不详，正好从反面表达出他对“君子”的肯定（李宗桂，1988，p.276）。受老子和孔子的影响，《庄子·马蹄》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这表明庄子对君子也是欣赏的（李宗桂，1988，p.276）。

墨家也重君子。《墨子》中不但在《墨子·亲士》、《墨子·修身》有“君子”的称呼，而且在论及君子时，多用褒义的句子。如，《墨子·修身》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当然，《墨子》里也有对“士君子”的批评语。如《墨子·尚贤下》说：“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

法家也重君子。《韩非子》一书有33处言及君子，其中一些都是以肯定的口气来议论的（李宗桂，1988，p.276）。如《韩非子·解老》说：“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韩非子·安危》说：“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

小结

综上所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是“君子”。这种君子人格是由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儒、道、墨、法诸家人生哲学相互碰撞、相互渗透而熔铸出来的（李宗桂，1988，pp.274-275）。更重要的是，君子人格不仅仅停留在一些先哲的言论中，更体现在其做人风格上；换言之，在中国古代，有一些人一生都在践行君子人格，并且，最终也让自己真正成长为一名“君子”。可见，孔子的“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经过历代学人尤其是儒家（也包括道、墨、法等诸家）学人的不断弘扬，并随着孔子儒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对后世中国人的做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许多中国人的做人风格。

4.1.4 培育君子人格的方法

《周易》论培育君子的方法

一是通过在日常生活里践履的方式修身。《周易》认为美德的养成依靠一种习惯，需要君子从一点一滴的善事做起，善事做多了，好的品德就自然修成了；而坏事千万不能做，如果不注意防微杜渐，小恶必积累成大恶。“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周振甫，1991，p.126）“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经·系辞》）为此，《周易》主张君子修德应体现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之中。《周易·乾卦·文言传》说：“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周易》又说：“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周振甫，1991，p.103）同时，《周易·大壮卦·象传》说：“君子以非礼弗履。”认为君子没有正当的理由，成熟的考虑就不要贸然行动。《周易·蒙卦·象传》说：“君子以果行育德。”认为君子只要采取行动就应果断不迟疑。

二是通过自我反省的方式修身。《周易·蹇卦·象传》说：“君子以反身修德。”《周易·晋卦·象传》说：“君子以自昭明德。”

三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具体做法之一便是要效法往圣先贤。《周易·大畜卦·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主张君子要多加学习前辈的良好知识经验和卓越行为。同时，要做到言而有信。《周易·系辞传上》提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认为言语行动是作为君子的关键，将影响到君子或荣或辱的名声，因此必须要谨慎对待。《周易·乾卦·文言传》关于“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这样说的：“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表明言信行谨是君子必备的重要品质之一。

四是君子要学会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与需要。《周易·节卦》告诉人们，事事都有一定的限度，不宜过分，君子要做到“安节”和“甘节”，乐于节制自己的行为，不能放纵自己。《周易·损卦·象传》说：“君子以惩忿窒欲。”可见，《周易》主张君子要适当控制自己过激的情绪或者贪婪的欲望。

五是君子要以困境磨砺自己的意志。《周易》认识到，君子的命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身处困境的时候常会遇到“有言不信”的窘境，不过，困难正是辨别一个人是否拥有良好品德的好机会，即“困，德之辨也”；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困境来磨砺自己的意志，且“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孔子论培育君子的方法


提倡由礼修德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认为人只有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规范自己的各种言行，才能达到“仁”的道德修养境界。依《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认为，由礼修养道德的具体做法就是要做到“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勿”观不但言简意赅，而且合乎实际，也颇易行。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若果真做到这“四勿”，不但利于修德，而且也易于静心。正由于此，孔子的“四勿”观受到后儒的推崇。如，王廷相在《雅述上篇》里曾说：“《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克去己私，是教人动而省察之功也。能如是，则己克而一私不行，可以妙物来顺应之用矣。圣人养心慎动之学莫大于此。”

当然，孔子的“四勿”，假若不能正确把握其实质，简单地将之教条化，就会成为吃人的礼教，束缚人的心灵，让人变成像契诃夫（А.Chekhov，1860—1904）所说的“套中人”。但是，正如王安石《礼乐论》所说：

非礼勿听，非谓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聪也；非礼勿视，非谓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乱吾之明也；非礼勿言，非谓止口而无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辞也；非礼勿动，非谓止其躬而不动，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气也。

这表明，若像王安石那样理解，那么，“四勿”之说中潜藏的让人消极躲避外物的思想就被彻底去掉了，变成了鼓励人们去看、去听、去言、去动外物，只是要凭“良心”去看、去听、去言、去动外物，只是不要被外物（即贪欲）迷惑了自己的心智（贺麟，1988，pp.288-293）。

同时，在克制需要方面，孔子还开了阶段节欲法的先河。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人生可分为年少、年壮、年老等三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最可能危及身心健康的心理问题，君子要根据每个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不同特点，抓住最可能危及身心健康的心理问题，将它们一个个排除掉，就能顺利渡过危机。具体做法是：年轻的时候，血气未定，要克制自己，莫迷恋美色；年壮的时候，血气旺盛，要克制自己，莫争强好斗；年老的时候，血气已经衰弱，要克制自己，莫贪得无厌。


通过行忠恕之道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孔子认为，道德有消极与积极之分。积极意义的道德是“忠”，《论语·雍也》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道德未必每个人都有条件来实行。消极意义的道德是“恕”，它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谁都可以做到。所以，当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时，孔子就说，大概是“恕”吧，只言“恕”而不讲“忠”（杨伯峻，1980，p.167）。这说明在孔子心目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两种修德养性的方法。


环境熏陶法
 它指让个体生活在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意蕴的环境中，通过具有高尚道德意蕴的环境来熏陶个体的心灵，以潜移默化地发展、激活或唤醒个体的良心，久而久之，就能使个体也成为一个品德高尚人的方法。孔子非常重视环境熏陶法。据《论语·里仁》记载，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之。”表明孔子已认识到社会风气对个体心理素质具有重要影响。据《论语·季氏》记载，孔子也注意到个体的品行受其周围伙伴的影响巨大，故曾告诫弟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身教法
 也叫“不言之教法”，即今人讲的榜样示范法。它指教育者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向受教育者示范或利用榜样人物的言行向受教育者示范，以引起受教育者情感上的共鸣，激发受教育者有意无意地接受并模仿示范者（榜样），使受教育者产生与示范者相类似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很注重身教法，认为一个人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此，他主张“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而据《论语·阳货》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表明孔子赞成用身教法来育人。为了提高身教的效果，孔子又主张要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个性发展特点而灵活运用言教或不言之教：“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为后世儒者所普遍继承。榜样示范作用现被社会学习的理论的实验所证实。


改过迁善法
 它指个体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品行上所犯的错误，就要及时予以改正，以便提高自己品行修养的一种育德方法。孔子认识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主张个体要勇于通过自我批评与自我责备的方式来改正自己的错误，达到提高自我品德修养的目的。《论语》中有多处言论记载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如《论语·学而》说：“过则勿惮改。”《论语·卫灵公》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以自身经验进行现身说法：“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当然，孔子也认识到要做到这点很难，因此，据《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曾发出感叹：“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意即，算了吧！我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便自我责备的。另外，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主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认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是善于作自我批评的，他们多半能认真检查自己在品行上所犯的错误并及时予以改正。《论语·子张》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小人之过也必文。”通过对比“君子”与“小人”对自己错误的不同处理方式，同样赞成个体在修德时要勇于改过自新。


自省法
 它指通过反省自己的言行来提高自身的品性修养，达到修身养性目的的方法。大致说来，孔子论及两种自省法：一是内省式自省法，二是观照式自省法。这两种自省法既有相通之处也有细微区别。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是，都要经由修养者自己的自我内省才能实现。不同之处是，相对而言，前者可以无明确的外在标准，全凭修养者的良心为判断标准进行自我反省；后者是依据一外在的参照标准进行自我反省。

（1）“吾日三省吾身”：内省式自省法

内省式自省法，指个体通过自我反省的方式来对自己的品行进行反省，以便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的一种修德方法。此法由孔子最先提出。据《论语·颜渊》记载，“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认为一个人若想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就要时常自我检查自我反省，找出缺点并加以改正，以便做到事事都能问心无愧。受孔子影响，其后很多学者和政治家大都提倡用此法来自评。如，据《论语·学而》记载，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反省自己，找出自己言行上的不足并改正之，慢慢地自己的品性也就得到提高了。

内省式自省法的优点是针对性强，易深入而细致地开展，易激发道德修养者本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可随时随地进行，易提高道德教育和道德学习的效果。但是，它得以实现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自我反省者本人要有较完整而清晰的道德自我，否则，此法就不易施行。像儿童，其道德自我尚处于萌芽或初始发展阶段，就不宜采用此法来修德。所以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若超出其范围而强行为之，易流于形式。

（2）“见贤思齐焉”：观照式自省法

观照式自省法，指自己以他人为镜进行自我观照，以检验自己德行高低，以便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的一种修德方法。据《论语·里仁》记载，孔子明确提出了观照式自省法，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里，“贤者”和“不贤者”是个体进行自我反省的外在判标，个体将自己的言行与贤者和不贤者的言行进行相互观照，看看自己有没有与贤者类似的优点或是和不贤者类似的缺点。孔子的这一自评法为其后多数儒家所继承。

观照式自省法有一定的外在标准，相对于内省式自省法而言，它更易施行，因它尽管也需要反省者本人具有一定的道德自我，但其要求较之内省式自省法要低得多，所以它的适用范围更广；并且，也具有针对性强和易深入而细致地开展等特点。当然，作为一种自省法，它毕竟还是需要反省者本人的道德自我必须能达到一个最低的限度，即见到贤者或不贤者均能“幡然悔悟”，若是“无动于衷”，此自评法就难以实行。再者，它需要一定外界刺激来激发修德者自评，相对于内省式自省法而言，此法多少带有一点被动色彩。

还需指出，此种以他人为镜来达到认识自我的方法，在西方也有悠久的历史。因为在英文中，“人”（person）这个字的古字，远在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时代的文献中，就有面具（mask）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在一幕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人”是时时注意着自己在一群人中的地位，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的（李心天，汤慈美，2009，p.83）。即使现在，这种方法在西方仍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学者Cooley曾提出“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理论，依Cooley的解释，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自我”必须时时将自己投射于对方，然后从对方的立场，将他人当作一面镜子，反射性地看出他人对自己的期望与评价，再做出最适当的行动，这种“反身角色扮演”（reflexive role-taking）就叫“镜中我”，它是社会互动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可见，“镜中我”指人们通过观察别人对自己的行为反应而形成的自我概念。人们正是从他人对自己的言行中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帮助自己认识自我形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调节自己的种种活动，简言之，人们正是以他人的看法为镜子而认识自己的。用Cooley的话说：“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Cooley，1989，pp.108-109）歌德（Goethe）的戏剧《托尔夸托·塔索》里也有类似的著名台词：“只有在人中间，人才能认识自己；只有生活才能教会人去认识自己。”可见，观照式自省法是一种正确认识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品德的方法。

孟子论培育君子的方法


寡欲养心法
 寡欲养心法，指一种通过节制自己的需要来保养和发展自己的善心，从而达到促进身心健康目的的方法。这是孟子首次提出的一种养心方法，是孟子对养心法的一大贡献。孟子认为“养心”的最好办法是“寡欲”。孟子在《尽心下》里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在这里，孟子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养心”的捷径：“养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只要“寡欲”即节制人的非分之欲，就可以做到。一个人只要贪欲减少了，善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就会发扬光大。至于寡欲的具体做法，孟子的观点与孔子的“四勿”做法类似，所以，《万章下》里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孟子在《尽心下》里又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在孟子看来，口想要吃美味，眼想要看美色，耳想要听美声，鼻想要闻美味，四肢想得到安逸，这些需要都是人天生就有的，不过，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它们，却属于命运，因此，君子不认为它们是人的天性之必然，从而不会去强求。仁在父子之间，义在君臣之间，礼在宾主之间，智慧对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都是极重要的，但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属于命运，但也是天性的必然，所以，君子不认为它们是命运使然，因而努力去顺从天性，求其实现。由此可见，孟子对于人的需要还是较宽容的。


养“浩然之气”法
 根据《孟子·公孙丑上》的记载，对孟子而言，修德就是要保养“浩然之气”（正气），因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巨大，而人的精神意志是“气”的统帅，能够主宰“气”的活动，所以，个体要想身心健康，就必须做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于是，孟子又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杨伯峻，2005，pp.62-66）：

一是，“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主张这种“气”必须与正义和道理相配合，否则，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二是，“集义所生”。即不断积累正义的行为，就可得到这种浩然正气；反之，偶然的正义行为是得不到这种浩然正气的。

三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认为只要自己的行为中有一件事在心里感到欠缺，这种“气”就会变得很乏力。

简言之，即凡事要从儒家的道义出发，才能做到心地荡然，不存邪念，这样就能使个体保持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状态。


内省式自省法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也赞成内省式自省法。于是，当有人横暴无理时，孟子提倡人们先要善于通过自我反省来找出自己言行上的缺失。《孟子·离娄下》说：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荀子论培育君子的方法


主张通过“学”而成为君子
 荀子从其“性恶论”出发，相信君子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的。于是，荀子继承孔子重“学”的传统，主张个体要通过“学”而成为君子。《荀子·劝学》说：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为了提高“学”在成就“君子”时的效果，荀子主张“君子之学”，反对“小人之学”。《荀子·劝学》说：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由此可见，荀子所讲的“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明显差异主要有：第一，二者的学习过程有差异。“君子之学”主要指“知行合一式学习”，“小人之学”指“知行分离式学习”。在荀子看来，成就君子的学习过程分为道德认识、道德内化、道德行动三个阶段。个体先通过耳闻目见获得道德知识及相应的道德认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内化过程将之转换为个体的道德品质并内存于心，最后个体身上所具备的道德品质自然会支配人的一切行动，使之合乎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此时的个体就由原先的自然人发展成君子了。与此相反，假若一个人通过道德学习后仅只知道和能说出一些道德规则，而没有内化，那就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成就君子的道德学习，而只是“小人之学”，其结果只能制造出“知而不行”或“空话连篇”的伪君子或小人（刘丽，2001）。第二，二者所学内容有差异。“君子之学”主要学习“成就君子的知识”，“小人之学”主要学习“成为小人的知识”。第三，二者的学习目的不同。“君子之学”的目的是“为己”，即旨在“以美其身”。因为“君子之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一些有关“成就君子”的知识，并且，其学习方式是知行合一的，这种学习才是对个体身心发展有益处的，即能“美七尺之躯”。此种学习的一般目的是让人成为“君子”，最高目的是培育“圣人”。与此相反，“小人之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一些有关“做小人”的知识，并且，其学习方式是知行分离、言行不一致的，这种学习自然无法对个体身心发展有益处，其目的只是“为人”，即旨在“做给他人看”。


环境熏陶法
 荀子看到了环境（尤其是人文社会环境）对个体身心的巨大的影响，主张已成年的个体要善于选择良好环境来熏陶自己的性情，帮助自己逐渐成长为一名君子。所以，《荀子·劝学》说：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明确主张由礼修德
 《荀子·修身》说：“扁善之度，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这里“扁”读为“辨”，“言君子有辨别善之法，即谓礼也。言若用礼治气养生，寿则不及于彭祖，若以修身自为名号，则寿配尧、禹不朽矣。”（王先谦，1988，pp.21-22）可见，在荀子看来，由礼修德来理气养生，虽不能达到最佳的养生效果（结果不能像彭祖一样长寿），却也是极有效的。于是，荀子将孔子提倡由礼修德养生的思想明确化，主张：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由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志意修则骄宝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荀子·修身》）


相信“养心莫善于诚”，并提倡慎独
 荀子主张以诚修心，相信“养心莫善于诚”，进而，在修德方法上，荀子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明确修德者要做到“慎独”。“独”，据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里的《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讲，指“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慎独”，指个体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于律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能不违背道义。慎独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的经典中式方法，也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崇高境界。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很能说明慎独的境界。东汉杨震调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昌邑。碰巧，昌邑的县令王密是杨震昔日的门生，曾受过杨震的举荐之恩。王密听说恩师路过昌邑，为了知恩图报，于深夜带着十斤钱币的礼物去拜访杨震。杨震谢绝了王密的礼物。王密说，现在已是深夜，无人知晓，还是收下吧。杨震答道，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无人知晓？王密听到此话，惭愧地走了（范晔，1965，p.1760）。“慎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诗经》里就蕴含有这种思想。《诗经·大雅·抑》曾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提倡一个人即使在独处时也不要起坏念头。不过，据现有文献记载，“慎独”一词最早出自《荀子》。《荀子·不苟》说：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主张个体通过内省式自省法与观照式自省法修德 荀子继承孔子思想，也主张个体通过内省式自省法来修德。荀子在《劝学》里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并且，也赞成个体通过观照式自省法来修德。《荀子·修身》说：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提倡一个人在见到善的行为时，要端端正正地反问自己；见到不善的行为时，要兢兢业业地检讨自己。通过观照式自省，假若发现善良的行为自己已具备，就坚定不移地珍视它；如果发觉自己已有不善良的行为，就要如同受到灾害似地痛恨自己，直到改正为止，慢慢地自己的品性也就得到提高了。


兴趣陶冶法
 荀子继承孔子思想，明确提出了兴趣陶冶法。如上文所引，《荀子·修身》曾说“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神一好”，认为大凡理气养心的方法，没有比拥有某种爱好更神妙的了。其后人们主张君子要通过读书、学音乐、学绘画与养花等方法来陶情冶性，都是荀子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大学》论培育君子的方法

至《大学》时，儒家对培育君子的方法作了最系统、最经典的阐述，这便是著名的“八条目”：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里的注称“三纲领八条目”“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朱熹，1983，p.4）。这显然是继承了二程的观点。二程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何谓“格物、致知”？按朱熹的注，《大学》里释“格物、致知”的原文已失传了（朱熹，1983，p.6）。朱熹“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何谓“诚意”？《大学》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何谓“正心修身”？《大学》说：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何谓“修身齐家”？《大学》说：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何谓“齐家治国”？《大学》说：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何谓“治国平天下”？《大学》说：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里曾说：

八条目虽似平说，其实，以修身为本。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小人不知其身之大而无外也，则私其七尺以为身，而内外交修之功皆所废而弗讲，圣学亡，人道熄矣。（熊十力，2006，p.83）

可见，“八条目”实是君子用以修身的。其中，“内圣”主要是就个体修养的成就而言，包括“致知”、“格物”、“诚意”与“正心”等四种内修条目，正如朱熹的注所说：“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个体只有对善有深刻的领悟与持久的修为才能达到“内圣”。“外王”主要是从人的社会功用而言的，它要求一个人要将自己修得的善推广到外在社会，它包括“齐家”、“治国”与“平天下”等三种外修条目（冯友兰，1996，p.708；熊十力，2006，p.83），正如朱熹的注所说：“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八条目”之间关系如图4.1所示：

[image: ]


图4.1 《大学》“八条目”之间关系示意图

来源：熊十力，2006.

自此之后，中国人论修养君子的方法，大多是对《大学》“八条目”的一种“发挥”，再无大的创见。

4.1.5 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简要评价


它是一种具有典型儒家文化特色的人格类型说
 之所以认为“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是一种具有典型儒家文化特色的人格类型说，主要依据有三：

第一，它的首倡者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作为一种人格类型说，“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不但是由孔子首次明确提出来，而且依据《论语》的记载，孔子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已有较系统而清晰的论述。

第二，它的主要传承者是儒家子弟。“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自孔子提出后，受到历代儒家子弟的重视，有很多大儒在其论著里都阐述或发扬了“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例如，扬雄在《法言》中有《君子》专篇探讨“君子”与“小人”。

第三，它典型地体现出儒学重“德”的文化精神内核。“君子”主要指“有德者”，“小人”主要指“无德者”，而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德”的主要判标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思想，因此，“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典型地体现出儒学重“德”的文化精神内核。


它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格类型说
 之所以认为“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格类型说，主要依据也有三：

第一，它持续的时间长。“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自孔子提出后，至清代灭亡为止，在2500年左右（孔子生于前551，死于前479年）的漫长岁月里对中国人的做人理念与做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它的影响范围广。“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自孔子提出后，不但对后世儒家子弟的做人理念与做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其他流派的子弟甚至广大民众的做人理念与做人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君子”与“小人”二词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词汇，并且沿用至今。

第三，它的精神内核至今仍有旺盛生命力。如果能够对“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内涵与判断标准作现代诠释与转换，那么，它对于今人重塑新型“君子”式做人理念与做人方式，剔除“小人”式做人理念与做人方式，对于当代中国落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依孔子等人的言论，君子一般是用“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张岱年语）的思想来处理天人、人我、身心和主客我的关系，这样，君子人格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仁爱、平等、尊重、宽恕等人格特质，且具有共生取向、和谐发展的独立人格。既然如此，界定和培育新型君子人格就是在当代中国人格教育和德育心理学研究里落实和谐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

它主要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有待实证科学的检验 用现代心理学眼光进行观照，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是缺乏实证依据。因为孔子等人主要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思辨和“简单枚举归纳法”等方法建构出其人格类型学说，基本上没有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像问卷法和测量法等）和科学归纳推理。




 [1]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汪凤炎，郑红.（2008）.孔子界定“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十三条标准.道德与文明，4，46—51.（2）汪凤炎.（2006）.“德”的含义及其对当代中国德育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4（3），11—20.（3）汪凤炎.（2004）.古代中国人心中的“我”及其启示.心理科学，27（2），374—375.（4）汪凤炎.（2001）.尚“和”：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34（1），106—112.（5）汪凤炎，郑红.（2009）.“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104—110.撰稿人：汪凤炎。


4.2 道家人格
 
[1]



长久以来，中国文化就显现出了儒道互补的特征，这无论是就中国哲学的主干，还是就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或是就中国人人性心理行为的特征而论，都是如此。但与儒家以伦理道德思想见长相比，道家则以其宇宙论、哲学本体论为特色（许抗生，1994），其以独特的思辨视角和人文底蕴，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形塑了中国人人性心理行为层面的一些核心内容（如天人合一）以及潜在的价值预设（如不好争端）。就文化学视角而论，人格其实就是个体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也即文化人格，它是指个体在接受特定文化熏陶时，通过对特定文化的内化以及个体社会化之后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表现为气质性格、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杨秀莲，2007）。在影响民族性形成的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核心内容，往往体现了浓厚的儒家色彩，如尊理性、主中庸、崇德化等（孙本文，1946，pp.274-275）。沙莲香等发现，中国人具有14项人格特质，包括仁爱、气节、侠义、忠孝、理智、中庸、私德、功利、勤俭、进取、实用、嫉妒、欺瞒，而忠恕、中庸、务实三个核心人格特质均具有儒家文化的典型特征（沙莲香，1989，p.70）。但中国人的许多性格特征，如辩证不极端等又深受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体现了道家对中国人人格特征的“预设”和塑造。

然而，在传统文化大变革及各种文化间不断冲突和融合的当代，道家思想文化“沉淀”于中国人之人性心理行为层面的一些典型特征，到底促进还是妨碍、适应还是未能适应国家现代化的经济运行方式？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走得如此艰难，以至历经数千年风雨的冲刷而基本格局丝毫未变（张宏杰，2008，p.257）。但在中西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激战中，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的性格及行为模式将不得不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文化要求（殷海光，2002，pp.54-55）。许多学者积极回应了因文化冲突引致的中国人的人格调适，由此形成了改造中国人国民性的一波浪潮，其中尤以鲁迅先生的论述最全，影响也最大（杨正润，2009，p.1），其所述的中国人的奴才性格、面子观念、看客心态、盲目自大以及麻木、卑怯、自私、保守等人格特征，至今仍令人无比汗颜，而阿Q精神中包含的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性格特征也尤令人触目惊心。时至今日，尽管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现代化所需的人的素质现代化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非常有赖于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因为现代化毕竟最主要的还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邓晓芒，2007）。从根本上讲，任何人都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但最终收获的往往是失败和沮丧，究其原因，是因为“现代化的机构和组织原则、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要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决不能容忍为传统人所广泛具有的那些特征”，而是需要这些国家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殷陆君，1985，pp.1-13）。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如火如荼的进程中，有关中国人人性心理行为特征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契合性问题，在近些年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如石首事件、毒奶粉事件等）中不断呈现了出来，这也使得中国人人格现代化问题再一次成为了各学科研究者迫切需要关注的议题。就人格心理学而论，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形态、人格原型、人格结构、人格模式、人格变动机制，深入探究其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契合程度，既是对社会现状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是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迫切要求和未来研究方向（黄希庭，2007，pp.49-50）。而要回答道家人格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就须得弄清楚道家人格是什么，其结构怎样，这也正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

4.2.1 道家人格

“道”的涵义

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道”是道家这一思想文化体系的最高范畴。按《新华字典》和《辞源》，“道”有三义：一为道路，二为法则和规律，三为本体意义上的世界本源。许地山（1999，p.9）认为，规律性的“道”以及老子本体论意义上的“道”，都是后来衍生发展出来的。陈鼓应（2007，pp.1-3）却进一步指出，《老子》一书中的“道”可以贯通起来，形成一个由宇宙论到人生论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论，“道”之为物，首先表现为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无”、“有”，也即“道生一，一而二”。而事物相对方的出现，相对方相互运动和相互转化，也即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动而生万物”，万物含“道”抱“德”，禀持“道”的特性而作循环往复的运动，最终“复归于道”。如此这般地就完成了“道”之本体意义的整个循环。“道”在降生万物中体现出了自身的特征，“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有功而弗居”，表现出“自然本真”之态。在整个循环往复的运动中则体现出了其最根本的特性——“自然本真”。但“自然本真”又究竟为何义呢？“自然本真”之“自然”与“本真”本同义，两者均是指一种“天然未经雕琢状”，也即是老子所言的“朴”，只是前者为老子所推崇，后者为庄子所倡导。在老子看来，“自然”是人、地、天、道的最高法则，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它也是统治者与百姓、人与外物、人与己关系的最高准则。“道”之“自然本真”的这一根本特性，在“道”的运行中最终落脚于人性心理行为的各个层面并贯穿其中，这就使得“投道合德”之“道者”染上了“道”之“自然本真”的色彩与内涵。如果强用动态图来表示老子所言“道”的创生与复归的整个过程，以对“道”提供动态的理解，可以表示为以下过程（见图4.2）：

[image: ]


图4.2 老子“道”的诞生及变动过程

道家思想文化对中国人人格形成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一国之社会意识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弗洛姆则进一步指出，人的基本需要和情感都是人对生存环境的反映，在同一环境条件下生存的个体，往往具有群体性的共同的人格特征，也即社会性格。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古代社会历经了采摘、狩猎与农耕生产方式更替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农业文明社会。而农耕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也即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融通。道家思想也就在对此经济生产环境的适应中形塑着自己，并形成了一种以“无用之用”为特色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许建良，2007）。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保持和谐并尊重自然与人的自然本真之“道”性，也正是道家老庄思想的内核。由此一来，道家以“自然无为”为核心的思想上层建筑就不但适应，并且还反过来促进了中国古代的农耕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但如此，它也对社会制度、社会实物、风俗和所处此种文化中的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它对中国人之人性心理行为层面的形塑，则形成了一种类似社会性格的群体性性格，此即为道家人格。

进一步就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而论，李泽厚认为，由儒家思想文化“积淀”而成的由血缘、心理、人道、人格形成了一个以实践（用）理性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它形塑了中国人“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李泽厚，1985）。如果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模式成为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那么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文化也是如此：由道家思想“积淀”而成的由“道”、人性、人生观、心理行为形成了一个以“自然本真”为核心特征的有机思想模式整体，其也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而道家思想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其一经形成，就借由封建统治者的倡导等途径（吕锡琛，1999，pp.28-39），对中国人之人性心理行为特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或者表现为可观察到的外在物品，或者表现为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者为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潜在假设，而这也正是道家文化对人之心理行为产生影响的最高层次，它决定着人们的知觉、思维过程、情感以及行为方式（汪凤炎，2003）。道家思想文化在对人之人性心理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主要预设了这样一种人：隐逸尘世中，既不轻易、也不屑于抛头露面，显现出“隐者”的形象（孙隆基，2004），进而也形塑了这样一种人：相对方相互联系、变化和发展并且和合的思维特征，为人追求本真的风貌，处多变之世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不为外物所动的品质，敢于超脱一己的勇气，待人不争而谦让的大度之风，在苦难苦痛的人世间何妨逍遥一把的精神境界。

总之，道家以“道”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中国人之心理行为、思想、价值观、人生观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塑造了中国人人格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种以道家“道”之“自然本真”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人心理行为层面的许多典型的特征，如辩证不极端、谦退、节俭、坚韧、知足、平和、敛藏等，无一不深受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无一不是道家思想对中国人人格的“预设”和塑造。在当代中国人人格研究领域内，确也发现了许多明显受到“道家思想文化”影响的典型人格特征。如，杨波发现超然避世、清静无为等特质词，包含有超然避世、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作者据此认为“它们共同刻画了古代隐者的人格形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道家思想的熏染而逐渐形成”（杨波，2005）。而中国人“大七”人格中，外向性之乐观、情绪性之耐性以及处世态度之淡泊等（崔红，王登峰，2004），也体现了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道家人性论

将道家人格研究置于人格心理学的视域下，就已经明确了道家人格的研究是以人格为基模和起点的，人格所具有的外延、内涵和特征，道家人格也无不具有。在中西方各家各派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对人性的看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黄希庭明确指出：“所有的人格理论，都会探讨应如何看待人性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因为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试图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的理论不可能不涉及人的本性。”（黄希庭，2002，pp.27-28）对人性的看法也是中西人格心理思想中“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论依据”（刘同辉，2004），而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与人格理论的发展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则是“人格理论发展史上一条极其重要的规律”（李红，1993）。鉴于此，进一步探讨道家人格是什么，其合乎逻辑的前提是对道家人性论进行探究。但道家究竟是如何思考并建构其人性理论的呢？

道—德—性：道家建构其人性论的思考逻辑

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因此，在老子看来，万物皆由“道”所生，“道”为万物的本根和本源。而“道”在创生万物中遵循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五十一章》）的路线。德成于道，就道而言，得道而有德，而就物而言，得道则言性。因此，道、德、性是一以贯之的，形上为“道”，形诸于物时，则为“德”、“性”。由“道”而“德”而“性”，就是由一般而具体。“性”不是别的，正是道在具体物上的现实显现，因此“性”亦可谓之曰“道性”。那么“道性”又如何呢？老子讲：“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由是观之，“道”之性以“自然”、“真朴”为核心。但在道、德、性一以贯之的体系中，“道”之性最终还是落脚到了人之性上。也正是经此过程，道家最终还是将从“天道”开始推衍出的一个知识系统，引向了对个人生存各个方面的理念思考（葛兆光，2001，pp.111-112）。由此而论，在道家看来，“道”所具有的特“性”，也是人所具有的特“性”。但“道性”又有着怎样的特征呢？老子非常喜欢以自然之水来描述和阐释道性，并常通过水的譬喻来阐发其“道”的哲学范畴。陈荣捷认为，水、牝和婴儿是老子用以象征道之最著名者，而老子有关人性及人格理想、人生哲学的思想往往也都反映在有关“水”的论述中。在老子看来，“水”集“道”之所有特征于一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由此一来，老子就将具备物性之“水”与具备自然之性的人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道性—水性—人性”就此成为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整体。因此，如果对汉语中与“水”有关的词语的含义进行内容分析，将能够反观得到由道性沉淀于人性心理行为层面的典型特征，这反过来又将有助于对道家人格整体及各维度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理解与确证。也正因“道性—水性—人性”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水之特性也就成为了人之特性。老子认为水之特性有七：“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第八章》）其中以“谦下”、“柔韧”和“虚静”的人性特征为核心（黄承贵，2004），而这也正是承载道家理想人格之各典型人物的典型心理行为特征。经由上述过程，老子所言的道性、德性及人性就不但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而且还通过对自然物水的描述获得了丰富的内涵。也正是经由道性—德性—人性这样一个循环的“道生万物”的过程，老子最终完成了对其人性理论的建构。

庄子所谓的性，与德实无本质的分别，其关于人性的思考，也组成了一个由道—德—性构成的有机体系。庄子讲：“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庄子·外篇·天地》）“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庄子·杂篇·庚桑楚》）可见，在庄子看来，道、德、性是一体而几分的。只是在他看来，人性会因人为而失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庄子·杂篇·庚桑楚》）人要保真则需保持天然之道，应当防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庄子·外篇·秋水》）庄子认为只有“谨守而不失”自然本真之性才能真正做到“反其真”。


“真”与“伪”：道家人性论的内容内核
 有学者认为道家人性论“不过是其道论的自然延伸，甚至毋宁说其人性论就是其道论的具体化，以及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主张“人性自然论”（罗安宪，2007）。也有人主张“无善无恶论”或“性超善恶论”和“性善论”。尽管各个学者对道家人性论所持观点各异，但从各家所述道家人性论的内容来看，大体上都认为道家人性论的本质是“去伪存真”。

在《老子》书中，“真”字出现了三次，分别包含了“物之实在为真，质之纯朴为真”两层不同的含义（陈静，1998，pp.78-89）。老子讲：“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以“婴儿”喻“真”，即包含有纯净、纯真、纯洁之意，又表明了人之性的先天生物性。究其本质，真即为“自然”，而伪则与其相对，其所“标榜的‘自然’比较接近古希腊的Physis（自然、生长）之意，包含了‘自然而然’、‘本性使然’和‘自然界的’几层涵义”（郑开，2007，p.197）。就此意义而论，道家的“自然”之性似乎略接近于“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也即接近于人进化遗传方面的生物性，但却不等同于生物性。老子明确反对纵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不但如此，他还呼吁统治者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

另外，道家所言性之“自然”也具有某种“非社会性”的意味，或者说“自然”剔除了社会性，或者说远离了社会的约束。庄子以马来喻人性的本真自然之态，以此来表明社会性对人之真性的束缚和桎梏。庄子讲：“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外篇·马蹄》）依马之本性，则马得以“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这是何等的自由与逍遥。但及伯乐相马，对马之真性加以人为的矫制，甚而任意妄为践踏马之本性，“烧之，剔之……饥之，渴之，驰之，骤之……”，违背马之本性，最终落得个“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是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命曰天放。”（《庄子·外篇·马蹄》）依自然之常性，人民就能纯朴而自然本真地生活。一旦反常性，则会使民“争归于利而不得止”。在这点上，道家人性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具有偶合之处，两者都反对社会外部环境等因素对人性本来面貌的约束与桎梏。


人性可能达到的高度：道家理想人格
 道家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本真的圆满人性，老庄均将其人生理想寓于了特定的人格形态之中，进而形成了各自的理想人格，其主要体现在老子对“圣人”以及庄子对“真人”等的描绘刻画中。“圣人”一词在《老子》书中共计出现了三十多次，足以见其在老子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老子“圣人”最突出的特征是合道同德，无为而无不为。这些人能够“抱一为天下式”（《老子·二十二章》），从而成为真正的“得道者”，“从事而道者，道德之；同于德者，德德之”（《老子·二十三章》）。他们也是真正的“善道者”，“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老子·十五章》），和真正的“有道者”，“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

“圣人”睿智超凡。老子就以自己为化身，对“圣人”之智进行了描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七十章》）不但如此，“圣人”在思想上能够明“道”且懂得“道”的规律。那么“道”的规律又如何呢？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而相对方是相互转化的，“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但转化也是有条件的，“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老子·三十六章》）而这种运动变化或转化是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运动。

“圣人”内心保持着“静”、“虚”、不“躁”的情绪情感状态。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老子·二十六章》），“躁胜塞，静胜热，清静以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真正的“有道者”能够达至“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的境界。

“圣人”处世行事意志“柔韧”，看似无为而实无不为。老子讲：“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老子·七十八章》）至柔之物往往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尽管小，却有着无穷的力量，并能战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柔胜刚，弱胜强。”（《老子·三十六章》）不但由“道”而及的“物性”如此，由“道”所及的人性也是如此：“人生之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

“圣人”抱持着“谦退”的待人之道，表现为不但不争，正所谓“水善利万物，又不争”（《老子·八章》），还“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其“不敢为天下先”是指万物均有其常理或规矩，而人不能恣意超越，只能遵而守之，当然并非如后世所言的“谦退”为老子阴谋术（梅珍生，2003）。其在心理行为层面，表现为处事谦退有礼并懂得谦退之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所以“圣人”终究能够做到“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老子·二十四章》）。

“圣人”少私寡欲，奉行质朴节俭的生活方式。老子痛斥那些“服文彩，带利剑”者为“盗夸”（《老子·五十三章》），认为“余食赘形，物或有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二十四章》），认为“有道者”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在如何对待外物上，老子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老子·四十四章》）认为真正的“得道者”应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

承载庄子理想人格的称呼颇多，有“至人”、“圣人”、“神人”、“真人”、“德人”、“天人”、“大人”、“全人”等。尽管名称各异，但它们都集中体现了一种遁世、出世、逍遥、无为的，重视自然本性，超越凡尘的理想人格（李道湘，1997）。而在上述这许多称谓当中，以“真人”的表述最为完整（陈默，金艳滨，2005），庄子所塑造的“真人”形象也即为其理想人格（陈丽英，2006）。庄子认为，真人是依乎道顺乎天之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老子·渔父》）古之真人能够“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登高不憟，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来而已矣。”（《庄子·内篇·大宗师》）由此看来，庄子所描述的“真人”，不会用心智去谋划一切，不会以人涉天，能做到齐生死，忘是非，其核心品格为恬淡而虚静、安时而处顺、无情又无已、逍遥以自适（若水，1999）。除“真人”外，庄子也极为推崇“至人”。庄子讲“至人无己”（《庄子·内篇·逍遥游》），其能“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庄子·外篇·达生》）。庄子又讲：“圣人无名。”（《庄子·内篇·逍遥游》）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庄子·杂篇·天下》），能“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又云：“神人无功”（《庄子·内篇·逍遥游》），“神人”能“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内篇·逍遥游》）。庄子讲“德人”能“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善恶”（《庄子·外篇·天地》），纯真如婴儿，混沌如处子，不知财从何来、食从何来。庄子也讲到“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庄子·外篇·在宥》）的“大人”。总的看来，庄子眼中的理想人格具有恬淡、虚静的自然本真之性，但与老子相比，其理想人格更平添了一种浪漫、逍遥、超脱且略带些许出世的色彩。

综上所述，道家由对宇宙规律的体察出发，建构起了由道及德及性的人性论体系，并通过对自然物水的描述深化了对道性及人性的认识。这一体系禀承了道家“道”之“自然本真”的核心要义和本质内容，其落脚在人之心理行为层面的具体特征上，体现在老庄对所推崇的理想人物的刻画与描绘当中。从所描述的典型理想人物之心理行为特征来看，似乎与中西方有关人之描述的知情意行的思考框架恰相契合，而此框架体系也是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中代表人类心理生活的典型的观点（燕国材，1992，pp.41-86）。据上所析，研究建构了道家人格结构的理论模型，具体见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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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道家人格结构的理论模型

来源：涂阳军，郭永玉，2010.

图4.3中，“道”、“一”等为老子宇宙论和哲学本体论及人生观与政治观的核心，它处于道家人格结构理论模型的顶层，其内含了“道”之“自然本真”的核心要义，并一以贯之地将道家宇宙论、人性论及对人性的追求和政治观联系了起来，因此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有机整体。就宇宙论而言，其特征侧重于“道”之“自然”的一面。就政治观而论，其特征侧重于“无为”。但从人性论及对人性的追求来看，其核心特征则为“自然本真”。人性论中“自然本真”的思想又渗透进了人之作为整体的各个方面，并浸透到了人之心理行为的各个层面。如果进一步将上述道家理想人格部分之典型“得道者”的心理行为特征加以归纳和总结，将会发现具有典型道家人格特征者，其在认知思维、情绪情感、意志品质及因应行事等各个领域具有如下一些独特的典型特征：其从整体上显现出一种自然本真的生活风格，追求真、朴、实，主张顺自然之理、顺应外周环境的变动而为。思维上能够以联系、矛盾和变化的观点看待万事万物。情绪情感方面，虚静、逍遥而游于心，并凝神专注，内心宁静、平安、安详而不会躁动不安。意志品质上，待人行事具有坚持性、持久性、灵活性。待人方面，不但能做到不与人争，还懂得谦退和辞让，更懂得包容与宽容，注意敛藏自己的锋芒，达至和光同尘之境。对己方面，力求挣脱社会对自我的束缚和约束，超脱一己之私或一己之观，并在回归自然中突显出人之主体性和自然性，从而获得“旁观者”的批判性视角，追求独立思维和自主自立。在接物方面，于物寡欲、俭而知足。总的看来，这一以道家“道”之“自然本真”为内核并一以贯之的道家人格结构理论模型，其有关知、情、意、行四分的结构符合了中西哲学家们对有关人的认识的基本框架，也契合了现代心理学中的知情意行的概念体系，并最终成为人格心理学领域实证研究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框架。

综上所述，研究得到了有关道家人格的初步的操作化定义：道家人格是指在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与道家人性论之“自然本真”的内涵一致并表现在知情意行层面的典型的人格特质。道家“沉淀”在心理行为层面的特征必须“在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下”，这从根本上排除了那些或者与儒家、或者与佛家、或者与西方思想文化内涵一致的，不属于道家人格的其他心理行为特征，也就从根本上将道家人格与中国人人格和西方人格区别了开来。“与道家人性论之‘自然本真’的内涵一致”，一方面，表明道家人格知情意行的人格特质以“自然本真”一以贯之，知情意行各个层面的心理行为特征是“自然本真”的自然延伸，都打上了“自然本真”的烙印，而知情意行各个层面从性质上来看，却又都是“自然本真”的，都带有“自然本真”的色彩，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道家人格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和整体的系统。另一方面，这也从根本上保证了道家人格研究的效度，确保我们研究的是道家人格，而且也保证了道家人格研究的简洁性、可行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在受到道家思想文化，以及道家思想文化与其他各种思想文化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所形成的所有心理行为特征中，我们只探讨那些明显受到道家思想文化影响的典型的心理行为特征，这也使得对道家人格的测量变得简易可行，也从逻辑上限定了道家人格只能是“人格特质”。毕竟，身处道家思想文化中的每个人，其心理行为都必定直接或间接、显在和潜在地受到该思想文化的影响，因此只可能表现出量的差异。有些人具有的道家人格特征可能更典型些，因而在道家人格测量上得分更高些，而有些人可能并不具有那么典型的道家人格特征，因而在道家人格测量上得分更低些，但不会有只受道家思想文化或只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而表现出“纯粹”的道家人格或儒家人格的人。“表现在知情意行层面”，是指与道家思想文化内涵一致且典型的这些人格特质，具有知情意行的领域特定性。具体表现为：在思维方式上明“道”，懂得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对立和不断变化的规律；情绪情感上能够保持内心的“静”而不“躁”；在处事的坚持性（也即意志品质）上表现为“柔韧”胜刚强，以柔克刚；在因应处世上，接人“谦退”；待物“寡欲”，对己“超脱”。但就整体而言，它们又都带有道家人性论之“自然本真”的浓厚色彩。这些人格特质之所以是“典型的”，是因为同处同一经济生产方式及传统文化中的人，其心理行为方面的特征往往是许多不同思想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只是有些特征受某一思想文化的影响而更典型些，有些特征则不那么典型。如中国人喜和谐、思维辩证不极端、行事谦退而不好争斗，就明显受到了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而爱面子、讲人情、重道德、讲中庸之法、顺从权威、守旧并崇尚祖先和过去等，就显然受到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以此界定为基础，研究收集了道家经典著作中描述人的486个词汇，按一定标准经过二次删减与语义替代后，最终形成了一个由83个词汇组成的词表，在398名大学生中进行试测，经由五次探索性因素分析保留了其中的45个词汇，其中意志柔韧维8个、对己超脱维6个、待人谦退维8个、人性自然维8个、对物寡欲维4个、人性本真维3个、情感静躁维8个（但因考虑到被试觉得情感词汇比较突兀且情感测试形式上多以题项进行测试，遂将此8个词汇改为了题项）。道家经典著作中多以语句或成语而非词汇来反映人的思维特征，因此研究无法以词汇形式来对道家人格之思维特征进行测量，鉴于侯玉波等编制的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的理论架构（侯玉波，朱滢，彭凯平，2004）与道家思想的内核十分契合，遂以此作为道家人格中反映道家思维方式特征的测量工具。研究最终得到了道家人格量表
 ，它包括三个部分：8道以题项形式按4点计分、用于测量情绪情感特征（道家人格之静躁或静和躁）的部分，37道以词汇形式按7点计分、用于测量意志品质和因应处世特征（道家人格之自然、本真、柔韧、谦退、超脱和寡欲六个维度）的部分，以及26道以题项形式按7点计分、用于测量认知思维特征（道家人格之联系、矛盾和变化维）的部分。

分别针对372名大学生、940名大学生、237名老年大学学员以及133名社区被试的研究表明：量表绝大多数题项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探索及验证性因素分析均支持静、躁二维结构，联系、矛盾与变化的三维结构，柔韧的单维结构，自然、本真、柔韧、谦退、超脱与寡欲的六维结构，自然与本真的二维结构，谦退、超脱与寡欲的三维结构，但道家人格整体结构在各样本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表现为八维、十维（静躁合并为一个维度）、十一维（静躁为二个维度）的变动。二阶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静、联系、变化、柔韧、自然、谦退、寡欲、本真共享一个高阶因子，我们将其命名为“真”，躁、矛盾与超脱（反向计分）共享一个高阶因子，命名为“伪”。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确证了该二维高阶结构。各题项与其所属维度的相关以及各维度间的相关也表明道家人格量表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道家人格整体与中国人个性量表
 （CPAI）、“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
 （NEO-FFI）、超脱价值观、目标追求的出入世、性别角色间的关系表明，道家人格整体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自然、本真与儒家传统价值观，联系、矛盾、变化与创造性思维，静、躁与积极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柔韧与学习动机，寡欲与物质主义，谦退与人际关系，超脱与自我和谐间的关系也表明，道家人格各维度均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考察了道家人格的功能，结果发现道家人格具有缓冲负性情绪的作用。以951名大学生为对象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无论因变量是特质焦虑还是抑郁，道家人格之自然、联系与矛盾、静与躁、柔韧的中介效应均显著。除此之外，在对特质焦虑的中介作用分析中，寡欲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谦退及超脱维边缘显著。在对抑郁的中介作用分析中，仅有超脱维接近显著。从各中介效应的大小来看，就特质焦虑而言，道家人格各维度中介效应的大小及占总效应的比例依次如下：自然：0.04，12.90%；联系与矛盾：0.13，41.94%（其中联系性：0.039，12.58%；矛盾性：0.093，30.00%）；静与躁：0.16，48.48%（其中躁：0.107，32.42%，静：0.060，18.18%）；柔韧：0.03，9.68%；谦退、超脱与寡欲：0.03，9.86%（其中谦退：0.007，2.26%，超脱：0.007，2.26%，寡欲：0.016，5.16%）。就抑郁而言，道家人格各维度中介效应大小及占总效应的比例依次如下：自然：0.03，8.33%；联系与矛盾：0.09，24.32%（其中联系性：0.029，7.84%，矛盾性：0.058，15.68%）；静与躁：0.10，26.32%（其中躁：0.0728，19.16%，静：0.0289，7.60%）；柔韧：0.03，8.33%。道家人格各维度在生活事件与特质焦虑间的中介效应，均高于其在生活事件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而且几乎每个维度均是如此。由此研究推测认为，在缓冲焦虑与抑郁等负性情绪中，尽管道家人格多个维度对抑郁的缓冲作用均显著，但道家人格在缓冲焦虑中的作用要大于其对抑郁的缓冲作用。将特质焦虑与抑郁间的得分合并加总后再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仍是如此。道家人格之自然、联系与矛盾、躁与静、柔韧及寡欲维在生活事件与负性情绪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谦退与超脱维的中介效应接近显著。道家人格各维度中介效应值及其所占总效应的比例依次如下：自然：0.03，8.33%；联系与矛盾：0.13，35.14%（其中联系性：0.042，11.35%，矛盾性：0.091，24.59%）；静躁：0.12，41.38%（其中躁：0.075，25.86%，静：0.041，14.14%）；柔韧：0.03，8.33%；谦退、超脱和寡欲：0.03，8.11%（其中谦退：0.0063，1.70%，超脱：0.0088，2.38%，寡欲：0.0024，0.65%）。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在儒家之积极进取与现实客观环境发生冲突并导致人之内心苦痛不安之时，源于道家思想并与道家认知疗法之内涵具有一致性的道家人格具有缓冲负性情绪的作用，并在调适因儒家志不得显导致的内心郁闷和苦痛方面，具有强大的功效，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获心理平衡的一道屏障。

研究还发现道家人格具有对抗死亡焦虑的作用。点探测实验范式研究结果发现，启动与词汇性质的交互作用显著，F（2，5）=3.733，p=0.024。在不启动条件下，词汇性质的简单效应不显著，F（2，1679）=0.35，p=0.702。在启动条件下，词汇性质的简单效应显著，F（2，1679）=5.42，p=0.005。进一步进行平均数的比较发现：在启动条件下，道家词汇显著高于中性词汇，F（1，1678）=10.08，p=0.002，Cohen's d=5.81，effect-size r＝0.95。儒家词汇也显著高于中性词汇，F（1，1678）=5.36，p=0.021，Cohen's d=1.88，effect-size r＝0.68。但道家词汇与儒家词汇的差异不显著，F（1，1678）=0.48，p=0.489。该结果表明，在死亡焦虑启动条件下，当探测点出现在对应的儒家或道家词汇处时（相对于中性词汇），其反应时明显变长。这表明道家和儒家词汇在点探测任务中起到了惰化的作用，它阻止了被试对后续探测点的易化，由此推测认为，被试在配对词呈现中，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道家和儒家人格词汇。被试之所以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这些词汇并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回避效应，其可能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格词汇所负载或激活的人格特征，在死亡焦虑启动条件下，起到了应对死亡焦虑的功能。

研究也发现道家人格具有应对人生挫折的作用。以178名大学生为对象的相关分析发现，道家人格多个维度与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及总分均显著相关，体现了道家人格的心理成长本质。其具体表现为：内心越是宁静安适者，认知上越是持联系态度，懂得顺应周围环境，并且意志坚强而具有灵活性，性情越是率真，待人越为谦退不争，于物之欲越淡，越能超脱一己之私，在应对人生挫折的过程中就更可能获得心理成长，在逆境中更能获得新的机会与转机，在挫折中更能获得对自我的体认，增进自己对人生意义、价值和人生目标的认识，也益发重视并珍视现存的人际关系及人际关系的呵护与成长。但成长与思维的矛盾性显著正相关，意味着成长伴随着矛盾与冲突，至少是内心思维方面的冲突。这一结果与创伤后成长的内涵相一致，这也暗示了道家人格实质上是经由逆境和挫折后凝炼而成的人生智慧。

4.2.2 儒道互补人格

儒道互补人格的提出


理论依据
 在影响人格形成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形成人性的决定性条件，其一旦被剥夺，就不可能形成人的心理和行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黄希庭，2002），并在中国人人格层面打上了深深的“道”印。如直观二分的思维方式，自然本真的“隐者”风貌，“奈何不可而安之若命”的淡然，不为外物所动的知足，亲近山水的超脱，待人不争的谦让，苦难苦痛中何妨逍遥一把的态度。中国人的许多性格特征，如辩证不极端、谦退、节俭、坚韧、知足、平和、敛藏等，无一不深受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无一不是道家思想对中国人的“预设”和塑造，无怪得鲁迅先生讲中国文化的根在道。

很显然，儒道两家并非各自单独地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即便就上述明显受到道家或儒家文化影响的“道家”或“儒家”人格特征而论，其也显然受到了另一方的影响。这一情形从根本上反映了儒道两家文化互补的特征。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明显具有“入世而又出世”、“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特征（冯友兰，1985，pp.10-12），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人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两者共同形成了“中国人灵魂的两面”（林语堂，2005，pp.66-70），儒道不但“仍然是笼罩中国人思想的两大主流，相信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会是如此。”（李约瑟，1990，p.178）李泽厚也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由儒家和道家思想同时构成的。儒道两家一起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庄子哲学中的泛神论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思想。所以说，道家是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李泽厚，2001，pp.88-89）。那么中国传统儒道互补的文化特征，“积淀”在人性心理行为层面，也当然会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格形态，这一独特的人格形态，是一个民族大多数人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是该民族的社会性格，是在该民族共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经验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黄颂杰，1989，p.113），其一经形成，就会影响到该民族成员共同的理解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使该民族的成员对相关的价值情境作出一致的情感反应，并最终成为本民族的基本人格形态（Basis Personality Type）（林顿，2007，pp.101-102）。我们将这种在中国传统儒道互补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的人格形态称之为儒道互补人格
 。


实证证据
 以对道家人格的界定为基础，研究者选取了1000多名大学生、200多名中年人和300多人老年人，编制了道家人格量表词汇版和题项版，根据道家人格界定中各维度本身的内涵并结合道家人格量表编制中所属题项或词语的核心要义，研究得到了道家人格各维度的具体内涵。譬如，自然维按老子思想本义，是指自己本身如此的意思，而本真，按庄子之意，本指与伪相对，是指真实、自然、未经雕饰而如赤子之意，结合二者将其涵义确定为以真、朴、实为核心，反对虚浮、修饰与不实，并且主张顺自然、变化和外周环境而为，反对强意妄行、干涉、逼临他人或他物。各维度的具体涵义见表4.1。

表4.1 道家人格各维度的涵义

[image: ]


来源：涂阳军，2010.

研究发现，因应处世之谦退与超脱都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行为表现上的谦退，既可能反映了对社会性的背离以及与社会的疏离，也可能尽管行为上谦退，其真实动机实为“以退为进”。行为表面上的超脱，既可能反映了与社会的隔离和逃避，也可能反映了个体面对人之异化和社会冲突时的短暂的权宜之计。行为表面上的柔韧，既可能是一种“刚性”的“积极有为”，具有无比灵活的持续性与持久性，也可能是一种带有“自然无为”色彩的消极不作为。由此看来，这些维度似乎都具有“二合一”和“二而为一”的特征，内在地包含了积极与消极、刚与柔、进与退、社会与个体的两极，而表征人的心理行为之积极、刚、进和社会性的内容，如果将其上升到人性论的角度，则具有了儒家思想的内核和典型的儒家色彩与内涵。由此而论，由道及儒、由道家人格及儒家人格，似乎是道家人格研究中应尽之意，但两者却又不可或然区分。因为单就个人之行为特征而论，某人处事很谦退、意志坚强、时有超脱，如果不结合该人所处的具体情境以及该人行为之意图，尤其是其所持的人性论观点，旁观者可能根本无法区分其行为到底为“儒”还是为“道”。要进行有效地区分，只有将行为背后的知情意的特征，以及人性论的内涵分析清楚，方能有所定论。可能离人性论层面越远，儒道之心理行为差异越小，而单纯就行为层面而言，两者会极具相似性，因此很难区分何者为“儒”，何者为“道”。也正因其相似性大小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了儒道互补中互补性程度的不同，差异越大，似乎越可能互补，互补性也就越强。因此，在比人性论更高的哲学本体论层面，两者的差异会更大些。正因为差异如此之大，才在本源上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正所谓“儒道互补”，“同源而异流”。具体而论，离人性论层面越近，其差异越大，往往就决定了两者各自的存在、相互补充与共同存在。而所处的层面越低，如人之行为，因其与外界直接接触，所以也越容易改变，也更具有变化性与灵活性。但上述假定是否确实如此？是否真表现出如上所假定的儒道互补人格？如果是，其内涵是怎样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的关系或转化机制又是怎样的？

儒道互补人格的形成

人性观是中西人格心理思想中“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论依据”（刘同辉，2004），而人性观与由其形成的人格理论间的相互作用，则是“人格理论发展史上一条极其重要的规律”（李红，1993）。在孔孟儒家体系中，人性被置于了善恶二极的对立框架之中，但人性本善或人性向善以及以“善良”的色调看待外周的一切人和物，是儒家人性论的基调。“善”成为其人性论的核心。而道家人性论是一种由其道论自然延伸出的“人性自然论”说（罗安宪，2007），其核心为“自然本真”或“去伪存真”。其人性论以“真”为核心。但无论从认识内容来看，还是人心理、生理活动来看，真和善以及美都是统一在一起的（李连科，杨魁森，1993）。《周易大传·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承继“道”者，被认为是“善”的人。而从道所生的，是本然的东西，当然也是“真”的，也即是性。因此，由道所“继”和“成”的，无论是善，还是自然本真，均为性（张庆熊，2003，pp.291-302）。因此，“道”、“善”与性就有机结合并统一了起来。

从“真”与“善”统一的角度来认识儒道两家的人性论思想，也就为儒道互补人格的形成提供了统一的人性论基础。而人性论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是所有人格理论均将探讨的核心议题，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也都离不开对人性的看法（黄希庭，2002）。在整个人格结构体系中，隐匿于人性论背后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往往处于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它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最高调节者，各种人格特征和人格品质都按其与世界观的联系和联系的程度，依次排列在其周围（王甦，等，1997，p.268）。在儒道互补人格的整个结构体系中，隐藏于儒道“真”、“善”人性论背后的，则是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选择，这尤其反映在进退取舍之间。在进退取舍及出世入世的选择上，总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尤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堪之时为最。对现世功名利禄的过分执著，让人们在“苟延残喘”中心思枯竭并心灵憔悴。市场经济的物物供需关系弥散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人们对出世的追求变得几乎遥不可及。被现世目标灼烧的心灵，也只能在现世中得到休整和调适，并在呼唤本真自我中，最终又迷失了“真我”。深陷此一尴尬境地既与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对个人生活的不断侵蚀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根源，体现了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在指导人“安身立命”上固有的不足。

儒家讲究内圣外王，其将“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李泽厚，1985）这种“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终极精神境界，集刚毅、勇敢、忠信、仁义、无私、宽容、智慧于一身，在孟子笔下成为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和个人道德情操的二位一体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焦循，1987，p.419）自儒家诞生之始，“圣人”便负载成为中国人人格追求的主流形象。在如何实现理想人格的实践中，儒家提出了“仁”和“礼”的思想，认为“仁”的修为需要靠自我道德的修养。人要有美好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不但需要内心的自律，还需要“礼”来加以外塑。但在由“礼”所规定的名分定位的等级社会里，每个人及其行为都被限定了确定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由此而使主体性的道德由自律变成了他律。这就进一步导致在人性的追求中，自律与他律间的矛盾成为了道德伦理实践中根深蒂固的二律背反，形成内外两种机制相结合又相冲突的道德模式。一旦面对社会政治现实时，异化就会以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显现出来。尤其是那些禀承儒家人格理想的知识分子，更会将自律与他律的内在矛盾与冲突集于一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社会中，秉持儒家人格理想的知识分子，并非人人都能为统治者所用，就算为其所用，也不一定都能施展心中的抱负。面对前者，他们会郁郁而不得志；面对后者，他们则会心灰意冷。而此时，儒家提供给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无非是简单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不管“止”还是“怀”，儒家志士人格理想的实现，在实践中都必须既借助封建专制和皇权，同时又徘徊在抗拒黑暗政治体制的边缘。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悖论性的双重人格，反映在人的心理结构层面，就会形成一种两难的心境，也即“道”与“势”的情结、入世与出世的困惑等，其核心则是围绕群体与个体、社会与自然、异化与本真之间的矛盾展开。

然而，道家学说所具有的独特特征以及所提供的处世之道，恰可为缓解此冲突提供良药。道家人生哲学以回归自然、任性逍遥、追求本真为价值取向。在“礼”远离“仁”，或志不得显的现实处境中，道家为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和心灵的寄托，并为缓解内心的现实冲突提供了解决之道。道家在追求自然本真中，对过分“虚饰”的“仁”、束缚人内心本真自然之情的“礼”深恶痛绝，并对人在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这就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对现实时刻保持批判的触角。纵使在社会最黑暗，人性和人的价值被严重异化的时代，知识分子仍能够在对社会的批判中，找寻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特性。由此一来，道家所提供的从反面来否定和批判整个社会的视角，就与儒家从正面建设社会的视角一样，也显现出了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社会无法让人作出积极回应时。另外，在道家看来，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积极有为，促成国家社会进步的力量，其实质只会导致人本身价值的失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前进就是后退。“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十八章》）人生的意义，并不像儒家所言，非得将个体命运融入社会功名之中，非得在社会功名中才能实现其价值。道家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人，其本身就因为有生命而具有价值，并不需要在历史王道中实现。人性能够回归自然本真之态，能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样生命本身自然就获得了精神和心灵的安慰。

总之，道家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儒家，但又可补充和缓解儒家内在冲突的人生价值体系。在这一价值体系中，人应该追求自己本身如此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本身，外在的一切“礼”及对“仁”的规定性，都是对人本身生命的束缚。人的快乐和安适只有在人与自然的逍遥之中，在复归人性自然本真的状态中，才能实现。这样一来，道家就为儒家知识分子在面临儒家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提供了另外一条可供选择的人生价值实现之道和对现实独特的批判眼光；也在可能的不得志以及“礼”背“仁”的黑暗社会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表面“逃避”且临时的、能在自然中寻找到精神和心灵安慰的自适之道。可以说，儒家在指导人“安身立命”方面固有的局限性，尤其是针对失意情绪时调控策略的缺乏和简单，从根本上为与道家互补建立了接口。而道家为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包括人生价值的本质、价值如何实现的途径，由此形成了儒道两者在人生哲学上的互补，并成为中国文人最重要的调适系统，从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儒道互补的群体或社会人格形态。

儒道互补人格的内涵

在历史的流变中，儒道两家在相互斗争、相互补充及相互吸收中不断融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儒道文化也在不断地交织融通中，“积淀”成了独具丰富内涵的儒道互补人格。尽管儒道互补人格可能表现出如经验观察的“儒主道辅”、“儒外道内”、“儒内道外”、“时儒时道”、“时道时儒”的概貌，或者表现出“年轻时为儒、中年为道、老年为释”的时间变化特性，但这种经验观察的结果，似乎将儒道互补人格的内容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最终也就无法深层次地把握儒道互补人格内容的实质内涵。

儒道两家对“道”的不同看法以及面临乱世时的解决之道，深刻影响了儒道互补人格的内容。就“道”而论，孔子所主张的是人伦之道，而老子所主张的是天之道，这就影响了两者对一些基本哲学观念的看法，如有无、天人关系及和谐等，也对如何解决乱世困境的践行之法产生了差异。孔子试图以“仁”释“礼”，以礼德治国来恢复社会的秩序，其走的是一条恢复过去之路，而老子则通过对现世的批判以达到重建理想社会的目的，其走的是一条批判现在之路。由此，儒道两家就从理念上（对“道”的不同看法）及实践上（如何解决乱世及安身立命之道）影响了儒道互补人格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特征。

但由哲学本体论至人性论，再由人性论衍生至心理行为层面的人格特征，儒道两家差异性大小是不一样的，也正因为差异性大小的不同，进而影响了两者互补的整体情形，表现出二而为一的有机整体特性。越接近哲学本体层面，其相似性越少而差异性越大，因此，互补的张力也会更大更明显。而越接近行为层面，其相似性越大差异性越小，互补的张力则更小更不明显。譬如，儒道两家均比较推崇谦退、寡欲与超脱，单从个体的行为特征而论，这两者似乎无区别，此时，儒道两者互补的张力极小。一旦上升到人性论层面，道家和儒家之“真”与“善”的人性论就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再上升至哲学本体层面，儒道之一阳一阴的差异性就会特别明显，而互补的张力也会更大。

但儒道两者皆源自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皆起源于发达的农业文明，两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表现出中国古文明的独特特征，如天人一体、人际和谐，都重人道而轻神道，都追求高尚的内心精神世界。其创始人孔子与老子大体生活在同一时代，也面临着相同的社会背景。因此，如果将儒道两家从其起源、哲学本体论、人性论及心理行为特征作整体的考察，则会发现两者最终会体现出同源异流的有机整体性。如果谦退是为了积蓄力量并积极有为；超脱是为了在亲近山水中忘掉一己之私，以更好地完成“修齐治平”的历史使命；寡欲是为了暂时忘记自己的目标或物质名利的追求，以获得暂时的宁静并更好地去追求，则道家所推崇的这三点人格特征与儒家所推崇的心理行为特征就真正是殊途同归了。如果内心的平静是“乐天知命”的结果，如果意志的“柔韧”主要表现出刚强的一面，如果思维之矛盾表现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则道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也与儒家之思想内核无甚差异。如果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社会历史使命加以内化，并与个人的人生轨迹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也不失为是一种具有“自然本真”之特征的人性实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性成了人之“自然本真”之性，也即人性之本质是社会性。由此而论，儒道互补人格最终就表现出了二而为一的有机整体性，这种有机整体的互补特性在人生观及人生实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就人生观或人生哲学而言，儒家孔子所解决的是人如何安身立命、人的价值该如何实现的问题，并进而引申出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等命题。儒家持社会伦理价值取向，追求人与历史政治和宇宙的合一，讲究知性、知命、知天。其以“仁”为核心，力图通过修身养性而扩及至社会、历史与政治。儒家以“仁”释“礼”，讲究血缘和血亲关系，人与人之间由此形成一种以血缘亲疏远近为依据的差序格局，并在以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以“礼”为核心建构起了社会伦常秩序，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人者，仁也”的“二人”建构。儒家以“内圣外王”为人格的最高理想，但“内圣”与“外王”在现实社会中却经常冲突而无法整合。此时，儒家之“刚健中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观践行之道，使得儒道互补人格具有了强烈的刚进有为的色彩。而道家重人贵生，将人生观直接指向了人的价值本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讲究自然和无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道家均追求一种自然本真之态，个体对自由和逍遥的追求并不因群体而发生变化。在道家看来，人，本身就是其存在的全部理由。从本质上论，这是一种“注目于保身养生”的“一人”建构（孙隆基，2004，pp.15-23）。道家以“自然本真”为人格的最高理想，在反对外界条件对人性的桎梏中走上了一条略倾向于出世并略显消极的道路，从而使得儒道互补人格具有了阴柔之色。儒道两家一阳一阴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永不磨灭的所谓中国民族性，成为中华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的基础，在人性心理行为层面“积淀”成了儒道互补人格，并在人性论及行为与心理反应等方面呈现出了与西方人格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实质（孙隆基，2004，pp.15-23）。

儒道互补人格的变动

研究者通过对王安石和嵇康传记的分析与对比发现，儒道互补人格的变动显现在现实人格与理想人格、现实理想人格与外界环境的冲突之中，其间往往存在着几种不同的、但却具有一定典型代表性的解决之道：其一，重视和强调灵魂的价值，将人格主体之独立理想的实现当作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从而表现为在与现实的严重对抗中永不妥协。其实质就是在个人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对社会加以改造，并力图改变当时社会之黑暗现实。如孔子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管孔子也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退隐思想，但纵观其一生，尽管落魄时如丧家之犬，但仍坚持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从未真正向现实妥协过，最终在与现实的对抗和斗争中，实现了人格内外或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因此在孔子身上，也并未表现出明显人格冲突。此种人禀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往往“越挫越勇”，坚持自己的人格理想，与不平的黑暗现实抗争到底。其二，从根本上放弃原来的理想，走一条与现实完全妥协的道路，苟且偷生、寡廉鲜耻，为生存不讲道义，最终改变自己最初的理想人格或内心的价值追求，为求得生存和世俗功名而无所不用其极。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些人放弃了自己的人格理想，追逐并顺应了现世。其三，将精神价值与肉体价值放在等价的天平上，在保存肉体的前提下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这种人，或因性格的软弱，在保全肉体的目标中最终得以善终，但一生郁郁寡欢而不得志，或者以大无畏的勇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内心的理想、精神的价值和个人的独立。这样一来，第三种类型的人最终实现了向第一种类型人的转化，但落得个“郁郁不得志”的“苟且偷生”。如果他们既想坚持并极力捍卫自己的人格理想，但又不愿或不忍放弃现世，又无力或不具备与现世抗争的条件，则具备了道家人格的典型形态。其四，既放弃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但也一并放弃现世，选择“遁入空门”而成为佛者。其五，在坚持人格理想中选择了逃避现世，采取与现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或者只为一时权宜之计而隐于山林之中。

纵观王安石一生，当属第一种类型。而纵观嵇康的一生，当属第三种类型。嵇康所抱持的儒家理想、信念和价值构成的理想人格，因外在社会政治环境的黑暗，两者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表现为个人儒家式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也无法与理想人格一致地表现于外。为保全性命，只能以对现实反抗或反叛的形式来曲折地加以表现，而曲折地表现于外的人格形象，尤其是表现为放荡不合礼俗、纵情饮酒、不务世事的外在行为，因其是曲折的、甚至是扭曲的，所以与人格主体内心的理想人格会发生剧烈的冲突。当嵇康感受到外在形象与内在核心价值的冲突，或外在人格与理想人格冲突时，其异己、非我、假我的感受会更加强烈，内心也在不断痛苦中饱受持续的煎熬。

嵇康实质上选择了一条非常独特的冲突解决之道，也体现出其儒道互补人格的独特机制。与嵇康同时代“竹林七贤”其余几位的人生选择，如山涛者，尽管世道黑暗，但仍坚持心中理想，其所隐，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待时局明朗，则入世为官而极尽所能而为，此实为第一种解决之道。在权宜之计中，坚持彰显自己内在的价值，所以在山涛心中，仍无冲突可言。如阮籍者，一方面对名教过于执着，永不放弃心中之理想，永不向现实妥协。但或者是因为社会极度黑暗，或者是因为其软弱的性格特征，阮籍又往往在不断调整自己外在形象的过程中，将外在行为与内心理想严重对立了起来。既想超世又想入世，既至慎又对虚伪之人疾恶如仇，既崇礼又违礼，甚至毁礼，其内心之真实意图和理想与外在之行为常常相互冲突。在社会的无限压抑中，在个人性格的软弱中，成为了一场以喜剧结束的悲剧：尽管阮籍得以善终，但一生都活在内心的痛苦中。嵇康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坚持自己理想和个体独立性，宣布与现实决裂，以自己的身死来捍卫自己内心的正义和儒家的信念，最终通过流血实现了人格的统一。他的死，是一场以悲剧结尾的喜剧：身虽死，但道永存。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我们不妨假设一下：现实社会为知识分子中的有志者的积极有为提供了可以实现的条件，则他们内心的冲突，儒道互补人格中的矛盾性也许就能得到有效缓解，甚或根本就不会存在。在“竹林七贤”中，嵇康之性情尤为爽直刚烈。史载嵇康“尚奇任侠”（《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其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言自己：“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并对阮籍之性格特别推崇，力求学习以至“口不论人过，……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因其性格刚烈而爽直，又有一股侠气，对社会之不平激愤更大且难以扼制，积聚而成的情感力量也会更加强烈，其行事也会更加无所顾忌。正如他自谓“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的人格与行事给人一种酣畅淋漓之感。但也正因如此，在与现实的决裂中，在对现实的否定，或与社会政治权力不合作中，嵇康表现得更为彻底和激烈，完全是一种非常决然断然的态度并最终因一件简单的小事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世说新语·雅量》中载：“嵆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秦《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坦然接受了生命中的突变和莫须有的死刑，用自己的生命保全了自己内心的信仰，最终实现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儒家理想。尽管历来将嵇康作为典型的道者，但其又何尝不失为一位乱世中真正的儒者？

纵观嵇康一生，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矛盾与冲突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理想与现实、人性的自然与雕塑、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政治权力的专制性之间的冲突，这也就决定了其人格的冲突和矛盾在古代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他怀抱着坚定的理想，在理想与现实、肯定与否定的冲突中，力求赋予生命以真实的意义，通过对这种否定性的质疑，通过付出生命终于实现了对生命的肯定。这种纯粹的、超然的、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坚持，最终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毁灭。尽管精神和理想在与现实严酷的斗争中，因形体毁灭而“消失”了，但也就是在身死的一瞬间，嵇康对个人生命价值的珍视和坚守自己志向的理想，终于在毁灭中重获了永恒。嵇康以他对理想的坚定执著，最终将人生境界推到了新的高度。而这一人格形象，又何尝不是一位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典型儒者的人格形态呢？又何尝不是儒道互补人格的典型形态呢？

总之，在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理想和现实人格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和矛盾中，儒道互补人格显现出了自身的张力和内在过程。在一个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权力运行相对比较公正的社会里，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可能有比较高的一致性。有抱负者终将实现其抱负，无抱负者，也得以施其志。而在一个社会动乱不安、政治黑暗、权力腐化的社会中，理想与现实将会呈现出急剧的冲突。身处其中之人，在不断摸索中践行出了许多不同的人生之道。而对理想的无比坚持以及与现实的不断抗争，反过来也会对所处之时势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有利于加速混乱社会环境的结束。那些坚持理想，却逃避现实或无力与现实抗争者，以及那些在“现世”中逃避“现世”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儒道互补的人格特征。在他们身上，儒道之人格特征，往往表现得更为典型，其理想与现实人格的内外冲突也往往表现得益发明显。此种互补，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言，如外儒内道或外道内儒那样简单，而是儒道一体，儒中有道，道中有儒。不管就理想人格而论，还是就现实人格而言，王安石与嵇康两者都具有儒道互补的典型人格特征。都具有“外王”之志，都积极想有所作为，这是两者理想人格中的儒家成分。而王安石处事之坚韧、内心之淡定以及不为名利所动，嵇康之直爽、随性，是为两者理想人格中的道家成分。王安石之随性寄情于山水，嵇康之游山玩水，潇洒洒脱，也当属现实人格之外在行为的道家成分。王安石之刚毅果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嵇康之与现实的不合作态度，对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也当属现实人格之儒家成分。由此而言，结合研究者对道家道教传统代表人物的传记分析及对现代道士的人格测查结果，就儒道互补人格而论，其存在形态表现为儒道间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可能表现为极儒则极道，极道则极儒，儒道一体而不可分。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冲突和动力机制则直接来自现实社会政治权力环境的格局。个体在社会现实环境中儒道人格间的冲突和矛盾，又通过个体的积极有为对现实社会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社会环境的改变中，最终达成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统一。儒道互补人格的可能、形式、内容及表现形式等，反映了中国传统儒道互补文化的主干格局在中国人人性心理层面的沉淀。由此沉淀而成的儒道互补人格，反过来又对儒道互补文化的吸收、传承、阐释、传播、内化、践行、感召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最终实现了现实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人性心理行为特征的动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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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佛家人格
 
[1]



与土生土长的儒家文化及道家文化不同，佛家文化是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经过两千多年的吸收与改造，佛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与人格。佛是觉悟之义，佛教也就是一种教育人对宇宙人生有正确认识的思想。佛陀从分析人的心理现象的成分和实质入手，要人们看清心理的生灭和变化过程，从而获得智慧，然后用这种正确的智慧和见解去指导人生，要求人们放下内心的束缚，达到精神的超越和自由。因而我们说佛教实质上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心理学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中，人格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是修行的着力点，是解脱的主体，也是智慧的载体。

4.3.1 佛家人格概述

佛家的人格观主要蕴含在对心理活动及人的本质属性的分析之中。人的心理活动乃是因为内外接触因缘和合而形成的，一般人容易把这种主观感受执着为实在，因而充满了烦恼和痛苦。要脱离这种痛苦，最根本的是要做到“无我”。梁启超（2008，p.346）曾说：“倘若有人问佛教经典全藏八千卷。能用一句话包括他吗？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无我、我所。再省略也可以仅答两个字：无我。”从这个基本论断出发，佛家得出了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庞大人格理论。西方心理学一般认为自我是人格的中心，是意义的承受者，一切事物都可以分为自我与非我两部分。佛教的人格观则与此决然不同，乃是基于主客一体的角度，认为万事万物本来没有绝对的差别界限，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人们反省到的自我也是如此，只是一种主观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使得人们产生了种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导致了世界的支离破碎和矛盾重重。因此，佛教主张“无我”，正视自我形成的因缘和合性、变动不居性，不执著于这个“我”，才能通往更高的境界。从“无我”的主张出发，佛家批判了世俗观念对人格的认识，提倡追求“真我”的人格境界，并用五蕴、八识、十八界、佛性等理论来描绘人格现象。在方法论上，佛家主张自见其心，通过体悟、内观来观照心理活动和人格现象的本来面目。另外，在人生实践上，佛家倡导用戒定慧的修行方式对人格进行修养提升，直至达到人格的完满状态。可以说佛家有着丰富的对人格理解的思想，并自成独立的一派。

佛家也特别重视人格的作用。太虚大师曾用“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一偈来表明人格在佛教中的地位。佛教徒的修行，以佛陀的完满人格为榜样，从自身人格修行做起，逐渐向觉悟的境界靠拢，归根到底是人格的修行与完善，也就是成就理想人格。陈兵（2007，p.652）认为，佛教最高理想的实现，须从完善人格做起，人格的极度圆满，即是成佛，即是自性潜能的圆满开发和自我实现。因此，学佛修行，实质上即是自塑合理、理想、完善的人格。这种人格境界，是超越于世俗、私利、自我的，是以无我的角度和方法去观察万事万物、自我内心，如实观察我们心识感受生起、发展、寂灭的过程，观察我们心理现象的实质，洞悉宇宙人生的奥秘，从而对世间万物无所执着而自由自在，寻找到自己精神的寄托。人格乃是佛家修行的对象、载体，这一切的实现，都要依赖于对人格的认识与完善。

所以，佛家理论与人格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家修行要建立在人格完善之上，要把目光和关注点放在自身人格之上，人格成即佛成。而基于对人格的认识和理解，佛家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系统。在研究方法上，佛家的止观、体悟、正念等等手段也极具特色，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也需借鉴佛家的理论和研究手段，否则就不算完善和圆满。因此，下文将从人格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对佛家人格思想的特点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构建。

其一，佛家人格特别注重“心”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有人曾把西方心理学表述为关于“脑”的学问，而中国心理学则是关于“心”的学问（申荷永，2001，p.24）。这种倾向在佛家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句经》中说：“心为法本，心使法尊。”佛家理论、修行都是围绕人心开展的，人格的核心也在于心。

其二，佛家注重人格的修养与实践，人格理论是为人格的修行服务的，这是佛家人格观最突出的特点。西方科学重理论重分析，印度宗教重谈玄重神性，而佛家人格学说直指实用和修行。理论为修行铺路，修行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行合一”。

其三，佛家人格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体证法，即是以自身修行去领悟佛教所言的“不可描述的境界”。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可描述性，不能用言语去形容和学习，而必须以亲身体验去领会之。二是直觉性，排除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直指心底最深刻的直觉领悟，所谓“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般若品》）这种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于西方心理学，却对心理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四，佛家流派众多，观点不统一。小乘佛教里面对人格的至高追求是罗汉型人格，也就是自觉自悟，而大乘佛教则注重利他，使众生获得利益。天台法相等宗派有严格的修行程序与阶次，而禅宗则认为人格境界提升只在一念之间。中观唯识注重智慧的获得，而华严在意人格的圆满与圆融。这要求我们在对佛家理论进行梳理时，既要有全面性又要有侧重性，比较各宗的差异，从而整体上把握佛家的主体思想。

最后，佛家人格观具有宗教性和超越性，追求的乃是出世间的价值。现代人格心理学追求的是人格的世俗性的功用，出发点是人的小我利益。而佛家是对世俗功利的超越，达到体认本我真我的状态。超越与世俗相对，是一种对小我与经验的超脱，获得心灵成长与精神提升的状态，发掘人天生本性中的光明智慧（徐祥清，2006，p.15）。这一点与所有宗教是一致的，只不过佛教的超越，其潜能根源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性，而不是外力或者神力。超越就是对烦恼和无明的超越，达到一种清静无为、澄明自在的最高人生状态。

4.3.2 人格描述

佛家对人格面貌描述的理论纷繁复杂，如果用心理学的理论范式来梳理，大概可以分为人格结构、人格类型及人格特质几个方面。其中人格结构是对自我结构和内心活动的理解，假我、无我和真我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组成了佛家对人格结构的理解。人格类型是对人群间人格差异的划分，主要表现在天台宗中“一心十法界”的人格类型分析。

人格结构观：假我、无我与真我的统一

佛家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体现在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和态度上，以及对自己的存在及与周围人、物关系的意识上。这种认识有真假之分。真者，称为“真我”，是对自己如实认知，并且能认知社会面具背后的真正自我（陈兵，2007，pp.604-605）。假者，则把日常的自我意识执着为我，从而产生种种烦恼贪念，迷失在纷扰的欲念当中，此为“假我”。而“无我”，就是从“假我”到“真我”之间的过渡地带，起着承接和联系的作用。这三者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了佛家对人格结构的认识。（见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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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佛家人格结构图

来源：陈兵，2007，pp.604-605.


假我：个体经验与自我同一性
 “假我”，亦称“俗我”、“小我”、“假名我”、“名字我”等等，即世俗经验上的我，在日常生活意识上所体认到的我。“假”有两层意思，一是假借，以“我”之名代“我”之实；二是虚妄非真，即假我并不是恒体自性，而是处于随世流转之中的。《成唯识论》中说：“内识所变似我似法，虽有，而非实我法性，然似彼现，故说为假。”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识在活动时会产生“我”的感受，并且由于心识不断活动，在识中产生的“我”的感觉会形成一种连续感和统一感。这种“我”虽然是存在的，但是并不等于我们生命和精神的全部，而只是在心识活动之时产生的一种幻影。因而把它命名为假我，表示它是随瀑流转因缘而成的，不等于实我。假我的存在是人们身心活动的结果，也是建立个体自我同一性的基本元素，但若执着于假我，会妨碍众生正视自己，脱离生命的实际意义。若执假我为实我，认为“我”是一个真实不虚的绝对实体，就会把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当做所作所为的中心。这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局限，得不到生命的本真。所以要对假我的现象和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明白它的发生、发展、寂灭的过程，明白它的结构、来源和本质，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局限于这个假我。


无我：世俗通往超越的桥梁
 无我是指我们所感知到的自我，并非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实我或自体，而是随着因缘而流转的主观感受。要理解这个无我可谓不易，因为自我的概念和感受在我们心中是那么的根深蒂固，无我似乎与我们的内心经验不相符合。如果自省其心，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连续的自我，怎么说无我呢？其实无我并不是否定这种自我感的存在，而只是指出这种自我感的实质，让众生认识到这种实质变化的无常性，从而获得智慧。佛家建立正确的自我意识的基本路径就是从认识、改造、完善假我入手，然后再观修无我而实现真我（彭彦琴，江波，杨宪敏，2011）。所以说，佛家说无我，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自我的实质，不把自我意识局限在狭小的自我范围之内，体认到自我的变化和虚幻感，扩大自我的界限，最终达到万事寂静的涅槃状态。《瑜伽师地论》说：“所言我者，唯于诸法假立为我，非实有我。然此假我，不可说言与彼诸法异、不异性。勿谓此我是实有体，或彼诸法即我性相。又此假我，是无常相、是非恒相、非保安相，是变坏相、生起法相、老病死相，唯诸法相，唯苦恼相。”即是此意。


真我：人格能达到的至高境界
 真我，是佛法中的最高人格境界。如果用无我的角度去观照假我及其附属功能，便能体认真我的清净之境。清净不是一潭死水般的不动，而是不生起烦恼的明镜之心。如何能不生起烦恼？就是消除自我的界限和拘缚，运用缘起的观点来看待世间万物，获取一种智慧感，然后以平常宁静之心去对待所得所思。这就是涅槃之境，极常见亦极难做到。《涅槃经》云：“一切诸法悉无有我，此涅槃真实有我。”就是说我们平常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中的“我”并不是真实恒常的，而是因缘而成。唯有涅槃境界里体认到的“我”，才是真实不虚的，不会因为外界的变化而变动不居。

真我的人格状态是清净不染的，就如上文所说的对外界保持恒常寂静的心态，福祸喜乐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意义。为何能够恒常？因为了解到了我们人格的真相、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对此便会不惧怕、不贪着。真我的人格状态是安乐无恙的，永远保持一种喜乐的精神状态，对世界感到心满意足，对万事万物都同等视之，超越了个体和自我的局限。真我的人格状态也是自由自在的，心不会被外界物欲或者内心贪念所束缚。就像一潭流水，如果束缚在自我的河道里面，只能往固定的方向流进，因为河道的变化，心识行为便生出种种波澜。而真我就是没有河道，水能到达所有的地方，并且在任意一个地方都能找到安顿自己精神家园的住所。“真我”只是一个假名，而真正的涅槃境界是不可言说的，只能通过对自己心灵的体认而到达。“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大般涅槃经》）所以到最后连“真我”这个假名也要忘掉，因为言语说出，便是假我之功用。

人类历史上，这种超越的人格境界一直是哲学家和宗教家所关注的焦点，而且他们之间的共通性令人诧异。基督教中回归神的怀抱，婆罗门教的梵我和一，与世界的本源不二，乃至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忘我，都是从宗教上追求对个人局限的超越；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宇宙意识、超越意识，超个人心理学家所宣传的不二意识、心灵层面，都是对世俗意识的否定，对超越境界的探寻。所以，文明与伟大思想之间是共通的。

人格类型观：十法界人格类型分析

法界原指不同于有形限地域的世界的无限世界，是法（真理）存在运行的空间，吕澂（2001，p.1358）曾把法界定义为“无差别遍一切有情心而为共相之所显者也”。佛家认为具有不同根性的人所属的法界也不同，因而用十种法界把所有的众生从性质状态之上区分为十类：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见图4.5）。这十类原是对宇宙一切有情的归纳，有生命类型、精神境界层次的意味（陈兵，2007，p.643）。每类众生都是无量无边，不可算数的，所谓“世界无边，众生无尽，佛法亦无边无尽。”但是每一种法界又都存在于每一众生的心中，个体属于哪一法界完全由个体的心识所决定，这叫做“一心十法界”。人一心中有十种法界，说明人性本来平等，但是由于后天的心理状态、言语行为、精神境界的不同而造成了人格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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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佛家人格层次图：一心十法界

来源：陈兵，2007，p.643.

十法界人格的具体分类包括：（1）地狱界人格：此类人“交结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迫胁”（无量寿经），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其人格特征是极端自私、凶残、冷酷、阴险、卑鄙无耻，具有很强的扩张私我欲、攻击性和破坏性，智商往往不低，然怀善恶无报的邪见（陈兵，2007，p.644）。希特勒、商纣、袁世凯等属于此类人格。（2）饿鬼界人格：造下品十恶业，或悭贪、嫉妒、谄媚、欺诳，即属饿鬼道。这类人往往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营谋私利、投机取巧，在日常生活中不少见。葛朗台、一般奸商等都属于此类人格。（3）畜生界人格：布施不净物、邪淫、犯戒偷窃、负债不还、杀生，或毁骂恼害有情等，便得畜生报。此种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只知自身温饱，没有反抗性和创造性。（4）修罗界人格：贪着名利财物，好勇斗胜，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竞争性。日本的武士道、西方资本主义下的正当商人属于此类人格。（5）人界人格：人者，忍也，因为能忍世界的种种苦乐，往往以善念支配自己。“失人身如大地土，得人身如爪上泥。”（《阿含经》）说明人身乃是十分珍贵的，是万物之灵。人间有三种殊胜，为其他五道众生所不及，即记忆力强、勇猛精进、清净梵行。儒家所倡导的善人、道德所倡导的优良社会公民等属于此类人格。（6）天界人格：天界有四事胜于其他众生，即身胜、寿胜、定胜与乐胜。天界人格往往仁慈、聪明、公正、惠施、贞洁、朴素、宽和、有礼貌、责任心强、物质欲望淡薄等，具有诸多美德。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属此境界。（7）声闻界人格：听闻佛陀声教而证悟的出家阿罗汉，对三宝有忠实的信仰，对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基本佛法不生疑惑，对于受持的戒法不会违犯。是小乘佛教的理想人格。（8）缘觉界人格：听闻十二因缘教法（内因缘）而开悟，乐于独居，故称缘觉，又称独觉。其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卓尔不群，充满着智慧与高洁。（9）菩萨界人格：为梵语菩提萨埵（bodhisattva）的简称。菩提指“正觉的智能”，萨埵指“有情”，故合译为“觉有情”，也就是发起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圣者。是大乘佛教的理想人格，此人格特征是对外“慈悲喜舍”，内心入“常乐我净”之涅槃。本节在理想人格特质中将会分析。（10）佛界人格：梵语Buddha的音译，全称佛陀，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圣者。此境界拥有阿罗汉、菩萨的一切优点，并且更进一步，进入更深的涅槃，获得更大的智慧，觉行圆满，不生不灭，平等不二。是大乘佛教最高理想人格，释迦牟尼、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琉璃佛等等三界诸佛都属此类。

智剀大师在《法华玄义》中说“谓六凡四圣皆称法界者，其意有三：十数皆依法界，法界外更复无法，故称十法界也；此十种法分其不同，因果隔别，凡圣有异，故加之以界也；此十皆即法界，摄一切法，一切法趣地狱，是趣不过当体即理，更无所依，故名法界。”这段话指明了佛家把人格分为一心十法界的依据：其一，六凡四圣十种分法概括了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所有人格皆可在此中找到依据。其二，法本无差别，但由于人的造作根器不同，因果有别，所以有了“界限”。其三，十种法界人格虽异，然皆包含所有实相理体，本质是互通的，并且可以相互转换。这三点大概包含了佛家对人格类型的基本观点。

人格特质观：理想人格


菩萨型人格：悲智双运
 前文提到，菩萨是菩提萨埵之简称，意为“觉世间有情”。菩萨型人格有两大特点，上能觉悟佛法，下能普渡众生。普渡众生是外显之行为，而觉悟佛法是内心精神境界，因而这两点概括了菩萨的内外人格特点。另外，普渡众生是出于对世间生命的“悲”之心，而觉悟佛法又是获得解脱之“智”的过程，因而佛家也把菩萨人格的修持称为“悲智双运”。在“悲”这个角度，主要强调的是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在“智”的角度，主要可以用常、乐、我、净这涅槃四德来概括。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菩萨的人格特质主要是由慈、悲、喜、舍，常、乐、我、净这八方面构成。

慈悲喜舍强调的是对客观世界的功用与行为，核心在于对所有众生的“悲”；而常乐我净注重的是人类主观领域的精神性问题，核心是对解脱之“智”的向往。所以菩萨型人格的特征又可以总结为“悲智双运”（李利安，2009，pp.190-191）。一方面注重对外显行为的约束，真切关怀众生的生老病死，累积自我和他人之“福”；另一方面要更注重对主观精神境界的修行，按照佛陀的教诲去体认常乐我净的境界，获得解脱之智慧。所以菩萨的“悲智双运”也等同于“福慧双修”，是行为和心理上的内外结合。“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与佛如来统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是神圣与世俗的统一，威严与慈祥的统一，出世与入世的统一，也体现着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故在中国信仰极其广泛。

慈：就是爱护众生，让众生用具安乐之心。“慈名爱念众生，常求乐事以饶益之。修慈心，为除众生中瞋觉故。”（《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也就是说，“慈”就是要爱念一切众生，给与一切众生快乐，随顺众生愿望的心，利乐一切众生，并去除众生心中的嗔怒。

悲：就是悲悯众生，拨除众生的苦难。“悲名愍念众生，受五趣中种种身苦。修悲心，为除众生中恼觉故。”（《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可见，“悲”的实质就是感同身受众生所受之苦，发自内心地关爱他人，并用实际行动去帮助他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慈”“悲”往往连用在一起，但实质上二者还是有分别的。《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说明二者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慈”是“无缘之慈”，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和功利目的，纯粹出于对众生的爱护之情。“悲”是同体之悲，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空间阻隔，不分贵贱贤愚，视众生之苦为己苦，对一切众生平等悲爱。南怀瑾（1992，p.192）认为，慈悲二字有着不同的含义。所谓“慈”，具有父性的慈爱，在救世、利人、利物的范围中，有庄严肃穆的意义，譬如夏天的太阳，有利于世人与万物，但也令人望之生畏；所谓“悲”，具有母性的慈爱，它有一味含育万物而不辞其劳的作用。但是不论慈悲，都是出自内心的绝对真爱和仁善，这种爱的精神就是佛教伦理学的核心。

喜：就是欢喜、随喜、恭敬、赞叹，乐于见到众生取得成就与福德。“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愉悦。”（《华严经》）谓菩萨庆幸见一切众生已离苦得乐时，而自己心中会愉悦无比，见人行善而自身更生起无限欢喜。去除对他人的妒忌与不满，从内心中随喜赞叹，保持愉悦的心情。

舍：就是没有执著、没有厌恶而平等地对待他人及任何事情的心境，《华严经》云：“舍，于诸众生远离贪嗔痴，心住平等舍。”冤亲平等，自他平等，舍己为人，助人为乐，从而成就众生，是名“舍无量心”。

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是菩萨利他型人格特征的体现，代表着大乘佛教关爱众生、出入世相统一的精神追求。《维摩诘所说经》云：“慈是道场，等众生故；悲是道场，忍彼苦故；喜是道场，悦乐法故；舍是道场，憎爱断故。”谓此四种美德，普渡众生而引生福德无量，是修习菩萨人格的基本要素。

常、乐、我、净这涅槃四德强调的是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所达到的层次之特征。进入涅槃状态后，就能体会到这四种特征，一般来说，只有菩萨与佛才能达到这一层次。《大般涅槃经》指出：“声闻缘觉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无常、乐、我、净故。常、乐、我、净乃得名为大涅槃也。”这就是说，此四德是菩萨与佛区别于其他凡圣的根本特征，也是菩萨、佛独有的人格特质。当然佛、菩萨虽同有四德，然境界有异，这在后文分析。这里讲到的常、乐、我、净，是从菩萨所证的大自在、不可思议之境界出发，分析其精神境界与人格状态。

常：永恒、长久之意，指佛性常住不离，具有“历三世而不迁，混万法而不变”的固定德性。世事由无常组成，脱离不了因缘和合，而菩萨则可以长住于涅槃，脱离生死轮回，世事变迁，都改变不了其德性。故说：“身若无常则名不净，如来身常故名大净。”（《大般涅槃经》）

乐：安乐、幸福之意，指远离人间生老病死之苦，脱无尽烦恼海而寂灭于涅槃净土中。《大般涅槃经》云：“乐有两种：一者凡夫，二者诸佛。凡夫之乐无常败坏，是故无乐；诸佛之乐无有变异，故名大乐。”常人由于具有贪嗔痴，对得失荣辱不能放下，因而会生出种种争执、矛盾、烦恼、痛苦。而诸佛菩萨通过修习因缘之法，能够洞悉人生之本来面目，不产生疑惑、执着、烦恼，因而永享安乐。

我：无我、自由之意，指佛菩萨虽在人世间，却忘却小我、私我，而具有八自在的真我。《大般涅槃经》说：“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人生诸多烦恼皆源于“我执”，唯有通过禅定修行彻底泯灭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我”，才能显现真如本性（彭彦琴，杨宪敏，2009）。前文也提到，假我、小我的实质乃是自我利益的固步自封，而菩萨却证入无我，没有了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因而能够得大自在。

净：清净、高洁，指远离人世间的垢污与尘埃，犹如清净的圆镜。《心经》中说“菩提萨硾，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得阿缛多罗三貌三菩提”：成就了最高的智慧，进入了涅槃圣境，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涅槃原是烦恼熄灭之意，而“净”最能代表这种状态。佛菩萨不管出于何种情境、状况之下，都能绝对保持自己内心的安宁，不动心起念，不生贪嗔痴，此谓大清净。

涅槃四德是描绘证入涅槃境界之后的人格精神状态，是佛与菩萨区别于常人人格之依据，故可以把它看做是佛与菩萨共有的人格特质。此境界是超越世俗有无的，是不可思议的德行和境界，故名“涅槃实非是有，诸佛菩萨随世俗故说涅槃有。”因此菩萨的境界也是超越世俗的，但是又回向人世间，以大慈悲心对待有情众生，是出世与入世的统一。菩萨信仰在中国占据了十分特殊的地位，代表着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仰止与展望。在中国佛教四大菩萨当中，观音主悲，文殊主智，地藏主愿，普贤主行，共同形成了中国民众的精神守护与依托。


佛陀型人格：大圆满的理想人格
 佛家的最高人格理想是佛陀型人格。佛，是觉悟者之义，主要有三个层面：（1）正觉。对一切事物的性状、本质，都无增无减地、如实地觉悟。（2）等觉或遍觉。不仅自己觉悟，而且平等普遍地帮助他人也获得觉悟。（3）圆觉或无上正觉。自己觉悟和帮助他人觉悟的智慧和功行都已达到最高的、最圆满的境地（胡同庆，1987）。佛陀型人格也具有慈悲喜舍、常乐我净等菩萨以及阿罗汉人格所具有的特质，只是更加圆满，达到了更高的境地。所以我们把“圆满”看作是佛陀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特质，用“圆满”来描述佛陀的人格面貌。

圆满，周遍充足，无所缺减之意。《三藏法数》云：“谓诸如来万行具足，种智圆明，于世间、出世间一切功德皆悉成就；超过声闻、缘觉、菩萨之上，故曰圆满。”菩萨和阿罗汉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觉悟，菩萨还在等觉和遍觉上获取功德。但是佛陀的觉悟不同于菩萨、阿罗汉的觉悟，最根本的原因是佛陀的觉悟是一种圆觉或无上正觉，也就是说圆满无缺的，达到了最高境地的觉悟。佛陀达到此圆满境地，已经无所增减，无需安立，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觉悟圆满，即取得了最高程度的觉悟。觉悟是觉醒了悟之意，即体得真理、开发真智。佛陀本名“觉者”，“觉悟”是佛陀最根本的特征。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觉悟，但只有佛陀对宇宙人生心理等方方面面产生了最深刻圆满的觉悟。此觉悟又称为“无上正等正觉”，谓于纷扰世事中找到自己的本心，豁然开朗明白所有事物之规律，从而不产生疑惑与执着，便进入涅槃，身心活动便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德行圆满，所成之善谓为德，能成之道谓为行，即功德与行法都达到圆满的境地。人的行为造作结束后并不是从此消散了，而是会累积成“业力”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德行圆满就是通过修习“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一者见他得利欢喜如己，二者自得安乐不乐独受”（《四十华严》），使自己的善行业力累积达到极致，从而能够往生佛国。

智慧圆满，即获得了最高的智慧。“慧”音译为“般若”，不仅体现在宇宙自然规律上的认识和人生哲学上的领悟，更重要的是一种了生死、明善恶的出世间智慧（大川隆法，2010，p.148）。与世俗智慧相比，佛家智慧有其独到之处：（1）它是能够斩断烦恼的根本力量。烦恼来源于不正知以及贪恋执着，获得般若智慧后对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洞悉明了，自然不会贪恋，也就不会产生种种烦恼。（2）它是一种中道的生活实践。为了获得般若，必须进入中道。不执著于有、无，不采取极端的方式纵欲或禁欲，而是以一种平常自在的态度去生活，即为中道。（3）它是一种超越言语和二元对立的存在。般若智慧是超越二元对立、是非黑白的，不能从区别是非之心去衡审它。因为它的标准不在外界，而只是一心。它也是超越言语概念的，只能通过亲身去体证。

自性圆满，即具足一切佛性与菩提之心。亦即诸法各自具有真实不变、清净本然之个性，是名自性。“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是后天污染遮盖了自足的自性。自性圆满就是要通过修行回归到人格的本来面貌，使本来具足的佛性菩提心显现，犹如拨云见月。

空性圆满，即理解到了“空”的真谛，对一切都采用“空”的视角去看待。首先是认识到“真空无相”，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存在，归根到底都是“空”的，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因此对于一切事物的态度也应该是“当体即空”的。另外又要达到“真空妙有”，一味强调“一切皆空”会堕入虚无主义，因此又要看到“空”同样可以转化为“妙有”，一切事物又具有美好之性，可以从“空”中去发掘人性的美好、佛性的美好，才契于中道。因此空性圆满，就是一种对一切事物辩证的看法，中道的看法，领悟其本质，达到最高境地的认知。

解脱圆满，即从身心状态上来说，达到完全自由的境地。解脱是相对于束缚而说的，古人称做解粘释缚。人（一切众生）生活在环境里，被自然、社会、身心所拘缚，不得自由，充满苦恼，从而使我们不得自在，陷于生死轮回。所谓解脱，梵语vimukti之意译，指由烦恼束缚中解放，而超脱迷苦之境地。以能超度迷之世界，故又称度脱；以得解脱，故称得脱。广义言之，摆脱世俗任何束缚，于宗教精神上感到自由，均可用以称之。身心上摆脱烦恼、无明、欲望、无常乃至生死等的牵绊，进入一种大自在的境地，心不随外界变化而波动，犹如一面大圆镜，如实地反映世界。

佛陀的种种人格特质同出而异名，它们之间往往是相互融通的，是一种超越语言的存在。把它们用语言描述出来，往往只是一种方便法门。要真正深刻地理解佛陀型人格面貌，只能通过修行体证，达到这种境地。

4.3.3 人格动力

人格动力是指促使个体持续地去从事某种行为的内在原因，它具有指向性、激活性、维持性等功能。人类的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是受主观控制的，人格动力就是其幕后推手。在佛家理论中，人格动力可以分为两种，先天的动力和后天的动力。先天动力指人人具有的成佛的潜能，也就是佛性说；后天动力指在生活学习中获得的向善的愿望与能力，包括五力、五愿、四正勤等等。这二者构成了一个人去追求人格完善、自我成长的内在动力系统。

佛性：人格的先天动力源泉

所谓佛性，梵语buddha-gotra，又作如来性、觉性。佛者觉悟之义，性者不改之义，合而言之，佛性即是一切众生永不变异且能觉悟成佛之性。要塑造理想的人格，不断促进自我完善，除了修习各种禅定以外，还必须具有根本性的内在动力，这就是佛性。佛家最基本的假设就是所有众生都具有佛性，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去发掘内在成佛动力（传灯，1997，p.53）。佛性就像弗洛伊德所倡导的力比多一样，是一种天生的内在动力，促使着人们去从事相应的行为。这种动力是普遍的，没有阶级差异的，也就是所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法众生无有差别；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大般涅槃经》）。人人皆有成佛的潜能，无论贤愚、善恶、种族、阶级，只要一心向善、修行精进，都能得道成佛，获得人格境界的提升。这是从人的终极本性上来说的，也就是生命萌芽的潜能，而不是后天的教化经验。人的经历、环境各异，所以有千差万别的面貌，但是不管性格、心理、面貌如何变化，他潜能中的佛性仍是不增不减、不变不异的。这是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肯定，对人性完满无缺、生命尊严高贵的肯定。

一般来说，所谓心理与人格现象都是人性问题的外在反映。一个理论或流派的基石是其对人性的假设和认识，正是由于对人心性的本来面目的理解不同，才有对人的心理现象的不同说明。孟子主张性善，所以有“仁政”和“民为贵”的思想；荀子主张性恶，所以主张法制和后天的“伪”（伦理道德）；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是动物性的，所以有“自我”、“超我”等理论；马斯洛认为人是积极向上的，所以主张“自我实现”、“发挥潜能”等等。总之，理论建立于假设之上，而关于人的心性的假设，就是一个理论最根本的基石（周荃，刘佳明，2013）。

性的善恶问题，本来就是后天熏染判断的结果，人生来吃饭、睡觉，有什么善恶可言？虽然无所谓善恶，但是有性情之分。性就是如如不动、超越社会经验意义的心理本体，在这一点上，人人是平等的，是具足佛性的；有差别的是“情”，是个体的行为准则及其对他人的意义，这些是需要个体努力修行、学习的，因而具备社会意义上的善恶。佛家正是以心性论为本体，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以此来说明人的本来面目，指引出众生成佛的信心（杨维中，2007，p.218）。这为人格发展与养成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佛性的存在使得人们获得人格自我完善的可能。

关于佛性的内容，佛家有很多种说法。《涅槃经》中用如来藏来说明佛性，“如来”是佛的法号之一，“藏”是胎藏之义，意思是之所以能够成佛作圣，是因为“佛性”这个生因原本就在“胎”中孕育，这是成就如来人格的可能基础。《大乘密严经》中云：“心性本清净，不可得思议，是如来妙藏，如金处于矿。”谓我们的佛性、如来藏，就像金子在矿中一样，是我们心性中所固有的。《大乘起信论》用“真如”来说明佛性，谓佛性是有情心中如如不动又真实不虚的本体。世亲菩萨在《佛性论》中把佛性分为三种：第一，自主性，众生本来就有佛性；第二，引出性，通过修习所显现的佛性；第三，至得性，成就佛果后所具有的佛性。在唯识学中佛性也等于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也别名“如来藏识”，这是因为第八识中具有成佛的潜能——无漏种子。阿赖耶识由无数功能种子所组成，有无漏种子与有漏种子两种。有漏种子为现象世界生起的根源，无漏种子为清净佛界之根源，乃众生成佛之因（杨维中，2007，p.209）。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有许多关于佛性的精彩论述。天台宗智剀大师把佛性分为五种：正因佛性，先天具有之法性真如；了因佛性，观悟佛理所得的智慧；缘因佛性，能引生佛智的善行；果佛性，达到佛果所具的智德；果果佛性，达到大涅槃断除烦恼的断德。法相宗慧沼把佛性区分为两种：理佛性，即不生不灭的法性，众生皆有；行佛性，即成佛智慧的种子，有无不定。禅宗慧能把佛性形容为“菩提”，并用一偈语来说明：“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可见菩提就是自己心的原貌，此心不可思量，当体即空，本来就具有关于一切法的智慧。

佛性说对理解人格和修习人格有着根本性的意义。首先是对人格内在潜能的发掘和肯定。按照现代的说法，人不仅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还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在佛家来看，这都是世俗的功用，不能过分追求，更重要的是向内的探索，实现个体内在于世界的合一。这种超越自我与世俗的潜能就来自于佛性，来自于所有有情所具有的追求至善至高的本性。其次是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佛陀、菩萨、阿罗汉、众生之分，更没有阶级、贵贱、高低之分。众生心中本有佛性，佛也是从众生中来，而佛、菩萨、阿罗汉等不同于众生，是后天修行和作为的结果。佛说大千世界中有无数个未来之佛，就是说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不仅是阶级平等、地位平等，更是一种精神平等、心性平等的思想。最后是一种终极的性善论。这种性善论超越了世俗道德的意义，直抵最高的精神境界。这也是主客不二思维在探讨内心世界中的具体反映。

当然，如果一味肯定“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为铁律，也就否认了修道因缘的作用（夏金华，2003，p.102）。《大般涅槃经》中也说：“若有人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常乐我净，不作不生，烦恼因缘故，不可见。”佛性说只是一种方便法门，是一种对人格内在动力的肯定，而非究竟实相。要把这种内在潜能转化为外在人格，需要的是后天的修养与作为，也就是下文所分析的人格修养的外在动力。

人格外部动力：三十七道品

佛家认为，佛性是人格中本来具足的潜能，即便是最愚痴的人、最底下的动物，也存在着这种善的本性。但是，光谈佛性容易陷入先天论的悖论，否定后天意志的努力。佛家在肯定人格潜能的同时，更注重后天努力，提倡通过修行来完善人格。后天人格完善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心中向善的欲望以及努力，也就是三十七道品。道品，为梵语bodhi-pākika之意译，又作菩提分、觉支，即为追求智慧，进入涅槃境界之三十七种修行欲望与方法，又称三十七觉支、三十七菩提分、三十七助道法、三十七品道法。可以认为，三十七道品描述了一个人追求其人格圆满的动力与路径所在，所以把它们合成为人格完善的外部动力。具体包括：

五根。即五种能产生一切善法和智慧神通的条件。“根”具有能生、增长的意思，通过调动内心中善的力量，为修行成佛与精神成长服务。包括信根、勤根、定根、念根和慧根。（1）信根：相信自己本具佛性，可以通过修行而成佛。（2）勤根：又称精进根，是内心中勤奋、坚持的条件。（3）定根：内心中克服散乱、达到专注的条件。（4）念根：内心中破除邪见、获得正念的条件。（5）慧根：内心中破除迷妄、获得智慧的条件。

五力。由五根的增长所产生的五种获得智慧、精神成长、解脱成佛的能力。具足了五力，就能放下世俗间的一切事情，专心于身心的修行和解脱。根是我们的必要条件，而要达到功用、成为现实力量则需要通过对根的发掘而形成力。包括：（1）信力：保持内心中信仰的虔诚性的能力。（2）勤力：打破懈怠、维持自身积极向上的意志力。（3）定力：克服散乱、昏暗的意识状态，达到禅定状态的能力。（4）念力：破除邪见、维持正念的能力。（5）慧力：破除迷惑、获得智慧、成就解脱的能力。

四正勤。专心修行、克服懈怠的勤力。在做任何事时，我们内心都有懈怠放弃的可能，而四正勤就是克服懈怠、保持积极努力的动力。（1）已经生起的恶念恶行，要立即断除。（2）未生起的恶念恶行，要令其永不生起。（3）已生起的善心善念，要令其加速增长。（4）未生起的善心善念，要促使其生起。四正勤虽然简单，却极难做到。用这些标准和原则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可以获得精进修行的动力。

四念处。念是观照的意思，处、住就是所观照的境界。所谓四念处，是指四种观察身体与心理的具体方法，包括：（1）身念处。指“观身不净”。修行者在专注一心的修行状态中，观察到众生所禀受的色身，都是不净之物，由此而产生厌离之心，谓之身念处。（2）受念处。指“观受是苦”。即要求修行者认识到众生于心理和情感上的种种苦乐感觉本质上都是苦。（3）心念处。指“观心无常”。即观察到我们的心识，时刻处于念念生灭之中，实无常住，此称为心无常。这要求我们认识心理的本质，使心念远离执着的妄见。（4）法念处。指“观法无我”。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的，因而没有稳定不变的自性，对外物的任何执着贪念都是不正确的。

四神足。四种禅定名称，又名四如意足，是修此四种禅定，能如意生起神通的意思。包括：（1）欲如意足。“欲”是指想要证得、达成、圆满、完成的欲望。这种欲望不是一般生理需要或者社会需要水平上的欲望，而是对超越入道、正志明心的出世间理想的强烈愿望，是一种精神发展的高级需要。（2）勤如意足。也称精进如意足，是通过修善止恶的身心自律而达到禅定状态的努力。佛法修行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长期的坚持，包括在身心行为上的自律和禅修实践的坚持。（3）念如意足。也称心如意足，是由心念之力发起的禅定。也就是通过主观努力克服散乱而达到的禅定，是一种意识的集中。（4）慧如意足。也称观如意足，指通过思考佛理、对事物进行观察和推理而获得的知识智慧。通过各种手段进入禅定状态之后，用慧如意足对事物和自己的身心状态进行观察，然后体悟佛法，获得自己的领悟，直见宇宙人生之本质。

七觉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修行之后，修行者开始慢慢真正地领悟佛法，开始有所觉悟，获得了一定的智慧，然后生起一定的心念，就是七觉支。包括：（1）念觉支。对于自己认知的境界明记于心、生起正念。即领悟了某种实相道理之后，能安住在这个道理之上，从此不再迷惑。（2）择法觉支。根据所获得的智慧正念来辨别善恶、是非、真伪，而不会生出疑惑和犹豫，也不会做出有违自己身心修养与精神成长的选择。（3）精进觉支。修习佛法之后，心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欢喜，产生了不断精进向上、要求进一步领悟的动力。（4）喜觉支。在修行过程中，因为领悟了部分宇宙人生真相，心生欢喜。（5）轻安觉支。在领悟部分佛法之后，会放下内心的许多执着和妄念，没有烦恼逼迫，便能体会到发自内心的轻快和安详。（6）定觉支。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一心一意的修炼自心，处于安定不散乱的精神状态。（7）舍觉支。舍弃一切分别，平等寂静，心无疆界的精神状态。能够觉悟到宇宙一切事物都是缘起的，因而对一切执着生起远离之心。

八正道。八正道是佛教中最重要的修行方法，也是三十七道品中的核心，人格成长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此。说它是“正道”，第一因为它是佛陀所说的根本修行法门，最主要的成佛之道，第二是因为它是不偏激的（方立天，1984，p.131）。它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

（1）正见：主要是要求修行者对世间万法的实相和佛法有个正确的认识，通过学习观察来领悟佛法中所说的因缘和合、四圣谛等根本宇宙观人生观，获得正确的见解。获得正见的手段，一是学习佛法，增长知识；二是观察宇宙人生心理等现象的本质及规律；三是对佛法与规律进行领悟，成为自己的理解。（2）正思维：修行者在认识思考时，应该以正见为指导，离开区别认识和界限之心，以平等无差别的眼光来思维。要做到正思维，要以正见为前提，然后去对事物进行认识。也就是超越主客二分的区别认识，从缘起的角度去思考。（3）正语：一个人的语言表达是与其修行程度和人格境界相关的，如果有正见、正思维、七觉支，说话自然合乎规范，能够说正语、善语、法语、勉励语等等。（4）正业：正确的身心行为，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不管对于出家还是在家修行的人来说，良好的行为规范都是修行的前提。身若不正，要自治其心是不可能的。（5）正命：出家修行的僧人，要靠信众的供奉来维持生计；在家修行的居士，要有正当的谋生手段，不做危害社会之职业。现在很多寺庙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这是有违正命的。（6）正精进：要进一步获得解脱，需要进一步的精进修持，而不能满足于现状。对于未领悟的智慧，要坚定信念，改善方法，使自己早日契入中道。要进一步修习菩萨道，则还需要勤修一切菩萨行，修佛十力，做有益众生之事。（7）正念：也就是对四念处的修习，时时刻刻以正念守护其心，远离迷惘。正念就是要安住于这些正确的念头当中，以正确的观点指导自己的身心行为，从而不迷乱、不虚妄。心理学根据正念，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治疗方法——正念疗法。（8）正定：起正思维而修的禅定叫做正定，如果没有正思维，即使进入禅定，也只是邪定。正定与邪定的区别在于认识事物的角度和主观心态。邪定是从区别界限主客二分的角度去认识事物，因而产生界限、分别、矛盾、冲突；正定是从主客一体无分别思维的角度去认识事物，因而可以获得出世间的智慧。所谓正定的心态就是保持内心不被区别界限所迷惑，清净无染无分别，于一切境中如如不动，因而心无所羁、心无疆界。

4.3.4 人格发展

人格发展指人格发生的某种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模式。佛教不太注重从年龄上去考察人格的发展，更注重的是考察由世俗迷惘到清净不染这一人格的变化历程。佛家的人格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人格发展阶段说和人格发展途径说。

人格发展的阶段


“本净—污染—解脱”说
 原始佛教认为，人的先天面貌是“本净”的，本来就具有佛性与大智慧，但是这种本净却被后天的污染与习气所覆盖，变得世俗、功利、自私，也就是说“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说为不净。”（《异部宗轮论》）只要通过一定的技术和手段对人格心性进行修养，就能从迷惘污染中解脱出来，成就佛果，达到圆满人格。这种说法就是“本净—污染—解脱”说。如在《大方等大集经》中，就有这样的表述：

一切众生心性本净。性本净者，烦恼结不能染着，犹若虚空，不可玷污。心性、空性等无有二，众生不知心性本净，为欲烦恼之所系缚。如来于此而起大悲，演说正法，欲令之故。

一切众生心性本净，清净无秽如虚空。凡夫不知心性故，说客烦恼之所染。若诸烦恼能污心，终不可净如垢秽。诸客烦恼障覆故，说言凡夫心不净。如其心性本净者，一切众生应解脱。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是虚空的，不可玷污。众生没有认识到自己心性的本来面貌，所以被垢秽所束缚。所谓客尘，就是指烦恼，也作“客尘烦恼”。烦恼不是心性固有的，而是非主体的、外来的，故称为“客”；烦恼对心性的遮蔽犹如尘垢遮蔽璞玉，能污染心性，故称之为“尘”。人的心性本来是清净的，因为有了烦恼遮蔽，所以显现出来的状态是不净的。《顺正理论》又有：

分别论者作如是言：唯有贪心今得解脱，如有垢器后除其垢，如颇胝迦由所依处，显色差别有异色生。如是净心贪等所染，名有贪等后还解脱。

要从客尘中解脱出来，就要像擦洗瓶子一样把污垢擦除，就能得到解脱。所以原始佛教认为人格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天面貌是本净的，但是由于客尘的污染，变得有种种缺陷，通过修行就能达到解脱，变得圆满。


法相唯识宗“五位”说
 唯识学对人格发展阶段的说明主要体现在“五位”说中，也就是“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和“究竟位”。（1）“资粮位”，即积聚修习佛法的资粮，指在初发菩提心时修习布施、持戒等种种善行，以获得福德和智慧作为修道的资粮。为贤者之位而非胜者之位。（2）“加行位”，即见道之后倍加修习，坚定信仰，铲除疑惑。又包括煖、顶、忍与世第一法四个等级。煖位指修习四寻思观（名、义、自性、差别），宇宙万物离开“识”本身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皆自心所变，假施设有，实不可得。”（《成唯识论·卷九》）顶位指对上述看法的理解达到极致。忍位就是确认、理解、顺应、认可这种宇宙真理，获得如实之智。菩萨在发如实智时印可二取皆空，达到异生有漏法中最胜故，为世第一法位。越过这一阶段，就为出世间法。（3）“通达位”，即能够以“无分别智”体会“真如之理”，得见中道。这一阶段的菩萨“为断除障，证得转依，复数修习无分别智。”（《成唯识论》）能够断除烦恼、所知二障，从而舍弃虚妄的心识。（4）“修习位”，即成就无所得的“空”，证得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达到出世间智。此阶段修十胜行、断十重障、证十真如，真正达到欢喜、无垢、无我的大涅槃境界。（5）“究竟位”，即佛陀所达到的阶段，是究竟无漏的出世间境界。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是为“究竟”；诸漏永净、清净圆明，是为“无漏”。获得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和大圆镜智，成就无上菩提（夏金华，2003，p.167）。

唯识宗“五位”说糅合了原始佛教与中观派对人格阶段的基本思想，着重从“识”的消退和“智”的获得方面来考察一个修道者的人格发展历程。首先，“五位”说更详尽地考察了圣者境界的层次与内容，通达、修习、究竟三个阶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其次，“五位”说用智慧来衡量人格发展的层次，并着重区分出“有漏之智”和“无漏之智”。最后，“五位”说既强调识的重要性，又倡导中道无分别之观，更糅合了原始佛教涅槃菩提思想，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格阶段观。


《菩萨璎珞本业经》“五十二阶位”说
 佛家中关于人格成长阶位说中，以《菩萨璎珞本业经》中所说的“五十二阶位”最为细致全面，同时又复杂繁琐。所谓“五十二阶位”，又称为五十二心，或者说是修心的五十二个阶次，是指一般修行者从初发菩提之心，一直到证得最上菩提的渐修渐进的过程。具体包括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心以及等觉、妙觉（夏金华，2003，p.158）。

具体有：（1）十信。五十二位修行中的出发点、前提条件。所谓十信，就是入佛教修行之前生出的十种最基本的信心，包括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愿心。（2）十住。在初步修行之后，使心安住于十种境地而不散乱，包括发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贵住、具足方便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3）十行。十种菩萨修行，虽然自我修行达到了一定境界，获得了一定佛果，但要效仿菩萨，普度众生，把自己所学所证用于方便众生，包括欢喜行、饶益行、无违逆行、无屈挠行、无痴乱行、善现行、无著行、难得行、善法行、真实行。（4）十回向。以大悲心救护一切众生，叫做回向，包括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不坏回向、等一切物回向、至一切处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随顺平等善根回向、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真如相回向、无缚解脱回向、界无量回向。（5）十地。大地能生长万物，故佛典中常以“地”来形容能生长功德的菩萨行。“十地”即指十个菩萨行的重要阶位，包括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6）等觉。等就是平等，觉就是觉悟，等觉就是进入平等觉悟的境地，也就是佛陀的境地。《往生论》中说：“以诸法等，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所以，等觉也就是佛的异名，成就等觉也就是成就佛果，精神进入超越区别对立的不二境界。（7）妙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而不可思议的境地，称为妙觉，也就是佛果的无上正觉。菩萨虽自觉觉他并行，而未圆满，只有佛的境界才是究竟圆满，觉体不可思议的。成就妙觉，就是不仅得到了般若智慧，而且超越了智慧，在万事万物中都圆满无缺，进入到空地无声、自由自在的人格境界。

“五十二阶位”的人格发展历程说首先是“渐修渐悟”说的代表，不同于中国禅宗等提出的“顿悟”，主张人格成长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修行是一个积累渐进的过程，要通过身心言行和日常细微处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其次，“五十二阶位”提出了衡量人格阶段的标准——境地。一个人人格处于什么层次，看待问题采用什么方式，我们称之为“境地”。普通人和大圆满者，在寿命、能力、相貌、体态等方面并没有巨大的差异，他们的差异在于境地的不同，也就是所谓人格和认知方式的不同。最后，“五十二阶位”说对中国佛教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华严宗“五教”说还是下文的天台宗“六即位”说，都是从其中启发修改而得来的。

人格发展的方法

佛家认为人格发展或成长最终需要通过修行来完成。修行的手段有很多，根据方法的不同包括原始的八正道、唯识宗的转识成智、天台宗的止观、禅宗的明心见性等等；根据修行形式的不同包括渐悟、顿悟、顿渐不二等形式。最重要最根本的修行手段是戒、定、慧，这三学是所有修行方法的统一，也是顿渐法门的统一，在佛家实践学说中占据核心地位。戒是纯洁自身行为、贯彻伦理道德，这是修行的基本要求；定是通过特定的修行方法，调服自己的身心状态，使意识处于“禅定”的状态；慧是智慧、境界，是持戒、修心之后所得到的慧果，也是心理处于和谐、澄明、自由的状态。戒、定、慧合称“三学”，又称三无漏学、三胜学，是治理身心的总纲领、总法则。


戒：自律与规范
 戒，又称为“禁”、“禁戒”，意为保持正确的、善的身心行为习惯。它是出家和在家修行的佛教信众的行为规则和生活纪律。《法句经》中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因此，戒律就是要从身心言行上去严格要求自己，以“善行”为目标，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

最基本的戒律有五条，包括：（1）不杀生。尊重一切有生命的个体，所有有情生命都是平等的、有价值的。（2）不偷盗。不可通过非法的手段擅取他人财物。（3）不邪淫。不可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纵欲邪淫。（4）不妄语。诚信守实，不胡乱说话、搬弄是非，更不可谩骂他人。（5）不饮酒。酒能麻痹神经、扰乱心态，不利于保持宁静澄明的意识状态。

戒学是通过对个体言行、思想、心念的约束和规定，以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行为准则，从而塑造出高尚的道德人格。佛教的戒律作为一种约束人身心的准则，与法律、道德、社会舆论等一起，对个人心理平衡、道德水平，人际间的和谐，社会的安定及国家的昌盛提供重要的支持。同时，它又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前提萌生出向善与积累德行的个人意志行为，跟世俗道德法律相比，具有出世间性。


定：进入禅定的身心状态
 定就是禅定，禅是梵语禅那（dhyāna）的音意译，定是梵语三昧（samādhi）的音译。禅定原意指静虑、思维修，有定和审虑的双重意思（黄国胜，2002，p.12）。定是使心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状态，即调服心理意识的方法；审虑是指在专注的心理状态中观照、反省自己的心理活动，从而发现心理活动的规律、本质。

禅定是进行人格修养最重要的途径，这是因为我们日常的心识活动都处在散乱、随意的状态，这种状态中贪嗔痴蔓延，充满着主观主义和私利主义。《成实论》中说：“散心者尚不能得世间经书、工巧等利，何况能得出世间利？故知一切世间、出世间利，皆以定心而得。”唯有控制我们的心识活动，使之处于“定”的状态，才能深度地解析自我，从而获得智慧。

天台宗把禅定分为“止”和“观”的过程。所谓“止”是指停止日常散乱的心理活动，不分散注意力，把心识集中于禅定状态；所谓“观”是指进入止的境地以后，观照五蕴、八识、缘起等身心活动的生灭变化，以消除我慢、我见，获得无上智慧的过程。可见禅定乃是佛教最有特色的方法论与实践论，代表了东方直觉领悟式的思维。西方心理学利用禅定的修行方法，开创出静心疗法、内观疗法等等，利用古老的东方技术来平抑自己焦躁的内心。可见禅定无论在宗教修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心理活动的控制、人格境界的提升都有极大的好处。


慧：获得超越的智慧
 慧，梵语般若的意译，相当于当今所说的智慧。智慧是从禅定的性体上所起的慧照妙用，通达事理，决断疑惑，照了一切事物真相的功能。佛教认为，要脱于世俗烦恼、获得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只能依靠于出世间的佛教智慧，称为“增上慧学”。

智慧与智力不同，它不以解决具体问题和技术性问题为目标，而是追求内在的价值和精神圆满的超越性目标。世俗的智慧体现在具体问题解决上，人生经验和人际交往的技巧之上，可以通过后天的习得与积累而不断增长。道德意义上的智慧是一种超越小我、不为私欲的境界，行事不为个人的物质、权力或名誉，也不希望得到他人的回报或尊重，而把行善看做是一件极其自然、极其平常的事情。佛教所言说的智慧则建立在这两者之上，但又高于这两者，是一种超出世间概念，回归自然本心的智慧。它主要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清净圆满性。这种智慧是没有任何缺憾的，超越了功用、世俗、自我，而进入一种无我、无所得的圆满境地。第二，自在性。这种智慧是超越一切内心的束缚的，自由不拘，完全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第三，不二性。这种智慧是超越二元对立、是非黑白的，不能从区别是非之心去衡审它。因为它的标准不在外界，而只是一心。第四，超越性。佛教智慧超越了世俗智力、道德智慧，是一种出世间的智慧。它不能在社会适应上体现出来，也不能在身心言行中呈现，只能是个体内心的感悟。

戒、定、慧是佛家进行人格修行的最主要方式，三者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戒”是人格修行的基础，是进入禅定和获得智慧的前提。只有在身心行为上体现出“善”，才领会到了佛家最基本的精神。《五灯会元录》云：“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是诸佛意。”“定”则体现了人格修行技术性要求，只有在定中，才能领略佛家所说的道理和人格境界。“慧”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条件。它是戒、定等修行所获得的成果，也是进入涅槃圣境的内心条件。这三者相异相依，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指出了人格修行的最基本的精神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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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刘佳明，郑发祥.（2012）.佛教自我观：假我、无我与真我的统一.宜宾学院学报，13（9），34—38.（2）刘佳明，郑发祥，周荃.（2012）.《坛经》的人格心理学思想品析.社会心理科学，27（8），922—925.撰稿人：刘佳明。


第二编人格动力


人格动力
 （personality dynamics）即人类行为背后的动因，包括心理动力学说、动机、环境适应、自我等（Cloninger，1996）。我们将人格定义为个人在各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统一体。其中内在的动力组织是根本性的，外在的行为方式只是内在组织的表现形式。一个人行为的动力与目标是人格的基本功能，为人生提供动力和目标。

近年来，人格动力领域中目标、自主和自我调节这三个专题的研究有较大的发展。首先，在目标研究领域中，当代目标研究者们提出了大量不同的关于目标以及目标定向行为的理论和观点。为了尽可能将这些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来，从相似性出发，可以将其归为四类：一是目标单元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个体都拥有高度个性化的目标系统，都会用各自独特的方法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因此，研究者采取特则研究方法，来考察个体特殊的目标单元。二是目标内容理论，该理论尝试用个体所设定的具体目标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目标定向行为导致不同的结果。研究者假设目标内容的差异能显著地影响个体的行为，致力于回答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目标（Deci & Ryan，2000；胡小勇，郭永玉，2008）。三是目标追求过程中的自我调节理论，该理论关注人们如何克服实施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尝试解释自我调节策略在目标对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作用，致力于回答人们如何有效地追求目标（Gollwitzer & Moskowitz，1996）。四是无意识目标及其追求理论，该理论聚焦于个体如何自动、无意识地采纳和追求目标，以及无意识地激活和追求目标对社会评价、社会行为和主观经验的意义（Bargh，1990；Oettingen，et al.，2006；Shah，2005）。

其次，在自主这一研究领域中，虽然自主
 （autonomy）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概念，古希腊的政治作品中就曾指出，自主意为从残暴的统治或他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但近年来西方心理学家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征、复杂的人格构念、重要的自我系统或自我构念（Sato，2001；Beck，1983）。研究者们从人格特质、动机和心理学是否需要自主等方面介绍了心理学对自主所展开的一系列的研究。包括作为人格特质的自主性，如认知自主性及其相关研究；动机领域中关于自主的相关研究；自由意志所展开的科学研究等。

最后，自我调节日益受到动机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随着动机研究深入，期望—价值理论和动机归因理论研究者们都认为，“自我”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动机性作用的概念。比如，提升个体的自我价值和免于自我在一些情境中受到威胁，是人们产生行为的主要原因。而“自我调节”除了有动机的功能之外，还反映了人们行为产生的过程。动机回答了行为“为什么”会产生，并推断行为发生是由一个过程所构成的，而自我调节则具体反映了该过程“是怎样”的。该领域的新进展包括，调节定向和调节匹配等作为特质的自我调节研究；有意识的冲动控制的自我调节研究；从创伤和苦痛中自我恢复、痊愈和成长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创伤性成长研究。


5 目标

心理学家对于行为目标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1890年，William James就已经建议通过研究个体“对未来目标的追求，以及对目标实现方式的选择”来区分个体。本能论者McDougall也非常重视行为所具有的目标属性，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个目标心理学家。他反对机械的、反射的、刺激决定论的行为观，支持积极的、向着预期目标不断努力的行为观，认为在我们预见某件事情的可能性时，就会期待看到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并采取与我们愿望相一致的行为，以引导事件向我们的目标方向发展。几乎在McDougall的同时代，Alfred Adler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目标的意义，认为个体是目标定向的，会受到未来期望的促动。他把目标作为行为解释的原则，用价值和目标的概念来取代驱力的概念。

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人的整体行为、行为的目标导向性以及指向对象的正负效价。受到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Tolman在行为主义的阵营里提倡目标的研究，指出目标就好比行为的“经纬线”。他认为目的性是行为的特点，并指出了“手段―目的”之间存在的关系的多样性，对行为的组织性、模式性和目的性进行了很好的探索。Allport用“目标导向”来描述这些在他看来比特质更具动力性和区分度的行为倾向，而且认为，目标导向可以用来理解个体某些不一致的行为。例如，一个孩子在一种场合不服管教、爱捣乱，在另一种场合可能非常听话、有礼貌。如果我们推断这个孩子是想“努力获得成人的注意”并学会了在不同的环境中实现这一目标的灵活策略，那么这种行为上存在的明显不一致就揭示了深层次的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认知革命极大地影响了行为科学的各个领域。在人格心理学内部，认知的信息加工观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声音。在认知革命背景下，人的形象变得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目标理论也再度回到研究的中心。比如1960年Miller就指出，计划是与目标相联系的，因为目标对机体具有一定的价值，从而具有了动机的属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认知革命不断地演进，从“冷”认知演变到关注认知与动机、情感之间关系的“热”认知，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动机目标理论的悄然兴起。建立在James、McDougall、德国意志心理学以及行为主义者们所提出的目标及目标定向行为的理论基础上，当代目标研究者们提出了大量不同的关于目标以及目标定向行为的理论和观点。为了尽可能将这些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来，从相似性出发，可以将其归为四类：一是目标单元理论（Cantor，1985；Emmons，1989；Little，2000；Young，1987）；二是目标内容理论（Deci & Ryan，2000；胡小勇，郭永玉，2008）；三是目标追求过程中的自我调节理论（Gollwitzer & Moskowitz，1996）；四是无意识目标及其追求理论（Bargh，1990；Oettingen，et al.，2006；Shah，2005）。


5.1 目标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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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方法上看，对目标的研究，可遵循两条路线，即通则研究法
 （nomothetic approach）和特则研究法（idiographic approach）。前者旨在对人类目标进行分类，试图揭示普遍的目标类型，以实现个体间的比较；后者则关注个人特殊的目标单元
 （goal units）。目标的通则研究法通常采取对目标进行标准化的列表分类的方法，以期发现普遍性的目标类型（Pervin，1983；Emmons，1986；Novacek & Lazarus，199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动机人格化趋势相一致的是，人格的目标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地采取特则研究法，对“当前关注点”、“个人计划”、“生活任务”、“个人奋斗”等人格心理学特殊目标单元的研究创造了多个目标的特则研究法的范例。

5.1.1 当前关注点

Klinger（1975，p.223）提出了当前关注点（current concerns）的概念。所谓的当前关注点，指的是一种假想的动机状态，这种状态使个体的感受和经验围绕着追求某一目标而组织起来。一旦这种假想动机状态被激活，它会引导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当前关注点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看牙医、减肥、维持恋爱关系等，只要是个体当前所思所虑的事件或领域，都可以是当前关注点。人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因而其潜在的关注对象也是多种多样的。

Young和Klinger等人对当前关注点进行了实验研究。Young（1987）发现，当被试在完成查字典任务时，如果左边电脑屏幕上悄悄呈现与当前关注点有关的词，被试的活动就会受到干扰。这表明与当前关注点相关的环境线索会不自觉地影响认知活动。而Klinger（1989，p.317）的回忆实验表明，与当前关注点相关的词更容易被回忆起来。这同样证实了当前关注点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如何对这一结论进行解释呢？研究者认为，关注状态使个体具有一种心理准备态势，更容易对所关注的线索产生情感唤起，从而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关注点将动机、情感与认知联系了起来，其中情感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研究者正将当前关注点的概念应用到抑郁症、酒精依赖以及工作满意度等领域，采用新的视角解释这些社会现象。例如，Klinger和Cox（2002）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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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ersonal Concerns Inventory，PCI）对有酒精依赖的大学生群体进行研究，发现缺乏健康的个人关注和动机结构的大学生，表现出更多的酗酒行为和更少的生活满意度，而且他们在治疗过程中不易改变其原有的动机结构。

5.1.2 个人计划

与当前关注点相似但又独立的一个概念是个人计划（personal projects）。Little（1989，p.15）把个人计划定义为意欲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系列相关活动。个人计划是人们思考、运筹和从事的事情，是通向目标的路线或路径。我们每一天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个人计划而组织的，如“学滑冰”、“找一个兼职工作”、“为圣诞节购物”等，都是个人计划的例子。Palys和Little（1983）对个人计划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结论：（1）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取决于与个人计划相关的压力和效能，即如果个体具有个人计划成功实现的效能感、没有面临超出应对能力的压力，那么可预计他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较高。反之亦然。（2）个人计划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Palys和Little（1983，p.44）发现，那些致力于短期愉快计划（这些计划难度适中）的个体，相比那些置身于长期计划、缺乏即时反馈的个体而言，有更多的愉悦感和更高的健康水平。另外，Little（2000）将个人计划概念应用到社会生态学领域，认为个人计划是社会生态学模型中的一个分析单元，另两个分析单元分别是人和情境。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学术视角。

5.1.3 生活任务

Cantor及其同事认识到，人格是通过个体对任务的参与和努力而发展起来的，应该根据人们“做”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来描述他们。基于这种认识，他们（Cantor & Kihlstrom，1985）发展了生活任务
 （life task）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人们当前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和一个特定生活时期个体投入精力面对的一系列任务。比如，“在学业上成功”、“交朋友”、“做我自己”都是生活任务的例子。在生活转型期，生活任务的作用尤为突出。Cantor（2000）认为，生活任务的提出使个体每天的活动具有了组织性，由此可以用以问题为中心
 （problem-centered）的方法调和人格心理学中的以情境为中心
 （situation-centered）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以人为中心（person-centered）这两种不同取向，打破彼此间的相互对立。

Cantor（2000）强调人格功能的适应方面，特别是认知功能的适应性。最初发展生活任务这一概念，目的正是为了探查个体在面临生活问题时，如何基于人格的认知基础来选择解决策略。通过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Cantor与Sanderson（1999）已证实存在两种策略：一种是学业领域的，一种是社会领域的。在学业领域，有乐观者策略和防卫性悲观者策略之分。前者具有相对低的焦虑和相对高的成功期望，后者则相反，具有相对高的焦虑和相对低的期望。防卫性悲观者是那种看上去总在担心，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学生，因为就实际表现而言，乐观者与防卫性悲观者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别。这两种策略各有利弊：乐观者的态度使他们具有积极期待而避免去想可能会失败，从而减少焦虑；而防卫性悲观者的学业焦虑似乎成为他们学习的永存动力。在社会领域中，研究者发现个体在所谓的社会强制
 （social constrain）方面存在差异。具有高社会强制的个体在社会行为上是倾向于他人导向的、焦虑的，他们会报告更多的社会领域中的压力和消极情感。并且，采用高社会强制策略的个体习惯于让他人来指导自己的社会行为，常常以一个跟随者、观察者而不是领导者的行为方式来保护自尊。采取低社会强制策略的个体则与上述特征相反，他们在社会行为表现上更独立、更积极主动，并且社会焦虑水平较低。但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情境的特定性，高社会强制者与低社会强制者的这些特征并不能推广或迁移到其他生活领域。

5.1.4 个人奋斗

Emmons（1989）发展了个人奋斗
 （personal strivings）的概念，旨在描述具有重复性和个性特征的目标努力行为。Emmons（1989）将个人奋斗定义为：个体希望在不同情境下实现的目标的典型类型，即带有个性化的追求目标的一贯模式。比如，一个人可能会“努力在异性面前展示魅力”、“得到尽可能多的快乐”、“努力做个好人”，这些都可以是个人奋斗的实例。个人奋斗既可以是一种思想、信念，也可以是产生一系列行为的动机原则。个人奋斗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Allport关于人格研究的目的性（teleonomic）理论。Emmons指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人奋斗体系，这使得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个人奋斗类型来区别不同的人。个人奋斗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目标组织起来，使得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对于个体而言，个人奋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综合性，一个奋斗目标常包括多个功能相同的次级目标。比如，一名学生的个人奋斗目标是取得优异成绩，也许他会把这个奋斗过程划分成课堂认真学习、考试前认真复习、考试时仔细审题等多个不同子目标，即通过多个具体目标的实现最终完成一个人格奋斗。Emmons和King（1988）还对于个人奋斗中的冲突和矛盾（conflict and ambivalence）进行了专门阐述。前者指的是两种或多种个人奋斗之间的斗争，而后者表达的是一个个人奋斗实现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内部的混合感情。个人奋斗既包括要尽力获得或经历的事，又包括要尽力避免的事。个人奋斗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而且，个体之间在其生活由积极奋斗或消极奋斗构成的程度方面是不同的。

Emmons（1989）指出了大量个人奋斗的明确特征。首先，个人奋斗对个体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尤其表现在构成个人奋斗的目标和一个人表达个人奋斗的方式这些层面。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或规律性的个人奋斗类别（比如成就、人际关系、自我表征等）。其次，个人奋斗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成分。第三，尽管个人奋斗是比较稳定的，但它们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个体所要努力达成的事件随着情境的变迁和生活的改变而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奋斗反映着我们一生的持续发展。第四，一项个人奋斗中一个子目标的实现并不代表整个奋斗过程的完成。最后，大部分个人奋斗被假定是有意识的，并可以自我报告。

个人奋斗的测评

Emmons（1986）对个人奋斗持系统观，最初他把个人奋斗划分为一些具体的维度，通过问卷来测评。Emmons的个人奋斗问卷共有15个项目，包括：奋斗价值、冲突、承诺、重要性、投入度、难度、归因、社会期望、确定性、方式、成功可能性、自信、不作为成功可能性、影响以及既往成就等。在具体的测评工作中，他首先让被试列出15条个人奋斗条目，并让他们写出实现每一种奋斗的具体方法。然后，根据这些被试列出的个人奋斗条目，使用个人奋斗量表
 （the Striving Assessment Scales，SAS）对每一具体奋斗项目进行测评。第三步，将这15个奋斗条目组合成15×15的奋斗方式矩阵（the striving instrumentality matrix，SIM），分析不同奋斗条目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主轴因子法并采用方差最大法旋转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个人奋斗的五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奋斗的程度（包括价值、重要性、承诺），贡献率为30.9％，这一个因素即可反映个人奋斗的程度；第二个因素是成功（既往成就和成功可能性），贡献率为16.2％；第三个因素是容易度（包括不作为成功可能性、投入度和难度），贡献率为11.2%；第四个因素Emmons认为不易解释清楚（其中包含了奋斗的归因、社会期望、环境机遇等），其贡献率为8.2%；第五个因素是奋斗方式，贡献率为6.7%。总的说来Emmons的个人奋斗问卷的信度指标不是很好。后来，Emmons（1992）进一步对个人奋斗的维度进行了描述。根据涉及面（breadth）、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和情绪意识（emotion awareness）三种特征，使用个人奋斗编码手册（personal striving coding manual）将个人奋斗划分为高水平和低水平，并用个人奋斗参数来反映高水平目标与低水平目标的差别。高水平目标是概括的、抽象的、开阔的；低水平目标是具体的、明确的、较表面化的。

Brunstein（1993）对个人目标维度的划分和测量方法，与Emmons类似。他将个人目标划分为目标承诺、实现可能性和进展三个因子。其中每个维度下面都涉及三个子维度，分别是决心、迫切性、意愿；机遇、控制度、支持度；进度、结果和障碍。每个子维度都有一正一反两个题项。整个问卷按照符合程度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进行评分。在Brunstein（1993）的一项纵向研究中，他通过对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个人目标问卷进行因素分析发现：在个人目标开始阶段，目标承诺这一因子的贡献率最大，为35.9%；成功可能性次之，为16.3%。而在目标追求过程中，成功可能性的贡献率最大，为35.3%；目标进展次之，为12.9%；目标承诺最低为10.4%。Brunstein的个人目标问卷的信度指标比较好，各子维度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6；重测信度最大为0.85，最小为0.55。

国内研究者（张钊，2004）将Emmons（1986）和Brunstein（1993）对个人奋斗的测量问卷汉化后，进行比较，提取个人目标问卷的项目，选取大学生被试进行修订。预测发现，这一问卷有较好的统计学指标，删去不合要求的项目正式施测，得出修订后的个人目标问卷有15个项目，包括四个因子：实现可能性、目标承诺、目标投入和目标进展。其中实现可能性项目分数越大表示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越小，难度越大。这证实了，在我国对于大学生被试来说，个人目标具有与国外研究发现类似的因子。研究中个人目标的四因子结构，与Brunstein（1993）的研究差异不大，符合Emmons（1986）对个人奋斗结构的划分。因素分析结果见下表5.1。

表5.1 个人奋斗量表（中文版）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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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张钊，2007.

个人奋斗的相关研究


个人奋斗与幸福感
 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的研究主题之一，补充、完善并发展着现代心理学体系。现代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基于快乐论
 （hedonic）与实现论（eudaimonic）两种哲学观点，而导致研究中出现了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SWB）和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y well-being，PAT）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Emmons（1986；1992）先后研究了个人奋斗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以及身体健康的关系。


个人奋斗与主观幸福感
 Emmons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上。通过经验抽样法经验抽样法（SEM）是一种尽可能在自然条件下研究个人经验的方法。许多心理学家都采用这一方法对心境状况进行记录和研究。在Emmons关于个人奋斗与其他人格变量的相关研究中经常会使用到这一方法。（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ESM）记录下被试的心境状态和思维内容，并结合生活满意度量表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Diener，Emmons，Larsen，& Griffin，1985）提取所需数据。Emmons（1986）发现积极情感与个人奋斗维度中的成功可能性、既往成就、奋斗价值及努力度正相关；消极情感与成功可能性、既往成就、重要性负相关，而与奋斗难度、投入度以及冲突正相关；生活满意度与个人奋斗的成功可能性、确定性及奋斗方式正相关，而与难度负相关。此外，与“期望—价值”理论——在奋斗过程中，个体的投入程度越高，其相应的成就期望也就越高——一致，个人奋斗中的承诺与实现有价值的成就期望呈正相关关系。Emmons和King（1988）研究发现，在个人奋斗上经历了大量冲突和矛盾的个体也体验到较多的消极情感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Emmons指出，在个人奋斗量表中，奋斗的当前进程（current progress）、既往成就（past attainment）、承诺（commitment）、难度（difficulty）是对主观幸福感的四个显著性预测因子。


个人奋斗与心理幸福感及身体健康
 Emmons（1992）测评了被试的个人奋斗并让被试接受了其他问卷（其中包括BSI、BDI、MPQ、SWL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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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测量，以个人奋斗水平为指标，得出了个人奋斗与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报告为高奋斗水平的被试经历了更多的心理抑郁和较少的身体疾病；而在那些报告为低奋斗水平的被试中则发现了相反的结果，他们的心理抑郁出现的较少而身体疾病却较多。对这一结果的解释，Emmons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低水平思虑（如低水平个人奋斗）可能反映了被试在被问及个人生活目标时，所出现的一种对固有威胁的回避反应。而其他研究表明，这一回避性应对策略与疾病的产生过程相关（Contrada，Czarnecki，& Pan，1997）。此外，Emmons和King（1988）研究发现，个人奋斗目标间的冲突与个体身体健康问题的自我报告测量分数相关；这一相关可能反映了个人奋斗间的冲突给对目标的反复思考和目标导向行为带来了抑制影响。Sheldon和Kasser（2001）的纵向研究发现个人奋斗与人生和个人成熟密切相关，个人奋斗的和谐或一致的测量分数与幸福感呈现正相关。Emmons认为人们对幸福感的体验取决于他们目标的实现状况。对于那些重要目标和那些已经实现的目标，人们自身所感受到的幸福感会更为强烈。因而Emmons认为幸福感不仅仅只是一种特质，而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目标追求的产物。


个人奋斗与特质
 对于人格研究中传统特质分析来说，以人格奋斗这一概念来审视人格将是一种全新的视角。Emmons认为特质研究是关于人格普遍的、规律性的方法，而个人奋斗则既有规律性的层面，也包含了个性化的层面。此外，特质是个人行为的表现形式，而个人奋斗属于人格的动机因素，不一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最后，特质与个人奋斗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特质意味着已经导致了个体的某种行为结果，而个人奋斗则不一定导致行为。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他很友善，他就喜欢去交朋友，也善于交到朋友；但不能说一个人努力想让自己表现出友善，那么他就一定会与别人去交朋友、成为朋友。

对于个人奋斗与特质之间的关系，Emmons调查了自恋型人格特质，发现得分高的被试与得分低的被试有不同的个人奋斗。如，高自恋被试的个人奋斗有努力控制和操作他人、穿着时髦衣物等，而低自恋被试的个人奋斗则包括让父母感到自豪、意识到他人的感受、使他人快乐等。这种个人奋斗上的区别在同伴报告中也得到了证实（Emmons，1989）。

Emmons没有探讨人格特质的五种因素与个人奋斗之间的具体关系。而在与个人奋斗理论相类似的“个人计划”这一理论中，Little使用NEO-PI发现了人格特质与个人计划这种人格动机单元之间很强的相关关系。在Spangler和Palrecha（2004）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

5.1.5 四种目标结构的异同比较

以上讨论的四种目标结构，都强调行为的目的性和目标指向性特征，每一结构都涉及目标的不同方面：目标关注的对象、目标实现的路径或方案、作为任务的目标以及带有个性特征的目标努力行为。这四种目标结构均被视为目标的特则研究法。但与以上目标结构共性相比更重要的是，由于各个目标结构的侧重点不同，使得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比较这些差异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各个目标的举例说明（见表5.2，Emmons，1997，p.486）。

表5.2 个人目标结构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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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mmons，1997，p.486

观察和体会表5.2中所列举的实例可知，这四种目标结构首先在内涵上是不同的：当前关注点是一种假想的动机状态，虽然它暗含着将来可能发生的倾向，但也仅仅是个体头脑中当前所关注的事情或领域。个人计划则不同，它不是一种假想状态，而是一系列随时间推进而发生的相关行为——与追求目标相适应的外显行为。个人计划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想法，而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生活任务与发展阶段密切相联，是个人希望解决的重要人生或生活课题，在生活转型期意义尤为突出。个人奋斗则多表现为具有个人特征的一些努力方向或人生信念，它可以很具体，也可以很宏观，可以是一种思想认识，也可以是一种行为动机。一般而言，个人奋斗比前三种目标结构更带有人格特征的意味，更持久稳定。

其次，一般认为，当前关注点、个人计划、生活任务都有明确的终止点。例如，一个人一旦从大学毕业，可能就不再需要和大学打交道了，那么“上大学”这一项生活任务就宣告结束了。而个人奋斗则不会因成功或不成功而终止，它是对一系列目标反复、持久的追求。比如，具有“努力做个好人”奋斗目标的人，不会因某一次做了一件好事而停止这种目标追求。

最后，各个目标结构在类别宽度上的区别也是重要的，因为它决定着目标可接受的范围。困难之处正在于此，虽然在原则上作这种区分是可能的，但现实中，大部分目标结构在类别宽度上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清晰可辨的。例如，个人计划，可以在“星期天去教堂”（细琐行为）到“探索我的宗教信念”（宏观意图）如此宽泛的维度上变化，而生活任务、当前关注点、个人奋斗也能处于广阔的连续维度中的某一点上。但相比而言，个人奋斗的类别宽度要大一些，因为它被假定在动机控制层次上有更高的水平。

5.1.6 未来研究方向

目标概念的出现是令人欣喜的，因为目标具有将认知、情感、动机、行为相联结的功能，具有整合人格并使行为组织化、模式化的功能。同时，目标又呈现出层次性结构，适合于测量和研究个别差异。G.W.Allport曾质疑：“我们采用什么作为人格的结构单元呢？”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一质疑了（Emmons，1997）。

而未来目标研究领域中一个自然而然的方向是：探查动机倾向与个人目标之间的联结。动机倾向与个人目标这两个研究方向一直各走各的路，而且不少目标理论正是在不满动机倾向理论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但动机与目标之间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动机激发和维持着目标所导向的行为，目标则是个人生活中人格化了的动机。如果将动机分解为构成动机的具体目标来进行研究，对解决长期以来动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争论（如动机的个别差异，动机的性别差异）是大有助益的。此外，在目标的研究方法上，将目标结构理论运用于个人档案、心理传记的研究中，可能是一个颇具前景的研究方向。因为大多数心理传记想要呈现的正是个人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目标方向，采用目标结构单元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解释这些个人目标方向，对理解个人的人格和行为特征无疑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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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扩展而成：（1）蒋京川，郭永玉.（2003）.动机的目标理论.心理科学进展，11（6），635—641.（2）张钊.（2007）.个人目标、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一项纵向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撰稿人：胡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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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关注点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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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I，the brief symptom inventory（Derogatis & Spencer，1982）；BDI，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eck et al.，1961）；MPQ，the well-being scal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Tellegen，1982）；SWLS，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Diener，Emmons，Larson & Griffin，1985）


5.2 目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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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革命的焦点从“冷”认知转移到关注认知与动机、情感之间关系的“热”认知，动机目标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在以Little（1989），Emmons（1989），Klinger（1989），Cantor（Cantor，Mischel，& Schwartz，1982）为代表兴起了一场以个别化的、情境化的个人目标单元（personal goal units）为核心的研究热潮（郭永玉，2005，pp.328-336）的同时，另外的一批研究者（eg.Deci & Ryan，2000；Latham & Locke，1975；Dweck，1991）将他们的研究兴趣放到了目标内容
 （goal content）上，试图通过目标内容来揭示普遍的目标类型，以实现个体间的比较，并以此来理解人们是如何组织他们的生活的。这一批研究者不是通过特则研究法，而是通过通则研究法来研究目标。这些心理学家们关注用行为目标的选择（目标内容）来解释目标定向行为的控制过程即目标相关的行为的调节过程，使得动机心理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5.2.1 目标内容的界定

目标内容指的是有机体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目标，即个体所追求的目的行为本身是什么。目标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因为目标可以是挑战性的目标或适度的目标，明确或模糊的目标，抽象或具体的目标，近期目标或远期目标，负面结果为中心的目标或正面积极结果为中心的目标，等等。对目标内容的研究以如下构念为代表：Deci和Ryan的“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Locke和Latham的“明确、挑战性的目标与模糊、非挑战性的目标”，Dweck的“学习目标与表现目标”，Bandura的“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Higgins等人的“积极结果为中心的目标与消极结果为中心的目标”。在这些构念中又以Deci和Ryan的“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研究最为广泛、深入（胡小勇，郭永玉，2008）。

以Deci和Ryan（2000；2003）为代表的研究者们针对目标内容效应所展开的研究，推动了目标动机研究的深入发展。该研究取向遵循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先天具有成长和发展的倾向，会努力征服环境中的挑战，整合自我体验，形成自我统合感。此领域的研究者们关注的是不同的目标类型是如何影响相应的结果变量的。他们采取的研究策略是在相关的因变量（幸福感、学习与工作绩效等）的基础上将感兴趣的目标维度（内部与外部目标）进行比较。

通过大量跨文化研究，研究者们发现了具有广泛一致性的目标内容结构维度，即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是两种不同自主水平的目标，如两名艺术班的学生正在潜心创作一幅图画，学生A是为了在作画过程中获得乐趣（内部目标），而学生B创作这幅作品是为了取悦他的父母（外部目标）。内部目标（intrinsic goals）是指反应个体的内在成长趋向的目标，所追求的目标内容与基本心理需求，即关系、胜任、自主相一致。内部目标内容包括自我接受、亲密关系、健康等。外部目标（extrinsic goals）指获得外部奖赏或社会赞许，通过获得外部的价值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等目标，如财富、权力、地位等（Kasser & Ryan，1996）。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可利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加以区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如美国、德国、俄罗斯、韩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内、外部目标这一结构维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Kasser & Ryan，1996；Vansteenkiste，Duriez，Simons，& Soenens，2006；Ryan et al.，1999；Schmuck，Kasser，& Ryan，2000）。

5.2.2 目标内容效应

Deci和Ryan（2000；2003）的目标内容效应理论是建立在自我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自我决定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是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SDT对动机进行了新的阐释，将动机视为从无动机到外部动机再到内部动机的一个连续体，并根据自我调节功能和经验的不同，将动机进行了区分，发展了以往的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的简单二分方法。

SDT是关于动机的宏观理论，主要是研究个体行为调节（behavioral regulations）的原始成分和行为结果。该理论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调节：自主调节
 （autonomous regulation）和受控调节
 （controlled regulation）。自主调节指的是个体干着自己想干的、愿意干的事情。而受控调节是指个体做着他们必须这么做的事情，是屈服于内部或外部的压力才这么做的。自主调节和受控调节指的是个体行为的动机或原因，是用来回答“人们为什么产生这种行为”的。与此同时，SDT将目标分为两类，即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研究者利用它们来回答“人们追求什么样的行为”（Kasser & Ryan，1996）。

SDT认为，人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决定需求来自环境的支持。在自我决定论内部，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转通过基本心理需求的概念而被具体化：当需求被满足时，人们将有效运转，并将健康发展；当需求被阻止时，人们将出现心理问题，并且不能有效运转。当来自于环境的支持满足了人们自主的基本心理需求时，人们的行为倾向于自我决定。

目标内容效应的理论观点

Deci和Ryan（2000）认为，在每个个体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总结出了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自主需求（autonomy）、胜任需求（competence）和关系需求（relatedness）。自主需求，即自我决定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最为重要，个体在某个活动上的自主程度高时，体验到的是一种内部归因，感到能主宰自己的活动，此时从事这个活动的内部动机就高。胜任与Bandura（1986）的自我效能感同义，指个体对自己的学习行为或行动能够达到某个水平的信念，相信自己能胜任该活动。而关系需求是指个体需求来自周围环境或其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体验到归属感。

在此基础上Deci和Ryan（2000）进一步提出，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有着各自不同的效应。他们认为，相对于外部目标来说，追求内部目标和较高的幸福感、良好的适应性等正面结果相联系（内部目标效应）。因为内部目标是和自主、胜任、关系这些基本的心理需求紧密相关的，在内部目标达成的同时，这些基本心理需求也得到了满足。相反，当人们对外部目标赋予更多的权重的时候，他们越是倾向于人际比较、获得表扬、获得自我价值的外部线索。外部目标定向和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是不相关的，甚至使得人们偏离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因此，相对于内部目标来说，追求外部目标和较低的幸福感、较差的适应性相联系（外部目标效应）。内部目标效应和外部目标效应统称为目标内容效应。Deci和Ryan（2000）还认为，自主、胜任和关系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是解释目标内容效应的心理机制。

目标内容效应的实证支持

对目标内容效应的实证研究的发起者是Kasser和Ryan（1993），主要是研究个体的生活目标内容与幸福感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证实了外部目标与幸福感和适应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随后，他们采用不同年龄组的被试，使用相关研究的方法进一步证实内、外部目标之间存在不同的效应，即外部目标与幸福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内部目标与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此后，一大批研究者被吸引到目标内容效应的研究中来。相关研究的结果表明，当人们对外部生活目标追求的抱负过高时，他们就会表现出较低的生活满意感、自尊和自我实现以及较高的抑郁和焦虑。极具代表性的有Vansteenkiste等人（2006；2007）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研究者（Vansteenkiste，Duriez，Simons，& Soenens，2006）首先是在教育情境中，以教育学院和商学院的学生为被试来研究外部目标内容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部目标内容上得分高的商学院的学生表现出更低的幸福感和更高水平的物质滥用。这一结论有力地批驳了“当目标内容与环境相匹配的时候，外部目标内容与幸福感应该是正相关的”这一观点。随后，他们（Vansteenkiste，Neyrinck，Niemiec，Soenens，Witte，& Broeck，2007）以工人为被试，在工作情境中进行的相关研究发现，外部目标内容与消极的工作结果、较差的心理健康水平相联系（例如较低的工作满意感，较高的焦虑水平，获得成功后较短时间的满意感）。而Williams等人（2000）则研究了外部目标与年轻人的吸烟、酗酒、吸毒等危险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与报告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个体的吸烟行为与外部目标上的得分有着显著的相关；外部目标显著地预测了年轻人的吸烟、酗酒、吸毒等危险行为。除此之外，Duriez等人（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对外部目标赋予更多的权重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和身体疾病症状、较差的人际关系质量、较少的合作行为、较高的偏见和社会支配态度以及更多的社会攻击性。

研究者们除了对外部目标效应感兴趣之外，还对内部目标效应进行了研究。如Kasser和Ryan（1996）采用不同年龄组的被试样本进行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无论哪个年龄组的被试，内部目标项目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健康状况都更好，幸福感水平更高。而Sheldon（2005）则是用大学新生为被试来研究内部目标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那些第一学期内部目标内容上得分高的大学新生能够更好地达到目标，目标的完成提高了他们的适应性。更为重要的是，第一学期的目标达成同时导致了第二学期有更多的内部目标，这又使他们在第二学期有更多的目标达成，这些目标达成又会导致更好的适应性。这表明，通过不断的内部目标追求，人们能够不断地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水平和适应性。

目标内容效应还得到了跨文化研究证据的支持。Ryan等（1999）研究了在美国与俄罗斯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内、外部目标这一结构维度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一致性，并且外部目标与幸福感之间显著负相关。此外，Schmuck、Kasser和Ryan（2000）证实了德国与美国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内、外部目标与幸福感之间均存在不同的效应；Kim，Kasser和Lee（2003）证实了韩国和美国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目标内容效应均显著。而Sheldon与Elliot等人（2004）在美国、中国、韩国这三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选取被试来研究内部目标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每种文化中，内部目标都正向预测了主观幸福感。

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目标内容效应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内、外部目标与幸福感、适应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内、外部目标这个结构维度上所存在的个体差异。与此同时，有研究者用内、外部目标来启动学生的学习行为，即在学生进行与学习相关的活动时，用实验方法来操纵他们的学习目标，进而研究内、外部目标与学习表现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者（Vansteenkiste，Simons，Lens，Sheldon，& Deci，2004）在一系列的现场研究中，让被试学习与生态学知识相关的一组材料，然后告诉其中一部分被试学会此类知识的目的是用来赚钱（外部目标启动组），而对另外一部分被试说学会这些知识将更有利于为社会作贡献（内部目标启动组）。研究者认为，外部目标启动将分散学生的学习任务，进而干扰对整个学习材料的理解，因此，在外部目标启动的条件下，将出现较差的学习和较低的测验分数。相反，当学习被描述为是对内部目标有用的时候，那么此类启动与个体内部成长的倾向紧密联系，并且很少关注外部价值指标，因此在内部目标启动的条件下，信息加工的水平和测验的成绩都要相对于外部目标启动条件下好。换句话说，内部与外部目标启动将导致对学习活动的参与程度不同，进而影响信息加工过程和成绩。结果表明，内部目标启动促进了较深的加工水平（自我报告和观察的加工水平），并且测验成绩、持续性都是内部目标启动要显著好于外部目标启动。

在对上述结论进行的验证性研究中，研究者们（Vansteenkiste，Lens，& Deci，2006）运用不同的内部目标，例如个人成长和健康；不同的外部目标，例如外表吸引力；不同的学习材料，例如商务通信；以及不同年龄的被试组，例如5—6年级、11—12年级、大学生，都获得了同样的结果。而且当被试学习的内容不是课本材料，而是体育技能的时候，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例如，Vansteenkiste和Matos等人（2007）通过体育技能学习领域的一项追踪研究来探讨内、外部目标与绩效、持续性的关系。被试是10—12年级的学生，研究者随机将他们分成两组，对其中一组说，体育锻炼能使自己保持迷人的身材，增加外部吸引力（外部目标启动组）；而对另外一组说，体育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内部目标启动组）。在接下来的实验研究中，主试就会在一个星期、一个月、四个月的时候分别询问被试锻炼的次数与时间。结果表明，内部目标启动导致更好的绩效，增加短期的持续性（一周的实验结果），并且，相对于外部目标启动，内部目标启动显著预测了被试在体育锻炼中的长期持续性。

甚至有研究者（Wang，Hu，& Guo，2013）以188名中国初中生为被试，采用指导语启动的方法来操纵内、外部目标来考察其在考试分数、学习卷入程度和考试焦虑水平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该研究中，为了检验内、外部目标和男性、女性在考试成绩、学习卷入程度以及考试焦虑水平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进行了2（目标条件）×2（性别）的多元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3。依据Wilks' lambda，三个因变量在内、外部目标启动条件下均存在显著的差异，F（3，182）=17.96，p<0.001，并且效应量很大，ηp2=0.228；但是三个因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并不显著，F（3，182）=0.76，p=0.54，在性别与目标启动条件上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3，182）=2.20，p=0.09。

表5.3 内部目标启动条件下结果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误（N=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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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Wang，Hu，& Guo，2013

在每一个因变量上，目标启动条件的主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内部目标启动条件下，学生有更好的考试成绩，F（1，184）=15.56，p<0.001，ηp2
 =0.08，更高的卷入程度，F（1，184）=14.64，p<0.001，ηp2
 =0.07，更低的考试焦虑水平，F（1，184）=19.79，p<0.001，ηp2
 =0.09。依据Cohen（1988）的标准，所有这些效应均有中等水平的效应量。

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目标内容效应。依据自我决定论，强调内部或外部学习目标的学习环境，与个体稳定的追求内部或外部目标的倾向一样，对学习具有同样的功能性的作用。Vansteenkiste及其同事们（Vansteenkiste，Simons，Lens，Sheldon，& Deci，2004）在西方文化背景中，通过操纵目标内容发现，内、外部目标在对学习材料的加工深度、学业成就和学习持续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该研究还有一个重要推进之处是，通过实验操纵的方法，在中国教育背景下证实了目标内容效应。

目标内容效应研究的结果表明，内部目标定向将导致积极的结果，外部目标定向将导致消极的结果，然而情况是不是总是如此呢？Vansteenkiste和Simons等人（2005）研究了内、外部目标启动对有意义学习（概念学习）和机械学习是否产生不同影响。三个现场研究的结果表明外部目标启动会削弱有意义学习的效果，但对机械学习的结果并没有产生影响。甚至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目标启动对机械学习有促进作用，提高了对文字和事实材料的加工程度。然而这个研究发现的结果并不一致，在随后验证性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外部目标启动促进机械学习的学习效果。但这种情形告诉我们，外部目标启动对学习并非都导致负面效应，对机械学习来说也许会产生正面结果。

目标内容效应与动机效应的关系

目标内容效应是否真的存在？这个问题是来自于Carver（Carver & Baird，1998）和Srivastava（Srivastava，Locke，& Bartol，2001）等人对自我决定论的批评。这些研究者认为目标内容效应就是动机效应。Carver和Baird（1998）认为外部目标与受控动机相联系，是受控动机而不是外部目标内容对幸福感和绩效产生效应。外部目标内容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负相关，只不过是人们在追求外部目标时，所感受到的控制感和不安全感在起作用。Srivastava与他的同事们（2001）则更加直接，认为目标内容效应完全可以还原为动机效应。因此，他们认为强烈关注如何变得富有或有名气的个体与关注如何形成有意义的关系或更好成长的个体，只要在追求这些不同目标的时候有相同水平的自主动机，那么这些个体身上的幸福感的程度是不会存在差异的。

针对这种批评，Sheldon等人（Sheldon，Ryan，Deci，& Kasser，2004）提出，虽然内部目标和自主动机、外部目标和受控动机显著正相关，但目标内容和动机对幸福感等是有着独立效应的。Deci和Ryan（2003）认为目标内容（内部与外部）和目标动机（自主与控制）的概念在本质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目标动机指的是人们追求某个具体目标内容的原因。行为的目标类型能够从追求目标的原因上进行区分。例如，一个人为了使自己更具有吸引力去参加形体课程（外部目标），但是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受控动机，他的老婆希望他保持他应有的身材；二是自主动机，他个人的价值观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漂亮的身材。

如果Carver和Baird（1998）的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动机在内、外部目标与幸福感、适应性、绩效之间会起完全中介作用。然而另有研究结果表明，内、外部目标启动对学习结果的效应，只能部分地被自主动机所解释。（Vansteenkiste，Simons，Lens，Sheldon，& Deci，2004）在控制了动机因素之后，内、外部目标启动对学习仍存在独立效应。面对目标内容和动机对幸福感等的影响的争论，研究者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用数据表明了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内部还是外部目标）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这些目标（自主还是受控的动机）对心理幸福感各自有着不同的效应。

首先是Sheldon等人（Sheldon，Ryan，Deci，& Kasser，2004）为验证这些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研究一，被试内设计，让被试来评定当他们追求内部或外部目标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自主的程度以及快乐的程度。研究二，被试间交叉设计，先让被试评定自己生成的目标内容及相应的动机，然后求它们与报告的当前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三，被试间纵向研究设计，以将要毕业的大四学生为被试，让他们列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目标内容，并让他们评定自己所列举的目标的自主或受控程度以及当前的幸福感水平，一年以后重复测量一次，使得能够对幸福的变化进行预测。在这三个研究中，层级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动机因素之后，内部目标与幸福感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后来许多验证性研究结果都一致表明内部目标和自主动机显著而独立地预测了心理幸福感的变异。例如，Vansteenkiste等人（Vansteenkiste，Simons，Lens，Sheldon，& Deci，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目标与自主动机、学习深度、成就、持续性等结果变量之间都显著而独立地正相关；内、外部目标启动对学习结果的效应只能部分地被自主动机所解释。Ryan和Deci（2004）运用高中和大学学生为样本进行三个现场研究来验证目标内容效应，结果表明自主动机和内部目标显著相关，但对自主动机进行控制之后，目标内容与幸福感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相关。因此，目标内容以及相应的动机对幸福感、学业成就等影响在统计上是互不相关的，它们对幸福感和适应性有着显著独立的效应。

5.2.3 目标内容效应的心理机制

研究者认为基本心理需求是解释内、外部目标与幸福感、适应性、绩效之间关系的心理机制。内部目标定向的个体更有可能从事能够满足自己基本心理需求的活动，进而导致各种各样积极的行为后果。外部目标的追求和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不相关，甚至会使人偏离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所以，外部目标定向的个体往往表现出较低的幸福感和较差的适应性（Deci & Vansteenkiste，2004）。

自我决定论认为，在每个个体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通过实证研究，研究者们总结出了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自主需求即自我决定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最为重要。个体在某个活动上的自主程度高时，体验到的是一种内部归因，感到能主宰自己的活动，此时从事这个活动的内部动机就高。胜任需求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同义，指个体对自己的学习行为或行动能够达到某个水平的信念，相信自己能胜任该活动。而关系需求即个体需求来自周围环境或其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体验到归属感。

自我决定论中的“需求”概念是对Hull的驱力论和Murry的需求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它一方面继承了Hull的传统，认为需求是天生就有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同时吸收Murry的观点，认为需求是属于心理层面，而不是生理层面的。即认为人的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在不同的种族与性别的人身上都存在，具有跨时间、跨文化的一致性，它使得人们要求主动、选择发展与追求心理健康。

那么，基本心理需求是不是解释内、外部目标效应的心理机制？Kasser（2002）的研究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而Vansteenkiste等人（Vansteenkiste，Neyrinck，Niemiec，Soenens，Witte，& Broeck，2007）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验证心理需求是不是解释内、外部目标效应的心理机制，就是要验证基本心理需求是否在自变量（外部目标）和因变量（幸福感、绩效）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Vansteenkiste等人（Vansteenkiste，Neyrinck，Niemiec，Soenens，Witte，& Broeck，2007）进行中介变量路径分析时发现：外部目标（自变量）显著地预测幸福感（因变量）；外部目标（自变量）显著地预测基本心理需求（中介变量）；当控制了外部目标（自变量）之后，基本心理需求（中介变量）显著地预测幸福感（因变量）；当基本心理需求（中介变量）得到控制的时候，外部目标（自变量）和幸福感（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就不存在了。这表明基本心理需求（中介变量）确实在外部目标（自变量）和幸福感（因变量）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并且研究的数据表明，自变量（外部目标）和中介变量（基本心理需求）能解释14%—61％的总变异。

上述研究结果为基本心理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具体来说，当基本心理需求被控制时，自变量（外部目标）与因变量（工作结果）之间就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它表明了基本心理需求是解释目标内容效应的一个有效的心理机制。并且，我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目标内容效应进行解释。

第一，从内部目标定向的角度来解释。内部定向的个体会更多地去从事那些能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活动，这对内部目标的追求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因为内部定向的个体重视个人成长和自我发展，他们更有可能主动发起行为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使得他们能体验到参与、选择、自由等内心的感受。并且，他们的这些努力很容易得到承认，随之能体验到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同时，他们认为对社会或对他人提供帮助是很重要的，于是会用最真诚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使得他们能体验到与他人的亲密感。

第二，从外部目标定向角度进行解释。外部目标定向个体倾向于对物质主义过分地理想化。这对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至少会产生三个不利的结果。首先，他们的自我价值依赖于这些外部目标的达成，使得他们会失去行为中的自由和选择感。其次，因为对外部目标过分理想化，外部定向的个体会持续体验到理想的外部目标状态和现状之间的分离。而外部目标的达成使个体获得的只是短期的满意感，以致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外部目标，使得这类个体很少感觉到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因此，他们会持续地体验到不胜任感和不安全感。最后，外部定向的个体把他人当成一种工具，通过这种工具用最有效的方式获得他想得到的物质利益，因此他们很少有可能形成信任和满意的人际关系（Vansteenkiste，Duriez，Soenens，& DeWitte，2005；Duriez，Vansteenkiste，Soenens，& De Witte，2007）。

5.2.4 未解决的问题

以Kasser和Ryan为代表的研究者们针对目标内容效应所展开的研究，推动了目标动机研究的深入发展。通过大量跨文化研究，研究者们发现了具有广泛一致性的目标内容结构维度，即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在揭示这一普遍的目标类型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者们采用相关与实验研究的方法，发现了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具有不同的心理效应。相对于内部目标来说，追求外部目标是和较低的幸福感、较差的适应性等负性结果相联系的；相反，相对于外部目标来说，追求内部目标是和较高的幸福感、良好的适应性等正性结果相联系的。

作为一项能够激起不同领域研究者兴趣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目标内容效应必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完善。

（1）随着对目标内容效应研究的深入，在未来的研究中实验和相关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将成为一大趋势。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由研究内、外部目标与幸福感和适应性关系，发展到研究内、外部目标与学习绩效和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其次，从研究的范围上看，由生活领域的目标内容的研究，发展到对学习、体育、工作、失业、减肥、养育等领域的目标内容研究。再次，从研究的方法上看，由相关研究发展到现场实验研究。但是，不难发现，相关研究中考虑的主要是内、外部目标与幸福感、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而现场实验研究中考虑的主要是内、外部目标与学业成就、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特定的研究方法只局限于特定的研究范围的问题，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了这一不足。因此，综合运用实验和相关等研究方法将是研究者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2）深入地探讨目标内容效应的心理机制将成为未来研究中的热点。目前，对目标内容效应的心理机制的解释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即使是被自我决定论研究者接受的基本心理需求这一心理机制，也还是Vansteenkiste等（Vansteenkiste，Neyrinck，Niemiec，Soenens，Witte，& Broeck，2007）最近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的。中介变量路径分析时发现，基本心理需求在内、外部目标（自变量）和幸福感、绩效等（因变量）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Vansteenkiste等的研究在取样、获取研究资料的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缺陷，因此大量的验证性的研究是必需的。同时，还应该要注意到，内、外部目标对幸福感、绩效等因变量的影响只有基本心理需求这一种心理机制可以解释吗？有研究者（Sheldon，Ryan，Deci，& Kasser，2004）就认为外部目标和幸福感之间的负面关系可以用如高不安全感、低自尊、低合作性等稳定的人格特质来解释。研究还发现，稳定的人格特质如神经质在目标内容效应中起到解释的作用，认为外部定向的个体很少对他们的工作产生满意感是因为他们更神经质（Vansteenkiste，Matos，Lens，& Soenens，2007；Solberg，Diener，& Robinson，2004）。这就要求在未来的研究中更深入地去探讨是否存在其他的心理机制。

（3）目标内容效应及其相关结论可否推广到中国有待于本土化研究的证实。一旦证实，那么对我国现阶段和谐社会的建设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为了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适应性，那么政府管理人员、企业管理者或个体就应该重视内部目标，在提出奋斗目标或规划时应以内部目标为主，并降低外部目标的权重。同时，如果证实目标内容效应及其相关结论可推广到中国，那么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在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应试教育迫使教师、家长以及学生自己都把取得理想的考试成绩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而忽略了对内部目标的追求，使得许多学生不能适应社会，不能与他人合作和交流，所学的知识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内、外部目标启动的研究表明，当老师帮助学生理解到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个人成长、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使自己更健康、为社会作贡献等内部目标时，学生更有可能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对学习材料的理解更加深刻，而且能更加有效地运用所学的知识（Vansteenkiste，Joke，& Simons，2004）。这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启示是，在今后的教育教学改革中要充分考虑到内、外部目标的不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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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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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达成或失败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关切。当代目标追求
 （goal pursuit）的自我调节理论着重探讨的就是，在目标追求过程中自我调节的策略及其作用，以及自我调节策略在帮助个体克服目标追求过程中如何始动目标及如何抵制诱惑等问题（Gollwitzer & Moskowitz，1996）。那么，什么样的自我调节策略能使得个体的目标定向行为更加成功呢？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发现执行意向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这一前瞻性的自我调节策略在目标追求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目标的实现。执行意向最早由Gollwitzer（1993）提出。该概念自提出至今近二十年来，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健康、教育、环境、宗教等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节将着重阐述在各个不同领域中，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及其心理机制的研究。

5.3.1 目标追求的过程

Nuttin（1980）认为目标指的是预期的结果状态，计划则是个体如何达到这些预期的结果；目标定向行为的强度，由个体想达到这些目标的动机以及这些行为的计划手段所决定。Gollwitzer（1990）在Nuttin（1980）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地阐述，提出了行动阶段模型
 （the model of action phase）。该模型认为，个体想要实现的愿望比真正能实现的愿望要多得多。因此，个体就不得不做出选择，而选择就是建立在对这些愿望的可得性
 （feasibility）与渴望性
 （desirability）的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的。只有那些可得的并且具有吸引力的愿望才会被选择去执行，并最终转变成目标。目标定向的行为，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能发动，依赖于这个目标的可得性及渴望性，以及感知到当前情境中去执行相关的目标定向行为的合适性。所有与之相关的竞争性目标的可得性和渴望性都应考虑在内。这些与之竞争的目标也期望能在给定的情境中实现。

同时，行动阶段模型吸收了经典动机变量（Atkinson，1964）的渴望性（即目标的期望值）以及可行性（即目标是否以及怎样能被实现的信念）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使人想起Ajzen（1991）的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建立在传统的动机理论基础之上。行动阶段模型也是这样的。它假设行为的态度（即渴望性）以及知觉到的该行为的可控性（即可得性）共同地决定了该个体是否决定去执行它。然而，行动阶段模型认为行动目标是这种决定的结果，而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图才是这种决定的结果。但是行动阶段模型一直被视为是目标定向行为理论的传统动机模型的一种批评理论，因此需要提出更进一步的假设。Gollwitzer（1990）认为目标选择，或者说选择一个目标定向行为，经典动机变量的渴望性和可行性已经足够了。但是当面临执行一个已选择的目标或目标定向行为的时候，就需要考虑与意志相关的变量了。因此，行动阶段模型是用于阐明目标选择的动机问题、目标执行的意志问题，以及所选择的目标的执行过程和条件。研究者（Gollwitzer，1990）认为，目标追求过程可由四个不同的但又连贯的阶段构成。在每一个阶段，人们都面临一个在质上有区别的任务，每一阶段任务的完成，才能导致目标的实现。第一，前决策阶段，该阶段的任务是设定目标，即个体依据可得性（feasibility）以及渴望性（desirability）的评价标准对各种欲求（wish/desire）进行评价，以决定是否将某个欲求确定为目标，即形成目标意向（goal intention），做出目标承诺。一个积极的决定将欲求转化成了一个确定的目标，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包含了一种决定感或义务感。第二，前行动阶段，该阶段的任务是如何执行目标，即针对目标来制定一个关于时间、地点以及如何来执行目标的计划，形成执行意向。当一个目标定向的行为常常得以实施或者说本就是一件日常的事情，该目标定向行为的发动和执行就相当容易；而当个体还没有决定时间、地点以及如何行动时，目标定向行为的发动与执行就相当困难。在困难的情况下，执行目标定向行为是需要进行精心准备的，在将愿望转变成行动的过程中，个体需要通过反思以及判断来制定一个关于时间、地点以及如何来执行行动的计划，即执行意向。该阶段任务的完成将使个体发动并成功地执行一个目标定向的行为。第三，行动阶段，该阶段的任务是实现目标，目标定向行为将带来成功的结果。为了这一目的，个体必须迅速地对情境中的机会或需求做出反应，必须抓住所有的能使目标进步的机会，而且当遇到困难和障碍时，能迅速增加其努力程度。对情境中的机会与需求的迅速反应提升了目标达成的可能。第四，后行动阶段，该阶段的任务是评价目标，即通过将达成的结果与自己原来的欲求相比来评价目标成就。通常，当我们将愿望付诸行动的时候，实际结果与我们的愿望并不相符。我们也许会承认，我们做的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好，或者说环境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理想，因此我们没能达成我们的目标。但是假如我们完全地达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成功也不会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甜美。因此，在后行动阶段，我们会回顾在开始阶段对我们的愿望或欲望的思虑与评价，这就诱使我们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价这些愿望的可得性与渴望性。结果，我们将会降低正在进行的目标的绩效标准，或者我们会重新考虑其他的竞争性的欲望，这些欲望或许现在看来，相对来说更可行、更有价值、更值得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行动阶段让我们看到过去，同时也指引我们展望未来，更重要的是，带领我们到哪儿始动我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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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目标追求的行动阶段模型

来源：Gollwitzer，1990.

简言之，行动阶段模型提出的目标追求的四个阶段是：第一，前决策阶段，个体依据可得性以及渴望性的评价标准对各种欲求（wish/desire）进行评价，以决定是否将某个欲求确定为目标，即形成目标意向。第二，前行动阶段，个体针对目标来制定一个关于时间、地点以及如何来执行行动的计划，即形成执行意向。第三，行动阶段，该阶段目标定向行为将导致预期的结果。第四，后行动阶段，个体通过比较达成的结果与自己原本的期望来评价目标成就。而其中形成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即设定和执行目标是实现目标的重要的前提条件。建立在行动阶段模型的基础上，大量实证研究证据表明，如何设定一个目标以及如何执行一个目标是目标达成的关键。即，成功的目标追求依赖于对两个连续的任务的解决：设定目标与执行目标（Bargh，Gollwitzer，& Oettingen，2010）。

5.3.2 执行意向对目标追求的促进作用

目标追求过程是一个意志过程，自我调节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Gollwitzer，1990；1993；Kuhl，1984）。自我调节
 （self-regulation）是指个人系统地引导自己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使之指向目标实现的过程。

目标追求过程中，为了促进目标的达成，个体要去解决一系列连续的任务，而卷入到这些任务中，导致个体有了特有的认知定向（即心向）。其中，执行目标阶段的任务是促进目标定向行为的发动，这需要个体承诺什么时间、地点及如何开始实施这个目标。卷入到这一任务中，个体的认知定向具有如下特征：认知调整到执行相关的信息，并用一种闭合的、非常乐观的方式来评估目标的可得性和渴望性相关的信息。这些特有的认知定向非常有利于任务的解决。为了加强目标执行阶段特有的认知定向，研究者们提出了执行意向这一认知自我调节策略（Gollwitzer & Sheeran，2006）。下面，通过具体研究来看，执行意向这种自我调节策略对目标追求的促进作用。


执行意向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也被称为“如果—那么”计划，是将一个预期的情境（机会或时机）与一个确定的目标定向行为联系起来，明确说明了个体在什么时间、地点以及如何追求一个特定目标的计划。这个概念包含两个成分：“如果”成分，指的是采取适当行为的预期情境；“那么”成分，指的是促进目标实现的行为反应。执行意向的具体形式是：如果遇到情境Y，那么我会采取行动Z以达到目标X（Gollwitzer，1993；1999）。例如，如果走到通往工作室的电梯入口，那么我会走楼梯而不是搭乘电梯，以达到多运动的目的。

为了形成执行意向，人们必须完成如下任务：（1）确定将促进目标实现的行为反应；（2）预期启动该行为反应的恰当情境。例如，一个服务于目标（如，多运动）实现的合理的执行意向，应该联结一个合适的行为（如，以走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与一个恰当的情境（如，站在通往工作室的电梯入口前）。作为结果，在等待电梯这一关键情境和走楼梯这一目标导向反应之间就建立了强烈的心理联结。但研究（De Ridder，De Wit，& Adriaanse，2009）也表明，一些个体能自发地形成执行意向。也就是说，他们反思他们会执行自己计划或目标的情境，尽管他们没有被指导或被鼓励去形成这些意图。具体来说，只有内部动机，而不是外部动机预测了个体形成执行意向的倾向。换句话说，只有当个体知觉到目标能使人觉得满意或者令人愉快时，他们才会保持进展，并决定有必要去形成执行意向。只有这些内部动机定向的个体才赞同下面的陈述：“我有一个具体的关于时间、地点以及怎么样执行的计划来提升节食目标。”

执行意向是自主发动的（Gollwitzer & Sheeran，2006）。首先，当执行意向形成后，目标和计划能更快地得到发动（Gollwitzer & Brandstätter，1997）。第二，需要更少的心理资源，目标和计划就能更有效地得到执行。也就是说，目标和计划并不扰乱其他任务的绩效（Brandstätter，Lengfelder，& Gollwitzer，2001）。第三，目标和计划不需要有意识深思熟虑就能发动。也就是说，即使在个体的注意力关注于其他的行为的时候，目标和计划也能自动始动（Sheeran，Webb，& Gollwitzer，2005）。执行意向只需要耗费较少的心理资源；对于完成困难的任务，执行意向特别有效，因为它保护了个体不被分心物所干扰。也就是说，当想象中的时间和地点出现时，个体就能非常快地发动去从事预期行为并且毫不费力（Gollwitzer，1999）。

可见，执行意向是一项前瞻性的自我调节策略，是针对未来情况而做出具体反应的心理模拟。使用这种策略，个体就不易形成自发的、无效的反应。通过形成“如果—那么”计划，个体可以充分发挥环境线索的作用，以及在没有要求投入自我调节资源的情况下成功地采取行动（Gollwitzer，1999）。形成了执行意向的人更容易按照预期的方式行事，而且他们能比那些没有形成执行意向的人更快地发动目标行为。即，执行意向有利于将目标意向转化为行动，从而促进目标实现。

执行意向促进目标达成的实证证据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研究是通过实验室或现场实验的方法来考察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的。通常，实验设计的方式是，将一个形成了执行意向的实验组与没有形成该意向的控制组进行比较；在实验组中，执行意向干预的方法是要求被试在一个前结构（pre-structure）的问卷中，写下明确的时间、地点以及如何达成一个预期目标（De Vet，Oenema，& Brug，2011；Gollwitzer，1999）。采用这一方法，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健康、教育、宗教、谈判等领域，研究者们都证实了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

最先，研究者们通过实验室任务，来验证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例如，有研究者（Brandstätter，Lengfelder，& Gollwitzer，2001）通过四个实验研究发现，执行意向的形成有利于目标定向行为的达成。实验一结果表明，正在接受戒除毒瘾治疗的病人中，那些形成了执行意向的被试，比没有形成执行意向的被试，更多且更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实验二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样本中以及实验三和实验四的普通学生样本中那些形成了执行意向的被试，即将具体的情境（关键的数字）与相关的目标定向行为（在Go/No-Go任务中按下相应的按键）联结起来的被试，比没有形成执行意向的被试，对特定数字的反应速度更快。执行意向的积极效应不仅表现在对目标实现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还表现在对消极的行为或认知反应具有抑制作用。例如，Scholz等（2009）以42个年龄在21—39岁之间的男性为被试，发现相对于随机分配到对照组的被试来说，随机分配到Trier社会压力测验组的被试的皮电反应、心率和焦虑状态水平显著增加，而Go/No-Go任务的成绩显著降低。但是，社会压力测验组中那些形成了执行意向的被试在Go/No-Go任务的成绩与对照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压力条件下，个体的执行功能被降低了，但是执行意向能有效地克服这种负面效应，保证了个体在认知任务中取得较好的成绩。随后，研究者们（Wieber，von Suchodoletz，Heikamp，Trommsdorff，& Gollwitzer，2011）以6—8岁儿童为被试，进一步证实执行意向能有效地抑制分心刺激所导致的消极结果，促进目标的顺利完成。总之，在严格实验室操作情境中，执行意向对预期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后，大量真实生活情境中的现场实验研究也考察了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在健康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执行意向导致了健康行为（如有规律地锻炼）的增加。例如，在临床情境中，Luszczynska（2006）发现形成了执行意向的116个心肌梗塞的病人，在术后8个月还保持了体育锻炼行为，然而对于控制组被试来说，随着时间推移，其体育锻炼次数显著减少。另一项研究（Schwarzer，Luszczynska，Ziegelmann，Scholz，& Lippke，2008）也表明对于心脏康复病人来说，执行意向能有效地预测其体育运动行为的持续性。以正常人群为被试的研究也表明执行意向能显著提高人们的健康行为。例如，一些研究者（Milkman，Beshears，Choi，Laibson，& Madrian，2011）在一个大型公司准备为所有3272名员工提供流感疫苗的时候，随机挑选一半被试进行执行意向干预，要求他们写下：（1）计划接受疫苗的日期；（2）计划接受疫苗的日期和具体时间点。结果表明，在邮件中提示被试写下什么时间接受疫苗的执行意向提高了真正接受疫苗的比率。控制组被试接受疫苗的比率为33.1%，接受提示写下接受疫苗的日期的被试真正接受疫苗的比率比控制组高1.5%；接受提示写下日期和具体时间点的被试接受疫苗的比率比控制组高4.2%，统计结果表明执行意向能显著地提高目标达成的比率。可见，执行意向能有效地促进健康行为的发生。

在许多实例中，我们发现很多个体放弃了他们苦苦追求的目标，并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例如，当暴露于甜点面前时，他们将会放弃通常追求的节食的目标，面对美食的诱惑，只能缴械投降。为了克服这类问题，个体可以形成执行意向，用这个意向来唤起他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他们可以形成如下意向：“如果我暴露于诱人的食物面前，我将考虑节食。”

研究者们（van Koningsbruggen，Stroebe，Papies，& Aarts，2011）承担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执行意向的可能性。在研究中，一些被试通常不能维持他们节食的目标。其中一个条件要求被试形成执行意向，即无论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中看到了诱人的食物（巧克力、披萨、煎烤食品、曲奇、薯片），唤起他们的中心目标（苦苦追求的目标）。也就说，他们形成了执行意向：“下次，我再被这类食品诱惑时，我将会想着去节食。”另一个控制性的条件要求被试形成一个执行意向去抑制这些诱惑物，并回避食物，例如“下次，我再被这些食物所诱惑时，我将不会去吃它”。在第三种条件下，被试并没有形成任何执行意向。为了检验这些执行意向是否成功地形成，被试被要求完成一项词汇填充任务。研究者呈现了一系列的词，其中有些词中的某些字母被删掉了，被试的任务就是去识别这些词。在许多情况下，有些答案是与节食相联系的。另外，当答案与节食相联系时，先前呈现的词有时，但并不总是，与许多诱惑物联系在一起，例如巧克力、披萨。如果执行意向是有效的，节食的目标应能够被暴露的诱惑物所诱发。也就是说，这些被试应能很快地识别与节食相关的单词，跟在诱惑食物词呈现之后的节食词。对那些通常不能坚持去节食的被试来说，唤起他们的中心目标（即节食）的执行意向比压抑诱惑物和避免饮食的执行意向要有效得多。也就是说，当个体被“食物”所诱惑后，形成“想着要去节食”的执行意向，他们会快速地去识别在诱惑食物词汇之后呈现的与节食相关的单词。这个执行意向保证了节食这个目标在应对诱惑时保持有显著的作用。然而，压制诱惑物的执行意向，增加了诱惑物的显著作用。

在教育领域中，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亦得到了验证。研究者（Bayer & Gollwitzer，2007）在学生进行数学考试之前，对其进行两种不同的指导语的启动。随机选取其中一半的被试，仅仅要求其形成目标意向：“我尽可能正确地解决越多的问题越好”，另外一半被试则除了形成目标意向之外，还进行增强自我效能的执行意向干预：“如果我开始解决一个新问题，那么我会告诉自己，我能解答出来”。研究结果表明，执行意向组被试的数学测试分数要显著地高于目标意向组的被试。值得注意的是，对数学的喜爱程度、数学能力的重要性、自我效能信念、结果预期都能预测数学考试成绩（Pietsch，Walker，& Chapman，2003）。而在Bayer和Gollwitzer（2007）的研究中，通过协方差分析，在控制了上述前因变量之后，执行意向仍能显著地预测数学成绩。当被试的目标不是获得好的数学成绩，而是在智力测验上取得好分数时，Bayer和Gollwitzer（2007）发现与只形成目标意向的被试相比，那些在形成了目标意向基础上进行了执行意向干预的被试，在瑞文高级推理测验（the Raven's Advanced Progressive Matrices）上得分更高。甚至，对于有学习困难的儿童来说，执行意向也能促进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例如，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缺失活动过度障碍，即多动症）儿童的工作记忆和抑制分心物的能力较差，容易遭遇各种学业问题。然而研究（Gawrilow，Gollwitzer，& Oettingen，2011）发现，相对于没有进行执行意向干预的ADHD儿童来说，进行了执行意向干预的ADHD儿童，其数学成绩显著提高。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对于克服不良情绪、不良习惯等目标，执行意向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例如，有研究（Gallo，McCulloch，& Gollwitzer，2012）发现执行意向显著地调节被试对厌恶刺激的厌恶程度和生理唤醒水平。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Varley，Webb，& Sheeran，2011）通过8周追踪研究发现，执行意向显著地降低了被试的焦虑水平。甚至，有研究者将执行意向这种有效的认知自我调节策略应用到克服不良习惯等领域中。例如，Conner和Higgins（2010）在0、4、8、12、16、20、24个月的时间内对有烟瘾的青少年重复进行执行意向干预，结果发现，无论是主观自我报告的吸烟水平，还是客观测量到的呼吸中一氧化碳气体含量，执行意向组被试分数显著低于控制组。此外，在环境（Holland，Aarts，& Langendam，2006）、宗教（McNamara，Burns，Johnson，& McCorkle，2010）、谈判（Trötschel & Gollwitzer，2007）等领域的现场实验研究结果都表明，执行意向能有效地促进各种目标意向所涉及的目标达成。

综上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目标情境中，执行意向显著地促进了目标达成。那么，执行意向的效应到底是多大呢？研究者们采用元分析的技术来回答这个问题。一项对26个独立研究进行的元分析的结果表明，执行意向能显著地影响体育锻炼行为，其效应值Cohens'd=0.31（Bélanger-Gravel，Godin，& Amireault，2011）。然而，更有说服力的是Gollwitzer和Sheeran（2006）对94个独立的研究报告进行元分析的结果。这个包括8000名被试，且涵盖了实验室认知目标以及真实生活中健康、教育、环境等领域目标的元分析结果表明，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影响的效应值为Cohen's d=0.65。依据Cohen（1992）的标准，这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效应值。这个效应值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因为这意味着执行意向这一认知自我调节策略，对于促进目标实现来说，不仅简单、经济，而且非常有效。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执行意向也并不总是有效的。首先，对于完美主义个体来说，执行意向并不会起作用。当完美主义个体想象着他们将要去完成目标的精确时间以及情境时，想象得更多的是他们将会失败的情境。结果是，他们感受到的焦虑和抑郁，约束了他们的动机和持续性（Powers，Koestner，& Topciu，2005）。其次，当个体形成了逃避行为的意图时，执行意向也不会起到作用。通常来说，当个体形成了执行意向，他们就明确了在未来将要去做的具体行为。例如，他们有可能明确提出：“如果我饿了，我将吃一个苹果。”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个体也许会形成他们将要回避什么行为的意图。例如，他们会形成如下行为意向：“如果我饿了，我将避免去吃蛋糕。”不幸的是，当个体形成了明确的要避免某种行为的执行意向时，这些执行意向通常是无效的。具体来说，正如Adriaanse等（Adriaanse，Vinkers，De Ridder，Hox，& De Wit，2011）认为的那样，线索（例如饥饿）将会诱发出企图压制的欲望（吃蛋糕）。正如“讽刺的反弹”（ironic rebound）所表明的那样，压制的欲望通常会反弹，而且比之前的强度更强烈，个体将受一个强大的动机驱使去吃蛋糕。Adriaanse等人承担的一系列研究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执行意向促进目标达成的作用过程

研究者假定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增加情境线索的通达性和“情境—反应”的联结强度来实现的（Gollwitzer，1993；1999）。即，执行意向的优势是通过如下两个过程实现的：“如果”成分，提高了对预期情境线索识别的通达性（accessibility）；而“那么”成分，形成了对预期情境线索进行自动化（automatic）反应。研究者们在证实了执行意向效应的成分过程假设的基础上，考察了情境线索通达性和“如果—那么”之间的联结强度在执行意向影响目标达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如果”成分：提高预期情境线索通达性。
 执行意向中涉及预期的情境线索是“如果”成分。形成一个执行意向意味着确定了一个预期的情境，此情境的心理表征被高度激活，因此有关该预期情境的线索变得更容易获取（Gollwitzer，1999）。也就是说，形成一个执行意向意味着为“如果—那么”计划中的“如果”成分选择了一个具体的情境线索，使得人们能在众多的可能的机会中确定选择哪一个机会来达成其目标。该情境线索被赋予了一种优先地位，处于一种高度激活状态，持续直至计划得以执行或目标得以达成（Gollwitzer，1993）。因此，执行意向增加了预期情境线索的通达性。

通过形成执行意向，情境线索的通达性提高，这一假设已经由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得到证实。在数字检测任务（Brandstäter，Lengfelder，& Gollwitzer，2001）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单个数字出现时，按Z键进行反应；当多个数字出现时，按M键进行反应。他们为执行意向组被试明确了一个具体的情境，即“如果数字3出现，那么尽可能快地按键反应”，那么该组被试对这个数字3的识别率显著增加。在双耳分听范式（Parks-Stamm，Gollwitzer，& Oettingen，2007）中，当执行意向组被试明确了一个对单词进行区分的情境后，他们比目标意向组被试对任务的完成更好。而Webb和Sheeran（2004）发现形成执行意向导致了对情境线索识别率的提高，但这并没有导致误报率的增加。具体说来，执行意向组被试比目标意向组被试对预期情境线索的反应更快，对相似但不正确线索的反应速度并没有增加。因此，可以认为执行意向对预期情境线索的识别的提升是由于情境线索的高度激活导致的，而不是由于反应偏差导致的。总之，证据表明，执行意向中“如果”成分提高了预期情境线的通达性。

执行意向导致了预期情境线索通达性的提高，那么预期情境线索通达性的提高能显著地促进目标的达成吗？对此，研究者们考察了预期情境线索通达性在执行意向促进目标达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Webb & Sheeran，2007；2008）。例如，Webb和Sheeran（2007）通过综合运用现场和实验室实验考察了线索通达性的中介作用。实验要求所有被试从一个具体地点收集礼券作为实验室任务，并且在这些被试中随机选取一半进行执行意向干预，要求这些被试说明具体的收集礼券的地点作为执行意向中的“如果”成分，收集礼券的行为作为执行意向中的“那么”成分。接下来，进行一个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词汇判断任务，用来评估关键线索的通达性（位置词），以及对关键线索进行阈下启动时目标行为的通达性（即在位置词之前的“收集”这个词）。结果表明，执行意向增加了礼券收集行为的比率和位置线索通达性；并且，线索通达性在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那么”成分：促进目标定向行为自动化反应。
 形成执行意向使得预期的情境和目标定向的行为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关联，导致个体自动化地对目标定向行为进行反应（Gollwitzer，1999）。也就是说执行意向使得目标定向行为的启动具有了自动化的特征，包括即时性、有效性和无意识性（Bargh，1994）。这意味着，一旦关键的情境与行为通过“如果—那么”计划联结起来，那么预期情境线索出现时，个体能立即、有效且不需要付出意志努力地进行目标定向行为反应（Parks-Stamm，Gollwitzer，& Oettingen，2007）。执行意向减少了发动目标定向行为所必须的认知资源，这一假设通过实验方法得到了验证。在一个双重任务范式中，当一个数字而不是字母在屏幕上出现时，要求在目标意向组中的被试尽可能快地按下按键（Go/No-Go task；Brandstätter，Lengfelder，& Gollwitzer，2001，实验三）。执行意向组被试额外地形成了“如果—那么”计划，即“如果数字3出现，那么我们尽可能快地按下按键。”并且，所有被试被随机地分配到两个认知负荷条件中：低认知负荷条件下的被试在完成Go/No-Go任务时，自由地组合一串没意义的音节；在高认知负荷条件下，要求被试背诵这串没有意义的音节。结果表明，相对于目标意向组，执行意向组被试对数字3的反应速度显著增加。重要的是，无论是高认知负荷的任务还是低认知负荷的任务，执行意向显著地促进了目标任务的完成。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Brandstätter，Lengfelder，& Gollwitzer，2001，实验四），研究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对认知负荷进行了操纵，要求被试在完成Go/No-Go任务的同时跟踪屏幕上移动的一个圆，并将其装到一个4×4cm2的盒子（容易的双任务，低负荷）或一个2.2×2.2cm2的盒子（困难度的任务，高负荷）。在目标意向组，研究者要求被试对移动的圆环中出现的数字，而不是字母尽快地进行反应；执行意向组的被试则被额外地要求其形成“如果—那么”计划，即“如果数字3出现，那么尽可能快地进行按键反应”。正如Brandstätter等（2001）的实验三中所发现的那样，在高低认知负荷条件下，当数字3出现时，执行意向加速了对其反应。这些研究为执行意向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在计划的情境和反应之间建立很强的联结，就像“习惯”那样对线索进行自动反应，使得对行为的控制不要耗费有效的资源。

同时，以“如果—那么”之间联结强度作为目标定向行为的反应自动化水平的指标，研究者们还考察了其在执行意向促进目标达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例如，Webb和Sheeran（2007）通过综合运用现场和实验室实验方法，除了考察预期情境线索通达性的中介作用之外，还考察了反应自动化水平中介作用。在词汇判断任务中，对关键情境线索进行阈下启动结果表明，执行意向通过“如果—那么”之间联结强度来影响目标达成。而后，研究者（Parks-Stamm，Gollwitzer，& Oettingen，2007；Webb & Sheeran，2008）都在同一个研究中，同时考察执行意向中“如果”成分所涉及的情境线索通达性与“那么”成分所涉及的对情境线索的自动反应水平的中介作用。对目标意向组被试的启动是：“为了尽可能快地对目标非词进行反应，应熟练记忆这些目标非词（如，avenda）”；对于执行意向组的被试则要求他们形成对这个目标非词进行快速反应的“如果—那么”计划。序列启动范式被用来测量目标非词的通达性以及目标非词与预期反应之间的联结。他们发现与执行意向相关的每一个过程，都独立地中介了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影响。总之，积累的证据表明执行意向效应可以通过高通达性的预期情境线索和自动化的目标定向行为反应来进行解释。

尽管许多学者将执行意向的优势归因于线索或情境与预期行为之间确立的联系，即线索或情境被假设为能自动地激活预期行为的心理表征（Webb & Sheeran，2007）；但是，还有一些研究者（Papies，Aarts，& de Vries，2009）探讨了其他的机制。在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去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他们同时被告知，在完成这个研究之后，他们应打开这个实验室的门，并在达到自助餐厅前右转，然后返回到实验者这边。该行为与他们平常的习惯行为，即向左转是背离的。他们的行为经过了两次测评：在另一个不相关的任务之后立即测评与一周之后再进行测评。在第一次测评中，开门再右转之间的联结形式正如执行意向一样有效。相比较于那些控制组被试来说，执行意向组的被试就是按照指导语的要求右转，这些被试更有可能去完成这些练习。然而，一周之后，如果被试事先形成了执行意向，他们更可能右转而不是左转。仅仅是开门并右转之间产生联结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并不见得比控制组更有效。研究者们认为，执行意向包含心理模拟，该心理模拟巩固了预期行为的记忆表征。这些表征，通常更加具有通达性。这个机制能够解释执行意向能提升持续性，而不是仅仅发动一个行为（Holland，Aarts，& Langendam，2006）。

作为这些机制的一个后果，执行意向增加了行为被真正执行的可能性。具体来说，执行意向功能体现如下。首先，当遇到具体的情境线索时，执行意向确保具体的意向被发动，而不是被忽略掉（McDaniel，Howard，& Butler，2008）。换句话说，执行意向提升了前瞻性记忆——被试记住他们事先计划好了的要去完成的任务。其次，除了发动行为之外，执行意向确保了这些计划行为或行为过程得以保持。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为系列被始动之后，执行意向同时确保其他的刺激或机会不至于干扰个体对目标的追求（Achtziger，Gollwitzer，& Sheeran，2008）。也就是说，执行意向确保在遇到分心刺激，例如有诱惑力的电影时，个体依然能继续追求目标（Gollwitzer & Schaal，1998）。事实上，执行意向能克服Simon效应。在另一个实验研究（Cohen，Bayer，Jaudas，& Gollwitzer，2008）中，被试根据呈现的声音音调的高低来决定是按左边的键还是右边的键。在相同的实验中，在身体的右边呈现声音，要按下左边的按键；反之亦然——这种不一致常常导致反应时延长。然而，当个体形成了执行意向时，这种时间的延迟会减少。例如，“如果听到左边的声音，我将尽可能快按下右边的键”，这种意图确保了声音位置与按钮位置之间的不一致不会延长反应时。第三，执行意向抑制其他可能会扰乱预期目标的行为或意向。也就是说，执行意向一旦形成，个体更倾向于不去从事那些预期的行为（Henderson，Gollwitzer，& Oettingen，2007）。最后，形成执行意向的个体不需要深思熟虑般的努力，不需要储藏资源。也就是说，个体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发动和维持他们预期的行为，从而将努力或控制专用于其他行为（Webb & Sheeran，2003）。

5.3.3 未来研究方向

哪些因素导致了目标的达成或失败是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关切。近20年来，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室和现场实验基础上，研究者发现执行意向这一前瞻性的认知自我调节策略能有效促进目标的达成。具体来说，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健康、教育、环境、宗教、谈判等领域；无论是普通被试群体，还是药物成瘾者、精神分裂症患者、额叶病变者以及多动症儿童等群体，执行意向都能有效地促进人们各种目标的达成。即，执行意向这一前瞻性自我调节策略能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群。同时，执行意向这一策略实施简单，适用于对大样本进行干预。因此，对于目标达成来说，执行意向是一种简单、经济、非常有效的策略。并且，研究证实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增加情境线索的通达性和“情境—反应”的联结强度来实现的。

作为一种简单、经济、有效的认知干预策略，执行意向已经激起不同领域研究者兴趣，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已被不断地挖掘出来，执行意向效应必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完善。

首先，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将执行意向这一概念与动机理论整合起来。比如，执行意向是否能提升自我效能信念？Bayer和Gollwitzer（2007）首先发现增强自我效能的执行意向，即“如果我在做作业时遇到了困难，那么我会告诉我自己，我能解决”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我们可以发现增强自我效能的执行意向中的“那么”成分并不涉及具体目标定向行为反应，而是关注于改变动机相关的信念。那么，这种关注于改变动机相关的信念，而不关注于目标定向行为反应的执行意向，是否在不同的领域中都能导致更加积极的效应，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另外，执行意向效应的认知过程是否受到动机因素的影响呢？尽管自我报告的动机水平没有对执行意向效应的认知过程产生过影响，但是一些研究表明动机过程能被无意识地激活，并内隐地调节行为和认知（Aarts，Gollwitzer，& Hassin，2004）。因此，关于执行意向效应的认知过程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检验其是否受到内隐动机的影响。

其次，关于执行意向效应的认知过程及心理机制的研究有待深入。已有证据表明，执行意向中的“如果”成分使得预期情境线索的心理表征高度激活，而“那么”成分使得计划中的反应得以自动实施，而不需要耗费认知资源。这意味着“如果—那么”计划有效的原因是：第一，它使得一个适合目标追求的情境变得具有高度通达性；第二，这个情境导致了自动化的目标定向行为反应。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线索通达性和“情境—反应”之间的联结强度在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Webb & Sheeran，2006；2007），但我们应注意到，假设的执行意向效应的认知过程，除了情境线索的通达性与目标定向行为的自动化反应之外，还包括情境线索的探测、区分以及目标定向行为的有效性与无意识性等（Webb & Sheeran，2008）。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来探讨其他的假设过程在执行意向影响目标达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最后，执行意向对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个人目标而言的。然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我们除了拥有个人目标之外，还会拥有团体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国家层面的目标。相应地，除了个人的执行意向之外，还应有群体内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执行意向。虽然，有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探讨群体执行意向对群体成员共同目标的达成的促进作用（Prestwich et al.，2012），然而，其中涉及的合作对象都是夫妻、情侣或者父子，而且合作的对象只有一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研究群体执行意向对群体内各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达成的促进作用。探明群体执行意向的积极效应及其内在原因，将成为促进团体、社会以及国家目标实现的重要理论依据。例如，当前，我国人民在“十三五规划”的指引下，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对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群体执行意向能否起作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其机制是怎样的？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将对这一全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而，未来还应结合中国实际，积极、深入地开展执行意向的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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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无意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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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目标设置和目标追求过程是有目的、有意识的（Deci & Ryan，2000）。个体根据各个目标的价值、难度等仔细地选择，并使用他们认为最佳的方式有目的地追求目标。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意识并非目标导向行为的先决条件（Aarts & Dijksterhuis，2000）。目标是行为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Bargh，1990）。目标受到动机和认知规范的支配（Chartrand & Bargh，1996）。与社会态度、刻板印象、图式等一样，目标也可以通过相应环境特征自动激活，并在个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指导行为（Shah，2005）。个体可以自动地、无意识地采纳和追求目标，目标的自动激活对社会评价、社会行为和主观经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Oettingen，et al.，2006；Shah，2005）。

1990年，Bargh提出了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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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otive model）。模型指出，尽管很多目标都是个体有意识选择和考虑的结果，但有意识选择并非目标激活和操作的必要条件。与社会态度、建构、刻板印象和图式等一样，目标在个体头脑中也是有所表征的。既然建构和刻板印象能够被相关环境刺激自动激活，目标表征也应该具备这种能力。如果个体在一定社会情境下长期重复、一贯地追求某个目标，该目标就会在个体头脑中自动与相应情境表征建立关联。如此一来，环境中的情境特征也就可以自动激活该目标。自动激活的目标反过来又可以自动激活目标计划，从而使计划与环境中的目标相关信息建立关联并得以实施。目标激活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可以在个体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生。总之，目标自动激活理论认为，目标是行为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此表征中包含有目标、目标追求情境和目标追求手段。目标可以通过相应情境线索自动激活，并在个体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指导目标导向行为。研究者往往通过启动技术激活被试的无意识目标
 （nonconscious goal或unconscious goal）。之所以称为“无意识”，是因为被试并非有意识地选择了目标，而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采纳或追求了目标（Aarts，Dijksterhuis，& De Vries，2001）。

自动激活模型提出以后，心理学研究者围绕目标的无意识追求进行了大量实证考察，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本节拟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考察无意识目标激活的手段和无意识目标的追求，以及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的异同。

5.4.1 无意识目标的激活

无意识目标的激活

目标是行为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是由认知联系构成的、结构功能特征都很独特的网络系统（Bargh，1990；Kruglanski，Shah，Fishbach，Friendman，Chun，& Sleeth-Keppler，2002）。而无意识目标（nonconscious goal或unconscious goal）则是指个体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采纳或追求了目标（Aarts，Dijksterhuis，& De Vries，2001）。研究发现，无意识目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激活。例如，Bargh及其同事通过目标与语义相关词之间的关联成功激活了目标，这种激活方式被称作语义启动（semantic goal priming）。除此之外，研究者发现，目标与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或目标与他人之间的关联也可以激活目标，这两种激活方式分别被称作工具启动（instrumental goal priming）和人际启动（interpersonal goal priming）。


语义启动
 社会认知研究者往往使用无关学习范式研究目标的无意识启动（Bargh & Chartrand，2000）。实验者告诉被试，他们将进行两项毫不相干的作业。实际上，第一项作业是引导被试思考或使用某研究概念以使其得到激活。比如，要激活“诚实”概念，研究者会使被试在造句任务中见到“诚实”的同义词。假设被激活的概念能够在被试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持续激活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对随后的信息加工过程产生影响，而被试也不会意识到这种影响（Gollwitzer & Bargh，2005）。

Chartrand等人就使用了无关学习范式考察目标表征能否以同样的方式激活（Chartrand & Bargh，1996）。实验者首先要求被试完成一系列句子测验（Scrambled Sentence Test），测验所用的单词中含有“印象形成”
 （impression formation）或“记忆”（memorization）的近义词。被试做完句子测验后，再进行另一项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任务（如阅读故事）并回答问题，最后完成回忆作业。结果发现，印象形成组比记忆组的记忆效果更好，并且他们对行为信息的记忆也具有更高的主题组织性（thematic organization）。曾有研究者使用明确的指导语做过相同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Hamilton，Katz，& Leirer，1980）。Mc Culloch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印象形成目标”激活的被试对人物行为做特质推断的速度更快，也更可能在记忆中构建行为和特质之间的联系（McCulloch et al，2007）。

总之，目标的确能够通过相关语义启动得以激活，并且产生与有意识目标追求同样的结果。大量研究发现，许多目标都具有相似的效果。比如，激活“成就”目标可使被试在言语作业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激活“合作”目标可使被试在协商任务中更为合作（Bargh et al，2001）。


工具启动
 除了目标同义词可以直接激活目标概念外，环境特征也可以自动激活与之关系紧密的目标。自动激活模型的假设认为，目标可在现实世界中自动激活，呈现个体追求目标时经常所处环境的特征即可以激活目标（Shah & Kruglanski，2002）。也就是说，只要个体在特定环境中频繁而一贯地追求目标，目标表征就可以自动与该环境建立较强的关系（Shah，2005）。

如果个体经常在特定情境下和特定的人一起做特定活动时追求特定的目标，目标就可以与这些情境、人或活动间建立联系。这些情境、人和活动统称为目标实现的工具（Gollwitzer & Brandstätter，1997）。目标和工具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并非取决于目标和这些工具之间的语义关联，而是取决于个体对目标与工具间功能关联的知觉，即个体认为该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目标的实现。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功能关联越强，个体看到工具时越可能自动激活目标（Shah，2005）。物质启动（material priming）就属于工具性目标启动的一种。研究者发现，物质可以与特定的社会语境建立关联，并在创建不同的场景、传递相关行为规范方面起重要作用（Kay et al，2004）。但环境特点对启动效应起调节作用，在结构化较低、较模糊的情境中启动效应更大。只有在新奇的、模糊的社会情境下，个体的判断和知觉才会受到环境物质线索的影响。比如，看到与“生意”相关的图片和事物可使被试建构出更多的竞争相关词，在模糊社会交往中知觉到更多的竞争信息，并在“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中做出竞争性选择（Kay et al，2004）。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此时缺乏清晰的认知脚本，需要其他的认知资源维护方式。除了情境以外，工具的特征也会影响其激活目标的能力，其中包括工具对焦点目标以外其他目标的实现有多大的帮助。如果该工具也为其他目标服务，目标就不易激活（Shah & Kruglanski，2002）。目标的工具启动研究使得人们对自我管理更加乐观。研究发现个体周围环境中往往有很多追求目标的工具或手段，可以使相关目标逐渐成为个体注意的中心，从而增强个体的目标承诺（Shah & Kruglanski，2002）。


人际启动
 目标追求另一重要而常见的启动源是他人，特别是重要他人。重要他人是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等，与他们的交往会对个体的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Fitzsimons & Bargh，2003）。研究者认为，随着人际关系的深入，人们会形成更详细的关系表征，即关系图式（Fitzsimons & Bargh，2003）。关系图式中包含自我图式、他人图式以及关系脚本，而人们对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中包含有与重要他人一起时经常追求的目标。激活个体的关系图式就可以激活相应的人际关系目标，进而导致个体无意识地追求该目标，且此目标正是个体在重要他人在场时所经常追求的目标。但是重要他人表征对个体的影响远不止激活目标、增强目标承诺那么简单。重要他人也可以自动抑制目标的激活，从而降低个体的目标承诺（Shah，2003a）。它们也会无意识地影响个体对目标的评估和看法，从而对目标追求过程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重要他人表征会影响个体对目标难度和价值的知觉、目标追求方式的选择以及个体对目标追求成败的体验（Shah，2003b）。

国内研究者（马丽丽，2009）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社会认知流派自我和他人表征研究的常用研究范式——自由描述范式，将问卷法和现场实验结合起来，考察重要他人表征对大学生目标追求意愿的激活效应。研究以重要他人表征的启动为组间自变量，以被试在目标承诺上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了重要他人表征的启动对目标承诺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情绪变量之后，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对学习目标承诺具有显著的影响，F（1，32）=4.184，p<0.05。激活关心被试学业、希望其学业测验取得好成绩的重要他人表征的被试在学习目标承诺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激活与学业无关他人表征的被试。这说明，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能够增加个体追求目标的意愿，重要他人表征会自动增加个体对与该重要他人相关目标的承诺。目标承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4。

表5.4 重要他人表征的启动对目标承诺的影响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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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丽丽，2009.

不仅重要他人会影响个体的目标追求，非重要他人也可以激活个体的目标。目标蔓延理论
 （goal contagion）认为，个体会无意识地采纳从他人行为中推断出的目标（Dik & Aarts，2007）。观察他人的目标导向行为可以激活相应的目标心理表征，从而导致个体追求该目标。一项研究中，实验者仅仅让被试接触到他人的目标行为信息，并提供在其他情境下以其他方式追求该目标的机会（Aarts，Gollwitzer，& Hassin，2004）。结果发现，被试自己的行为也开始服务于相同的目标，并具备目标导向性质，即行为受到目标强度影响，目标追求表现出时间上的持久性，当情境与目标吻合时个体更欣然地追求目标。该研究还发现，如果他人的目标追求是不合适的、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被试就会对这些目标自动免疫。也就是说，如果个体认为他人的目标追求没有吸引力或令人不快，就不会发生目标蔓延。

5.4.2 无意识目标的追求

目标既然能够自动激活，个体能否无意识地持续目标追求呢？已有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无意识目标研究完成后，实验者会简要介绍实验并要求被试回答一系列问题，以考察被试是否意识到实验期间追求了特定目标。结果发现，当实验者告诉被试他们已经无意识地追求了特定目标时，大多数被试都感到怀疑或惊讶，只有少数被试意识到了实验期间所追求的目标（Shah，2005）。Chartrand和Bargh的研究发现，“印象形成”启动组和“记忆”启动组的被试在报告是否尽力形成目标人物印象或记忆目标人物信息方面并无差异，并且几乎没有被试意识到自己在阅读目标人物行为时追求了特定目标（Chartrand & Bargh，1996）。在美国机场进行的现场研究中，当实验者告诉被试回答有关朋友的问题使他们更愿意参加后续研究时，大部分人都不相信（Fitzsimons & Bargh，2003）。

Bargh的另一项实验为目标的无意识操作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Gollwitzer & Brandstätter，1997）。实验者对一部分被试启动“与协商对方合作”的目标，而明确告诉另一部分被试与对方合作，以比较目标的有意识追求和无意识追求。研究发现，被明确告知要合作的被试比没有被告知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同样，目标启动组的被试也比无目标启动组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实验完成后，实验者要求所有被试对自己的“合作”程度评分，并把每个被试的评分和他人观察到的实际合作行为评分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明确告知合作组被试的自我报告的确反映了其实际行为。他们的自我报告和实际行为相关很高，那些报告自己尽力合作的被试实际上也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行为。但是，目标启动组被试所报告的合作程度与实际合作行为不相关。即便人们成功追求了启动目标，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标追求行为。

重要他人对无意识目标追求的影响

目标蔓延理论（goal contagion）认为，个体会无意识地采纳从他人行为中推断出的目标（Aarts & Gollwitzer，2004）。观察他人的目标导向行为就可以激活相应的目标心理表征，使个体的行为也开始服务于同样的目标，并具备目标导向的性质，即行为受到目标强度影响，目标追求表现出时间上的持久性，当情境与目标吻合时个体更欣然地追求目标等（Dik & Aarts，2007）。但是，如果他人的目标追求是不合适的、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被试就会对这些目标自动免疫。也就是说，如果个体认为他人的目标追求没有吸引力或令人不快，就不会发生目标蔓延现象。

日常生活中，个体追求的很多重要目标都是人际性质的，如亲密目标、依恋目标等（Fitzsimons et al，2005）。亲密目标是个体生活基本的驱动力，是健康心理功能的特征。它不仅会影响关系满意度，而且能产生积极的健康结果。除此之外，个体对依恋关系和安全关系也有很强的动机。近年来，成人依恋关系开始考察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个体差异在不同的人际目标和行为策略中的表现，因而目标也成为此类研究的重点（Mikulincer & Florian，1998）。除了亲密目标和依恋目标外，成功的人际关系还需要关系保护目标（relationship-protecting goal），遇到人际冲突或同伴背叛（transgression）时信守承诺的目标以及以积极的态度知觉重要他人的目标等（Johnson & Rusbult，1989）。由此看来，个体生活环境中的他人，特别是社会化和心理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他人，对个体的自我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重要他人是个体目标的对象，能引导个体追求并保持亲密关系，通过改变自我知觉保护关系，并寻找安全关系和依恋关系。

重要他人是个体社会化及其心理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他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恋爱伴侣等（Fitzsimons & Bargh，2003）。随着人际关系的深入，人们会形成详细的关系表征，即关系图式（Fitzsimons & Bargh，2003）。关系图式中包含自我图式、他人图式以及关系脚本，而人们对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则包含有个体与重要他人一起时经常追求的目标。激活个体的关系图式就可以激活相应的人际关系目标，进而使个体无意识地追求与重要他人一起时经常追求的目标。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看到重要他人、与重要他人交往甚或仅仅思考有关重要他人的事情都可以在特定情境下自动激活个体的目标，并引导其行为（Fitzsimons & Bargh，2003）。重要他人还会影响个体对目标难度和价值的知觉、目标追求方式的选择以及目标追求成败的体验（Shah，2003b）。除此之外，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还会对很多现象自动产生影响。Andersen及其同事得出了很多有关“移情”现象的研究证据（Berk & Andersen，2000；Hinkley & Andersen，1996）。如果陌生人身上存在个体重要他人的相关线索，则该陌生人就可以激活重要他人的很多特征以及与该他人一起时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并指导个体的知觉和行为。当重要他人表征被激活时，人们会主动靠近与积极重要他人相似的陌生人，疏远与消极重要他人相似的陌生人（Andersen，Reznik，Manzella，1996）。大量的研究还考察了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对个体自我知觉的影响。Baldwin、Carrel和Lopez研究发现，阈下呈现皱着眉头的教皇的照片时，实践信仰的天主教徒对自我的评价更加消极（Baldwin，Carrell，& Lopez，1990）。

目标会影响个体对重要他人的知觉和行为，同样重要他人表征也会影响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重要他人可以自动激活与其在一起时个体经常追求的目标，自动影响个体的自我管理过程（Fitzsimons & Bargh，2003；Andersen，Reznik，& Manzella，1996）。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和重要他人在一起时经常追求的目标会自动与重要他人表征之间建立联系。激活个体的重要他人表征就可以激活相关目标，并影响个体对目标的评估和目标追求行为。

Fitzsimons等人的研究中，实验者阈下激活被试多种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然后提供追求相关目标的机会（Fitzsimons & Bargh，2003）。结果发现，虽然重要他人没有在实验现场出现，但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表现出与该重要他人相关目标一致的行为。学期开始时，研究者要求大学生列出自己和母亲一起时追求的目标，大约一半的被试提到通过学业成绩使母亲高兴。几个月后，被试参加“记忆测验”，实验组回答有关母亲的问题以激活其母亲表征，控制组则回答与人际无关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母亲表征的启动会激活被试和母亲一起时追求的所有目标，包括成就目标。“记忆测验”完成后，所有的被试都参加“言语成就测验”。结果发现，启动了母亲表征的被试在“言语成就测验”上的得分明显高于控制组，但是这一现象仅存在于那些在学期开始时报告说希望通过学业成绩使母亲高兴的被试身上。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目标的重要性是重要他人激活目标这一过程的中介变量。

重要他人表征不仅可以激活与其在一起时个体追求的目标，也可以激活重要他人为个体设定的目标（Shah，2003a）。重要他人能够在心理背后“监视”个体，使个体为实现重要他人设定的期望、标准、目标而行动。作为个体的内部观众（inner audience），重要他人可以唤起个体需要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准，以与重要他人愿望一致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当然，在很多关系情境中，个体与重要他人在一起时追求的目标和重要他人为个体设定的目标是相关的。个体之所以想通过取得好成绩使母亲高兴，很可能是因为母亲希望他取得好成绩。但是，在人际关系中这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过程。个体与重要他人一起时追求的目标中，也有很多并不是重要他人为个体设定的目标，如控制他人、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分析他人的行为等等。

为了考察个体对重要他人所设目标的反应，Shah要求被试分别列出希望自己作业表现好的重要他人和不关心其作业表现的重要他人的名字（Shah，2003a）。研究结果发现，阈下启动重要他人的名字影响了被试的目标承诺、目标可及性和作业成绩。启动“父亲”表征的被试对成就目标有更高的承诺，目标可及性更强，目标追求的程度更大。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即被试认为自己和父亲关系很亲密并且父亲重视自己在该项作业上的成绩。Chartrand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Chartrand，Dalton，& Fitzsimons，2007）。实验者要求被试分别列出为自己设定各种目标的重要他人的名字，然后阈下启动重要他人的名字，并要求被试进行词汇决策作业。结果发现，当重要他人为被试设定的目标与词语决策作业中出现的目标词一致时，被试对目标词的辨认速度更快，目标可及性更高。

重要他人影响无意识目标追求的调节变量

重要他人可以激活相关目标，并使个体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追求该目标。但是，这一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与目标、目标与重要他人以及重要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Fitzsimons，Shah，Chartrand，& Bargh，2005）。这些关系的性质都会调节重要他人对目标导向行为的影响。

首先，只有个体认为自己和重要他人的关系亲密或重要时，重要他人才会影响其目标追求（Aron，Aron，Tudor，& Nelson，1991）。Shah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和重要性会调节重要他人对目标导向行为的影响（Shah，2003a）。被试越是认为自己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亲密、重要，其行为越可能与重要他人设定的目标一致。

另外，个体对重要他人控制性程度的知觉，即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重要他人希望自己做的事是外部对自我施加的压力，也会调节重要他人对目标的激活效应（Chartrand，Dalton，& Fitzsimons，2007）。如果个体认为重要他人是控制性的或专制的，就会对重要他人的目标和希望做出异常反应（Deci & Ryan，2000）。个体可能会主动抑制重要他人激活的目标，甚至追求完全相反的目标，做出与重要他人期望相反的行为。在一项研究中，阈下启动重要他人的名字，而这些重要他人中有的希望被试工作努力，有的则希望被试放松、快乐（Chartrand，Dalton，& Fitzsimons，2007）。结果发现，当被试认为重要他人具有控制性时，被试的行为方向与重要他人为其设定的目标完全相反。控制性的重要他人越希望个体努力学习，个体在“言语成就测验”上的成绩就越差。

最后，重要他人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也会对重要他人的目标激活效应起调节作用，这表现在重要他人相关目标的数量方面（Shah，2003a）。重要他人为个体设定的目标越多，重要他人激活任意一个目标并引导个体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如果重要他人希望个体在学业任务上成功，那么被试报告出的与该重要他人相关的目标越多，其学业成绩受到重要他人影响的可能性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当重要他人与多个目标有较强关联时，目标间会相互竞争、相互抑制，从而消弱目标的激活效应。

5.4.3 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的比较

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的相似性

大量研究表明，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意识目标追求会对思维、记忆和行为产生相同的影响（Gollwitzer & Bargh，2005）。不管是加工社会信息、进行智力作业，还是与他人交往，目标启动组被试和明确告知目标组被试都表现出明显不同于控制组的行为。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意识目标追求的相似之处表现在目标实现、目标投射和动机特征三个方面。

有研究者指出，目标实现与个体如何将目标付诸行动无关（Bargh & Chartrand，1999）。不管以何种方式激活目标，目标都会根据相关信息操作，引导思维和行为朝向满意的状态。无论目标何时实现，个体都会体验到积极的自我评价，如感到骄傲、期盼他人称赞等。而积极的自我评价又会使个体产生积极的情绪。除此之外，实现目标也会促使个体追求更具挑战性的目标。Chartrand设计了一系列实验验证有意识目标与无意识目标在目标实现后效方面的相似性（Bargh & Chartrand，1999）。研究者通过启动操作引导被试无意识地追求目标，并控制结果的成功或失败。在一项实验中，实验者激活一部分被试的“高成就”目标，然后要他们做字谜作业。有些字谜很容易，有些字谜无法解决。实验者通过字谜难度控制被试能否成功进行无意识目标追求，并在被试完成字谜作业后对其进行情绪或言语能力测验。情绪测验主要测量个体在目标实现后自我评价的情绪结果，而言语能力测验则测量个体的主动性目标奋斗情况。研究结果发现，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意识目标追求有相同的目标实现后效。无目标组的“高成就”目标没有得到激活，因此字谜作业难度并没有对其情绪和言语能力测验结果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字谜作业成败对“高成就”目标启动组被试的情绪以及言语能力测验成绩影响很大。字谜容易组被试明显比字谜困难组被试更高兴，言语能力测试成绩也更加突出。既然“高成就”目标是自动激活的，被试意识不到目标的追求过程，因而个体的情绪及其对更具挑战性目标的追求都是受到了无意识目标追求成功与否的影响。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意识目标追求对目标实现有相似的效果。


投射
 （projection）这一概念是Freud首先提出来的。个体通过投射这种防御机制把无意识冲动归为是别人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Holmes认为，投射是个体把人格特质、性格特征和动机归于他人身上的过程（Holmes，1978）。也就是说，个体所能投射的对象包括特质和动机，而且动机冲动投射应该比特质投射更易察觉。Kawada等人通过一系列实验对无意识目标和有意识目标的投射效果进行了验证（Kawada，Oettingen，Gollwitzer，& Bargh，2004）。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通过指导语明确告诉一部分被试要“竞争”（有意识目标组），而运用诸如单词造句技术激活另一部分被试的“竞争”目标（无意识目标组）。然后实验者要求所有被试阅读一段有关“囚犯两难”游戏的故事，并对目标人物的竞争取向评分。结果发现，与无目标控制组相比，有意识目标组与无意识目标组被试所给出的评分值更高，不管是有意识目标还是无意识目标都会发生投射现象。Kawada的另一项研究中，实验者给被试提供成功或失败的反馈，并以此改变有意识目标和无意识目标的强度。结果发现，给予成功反馈后，目标投射现象消失。这说明，被试的确是把竞争目标而非竞争特质投射到了他人身上，内隐激活的目标和外显分配的目标都可以投射。

除了有相同的目标实现效果和目标投射性质外，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也具有类似的动机特征，即目标实现的持续激活（sustained activation）、个体遇到障碍时的坚持（persistence）以及任务打断时的恢复（resumption）。Bargh的研究验证了无意识目标的动机特征（Bargh，Gollwitzer，Lee-Chai，Barndollar，& Trötsche，2001）。实验者首先启动（或不启动）被试的“成就”目标，然后让一部分被试马上进行下一个任务，而另一部分被试过5分钟后再进行下一任务。任务的类型各不相同：有些被试进行社会知觉任务，即阅读一则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的成就取向是模棱两可的；另外一些被试进行言语作业任务，即尝试在一串字母中找出尽可能多的、不同的单词。研究结果发现，对于无时间间隔组而言，两种类型的任务都有启动效应。成就目标启动组被试要么认为目标人物具成就取向（判断任务组），要么找出了更多的单词（言语作业组）。但是，时间间隔对知觉任务和作业任务有明显不同的影响。知觉任务中，启动效果在5分钟的时间间隔后消失；但是言语作业中，实际启动效应在5分钟的时间间隔后却显著增强。这说明，目标启动操作的确激活了与知觉、非动机建构相对的动机状态，目标能够保持激活。

另一项研究中，实验者激活被试的“成就”目标后让他们进行单词查找任务（Bargh，Gollwitzer，Lee-Chai，Barndollar，& Trötsche，2001）。然后实验者告诉被试自己要去另一个房间做其他研究，任务时间到时，她会通过对讲机发出终止任务的信号。被试所不知的是，终止信号发出时或发出后，房间里安装的隐蔽录像机会记录他们的行为表现。而研究的因变量则是终止信号发出后被试的行为表现，即他们是继续查找单词以获得高分，还是在面临“终止”这一成绩障碍时停止作业。结果发现，信号发出后，目标组有50%以上的被试会继续查找单词，而无目标组仅有20%多的被试继续查找单词。由此看来，无意识目标组个体遇到阻碍“高成绩”目标的障碍时，更可能采取行动消除或绕过障碍。正是“高成就”目标的自动激活才使被试更加关注成绩，并努力坚持争取更高成绩，因而他们会在终止信号发出后仍秘密地继续作业。对无目标组被试来说，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实验，并非什么重要的任务，因而他们也表现出很低的持续工作倾向。

此外，Bargh还对目标启动组被试在面临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任务时的表现进行了研究（Bargh，Gollwitzer，Lee-Chai，Barndollar，& Trötsche，2001）。研究中，实验者在激活一部分被试的成就目标后，让所有的被试都进行单词查找任务。但任务进行到一半时，电源突然人为断电，所有的被试都不得不停止作业。5分钟后电源通电，实验者告诉被试剩余的时间已经不足以完成两项实验任务。被试可以自由选择是接着做第一项任务还是直接进行另一项卡通有趣度评定的任务（实验前的试测结果显示，卡通评定任务的确比单词查找任务更有趣）。研究的因变量是目标启动组与无目标组中选择放弃卡通评定而继续单词查找任务的被试所占的比例。结果不出所料，目标启动操作引发强烈的动机状态，目标启动组（66%）比非目标组（35%）更多地选择继续做未完成的任务。

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的区别

尽管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有很多相同之处，但目标追求的过程机制并非相同。对有意识目标而言，个体在采用目的和策略之前都会有意识地评估目标状态的重要性。而无意识目标则利用行为状态表征的情感效价自动指导个体目标追求的努力程度（Custers & Aarts，2005）。动机理论认为，与行为状态相联系的积极情感具有动机性质，与积极情感相联系的刺激或状态能够成为有机体活动的动机。如果将积极情感与原本中性的行为状态建立联系，则会引发目标导向行为，机会来临时有机体也会表现出强烈的目标实现动机。

Custers等人的研究发现，具体行为目标表征与积极情感间建立联系会导致行为目标的无意识操作，而与消极情感间建立联系则不会导致类似结果的出现（Custers & Aarts，2005）。与控制组被试相比，行为目标与积极词同时呈现的被试更愿意实现相关目标。而消极词对目标无任何影响，消极词组与中性词组之间无结果差异。如此看来，并非所有的目标启动都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当目标概念是满意的状态或已经在头脑中存在时，个体会自动判断目标概念的情感价值。这时个体才可能拥有更强烈的目标追求意愿，并表现出实现目标的动机性行为（Custers & Aarts，2007）。在此过程中，个体实现目标意愿的大小对行为表现起调节作用，即积极情感对意愿弱的个体影响更大（Custers & Aarts，2005）。Aarts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个体认为目标状态是积极的时会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实现目标；当目标与消极信息同时启动时，个体追求目标的动机则消失（Aarts，Custers，& Holland，2007）。无意识目标的激活之所以会增强个体目标导向的动机行为，可能是由于积极词的启动增加了目标的可及性，抑制了其他目标的干扰，从而促使个体付出更多努力以增加目标实现的机会。当目标词和消极情绪词的呈现在时间上接近时，个体对目标追求的愿望则降低，目标启动效应也消失。由于研究者对消极情绪词的作用还存在争议，因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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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激活模型


6 自主与自由

在西方文化中，自主
 （autonomy）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概念，最初产生和应用于政治情境。在古希腊的政治作品中，自主是指从残暴的统治或他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后来这个概念被用来指人独立而不受外部控制的自我管理能力（Reindal，1999；Scott et al.，2003）。自主被西方心理学家视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征、复杂的人格构念、重要的自我系统或自我构念（Sato，2001；Beck，1983）。不过，自主并不是一个简单易懂的概念，它包含了很多混杂的思想（Hmel & Pincus，2002；Saadah，2002；Spear & Kulbok，2004）。本章尝试从人格特质、动机和心理学是否需要自主等方面介绍心理学对自主所展开的一系列的研究。具体来说，本章首先介绍人格特质的自主性，并着重介绍认知自主及其相关研究；接着介绍动机领域中关于自主的相关研究；最后阐释心理学对作为西方哲学核心问题之一的自由意志所展开的科学研究。


6.1 自主
 
[1]



6.1.1 自主的概念

长期以来，多种理论观点认为自主可以作为青少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Allen，Hauser，Bell，& O'Connor，1994）。研究者对青少年自主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界定，主要有精神分析学派、权威控制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论等几种不同的观点。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青少年的自主是一种脱离父母的成长感（Freud，1958），它出现于青少年早期。而新精神分析理论则摒弃了“脱离”的观点，转而强调青少年自主的发展是青少年实现个体化的过程。在新精神分析的理论中，个体化是指青少年从心理上摆脱父母影响的同时，建立起更为清晰的自我感，开始形成对自己和父母的新看法（Steinberg，1990）。

权威控制理论认为青少年自主是青少年的一种独立的主观感受，尤其体现在父母控制和家庭做决定方面（Steinberg，1990）。父母对青少年的权威控制是青少年自主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如果父母对青少年采用说理的家庭教育方式，营造民主的家庭氛围，而不是使用专制的教育方式，青少年的自主发展会更好一些。但权威控制理论也指出，过早的给予青少年过多的自主权将导致青少年内部控制发展方面的问题。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自主是一种心理特性。青少年一旦达到一个自主发展的水平，那么在任何环境中他们表现出来的自主都是与其自身的自主发展水平相符的，因此在各种情境中青少年的自主水平是一定的。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主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变化上，表现为青少年不再容易受各种社会影响源的影响。Berndt（1996）认为青少年自主就是青少年摆脱父母的控制和同伴压力的影响。他认为在青少年早期，家庭和同伴群体是两个独立的世界，青少年对一个影响源的依从与对另一个影响源的依从是无关的，这一观点被称为“两个世界”观点。

自我决定论是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自主，认为自主是个动态的过程，涉及互动和成长过程的多个层面，是三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Deci & Ryan，2000）。自我决定理论从满足人们基本心理需要的角度对促进外在动机内化的条件进行了探讨，把人类的动机视为一个从无动机到外在调节再到内在动机的动态的连续体。在自我决定理论看来，自我决定是该连续体的终端形式，而自主的个体就是自我决定的个体。

不同的理论学派对自主有不同的理解，导致了自主的概念并不统一。但是1986年，Hill和Holmbeck提出对青少年自主的解释之后，他们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认同。Hill和Holmbeck（1986）认为自主是自我依靠（self-reliance）和自我管理（self-regulation），青少年自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变化方面。他们认为自主既包括内部心理维度，也包括人际维度，表现在行为、情感、认知上的独立以及更大的自我决定权。其中，行为自主是指个体独立功能的主动、全面的展示，包括行为的自我管理和做决定。正常的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发展经历了几个具体的责任转移过程。其中包括父母的一部分责任转移给子女，比如吃饭穿衣的选择等等，还有就是父母对子女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小，最终由子女自己做决定，比如择友、是否吸烟喝酒等。情感自主是指承担起个人做决定、情感稳定和价值判断等责任的同时，青少年发展起来的对父母的成熟、现实和稳定的认识（Steinberg，Elmen，& Mounts，1989）。情感自主的获得过程是青少年逐渐消除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和不成熟的认知的过程。此时的青少年越来越能客观、现实地看待父母，也不再把父母看成是无所不知的人。认知自主（cognitive autonomy）是指一种不需要寻求他人同意，而是完全由自己做决定的主观感觉。Douvan和Adelson使用价值观自主（value autonomy）来表示个体做出的选择和判断都是基于个体的个人原则而非服从他人的期望或受他人影响。如果青少年习惯采纳他人的观点或接受他人的价值观，这将不利于青少年认知自主的发展，还会影响青少年形成独立的成人角色。

需要说明的是，自主概念在西方文化下的种种特点与自立在我国的情况比较类似。在我国，自主与自立有时被视为近似的概念，甚至被用来相互解释（夏凌翔，钟慧，2004）。自主和自立都是涉及多种心理成分的综合性人格构念，它们既是静态的人格特征，又是动态的人格过程。但是自主与自立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为：第一，自立与自主的功能不同。自立是帮助个人解决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人格因素（夏凌翔，黄希庭，2004；夏凌翔，黄希庭，2006），强调个体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自主则是让个体独立、自由与享有权利的人格因素。因此，对于个体而言，自立与自主导致的人格品质、行为方式与适应特征等都是不同的。第二，与自主相比，自立有明显的人伦道德特征与社会联结特色，自立比自主更强调人际和谐与相互依赖（夏凌翔，黄希庭，2004；2006；2007）。

6.1.2 自主的结构

目前关于自主的结构有研究者根据功能、情感和态度进行划分，也有研究者根据行为、情感和认知进行划分，但两种划分方式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一些不同。下面将介绍两种关于自主结构的不同划分方式。

功能自主、情感自主和态度自主

Noom等人（2001）对青少年自主的概念做了较充分的分析并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自主：功能自主、情感自主和态度自主。Noom等人从成人自主问卷（Bekker，1991）中选取题目，然后根据青少年的自身情况对项目表述进行了修改。最终抽取了36个项目，其中功能自主7个，情感自主21个，态度自主8个。研究以400名青少年为被试，考察了青少年自主的发展，并验证了他们所提出的三维度自主结构。

Noom等人对功能自主（functional autonomy）的认识是结合自我决定论展开的，他们认为自主需要个体的调控，调控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对自己能力的知觉、对各种有效策略的选择以及个体目标实现所需具备的能力条件体现为“开发策略并实现目标的能力”，即功能自主。类似的概念还有功能独立性和个人控制。

与Steinberg有关情感自主的概念中更多关注的是与父母的脱离不同，Noom等人认为的情感自主与Steinberg认为的情感自主在范畴上是有显著不同的。他们认为真正的情感自主是青少年在受到来自父母和同伴的双重压力的同时，在服从和抵抗之间逐渐意识到既不能完全失去与父母和同伴的情感和关系，又需要保持自己的个体方式，因此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情感。

态度自主是个体对可能性的评价、发展个人价值观以及定义个人目标的认知过程，是在认知层面对自主的理解。Noom等人认为这种带有认知色彩的自主代表了青少年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解与认识，是青少年进行选择、做出决策并设定目标的能力，例如，在Sessa和Steinberg（1991）看来，认知自主是一种自我依赖，一种可以控制自己生活的信念和能够不过度依赖社会认可而做出决定的能力。

行为自主、情感自主和认知自主

虽然Noom等人对自主的结构进行了划分和明确的界定，但是围绕自主展开的研究却大致涉及行为自主、情感自主和认知自主三个部分（Beckert，2005；Noom et al.，2001；Spear & Kulbok，2004；Steinberg & Silverberg，1986）。

Erikson（1963/1992）认为心理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概念其实体现的是行为自主，是指儿童掌握了特定的自我调控行为，当儿童学会了为自己“行动”，便实现了自主。根据行为表现来衡量自主具有一定的优势，最突出的就是测量方便。因为相比于情感和认知，行为更容易被观测和评估。但是通过行为观测来考察一个人的自主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通过观察被试独立成功地完成某些任务作为其独立性的证据，但是这种独立性与自主性在概念上和逻辑上都是有差别的。

Steinberg和Silverberg（1986）认为情感自主是青少年实现彻底成熟的前提条件，青少年切断与父母之间婴儿般的联系或模糊不明的依恋，不再对父母抱有孩子似的想法（如，认为父母永远都是正确的）时，就实现了情感自主。精神分析学派（Freud，1958；Blos，1979）对自主的研究关注于青少年与家庭之间的脱离过程，他们认为这一脱离的过程既包括减少对家庭的情感依赖，又包括去理想化过程，即不再对父母抱有天真的想法。实现情感自主，挣脱与父母之间的纽带对青少年发展健康的自我感非常必要（Lamborn & Steinberg，1993）。但是上述关于情感自主的观点都是围绕着亲子之间关系的“脱离”展开的，这也是其他研究者质疑的地方。Blos（1979）强调个体在去理想化过程中的情绪因素，也有学者提出，情感自主实质上是一种情绪体验（Zimmer-Gembeck & Collins，2003）。相比之下，Noom等人对情感自主的界定可能更准确全面。

关于自主结构的两种不同的划分方式中，可能只有认知自主与态度自主的概念较为接近。带有认知色彩的态度自主反映的是青少年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解与认识，是青少年能够独立做选择、做决策和设定目标的能力。与态度自主的概念相似，Zimmer-Gembeck（2003）将认知自主定义为“独立推理和独立决策的能力，是一种自我依赖的主观感，和对自己有选择权的信念”。Beckert（2007）认为，简而言之，独立思考就代表了个体的认知自主，也就是“自己独自思考”（think for oneself）。

6.1.3 认知自主

认知自主及其结构

从行为自主、情感自主和认知自主的概念上我们可以发现，行为自主是个体独立功能的展示，是行为上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决定；情感自主是逐步消除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和不成熟的认知，形成对父母成熟的、稳定的、现实的认知；认知自主是基于个人原则做选择和判断，而不需要寻求他人同意或依从他人愿望。已有研究（Zhou，1998）发现，与低自主的任务环境相比，被试在高自主的任务环境下会产生更多的创造性的想法。因此，有理由相信，高自主环境下个体会产生更多创造性想法的原因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自我管理、情感上的独立，更多的应该是能够不受他人影响地进行独立思考和选择判断，这似乎是自主的维度中影响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因素，而且体现的正是认知自主的内容。

虽然关于行为自主和情感自主从概念解析到测量工具都还不统一，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是目前关于儿童青少年自主的研究大都还是围绕着行为自主和情感自主展开的，而认知自主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科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大家足够的关注，方法上的局限可能是一个原因（Buis & Thompson，1989）。直到近几年，研究者们才开始研究青少年对认知自主能力进行自我评估的意义（Casey & de Haan，2002；Stefanou，Perencevich，DiCintio，& Turner，2004）。这种评估的重要性因年轻人认知责任性的加速而得到了强调。

现在的青少年外表看上去很像成年人。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新一代的青少年过早地表现出了成年人的身体特征，青春期的外显特征比过去几代出现得早得多（Herman-Giddens，Kaplowitz，& Wasserman，2004），青少年看上去普遍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成熟。身体发育加速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青少年会更早地面临一些需要社会成熟度的情境（Elkind，2001），比如，过早地面临冒险行为的诱惑（如毒品、酒精、性活动等）。不幸的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一般在认知上并没有准备好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自主发展不完全的青少年在考虑是否尝试冒险行为时通常依靠的是本能、直觉或从众，而不是良好的理性判断力。神经心理学家指出，虽然青少年在生理上很接近成年人，但是主要负责判断与理性的大脑区域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发育完全（Brown，Tapert，Granholm，& Delis，2000）。这一观点进一步强调了青少年认知发展相对于身体发育较迟缓这一事实。针对这种现象的一个合理的干预方案是加速青少年认知发展以匹配他们在生理发育和社会化程度上的超前（Kuhn，2006）。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认知自主。

将认知自主概念化为一个决策模型的观点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思考与重视（Jacobs & Klaczynski，2005）。不可否认，决策能力是青少年思维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只能代表认知自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还指出了其他许多值得研究的认知自主的维度。Beckert（2007）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来确定认知自主的重要维度并从文献中寻求理论支持，最终认为认知自主包括以下维度：评估性思考（Miller & Byrnes，2001）、表达观点（Reed & Spicer，2003）、做出决定（Galotti，2002）、对比验证（Bednar & Fisher，2003；Finken，2005）和自我评估（Demetrious，2003；Dunning，Heath，& Suls，2004；Peetsma，Hascher，Van Der Veen，& Roede，2005）。Beckert的研究考察了每一个维度，并且将五个维度整合起来以求更全面地测量认知自主。在此基础上，他编制了认知自主和自我评价问卷
 （Cognitive Autonomy and Self-Evaluation，CASE）来考察青少年认知自主的发展，并认为青少年认知自主包含评价想法（Evaluative Thinking）、表达观点（Voicing Opinions）、做出决定（Decision Making）、对比验证（Comparative Validation）和自我评价（Self-Assessing）五个方面的能力。CASE包括27个项目，整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也大都在0.7以上。

认知自主概念辨析


认知自主
 （cognitive autonomy）是基于个人原则做出的选择和判断，而不需要寻求他人同意或依从他人愿望，它体现的是独立推理和独立决策的能力，是一种自我依赖的主观感，和对自己有选择权的信念（Zimmer-Gembeck，2003；Beckert，2007）。由于认知自主体现的是基于自身原则做选择和判断，而不是依从他人愿望或得到他人同意，因此，我们很容易据此联想到另一个与其看似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概念——固执。固执是坚持成见、不懂变通的心理现象。在日常工作中固执表现为缺乏民主作风、一意孤行，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认知自主与固执相比有几点主要的不同之处：（1）独立性。高认知自主个体主要从自身知识经验出发，独立思考和做选择判断，而固执的人所持的观点可能是自己思考所得的观点，也可能是他人的观点。（2）主动性。高认知自主个体会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固执的人则很容易固步自封，不思进取。（3）思维全面性。高认知自主的个体思维具有全面性，他们会思考所有可能的解决途径并从中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而固执的人则认定最佳方案后并不去思考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更不会去做对比。（4）思维长远性。高认知自主的个体会考虑到行为的后果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长远影响，而固执的人对后果的评估不足，甚至不去思考行为的后果。（5）自我评价与反思。高认知自主的个体会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和能力情况不断进行评价，并进行反思学习以不断提升自己，而固执的人缺少反思的能力。

认知自主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高自主的个体是从无动机到外部动机再到内部动机这一连续体的终端体现，是自我决定的个体。依据动机不同的性质，自我决定论将动机区分为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两大类型。其中自主动机包括内部调节
 （intrinsic regulation）、整合调节
 （integrated regulation）和认同调节
 （identified regulation）三种具体的动机形式；受控动机包括外部调节
 （external regulation）、内摄调节
 （introjected regulation）两种具体的动机形式（Ratelle，Guay，Robert，Larose，& Senécal 2007；Vansteenkiste & Sheldon，2006）。外部调节是受控水平最高的动机，是指人们的行为表现是为了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由外部因素所控制。内摄调节指的是为了避免内疚感或自我责备而采取某行为，此时个体的行为是由内部因素所控制。认同调节是指人们认识到并认可了行为的潜在价值，将其接收到自我内部，是一种较自主的动机。整合调节是指个体接受了外界的目标，并将其视为个人重要的目标而整合为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是一种自主程度较高的动机。内部调节是自主程度最高的动机，是指个体的行为完全出于内部兴趣和正性情感，与外部因素无关（Deci & Ryan，2000；Ryan & Deci，2000）。因此，对认知自主与创造性思维过程之间关系的考察可以从动机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中得到参考。

认知自主与创造性思维之间关系的理论探索

20世纪80年代，Amabile提出了创造性组成成分理论，认为创造性是由有关领域的技能、有关创造性的技能和工作动机三者共同构成的，其中工作动机对一个人的创造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内部动机最为重要。Amabile（1983）指出，个体可能拥有与创造性有关的特质和能力，但是这些特质和能力能否转变成创造性产品则取决于他们的内部动机。在Amabile（1986）看来，任一领域的创造性都是由有关领域的技能、有关创造性的技能、工作动机三种充分且必要的成分组成的。它们是产生一种创造性的反应或产品的必备因素。其中，工作动机既可被看作一种状态，即一个人对工作任务的态度，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特质，即对自己能接受的任务的理解，这是工作动机的两个方面。在创造活动过程中，工作动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对任务的内部动机的最初水平、是否存在明显的外部压力，以及个体在认识上能否将外部压力降到最低限度等。

工作动机是Amabile的创造性组成成分理论的核心。Amabile极为重视动机在创造活动中的作用，她认为，动机是决定一个人能做什么和将做什么的最重要的因素。她提出了创造性的“内部动机假设”：内部动机对创造性的发展有利，外部动机则不利于创造性的发展，创造性最易在内部动机状态下表现出来。内部动机可以被看作一种状态是因为动机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变化，它可以被看作一种特质是因为内部动机具有相对稳定性，不易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个体对特定活动的兴趣水平相对稳定，但兴趣水平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工作动机中，个体对任务的基本态度是在评价这一任务时产生的，它与个体既有的偏好和兴趣相匹配。另一方面，在特定条件下，个体对从事这一任务的动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社会和环境因素，特别是环境中存在明显的外部限制的情况。外部限制是指那些实际控制个体活动或者个体认为正在控制自己活动的因素。相对于任务本身而言，它们不是工作活动的必要特征，而是由他人附加的。这种限制通常会导致内部工作动机的降低，从而降低创造性。在Amabile看来，影响创造性的外部限制很多，如外部评价、奖赏、示范作用。当这些外部限制成为个体的目标时，就转化为外部动机。此外，个体内部因素，如从认知上将外部限制最小化的能力，也会影响工作动机。因此，个体动机的最终水平或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外部限制及其应对策略的影响。

Amabile最初完全否定外部动机的作用，后来她修正了自己的观点（Amabile，1996），认为某些积极的外部动机，如对创造性思想的奖励和认可、明确整个任务的目标、由工作的反馈引起的外部动机，可以对创造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她提出了内外部动机协同的观点：某些外部动机，即协同的外部动机
 （synergistic extrinsic motivation），可以与内部动机相结合，特别是当内部动机的初始水平很高时，进而发挥积极的作用。

Amabile分析了各组成成分的作用机制。工作动机负责发动和维持创造活动过程，而内部动机会促使一个人打破常规，探索新的认知途径。在此过程中，工作动机是与有关领域的技能、有关创造的技能相互作用的。她把创造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工作动机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第一、三阶段，工作动机发挥着直接而主要的影响，其作用相对明显。在第一个阶段，即提出或呈现要解决的问题或任务阶段，工作动机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个体如果对任务的内在动机较强，就会促进任务的完成，而且会促使个体自己提出问题。在第三个阶段，即产生反应或问题解决办法阶段，工作动机与有关创造的技能一起发挥重要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个体掌握的创造技能的数量决定着认知的灵活性，影响着一个人反应的数量和新颖程度。内部动机有利于创造性技能的运用。而在第二、四、五阶段，即准备反应或准备产生解决办法、验证某个问题解决方法或反应是否适当、结果评价或验证这三个阶段，工作动机同样起着间接的影响。

创造性的各个组成成分之间是相互作用的，问题解决的结果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工作动机，成功通常会增强个体从事类似工作的内部动机，失败则会削弱其内部动机。活动结果的这种影响还会间接影响有关领域的技能和有关创造性的技能，较强的内部动机可以促使个体学习与任务有关的技能、与创造性有关的技能，还可以提高其认知的灵活性。Amabile认为，这个理论模型适用于数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学、绘画等领域的创造活动。

Amabile的实验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内部动机的作用。在一项研究中，她将72名在写作方面富有创造性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随机分为三组，并将他们分配到三种不同的情境：普通的情境（不施加任何影响）、内部动机定向情境、外部动机定向情境，要求所有被试写一首俳句诗，然后由12位专家评价其创造性。结果表明，内部动机定向组的创造性得分远远高于外部动机定向组。这说明，在没有外部限制的情况下，如果被试以内部动机为主，其创造性将得到增强，反之，则受到削弱。Amabile（2001）的传记学研究也证明了内部动机的这种影响，创造性是由其专业技能、努力程度以及对任务的内部动机共同决定的，而不仅仅是由天赋决定的。

较强的内部动机还可以使个体在遭受失败或得不到认可的时候仍能坚持自己热爱的专业或活动。Carney（1986）利用统觉测验考察了艺术生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结果表明，那些具有较高外部动机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没有立即获得成功，他们就倾向于放弃这一专业；相反，那些更多地关注艺术创作的快乐以及自我价值的个体更可能继续从事这一专业，也更可能获得成功。Heinzen等人（1993）对青少年的访谈研究也表明，与创造性较低的青少年相比，那些高创造性的青少年更可能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内部动机。

Amabile等人（Amabile，Hill，Hennessey，& Tighe，1994）编制了工作倾向问卷（Work Preference Inventory），并用它研究了大学生和成年人的动机特点。该问卷包括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两个分量表，内部动机量表分别测量喜好与挑战两个方面，外部动机量表分别测量补偿与外部定向两个方面。这些研究最为一致的结论是，内部动机与创造性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例如，对职业艺术家的研究表明，专家评定的创造性与内部动机中的挑战倾向呈正相关；对艺术生的研究也发现，专家评定和教师评定的创造性都与学生在内部动机量表的得分呈高度正相关。而且，职业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内部动机中的喜欢分量表的得分都显著高于一般水平。

此外，还有研究（Prabhu，Sutton，& Sauser，2008）考察人格特质（开放性、自我效能和坚毅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内部动机在开放性与创造性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在自我效能与创造性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外部动机调节自我效能与创造性、坚毅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并且是一种负向调节作用。

目前关于外部动机与创造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和争论还在继续，但是研究者关于内部动机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是普遍一致的，即认为内部动机能够促进创造性。根据自我决定论，高认知自主的个体拥有稳定的内部动机，即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通常从内部需要出发，而不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者普遍认为高认知自主的个体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应该有较好的表现。

认知自主与创造性思维之间关系的实证证据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研究者（韩磊，2011）首先考察了认知自主对顿悟问题解决的影响。该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医学院的大一学生72名。根据他们在认知自主问卷上的得分，选取认知自主总分在前27%的被试20名作为高认知自主组，选取认知自主总分在后27%的被试20名作为低认知自主组。采用项目内2×2×2的混合实验设计。组间变量为认知自主的水平，分为高认知自主与低认知自主；组内变量有两个，一个是成语谜题的类型（字义别解型和象形），一个是线索提示的有效性（有效提示和无效提示两个水平）。两条规则线索同时呈现在屏幕中央，但对于每一条成语谜题而言，有且只有一条规则线索是正确的。线索出现前会出现向左或向右的箭头，当箭头方向与正确线索方向相一致时为有效提示，当箭头方向与错误线索方向一致时为无效提示。其中，线索有效提示水平下有成语谜题40条，线索无效提示水平下有成语谜题40条。对线索提示的有效性这一变量采用项目内设计的方式以排除实验材料的不同给实验带来的影响，即同一条成语谜题在20名被试（10名高认知自主被试和10名低认知自主被试）中对应着有效规则线索提示，在另外20名被试中对应着无效规则线索提示，谜面、线索的内容和谜底等都不变。实验任务要求被试从三条备选答案中选取前面呈现的谜面的谜底，因变量为被试在成语谜题答案选择任务上的正确率和解题时间。

实验前由主试向被试讲解各类规则线索的含义。例如，“字义别解”是指通过对谜面字面上的语义理解和语义转换来思考谜语谜底的方法，比如：“仙游”，仙即神，游即不在家，仙游的谜底是神不守舍。“象形”是指通过对谜面信息进行空间的表征转换，进而思考谜语谜底的方法，如：“狗咬狗”，谜底是犬牙交错。实验时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300ms，然后呈现谜面2000ms，谜面消失后在屏幕的左侧或右侧出现提示箭头100ms，然后是两条规则线索200ms，线索消失后有2000ms的空屏供被试思考，空屏消失后在屏幕中央纵向呈现三条备选答案8000ms，被试需在8s内按键选择。正式实验前先进行练习，练习过程中将根据被试的反应情况作出正确、错误和没反应的反馈。正式实验阶段不提供反馈。整个实验过程大约需要15分钟，结果见表6.1。

表6.1 高低认知自主被试在解谜任务中利用规则线索的正确率描述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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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韩磊，2011.

采用2×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谜题类型上主效应显著，F（1，38）=6.96，p=0.012<0.05，象形成语谜题的正确率（M=0.80，SD=0.01）显著高于字义别解型成语谜题（M=0.78，SD=0.01）；高低认知自主、谜题类型和线索有效性三项交互作用显著，F（1，38）=9.62，p=0.004<0.01。进行三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低认知自主被试在字义别解型成语谜题的有效线索提示和无效线索提示两个水平上差异不显著，F（1，38）=1.38，p=0.247；高认知自主被试在字义别解型成语谜题的有效线索提示和无效线索提示两个水平上差异不显著，F（1，38）=0.18，p=0.671；低认知自主被试在象形成语谜题的有效线索提示和无效线索提示两个水平上差异显著，F（1，38）=5.37，p=0.026<0.05；高认知自主被试在象形成语谜题的有效线索提示和无效线索提示两个水平上差异不显著，F（1，38）=1.22，p=0.277。其他主效应和两项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结果表明，对于高认知自主被试而言，他们通常是不受外界干扰、基于自身原则出发去思考问题的。因此，他们在谜面呈现后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来选择解谜的思路，一旦选定了解谜的规则思路，他们不会去关注提示的线索，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一如既往的去思考，因此受线索影响很小。低认知自主被试与高认知自主被试正好相反，他们缺少主见，更多的受外界信息的影响。呈现线索后，他们更多的根据线索信息来调整自己的思路，因此，在无效规则线索提示下，他们的正确率会显著下降。

接下来，研究者（韩磊，2011）还考察了认知自主对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的影响。该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心理学课堂的大二学生78名。根据他们在认知自主问卷上的得分，选取认知自主总分在前27%的被试20名作为高认知自主组，选取认知自主总分在后27%的被试20名作为低认知自主组。采用2×2混合实验设计。组间变量为高低认知自主被试，组内变量为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任务类型（开放式题目和封闭式题目），因变量为被试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任务上的流畅性和灵活性得分。

结果发现，认知自主水平与任务类型（开放式题目和封闭式题目）之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38）=4.07，p=0.05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认知自主被试在两类题目上差异显著，F（1，38）=8.13，p=0.007<0.01，高认知自主被试在开放式题目上的灵活性（9.95）显著高于封闭式题目（7.30）；低认知自主被试在两类题目上差异不显著，F（1，38）=0.00，p=1.00。高低认知自主被试在开放式题目上差异显著，F（1，38）=5.27，p=0.027<0.05，在封闭式题目上差异不显著，F（1，38）=0.08，p=0.78。组间差异边缘显著，F（1，38）=3.34，p=0.076，高认知自主在灵活性上的得分（8.63）高于低认知自主（7.05）。题目类型上差异边缘显著，F（1，38）=4.07，p=0.051，被试在开放式题目上表现出来的灵活性（8.50）好于在封闭式题目中的表现（7.18）（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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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认知自主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类型的交互作用图

来源：韩磊，2011.

已有研究（Zhou，1998）发现，与低自主的任务环境相比，在高自主的任务环境下被试会产生更多的创造性的想法。该研究虽然与前人研究使用的任务不同，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可以相互佐证的。一方面，被试在开放式题目上的灵活性得分高于封闭式题目，另一方面，高认知自主个体在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上的灵活性得分高于低认知自主个体。这两方面的证据均可证明高自主的环境有利于促进创造性思维和生成创造性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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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自主—受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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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认知的观点逐步介入到动机的研究中，先后形成了期待价值理论、归因理论、自我效能论等有关动机的认知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行为的动机都被视为是一个单一的、完整的概念，它们只是在量（quantity）上存在差异，而不是在质（quality）上存在差异。动机的核心被认为是个体在从事某行为时所具有的动机量的多少，在对行为的结果进行预测的时候，动机的质是不被用作考虑的。尽管后来有研究者将动机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但仍然只是把它们当作补充，认为在对行为进行预测时，动机的量才是关键的，动机的量越多，才越可能导致所期望的行为结果（Deci & Ryan，2008）。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动机认知理论——Deci和Ryan的自我决定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对个体行为的结果进行预测时动机的质才是更为关键的。该理论和其他的动机认知理论的一个最主要的差异是，SDT关注的是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个体动机的质，而不是动机的量（Deci & Ryan，2008）。依据动机不同的性质，SDT将动机区分为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两大类型，而自主动机又包括内部调节、整合调节和认同调节三种具体的动机形式；受控动机则包括外部调节、内摄调节两种具体的动机形式（Ratelle，et al.，2007；Vansteenkiste & Sheldon，2006）。SDT认为相比较于动机量来说，这些不同类型的动机对结果变量的预测力更强（Gagné & Deci，2005；Baumeister & Vohs，2007；Ryan & Deci，2000）。

6.2.1 自主—受控动机的概念与测量

自主—受控动机的概念

自我决定论是关于动机的宏观理论，主要是研究个体行为动机的原始成分和行为结果。自我决定论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动机：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自主动机
 （autonomous motivation）指的是个体出于自己的意愿和自由选择（如兴趣、个人信念等）而从事某行为的动机；相反，受控动机
 （controlled motivation）指的是个体出于内部（内疚）或外部（他人的要求）压力而所从事某行为的动机。自主和受控动机指的是个体行为的原因，是用来回答“人们为什么产生这种行为”的（ Ratelle，Guay，Vallerand，Larose，& Senécal，2007；Deci & Ryan，2000）。

SDT认为自主和受控动机并非是完全相反、相互对立的维度，而是可以通过类似一维的连续体将其联系起来的。内部调节、整合调节和认同调节在自主连续体的相对自主的一端彼此临近；然而外部调节和内摄调节分布在这个连续体的相对受控一端，并相互临近。相互临近的动机（例如内部调节和整合调节）比非临近动机（例如内部调节和外部调节）之间的关系要紧密的多（Ryan & Deci，2000）。在这个连续体不同位置上的动机，分别代表着个体在某行为情境中体验到的相对自主的程度。内部调节是自主程度最高的动机，指的是个体的行为完全出于内部兴趣、快乐，与外部的任何奖励无关。整合调节是一种自主程度较高的动机，指的是个体接受了外界的目标，将其视为个人重要的目标，并整合这些目标使其成为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认同调节指的是人们认识到并认可了行为的潜在价值，将其接收到自我内部的一种较自主的动机（Deci & Ryan，2000；Ryan & Deci，2000）。内部调节、整合调节和认同调节就是自主动机在自主—受控动机连续体上的三种具体形式。同时，这个动机连续体上还存在两种具体形式的受控动机，即外部调节和内摄调节。外部调节是受控水平最高的动机，指的是人们的表现和行为是为了获得奖励或者是避免惩罚，由外部因素所控制。比外部调节稍微自主一点的动机形式是内摄调节，指的是为了避免内疚感或自我责备而采取某行为，此时人们的行为由内部因素所控制（Deci & Ryan，2000；Ryan & Deci，2000）。

与传统的内、外部动机的简单二分方法相比，SDT的这种动机划分方法体现了人们从事活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动机类型与动机在个体自我调节下由外部转化为内部的动态过程。而自主—受控动机连续体又是在传统的内、外部动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主动机的亚类内部调节指的就是内部动机；而自主动机中的整合调节和认同调节以及受控动机中的内摄调节与外部调节，则是依据自主或受控程度的高低将外部动机进行划分所得的四种不同类型动机。自主性的外部动机是向内部动机趋近的动机类型。由自主性的外部动机所激发的个体较多地体验到自我决定感，较少地体验到控制感、负疚感和焦虑。自主性的外部动机已经包含部分内部动机的特征。这种对人类动机特征的关注就是SDT对当代动机理论的独特贡献（Deci & Vansteenkiste，2004；Ryan & Deci，2000）。并且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以色列等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个由不同特征的动机所构成的自主—受控动机连续体结构具有跨文化的广泛一致性（Hayamizu，1997；Chirkov & Ryan，2001；Roth et al.，2007）。

自主—受控动机的测量

自主和受控动机的测量工具是自我调节问卷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s，SRQ），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编制了不同类型的自我调节问卷。Ryan和Connell最先编制了学业自我调节问卷
 （SRQ-Academic）和亲社会行为自我调节问卷
 （SRQ-Prosocial），其适用对象是高年级小学生和中学生。此后，Williams和Black等还编制了针对成人的问卷，问卷的内容也扩大到包括治疗、学习、体育锻炼、宗教和友谊等不同的领域。尽管存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自我调节问卷，但每个类型的问卷的编制思路都是一样的，即先询问被试为什么从事该行为，然后让被试在代表着不同动机类型的选择项上进行反应（Ryan & Connell，1989）。

例如，在SRQ-Academic中受测者会被问到“你为什么要进行下一年的学习？”这个问题。接着，测试者会提供许多不同的原因项目，每一个选项代表一种动机类型：因为别人期望我这么做（外部调节）；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会感到羞愧的（内摄调节）；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念（认同调节）；因为我喜欢学习（内部调节）。被试在5点评分量表上对每一个项目进行反应（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同一个动机类型的所有项目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分量表。在这些分量表中，内摄和外部调节的项目综合起来形成受控分量表；认同和内部调节的项目综合起来形成自主分量表。于是我们将自主分量表和受控分量表上的分数分别相加就得到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的分数（Grolnick & Ryan，1989；Niemiec et al.，2006）。

值得注意的是，SRQ分量表的分数可以通过权重后合并成一个相对自主指数（Relative Autonomy Index，RAI）。例如，SRQ-Academic有外部、内摄、认同和内部四个分量表，为了形成一个相对自主分数，Ryan和Connell具体的做法是：外部调节×（-2）+内摄调节×（-1）+认同调节×（+1）+内部调节×（+2）。RAI被视为不同动机类型的标志，当RAI是负数时，绝对值越大说明所代表的动机类型越受控；而RAI是正数时，绝对值越大说明所代表的动机类型越自主（Grolnick & Ryan，1989；Niemiec，et al.，2006）。

6.2.2 自主—受控动机的效应

不同类型自主动机的效应

SDT认为，不同类型的自主动机（内部调节、整合调节和认同调节）代表个体在某行为情境中体验到的相对自主的程度是不同的（Deci & Ryan，2000；Ryan & Deci，2000）。虽然个体的行为都是出于自主的原因，但是其自主程度的不同将导致不同的效应（Koestner，et al.，1996）。基于此，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在相关因变量的基础上来比较不同类型的自主动机之间的不同效应。例如，Koestner等（1996）研究了政治领域中内部调节和认同调节的不同效应。在总统大选时，研究者们随机选取被试，通过量表评定他们的动机类型以及相应的结果变量，发现在搜集并了解关于大选的信息方面，内部调节是很好的预测变量；但是，在真正的投票行为上，认同调节才是很好的预测变量。当人们对某事是发自内心地感兴趣的时候，人们会很好地搜集并了解关于这个事件的信息；但是，只有当他们被激发，被了解到这个事件对他们很重要的时候，人们才可能真正付出努力去行动。

随后，Koestner和Losier（2002）研究发现，在有兴趣的任务中内部动机有较好的绩效；在不感兴趣但是很重要的任务中，自主的外部动机会有较好的绩效。对于个体感兴趣和快乐的行为来说，要预测其绩效，内部调节是很好的预测变量；对于需要遵循一些规则和付出一定努力的任务来说，要对其绩效进行预测，认同和整合调节是很好的预测变量。

最近，Burton和Lydon等（2006）在教育情境中设计了一系列的研究，验证了内部和认同调节与幸福感和学业成绩之间的不同效应。第一，内部自我调节预测了心理幸福感，与学业成绩无关，认同自我调节预测了学业成绩。而且，学生越是表现出认同调节，他们的心理幸福感越是依赖于其学业成绩。第二，启动内部调节导致了10天以后更高的心理幸福感。第三，用内隐方法测量的认同调节与学业成绩之间显著正相关，甚至认同调节预测了6周之后的学业成绩。说明对绩效的作用来说，内部调节和认同调节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效应。

自主与受控动机的效应比较

SDT还认为个体行为是出于自主还是受控原因能够产生不同的效应。当个体行为的原因越是受控，他们的幸福感就会越低，绩效越差；相反，当个体行为的原因越是自主，他们的幸福感水平就会越高，绩效也会越好。即，受控动机对个体的积极发展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自主动机对个体的积极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Gagné & Deci，2005；Baumeister & Vohs，2007；Ryan & Deci，2000）。

在教育情境中，这一理论观点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Ryan和Connell（1989）所做的相关研究的结果表明，内摄调节（一种相对受控的动机）和认同调节（一种相对自主的动机）与孩子自我报告在家庭作业中的努力程度之间的相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其与父母报告的孩子在家庭作业中被激励的程度之间的相关也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内摄调节与学生在学校中的焦虑和消极应对失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认同调节与快乐、积极应对失败呈显著正相关。这个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从表面上看自主与受控动机之间不存在差异，但是实质上那些被受控动机激发的学生的表现会更差些，并且其幸福感水平也会更低。Grolnick等（2007）以七年级学生为被试，采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学生的自主动机与学习表现等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期15周的对照研究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自主动机都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学生自我报告和教师评定的学习表现。

在跨文化的教育情境研究中，自主—受控动机的不同效应同样得到了证实。例如，Vansteenkiste等（2005）以中国学生为被试，考察了自主、受控动机与幸福感、学业成绩、辍学率、学习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自主动机与适应性的学习态度、学业成功和个人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受控动机与较高的辍学率、不良的学习态度显著正相关。而我国研究者乔晓熔运用修订后的问卷，探讨了中学生数学学习自我决定动机对数学学习投入的影响，得出了与西方文化背景下较为一致的结论（乔晓熔，2006）。Vallerand和Bissonnette（1992）通过对加拿大大学三年级学生一个学年的学业动机进行前测和后测发现：辍学者在认同、整合和内部调节上的得分比未辍学者要低得多。Hayamizu和Toshihiko（1997）评定了日本学生的外部、内摄、认同和内部调节，结果表明这些不同类型的动机对态度、应对、学业成绩等结果变量之间的影响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同样，Chirkov和Ryan（2001）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自主—受控动机连续体在美国和俄罗斯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具有一致性，并且自主动机与个体的积极发展显著正相关。

除了在教育领域中得到证实外，自主—受控动机的效应在其他领域中也得到了验证。例如，Ryan等（1993）研究了宗教行为，评估了基督教徒经常前往教堂以及进行祈祷的原因，同时还要求被试完成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测量。结果表明，当被试出于内摄的原因从事宗教行为时，其心理健康得分较低；而当被试出于认同的原因从事宗教行为时，其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得分也较高。即，并非宗教行为本身与幸福感相关，真正重要的是人们从事宗教行为的原因。越自主的宗教行为与越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相联系，反之，越受控的宗教行为与越低的心理健康水平相联系。

一些研究者还将自主—受控动机的效应研究拓展到医疗领域。Zuroff等（2007）以抑郁病人为被试，研究自主动机与抑郁症疗效之间的关系。抑郁症状的程度通过自我报告和访谈的方法进行测量，自主动机则通过问卷进行测量。95个抑郁病人被随机分配到认知—行为治疗或者通过临床管理的药物治疗等不同治疗小组中，在进行了16次治疗之后发现，无论哪个组，那些报告了更多自主动机的个体表现出更好的治疗效果和治疗之后更少的抑郁症状。Ryan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对酗酒病人的治疗过程中，那些报告自主原因的病人与报告受控原因的病人相比，更倾向于有规律性地参加治疗，疗效也更加明显。Halvari等（2006）曾进行现场实验研究，在持续7个月的治疗过程中，对牙病患者实施配合心理干预的治疗或者一般的临床治疗，结果发现，患者接受治疗时的自主动机与其口腔健康之间显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不同领域的研究发现，自主动机将导致积极的结果，受控动机将导致消极的结果。然而情况是不是总是如此呢？Benware和Deci（1984）的研究表明，在对文章的概念理解上，自主动机所导致的成绩显著地优于受控动机所带来的成绩；但是在对该文章事实的机械记忆任务中，这两种动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Koestner和Losier（2002）的研究也表明，在那些简单、乏味的任务中，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所带来的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在简单的、一般性的任务中，受控动机导致了较好的工作绩效。但一项对蓝领工人的研究则发现，尽管是在简单、乏味的工作情境中，自主动机并不能带来较高的工作绩效，但是自主动机还是和工作满意感、幸福感显著正相关。那么这意味着，从总体上来看，相对于受控动机来说，自主动机在组织中更具有优越性，因为即使是在乏味、无聊的工作情境中，自主动机也能导致较高的工作满意感和幸福感（Gagné & Deci，2005）。

6.2.3 自主—受控动机的应用研究

通过相关和实验的研究方法，在教育、政治、医疗等不同的领域中证实了受控动机的消极效应和自主动机的积极效应之后，研究者们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为了充分激发个体的潜能，使其能积极、健康地成长，能不能采取措施促使受控动机向自主动机转化呢？Deci和Ryan（2000）用“内化”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内化
 （internalization）指的是个体积极地将外部规则转化为个体内部的价值，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吸收和重组先前的外部调节达到自主调节。

内化的过程是如何被激发的呢，人们是如何变得能认同和拥有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最好的目标呢？SDT认为，通过自主支持来最大化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是十分重要的。自主支持
 （autonomy support）指的是接受他人的观点、承认他人的感受，提供给他们相关信息和选择的机会，将强迫和命令最小化（Williams et al.，1996；Halvari & Halvari，2006；Sheldon & Krieger，2007）。例如，一个采用自主支持方法的老师善于提供给学生必要的信息，同时鼓励学生以自己的方式运用信息去解决问题。这样，不仅使学生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且激发了他们整合和成长的潜能，提高了他们认同和整合的动机，从而实现由受控动机向自主动机转化（Gagné & Deci，2005）。

研究者们使用相关研究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例如，Sheldon和Krieger（2007）以商学院学生为被试进行了长达3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自主支持和自主动机之间显著正相关。Black和Deci（2000）的一个研究表明，课堂上老师的自主支持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动机水平，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这种现象在那些起始自主水平较低的学生身上尤其明显。Williams和Deci（1996）对医学院学生的价值观内化进行研究发现，如果老师更加自主地去支持学生，会使学生价值观的内化程度提高，并且这预测了6个月后学生的自主动机和与价值观一致的行为。

这个理论观点还得到了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的支持。Deci等（1994）的实验研究发现，自主支持环境有三个具体因素：有意义的指导，承认个体也许不能发现该行为的乐趣，强调选择而不是控制。他们将被试随机分为A、B两组，给A组被试提供两个或三个自主支持的条件，给B组被试提供一个或者不提供自主支持的条件。结果表明，两组被试都出现了动机的内化，但是A组被试内化比例更高，内化程度也最大。更为重要的是，该实验研究还证实了，不同水平的自主支持导致了不同的内化类型。A组被试表现出整合调节的特征，因为在接下来的行为和自我报告的价值观与采取该行为时的自由程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B组被试的内化呈内摄调节特征，因为在接下来的行为和自我报告的价值观与采取该行为时的自由程度之间是负相关。一份关于戒烟的现场研究报告表明，当医护人员以自主支持的风格对待吸烟病人时，病人就产生了更多的戒烟动机，并且随后实施了更多的戒烟行为（Williams，et al.，2002）。Grolnick等（2007）以七年级学生为被试，开展了为期15周的现场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处于自主支持环境下的被试相对于控制组被试来说报告了更少受控动机、更多自主动机以及更好的绩效。

即使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自主支持的环境有利于动机内化的观点亦得到了证实。例如，Taylor等（2008）以195个英国大学教师为被试，通过调查数据拟合出的最优结构方程模型表明，知觉到自主支持能较好地预测教师的自主动机。我国研究者暴占光（2006）采用多因素设计实验法来研究初中生学习动机内化。而钱慧（2007）以初中学生为被试，以数学学习为研究情境，采用问卷法、实验法和访谈法研究了学生自主动机的特点以及提高学生自主动机的方法。其结论与美国文化背景下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自主支持促进了动机的内化，且两个或三个自主支持的条件与一个或零促进条件相比，被试内化比例更高，内化程度也更大。Roth等（2007）调查了以色列132个教师和1255个学生，在教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主试到教室将自我调节问卷以及相应结果变量问卷分发给学生，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完成。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如果个体在一定情境中知觉到别人支持他们的自主需求，那么这样的情境很可能激发个体的自主动机，而这种自主支持主要是通过理解他们的观点和允许有更多的选择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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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自主支持、相对自主水平和最优学习结果及适应性结果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p＜0.01）

来源：Vansteenkiste，et al.，2005.

甚至，有研究者（Vansteenkiste，et al.，2005）以在比利时进行本科预科班的中国学生（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2.6岁）为被试，考察了父母的自主支持的养育风格对适应性结果（幸福、活力、身体不适、抑郁）和最优学习结果（信息加工、聚精会神、时间管理和考试焦虑）的预测作用，以及自主动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了中国学生的适应性结果和最优学习结果；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模拟后的最优模型表明，自主动机在自主支持正向影响适应性结果和最优学习结果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即，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了相对自主水平，而相对自主水平又显著正向地影响了适应性结果和最优学习结果。该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自主支持对于动机水平和适应性结果以及最优学习结果的积极作用。

6.2.4 未来研究方向

跨文化研究证明，根据质划分的自主和受控动机不是孤立和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由受控向自主动机的转化，例如，自主支持的环境是促进受控动机向自主动机转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关研究、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表明，自主动机预测积极的行为结果，受控动机预测消极的行为结果。并且，同属于自主动机的亚类，内部调节、整合调节和认同调节彼此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效应。同既往只关注动机的量的研究比较，这种根据动机的质划分的动机类型对结果变量的预测力显然要强得多。这是动机特征类型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的根本原因。但是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完善。

（1）现有研究中“以变量为中心”，即只关注不同被试的同一类型动机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质疑。Ratelle等（Ratelle，Guay，Vallerand，Larose，& Senécal，2007）研究表明，对个体而言，只根据某一类动机不能有效预测其行为结果，因为个体在从事某行为时，既报告了自主动机又报告了受控动机。于是有研究者开始使用“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即关注同一被试在某具体情境下同时拥有的不同类型的动机与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以个人为中心”的方法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生态效度。甚至有研究者假设“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将会对传统的“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形成挑战。这一切都吸引着研究者们在今后研究中广泛地采用“以个人为中心”的方法。

（2）在自主—受控动机的应用研究中，除了证实自主支持这一社会情境因素能促进动机内化之外，还缺乏对其他的因素的证实。自从研究者提出自主支持这一概念时，就假设自主支持事件和情境将会促进受控动机向自主动机的转化，维持或提高自主动机。自主动机已被当作因变量，在自主支持和受控环境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人类的选择和自主通过实证的方法得到了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和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Ryan & Deci，2000）。但我们注意到，在促进动机内化的过程中，自主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情境因素，但它应该不是唯一的因素。正如Deci等（2008）所认为的那样，满足胜任、关系等基本心理需求的社会环境对动机的内化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除了环境因素之外，个体差异因素在动机内化过程中也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这就有待于研究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加深入地去探讨。

（3）自主与受控动机的效应及应用研究大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相对匮乏。从理论研究上看，刘海燕、闫荣双和郭德俊（2003）最早将自我决定理论较详细地介绍给国内研究者；张剑和郭德俊（2003）采用了自我决定论的观点来探讨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关系；随后恽广岚（2005）等研究者或从积极心理学或从动机认知理论等宏观层面对SDT的理论观点进行了解读。不难发现，国内关于SDT的理论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引入和介绍层面，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者从具体的层面来探讨SDT的核心问题（“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和“为什么追求这些目标”）之一的自主—受控动机。而国内关于SDT的实证研究则刚刚起步，且都是在教育情境下进行的。虽然国内的本土化实证研究在对量表修订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的研究范式，得出了与西方文化背景下较为一致的结论，但是大量跨文化的研究表明，自主在东方文化中是不被看重的。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自主动机是不可能用来预测幸福感和学习绩效的。而SDT认为自主动机是广泛的、重要的，在各种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当然能够预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种族人的绩效和幸福感。我们需要更多的本土化研究来解决这个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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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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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这个问题既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最古老、最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也是当代西方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热点问题之一。诞生于哲学的科学心理学继承了对它的思考，而这成为了心理学中充满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并因其在各种人格理论与心理治疗方法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而闻名（Rychlak，1994）。对自由意志问题的不同立场在人格心理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前人格心理学存在六大取向，即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论、行为主义与社会学习论、特质论、人本主义、生物论以及认知论，各种取向的不同学者在自由意志问题的立场上并未获得一致。围绕人是否真正具有自由意志、心理学是否需要自由意志这一概念等问题，心理学界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最引人注目却又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是以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与以Rogers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前者认为自由与尊严不过是人类的幻觉，因此要“超越自由与尊严”，而后者却主张意志自由，认为人具有选择的能力和承担责任的义务。二者的争论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高潮，最终仍然未分胜负，随后心理学界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论相对平静了下来。但是近年来，主流心理学中又重新出现了对自由意志相关问题的讨论，心理学重要杂志之一《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
 ）曾用一个月的版面刊登相关问题。世界重要的学术出版社之一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著作，书中集合了多位著名心理学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自由意志问题之所以重新引起心理学家关注，原因之一在于近二十多年来，相关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新进展和新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为自由意志的争论提供了证据。一些学者主要依据当前来自认知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实证研究结果，对意志、意愿、选择、自主性这些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虽然这些学者质疑的角度、基础不同，但是他们大都宣称这些概念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受到了文化、性别等因素的限制。例如，有学者就明确指出，我们所感觉到的自我对日常行为的控制能力要远远低于我们所能做到的（Park，1999）。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有关内隐记忆和无意识行为过程的最新研究，认为由于无意识对个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发动作用，那么人类所谓的自由意志就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尽管是有益的幻觉（Wegner，2008）。

自由意志问题在心理学中再次成为关注和探讨焦点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近二十年科学主义心理学日渐式微，一些新兴的心理学思潮试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做出不同的阐释或解说（况志华，2008）。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就是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之一，它批评现代主义将人类行为视为一个可以通过科学分析而获得完全认识的整体，试图打破现代主义的思维框架来解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难题。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决定论作为现代主义世界观的主要假定，它通常假定所有人类行为都是有原因的，认为先前的经验和条件性的习得支配着所有的人类思想和行为，个体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都是由过去发生在其身上的事情所决定的，因此其他情况不可能发生。所有人类思维和行为必定会按照已发生的那样发生，它们是某些先前条件的结果。与此相反，自由意志论者假定，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行动者本来可以做出其他行为。结果，这种界定形成了一种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框架，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视为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分问题，从而很难将这两个概念统一起来。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自由意志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的根源就在于其现代主义的思维框架，只要停止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争论中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那么自由意志就不难理解了。

6.3.1 自由意志的不同含义

纵观自由意志问题的起源和发展，自由意志概念有多种含义。正如有学者（Ryan & Deci，2006）所指出的那样，自由意志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定义自由意志。总体而言，自由意志的争论主要围绕着三种不同含义。自由意志的最初起源和第一含义是指独立于先前的心理和生理条件的、非决定论的自由意志，现代哲学称之为决定论。其根源可以最早追溯到古代命运哲学，然后是环境的力量、上帝的预知、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以及动机本身的真实性质等等，与之相对应分别出现了环境决定论、神学决定论、因果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随着自由意志问题讨论的展开，更多学者开始围绕自由意志的第二种含义进行论证：在多种行为变换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的一种能力机制。只要我们具有这种选择能力，那么我们就具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第三种含义是：独立于外部限制却依赖于行动者内部动机和目标的、自我决定论的自由意志。当代相容论者的论述即以自由意志的这一含义为基础。

在以上三种含义中，第一种含义更为核心，它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二种与第三种含义与其说解决了第一种含义所提出的问题，不如说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回避，虽然似乎给自由意志问题提供了一种回答，并进行了不断完善的论证，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没有对第一种含义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直接的、令人满意的回答（刘毅，张掌然，2012）。心理学中对自由意志存在的辩护围绕的是第二、第三种含义。在传统的人本主义之后坚决支持自由意志存在的代表观点之一是自我决定论。尽管自我决定论的倡导者Ryan对生物还原论进行了反驳，力图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自我决定论的自由意志并不是真正的非决定论的自由意志。即，自我决定论的辩护基础是第三种含义中的自由意志概念，而某些学者反对的是第一种含义中的自由意志，因此自我决定论对这些人的反驳并不有力，只能说是为另一种含义下的自由意志进行了辩护，却并未解决最核心的第一层含义所提出的问题。

有关自由意志的激烈争论已经表明，第一种含义的讨论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学。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中，目前已有包括哲学、神学、物理学、法学、心理学、神经科学、遗传学等学科领域的参与，而且可能还会有新的学科加入其中。不过在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争论中，心理学研究扮演着重要角色，神经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大量研究都与自由意志的问题或多或少存在某种联系，为争论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有学者认为它们不利于自由意志的存在论，因此甚至进一步提出，对自由意志问题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哲学、法学或者物理学，而是来自心理学（Tait，2003）。例如行使自由意志的有意识感是自我感觉的基础，但是在某些特殊心理状态下，个体的行为会被知觉为不随意的、不听从意志的，这说明对随意行为的经验是可以进行操纵的。再如对注意力缺陷活动过度等行为障碍的研究，都不断地显示出许多我们所熟知的行为具有病理学基础。然而，虽然这些研究结果都可以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争论提供依据，但是它们同样都不够充分。纵观自由意志问题的争论与发展，历史已经表明，尽管心理学可以为争论提供证据与支持，但是心理学本身无法最终解答第一种含义中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以及更多实证研究结果的出现，心理学家在此问题上的看法还会继续有所发展，并且也已出现了采用后现代观点对此问题的讨论（Slife & Fisher，2000）。

自由意志问题显然是个令人倍感棘手的难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心理学中的其他基本问题，例如如何解决科学心理学的预测性与自由意志的关系；环境、遗传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即使自由意志、选择这些概念是虚幻的，科学心理学研究是否仍然需要这些概念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心理学家进行更多的思考。毫无疑问的是，虽然心理学中围绕自由意志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百年，但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6.3.2 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与自由意志

尽管心理学并不能从根本上回答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就不需要自由意志的概念。无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其最终争论结果如何，就心理学而言，自由意志概念的存在对于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

决定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它强调因果律，假设每个物理事件都是有原因的，而科学的目标便是揭示这些规律，从而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Wundt等人在最初建立科学心理学时，就假设心理现象符合自然规律的普遍法则，具有以生理、物理知识为基础的总体预测性。既然人类行为是一个物理事件，那么它也应该由先前因素所引发。因此，科学心理学在建立之初，就以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榜样，将人类行为视为一个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来完全认识的整体，并将决定论作为主要假设之一，认为先前经验和条件性习得支配着所有的人类思想和行为，它们是可以进行预测的。现代心理学已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我们的人格、行为是外界环境与先天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心理现象是脑的功能，我们高级的心理活动最终都决定于脑。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即使是那些有自由意志倾向的学者，可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决定论。

在心理学追求科学性的同时，如何处理它与自由意志概念之间的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一些实证主义的坚守者认为，自由意志概念的存在是对实证主义的诅咒。由于自由意志与行为的可预测性相矛盾，它可能会导致我们最终无法对人类的心理进行量化和预测，这会动摇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因此，他们认为如果自由意志不能通过实证来证明，那么它一定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不值得进行研究。例如Skinner等人就认为人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这类概念不过是来自哲学的不恰当的残余物，而且由于自由选择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因而它与科学任务中的预测与控制目的不相容。

与此相反，虽然有人认为应该将自由意志概念从心理学中删除，但是更多人并不否认它促进了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与整合。首先，有些学者认为，无论自由意志是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能否进行科学研究，它与科学的预测性与控制性之间并不矛盾。他们指出，认为自由意志的存在妨碍了科学研究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相反，使用自由意志、意识、选择等这类概念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地预测人类的行为。在心理学的科学理论建构中，自由意志概念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元假设，虽然无法对该假设的正确性进行验证，但是这一假设有助于引导研究者搜集资料、预测行为（Sappington，1990）。其次，更进一步讲，自由意志概念的存在有助于整合心理学众多研究结果，更好地解释人类的心理。自科学心理学独立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发展表明，在各种行为与内在心理过程的研究上，心理学已经获得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发现，有些研究领域也已经做得颇为深入，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然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心理学始终没有多少突破，原因之一在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许多心理学家只关注某一具体现象或心理过程，而对从更高层次解释人们的行为与心理过程不感兴趣。甚至在部分学者看来，将心理现象分开解决之后，心理学的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根本没有必要去讨论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然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其特殊性，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是一种特殊现象，必须区别于其他自然现象来进行认识。例如有学者认为，生物学或环境因素只能解释人类行为整个变异中的一部分，并且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了解人类认知的所有方面（Ferguson，2000）。这意味着除了生物学和环境，人类认知还包括其他内容，在心理测量中被归结为误差的东西往往可能是由于被试的个体差异或自由意志所造成的。另外有学者也认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随着探测工具和数学工具的进步得以不断改善，但我们永远也无法从内在观点去感觉神经元内部的化学积累过程。所以随着知识的进步，概率的知识会逐步减少，自由意志的体验将永远存在（陈刚，2007）。

另一些学者则试图通过打破传统的现代科学思维模式，从而解决心理学的科学性与自由意志之间的问题。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在面临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可预测性之间的矛盾时，心理学家所表现出的无所适从只不过是语言的应用问题，而不在于人类行为本身。我们不应该同时应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或参考架构，也无法同时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角度来解释行为。它与两种角度的对错无关，在单独应用时，它们都可能完全正确，只有在同时应用这两种思维模式时，我们才会感到困惑。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认识到材料本身并未变化，改变的只是我们用于解释该材料的参考架构，而这些参考架构是我们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只要我们选择任何一种参考架构，遵守其逻辑结构，那么我们就是正确的。当它不再便于使用或有所启发时，我们就可以抛弃它而选择另一种参考架构。

归根结底，自由意志显然并不是个单一问题，它与其他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有着密切联系，而这也正是造成它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中还涉及了意识、意向性、主观性、身心关系等心理学问题，如果取消自由意志，那么对我们能否自主选择、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看法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自由意志正是人类心理与认知结构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对自由意志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理的本质，促进心理学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对于自由意志概念的存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的态度要宽容的多。

6.3.3 自由意志观的早期研究

与一些学者关注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争论不同的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有心理学家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问题上心理学的任务应更多地在于探寻相关的心理机制，由此出现了与自由意志心理过程有关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近年来，自由意志相关态度的心理学实证研究重新引发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有学者把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争论称为“高度抽象和哲学化的争论的沼泽”，认为“对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讨论，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心理学家应该做的工作。心理学家应该去做更为擅长的事情，那就是检验和精炼关于内部过程的理论”（Baumeister，2008）。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围绕自由意志观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自由意志观的构成及其与责任归因、惩罚态度、控制点之间的相关。最初的研究对大学生和其他成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考察了他们对“自由、责任、遗传、环境”在一般意义与一些特殊情境下的用法（Steinlinger & Colsher，1980）。结果表明，多数被试在相信行为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同时，也认为人们基本上还是自由的，应为自身行为负责，不过个体自由与所负责任大小随其所处情境的不同而不同。研究发现被试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自由、责任定义来进行辩护，很少认为二者之间彼此冲突。

随后的研究者编制了自由意志观自陈量表，根据得分高低分别将被试分为自由意志论者或决定论者。研究者进一步请被试判断，做出了某种违法行为的个体是否应该受到惩罚。然而不同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较早有研究发现决定论者比自由意志论者更具有惩罚性（Viney，Waldman，& Barchilon，1982），随后的研究却表明自由意志观与惩罚态度之间并没有可靠的相关（Viney，Parker-Martin，& Dotten，1988）。Waldman等（1983）考察了自由意志观与控制点之间的关系，研究预期决定论者更倾向于外控点，但结果却发现自由意志观量表得分的高低与外控点只存在低相关。这表明个体具有外控点不等同于相信决定论，而相信自由意志也并不等同于具有内控点。

针对已有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的情况，Stroessner等（1989）认为，这是由于自由意志观中对决定论的态度存在多个维度。从逻辑上严格来说，不相信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就相信自由意志。他们通过研究证实，自由意志观是独立的维度，明显区别于非决定论，而决定论的态度也并非单一维度，它至少包括心理社会决定论与宗教哲学决定论这两个维度，同时可能还有基因或生物决定论维度。而在外控点得分上，宗教哲学决定论者比心理社会决定论者得分更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自由意志观本身及其与惩罚、内外控点之间的关系比预先设想的还要复杂，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6.3.4 自由意志观的新近研究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早期研究通过自由意志观自陈量表来区别被试属于自由意志者或决定论者。针对这些早期研究，新近的学者对决定论者的确定和测量提出了质疑（Nichols，2006），认为在用于区分被试是自由意志论者或决定论者的量表得分中，核心的决定论者评估项目（“我相信决定论”）只是七个项目中的一项。因此，在核心的决定论者评估项目上做出否定回答的被试可能最终仍被划为决定论者。虽然随后有学者试图对早期量表进行改进，但是又被批评为犯了相反的错误，研究中确定被试是否属于决定论者的标准又太保守，有可能将相容论者（即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可以同时存在）从决定论者中排除出去，因此仍然未能准确区分出自由意志论者和决定论者。针对这些问题，对个体自由意志相关态度感兴趣的研究者们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这类研究中，被试首先阅读一段描述材料，其中的物体或个体做出了某种运动或行为，然后再回答与自由意志观相关的各个问题。根据不同研究需要，描述材料也各不相同。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Nichols（2004）考察了18名4—5岁的儿童被试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态度，看他们是否认为行动者能够做出其他行为。该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在实验一的第一部分中，研究者向儿童呈现以下情境之一：某个体表现出了某种行为，或者某事物表现出了某种运动。随后请儿童回答，该个体或事物是否不得不做出该行为，或者本可以做出其他行为。

比如在个体情境中向儿童呈现了一个带有滑盖的盒子。研究者说：“瞧，盖子是盖着的，什么东西都进不去。”然后研究者把盖子滑开并触摸盒子的底部，并问儿童：“在盖子打开后，我是不得不摸盒子下面呢，还是我本来可以不这么做呢？”在类似的事物情境中，向儿童呈现一个关闭的盒子，盖子上有个静止的球。研究者说：“瞧，盖子是盖着的，什么东西都进不去。我马上把盖子打开。”这时研究者把盖子打开，球落进了盒子的底部，然后问儿童：“盖子打开后，球是不得不落到下面呢，还是它本来可以不这样做呢？”

实验一的第二部分则进一步考察了在外部限制的情况下，儿童对选择的理解。被试为9名平均年龄5岁的儿童。在呈现的情境中，某个可能行为非常明显，但实际上该行为是不可能的。在条件一中，某人试图做出该行为却失败了；在条件二中，该个体没有试图做出该行为。在两种条件下，都请儿童回答该个体是否选择了做出刚才的行为。

比如在向儿童呈现了一个玩偶和一张上面粘有硬币的小桌后，研究者对儿童说：“这是玛丽。她正从桌子旁走过，看见了桌上的钱。她在想是不是要拿走这些钱。瞧——钱是从桌上拿不走的——它被粘在上面了！——但是玛丽并不知道。玛丽不打算拿走钱，所以她不知道钱是拿不走的。她认为她可以把钱从桌子上拿走。她说，‘我想我会把钱留在桌子上’。”然后请儿童回答问题：“玛丽选择了把钱留在桌子上吗？”在类似情境中，研究者同样呈现了玩偶和小桌后，对儿童说：“这是苏珊。她正从桌子旁走过，看见了桌上的钱。她在想是不是要拿走这些钱。瞧——钱是从桌上拿不走的——它被粘在上面了！——但是苏珊并不知道。苏珊打算拿走钱，但是她发现钱是拿不走的。她说，‘我想我会把钱留在桌子上’。”然后请儿童回答问题：“苏珊选择了把钱留在桌子上吗？”

结果表明，在个体情境中，所有儿童都认为个体本来可以做出其他行为，而在事物情境中，8名被试都认为事物不得不那样做。

为了排除儿童将“本可以做出其他行为”误解为其条件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研究者随后进行了实验二，考察了当一切条件都相同时，儿童是否仍然认为个体本可以做出其他行为。研究者向5岁儿童呈现了自发选择、道德选择和物理事件三种情境，然后请儿童回答了一些问题，以考察他们是否正确理解了该情境（结果表明儿童在大多数理解性问题上都回答正确），随后再回答与选择相关的问题。例如，在自发选择情境中，“琼在冰激凌店里，她想买些冰激凌，她选择了吃香草味的”。在儿童正确回答了一些理解性问题后，研究者询问儿童：“好，现在想象刚才所有的东西都完全一样，而且琼想要的东西也完全一样。如果在她选择吃香草味的之前，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完全一样，那么琼还是不得不选择香草味的吗？”在道德选择情境中，“玛丽在糖果店里，她想吃糖，她选择了偷糖吃”。问题是：“好，现在想象刚才所有的东西都完全一样，而且玛丽想要的东西也是完全一样的。如果在她选择偷糖吃之前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完全一样，那么玛丽还是不得不选择偷糖吃吗？”在物理事件情境中，“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烧着，水烧开了”。问题是：“好，现在想象刚才所有的东西都完全一样。如果在水烧开之前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水不得不烧开吗？”

结果表明，在物理事件与个体的消极行为之间，儿童的回答存在显著差异：他们认为物理事件不得不发生，而人的选择却不是被决定了的，人有自由意志。但是儿童在个体的中性行为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回答却没有显著差异。由此研究者提出，比起物理事件，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人的选择是非决定论的。不过该研究选取的被试数量太少，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验证。

对于以上结果，Turner等（2006）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人们认为个体选择与物理事件过程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而是人们认为某些复杂事件和简单事件之间存在不同。人们认为个体的选择是非决定论的，这是因为选择的复杂性，人们认为复杂过程（包括一些人类的选择与物理事件过程）就是非决定论的。他们以99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研究。每个被试都阅读了在决定论假设下的三种不同情境（发生闪电、某人决定买某种冰激凌、某人决定偷东西）并回答了相关问题。该研究结果与Nichols的发现并不一致，只有少数被试认为人不会做出相同行为而闪电一定会发生。它表明多数人并不相信所有物理过程是决定论的而人的行为是非决定论的，即使他们可能相信某些简单的物理过程是决定论的。相反，对于世界是否是决定论的，人们似乎持各不相同的观点。在所有被试中，30人是决定论者，对所有三种情境都回答了“是”，40人是非决定论者，对所有三种情境都回答“否”，29人则对不同情境做出了不同回答。研究者认为得到的结果表明，虽然多数人可能相信某些简单物理过程是决定论的，但并不认为所有物理事件过程都是决定论的，而人的行为就是非决定论的。由此研究者的结论是，儿童可能认为不同类型的物理过程（如简单与复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某些复杂物理过程与人类选择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

自由意志观的形成

尽管对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不同个体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过随即另一个相关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既然至少有部分个体的确认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起源的，它在早期生活中又是如何获得的？虽然对这些问题还知之甚少，也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是有学者认为人们在幼儿时期就获得了行动者因果关系观，即行动者是行为产生的原因，行动者对某一行为本可以做出其他行为。目前学者们主要提出了四种途径来解释儿童如何获得行动者因果关系观（Nichols，2004）。


第三人称的学习。
 这种观点将儿童视为顽强的自学者，它更关注儿童如何通过观察外部世界以获得学习，认为儿童通过理论建构而推导出行动者因果关系论。导致儿童获得这一观念的过程目前尚不清楚，但一种假设认为，当儿童面对不可预测的现象时，他们可能会由此推导出非决定论的解释。如果儿童接受了这一原则，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常常无法准确预测个体的行为，从而得出结论认为行动者以非决定论的方式做出决定。


第一人称的学习。
 支持行动者因果论的学者们更倾向于第一人称的学习论，他们提出个体自身的决策经验为行动者因果论提供了某种证据。虽然人们根据自身内省而获得的证据并不可靠，但它仍然可以是人们相信行动者因果论的基础。至于个体自身的选择经验为何会导致人们相信行动者因果论，一种可能是自身经验为行动者因果论提供了一种原始感觉，人们相信行动者因果论的原因就类似于相信疼痛的原因，它在经验上是即刻的、原发的。此外，虽然内省可以使个体了解自己当前的心理状态，但它并不能使其清楚地知道隐藏在决策之下的具体推理过程，因此人们仍然会感觉到自己本可以做出其他选择。


先天论。
 以上观点都假设行动者因果论观是个体进行推导的结果，先天论者则认为行动者因果论观是人类先天观念的组成部分。根据核心知识论，婴儿先天就有一些重要的内在成分，包括客体和数字的概念，这些核心成分一直保留到了成年（Carey & Spelke，1996）。核心知识论者认为行动者因果论观就是核心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我们有理由认为婴儿先天具有物理因果关系观一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婴儿先天就具有行动者因果关系观。


责任观的促进作用。
 这种观点认为，从很小起儿童就具有了一种责任观念，认知发展中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会促使其获得行动者因果论观。在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看来，大量证据表明两岁的幼儿就已经具有了道德责任观，这种观念促使儿童获得了行动者因果关系观，儿童对“应该”的理解就隐含着“本可以做出其他行为”。虽然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观念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由于人们无法通过内省来意识到决策的决定论过程本身，因此行动者因果论最终在头脑中确立了下来。

无疑，自由意志观的形成开始于儿童时期，虽然迄今为止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各种理论解释，但其具体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尚无系统研究，以上各种观点仍需相关实证研究的证据支持。

自由意志观在现实生活与心理治疗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自由意志感作为一种主观信念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普遍感觉自己在生活中做出了选择，只是在我们拥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意志上，不同个体之间的看法各不相同。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会对其心理功能产生积极影响，这些研究中直接采用自由意志概念的并不多，而是采用自主性、控制点、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等相关概念，涉及了教育、工作情境和心理治疗等领域。事实表明，个体感到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是有用的，而不必从理智上明白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即使是否认自由意志存在的心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刘毅，2012）。具体而言，自由意志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自由意志的态度与人际关系质量、幸福感以及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存在着相关。研究发现，人们的日常幸福感随着自主性体验的变化而变化，而如果伴侣关系之间存在更大的自主性，那么双方都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关系稳定性和幸福感（Knee et al.，2006），对自主性的相信程度也预测了伴侣之间对彼此的感情依赖（Ryan et al.，2005）。此外，研究表明人们对自由意志的回答与其对生活意义的回答存在显著相关，否认自由意志存在的被试也的确更倾向于否认生活的意义（Nahmias et al.，2007）。

其次，人们对待自由意志的态度影响着其日常运作与身心健康。当自主性动机遭到破坏以后，个体的执行力与创造力同样也会减弱，特别是在完成那些需要灵活性、启发性、创造性或复杂能力的工作时。研究显示，在很多方面自我控制能力高的人都比自我控制能力低的人要成功（Duckworth & Seligman，2005）。受控于外部规范的行为依赖于控制的不断呈现，而外部规范最终会导致行为质量低下，当人们被控制时，往往只会去做那些被要求做的事情，而外部规范通常与更低的承诺和满足相联系。在身心健康方面，控制性的情境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支持自主性的情境则会增强健康，而个体在自主性上的差异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身心健康状况。病理学的研究也显示出精神病患者在自主性方面的混乱，并且揭示了过分控制的社会环境如何在患者的疾病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这些都证实了自主性的确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幻觉，反而是健康机能的中心特点。

第三，相信自己具有自由意志在心理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从事临床实践的心理学家特别考察了自由意志观与心理治疗之间的关系。有关心理治疗效果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当治疗师帮助个体认识到他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时，治疗效果最好。其实在许多心理治疗中治疗师都提倡“有意”这一因素，因为有些治疗要想获得成功，它是必需的。无论如何，即便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意志也许是一种对于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机能，它的缺乏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而拥有自由意志的相关感受对人类也大有裨益，其重要性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6.3.5 自由意志的相容论研究

近年来，围绕人们是否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决定论与道德责任之间彼此相容，学者们也展开了心理学研究，它与自由意志问题的哲学争论密切相关。哲学中的自由意志争论由几个问题组成，其中就包括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决定论与道德责任是否相容。传统上在该问题上主要有两类观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相容论认为，二者是可以并存的；而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的相容论则认为，即使我们的行为是被决定的，没有自由意志，我们也仍然可以对自身行为负责，二者并不冲突。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不相容论则认为，要么决定论为真，要么人有自由意志，二者不能并存；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的不相容论者认为，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被决定的，那么我们就不应对自身行为负责。

近二十年来，哲学家们对普通大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兴趣，一些学者纷纷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了普通大众的态度，但是直到近年来才出现了相容论的心理学研究，为各种观点提供实证支持（刘毅，朱志方，2012）。

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首先向被试呈现一段决定论的描述并假设该情境为真，随后该情境中的个体做出了某种行为，被试根据阅读材料回答材料中的个体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是否应对其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等相关问题。这类研究的关键在于要使被试认识到描述中的情境是决定论的，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回答。研究者们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描述方式，常见的有拉普拉斯决定论
 （Laplacian determinism，认为宇宙是像时钟一样运行的）、神经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或者将情境假设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试图最好地呈现出个体所处的决定论情境。情境中个体的行为性质则分别在道德状态上是积极的（如拾金不昧）、消极的（如抢劫、杀人），或中性的（如决定中餐吃什么）。

Nahmias等（2005）考察了不同的决定论描述形式以及情境中个体行为的性质对人们自由意志相关问题回答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决定论情境中，无论个体行为的道德状态、其导致的情感反应如何，都对人们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判断没有显著影响：在两种不同的决定论情境中，多数被试都认为该个体的行动是出于其自由意志并应为其行为负责，即多数被试并未持不相容论。Nichols（2006）也考察了决定论描述形式对人们自由意志相关问题回答的影响，但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在其研究中，当问到更抽象、更理论化的认知问题时，多数被试给出了不相容的回答。但是在回答引发强烈情感反应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变得更具相容性，因此研究者认为情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有学者提出，Nichols的结果并未表明被试具有不相容的直觉，他们质疑实验设计没有考察民众是否认识到决定论与道德责任不相容（Turner & Nahmias，2006）。不过他们也承认，这些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个体对行动者消极行为的情感反应很大地影响了其道德判断。

Monterosso等（2005）则考察了对该行为的不同解释、同等情况下出现该行为的人数比例、惩罚对行为的抑制作用这3个自变量对人们自由意志相关问题看法的影响。在呈现给被试的材料中描述了4种情境，分别是4名不同个体做出了违背社会规范或他人意愿的行为，每种情境中的以上3个自变量水平都有所不同。被试包括96名平均年龄19岁的大学生，100名平均年龄41岁的中等收入成人。研究结果表明，消极行为取决于先前条件的程度影响了人们对该个体的行为是否出于其自由意志的判断，程度越大，人们越认为其行为不是出于自由意志。此外，比起经验性（即心理决定论）的解释，生理性解释（即神经决定论）情境中的被试更多地认为该个体的行为不是出于自由意志。

Nahmias等（2006）根据研究提出，多数人的直觉并非是不相容论的。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大多数人是机械不相容论者，真正对自由意志、道德责任造成威胁的不是决定论，而是还原论。为此他们考察了神经还原论的决定论与心理决定论描述对个体判断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神经还原论的决定论情境中，只有少数被试认为情境中的个体具有自由意志，而在心理决定论中，多数被试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由此研究者认为，多数人对于心理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持相容论直觉，而对于还原论与自由意志则持不相容论直觉。

在另一项研究中，Nahmias等（2007）进一步验证了该观点。研究采用被试间设计，考察了决定论描述方式（心理决定论、神经决定论）、行为的具体性（抽象、积极、消极行为）、情境的现实性（现实、虚拟）对被试判断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行为是否取决于该个体、该个体是否具有自由意志、个体是否应为其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的问题，无论决定论的情境是现实或虚拟世界，其描述方式都对自由意志的这些相关判断产生了显著影响，在现实世界中该影响尤为明显。当情境设置在现实世界而非虚拟世界时，在以心理学术语描述的决定论情境中，人们表现出了更明显的相容论直觉，而机械论对自由意志、道德责任的威胁在现实情境的神经科学术语描述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此外，在虚拟情境中，在决定论描述方式与行为的具体性上都分别发现了主效应，但二者没有交互作用。此外，抽象和消极情境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抽象与积极情境、消极与积极情境之间则没有显著性差异。简而言之，被试对自由意志、道德责任的回答是一致的：在抽象情境中最低，在消极行为情境中最高。

Nichols与Knobe（2007）也考察了人们在此问题上是否持非决定论态度。研究呈现的材料既有对宇宙的决定论描述也有非决定论描述，然后请被试回答哪个世界最像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结果表明，几乎所有被试的回答都选择了非决定论的宇宙，认为这种世界与现实世界最相似，即认为人的选择是非决定论的。

Feltz和Cokely（2009）深化了Nichols与Knobe的研究，不同的是他们采用了被试内而非被试间设计。每位被试同时阅读了高低两种情感情境的描述后，回答了个体是否具有自由意志以及应负有道德责任。研究结果显示，多数人在两种情境中都做出了不相容论的回答，此外，许多被试在两种情境中的判断表现出了显著一致性：在消极行为情境中做出相容论回答的被试在积极行为情境中也做出了相容论的回答，而做出不相容论回答的被试在积极情境中也做出了不相容论的回答。因此研究者认为，人们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相容论回答上存在明显的、稳定的个体差异。

随后，Feltz、Cokely和Nadelhoffer（2009）选择了外向性这一重要人格特质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们假设该特质至少可以部分预测个体在相容论回答上的态度：外向者倾向于做出相容论判断，内向者倾向于做出不相容论判断。研究结果证明了该假设。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外向者的社会敏感性比内向者更高，一些影响了个体自由与行为的因素更容易对他们产生作用，尤其当这些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潜在情感性时。换而言之，外向者在责任归因的判断上可能受决定论的影响更少，受情感或社会因素的影响更多。由于在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中，认为人们是自由的并对其行为负有责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调控功能，因此，如果个体做出了某种行为，那么外向者就会更倾向于认为该个体是自由的并负有道德责任。

Nadelhoffer等（2007）则在另一项研究中直接向被试询问了有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相容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的一切行为完全是由我们的遗传、神经生理学与养育环境所决定的，那么你认为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吗？研究者认为，无论这种提问方式是否表达出了决定论的内在深层含义，它避免了在呈现材料中对决定论的描述不够清晰明确的弊病，并且比起引发情感反应的提问，其结果也更加可靠。该研究表明，仍有42%的被试认为人们的行为是自由的，但这一相容论的回答比率低于Nahmias等（2007）的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对于人们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决定论与道德判断的相容论态度方面，根据已有研究至少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相同情境下，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无论相容论与不相容论哪种观点占多数，总有部分人持不同看法，两种态度是同时存在的。（2）虽然不同研究之间并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但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要比预先的设想更加复杂，自由意志的相关判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过程，很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在不同条件下发挥作用。（3）人们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相关态度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决定论的描述形式、对行为的具体或抽象描述、行为引发的情感水平、人格特质等。

自由意志的相容论心理机制模型

根据已有初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决定论与道德责任是否相容的问题上，人们的态度比预先的设想更为复杂，不同个体的看法并不一致，无论相容论直觉还是不相容论直觉占多数，两种直觉是同时存在的。针对已有结果，学者们做出了以下解释：


机械不相容论。
 对于不相容直觉，Nahmias等人提出，这是由于人们心中的一个深层直觉机制在发挥作用：对行为进行的机械还原论的解释（即使用神经科学和化学术语）不同于心理学的解释（即使用思维、欲望和计划等心理学术语），人们倾向于认为机械还原论与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不相容。这就是说，多数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判断直觉是一种机械不相容论，即自由意志、道德判断与机械还原论不相容。Monterosso等（2005）的研究也表明，在对个体的消极行为进行心理学与物理学解释两种情况下，人们更少认为后者的行为应该受到指责并承担责任。

对于相容论的判断，研究者大都赞同，对行动者消极行为的情感反应很大地影响了人们的道德判断。韦纳的归因理论认为，归因通过情感影响行为，当个体认为当事人可以控制成败原因时，则会产生愤怒情感反应，从而产生拒绝行为；而当个体认为当事人不能控制原因时，就会产生同情，从而接受当事人的行为。在解释内外向者在相容论判断上的差异时，研究者也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相同情境在他们身上激发了不同的情感体验。对于情感在相容论直觉中的作用，主要有两种观点。


表现误差模型。
 对于人们表现出的相容论直觉，由于研究表明情感反应的强度会影响相容论的直觉，因此最明显的解释是出现了情感偏见，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情感引发表现误差模型以解释这一结果。根据这种观点，人们通常依据一种心照不宣的理论来进行道德判断，但是当面对显然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时，人们就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并无法正确运用该理论。换言之，该模型区别了责任判断标准的内在表征与将该标准运用于特定事件中的外在表现系统。

有关情感与认知二者间交互作用的大量研究为表现误差模型提供了证据。这些研究表明，情感影响了人们的正常认知能力，它会抑制对某些特定信息的提取，并使其更难以接受与预期不符的证据。根据这些研究，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情感歪曲了我们正确推理的能力，甚至影响了我们对道德责任的判断。因此，根据该模型，人们对于道德判断标准的潜在表象与能使他们将那些标准应用于特殊情境中去的表现系统之间存在着差别，情感反应干扰了我们正常的道德推理判断，并使得做出的反应并未反映出某种理论。例如在一项研究中，Lerner等人（1998）比较了在情感和非情感条件下的道德判断。在情感条件下，向被试呈现一段悲伤的录像，以唤起消极情感反应；在非情感条件下，呈现的录像则不会唤起情感反应。研究发现，当消极情感反应被唤起后，即使该消极情感是由其他无关事件引发的，被试仍然认为行动者应负有更多责任并且更应该受到惩罚。因此，支持表现误差模型的学者认为，在决定论与责任归因的相容论判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虽然他们承认在某些情境下，人们会做出相容论的回答，但是他们认为，说人们在决定论与责任归因的问题上持相容论态度并不真正具有任何意义。相反，该模型的支持者主张，对于人们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的相容论反应，应该从情感反应引发的表现误差来进行解释；而在抽象情境中，人们本来具有的内在理论即不相容论则表现了出来。

研究表明，人们在消极行为情境中对自由意志、道德责任做出了更高的判断，虽然在积极行为情境中情感也产生了某些作用，但是这种误差明显减弱。对于这一结果，支持情感引发表现误差模型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比起积极行为情境，消极行为情境引发了更强烈的情感反应。


情感能力模型。
 另有一些学者提出相容论的判断可能来自于一种情感能力。他们认为情感反应实际上在道德责任判断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不只是使我们的判断产生误差，人们也许通常依靠一种情感反应来进行道德判断，而这种情感反应与一些其他过程相结合来共同完成道德责任判断。虽然有些人建立了关于道德判断的精细理论，并在某些活动中使用这些理论，但是情感能力模型的支持者认为，人们对道德判断的“冷”认知理论在实际过程中并不会真正起到任何作用，而这一过程主要由情感控制。

相关的研究为该模型提供了一些支持，这些研究考察了由于心理疾病而出现情感加工缺陷的患者。例如有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人在回答与道德判断相关的问题时，表现出了异常的回答方式（Blair et al.，1997）。换而言之，当个体缺乏情感反应能力时，并不能使其进行毫无误差的道德判断，相反却在道德责任的理解上出现了困难。有学者根据这些研究结果而得出结论认为，在影响人们进行道德责任判断的基本能力中，情感一定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责任判断的一般水平可能取决于一种情感能力（Blair，1995；Haidt，2001）。

根据这一观点，在实验中的非情感条件下，与道德判断有关的正常情感能力没有表现出来，而在情感条件下道德判断的真正能力本身则表现了出来。因此该观点的支持者提出，要想真正理解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唯一方法就是在引发情感反应的情境中观察他们的回答。而在这些实验情境中，人们明显倾向于做出相容论的回答，因此，情感能力论者认为，在决定论与道德责任是否相容的问题上，人们的直觉主要是相容论的。

6.3.6 研究展望

对自由意志观及其相关态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首先，研究主要为西方被试，且主要局限于大学生，在研究对象上还需要扩展到其他人群。自由意志虽然是西方思想中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概念，但是它所涉及的心理学问题实际上是每种文化中的每个个体都会产生的对世界的某种根本性看法。大量研究表明，来自不同教育背景和文化的人群在一些涉及世界观的根本性问题上的态度存在差异（如Machery，Mallon，Nichols，& Stich，2004）。而在已有研究中，除少数以儿童为被试或进行了跨文化比较以外，多数均采用美国大学生为被试，如果要考察一般个体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那么被试就应该包括来自各种教育背景、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的人群。在自由意志相关问题上，一般个体的观点是特定文化的结果和道德准则，还是跨文化存在的一般思维结果和人类行为的一种深层特征？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下的不同人群在该问题上的回答是否一致，有何差异或特点？东西方文化中自由意志概念存在哪些差异，其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些缺陷，方法较单一，系统性不够，研究有待多样化。要想全面、深入而系统地探究人们在这类问题上的态度，不仅可以通过实验法考察被试在各种虚拟情境中的判断和回答，还可以将早期问卷进行改进后将二者结合使用，互相验证。同时，针对不同群体中的被试，也可以在更为开放的结构或半结构访谈中深入地考察被试对相关概念和问题的回答和看法，了解其判断的内在心理过程与机制。此外，该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在呈现给被试的描述材料中，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更好地表达出决定论，使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被试都能真正理解其含义，并根据描述材料做出回答。对此，不同研究者进行了各种尝试，从不同角度设计了各种描述方式来呈现决定论的情境，例如拉普拉斯决定论、神经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都试图在不误导被试的同时又使其认识到决定论的本质，但是这些描述都存在一些问题，是否真正激发了被试的相关判断还不清楚，需要研究者的不断尝试和验证。

第三，目前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已有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相互矛盾，对于相关研究结果以及相应的内部心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探讨，引入更多的心理变量。比如，已有研究发现人们同时具有相容论与不相容论的态度，这表明隐藏在自由意志观与相关态度判断过程下的心理机制是复杂的，它们涉及了不同的心理过程。那么究竟是个体内部的稳定差异如人格特点，还是外部因素如问题的性质（抽象或具体）、是否引发强烈情感、决定论的描述方式等影响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相容性判断？或者内外部因素共同产生了作用？不同道德水平人群的判断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情境引发的情感影响了人们的判断，那么其他因素如自我防御机制是否也会影响这一过程？如果情境中的当事人是被试自己而非他人时，回答是否存在差异？人们是否可能采取双重标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此外，自由意志观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观念、态度有着密切关系，必然会影响一些相关心理过程与活动，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刘毅，郭永玉，2010）。

第四，对自由意志相关的心理学实证研究还存在相关概念的梳理与整合问题需要解决。虽然目前对于自由意志相关概念的研究很多，但是直接采用自由意志这一概念的研究却并不多。这也可能是造成现有研究结论存在矛盾的原因之一。有人指出（董蕊等，2012），已有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仅从自身角度出发，抓住自由意志某一方面，将自由意志概念进行操作化界定后进行操作与实验研究。这些相关概念如有意动作、自我控制、选择、意识、个人能动性、控制错觉、目标追求、自我能动性等。然而这些操作化的概念可能并没有抓住人类自由意志的本质。自由意志是更严格、更抽象和更概括性的概念，因此，未来研究应注意不同概念的区分，或者是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和研究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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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我调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动机研究的深入，期望—价值理论和动机归因理论研究者们都认为，“自我”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动机功能的概念。比如，提升个体的自我价值和免于自我在一些情境中受到威胁，是人们产生行为的主要原因。而“自我调节”除了有动机的功能之外，还反映了人们行为产生的过程。对于个体来说，为了“趋近自我价值”、“免于受到威胁”等目标，就会做出相应的行为，同时也许还会去压抑自己的其他欲望，这些过程体现了个体的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的方式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时间的稳定性，因而可以被看作一种特质。有些人从少年到成年都倾向于采取预防定向的自我调节方式（免于受威胁），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采取促进定向的自我调节方式（追求自我价值）。自我调节的过程存在着个体的差异，这在调节定向和调节匹配的理论及相关研究中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自我调节”常与“自我控制”通用，但二者有细微的区别：自我调节
 （self-regulation）通常泛指目标导向行为，它既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而自我控制
 （self-control）通常特指有意识的冲动控制（Vohs & Baumeister，2004）。因而，自我控制以及与自我控制相关的控制感、次级控制等领域的研究也是人格动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当个体具有从创伤和苦痛中自我恢复、痊愈和成长的力量，认为成长的激发有赖于个体自身内在的信念体系的改变时，创伤性成长就具有了自我调节功能。


7.1 调节定向与调节匹配
 
[1]



调节定向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Higgins，1997）是Higgins基于自我差异理论
 （self-discrepancy theory；Higgins，1987）提出来的动机观点，这个理论的提出与Higgins的研究经历有关。1989年，Higgins离开纽约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由于两个大学的科研环境不同，Higgins似乎无法继续关于自我差异理论的研究，但Higgins认为该理论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忍舍弃。在纽约大学，Higgins每年可以拥有几千人的被试库，而且这些被试库里的大学生都要填写包括人口学方面的问题和人格问卷的小册子，其中就有测量自我差异的自我问卷，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联系潜在被试来参加研究前就已经拥有这些被试的自我差异数据了。而在哥伦比亚大学，Higgins的实验室拥有的被试库里只有几百人，也没有类似的小册子可以事先收集数据，Higgins的同事只能花时间去收集这些背景信息，而这足以占用所有分配的被试时间，也就无法展开正式的研究。无奈之下，Higgins需要找到有别于这种测量长期的自我差异的方法，这样才促使了调节定向理论的产生。

7.1.1 调节定向理论的形成和内涵

理论起源

为什么人们面对消极事件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有的人更多地体会到抑郁而有的人则更多地遭受焦虑之苦？自我差异理论认为，人们对特定目标（如上好大学、拥有美好的婚姻）的表征是不同的。这些指导人们进行自我调节的目标或标准在自我差异理论中叫自我指导
 （self-guide）。有的人将这种自我指导表征为理想或希望，是其渴望成为的人，即理想自我指导
 （ideal self-guide）；而有的人将这种自我指导表征为义务或责任，他相信自己应该成为的那种人，即应该自我指导
 （ought self-guide）。当消极的生活事件发生时，人们将其视为现实自我
 （actual self）的状态，当将其与不同的自我指导比较时，便产生了不同的情绪反应。当人们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有差异时，便体会到伤心、失望和气馁——这些沮丧相关的情绪与临床上的抑郁相关；当人们的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有差异时，便体会到焦虑、紧张和担心——这些相关的情绪在临床上与焦虑障碍有关。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进一步发现，理想自我指导或者应该自我指导可以被启动和激活，并可以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让被试接触描述他们的理想自我状况的词汇或描述应该自我状况相关的词汇，便会暂时提高现实—理想自我差异，或者现实—应该自我差异的可及性（accessible），这样就诱发了相应的情绪体验。这种现象在临床样本（Strauman，1989）和非临床样本（Strauman & Higgins，1987）中都得到了验证。用这种启动方式来激活理想自我指导或者应该自我指导，关于自我差异的研究就可以不再拘泥于自陈式问卷测量的方式，这样Higgins及其同事们也便可以解决在新环境中遇到的被试不足的障碍，同时还可以提高对实验的控制。只是在当时，自我差异理论还是被作为人格方面的理论来理解，用启动的方法也只是暂时激活了某种自我差异。虽然有研究者认为情境启动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可以超过来源于人格特质的作用（Bargh，Lombardi，& Higgins，1988），但自我差异理论考察的始终是自我差异程度这种长期的个体差异变量。只是在两种自我差异都很高情况下，研究者才使用启动的方法来激活某种自我差异开展研究（Higgins，Bond，Klein，& Strauman，1986）。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旧的自我差异理论似乎不能包含新的方法下的研究，而要进行拓展。研究者认为，可及性（不同的自我指导）是一种状态，个体并不了解这种状态的来源，它可能来自长期的可及性（个体差异）也可能来源于启动操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可以将可及性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变异性（长期可及性）和情境间的变异性（启动）的通用概念，这也为经典的“个人—情境”之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Higgins，1990）。因此，研究者认识到，基于理想—应该自我指导框架下的自我调节研究，不必囿于自我差异理论，作为长期的自我差异来理解。它们更像是两个不同的自我调节系统，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根据理想自我或者应该自我来进行调节，而不必管其长期的自我差异状况如何。这样对自我差异理论进行扩展，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即调节定向理论。

内涵

长期以来，趋利避害的享乐主义原则在有关动机的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是心理学不同领域开展研究的一个基本动机假设，然而这一动机假设并没有解释清楚人们如何趋利避害。调节定向理论最开始关心的问题便是人们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不同方式，即在两个不同的自我调节系统下人们对目标的追求。当人们的自我调节聚焦在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时，追求的是成长（nurturance，achievement）需要的满足，即促进定向
 （promotion-focus）；当人们的自我调节聚焦在应该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时，追求的是安全（security）需要的满足，即预防定向
 （prevention-focus）。调节定向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这两套不同的调节系统调节目标追求的行为，有其相应的调节策略。当满足自我实现
 （self-realization）、成长（achievement）的需要占主导时，受到理想自我（ideal self）的指导，追求的是理想、愿望和抱负等，关注的是否有积极结果的出现（收益/没有收益），对是否有积极的结果（0到+1的差异）比是否有消极的结果（-1到0的差异）更敏感，这时个体表现为促进定向。相反的，预防定向调节的是安全（security，safety）需要的满足，受到应该自我（ought self）的指导追求的是履行责任（responsibilities）、义务（duties），关注是否有消极结果的出现（没有损失/损失），对从“-1到0”的差异比从“0到+1”的差异敏感。

促进/预防的调节定向动机和趋近/回避动机存在区别。以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的目标为例，这一目标可以理解为由趋近动机驱使的目标，但是同样是有此目标的个体，可以有不一样的自我调节策略。促进定向者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提升和成长，采取促进定向的调节方式；预防定向者却认为这是责任和义务，采取预防定向的自我调节方式。对于趋近/回避动机来说，自我调节的参照点分别是渴望的结果状态和不渴望的结果状态。而对于促进/预防定向来说，这两者都可以作为调节的参照点，渴望的结果状态在促进定向时是积极结果出现，追求理想、抱负，在预防定向时则是消极结果的不出现，履行责任和义务。因此，调节定向和调节参照点之间是十字交叉的关系。利用不同调节策略的个体，目标追求获得成功或者失败时，其情绪体验是不一样的。在促进状态时，个体如果成功地达到目标，其感受到的是愉快相关的情绪，如果失败了，则会感觉到沮丧。在预防状态时，个体如果成功地达到了目标，其心理感受是平静的，如果失败了则会体验到紧张、焦虑相关的情绪。

另外，根据Elliot等研究者提出的趋近/回避的成就动机层级模型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 and avoidance achievement motivation），趋近和回避处于气质（temperature）差异水平，这种差异会以不同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同时趋近动机驱动下的目标既可以表现为促进目标亦可表现为预防目标（Elliot & Church，1997；Elliot，Gable，& Mapes，2006；Elliot & Thrash，2001）。对同一个结果状态的目标，不同的调节定向有不同的表征，也有不同的情绪体验（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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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调节定向动机和趋近/回避动机之间的关系

来源：Malden，Lee，& Higgins，2008.

7.1.2 调节定向的测量与启动

测量

现有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三种测量方法。（1）基于反应时的自我导向强度测量
 （Self-guidance Strength Measures；Higgins，Shah，& Friedman，1997），引入反应时的概念测量被试对理想自我的属性和应该自我的属性的可及性快慢，这是一种个人化的测量，每个被试的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都有很大的差异，操作较为复杂。（2）基于以往促进/预防自我调节的经验编制的调节定向问卷
 （Regulatory Focus Questionnaire；Higgins，et al.，2001），其理论基础是促进/预防调节定向分别受到理想/应该自我的指导的假设，这一问卷是目前使用最广、信效度最好的测量工具，我国已经有学者对该问卷进行了修订（姚琦，乐国安，伍承聪，李燕飞，陈晨，2008）。（3）基于促进/预防定向个体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性差异编制的一般性调节定向问卷
 （General Regulatory Focus Measures；Lockwood，Jordan，& Kunda，2002），由Lockwood等人在研究榜样作用时编制，共18个项目，促进维度和预防维度分别9道题，多用于学业领域的研究。Summerville和Roese（2008）的一项研究认为后两种自陈式的问卷测量结果相关程度低，在选取研究工具时应该谨慎考虑。也有学者用这两种工具进行研究发现都有很好的预测效度，并认为没有必要采取反应时的测量方法（Keller & Bless，2006）。我国已有学者对特质的调节定向测量的工具进行了总结（许雷平，杭虹利，王方华，2012），介绍了五种测量方法，并对测量工具的优劣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启动

情境的调节定向的启动主要以情境性调节定向的产生原因为依据，应用最普遍且成熟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信息框架
 用强调是否有收益和提高的信息框架启动促进定向，用强调是否有损失和安全的信息框架启动预防定向（eg.Lee et al.，2000）。在最先采用这种信息框架法的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想象他们在参加入学考试，完成考试任务的成绩影响其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进而通过不同的指导语表述方式来启动调节定向：在促进信息框架下，研究者给予被试的信息是成功完成任务有90%的可能被接受，否则只有35%的可能；而预防框架下给予的信息则是如果表现没有变糟糕则有10%的可能被拒绝，如果表现变糟糕则65%的可能被拒绝（Shah & Higgins，1997）。在此后的研究中，这种信息框架启动法有很多种变式，比如让被试阅读相同的关于健康饮食的材料，但是促进的信息框架强调健康饮食带来的是提高和改善，而预防的信息框架强调健康饮食能带来安全保证（Spiegel，Grant-Pillow，& Higgins，2004）。


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两种表征的激活
 在这种启动实验中，让被试回忆或者设想他们的理想、愿望或者义务、责任如何随着年龄而变化，以此分别启动促进/预防定向（Freitas & Higgins，2002；Higgins，et al.，1994）。这种操纵方式基于促进/预防定向分别受到理想/应该自我导向的假设。


“老鼠走迷宫”任务
 启动促进定向条件下，被试帮助处在迷宫中的老鼠走出迷宫以获得食物，而启动预防定向时让被试帮助老鼠走出迷宫是为了躲避老鹰的追捕（Friedman & Förster，2001），前者是为了满足提升、成长的需要，后者则是为了获得安全。

虽然具体的方法不同，其依据都是调节定向理论中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即促进定向者受到理想自我的指导，为了满足成长和提升的需要，关注行为结果是否有收益；预防定向受到应该自我的指导，满足安全的需要占主导，关注行为结果是否会有损失。

7.1.3 不同调节定向的心理、行为特点

对信息的敏感性和评价

首先，促进动机和预防动机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前者关注的是提升需要
 （advancement needs）的满足，后者关注的是安全需要
 （security needs）的满足，因此持有不同动机定向的个体对含有“提升”和“安全”的信息的敏感性上就存在着差异（Aaker & Lee，2001；Evans & Petty，2003）。第二，促进/预防调节定向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度也是不同的，促进定向主导者对收益/没有收益（gain vs no gain）相关的信息敏感，而预防定向主导者对损失/没有损失（loss vs no loss）相关的信息敏感，因此不同调节定向的被试在不同的激励措施条件下完成相同的学习任务时表现和动机强度上都会有所差异（Markman，Baldwin，& Maddox，2005；Liberman，Idson，& Higgins，2005）。第三，不同调节定向主导的个体在情绪体验上也存在差异，促进定向者对喜悦/沮丧（elation/dejection）的情绪评价更敏感、反应更快，预防定向者对放松和愤怒（relaxation/agitation）的情绪评价更敏感、反应更快（Shah & Higgins，2001）。更有趣的是，这种动机定向的差异也体现在了神经生理水平上，促进定向的个体左侧大脑的基线活动水平增强而右侧大脑的基线活动水平则降低，预防定向者刚好相反（Amodio，Shah，Sigelman，Brazy，& Harmon-Jones，2004）。

判断和决策

促进/预防调节定向在判断和决策上的差异在信号检测任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完成信号检测任务时促进定向者力求认出所有信号，提高击中率（gain），避免漏报（no gain），而倾向于做“是”反应；预防定向者则力求辨认出所有噪音，提高正确率，拒绝反应率（no loss）和虚报率（loss），而倾向于做“否”反应（Crowe & Higgins，1997），在与信号检测论类似的词汇判断任务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反应偏差（Friedman & Förster，2001）。这种决策策略的差异实质上源于不同调节定向个体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性的区别，可以用此来理解不同调节定向在目标追求过程中所选择的行为策略的差异。在要求被试进行速度—正确率的平衡的任务中，促进定向者比预防定向者的反应速度更快、正确率更低，预防定向者的反应速度则较慢，但是准确率更高（Förster，Higgins，& Bianco，2003）。即，促进定向的个体在追求目标的时候更多采取进取策略
 （eagerness strategies），确保能够有所收获；预防定向的个体则采取谨慎策略
 （vigilant strategies），以避免任何损失的发生，履行必要的责任和义务（Higgins，2000）。进一步地说，调节定向动机也会影响着人们的冒险行为的选择（Scholer，Zou，Fujita，Stroessner，& Higgins，2010）。

知觉水平加工差异

Förster和Higgins（2005）发现，理想自我指导的强度与整体加工成显著的正相关，而应该自我的指导强度与局部加工成显著的正相关。后来，又有学者采用老鼠迷宫任务来启动被试的趋近/回避行为，以此来探讨其对知觉广度的影响，发现趋近组（寻找奶酪）和控制组对整体水平任务反应比局部水平任务更快，而回避组（逃避老鹰追捕）对局部水平任务反应比整体水平任务反应更快（Förster，Friedman，özelsel，& Denzler，2006）。

7.1.4 调节匹配

调节匹配的概念


调节匹配
 （regulatory fit）概念是基于调节定向的研究结论提出的。根据调节定向理论，人们追求目标的时候存在两种不同的自我调节方式或称调节定向，即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根据这两种不同的动机定向个体又会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研究者发现，不同调节定向的个体在要求取得高分（90%以上正确）和避免低分（尽量避免不超过10%错误）的字谜任务中表现不一样，促进定向者在前一种要求进取的任务中表现更好，而预防定向者在后一种要求谨慎的任务中表现更好（Förster，Higgins，& Idson，1998）。另外，情绪体验的强度也会受到调节定向和任务关系的影响，面对积极（成功）结果时，促进定向者的积极情绪体验比预防定向者更强，而面对消极（失败）结果时，预防定者的痛苦体验比促进定向者更强烈（Idson，et al.，2000）。这样的研究结果似乎并不太符合日常的经验，并非人人都一样，成功了就会感到同样的愉快，而失败了就会感到同样的不安，其情绪体验的程度是有所差别的。

后来研究者对这种调节定向和任务之间的关系对行为结果不对称影响的现象进行了总结，认为如果任务要求的卷入方式（行为策略）能够维持当前的调节定向，那么人们便体验到了调节匹配（Higgins，2000），进取行为方式（eager manner）能够维持促进定向，而谨慎行为方式（vigiilant manner）则能够维持预防定向。当调节匹配时，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会有一种正确感（feeling right），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正确的、合适的甚至公平的。这种体验独立于结果的效价之外，会让人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更有价值。如果在目标追求的过程中，动机定向和行为方式相互匹配时，就会出现调节匹配效应。如，达成目标的动机增强；对于渴望的选择有更强的积极情绪体验而对不渴望的选择则有更强的消极情绪体验；对于在调节匹配时所选择的物品有更高的价值估计等（Higgins，2000）。

理论上，调节匹配的操作首先要先测量或操纵调节定向，然后在完成目标任务时要求以不同的方式（进取vs.谨慎的策略）完成，或者给予被试以不同的外部刺激和奖励（鼓励vs.惩罚），或者要求被试关注不同的目标结果状态（得到vs.损失）等。接下来介绍测量调节定向和调节匹配产生的具体方式。

调节匹配的操纵

正如前文所述，当任务卷入的方式能够维持（而不是妨碍）当前的调节定向时，个体便体验到了调节匹配。根据Aaker和Lee（2006）的总结，操纵调节匹配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促进/预防的调节定向和各自的行为策略的一致，例如促进—进取策略和预防—谨慎策略。如Freitas和Higgins（2002）的研究中，通过让被试描述理想、希望的状态和所应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来启动促进/预防定向，与前者匹配的是要求被试以主动的、最大化积极结果的策略完成后续的任务，与后者匹配的任务要求是要被试以谨慎的、最小化消极结果的方式完成任务，结果发现当调节匹配时，被试对实验任务的评价更加积极。第二，使促进/预防调节定向和不同的信息（或任务）框架匹配，比如，促进定向与强调结果的收益信息相匹配，预防定向与强调结果的损失信息相匹配。例如在Cesario等人（2004）关于说服的研究中，对于启动促进定向的个体使用强调获益的说服信息更有效，反之启动预防定向的个体使用强调损失的说服信息时说服效果更好。我们可以根据不同调节定向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差异，发现不同的调节匹配现象，如调节定向和有趣/重要任务的匹配（Higgins，Cesario，Hagiwara，Spiegel，& Pittman，2010）、调节定向与抽象/具体信息的匹配（Semin，Higgins，de Montes，Estourget，& Valencia，2005），以及调节定向与情感/理性评价的匹配（Avnet & Higgins，2006）。

随着调节定向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匹配”的涵义也不局限于调节定向和任务卷入方式，也可以用来理解人的主观态度和行为模式、外界环境因素的匹配，当外界环境因素能够让主体的态度、动机定向和行为模式得以维持，便可以理解为一种“匹配”的关系。比如企业员工的调节定向和不同的领导风格之间的匹配能带来更好的组织满意度和绩效（Benjamin & Flynn，2006），再如学生对学习任务的内隐态度（学习是重要的还是有趣的）和学习要求的匹配关系能够提高学习兴趣等（Higgins et al.，2010），有研究发现强调任务的有趣性和重要性也会对绩效产生影响（Bianco，Higgins，& Klem，2003），在下文中将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那么人的动机定向和环境之间的匹配（相对于不匹配）对人的行为结果能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基于现有研究结论，这主要体现在认知表现（cognitive performance）、价值评估（value creation）和说服效果（persuasion）这三个方面上。

7.1.5 调节匹配效应

调节匹配让人们对其所正在从事的事情有正确感，并提高对该事情的卷入度（Higgins，2000），这种调节匹配的体验影响了人们对所经历的事情的评价，甚至影响到后续的任务，也影响了人们的态度改变和任务表现。

调节匹配对认知表现的影响

在许多研究中探讨了调节匹配对完成字母任务的表现的影响。在这种字母任务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将一系列字母序列组成的字母串拼成一个正确的单词，每种字母组合都可以组成至少一个以上的单词，被试将根据完成的情况得到奖励，结果发现促进定向的被试用进取的策略（解更多的字谜以获得奖励）完成任务，而预防定向的被试用谨慎的策略（解出更多的字谜以避免失去奖励）完成任务，即调节匹配时解字谜的任务表现更好（Förster et al.，1998；Shah，Higgins，& Friedman，1998）。

研究者们还在其他的认知任务中验证了调节匹配效应的存在。有研究者探讨了调节匹配对概念分类学习的影响（Grimm，Markman，Maddox，& Baldwin，2008；Maddox，Baldwin，& Markman，2006），他们认为调节匹配的时候能够提高加工灵活性（process flexibility），使得被试在完成基于规则的分类任务时表现更好。在关于调节匹配与非注意盲视的研究中发现，当任务的要求和特质的调节定向匹配时，被试观看视频时能够更多地注意到视频中黑猩猩的出现和窗帘颜色的变化（Memmert，Unkelbach，& Ganns，2010），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调节匹配扩大了被试的知觉广度，能够注意到视野范围内更多的变化。研究者验证了调节匹配效应对数学考试表现的影响（Keller & Bless，2006），当调节定向与数学测验的计分框架相匹配（促进定向—加分框架，预防定向—减分框架）时，其成绩比非匹配（促进—减分框架，预防定向—加分框架）的情况下要好。后来又有研究者发现性别和计分框架之间的匹配可以消除刻板印象威胁的作用（Grimm，Markman，Maddox，& Baldwin，2009），女性在面临着数学刻板印象威胁时，如果完成的数学任务采用减分框架计分，数学成绩并不会比男生差，且比加分框架下的任务表现要好。

Förster和Higgins（2005）在关于调节定向和整体/局部加工对应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还发现，任务的计分框架对调节定向与整体/局部加工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陈真珍，2013）。研究通过写回忆的方法激活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的心理表征，来启动促进/预防定向，接着让被试完成Navon字母任务。与前人使用的Navon字母任务不同之处在于让被试将其视为一个辨别反应的认知测验，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计分，在加分框架组每答对一个得3分，答错不得分，在减分框架组每答对一个扣1分，答错扣3分。结果发现当启动预防定向时，在减分的积分框架下完成整体/局部水平的Navon字母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加分框架下两者的平均反应速度，而启动促进定向时，任务的计分框架对完成整体/局部加工任务并没有显著影响（图7.2）。我们可以看到，预防定向与整体/局部加工的关系，也会受到任务框架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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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启动方式和任务框架对反应时的影响

来源：陈真珍，2013.

上述调节匹配效应在任务绩效上的体现多半局限于实验室的认知任务，验证的是狭义的调节匹配的概念。现在的研究已经将匹配的概念推广，验证调节匹配对实际生活中任务表现的影响，使得人们对人和环境的共同作用对绩效的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提高了研究的生态效度。

调节匹配与价值评估

调节匹配产生后，影响个体对当前或后续任务、对象的价值评价。调节匹配带来更多的积极效果。例如，相对于非调节匹配的被试，调节匹配对同样的一个杯子的价格估计变高，对狗的天性有更积极的评价（Higgins，Idson，Freitas，Spiegel，& Molden，2003），研究者将其称为匹配价值的转移（transfer of value from fit）。这种调节匹配不仅仅影响了人们对客观的价格高低的估计，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反应，调节匹配时积极的行为更加积极，消极的行为更加消极（Idson et al.，2004），会影响到目标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强度（Spiegel et al.，2004），以及对目标行为的兴趣（Idson et al.，2004）等。总的来说，调节匹配不仅影响了具体的价值评价，如价格的估计，也影响了个体在完成具体的任务时的心理感受（主观的价值），如对事情的兴趣和行为动机。这种调节匹配带来的积极评价是独立于享乐主义的情绪体验（快乐vs痛苦）之外的（Camacho，Higgins，& Luger，2003），也独立于结果的效价之外（Spiegel et al.，2004；Cesario，Grant，& Higgins，2004），不管一件事的结果积极还是消极，人们都可能觉得它有价值，这是一种基于过程的价值，也叫源于匹配的价值（value from fit）。传统价值判断多建立在对结果的好坏评估上，建立在对完成一件事情是愉快还是痛苦的情绪体验上，如果利大于弊或愉快大于痛苦则认为是有价值的。调节匹配带来的价值感一反传统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价值评价研究的新视角，也为我们理解价值的内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

除了Higgins等人早期对匹配的价值转移的研究之外，近来有学者将匹配的概念推广，验证了这种“匹配”的价值，更广泛地探讨不同的目标定向和行为策略之间的关系。Brodscholl等人（2007）探讨了特质的和情境的调节定向与不同目标关注（目标获得或目标维持）之间的匹配效应。在该研究中，被试完成字谜任务以挣取代金券，积累获得足够的代金券以换取杯子（否则只能获得一支笔）作为奖励，一半被试在任务开始时没有代金券，需要通过完成字谜任务来挣得代金券换奖品（代金券获得条件），另一半的被试在任务开始时就有代金券，目标是维持代金券的数额在一定标准以获得奖励（代金券维持条件）。这样，前者与促进定向匹配，后者则与预防定向匹配。最后，所有被试都达到了相应数量的代金券而获得奖励，研究者让被试估计杯子的价格时匹配组（促进—获得，预防—维持）比不匹配组（促进—维持，预防—获得）估价更高。

调节匹配对说服效果的影响

当我们要说服他人改变态度或行为习惯时，需要让对方明白这种改变的价值。传统的方法可能对改变的结果进行利弊分析，但是由于调节匹配效应的存在，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信息以提高被说服者对信息的积极评价和可信度来达到更好的说服效果。有不少研究表明了这一点（Cesario et al.，2004；Cesario & Higgins，2008）。前文中也曾提到过Spiegel等人（2004）通过调节匹配的方式说服实验参与者提高水果蔬菜的摄入，结果发现调节匹配组比非调节匹配组在接下来的一星期的日常饮食中多摄入20%的果蔬。

匹配的作用在说服领域也有所推广。Pham和Avnet（2004）的研究发现，在决策时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多地依赖于情感判断，而预防定向的个体更依赖于理性分析。因此可以推断，基于情感判断的信息和基于理性分析的信息对不同的人使用，其说服的效果有所不同。Avnet和Higgins（2006）让促进/预防定向的被试基于情感/理智的方式去选择两种涂改液，当调节匹配时，被试愿意出更多的钱购买他们选择的那款涂改液。另外，也有研究表明不同的调节定向描述目标时所用语言的抽象具体程度存在差异，启动促进定向的被试更倾向于用抽象的语言对其目标进行描述，当特质的调节定向和任务的抽象/具体描述的程度相同时，能够提高完成任务的行为倾向（Semin et al.，2005）。那么同样也可以推测，对不同调节定向的个体使用不同抽象程度的说服时，说服效果也会有所差异。Lee、Keller和Sternthal（2010）的研究发现，当描述消费品的语言的抽象程度的高/低分别与促进/预防定向匹配时，能提高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

7.1.6 研究展望

从自我差异理论到调节定向理论，再到调节匹配理论，Higgins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逐步将关于自我、动机以及情绪的研究进行了整合。目前围绕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针对应用领域的研究也已经展开。比如Grimm等人（2009）考察了调节定向对女性数学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为未来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提供了依据。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考察个体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的内容和结构，以便进一步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机制。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调节定向和调节匹配对动机、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对其作为理论基础的自我差异理论相对忽视。比如，目前缺少对个体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内容的研究，而其内容的不同类型可能对调节定向的作用产生影响。根据Markus和Nurius（1986）的“可能自我”（possible selves）理论，个体同时具有大量对可能自我的表征，其中一部分源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一部分源于习得的社会角色与期待。作为可能自我的两个类别，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的情况应当也是类似的。比如，个体的理想自我既可能是某种社会标准，也可能是自己过去的辉煌成就。渴求已经无法达到的自己过往的辉煌，由此带来的动机强度和情绪体验可能与前者存在极大的差异。

第二，结合生理指标考察自我差异以及调节定向的脑机制。在行为表现与特征上，调节定向中的促进/预防定向与趋近/回避理论存在一定相似之处。除了理论结构上的差异，两者是否在生理机制上也存在相应的区别值得进一步研究加以考察。另外，调节定向的测量与启动对自我报告法的依赖程度较高，因而很难准确地量化个体自我差异的程度及其带来的动机强度，发展相应的生理替代指标应该是极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第三，继续考察调节匹配的内部机制。虽然目前调节匹配理论催生了大量的研究（Higgins et al.，2010），但是对于调节匹配本身的机制，研究者们仍然众说纷纭，尚未形成为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许多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比如，个体对调节匹配是否存在有意识的加工？面对与自身长期调节定向冲突的环境，个体为何没有被环境启动相应的调节定向，而是产生调节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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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控制感与次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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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从控制感到次级控制

实现对客观事物的控制在人的毕生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Heckhausen & Schulz，1995；Heckhausen，Wrosch，& Schulz，2010），这不仅表现在它使个体达成了自己的意愿和目标，还在于它满足了人们对控制感的诉求。控制感
 （perceived control）指的是个体相信自身行为能够控制事件的能力（competence），以及逐渐形成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一致性（contingency）的期望（Skinner，1996），它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人最主要的心理需求之一（e.g.Fiske，2002；Ryan & Deci，2002）。

对于控制感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Rotter（1966）便提出了控制点理论，来探讨个体行为与行为结果关系的信念，而且Rotter将控制点视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征，认为其具有个体差异性和跨情境一致性，因而个体可以被划分为内控倾向型和外控倾向型。控制点理论的提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于此理论国内外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纷纷开展关于控制感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控制感与其他心理变量的关系及其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与预测。如有关学生学业状况的研究发现，控制感对于学习适应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李婷娜，顾昭明，2011）。尤其是在面临新的学习环境时，控制感比较高的学生更易适应新的环境，并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Stupnisky，Perry，Renaud，& Hladkyj，2012）。另一些研究比较关注缺乏控制感给儿童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研究显示，生活在父母过分控制环境下的儿童，缺乏个人控制感，更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不适症状（Nanda，Kotchick，& Grover，2012；Rekart，Mineka，Zinbarg，& Griffith，2007）。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也表明，控制感较高的毕业生在面临就业选择时，会较少地体验到职业焦虑与职业不确定感（Daniels，Stewart，Stupnisky，Perry，& LoVerso，2011）。在工作中，获得家庭支持与同事支持的员工，控制感更高，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较少地体验到工作与家庭的冲突（Thompson & prottas，2005）。而那些控制感较低的员工似乎更容易陷入工作倦怠，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裴改改，李文东，张建新，雷榕，2009）。甚至对于癌症患者这一特殊群体来说，控制感也有积极意义，研究已证实那些控制感较高的患者能够很好地适应已经患病的现实（Beckjord，Glinder，Langrock，& Compas，2009），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Kidd，Hubbard，O'Carroll，& Kearney，2009）。总的来说，长期以来高控制感的状态普遍被视为是积极的、适应良好的，而一些放弃控制的、被动的、退缩的行为则被认为是非适应性的，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其他变量的引入，研究者渐渐开始以一种更全面的视角来研究控制感，这种将失控时人所表现出来的被动、退缩等行为视为非适应性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重新考虑，有的学者（Rothbaum，Weisz，& Snyder，1982）就向这一传统观点发出了挑战，他们认为改变客体不是带给人控制感的唯一途径，被动、退缩和服从等行为看似是放弃控制的表现，实则也是一种对控制感的追求。基于这一观点，他们将控制分为首要控制
 （primary control）和次级控制
 （secondary control），并强调这两种途径都能够满足个体对于控制感的追求。首要控制指的是个体试图改变世界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即传统意义上的控制；而次级控制被界定为个体试图适应世界，顺应形势的一种过程。

Rothbaum等（1982）创造性地将这种对主观世界的调节（次级控制）也纳入到控制的范畴中来，对后来研究影响深远。但可以看到，次级控制与传统意义上的控制（首要控制）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以至于在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和基本理论构建时，研究者们产生了不同的思路，以及基于不同思路的众多实证研究。这种局面持续了20多年之后，Morling和Evered（2006）提出，过往的以次级控制为主题的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两种取向：更多地强调次级控制与控制感有关的控制取向
 （control-focus）和更多地考虑次级控制是一种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的适应取向
 （fit-focus）。而由于多年来两大取向分立，各自持着不同的定义，使用着不同的研究工具，因此得出的一些结论也难以共存。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两大取向下各自的研究结论与分歧，然后结合相关的研究与理论进展，分析对次级控制的两种研究取向进行整合的可能性。

7.2.2 控制取向的次级控制

总体来看，当今控制取向的次级控制研究是以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Motivational Theory of Life-Span Development，Heckhausen & Schulz，1995；Heckhausen et al.，2010；王大华，申继亮，陈勃，2002）为基础的，近几年控制取向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该理论概念和测量框架下做出的。

概念及测量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中的次级控制指的是能够正向影响控制感（提升控制感或缓冲控制感的下降）的自我调节策略。在整个理论中，作者划分了人的四种控制策略（本节中的控制策略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采用首要控制还是次级控制的选择），包括选择性首要控制
 （selective primary control），即直接的外部努力、技巧与坚持；选择性次级控制
 （selective secondary control），即通过自我调节使自己执着于所选择的目标；补偿性首要控制
 （compensatory primary control），即寻求帮助或者其他不寻常的方式来克服首要控制资源的不足；补偿性次级控制
 （compensatory secondary control），即脱离目标，并通过自我调节来保护自我的控制感（Heckhausen et al.，2010）。这种划分方式和对次级控制的界定是被控制取向研究者普遍采纳的。它的前三种策略都是目标卷入过程；而补偿性次级控制是目标脱离过程，又分为远离目标和自我保护两部分，有时这两部分在研究中又可分开测量（Tomasik，Silbereisen，& Pinquart，2010）。补偿性次级控制有着比较明显的关于适应的成分，但在目的上是为了保护控制感；而选择性次级控制则和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存在根本不同。

控制取向研究中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是Heckhausen、Schulz和Wrosch（1999）编制的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
 （Optimiz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OPS）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些发展变式（Chipperfield & Perry，2006；Chipperfield，Perry，Bailis，Ruthig，& Loring，2007）。这一量表评估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采用上述4种控制策略的倾向，以及对不同策略优化选择的能力。我们下面所列举的控制取向的实证研究，几乎都是以这一系列问卷作为测量工具的。

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及控制感的关系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是以人对实现目标的控制为核心来诠释人的全程发展，探讨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个人目标和机会选择时，人的一整套行为模式。这一理论把控制这一主题提高到了统领人生发展的高度，将人对于人生关键问题的处理全部用寻求控制、施加控制、体验控制（成功时）和保护控制（难以成功时）等角度来解释。这其中既包括首要控制也包括次级控制的作用，二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任务下，经过优化选择，共同帮助人实现着目标，同时保持着对控制的追求。相对于首要控制，次级控制处于配合辅助地位，它的作用是提升控制感或者缓解控制感的下降：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选择性次级控制会通过提升控制感来保持首要控制的努力；而当个体对某个目标的追求难以实现时，他会选择退出目标，这时补偿性次级控制又会出来保护个体的控制感。正是在这样一种追求目标—自我激励—退出目标—自我保护的过程中，人们经历着一个个控制感的循环（Heckhausen et al.，2010）。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提出前后，有很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该理论的一系列观点。首先，研究者们通过纵向设计，证实了人追求控制的首要选择性，而且这种选择和追求会带来从行为结果到身心健康的一系列积极作用（Haase，Heckhausen，& Köller，2008；Haase，Poulin，& Heckhausen，2012；Wrosch & Schulz，2008）。之后，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恰当地使用选择性次级控制能够使个体更好地追求所选择的目标，研究者（Hall，Perry，Chipperfield，Clifton & Haynes，2006）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显示，通过运用积极重评（符合次级控制的定义，可以纳入次级控制的范畴）的策略，学生们能够更执着于对学术目标的追求。Poulin和Heckhausen（2007）的研究也表明，家庭压力事件会降低毕业生找工作时的首要控制努力，但是选择性次级控制可以调节这一效应。

而当某个目标的追求难以实现时，个体会选择退出目标，这时补偿性次级控制又会出来保护个体的控制感。研究表明，当被试感到遗憾已经无法避免或克服时，倾向于采用向下社会比较的策略（次级控制范畴），并会开始追求新的目标（Bauer，Wrosch，& Jobin，2008；Bauer & Wrosch，2011）。另一项对于学生群体的研究也表明，那些考试失败的考生通过使用次级控制策略很明显能够增强生活满意度，他们会很快走出原有的失败，将动机及情感资源投入到新的目标追求中（Tomasik & Salmela-Aro，2012）。

在该理论关于控制的毕生发展的表述中，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更为宏观的阐述，如图7.3所示。我们可以看到，人追求控制的动机是一生不变的，而且是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首要和次级控制则随着年龄不断发展。人从出生起，首要控制的发展逐渐增加，在中年时期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水平会逐渐下降。而次级控制则随着年龄增加一直保持上升，特别是到了老年，首要控制下降而控制动机却依然居高不下。这时次级控制体现出了它的价值，它保持了稳步上升的趋势，作为首要控制和控制能力降低的一种补偿而存在（Heckhausen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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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毕生控制发展轨迹

来源：Heckhausen et al.，2010.

总之，在那些关注人生重大目标的研究中，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得到了比较一致的支持：控制感是人毕生不停追求的，首要控制在此追求过程中扮演着首要作用，而次级控制在首要控制的背后起着补充和调节的作用。

跨文化差异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自提出以来，影响很大，但也招来了一些争议（Gould，1999；Morling & Evered，2006）。这些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该理论的跨文化适用性上，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群体的控制策略和对于控制感的强调是否一致。对于此，Heckhausen等人（2010）认为，该理论具有着良好的跨文化适用性，不管是何种文化下的被试，他们对于控制的追求和控制策略的使用是一致的。

通过实证研究，该理论的研究者得出了一些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通过对土耳其和欧洲的被试同时施测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研究者看到两个群体处于同一年龄段的个体使用着相似的控制策略（Ucanok，2002）。来自中国大陆（Wong，Li，& Shen，2006）和泰国（McCarty et al.，1999）的样本也显示，东西方被试在选择首要与次级控制上无总体差异。而另一项关于伊博族妇女在尼日利亚内战中心理与行为的质性研究，也体现出了该群体使用的控制策略明显地符合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的描述（Achebe，2010）。

但是上述结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跨文化组间比较，于是就有研究者（Morling & Evered，2006）质疑这种组间比较的准确性问题，因为同一文化下的被试通常只和自己文化内部的人比，这就可能导致他会根据自己在自己所在文化群体的相对水平来主观报告自己的控制策略使用水平，这可能使得东方人总体上高估自己对于首要控制的使用频率，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基于此，似乎进行被试内的使用首要控制和次级控制的比较更有意义。

7.2.3 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

概念及测量

与控制取向的观点不同，适应取向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次级控制与控制感无关，而仅仅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Morling和Evered（2006；2007）将次级控制界定为接受现实而不去改变它，并且调节自己以适应环境。该定义被适应取向阵营内较多研究者所认可和使用，也成为了近几年适应取向的代表性主张。但总的来看，适应取向下次级控制的研究略显分散，研究者们虽然都承认次级控制是一种适应，但所用的操作性定义也有一定差别。

目前在次级控制研究中使用最广泛，也是适应取向测量方式的代表性量表是压力反应问卷
 （Responses to Stress Questionnaire，RSQ；Connor-Smith，Compas，Wadsworth，Thomsen，& Saltzman，2000）。该问卷综合考虑了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各种意愿性和非意愿反应，并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确立了5个反应维度类型，其中就包括次级控制维度。在次级控制维度中，包含有认知重构、往好处想、接受、分心这4种应对方式。可以看出，按照Morling和Evered（2006）的界定，分心不属于次级控制的范畴，因为分心是将矛盾搁置，而并非主体有意去改变自己迎合客体。

除了压力反应问卷，在实证研究中适应取向的研究者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能够反映次级控制内涵的问卷来作为研究工具，如Tobin和Raymundo（2010）采用和谐控制量表
 （Harmony Control Scale，HCS；Morling & Fiske，1999）来反映次级控制，将次级控制看作一种最终主体接纳了客体的状态；又如Wang和Gan（2011）以及Litman和Lunsford（2009）采用颇有影响的应对策略问卷（COPE；Carver，Scheier，& Weintraub，1989）中接受和重新解释两个维度来测量，与Morling和Evered（2006）的界定刚好吻合。

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及控制感的关系

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如何？尽管一些适应取向的实证研究报告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Dufton，Dunn，Slosky，& Compas，2011；Jaser，Champion，Dharamsi，Riesing，& Compas，2011；Jaser & White，2011；Wadsworth & Santiago，2008；Yao et al.，2010），但这并不代表二者本质相同。相对于控制取向认为次级控制是首要控制的备用手段，适应取向更倾向于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策略。Morling和Evered（2007）指出，次级控制是接受现实适应外界，而首要控制是改变客体迎合自己的需求，二者作用方向完全不同，也不能认为次级控制仅仅是首要控制的补充。

也有一些研究使用适应取向的界定，证明使用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研究者（Lackovic＇-Grgin，Grgin，Penezic＇，& Soric＇，2001）通过选取从19岁到64岁的样本，证明了次级控制使用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与首要控制的使用无关。Miller、Kliewer和Partch（2010）的研究考察了9—16岁的儿童对父母冲突的应对策略，也表明次级控制与退出（disengagement）等消极应对方式相关，而与首要控制无关。还有的研究使用跨文化的样本，得出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策略使用具有负相关关系（Lam & Zane，2004）。不管哪一个结论，上述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相关关系的揭示，鲜有研究者对于此问题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从适应性上来看，施加控制对人的心理意义在于获得控制感，因此首要控制和次级控制的关系更多是一个理念争论，而这一问题的本质是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控制取向对于次级控制的定义就是能够正向影响控制感的自我调节。那么，适应取向呢？这种对于失控环境的适应能带来控制感吗？他们的结论多是否定的。在一项实验研究中，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被试被分为两组，一组回忆自己的首要控制经历，一组回忆自己的次级控制经历，之后的测试表明，只有回忆首要控制的被试提升了控制感水平，而次级控制只能提升被试的社会联系感，并不会引起控制感的升高（Morling，Kitayama，& Miyamoto，2002）。在另一项研究中，被试的和谐控制（Harmony Control，类似于只强调接受的次级控制）的水平与对其控制点的测量结果无关，也可支持这一结论（Morling & Fiske，1999）。Morling和Evered（2006）也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次级控制可以给人带来宁静感、认知满足感和自我与环境的一致感，它的概念不一定非要围绕着控制感来界定。

跨文化差异

上文提到，许多支持控制策略使用无文化差异性的研究是基于不同文化群体间比较的结果，而在适应取向下，这种组间比较的数据支持跨文化差异性的存在，结果显示东方人更倾向于运用次级控制（Spector，Sanchez，Siu，Salgado，& Ma，2004）。Morling等人（2002）的研究综合比较了文化内和文化间的结果，主试让被试自由回忆他们影响结果和适应现实的实例，结果日本被试更多地回忆的是有关适应的事件，而美国被试则更多地回忆起有关控制的事件。有研究显示美国人倾向于认为那些遭遇了飓风威胁却还不选择搬家的人是缺乏能动性的，是消极的，而这种顺应外界环境而不搬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次级控制策略（Stephens，Hamedani，Markus，Bergsieker，& Eloul，2009）；与此相对，Morling、Kitayama和Miyamoto（2003）的文献却报告了日本语言中就无“控制”一词。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也表明，在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上，东西方被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Lamoreaux & Morling，2012），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可以看作是勇于在低控情境中寻求控制的前提。

控制策略具有跨文化的差异性也得到了相关理论的支持，如关注不同亚文化群体控制策略的转换—坚持模型（shift-and-persist model，Chen，2012；Chen & Miller，2012）。这一模型可以看成是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的互补理论，它强调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因为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就学会了运用信任他人、调节情绪、寄望于未来等策略来应对逆境，所以在他们的行为系统中逐渐形成了优先考虑转换（接受压力源，并且调整自己来面对它，即次级控制），进而结合首要控制来解决问题的风格。这也侧面支持了适应取向的观点：人追求控制虽然是与生俱来的，但后天经历和教养，也可能使人的控制策略发生转变，不排除特定群体会偏爱次级控制策略。

还有一类研究，其结论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次级控制的认识。这些研究并不是将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放在一起考虑，而是将次级控制的比较对象换成了寻求社会联系这样充满集体主义意味的变量，结果虽然也说明了次级控制的使用有着文化差异，但却与上面的结论相反：次级控制更多地与西方文化联系了起来，而东方被试更倾向于寻求社会关系。在对日本和美国孕妇的一项追踪研究中，结果表明两国的孕妇在面对孕期压力时均放弃了控制，但美国孕妇青睐次级控制，而日本孕妇则更寻求他人支持（Morling et al.，2003）。在另一项考察基督教对于东西方信徒不同影响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基督教带给了欧裔教徒次级控制，而使得亚裔教徒更多寻求社会联系的结论（Sasaki & Kim，2011）。

这样看来，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似乎有其两面性，它有关系取向的色彩——使用次级控制有利于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个人主义的特点，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依靠自己的应对方式。种种复杂性的存在，使得次级控制的跨文化问题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慢慢揭示。

7.2.4 两种取向的分歧与整合的可能性

两种取向的分歧

综合分析两种取向下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它们之间的三点分歧。第一，在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方面，控制取向认为次级控制是首要控制的“次级”，是在先选用了首要控制但不能实现控制时个体的一种备用手段；而适应取向认为，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是独立而并列的，二者作用方向本就不同，一个是改变环境来满足自己需要，一个是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第二，在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上，控制取向明确指出，次级控制就是为正向调节控制感（努力时提升控制感，放弃努力时减缓控制感降低）而存在的；而适应取向认为次级控制的使用不会改变个人控制感的水平。第三，控制取向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控制策略是一致的，都是遇事首先考虑用首要控制来解决问题，而辅之以次级控制来应对难以控制的环境；而适应取向认为西方文化更强调施加首要控制，东方文化则更倾向于使用次级控制。

但是也应看到，两种取向的次级控制也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都常与低控情境相联系，都是一种定位于心理内部的应对策略等。而它们共用着一个名称的事实，也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一直这样互相独立下去（Morling & Evered，2007）。近来一些研究的出现，似乎在昭示着两种取向走向整合的可能性。这其中，补偿性控制模型
 （Compensatory Control Model）的提出，为两种取向进行概念上的整合提供了思路；而来自健康领域的研究结论，也为两种取向在功能上实现整合奠定了基础。

概念上整合的可能性：补偿性控制模型的思路

两种取向研究结论的分歧，说到底是两种取向在界定和操作性定义上的分歧，故而整合的关键就是对于两种取向的次级控制进行概念上的整合。在当前次级控制的研究中，适应取向中Morling和Evered（2006）的定义（接受现实加上自我调节）最受认可，但其过于淡化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却令控制取向研究者难以接受。而补偿性控制模型的出现无疑有助于改善这一僵局。

补偿性控制模型是近几年很有影响的一个控制感理论，其基本观点是被剥夺了控制感的人会努力避免由失控而引发的焦虑感，进而做出一系列以获得秩序感为核心的补偿性行为（Kay，Whitson，Gaucher，& Galinsky，2009；Shepherd，Kay，Landau，& Keefer，2011），包括相信一个有控制力的神的存在、相信政府的公正性和社会秩序性（Kay，Gaucher，Napier，Callan，& Laurin，2008），以及更倾向于将无意义图形知觉为有序的（Whitson & Galinsky，2008）。

可以看出，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类似于补偿性控制行为，通过在控制感受到威胁时积极地劝说自己（心理调节），进行认知重构，重新获得一种对情境的理解方式（补偿性控制中的所谓秩序），进而使控制感得到另一种形式的补偿。最近已有研究者指出，较长时间剥夺被试的控制感会使被试形成习得性无助，进而更加寻求采用次级控制，且东方人更符合这一情况（Zhou，He，Yang，Lao，& Baumeister，2012）。Chipperfield等（2012）的研究以79—98岁的老年人为被试，证明了遵循Morling和Evered（2006）的定义的次级控制（接受现实加上自我调节）能够预测整体的控制感，这也证明了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可以与控制感相联系。

遵循着Chipperfield等（2012）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次级控制：它是一种主体接受并适应外界的应对策略，可以由丧失控制感所引发，而其使用也会对控制感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次级控制是一种适应，但却是一种能够促进控制感的适应。这样，我们就在概念上实现了对两种取向一定程度的整合，当然这样的整合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继续考察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复杂关系，却不失为整合两种取向概念的一种有效思路。

功能上整合的可能性：次级控制与健康

对于处在逆境条件下的个体而言，次级控制的使用能够预测更好的身心健康水平，这一点得到了两种取向研究结论的共同支持，也成为了两种取向最大的共识。控制取向强调次级控制在低控情境中保护个体控制感的作用，而研究结果也支持此时次级控制带来的身心健康结果（Haynes，Heckhausen，Chipperfield，Perry，& Newall，2009；Ruthig，Chipperfield，Bailis，& Perry，2008；Tomasik，Silbereisen，& Heckhausen，2010）。而在适应取向阵营中，此类研究更为丰富，关注的焦点也非常广泛，包括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Swift，Bailis，Chipperfield，Ruthig，& Newall，2008）、应对重要他人的疾病（Compas et al.，2010；Etchegary，2009；Fear et al.，2009）、应对学业压力（Hall，2008）、应对一般的生活压力事件（Calvete，Corral，& Estévez，2008；Santiago & Wadsworth，2009；Jaser et al.，2008）等等，而结论也一致支持次级控制对积极结果的预测作用。可见两种取向的次级控制具有功能上的等值性，这无疑使整合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也有个别研究认为次级控制无益（Halliday & Graham，2000；Wadsworth，Santiago，& Einhorn，2009），但是它们的操作性定义既不属于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也不符合Morling和Evered（2006）的界定，都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一部分研究虽然持有适应取向的界定和测量方式，但却十分强调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对于人健康的协同作用，而这一点又是与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不谋而合。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将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归为一个维度，统一叫做有效应对或者积极应对，而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能够证实这一统合维度的功能适宜性（Kapsou，Panayiotou，Kokkinos，& Demetriou，2010；Litman & Lunsford，2009；Sanjuán，Arranz，& Castro，2012）。有研究者（Kurman，Hui，& Dan，2012）将“自我提升”置于首要与次级控制之间，而这种自我提升就是一种通过改变自我，最终改变世界的次级控制策略，兼有首要与次级控制的特点。还有研究者通过训练儿童的在不同环境下灵活运用首要与次级控制的能力，来帮助其应对压力，减少心理症状（Raviv & Wadsworth，2010）。

以上结论让我们看到，两种取向的次级控制都指向健康结果，而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在功能上也可以是互补的，因此不管这里的次级控制是为控制感服务的（控制取向），还是仅仅为了接受外界（适应取向），它都是人追求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和谐统一的一种方式。沿着健康领域的现有成果继续研究，我们也许会更好地认识次级控制的功能性，进而通过建立一个结合了首要控制、两种次级控制以及控制感在内的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模型，来整合两种取向的次级控制。

7.2.5 未解决的问题

自从Morling和Evered（2006）区分了控制—适应的取向对立之后，近年来次级控制这一领域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两大取向的分界更为分明，控制取向的研究都统一到了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之下，而适应取向研究则多使用Morling和Evered（2006）的定义。第二，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更加注意次级控制的界定，次级控制的操作化定义呈现出趋同之势。第三，一些学者开始深入地思考次级控制，带给了我们一些整合两种取向的启示。可以说，近几年次级控制领域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多新的发展，但当前的次级控制研究仍存在着不少值得继续深入的地方。

首先，取向与界定的不统一已成为次级控制研究进展的一大障碍。虽然两大取向可以各自为战，但使用着同一个名称的现实，还是制约了次级控制研究的发展，而且两大取向还都投入了一部分精力去反复争论，却忽略了两派持有定义根本不同的基本事实。即使是同一取向内，因为定义不同得出相反结论的情况也真实存在着，像前面我们所质疑的压力反应问卷中的“分心”这一维度，虽然经过因素分析，它和其他几种次级控制策略之间相关性很好，但这并不代表次级控制的概念体系就必须把它纳入进来，使用压力反应问卷来研究次级控制的实证研究中，有的显示次级控制会使被试出现延迟的心理问题（Wadsworth et al.，2009），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与压力反应问卷中次级控制的“分心”这一维度有关。要实现界定和操作化定义的统一，两大取向走向整合的道路恐怕势在必行，而像Skinner（2007）提出的将两种取向的建构彻底分开研究分开命名的思路并未得到多少支持。这一问题上，Chipperfield等人（2012）的主张比较有启发性，即在界定上遵循适应取向Morling和Evered（2006）的定义，进而深入地探讨这样的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因果关系，致力于发展出内涵更为丰富的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模型。之所以倾向于这一定义，首先因为它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而且基于此定义的研究结论也具有高度一致性，再者此界定简单明确。相比而言控制取向的次级控制不够明确，以至于支持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常常不考虑选择性次级控制而单独研究补偿性次级控制（Chipperfield et al.，2007；Haynes et al.，2009；Tomasik，Silbereisen，& Heckhausen，2010）。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对于次级控制影响因素的考察还很有限。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并非没有，跨文化研究显然属于此类，还包括考察人格与应对策略对应关系的研究（Carver & Connor-Smith，2010；Connor-Smith & Flachsbart，2007），也有研究将性别因素纳入考虑（Chipperfield et al.，2007；Swift et al.，2008），还有考察多动症（Babb，Levine，& Arseneault，2010）与依恋类型（Dan，Sagi-Schwartz，Bar-haim，& Eshel，2011）对于儿童控制策略影响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是关于一般性应对的研究，其中对于次级控制的探讨只是一方面，也不够深入。而且，研究所关注的很多都是稳定的因素，而非操纵得来，所以其因果解释力度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再次，次级控制的研究视野也较为局限。通过本节对次级控制的全面介绍可以看出，次级控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应对策略，它还带有着浓厚的社会文化色彩。开头我们曾说过，控制无处不在，次级控制在生活中也很常见。比如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似乎会不得已地或者是习惯性地放弃控制的努力，采取保守的接受现实、适应环境的方式，甚至经常还要为自己的胆怯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说服别人，同时安慰自己。所以说次级控制虽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普遍存在于我们中间，是有其文化根源的。它有益于个体健康，但过度使用却可能不利于社会进步。现有的研究还缺乏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将次级控制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对其影响因素的进一步揭示，发展出内涵深刻的研究结论与理论模型，为社会管理和公民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次级控制也有着很大改进的空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有价值的实验研究偏少，这也造成了上面所说的对影响因素的探讨过于单薄的问题。对于问卷法施测，也有必要运用整合两种取向思想的界定，重新编制或修订针对中国文化背景的问卷，使其能够为我们理解今日中国之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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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杨沈龙，郭永玉，李静，白洁.（2013）.控制还是适应：次级控制研究的两种取向.心理科学进展，21（5），857—866.撰稿人：杨沈龙。


7.3 有限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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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self-control）一直是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弗洛伊德认为，自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协调超我和本我的冲突，使个体的活动能在符合社会要求的基础上满足自身的欲望。生活经验和科学研究都表明，自我控制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健康福祉息息相关（于国庆，2005），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自我控制的失败有关。比如各种犯罪、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蔓延、青少年怀孕、药物成瘾、辍学辍工、吸烟、酗酒、赌博和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自我控制的失败引起的。在这些社会问题中，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然而，自我控制的失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除此之外，自我控制的失败还会引起妨碍个人生活质量的问题，比如暴饮暴食、懒于身体锻炼、非理性的购物等。如果人们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些社会的、个人的问题都是可以减轻乃至消除的（Baumeister & Heatherton，1996；Wallace & Baumeister，2002；Tangney，Baumeister，& Boone，2004）。

大量经验的和科学研究的证据都表明，个体在自我控制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能更合理更有效地控制自己，比如，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好地克制自己的各种冲动，更持久地集中注意力等。因此这些个体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健康的饮食习惯，有节制的消费行为，能更好地坚持学习或工作等。所以，高自制力的个体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有更高的人际关系满意感和生活满意感，有更健康的身体与心理，学习和工作中表现得更好，因而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Glassman，Werch，& Jobli，2007；Gailliot，Schmeichel，& Maner，2007；Wills，Isasi，Mendoza，& Ainette，2007）。

7.3.1 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是个体抑制或克服自身的欲望、需求而改变固有的或者习惯的行为、思维、注意的方式的过程，是一个行为、思想、注意的方式代替（克服）另一个的过程。一些固定的反应是受个体内部的潜在动机或者内部的模式、情感、习惯引起的，而自我控制则是要抑制、阻止这些反应并用另外的反应去代替它。换句话说，很多反应是受个体内部的机制和外部的刺激引起的，而自我控制则是打断、阻止这些反应的正常进行（Baumeister & Heatherton，1996；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 Tice，1998；Muraven & Baumeister，2000）。例如，一个啤酒广告可能引发观看者喝酒的欲望，若这个人正在戒酒，他就会设法压抑想喝酒的欲望，这个过程就是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的实现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标准，包括行为的准绳、目标等，缺乏清晰而一致的标准会导致自我控制的失败；二是达成目标或标准的行动；三是监督，即密切关注行为和状态的改变过程，当个体发现当前的行为背离了标准时就会调整行为使其符合标准（Oaten & Cheng，2007；Carver & Scheier，1982）。对自我控制失败的研究集中在第三阶段。研究者提出个体改变行为以达到目标或标准的过程依赖于一种常用的、有限的能量（strength or energy）（Baumeister & Heatherton，1996；Baumeister，Muraven & Tice，2000），这种能量的性质有些类似于肌肉的力量，在连续或反复地使用后会损耗（Baumeister & Heatherton，1996）。因此，有时尽管存在行为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自我控制仍然会失败，说明个体有时候缺乏自我改变的能力，就像肌肉因疲劳而无法充分活动一样。

7.3.2 有限自制力模型

有限自制力的理论假设

自我控制属于自我的执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的一种，自我的执行功能区别于自我自动的或者无意识的反应。该功能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耗费某种心理能量，类似于肌肉运动需要身体能量一样，当个体在做出审慎的需要承担责任的选择的时候、在做出积极的反应（在可做可不做的情况下选择发起行为）的时候、在进行自我控制（抑制某种行为）的时候都需要消耗某种心理能量。弗洛伊德曾提出自我的活动需要某种心理能量，但他对这种能量的叙述是模糊和前后不一致的。Baumeiste等在1994年提出了自我控制需要某种能量的推测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猜想（Baumeister，Heatherton，& Tice，1994；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 Tice，1998），他们认为自我控制失败通常是缺乏自我控制的力量导致的，进一步讲，抑制一个习惯的或者驱力驱动的反应是需要力量的，而每个人用于自我控制的力量是有限的。这种自制的力量就像肌肉的力量一样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消耗，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或调整后能恢复。Muraven等提出了有限自制力模型（limited self-control strength model）并把它简化为几个关键的假设（Muraven & Baumeister，2000）：第一，自我的执行功能需要某种心理能量。执行功能包括自我控制、做出积极的反应、慎重的选择，执行功能主要区别于个体的自动反应。第二，自我控制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们只有有限的力量用来进行自我控制，短期内只能进行数量有限的自我控制。第三，所有的自我控制都使用相同的资源，一个领域自我控制的努力会减少另一领域的可用资源。第四，自我控制的力量在控制的过程中会消耗，当前自我控制的努力会减少随后的自我控制的可用力量。自我控制力量消耗后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才能恢复，与肌肉疲劳需要休息一样。第五，自我控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自我控制力量的多少，拥有更多力量的人更可能达到自我控制的目标。有限自制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自我控制的力量的本质还不清楚，目前的研究都是对有限自制力模型的验证和延伸，结果显示有限自制力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需要自我的控制功能，事实上大部分人类的行为是自动化的或者无意识的，需要说明的是，本节的重心在于对自我控制的研究，这也与国外该领域研究的热点相一致，因此并未涉及资源模型中提到的积极反应后效、慎重选择后效的研究。

对有限自制力模型的验证性研究

研究者最初提出自我控制需要某种力量的时候还提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自我控制可能是一种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二是自我控制可能是一种技巧（skill）。若自我控制是一种知识结构，第一个自我控制的行为会激活（prime）整个知识结构，从而为随后的自我控制提供便利，即自我控制的表现会越来越好；若自我控制是一种技巧，则前后的自我控制之间没有显著的变化，因为技巧是通过长期的练习习得的，短期内的连续的自我控制之间不会相互影响。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有限自制力模型与注意有限资源模型类似，即认为自制力是一种有限而恒定的资源，同时进行的自我控制的努力之间相互干扰，前后相继的自我控制之间没有相互影响（Muraven，Tice & Baumeister，1998）。根据有限自制力模型，个体在经历自我控制努力后，接下来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会显著下降。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自我控制的后效（aftereffects），即个体在连续的自我控制时，前面的自我控制的经历是否会影响后面的自我控制的表现。

根据有限自制力模型，任何因抑制或克服自身的欲望、需求、习惯而改变固有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过程都会消耗自我控制的力量；个体在经历自我控制努力后，接下来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将会显著下降。研究者从情绪调节、思维控制、抑制冲动、应对压力等几个方面检验了自我控制的后效。


情绪调节后效
 调控情绪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过程，从一种情绪状态调整为另一种状态是耗费自制力的，如从愤怒的状态调整为平静的或者开心的状态，因此研究者常用调控情绪作为消耗被试自制力的方式之一。Muraven等发现，让被试观看一部电影，与可以自由表达情绪的被试相比，压抑或者夸大情绪反应的被试在后来的肌肉耐力测验（muscle endurance task）上坚持的时间显著少于前者（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 Tice，1998；Muraven，Tice，& Baumeister，1998；Schmeichel，Demaree，Robinson，& Pu，2006）。即，一个领域的自我控制行为会降低随后的其他领域的自我控制的能力。Vohs等让被试（节食者）观看一部伤感的录像，实验组的被试被告知尽力保持情绪平静，不要对录像产生任何情绪反应；控制组的被试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情绪反应，在随后的测验中实验组的被试吃的冰激凌的数量显著多于控制组。因为节食是需要自我控制的，先前情绪控制的努力消耗了被试的自制力，使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克制吃东西的欲望（Vohs & Heatherton，2000）。


控制思维后效
 有意识地压抑自己不去想一件事物是耗费自制力的，很多研究显示，被试在经历了思维控制的操作后自我控制能力显著下降，在控制了各种额外变量后自制力消耗的效应仍然是显著的。例如，Muraven等在一项研究中把被试分为两组，一组解决中等难度的数学题，一组写下自己当时的想法，同时避免想一只白熊（a white bear）。研究者事先测定两组任务难度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避免想一只白熊耗费自制力。随后在观看喜剧电影时要求被试压抑自己的情绪反应，即不要做出开心的反应，结果与解决数学题目的被试相比，避免想白熊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大笑等开心的反应，显然，先前的压抑思维的努力使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控制现在的情绪反应。另一项研究发现，与可以自由想象的被试相比，被告知不要去想一只白熊的被试在随后的无解测验（unsolvable puzzles task）上坚持的时间更短（Muraven，Tice，& Baumeister，1998）。Muraven等发现，与解决简单数学题目的被试相比，被要求不去想一只白熊的被试在随后需要克制饮酒欲望的测验中饮酒的数量显著高于前者，而二者在任务难度、唤醒、情绪上并没有显著差异（Muraven，Collins，& Nienhaus，2002）。想到人难免一死是令人焦虑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尽力避免去想与死亡有关的事情（Gailliot et al.，2007）。Gailliot等发现自制力消耗的个体在随后的实验中更易受死亡相关的想法的干扰，即被试由于自制力的消耗不能有效地把死亡相关的信息过滤掉（Gailliot，Schmeichel，& Baumeister，2006）。Wallace等发现实验组被试在完成Stroop任务（耗费自制力的测验）后，在随后的图形跟踪任务（figure-traceing puzzle，一个需要自我控制的任务）中的表现显著低于没有进行Stroop任务的控制组的被试，而两组被试在情绪、唤醒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Wallace & Baumeister，2002）。


控制冲动后效
 克制冲动是耗费自制力的，包括克制饮食的冲动、攻击性冲动等。很多研究发现克制冲动后自制力消耗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且需要克制的冲动越强烈自制力消耗的后效越显著，在控制了额外因素的干扰后自制力消耗的效应仍然显著。例如，Baumeister等发现，同样是面对诱人的巧克力，需要克制吃的欲望的被试在随后的无解任务（unsolvable puzzles task）上坚持的时间显著少于不需要克制的被试（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 Tice，1998）。Vohs等发现，研究者禁止被试吃时，节食者和非节食者在随后的自制力测验的表现无显著差异，即不需要耗费自制力时节食者和非节食者在吃冰激凌的数量上无显著差异；当被试需要自己克制吃的欲望时，节食的被试与非节食的被试的差异就比较显著。节食的被试处于高诱惑或低诱惑的环境中一段时间后参加镶嵌图形测验（embedded-figures task），由于研究者的操作，这项任务是无解的，Vohs等发现处于高诱惑条件下的被试在任务中坚持的时间显著低于低诱惑组（Vohs & Heatherton，2000）。Muraven等用爱喝酒的人作被试，实验组闻酒的味道，控制组闻水的味道，然后要求被试克制喝酒的欲望，实验组的被试在随后的肌肉耐力测验（muscle endurance task）和自我停止任务（self-stop task）中的表现显著差于控制组，而且饮酒的欲望越强烈的被试表现越差，而二者在情绪和唤醒上没有显著差异（Muraven & Shmueli，2006）。

Finkel等发现，恋爱关系中的双方在面临冲突性情境时，高自制倾向的被试在恋爱关系中能更好地克服各种破坏性的冲动而进行建设性的努力，被试在经历自制力消耗后对恋爱关系中的冲突更倾向于破坏性的行为而不是沟通、忠诚等建设性的行为（Finkel & Campbell，2001）。Stucke等让实验组接受自制力消耗的实验处理，控制组接受不需要耗费自制力的处理，然后对被试给予侮辱性的刺激。结果发现，实验组的被试做出了比控制组的被试更多的暴力反应，即实验组的被试缺乏抑制攻击性冲动的自制力，在控制了各种额外变量后自制力消耗的效应仍然显著（Stucke & Baumeister，2006）。Nathan等发现被试在消耗自制力后对侮辱性刺激做出的暴力反应显著多于控制组（没有消耗自制力）（DeWall，Baumeister，Stillman，& Gailliot，2007）。


应对压力后效
 面对压力性情境或者事件时，个体需要克服一些习惯的反应方式，需要集中注意应对压力，这是耗费自制力的。研究者考察了被试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事件与自制力消耗的效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被试应对压力后自制力消耗的效应显著。例如，Muraven等检验了戒酒者在日常生活中自制力消耗与破戒的关系。研究发现一旦被试报告一天中经历的需要自我控制的事情多于平时，被试破戒乃至酗酒的可能性就大增，而且在控制了情绪和喝酒的欲望等变量的条件下，自制力需求的增加与破戒之间的正相关仍然是显著的；若被试不是戒酒者，则经历的自我控制的事件与饮酒量无关。研究结果也表明自制力损耗的效应是暂时的，第一天自制力的消耗与第二天的饮酒之间相关不显著（Muraven，Collins，Shiffman，& Paty，2005）。Oaten等研究了考试压力下的被试在实验室测验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他们发现考试压力下的被试在实验室中对自制力消耗的操作更加敏感，更容易出现自制力消耗的效应；被试报告的日常生活事件中也有更多自我控制失败的例子，如吸烟等损害健康的行为、情绪控制失败的例子等都显著增加。而控制组的被试（没有考试压力）无论在实验室中还是日常报告中都没有出现同样的状况，控制各种额外变量后，两组被试的主要差异来自于是否需要应对考试压力（Oaten & Cheng，2005）。显然，被试因为需要应对压力消耗了有限的自制力资源，使其没有足够的资源应对需要自我控制的事件。

国内研究者（谭树华，2009）采用Stroop任务范式，考察了自制力高的个体更能达到自我控制的目标，对自制力消耗的操作更不敏感这一假设。

表7.1 实验组中高分组低分组各项数据t检验结果（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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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谭树华，2009.

结果表明，自制力高的个体与自制力低的个体面对同样的消耗自制力的操作，其反应确实有显著的差异，然而结果却与理论预想的想反。原假设为自制力低的个体对自制力消耗的操作更加敏感，由于低自制力的个体本身心理能量少于高自制力的个体，其心理能量在stroop任务上消耗后在随后的握力器任务上应该显著缩短，也就是说自制力低的个体两次在握力器上的时间差应该显著大于自制力高的个体。然而，高分组与低分组的时间差虽然的确存在显著差异，但却是低分组的时间差显著小于高分组的时间差。比较两组被试的三次疲劳程度，只有完成stroop任务后两组被试的疲劳程度差异显著，除此之外，二者无论在情绪、唤醒还是对stroop任务的主观感受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自我控制的能力有特质（Trait）和状态（State）之分（Gailliot，Schmeiche，& Baumeister，2006）。所谓特质就是指自我控制量表的得分，而状态性自我控制是指不同时间段个体的自控能力会有所变化，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个体在不同的时间段经历了不同的消耗自制力的事件。有限自制力理论的后续假设之一就是，当被试预料到在当前的自我控制任务之后不久有未知的或者不可控的场景的情况下，个体会有意识地保留自制力，即在当前进行的自控任务上不尽全力，而是有所保留（Muraven，Shmueli，& Burkley，2006）。这与我们日常经验是一致的，如在我们存款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合适的商品，买的时候一般会在有节制地满足自己的基础上有所保留，而不会用完所有存款。因此该研究出现低自制力的个体的时间差反而大于高自制力的个体，可能是因为被试预料到一个心理学实验不会仅仅是测握力这么简单，为节省随后的任务可能要消耗的心理能量，被试在第一次握力器上并没有竭尽全力，而是有所保留；当面临随后的stroop任务时，被试可能觉得不必有所保留了，所以竭尽全力。因此当面临第三个任务也就是再一次测量其握力器上坚持的时间时，被试已经没有多少自制力可供使用了。这样被试第一次在握力器上没有充分坚持，第二次是没有精力可以坚持了。因为其前后两次都是没有充分努力的，于是出现了第二次时间与第一次相比差异不大的情况，也就出现了两次时间差小于自制力高的个体的情况。而高自制力的个体因为有相对充足的能量可供消耗，不存在为将来有所保留的情况，因此其在一开始就是努力的，当到第二次握力器任务时，其自制力已经消耗非常显著，也就出现了时间差大于低自制力的个体的情况。统计数据时两者在stroop任务后的不同疲劳程度间接证实了这一点。从上表数据可知，两组被试完成同样的stroop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和报告的主观难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其后报告的疲劳程度却显著不同，可能就是因为低分组的被试之前节省的自制力资源已经消耗完了，因此报告了更高的疲劳程度，这种数据上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前面推论的合理性。

研究者涉及的自我控制主要是控制情绪（affect regulation）、控制思维（controlling thoughts）、控制冲动（impulse control）、应对压力等，上面的研究都证实了有限自制力的理论假设：所有自我控制的行为使用一种共同的资源（resource）（Baumeister，Muraven，& Tice，2000），而且这种资源是有限的，一个领域的资源消耗会影响其他领域的自我控制，当前的资源消耗会影响随后的自我控制。

7.3.3 应对有限自制力的策略

应对技巧

日常生活中对自制力的需求是无处不在的，而自制力又是有限的，个体为应付随时会出现的耗费自制力的事件，比较合理的做法就是有节制地进行自我控制，在很多时候个体为了将来的自我控制的需要会有意识地去保留有限的自制力资源。个体在进行自我控制前会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计算收获与付出的比值，只有当自我控制的收获大于付出时才会进行自我控制。

Muraven等发现个体过去自制力消耗的经历和将来自制力消耗的预期会影响当前的自我控制的表现，个体会有意识地为将来的需要保存自制力（Muraven，Shmueli，& Burkley，2006）。Muraven把被试随机分配到需要耗费自制力和不需要耗费自制力两种条件下，然后测量他们在随后的肌肉耐力测验的表现。被试在进行肌肉耐力测验前被告知在当前马上要进行的测验之后还有一个困难的任务，一半被试被告知最后的测验是困难而耗费自制力的，另外的被试被告知最后的测验虽然困难但是不需要自制力。结果证明，先前消耗了自制力且相信随后还要消耗自制力的被试在肌肉耐力测验中坚持的时间最短，其次是先前消耗了自制力但是被告知将来不必消耗自制力的被试，表现最好的是先前没有消耗自制力而且没有将来消耗预期的被试。

Muraven等发现动机能减轻自制力消耗的效应。自制力消耗过的个体在随后的测验前若能得到额外的奖励，他们的表现就会显著好于同样消耗了自制力而没有额外奖励的被试（Muraven & Slessareva，2003）。Martign等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认为自制力消耗的个体在随后的任务中会无意识或者自动地避免消耗自制力，自制力损耗的被试接受努力坚持的启动（priming）后，自制力消耗的效应会减轻甚至消除（Martign et al.，2007）。Martign等让被试在经历自制力损耗的处理后，一半被试接受在后续测验中努力坚持的榜样启动
 （exemplar priming），一半被试接受中性的启动。在随后的肌肉耐力测验中，接受中性启动的被试自制力消耗的效应非常显著，而接受“努力坚持”启动的被试没有出现自制力消耗的效应，即榜样启动能够有效减轻自制力消耗的效应。

Webb等对减轻和消除自制力消耗的效应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他们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提出行动意向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能够有效地减轻乃至消除自制力消耗的效应，并在研究中得到了验证（Webb & Sheeran，2003）。行动意向是一种反应策略，具体地讲就是形成一种自动化的反应来代替意识控制的反应。例如，只要事件X发生，我就发动目标指向（goal-directed）行为Y。研究发现，在stroop任务中形成行动意向的被试在随后的无解测验（the unsolvable task）上的表现显著好于没有形成行动意向的被试，与控制组（先前没有消耗自制力）的被试相比无显著差异，即建立行动意向减轻了自制力消耗的后效。另一项研究中发现，被试经历消耗自制力的处理后，在随后的stroop任务中建立了行动意向的被试表现显著好于没有建立行动意向的被试，与控制组（先前没有消耗自制力）的表现无显著差异，即建立行动意向能有效地消除自制力消耗的后效。两项研究都表明了建立行动意向对减轻和消除自制力消耗的效应有显著效果。

Tice等的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能够有效地减轻自制力消耗的效应（Tice，Baumeister，Shmueli & Muraven，2007）。在经历自制力消耗的任务后，实验组的被试接受积极的情绪操作，如得到一个让他们惊喜的礼物，或者看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片断。控制组的被试接受中性的情绪操作或者不给予任何操作只是进行同样时间的休息，经历情绪操作后测量被试在随后的自制力测验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实验中经历积极情绪操作的被试的表现显著高于经历中性情绪操作的被试，也高于没有接受情绪操作只是中间休息的被试，与没有经历最初的自制力消耗任务的被试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积极的情绪能够有效地抵消自制力消耗的效应。

以上研究表明，面对有限的自制力资源，人们会习惯地或者无意识地进行有限次数的自我控制，为了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尽可能多的自我控制，为了解决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人们可以通过形成强烈的动机、形成积极的情绪、建立行动意向、学习先进事迹以形成榜样启动等策略来减轻自制力消耗的效应。然而面对有限的资源仅仅“节流”是不够的，最好的出路是“开源”。

自制力的提升

自制力对于日常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又是有限的，研究者试图找到能够提升自制力的渠道。自我控制像人类的肌肉一样，使用过后会出现暂时的疲劳，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如一晚上的睡眠）才能恢复。能否通过类似于人类锻炼肌肉的方式来提升自制力呢？Muraven认为，如果锻炼有效的话，那么提升自制力可能有两种结果：或者提高自制力的总量，或者像锻炼肌肉的耐力一样提升自制力的坚韧性，即让自制力更耐用（Baumeister，Muraven，& Tice，2000；Muraven，Baumeister，& Tice，1999）。具体地讲，通过在一段时间内反复的自我控制来增加自制力的总量或者增强自制力的坚韧性。

Muraven等先测量出被试自制力的基线，然后安排被试进行为期两周的提升自制力的练习，两周后被试重新回到实验室。研究发现被试的自制力的基线没有变化，而自制力损耗的后效显著下降，即自制力的总量没有变化，但是通过锻炼变得更加耐用。控制组的被试与两周前的测验相比没有显著变化，两组唯一的区别就是是否进行了自制力的练习。这说明通过练习不能提高自制力的总量，但是可以提高自制力的坚韧性（Muraven，Baumeister，& Tice，1999）。

Oaten等用坚持锻炼身体作为提升自制力的途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研究。他们把被试分为三组，采用AB多基线设计，采取实验室测验和自我报告法相结合的方法测量被试的自制力水平，实验中采取的提升自制力的形式与实验室中测量的自制力的任务以及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实验室中的测验表明，坚持研究规定的锻炼计划能有效地提高自制力水平；被试在生活中的自我控制的表现也有明显改善，比如吸烟、饮酒、摄入咖啡因等数量的显著下降，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等坚持得更持久，情绪控制能力增强。控制组的被试接受与实验组同等条件测验，测验结果表明，在没有接受锻炼计划时，被试的自制力水平没有任何显著改变，开始锻炼后自制力水平显著提升，被试自我报告的行为表现也与实验室研究结果相一致（Oaten & Cheng，2006a）。Oaten等用坚持学习习惯的方法进行类似的提升自制力的研究。他们把被试分为两组，采用AB多基线设计，采取实验室测验和自我报告法相结合的方法测量被试的自制力水平。被试自我报告的数据和实验室测量的数据都表明，实验组的被试在学期末因考试压力导致的各种自制力下降的情况明显改善。控制组的被试在第一学期末由于应对考试压力消耗了自制力资源，因此在自我报告和实验室测验中都出现了自制力下降的现象，而在第二学期则自制力消耗的后效显著减轻（Oaten & Cheng，2006b）。

现代生活中，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要控制自己不去买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是需要自制力的。Oaten等用控制自己花钱的行为作为提升自制力的途径对被试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训练，训练开始时对被试的自制力水平进行测量建立基线，然后每隔一个月进行一次测验。结果发现，通过实验设计的训练，被试在后来的测验（visual tracking task）中的表现显著提高，而控制组（只接受每月一次的测验而不接受自制力的训练）的被试在几次测验任务上的表现没有显著变化（Oaten & Cheng，2007）。

上述的几个研究都表明，自制力的总量不能增加，但是通过锻炼自制力可以变得更坚韧。锻炼的途径有很多，共同点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一种状态，坚持这种状态是需要自制力的，通过一段时间持续的自我控制来提升自制力的坚韧性，就像持续的身体锻炼使肌肉更加强劲有力一样。这些研究结果从另外的角度证明了把自制力类比于肌肉的力量的合理性。

7.3.4 未来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支持了有限自制力的理论。无论在实验室中的研究还是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所有的结果都显示有限自制力的假设是合理的，后续的减轻自制力消耗效应的研究和提升自制力的研究也从另外的角度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大多数关于自我控制的研究也都把有限自制力作为定论处理。然而，目前的研究并不完美：

首先，从1998年Baumeister等首次通过实验验证有限自制力模型的合理性到今天已经十年了，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设计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模型的五个假设中的前四个都得到了一致性的结果，即自我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需要某种心理能量；自我控制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们只有有限的力量用来进行自我控制，短期内只能进行数量有限的自我控制；所有的自我控制使用相同的资源，一个领域自我控制的努力会减少另一领域的可用资源；自我控制的力量在控制的过程中会消耗，当前自我控制的努力减少随后的自我控制的可用力量。但在第五个假设上验证的结果出现了不一致，即对“自我控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自我控制力量的多少，拥有更多力量的人更可能达到自我控制的目标”这一假设的验证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制力高的个体更能达到自我控制的目标（Tangney，Baumeister，& Boone，2004；Gailliot，Schmeichel，& Baumeister，2006），而另有研究结果却显示自制力的高低不同的个体面对消耗自制力的操作其反应差异不显著（Oaten & Cheng，2005），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实验操作过程中无关变异的影响还是该假设本身是不完善的？

其次，各种减轻自制力消耗后效的策略到底是对有限自制力的支持还是对这个理论的根本否定？即自我控制的各种后效是否仅仅是期望、暗示、认知等因素决定的因变量而已？例如，Martijn等认为自制力消耗效应的出现是因为大多数人接受了这样一种暗示：即进行自我克制的行为是很累的，进行了一次自我克制后需要休息后才能恢复自制力。他们通过问卷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Martijn等先让被试经历一项自制力消耗的实验操作，然后告诉实验组的被试，进行自我控制的任务不会影响以后的自制行为，甚至可能提升自制行为，而没有给予控制组的被试任何指导语，然后让被试参加肌肉耐力测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被试没有出现自制力消耗的效应，而控制组的被试在随后的任务上的表现显著下降，即自制力消耗的效应显著。当然，他们也认为，自制力消耗的现象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很容易受暗示、预期、期望等的影响（Martijn et al.，2002）。虽然Martijn等的研究有比较大的缺陷，但他们对有限自制力的理论的质疑的确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另外，对各种减轻自制力消耗后效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大的适用性，即生态效度如何？所有的研究中都没有提到。

第三，存在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没有测量自制力消耗数量的工具（量表），虽然研究结果支持研究者的假想，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人能说清楚自我控制究竟消耗了什么。虽然Gailliot等人的研究指出自制行为消耗的可能是葡萄糖，但是他自己也说自我控制是个复杂的过程，也许葡萄糖仅仅是自我控制的生理基础之一；也许葡萄糖和自我控制一样，都是由其他的因素决定的。

最后，研究中提升自制力的各种操作都有显著效果，这种效果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是暂时的，其有效期有多长？这在研究中也都没有涉及。厘清这个问题对有限自制力理论的应用有重要意义。此外，自制力与几大人格理论的关系是什么？比如与“大五”人格理论的哪几个维度有关？今后的研究的应重点解决以上几个问题，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应用来考虑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1]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谭树华，郭永玉.（2008a）.有限自制力的理论假设与相关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16（3），309—311.（2）谭树华，郭永玉.（2008b）.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6（5），468—470.（3）谭树华.（2009）.可一不可再：自制力消耗效应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撰稿人：谭树华。


7.4 创伤后成长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上》）孩提时代耳熟能详的经句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苦难和挫折暗含着成长和成功的可能。一直以来，有关创伤后心理机制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创伤事件引发的负性结果，但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创伤后成长在近十几年内受到了学者们的积极关注（Helgeson，Reynolds，& Tomich，2006）。创伤后成长强调创伤后个体自我恢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它的提出一改心理病理领域一直以缺陷为基础的研究预设，对该现象的深入研究能增进对创伤后心理机制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将为临床上如何更有效地激发成长以及恢复和提升创伤者的身心机能提供有益的指导。鉴于此，本节将引入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围绕该概念在理论、相关研究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7.4.1 创伤后成长的概念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Tedeschi等人就对个体能从创伤等负性生活事件中获得成长这一现象展开了研究，但在对该现象的正式测量中才首次正式提出并使用“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一词（Tedeschi & Calhoun，1996），并将其界定为在与具有创伤性质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Tedeschi & Calhoun，2004）。创伤后成长不仅能发生在个体水平上，它也能发生在群体或国家，甚至世界水平上，历经压力或创伤能使婚姻关系、家庭机能、邻里关系、组织士气发生变化，甚至能使一国和一地区内产生社会变革和文化变动（Cohen，Cimbolic，Armeli，& Hettler，1998）。我们可以想象，在历经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后，人们的团体凝聚力会增强，慈善或正义的行为会增多。除“创伤后成长”外，指代该现象的词语还有很多，如“与压力相关的成长”（stress-related growth）、“益处寻求”（benefit-finding）、“感知到的益处”（perceived benefit）、“观念的变化”（changes in outlook）及“心理活力”（psychological thriving）等（Linley & Joseph，2004），而Joseph和Linley（2006）则提出用“逆境后成长”（growth following adversity）一词来统指上述各称谓。但Tedeschi和Calhoun给出了之所以选择使用“创伤后成长”一词的充分理由。他们认为该词不但抓住了成长的本质，而且和“与压力相关的成长”相比，它突出强调了引发成长的事件的危机性、挑战性和威胁性；与“积极幻想”和“心理活力”相比，它反映了人们在创伤后确实表现出实际的成长以及成长与心理痛苦
 （psychological distress）共存的事实；而与将成长看作应对策略的观点相比，它表明成长是创伤后的结果或适应过程。因此，本节如不作特别说明，仍用“创伤后成长”来指称成长，但所引文献中已有的用以指称成长的各个词语仍予以保留而不作改动。

引发创伤后成长的事件有很多，包括丧失亲人、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突发心脏病（heart attacks）、战争或政治迫害、性虐待和强奸以及各类疾病，如SARS、HIV/AIDS、脑损伤和癌症等。但与其他类型疾病相比，癌症具有许多独特性（Mehnert & Koch，2007）。而创伤后成长的领域也有很多，主要有觉知到的自我、人际关系和生活哲理方面的变化（Tedeschi & Calhoun，1996），还包括物质获得、娱乐价值、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现、工作条件改善及法律政策的改变（McMillen & Fisher，1998）以及对他人同情和信任的增强、助人能力的提升、更为成熟地处理将至的创伤、加深对自我的认识、终止酒精与毒品的伤害以及邻里之间的互助合作等（McMillen，2004）。对特定创伤所做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成长领域。如儿童期受到性虐待的成年被试，其创伤后成长体现在保护小孩免受虐待、自我保护、儿童性虐待知识的增加以及更为坚强的人格品质等方面（McMillen，Zuravin，& Rideout，1995）。研究发现各成长测量工具的各个子量表共享一个高阶因素，这似乎表明成长的多个领域或维度可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Joseph，Linley，& Harris，2005），成长领域或范围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事件类型、发生时间及人格等因素的作用（Cohen，Hettler，& Pane，1998）。

与创伤后成长相关的概念有很多，如韧性（resilience）、坚韧（hardiness）、乐观、凝聚感（sense of coherence）、寻求意义（making sense）等。这其中最容易与创伤后成长相混淆的是心理韧性，许多研究者或明或暗地将创伤后成长与韧性等同了起来。心理韧性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是指尽管面临人生的丧失、困难或身处逆境，但仍然能够有效地应对和适应（Yu & Zhang，2007），而创伤后成长则指挫折后人的身心机能不但能有效地应对和恢复，而且还能有所提升。当面临挫折时，人们的机能水平可能反弹至原先的水平，也即韧性，但也可能机能水平不但反弹至原先的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越先前的水平，也即表现为成长（Linley & Joseph，2005）。相比较而言，尽管“韧性”一词也包含有成长之意，但创伤后成长则明确提出并强调韧性中的成长，实证研究也初步证明韧性与创伤后成长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Westphal & Bonanno，2007）。

7.4.2 创伤后成长的测量


创伤后成长问卷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由Tedeschi和Calhoun（1996）编定，其理论依据来自对大量研究文献和实证研究报告的分析和梳理，并最终将创伤后感知到的获益归入以下三个方面：觉知到的自我方面的变化（changes in self-perception），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生活哲理方面的改变（a changed philosophy of life）。由此产生了由34道题项构成的初始问卷。问卷指导语为：“在经历此次危机后，您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并就这些变化与下面各陈述的适切程度在数字0—5之间作出选择。”被试为年龄17—25岁的604名大学生，评定时间为过去5年以来，而报告该事件发生在离被测试时两年前的被试占到55%。报告最多的三件负性事件依次为：亲人离世（bereavement）、致伤的偶发事件（injury-producing accidents）以及父母亲产生隔阂或离婚（separation or divorce of parents）。对初始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在结合因素的可解释性后，保留了21道题项，它们分属于五个不同的因素：与他人的关系（Relating to Others）、新的可能性（New Possibilities）、个人力量（Personal Strength）、精神或信仰的变化（Spiritual Change）、对生活的珍视（Appreciation of Life）。除个人力量与对生活的珍视两个因素的重测信度系数偏低外，该问卷的总体及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题总相关、因素相关及因素与总问卷的相关均符合测量学的要求。另外，该问卷也具有比较理想的区分、聚合效度和结构效度。

根据Tedeschi和Calhoun（1996）编定的创伤后成长问卷，研究者与2名心理专业大三学生、3名英语专业大二学生、1名心理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各自翻译得到中文问卷，将7份翻译稿进行比对，通过协商最终确定中文问卷。接着，研究者请3名中文专业大三学生对翻译所得问卷的用词和流畅性进行评定或修改，随后将修改后的中文问卷交由1名外籍心理学在读博士研究生进行回译，并将回译后的结果与原始英文问卷进行对比，针对不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题项进行了修改和删除。下述两道与精神性和宗教信仰相关的题项，“5.I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iritual matters.”与“18.I have a stronger religious faith.”，因与中国文化不契合予以删除。最终该中文问卷保留4个维度19道题，按Likert 6点计分，从“没有”到“非常多”。

研究者以样本一和样本二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均未能复现原始的四因素结构。在不限定因素数目的条件下，对样本一和样本二分别用方差极大的正交旋转法进行分析，根据可解释性、负荷及共同度的大小，表明二因素更好，因此将两样本合并后重新进行二因素探索性因素分析，球性检验显著（p＜0.001），KMO值为0.79，表明适合作因素分析。按负荷大于等于0.3的标准，删除4道双高负荷题，保留15道题。根据负载于各因素的题项的内容及相关理论，将因素一命名为能力与机会因子（F1），因素二命名为人际与自我因子（F2）。用样本三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结果如下：NFI=0.891，RFI=0.813，IFI=0.917，CFI=0.916，RMSEA=0.074，卡方值为122.532，自由度为32，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3.83。从各指标来看，二因素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较好。

PTGI总问卷、能力与机会因子、人际与自我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α）分别为：0.849、0.729和0.777。间隔两周后（样本量为64名大学生，其中男生为18名，女生为46名）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734，0.672和0.614。

大学生经历的生活事件的平均频数为18.20±8.09，被试报告频次最多的最严重的一件生活事件依次为：学业压力（29.2%）、恋爱（15.0%）、人际（5.8%）、重要他人离世（4.0%）以及自己或重要他人重病重伤（2.3%）。该事件离测试时的平均时间为26.51±16.18个月，该事件当时发生时的压力感（5.83±2.03）显著高于现在的压力感（3.78±2.07）（t（293）=15.00，p＜0.01）。以PTGI总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年级、专业、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类型、家庭的月平均收入、父母亲职业和文化程度等为自变量所作的一元方差分析，结果均不显著。SRGS及其两个因素与大学生生活事件的总频次及事件发生的时间长短间呈相关均不显著，而与年龄呈不显著的负相关，与事件发生时和之后感受到的压力程度相关也不显著。

总的看来，在肿瘤医院住院病人、护士及大学生样本中，PTGI中文修订版的信度、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用于考查个体创伤后成长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与这种变化趋势相关联的人格、认知和社会心理变量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预测作用。在心理咨询与临床治疗中，可用作对当事人创伤或压力后口头和书面表露加以分析和客观量化的提纲。

7.4.3 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人口统计学变量

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量表上得分更高（Kesimic，Göral，& Gençöz，2005；Park，Cohen，& Murch，1996），Polatinsky和Esprey（2000）对失去小孩的父母亲所做的比较却发现，父母亲在获益上无显著差异，但因样本量较小，有可能检测不出差异。被试年龄越小，其在益处寻求量表上的得分会越高（Lechner et al.，2003）。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所体验到的创伤后成长有下降的趋势（Jaarsma，Pool，Sanderman，& Ranchor，2006）。少数民族身份是唯一可以预测新的可能性的因素（Maguen，Vogt，King，King，& Litz，2006），而且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能从创伤事件中获得更多的益处（Siegel，Schrimshaw，& Pretter，2005）。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及受雇佣情况对创伤后成长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Bellizzi & Blank，2006）。

除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外，文化与宗教信仰对创伤后成长也有影响。研究发现，信仰改变的开放度与创伤后成长有高的正相关（Calhoun，Cann，Tedeschi，McMillan，2000），精神性（spirituality）也与成长有显著的正相关（Cadell，Regdhr，Hemsworth，2003）。不但如此，具有宗教性质的应对方式也与益处寻求有密切关系（Proeeitt，Cann，Calhoun，Tedeschi，2007；Urcuyo，Boyers，Carver，Antoni，2005）。另外，对历经恐怖事件的青少年所作的研究也发现，与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些青少年相比，那些有宗教信仰者报告发生了更多的成长（Laufer，Solomon，2006）。Shaw、Joseph和Linley（2005）在对11篇有关宗教信仰（religion）、精神性及创伤后成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报告进行分析后认为：宗教信仰和精神性通常对那些正在应付创伤者有助益；创伤体验能导致对宗教和精神性的信赖加深；积极的宗教应对、信仰的开放性、面对存在性问题的准备性（readiness to face existential questions）、宗教参与及发自内心的对宗教的虔诚（intrinsic religiousness）等因素通常都与成长相关联。最后，有证据表明成长的领域及内容具有文化差异性。Shakespeare-Finch和Copping（2006）用扎根理论对澳大利亚成人所做的研究，就并未发现精神或信仰因素的存在，而且精神性（spirituality）、宗教信仰和同情的内涵也与美国文化不同。而研究者（Ho，Chan，& Ho，2004）对中国香港188名成年癌症患者所做的研究也发现，考虑文化因素后的人际间、人际内两因素模型能比较好地拟合数据。

创伤事件的特征

（1）严重程度。那些评估事件具有中等程度以上的威胁以及适度挑战性和严重性的被试，其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量表上的得分更高（Armeli，Gunthert，& Cohen，2001）。就可控事件而言，对不可控事件采取情绪中心的应对方式将导致更多的成长（Göral，Kesimci，& Gençöz，2006）。感知到的事件的威胁程度对创伤后成长的三个维度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Maguen et al.，2006），但癌症的客观严重程度却与创伤后成长无关（Barakat，Alderfer，& Kazak，2006）。另外，创伤后成长与事件的严重程度可能并非为学者们早先所认为的那样是直线关系，而实质上也可能是曲线关系。研究发现，与处于不太严重或非常严重程度的癌症患者相比，处于中等严重程度癌症患者报告出更多的益处寻求（Lechner，et al.，2003），Tomich和Helgeson（2004）推测认为，疾病太过于严重可能完全耗尽创伤后成长赖以生长的心理资源，而太轻的疾病却不足以对创伤经历者的认知图式等产生震撼性的影响，因此成长都不易发生。（2）类型。研究发现被试感知到的益处在事件类型上确有差异。譬如，与面临工作压力的人相比，那些面临所爱之人死亡的人在对人同情方面的得分就更高（McMillen & Fisher，1998），而与飞机失事的幸存者相比，历经龙卷风灾难的人在亲密感和个人力量方面有最大的获益（McMillen，Smith，& Fisher，1997）。另外一项为期18个月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在控制创伤前的心理痛苦程度后，事件类型仍与创伤后成长各维度的不同组合有关系（Ickovics，et al.，2006）。但也有研究发现，被试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量表上的得分在事件类型上无显著差异（Park，et al.，1996）。各研究间之所以出现差异，可能是因为事件本身的差异程度不够大或者不具有质的差异；事件类型本身对创伤后成长无直接影响，需要通过当事人对所发生事件的认知、情感评估才能发生作用。（3）发生时间。发生时间是指创伤事件发生或被诊断出患有某疾病离成长测量时的时间跨度。一些研究表明成长与创伤事件的发生时间无关（Park，et al.，1996；Tedeschi & Calhoun，1996），还有研究者（Stanton，Bower & Low，2006）也认为，从现有研究来看，我们无法确知发生时间是否与成长有关，但Zoellner和Maercker（2006）认为，成长的发生是需要时间的，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伤后成长的积极面才能呈现出长期的适应价值。

人格、认知变量

除神经质外，创伤后成长与五因素模型（FFM）的其余四个维度及乐观均显著正相关，但神经质与成长无显著相关（Park，et al.，1996；Zoellner，Rabe，Karl，& Maercker，2008），但也有研究发现乐观与创伤后成长的任何子维度无关，而且也不能有效预测成长（Bellizzi & Blank，2006）。研究发现，对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所做的归因能够有效预测病人8年内的死亡率（Affleck，Tennen，Croog，& Levine，1987），而与那些做外在、特定和不稳定归因的被试相比，对正性事件做稳定、广泛和内在归因的被试报告了更多的成长（Ho，Chu，& Yiu，2008）。除归因方式外，自我效能感、自尊等也对成长有影响。自我效能感对生活不完美的接纳度等多个成长领域有直接影响（Luszczynska，Mohamed，& Schwarzer，2005），而自尊对心理活力有直接作用（Abraido-Lanza，Guier，& Colon，1998）。高自尊的高乐观者会报告更多的成长（Evers，et al.，2001）。另外，韧性（resilience）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而且是创伤后成长唯一的预测变量（Hooper，Marotta，& Lanthier，2008），创伤后成长也与感知到的积极品质
 （perceived positive attributes）的变化显著相关（Ransom，Sheldon，& Jacobsen，2008）。

事发后旋即发生的沉思（rumination soon after the event）程度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Taku，Calhoun，Cann，& Tedeschi，2008），而且对事件的认知加工深度也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Weinrib，Rothrock，Johnsen，& Lutgendorf，2006）。纵向研究发现，成长与生活意义
 （life meaningfulness）在两个不同时间点上均显著相关（Park，Edmondson，Fenster，& Blank，2008）。另外，对矿难者伴侣所做的质性分析也发现，获得个人成长者，往往感知到事件对自我的威胁，并从创伤中找寻到了意义，而那些未获成长者，往往不能从创伤中发现意义（Davis，Wohl，& Verberg，2007）。除上述因素外，目标的性质与创伤后成长也有关。譬如，创伤后成长与内源性目标和外生性目标间相对重要性的变化相关联，表现为内源性目标变得更为重要（Ransom，et al.，2008）。最后，历经创伤并获成长者，将获得苦难人生的回报——智慧（wisdom），它能通过对不确定的认识与管理等三个维度来激发创伤后成长（Linley，2003）。

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

实际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一发现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Karanci & Erkam，2007；Schwarzer，Luszczynska，Boehmer，Taubert，& Knoll，2006），不仅如此，感知到的支持对成长也有促进作用。Weiss（2004）研究发现，仅感知得到丈夫的支持，患癌症的妻子都会报告出更多的成长，而与那些体验到成长的癌症幸存者有简单接触的被试相比，那些未有接触者报告的成长会更少。另外，来自重要他人（如伴侣）对疾病的认知和情感因素与患者本人的创伤后成长也显著相关（Manne et al.，2004），并且仅有来自朋友的支持也能对创伤后成长有所助益（Lev-Wiesel & Amir，2003）。Lechner和Antoni（2004）认为，由社会支持构筑而成的团体环境成为创伤后成长得以发生、发展的土壤，因为它为创伤经历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观点、获得新的思想和信念以及共享创伤体验的平台，而这些都有利于当事人认知图式的重构和适应。

研究发现，使用问题导向和宿命应对策略
 （fatalistic coping strategies）频率越多者，其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量表上得分越高（Kesimci，Göral，& Gençöz，2005），而积极性质的应对也与创伤后成长的多个维度有高的正相关并能显著预测成长（Bellizzi & Blank，2006）。另外，情绪中心的应对策略也能导致更高水平的与压力相关的成长（Göral，et al.，2006）。研究还发现，创伤后成长领域与应对机制密切相关（Morris，Shakespeare-Finch，& Scott，2007）。另外几项纵向研究还发现，研究开始之初的积极重评策略能够有效预测12个月时的创伤后成长（Sears，Stanton，& Danoff-Burg，2003），而在骨髓移植前，那些使用积极重评等应对方式的被试会报告出更多的创伤后成长（Widows，Jacobsen，Booth-Jones，& Fields，2005）。

最后，除上述因素外，研究也发现情绪对创伤后成长有影响。正性情绪对心理活力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而负性情绪则通过自尊对心理活力产生间接作用（Abraido-Lanza，et al.，1998），在间隔9个月的三个时间点上，情绪表达和情绪加工对患者本人及其伴侣的创伤后成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Manne，et al.，2004），与那些低正性情绪、高负性情绪以及正负性情绪都低的人相比，那些具有高正性情绪和低负性情绪者，具有最高水平的能从创伤中获得活力（thriving）的能力（Norlander，Schedvin，& Archer，2005），手术后幸存者在手术前的负性情绪对一年后的创伤后成长水平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Thornton & Perez，2006）。

总的看来，上述研究初步表明，对创伤性事件的认知评估而非客观的严重程度是创伤后成长发生的重要条件，但两者到底为何种关系仍不清楚。时间长短并非表征创伤后成长发生过程的有效指标，因为现有的横断研究混淆了时间与创伤后成长的积极和幻想成分间的关系。总的看来，那些非白人的年轻女性，在乐观、韧性、自我效能、自尊、外倾与开放性上得高分并作稳定、广泛和内在归因者，当其认为创伤事件非常具有挑战性和震撼性，对该事件进行深层次的认知加工和积极沉思，并采用了适应良好的应对策略，在有重要他人实际提供的或自己感知到的支持下，更易报告发生了成长，而且具有更高的创伤后自我恢复和发展的潜能以及对创伤更强的抵抗力，创伤后也有更高的身心机能、心理健康、幸福水平和更低的心理痛苦感水平。另外，正性情绪对成长有正向的助益作用，而负性情绪对成长的作用则不明确，其作用机制可能受到创伤事件发生的时间、对创伤事件的认知评估及应对策略的调节。

7.4.4 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成长与适应良好和高健康水平有关。从横断研究来看，成长与抑郁显著负相关（Siegel，et al.，2005），与情绪上的痛苦（emotional distress）负相关（Urcuyo，et al.，2005），与适应水平正相关（McCausland & Pakenham，2003）。从纵向研究来看，与压力相关的成长能有效预测6个月后的积极心理状态（Park & Fenster，2004），益处寻求对表征积极结果的一些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绪和动态调适，均具有直接的强作用（Pakenham，2005）。而人际关系方面的获益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残疾程度及心理痛苦程度显著负相关，并且获益组的心理痛苦程度显著低于无人际关系获益组（Danoff-Burg & Revenson，2005）。在术前一周及术后1个月和12个月的三个时间点上，益处寻求在前两个时间点上的变化能够显著预测第三个时间点上的抑郁、生活质量及对健康的担心水平（Schwarzer，et al.，2006）。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无关或呈正相关。研究发现益处寻求与抑郁无关，与高焦虑和高愤怒水平有关（Mohr，Dick，Russo，Likosky，& Goodkin，1999），先天脑损伤病人的焦虑和抑郁得分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Mcgrath & Linley，2006）。而乳腺癌幸存者在创伤后成长上的得分与在抑郁自评量表
 （CES-D）和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
 （Ryff's Well-Being Scales）上的得分也无关（Cordova，Cunningham，Carison，& Andrykowski，2001），与生活质量也无关（Thornton & Perez，2006）。研究甚至还发现，目睹一系列恐怖和暴力事件的被试，其创伤后成长与更高水平的心理痛苦相关联（Hobfoll，et al.，2007）。

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间关系的不一致，有许多可能的解释：其一，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间的无关或正相关，反映了创伤后成长能与心理痛苦共存这一事实。譬如，那些历经丧子之痛的父母会在好些年里频频报告其体验到的痛苦，但同时也会报告体验到了创伤带来的成长（Tedischi & Calhoun，2004）。其二，各研究大多以成长和表征心理健康各指标的总分作为分析单元，这既掩盖了创伤后成长的多领域性以及各个成长领域自身发生发展的特殊性，也会使数据分析发现不了某具体的成长领域与心理健康某一子指标间的关系情形。其三，成长与心理健康可能并非如大多数研究者所预设的那样，是线性关系，而可能是曲线关系。对两个乳腺癌患者样本在术后一年及术后5—8年的追踪研究就发现，与益处寻求处于中间组的被试相比，高低益处寻求组均有更好的适应（Lechner，Carver，Antoni，Weaver，& Phillips，2006）。其四，有许多研究表明，成长与心理健康要受到认知等许多变量的调节。创伤发生的平均时间、研究中是否使用特定的测量工具、样本中少数民族被试所占的比例（Helgeson，et al.，2006）、癌症所处的发生阶段（Tomich & Helgeson，2004）以及乐观和正性情绪（Cordova，et al.，2001）都对成长与心理健康各变量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7.4.5 研究展望

对创伤后成长本质的进一步探究亟待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指称同一现象的不同称谓是否真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从现有研究来看，对癌症等疾病加以研究的学者大多采用益处寻求，对丧失亲友、自然灾难和偶发事件的研究大多采用创伤后成长，而有关校园压力等的研究则更多采用的是与压力相关的成长，这到底反映的仅是各研究者在学术背景、研究领域和使用偏好上的差异，还是暗藏着内涵和本质的不同呢？有研究发现，益处寻求、创伤后成长与积极重评这三者间尽管紧密相关，但却可能是不同的结构（Sears，et al.，2003）。另外，未来研究还须注意弄清创伤后成长与韧性、坚韧、乐观及凝聚感等概念的区别（Tedeschi & Calhoun，2004）。第二，引发创伤后成长的事件非得具有危机性和挑战性吗？从现有研究来看，激发成长发生的事件既可能是非常严重的身体疾病，也可能是相对轻微的压力事件，还可能是自然灾害、战争和交通事故，甚至也可以是因见证别人的疾病而带来的替代的痛苦体验（Cadell，2007）。既然成长是个体主观感知到的（self-perceived posttraumatic growth）（Zoellner & Maercker，2006），那么符合逻辑的推论是，任何一件事件，无论严重程度如何，都有可能令被试感知到成长，只要创伤信息与事发前个体所持的有关自我和世界观念（world assumptions）不相符或相互冲突，并有可能动摇其事发前的假设，成长就可能发生（Joseph & Linley，2005）。第三，创伤后成长具有领域特定性吗？特定的成长领域是否与特定的创伤事件相关联，成长是否为具有整合性的单维结构，只要发生，就会显现在各个领域？还是发生在不同的领域，各个成长领域各有其不同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且与心理健康有着各自不同的关系？第四，成长一定只有现实面，或只有幻想面吗？Taylor（1983）认为，积极幻想不但是成功应对创伤的过程中必须的，而且个体从创伤中痊愈还有赖积极幻想。但创伤后成长肯定也不只是一种幻想（Tedeschi，Calhoun，& Cann，2007），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发生的事实（Sumalla，Ochoa，& Blanco，2009）。Zoellner等（2006）认为区分二者有赖于随时间的流逝，被试所使用的不同认知策略重要性的相对变化。第五，成长难道只是创伤后的结果吗？尽管从词面意思来看，创伤后成长一词表明成长是创伤后的结果，但不同研究者仍或者将其看成是创伤后的结果，或者看作是一种应对策略，或者是一个过程（Maercker & Zoellner，2004）。

从研究方法来看，创伤后成长发生的时间需求特性要求未来更加侧重纵向追溯性的研究并采取更为巧妙的研究设计，如采用重要他人评定法，或使用控制分析法，或使用配对控制组法（Cohen，et al.，1998），以及借鉴开放式访谈或个人叙事等质性研究的结果，最为重要的是要采用重要他人外显行为测量法，以考查创伤后成长在个体行为层面的实际情形，因为毕竟只有基于信念的行动，才能有效克服有关成长仅是一种防御或幻想的猜测（Johnson，et al.，2007）。

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本身就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认当事人自己就有从创伤和苦痛中自我恢复、痊愈和成长的力量，认为成长的激发有赖于个体自身内在的信念体系的改变。尽管有研究表明益处寻求与焦虑和广泛性痛苦（global distress）无关，与更低的抑郁和更高的幸福水平相关（Helgeson，Reynolds，& Tomich，2006），但Joseph和Linley（2006）仍十分严肃地指出：将成长应用于临床应保持充分的谨慎，因为到目前为止，成长发生的内在机制仍不清楚，痛苦可能与成长并存，当痛苦结束时，成长也就可能终止了，这样一来，现有的立足于减轻当事人痛苦的治疗措施，反而会起到间接终止成长发生、发展的负向作用。因此，未来临床上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究各影响因素共同对成长起作用的途径、机制以及与成长的关系情形，深入挖掘调节变量在成长与心理健康间起作用的内在机制，更要弄清成长积极面与幻想面的关系以及探寻如何区分二者的新方法和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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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人格发展

2014年上映了一部叫做《少年时代》（Boyhood）的电影。与大多数电影不同，这部电影的导演Linklate用了整整12年的真实时间讲述了一个男孩Mason从6岁到18岁的成长历程。这部电影，无论是电影之外的12年，还是电影之内的三个多小时，剧中人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细致入微地向观众诠释了主人公Mason从无邪童年到叛逆青春再到彷徨成年的成长烦恼与人生初悟；诠释了Mason的母亲从婚姻失败到独立拼搏再到独自面对衰老的顽强与伤痛；也诠释了Mason的父亲从青年的狂放不羁到中年的归正感恩再到最后家庭稳定的成熟与反思。

人格发展，是人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大量研究显示，人格特质自婴儿期起就显示出某种稳定性，而且贯穿人的一生。运用年龄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评价，人格稳定性在童年期比较低（变化范围在0.3—0.4之间），而成年阶段个体的人格特质则相当稳定。研究发现，成年人的人格特质即便跨时12年，其相关系数仍能达到0.7—0.85，这表明了人格特质在时间上的高度稳定性。在人格发展的研究中，Freud主要关注童年阶段心理性欲发展时期的本能相关症状及其派生现象。他认为，人格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本能，尤其是性本能。Erikson则认为人格发展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个体在一生中要经过八个有固定顺序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发展任务，这些任务是个体的生理成熟和社会文化的要求之间冲突的解决。他认为在这些阶段中，青春期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会直接影响人的一生。当然，“自我”是人格发展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心理学研究中，几乎随处可见以“自我”开头的术语，如自我概念、自我意识、自尊等等。到了青春期，个体开始尝试去鉴别真正的“自我”，寻找区别于他人的方面，辨识属于自己的方面。而且，一般毋须过多关注如何整合就能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在青少年时期向成年时期过渡的过程中，青年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生活各个方面应该承担起的责任。这就要求自己掌握许多新的技能，适应成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学习如何应对青春期的变化，如何处理颇具情绪色彩的伙伴关系以及两性关系。随着青春期个体基本确定了“我是谁”以及“是谁在支持我”，步入成年后的个体所面临的任务，就变为去辨识和与他人共享这种与他人相互支持的新的体验。Allport关于人格成熟的一个标准是自我与他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尤其是一个人与自己的父母、孩子、配偶或朋友建立亲密和互爱的关系。Bowlby的依恋理论提出，婴儿与养育者所建立的情感联结和在早期依恋关系中所建立的内部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将对个体一生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这种依恋关系到了成年期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浪漫关系，浪漫关系深刻地表达个人对他人的情感、关怀以及承诺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老年期，特别是当垂死和死亡征兆出现的时候，个体会在生命周期的终点上意识到绝望，进而思考如何面对死亡。通常，对于个体而言，只有当整个生命临将结束时，人生各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才有可能整合起来，往往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个体才会把自己的整个一生以传记的形式叙述出来。

正如《少年时代》这部电影以一种叙事的方法讲述了剧中不同人物的人格发展，呈现了每个人正在经历着人生：走路、说话、吃饭、学习、成长、恋爱、工作、结婚、持家、养育、衰老、死亡……在这一编中，我们将结合关于人格发展的最新研究，从“自我”出发，解析关于自我概念、自尊和自我同一性的人格研究及其发现，阐述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成人依恋的发展和探索以及成人的浪漫关系，探究个体面对死亡时的死亡意识与死亡提醒效应，最后以人生故事的视角审视人格发展的全过程，介绍人格的叙事研究和心理传记研究。


8 自我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往何处？我在茫茫的时空和纷繁的社会中究竟有何价值？每个人都曾静静地深思过这些问题。“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醉里不知谁是我，非云非月非鹤”（辛弃疾《念奴娇·赋雨岩》），无数中国先贤也都为此而惑。在西方，对“自我”的探讨源远流长。两千年前，雅典德尔菲神庙前的石碑上镌刻着阿波罗的神谕：“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Γλθισαν），古希腊人借神的口对自己发出“我是谁”的千古之问。可以说，“我”对人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离开了“我”，人的行为就无法解释。人无法摆脱“我”，人不能没有“我”。意识到“我”的存在及其属性（如有限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但“我”与“自我”，这些我们天天都在使用、早就习以为常的概念，却又没人能将其说清楚，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成为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千百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人格心理学中最有魅力、最让人心驰神往的研究领域之一。

1890年William James在其《心理学原理》一书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自我概念，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开始进入心理学领域。然而，在心理学史上，自我所受的待遇时冷时热，时而备受发展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人格心理学家等的青睐，时而又被逐出心理学的殿堂，这一沉浮趋势正是心理学研究的大背景的一种反映。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行为主义思潮兴盛，对外显客观行为的测量成为主导，自我的研究便无法在所谓的科学心理学的范畴内立足。到了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取代了行为主义，自我的研究重新兴起，自我被视为一种认知结构和图式。在此之后，随着心理学大背景越来越兼容并包，各种理论取向纷纷活跃起来，自我的研究也迎来了高潮。从1977年到2007年的30年间，美国《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有33%的文章含有“自我”（self）这一关键词（Robins，Tracy，& Trzesniewski，2008）。而且研究者们兴趣广泛，我们几乎随处可见以“自我”开头并带着连接符的术语，如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自我展示（self-presentation）等等。本章就让我们来回顾自我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8.1 自我概念
 
[1]



自我概念是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美国心理学家James（1890）提出自我概念
 （self-concept）以来，对自我概念的研究就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证的过程。但由于所持理论观点的差异、研究取向的不同以及侧重点的区别，不同的心理学家、不同流派对自我概念的界定也不完全相同。

8.1.1 自我概念的定义

首先明确提出自我概念定义的是Rogers，他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人现象场中与个人自身有关的内容，是个人自我知觉的组织系统和看待自身的方式（Rogers，1959）。Rosenberg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我客体的思想和情感的总和，包括个体对自己生理和身体方面、社会结构、能力与潜能、兴趣、内在思想、情感与态度等许多方面的看法（Rosenberg，1986）。Shavelson则认为自我概念是通过经验和对经验的理解而形成的自我知觉（Shavelson，1976）。

国内学者对自我概念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朱智贤认为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个性进行自我调节的心理系统（朱智贤，1989）。它包括认知成分、情感成分、意志成分三部分，是基于自我意识的知、情、意的统一，是个性心理面貌的重要成分。张春兴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各方面的知觉，它是一个多维度、有层次、有组织的结构（张春兴，1992）。乐国安和崔芳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社会属性等方面比较稳定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个体通过自我观察，分析外部活动及情境、社会比较等途径获得的（乐国安，崔芳，1996）。黄希庭则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人对自己所有方面的知觉，是一个具有评价性，可以与他人分别开来的多维度、多层次、有组织的结构（黄希庭，2002）。

尽管对自我概念的定义不同，但国内外研究者都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的主观知觉和判断，这种知觉和判断包括对自己的生理状态、人格、态度、社会角色、过去经验等方面的认知，是由一系列态度、信念和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组织的认知结构。

8.1.2 自我概念的结构

James对自我概念的具体成分分析开启了对其进行元素分析的先河。他将自我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和纯粹自我四种成分（James，1890）。他认为，这些成分在层次上是有顺序的，各种成分的总和构成总体自我概念（Hattie，1992）。总体上看，James对自我概念的认识是单维的、笼统的，当然也是整体的、深刻的。随着统计分析方法和各种手段的不断进步、创新，不少心理学家开始了对自我概念结构模型的探索，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将自我概念单维理论模型发展为多维度多层次模型（Fitts，1965；Harter，1985；Shavelson，1976）。

多维度理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Harter。他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概念的成分要素在不断地增加，要评价个体的自我概念水平，必须考虑其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Harter，1985）。Harter先后提出了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自我概念的不同成分要素，并编制出包括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青春期学生、大学生、成年人的5种测量问卷（Harter，1986）。

目前，在国外自我概念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Shavelson等人提出的自我概念的多维度多层次模型。Shavelson认为自我概念是通过经验和对经验的理解而形成的自我知觉，个体的自我知觉是源于人际互动、自我属性和社会环境的经验体验。经验体验是多维度的，按照一定的层次组织成一个整体，构成个体的自我概念，它是一个有层次的多维度的结构（Shavelson，1976）。在此模型中，一般自我概念位于最顶层，它可以分为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又可分为具体学科的自我概念，如英语、历史、数学和科学等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又可分为社会的、情绪的、身体的自我概念。社会自我概念又可细分为同伴关系和重要他人，情绪自我概念主要是指特定的情绪状态，身体自我概念则主要指身体技能和外表。在自我概念的等级结构中，一般自我概念位于最高点且相对稳定，随着等级的降低，自我概念与特定情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稳定性也随之逐渐降低。同时，随着个体的成熟，自我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即维度区分越来越多。

田纳西自我概念多维理论模型（Fitts，1965）也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在考察个体的自我概念时，不仅要考虑自我概念的多维性，还应考虑个体的总体状况。Fitts把自我概念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体综合状况，即自我总分与自我批评。第二部分分成两大维度：一是自我概念的结构维度，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来分析，可分为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等；二是自我概念的内容维度，可分为生理自我、道德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等。Fitts的理论对自我概念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定义，所进行的自我概念的结构划分全面而不繁琐，结构层次清晰，每一个具体的维度都有准确的含义和测量的标准（万德智，2007）。他编制的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可操作性强，被广泛采用。

而国内对自我概念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台湾学者张春兴（1992）在其著作《张氏心理学辞典》中提出自我概念由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业成就有关的自我概念）与非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业成就无关的自我概念）组成。同时，他提出学业自我概念由一般学业成就、主要学科成就和特殊学科成就组成，与学业成就无关的自我概念由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容貌健康组成。郑涌、黄希庭等（1997）的研究则发现，我国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呈现一个以自我统合为核心，以交际、偏好、性情、身份等多方面与外界相互作用的结构，各侧面的相对重要性在总体上不明显。他们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提出了我国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多层次结构模型，该模型把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分为交际、友善、信义、容貌、学业、志向、家庭、成熟和自纳等维度，并据此设计编制了较适合我国大学生的自我概念问卷（郑涌，黄希庭，1998）。

从自我概念结构模型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自我概念的理论模型经历了从单维结构到多维度多层次结构、从单一的顶层结构到内部结构内容的构建、从单纯的理论建构到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从静态观点到动态观点的发展历程，使自我概念的结构模型得以逐渐完善，关于自我概念的实证性研究也得以逐渐深化。

8.1.3 自我概念的测量

自我概念的测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方式：一是让被试描述自己某些方面的特征。这种形式没有客观的评价指标，但可以让其自由深入地探索自我，适合于对个案的研究。二是使用一些标准化量表。这种方法虽也有欠缺，但它是目前了解个体自我概念的主要方式，它不仅有科学的量化指标，而且因为对测量过程、评分及解释等进行了标准化，故所得结论比较客观。多数研究者都使用量表的方法，且主要集中于自陈式量表。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自我概念测量方法。


开放性或自发性量度法
 大多数（95%）的自我概念研究与其说是自发的不如说是反应的（胡维芳，2003）。因而，研究者们通过让被试回答开放性问题的方式量度自我概念。

最具代表性的是“20问”法
 （Twenty Statement Test）抑或称之为“我是谁”
 （Who Am I？），简称WAI，是由Kuhn和McPartland（1954）对自我态度（self-attitude）的研究导出的，其基本特点是对“我是谁？”这样的问题自答自问（见表8.1）。WAI不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又能得到被试自发的反应。传统的WAI研究主要是对被试的WAI陈述的内容进行分类记数，然后就各类别的反应频数分析被试的自我概念，有时也测定WAI反应的重要度和好恶度等心理负荷，涉及被试对自我形象的态度与情感。随着计算机方法在心理学的逐步运用，我国学者郑涌、黄希庭（1997）率先把因素分析和聚类分析用于WAI程序，首先对被试的WAI反应进行类别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被试对其反应的分类重要性排序做进一步的因素分析和聚类分析，从而深入探讨自我概念的结构特点。


形容词检选表法
 目前较常使用的形容词检选表是由Gough和Heilburn（1965）编制的。该方法是按英文字母顺序罗列出300个形容词，如忠诚的、幽默的、热情的等，要求被试选出符合自己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我国则是以杨国枢（1974）为代表编制了类似的量表，即自我接受量表
 （Self-Acceptance Scale）。该量表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之一是要求被试在142个描述自己特性的正、负形容词旁边填写其所认为这些形容词是否贴切地描述了自己；另一部分则是要求被试在58个类似的正、负特性形容词之后注明自己是否“已有”或“没有”这些形容词所描述的特性。


语义分析法
 语义分析法（method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是运用语义区分量尺来研究事物意义的一种方法，最早由Osgood、Suci和Tannenbaum（1957）所创造。这种方法以纸笔形式进行，要求被试在若干个7点等级的语义量尺上对某一事物或概念进行评价，以了解该事物或概念在各评量维度上的意义和强度。一个量尺等级序列的两个端点通常是意义相反的形容词，例如，聪明的—愚笨的，健壮的—衰弱的，吵闹的—安静的等等。用语义分析法来研究自我，设计简单，操作方便。这种方法容易构造，操作简易，很流行，但却容易导致研究者忽视少量的心理条件，如确保可接受的信度、因素结构及适合性，而且会受社会赞许效应和自我防卫机制的影响。

表8.1 20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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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盛华，2010.


Q分类法
 Q分类法是一种自我评定测验的实施方法，要求被试在载有描述自我特征的一系列卡片中，根据卡片所述最符合本人的程度，按等级分为事先规定好的若干类；然后研究者按照被试分类的结果进行分析，以了解其自我的特征。使用Q分类法研究个体行为改变情形者，称为Q技术（Q technique）。每张卡片上载有描述自我特征的一个语句，如“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常感到害怕”，“我通常会先想到自己”，“我常因愤懑而招致麻烦”，“我喜欢人际交往”等等。这些语句是从个人中心治疗的大量谈话录音中选出患者对自我体验的代表性陈述。这种卡片一般较多，通常在60—140张之间，多数研究采用100张。要求被试读每张卡片上的句子，考虑是否与自己相符，然后将它们分放到从“正是我的特征”到“一点也不像我的特征”的9个等级上；在分配这些卡片时还要求被试按正态分布的原则确定各等级上应分到的卡片数目，即中间等级分到的卡片最多，两端的等级分到的卡片最少。要求被试按正态分布分配卡片的目的是既可以防止被试的反应定势（response set），也有助于资料的处理。它是一种自比性研究，难免会引起被试的防卫反应。此方法的局限是：运用强迫性分配方式，容易引起被试的反感，要求被试检视100张或以上的卡片，也容易影响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和合作态度。

虽然上述量表都是国际上通用的，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但是过分依赖结构性问卷，难以克服问卷法固有的局限性，应该综合运用访谈、问卷、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各自的长处和特点，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8.1.4 自我概念的功能

Burns在其《自我概念发展与教育》（Self-concept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1982）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自我概念的心理作用，提出自我概念具有三大功能：保持内在一致性，决定个人如何解释经验，决定人的期望。

保持内在一致性

个人怎样理解自己是其内在一致性的关键部分，因此，个人需要按照保持自我看法一致性的方式行动。最初，Freud把自我看成是本能冲动和超我需求之间的传递者，强调其调控、保护本能的同时现实地适应社会的功能。后来的精神分析学者虽对Freud的理论有很强的批判，研究的焦点也有迁移，但也大致延续了精神分析的这一精髓，认为自我的主体调控作用是与自我对自身的认识相连的，且体现在人际作用之中，保持个体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

人的自我概念是相对稳定并且自相一致的，当现实有悖于个体的主观愿望时，自我概念就会通过维持内在一致性的机制引导个人的行为。对品德不良学生的研究也证明，学生有关自己声名与品德状况的自我概念直接与其行为的自律特征有关。当学生认为自己声名不佳，被别人认为品德不良时，他们也就放松了对行为的自我约束。很显然，通过维持内在一致性的机制，自我概念实际上起着引导个人行为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在儿童与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引导他们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金盛华，1996）。

决定个人如何解释经验

Rogers认为，自我的功能在于既反映经验又影响经验，个体可通过自我概念来评价和调整各种经验，使个体具有自我导向和自我抉择的能力。一定的经验对于个人具有怎样的意义，取决于个人在怎样的自我概念背景下做出评价。面对相同的情境，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其行为也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这是由于他们有着不同的自我概念。而相对应的，每一种经验对于特定的个人具有特定含义，不同的人可能会获得完全相同的经验，但他们对这种经验的解释却可能是非常不同的。自我概念就像过滤器，对任何新经验、新事物都具有经验解释作用，根据已有经验赋予新经验特定的意义。而所赋意义的性质和高度则取决于个人已经形成起来的自我概念，如果个人已有的自我概念是消极的，则每一种经验都会与消极的自我评定联系在一起；如果自我概念是积极的，则每一种经验都可能被赋予积极的含义。人们强烈地倾向于按照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由于这一倾向，改变人们已经形成并正发生作用的自我概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

决定人的期望

个体对自己的期望建立在自我概念基础上，并与自我概念相一致。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人们对于事情发生的期待，对于情境中其他人行为的解释以及自己在情境中如何行为，都高度取决于自己的自我概念。Burns指出，儿童对于自己的期望是在自我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与自我概念相一致，其后继的行为也取决于自我概念的性质。我们可以假设，学生的调皮行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整个行为动力系统都出现角色异常的结果。在调皮的学生消极自我概念的基础上，他们的自我期望、学习动机、外部评价与对待都偏离了原本的角色。经常性的调皮行为对于普通学生是不正常的，但对于这些学生，由于他们的整个行为动力系统都出现了偏离，并在偏离的状况下形成一个新的自我相一致的系统，因而在系统内部一切都并没有不正常。调皮捣蛋就是他们自己期待得到的结果，教师、家长与同学也认为那是他们应该表现出来的行为。消极的自我概念不仅引发自我期望的消极，而且也决定了人们只能期待外部社会的消极评价与对待，决定了他们对消极的行为后果有着接受的准备。

自我概念的这些功能在客观上决定了它对行为的调节与定向作用。一切外部影响因素只有经过自我价值系统审定之后被纳入自我概念结构，成为自我概念的有机构成部分，才可能真正转化为内在的个性品质。

8.1.5 自我概念的发展

自我并非与生俱来的。婴儿对自我的理解始于生命的第二年，从对身体的识别，到自我的社会认知，最终发展出对自我特征和能力的丰富、全面的认识，从而形成自我概念。自我概念的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年龄特征，而且自我概念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呈直线上升的，而是呈U字形曲线。自我概念的发展从幼儿期到青年早期呈下降趋势，11—14岁是自我概念的最低点，而后趋于平缓，然后再不断上升到成年早期（Marsh，1989）。对此，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周国韬、贺岭峰（1996）的研究证实，除身体自我外，11—15岁学生的各项自我概念基本上表现出U字形发展趋势，初一（13岁）是自我概念发展的最低点。

自我概念发展的年龄差异也体现了结构上的差异。Harter（1985）研究发现，构成各个发展阶段的儿童自我概念的成分要素是不同的。随着年龄、生活范围和经验的增长，个体自我概念的维度也日趋复杂和分化，儿童的自我概念逐步变得更为抽象，从早期对行为的具体描述，发展到儿童中期对心理结构的特征性描述，而青少年期则转变为更抽象的心理结构。他的自我概念维度模型（见表8.2）及有关具体研究在自我概念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表8.2 Harter的不同年龄阶段自我概念维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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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arter，1985.

自我概念发展在性别上的差异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从总体上来说，儿童的自我概念与其性别角色密不可分。关于中小学生自我概念的研究表明，自我概念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点。男生在数学、体育、身体能力、生理外貌等方面的自我概念要高于女生，而女生在阅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自我概念要高于男生。Wigfield等人（1997）的研究指出即使对1年级的小学生而言，不同领域上的自我概念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特征。对中国儿童所做的研究也同样证实了自我概念发展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女生在学习成绩、同伴关系、行为表现、与成人交往、集体关系、自我控制等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王维等，2008）。

进入青春期后，男女在不同领域的自我形象差异更为明显，这些差异除了表现在学业及体育、外貌领域之外，青春期少女对自我的过分关注导致其整体自我形象的下降。例如，Cole等人（2001）的研究指出，从3年级到9年级，与男生相比，女生自我形象的下滑更为迅速，尤其在外貌方面，女生对自己更为挑剔；而在中学阶段，男生的学业、体育自我概念也要优于女生，女生则对自己行为表现的评价更为积极。另外有研究发现，在从小学向初中的过渡中，女生体验到了更多的消极情绪，如抑郁症状、敌意等，而男生的这些消极情绪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却呈现降低的趋势（Hirsch & Rapkin，1987）。

8.1.6 自我概念发展的影响因素

心理学家对影响自我概念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Cooley（1902）的“镜中自我”理论对自我概念形成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是由其人际交往产生的，儿童通过与其周围的人进行交往而发展他的人格与自我。交往手段尽管不同，但塑造自我的机制大体上是一样的。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即是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Mead则发展了Cooley“镜中自我”的思想，强调自我是以社会作为镜子而得以发展的。他认为自我的形成至少包括模仿他人、游戏角色、普遍化他人三个阶段。Cooley和Mead强调了他人与社会对自我形成的作用，但只看到外在因素，而且都是一般化理论。Harter提出了自我概念受认知发展的制约，这是从个体内部认知进行考察的。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决定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完全被动地，而是主动的、综合的过程。Hormuth（1990）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我生态系统观，从系统的角度考虑自我概念及影响他的诸多因素，把他人、客体和环境整合为一个自我生态系统。他认为自我概念与自我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动态平衡。综合各种不同理论（Cooley，1902；Hormuth，1990），可以发现影响自我概念发展的因素包括：社会互动、内部因素和文化。

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是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核心机制。自我概念的发展除了依赖于自身内部条件的限制外，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交往中个体通过他人的评价逐渐认识自己，从而使自我概念得到发展。研究者（张文新，1999）指出，儿童自我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发展中难免出现自我评价与自我表现的不一致和行为反应的无所适从。个体正是在社会交往中通过人际间的交流才能不断地校正、调节对自己的认识，使自我概念达到整合。在个体自我概念形成发展过程中，影响儿童个性社会化的动因主要是家庭、学校和同伴，而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的重要他人都起着重要作用。


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在个体的社会互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重要他人是指在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重要他人的构成也会有所不同。对于儿童而言，重要他人依次为父母、老师和同伴；而在青少年期，同伴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到了成人阶段，特殊伙伴和老师的影响力更大（Hamachek，1992）。Hattie（1992）指出，重要他人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自我概念部分取决于个体与重要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好坏导致个体对自身能力、特质等方面产生不同的感知和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交往对自我概念的发展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社会各方面对个体评价的标准不同，如父母与老师的评价不同，这可能导致个体的自我评价及行为反应无所适从，表现为自我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同伴是青少年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他们发现同伴各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发展，而往往感觉不到自己的进步，这种比较往往影响他们的自我评价。

内部因素

自我概念的萌芽可能是日益成熟的语言能力的附属产物。语言可以用来指代自己和命名物品，这迫使儿童按照自己的需要（如“糖”）、信念（如“他是好人”）、情绪（如“高兴”）清晰而明确地表达自己。既然儿童有语言交流的需要，那就必然需要建构起牢固的“自我”和“他人”的概念，并准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行动、目的和信念的主体。自我概念在语言习得的早期便已开始产生，到18个月时，婴儿开始用言语体现自身和他人的区别。自我概念的萌芽被证实是与镜像自我同步发生的。当儿童开始准确地使用他所在群体通用的词语表达自己时（大约21个月时），他们也开始对镜子中的自己或照片中的自己表现出明显的自我认知（Tomasello & Akhtar，1995）。

社会认知能力影响和制约着自我概念的发展。Selman（1980）认为，儿童最初的自我概念是“物理概念”，儿童对内在的心理体验和外在的物理体验不加区分。随着其不断地社会化，儿童认识到内部状态与外部状态的区别，逐渐懂得根据其内部心理状态来定义“真正的自我”。同时，他在不断学习将自我的内心与他人的观点进行交流，想象、体验他人的观点，并将自我与他人的观点进行比较，进而提高采纳他人观点的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其自我认知的客观化程度。自我概念随着认知经验的发展不断完善，认知水平的发展使儿童具备了发展成熟自我概念的可能性。自我识别能力为自我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Hill和Tomlin（1981）等研究表明，儿童只有心理年龄达到18—20个月时，才能发展出自我识别能力。学龄期儿童的认知能力已经比较完善，能从自己的行为规律中总结出一些恒定特质，考虑人和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基本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自我概念。青春期个体的社会性认知不断增加，逐渐达到理解的元认知水平，即个体通过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调节与反馈，不断自我分析、自我调整形成的认知水平，发展出成熟的自我概念。个体的观点采择能力也制约个体对他人信息的理解和接纳程度，从而影响其自我认知的客观性。儿童的社会比较能力，直接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作用也在增大。Harter（1985）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自我概念变得更为抽象，从早期对行为的具体描述，发展到儿童中期对心理结构的特征性描述（如受欢迎的、聪明的、美丽的）。

文化

人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制约个体自我概念的发展。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文化所赞许的内容对自我概念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类型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个体自我概念的内容和维度。跨文化研究表明，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自我概念发展并不遵循统一规律。在个人主义社会里，个人更倾向于从自主、独立和创造的角度建构自我概念，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重视独立和自我满足，强调“私我”；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儿童更倾向于从人际和联系的角度构建自我概念，而且成人也鼓励儿童遵守群体规范，重视一致、遵从，强调“公我”。杨中芳（1991）认为，中国人“不好表现”、“不出风头”等观念会影响到自我的评价。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和荷兰儿童在学业自我概念（包括言语、数学、一般学校情况）、非学业自我概念（体能、外貌、诚实—可信赖、情绪稳定性、与父母的关系、与同性的关系、与异性的关系）、一般自我概念和自我概念总分上都存在显著差异（陈国鹏，Peters，& Moenks，1997）。对阿拉伯裔美国学生和阿拉伯学生自我概念的研究发现，美国学生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的10个项目中有7个项目（涉及体能、道德、学业自我等等）的得分明显高于阿拉伯学生（Soliman & McAndrew，1998）。

另外，社会经济地位同样影响个体自我概念的形成。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自我概念水平低，除了父母直接传递给儿童自卑或优越的信息外，儿童看到周围的成人没有因努力而获得相应成就，他们会对自己的未来采取放弃态度（Fazel & Stein，2003）。某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对那一代人的自我概念也会产生影响。比如现代人以瘦为美，体形与个人魅力有直接的关系，苗条的女士和健美的男士在身体自尊方面要比那些大腹便便的人高得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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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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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有关于自我的主观体验。Harter（1983）认为，自我是由三个既相互独立又关联的成分构成，即自我概念（self-concept）（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的观点）、自我控制
 （self-control）（他指导自己行为和活动的程度）、自尊
 （self-esteem）。我们已经涉及了自我概念和自我控制，这一节我们重点探讨自尊，特别是个体自我意识的飞跃期——青少年时期个体自尊的发展。根据祝蓓里（1986）、林崇德（1995，pp.409-411）对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特点的描述，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开始分化，青少年在心理上把自我分成了“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两个部分。这种分化形成了青少年思维或行为上的主体性，产生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判断和控制自己言行的强烈要求和体验。自尊正是在个体对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加以比较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一时期，个体的自尊水平不仅对于其面对青少年期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危机有重要作用，对个体一生的健全人格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准确地了解青少年自尊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首先厘清现代西方心理学和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对于自尊的不同定义，并针对青少年期的自尊的发展，介绍相关的研究进展。

8.2.1 关于自尊的定义

“自尊”（self-estee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aestimare”，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估计。牛津英文词典的定义是“欣赏自己”。“自尊”一词在西方至少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如古希腊哲学中认为Allotriosis（自我异化）为万恶之首，Oikeiosis（自爱、自得、认可自我）则为终极目标。在古希腊黄金时代，Oikeiosis被视为众善之源，以此为中心辐射出重重爱的圆环，先爱自己，次及子女，再及于家庭，以至全人类。柏拉图称“理性的自爱”为求进步之所必须，唯有自爱能“使人关心自己的未来”。亚里士多德将快乐等同于自得，充分发展自己的特殊天性就是至善。关于自尊的解释有很多，每种说法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自尊的含义，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自尊内涵的自我胜任取向

这种定义由James最早提出，他认为自尊是个人对自己抱负的实现程度，即自尊=成功/抱负。有的研究者（Bills，Vance，& McLean，1951）提出，一个人的自尊由真实我（real self）与理想我（ideal self）之间的差距决定，真实我是自我中成功的、已经实现的那部分，理想我是个人期盼达到的那部分。

自尊内涵的认知取向

这种定义认为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知觉的总和。如Steffenhagen（1990，pp.1-27）认为，自尊包括自我概念（心理的）、自我意象（身体的）和社会概念（文化的）。但他只强调了对自尊的生理、心理、社会方面的认知，没有提到自尊的体验方面。

自尊内涵的感情取向

Coopersmith（1967）指出，自尊是指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关自我价值的评价与体验。Brown（1998）提出自尊即自我体验，把自尊定义为对自我的情绪性的感觉，并认为高自尊就是对自己的总体的喜爱。

自尊内涵的结构取向

这种定义认为自尊包括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两个维度。如Tafarodi等人（1999）的研究认为，总体自尊有两个维度，即自我能力（self-competence）和自我喜欢（self-liking），前者指对自己价值的评价，后者指自我接纳的程度。

国内学者关于自尊的定义

我国学者林崇德（1995，pp.311-316）指出，自尊是自我意识中具有评价意义的成分，是与自尊需要相联系的对自我的态度体验，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魏运华（1997）则认为，自尊是指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获得的有关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与体验。目前这种定义为众多研究者所接受。

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自尊与中国人通常理解的自尊是不同的。这里所说的自尊是指个体感到有能力、有信心、有价值、为他人所接纳等具有积极意义的品质，是应该努力培养的。而通常人们所说的“你这个人自尊心太强了”实质是指一个人的自尊需要很强烈，而往往这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中国人常说的“面子”可以看作是从他人的角度理解的自尊，但是“爱面子”和“有自尊”是不同的。有的人特别爱面子，追求表面的光彩，盲目与别人攀比，在知识学习上，不懂装懂，听不得别人的批评，这些其实都是虚荣的表现，根源在于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不能实事求是地接纳自己。这种“死要面子”不仅不是自尊，而且是一种自卑的表现。自尊心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的。有自尊的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好。他们不需要努力掩盖自己的缺点，以显示自己比别人优越。拥有强烈自尊感的人，他们的乐趣在于以真正的自我而存在，欣然接受自己和他人一样都是不完美的独特个体，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为了更好地说清楚中国本土化自尊概念和西方心理学中自尊概念的差异，我们先着重分析有关中国本土文化中的自尊及其结构的研究，最后再重点介绍有关自尊发展的研究。

8.2.2 中国本土文化中的自尊及其结构

在中国心理学界，学者们普遍将西方心理学中的self-esteem翻译成“自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蔡华俭，丰怡，岳曦彤，2011；仲轶璐，刘永芳，2013）。事实上，self-esteem与自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尊是中国文化中的本土概念，在两千多年前的典籍中就有“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礼记·表记》），“厚重自尊，谓之长者”（《韩非子·诡使》）的表述。两千多年来，“不食嗟来之食”，“士可杀而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典型表现早就深入中国人心中。

本土文化中自尊的含义与功能

现代汉语词典（2012）指出，自尊指的是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这个界定与辞源（2010）、学典（2009）、国语活用辞典（2009）的解释完全一致。结合舒首立等人（2012）的分析，可以将自尊定义为：尊重自己，保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是一种卓然独立的精神品质。保护自己的人格尊严、防止自己人格尊严的损失是自尊的本质所在，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是自尊的具体表现形式。至于self-esteem，James（1890）认为它是个体对自我的满意或者不满意的感觉，是自我感觉（self-feeling）的一种；Brown（1993，pp.27-58）认为它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与否的感觉；Mruk（2006）认为它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自我胜任感或二者的结合。可见，self-esteem指的是一个人的建立在自我评价基础上的自我感觉，表现为自我欣赏或者自我喜爱与否，与中国本土的“自尊”概念差异明显。

自尊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道德领域。“一个对善恶有着深刻信念或高度自尊之人，在实际生活中，不但能够随时选择善行，也会随时避免恶行”（吕俊华，1988）；“自尊的人，……在个人独处时，能以慎独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按社会的道德和规范行事，自觉地审视、反思和调节自己的行为，绝不做寡廉鲜耻的事情”（汪卫平，2012）。

本土文化中自尊的结构：以大学生为样本

对自尊这一中国本土人格概念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无研究探讨自尊这一本土人格概念的结构。作为研究的开端，我们选择在校大学生为样本探讨自尊的结构。

研究者（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2015）以“什么是自尊”，“一个人有自尊是怎样的”，“没有自尊的人是怎样的”为题对某大学53名在校本科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见表8.3。

表8.3 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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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2015

他们根据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设计问卷，包含不卑躬屈膝，不允许他人欺负侮辱两个维度，共15道题。为了尽量避免社会赞许效应，项目全部采用反向测量方式。问卷标题为“本土化中国大学生自尊问卷”，简称“大学生自尊问卷”。初测被试来自3所大学的237名在读本科生。采用正交旋转因素分析，剔除双重载荷的项目后，量表最终包含12道题；获得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不卑躬屈膝”、“不允许言辞侮辱”、“不允许强力欺压”。因素载荷以及信度系数见表8.4。正式施测的被试来自7所大学的627名在读本科生。研究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SES）与大学生自尊问卷得分的相关作为问卷的区分效度，同时采用大学生考试作弊意向作为大学生自尊问卷的预测效标。大学生考试作弊意向包含3道题，分别是“考试之前我会考虑做一些作弊的准备”，“考试过程中我会想着去瞟看别人的试卷”，“考试过程中我会想着去看小抄或手机中的答案”，α系数为0.91。三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
 =185.69，df=51，χ2
 /df=3.64，SRMR=0.05，GFI=0.95，NFI=0.92，RMSEA=0.065。由于不允许言辞侮辱和不允许强力欺压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较高（r=0.79），故将不允许言辞侮辱和不允许强力欺压合为一个维度对整个问卷进行二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二因素模型拟合结果显示，χ2
 =270.10，df=53，χ2
 /df=5.10，SRMR=0.06，GFI=0.93，NFI=0.88，RMSEA=0.08；Δχ2
 =84.40，Δdf=2，p＜0.005，χ2
 差异显著。对比结果，三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标优于二因素模型，因此取三因素模型。

表8.4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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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2015

对52名在校本科生调查发现，大学生自尊问卷与SES的相关系数为0.23（p=0.096＞0.05），自尊与self-esteem只有边缘显著相关。对69名在校本科生调查发现，大学生自尊问卷总分以及三个维度（不卑躬屈膝、不允许言辞侮辱、不允许强力欺压）与考试作弊意向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4、-0.11、-0.07、-0.37，不允许言辞侮辱和不允许强力欺压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7。相关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可以用作效标效度（张厚粲，张建平，2009），对不允许言辞侮辱、不允许强力欺压两个维度与考试作弊意向之间的相关做差异检验，t=2.58（df=66，p＜0.005），相关系数差异显著。

综上，概念分析表明自尊与self-esteem在内涵上存在重要差异，不能将self-esteem与自尊混为一个概念。另外，大学生自尊问卷及其不允许强力欺压维度与考试作弊意向之间的相关为-0.24、-0.37，表明大学生自尊问卷对道德行为有较好的预测效度（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2015）。

由于目前对本土意义上的自尊人格特质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除了在特别注明的情况下，心理学文献中的“自尊”通常指的是西方心理学中的self-esteem，如下文。

8.2.3 青少年时期自尊的结构和发展特点

儿童从两三岁开始便有了自我概念，能够描述自己的身体特质、年龄、喜欢的活动等；到了三四岁时，儿童就能够评价自己，并从中体验到自豪或羞愧，于是便出现了自尊的萌芽，如“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我长得漂亮”等；自尊是在自我概念评价的基础上产生的感情体验。研究者（杨丽珠，张丽华，2005）发现，儿童在3岁左右产生自尊的萌芽，稳定于学龄初期，发展于青春期。

以上研究者对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自尊的结构和特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的自尊主要有重要感、外表感、自我胜任感、归属感和社会认可几个组成部分；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自尊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相同，同样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发展时期包含的内容也不相同。

3—9岁儿童自尊结构是由重要感、外表感、自我胜任感这三个部分构成。重要感是指儿童在心理上渴望得到他人的注意、接纳、支持和喜欢，通过言语、身体姿势、面部表情等方式来展示自己，从而获得他人的肯定。外表感是指从身体外表或穿衣打扮等方面获得的一种自我价值感体验。自我胜任感是指儿童在游戏、体育、学习、交往等活动中，通过表现出成功的行为和能力，获得他人对其学业、体育活动等方面能力的赞许，以此证明自己是个成功者，从而获得一种积极的自我价值感体验。研究还发现，4岁和7岁可能是儿童自尊发展的转折年龄，且儿童自尊发展存在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自尊发展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青少年的身体发育速度较快，第二性征的发育使得青少年产生了“成人感”。这一时期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快速发展，特别是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能力也快速地发展；同时同伴交往范围扩大，与同伴的亲密程度增加。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青少年个性与社会性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并且带动了青少年自尊的整体的发展。研究者（张丽华，张索玲，侯文婷，2009）发现青少年期的自尊由社会认可、自我胜任感、外表感、归属感和重要感五个部分构成。社会认可是指青少年能够适应新的学校环境，建立新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老师、同学等的接纳、承认的情感体验。归属感是指青少年主动表现出对他人（主要指同学、朋友）的尊重、合作和接受的态度，追求和维持友谊和集体感的情感体验。与小学阶段相比，社会认可和归属感是初中阶段自尊发展新出现的两个部分。在社会认可和自我胜任感维度上，初一是转折阶段。由小学升入初中后，每个青少年都要经历从不适应到适应新的学校环境、学习任务的过程，这一阶段必然会使青少年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从而导致社会认可和自我胜任感下降。但在归属感和重要感维度上，初一学生得分最高，说明对于刚进入新环境的初一学生而言，归属感和重要感的需要在这一时期凸显出来，他们在心理上特别渴望得到新同学、新老师的注意、接受、鼓励和喜欢，因此，希望通过自己在学习、劳动、体育等方面的积极努力，引起新老师和同学的注意并获得肯定性评价。研究还发现，从初二开始，自尊水平发生了显著的下降，而初三基本保持在初二的自尊水平，说明初二是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与发展心理学（杨丽珠，刘文，2006，p.333）中的自我概念在初二时处于最低点有关，也可能与青少年生理的迅速发育成熟和学习的压力增大等因素有关。这一阶段女生自尊发展水平仍然显著高于男生。

研究者（宋芳，张丽华，2008）还发现，到了大学阶段，自尊由重要感、自我胜任感、归属感和外表感构成。这一时期的自我胜任感指大学生渴望在学习、活动和交往中，通过表现出成功的行为或较高的能力，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者，从而获得一种自我价值感；归属感是指大学生在团体中感到被欣赏和有价值，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合作和接受的态度，从而追求和维持友情的情感体验。

整体而言，自尊的发展有着连续性和继承性，后一个阶段自尊的发展以前一个阶段为基础，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易艳等（2013）对青少年自我概念反应内容的研究发现，4—6年级学生的自我概念主要内容包括名字、家庭住址、身体外貌、学业、家人、同学等；初中生自我概念中学校、性别、道德价值观开始出现；高中生的自我概念中出现了内在情绪、结婚对象、人生观等内容。由此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自我概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自尊是在自我概念描述的基础上体验到的评价性情绪，因此自尊体验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抽象化，并且逐渐趋于稳定。关于青少年自尊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唐日新，解军，林崇德，2006），大部分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较高，其中高自尊占青少年总数的38%，中等自尊占52%，低自尊占10%。

8.2.4 自尊与心理健康

自尊的功能

一般认为，自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自我保护。
 个体通过自尊的自我保护而免受焦虑和恐惧。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个体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坚信所处文化背景的世界观，并按照相关的价值评判标准行事，体验和获得自身的价值感，这种体验就是自尊。当个体对现实的信念和自信遭到破坏，威胁到个体的自我价值体验时，自尊作为焦虑的缓冲器，会诱发一定的补救和防御措施，但是当冲击和威胁过大或时间过长时，自尊的调节机制可能受损，从而引起适应不良及相应的心理问题。周亚男等（2011）关于自尊和心理应激的关系研究发现，自尊与应激性事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个体的自尊水平越低，其受到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越高。Sun和Hui（2007）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低水平的自尊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着个体的高应激症状。


经验解释。
 不同自尊水平的青少年对于相同的经验的解释可能是不同的。根据James对自尊的定义，自尊=成功/抱负。对于取得同样成绩的青少年，对自己有更高期望的青少年可能体验到挫折和失落感，而对自己期望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则可能体验到成就感和喜悦，这是由于不同的抱负水平决定了他们对于同样事件的内心体验是不同的。


决定个体的期望。
 个体的自尊决定了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个体对事件发生的期待，对情境中他人行为的解释，以及自己在情境中的行为。个体对自己的期望是在自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与自尊相一致的。根据Erikson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青少年时期的发展任务是努力形成自我同一性，避免角色混乱。因此，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最能体现个体对自我的期望。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整合与适应，是个体寻求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能力，是对“我是谁”、“我将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我如何适应社会”等问题的主观感受和意识。Marcia（1993）根据青少年探索和承诺的程度对个体同一性的发展状态进行了评定。探索包括青少年对意识领域（对政治、道德、价值观、职业）和人际领域（友谊、家庭、性别角色、两性交往）的问题的思考程度；承诺则是指青少年对这些领域的问题做出明确选择的状态，需要个体做出精力、毅力和时间等方面的投入，自我牺牲及对特定兴趣的维持。李爽和陈晓（2013）对青少年自尊和同一性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学生的自尊水平与其在探索、承诺维度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影响人格的健康发展。
 自尊是心理健康的核心这一点已经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可。自尊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维持人格发展的定向和连续性，促进人格的健康发展。自尊不断地改变着个体对人格发展的态度和要求。例如，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意识到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并努力调动自己的潜力去实现预定的目标，从而促进人格的发展。

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自尊是个体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言行、维护一定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的自我意识倾向，是个体具有的一种内在的社会心理需要，一种情感体验，一种适应机制。它保证着一个人心理活动的正常进行。个体自尊的高低、强弱影响着他们将来的社交能力、主观能动性、性格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等。对自尊机制的研究发现，不同自尊个体在注意、记忆、归因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低自尊个体倾向于注意拒绝性的信息，而高自尊者不存在这类注意偏向（Dandeneau & Baldwin，2004）。研究者（Story，1998；田录梅，张向葵，2008）向不同自尊水平个体呈现不同效价的特质反馈信息，结果发现被试能准确地记住那些与自己自尊水平相一致的反馈特质，而以歪曲的方式回忆与其自尊水平不一致的反馈特质。Pruessner等（2005）对不同年龄阶段中不同自尊水平个体的大脑进行结构性扫描，结果发现，相比高自尊个体，低自尊个体的海马体体积更小。他们认为，海马体的体积与记忆中的消极生活事件相关，由于低自尊个体缺乏正确看待生活中消极事件的态度，不能将负性生活事件进行合理的加工，因此低自尊个体的海马体体积更小。由此可见，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在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导致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自尊与社会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闫秀峰等（2012）关于青少年自尊与社会焦虑的研究发现，自尊与社会焦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并且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自尊间接影响社交焦虑。邓慧华等（2013）关于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尊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尊可以显著缓解压力事件对抑郁的当前作用和长期影响。Van Tuijl等（2014）对荷兰1641名初一、初二学生的研究发现，自尊与抑郁和社交焦虑障碍存在着负相关，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自尊水平对抑郁和社交焦虑障碍青少年进行干预。Bento等（2013）关于葡萄牙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完美主义倾向与抑郁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自尊和抑郁之间显著负相关；完美主义倾向通过自尊影响青少年女生的抑郁水平。关于自尊与考试焦虑的研究（张丽华，韩慧敏等，2010）发现，自尊和考试焦虑呈负相关，即自尊越低的学生越容易体验到考试焦虑。雷修龙等（2013）关于初中生自尊和攻击行为之间的研究发现，自尊与攻击呈显著的负相关，并且自尊对攻击性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赵长春等（2013）对初中生友谊质量的研究发现，自尊能够影响初中生的羞怯水平，从而影响其友谊质量。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可以通过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降低其羞怯水平，从而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

因此，高水平的自尊是青少年健康心理的主要标志。具有高自尊的青少年往往善于处理与父母、老师和同伴之间的关系，乐观积极，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自我感觉良好。相反，低自尊的青少年常对自己持消极否定的态度，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对自己要求苛刻，总想战胜自己、改变自己，因而有更多的内在冲突。因此，保护和培养青少年的自尊心，激发其内在的积极性，推动其不断完善自我，具有重要意义。

8.2.5 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生活在由文化、社会、学校、家庭等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中，其社会性的发展必然受到系统中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费孝通和刘豪兴（2005）认为，我国的社会格局是以“己”为中心，通过家人、熟人、陌生人等形成的由近及远的社会关系。这就使得中国人的自尊必然和亲密他人联系起来。集体主义文化的自尊来源与强调个人能力和成就的西方文化的自尊来源不同。杨国枢等（1992）通过对台湾和内地大学生自尊范畴的研究，提出华人有四种主要的自尊：个人取向自尊、关系取向自尊、家庭（团体）取向自尊和他人取向自尊，后三者均为社会取向自尊。这一发现说明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自尊在强调自我的成就时，更强调社会的接纳、认可和成就。因此，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系统地考察个人特质、家庭环境、学校因素等对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影响。

张林（2006，pp.153-154）对影响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各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自尊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对青少年的自尊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一项关于14、16、18岁青少年自尊的调查研究（Boudreault-Bouchard et al.，2013）也得出了相同结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尊水平逐渐提高。对于中学生而言，各科考试成绩的总分在班级中的水平也会影响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对大学生而言，专业课成绩和外语水平是其学业成就的标志，对自尊有积极的影响。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等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没有紧密关系，而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与青少年自尊发展关系密切。父母温暖理解的教育方式对青少年自尊的整体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而拒绝否认的教育方式对青少年自尊的整体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学校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状况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的关心支持、喜欢、接纳对青少年自尊有积极的影响，而苛刻严厉的教育方式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有着严重的消极影响。在学校同伴关系中，人际和谐、交往互动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其他相关研究也发现，从个人角度而言，外貌、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因素之一。对于青少年而言，外貌感是构成其自尊的重要内容之一。一项关于高三学生自尊的调查研究结果（胡婷婷，于海琴，2012）显示，同样是成绩优秀班，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班学生身体自尊水平显著高于贫困班。因为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困班学生在穿着、营养、医疗条件等方面不如其他人，因此导致其身体自尊水平较低。王明忠等（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与同伴交往的人际能力和自尊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父母情感温暖水平越高，青少年越能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接纳和支持，孤独感越低，归属感越强，从而获得更高的自尊水平；高情感温暖的父母善于和孩子沟通，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其子女在和父母的互动中学会如何与他人交往。因此父母情感温暖水平越高，青少年与同伴的人际关系质量越好，其自尊水平也越高。研究发现（Grych，et al.，2003；杨阿丽等，2007）经常暴露于父母冲突中的青少年容易将冲突的原因归因于自己，从而产生自责心理，有更低的自尊。关于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与自尊的相关研究发现（张丽华，张索玲，宁微，2009），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自尊都有着密切的影响，但是就相关程度而言，同伴关系与自尊相关程度更高；同伴关系直接对青少年自尊产生重要影响，而师生关系对自尊的影响，更多地是通过同伴关系间接实现的，即同伴关系起到了中介作用。

认知水平和归因风格是对青少年自尊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方面。青少年时期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青少年对他人和自身的观点、评价不够成熟，从而产生歪曲的认知。Beck（2001，p.75）认为歪曲的认知与低自尊紧密相联，是不恰当的、无效的认知方式，使个体只看到自己弱小、不可爱的一面，不能全面地认识自我。郑庆友（2013）认为歪曲的认识有很多种类型，与低自尊相关的主要有：（1）极端化思维，指采用二分方法看待事物，要么全对，要么全错。低自尊的青少年不能接纳自身的任何缺点，对缺点过分关注而忽略自身的优点，并且因此感到失望、沮丧。（2）过度类化，指因某件偶然的事件就得出关于自己能力或价值的普遍性结论，并把这种结论应用在其他事件中。低自尊的青少年往往会因在琐事中表现不够理想或偶然失误，就认为自己“不好”、“能力低”。（3）个人化，指将外在事件与自己发生关联的倾向，并将消极事件都归因于自己。如某些青少年会将父母之间的冲突归因于自己，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或没有能力让家人和睦相处。（4）读心术，指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主观地认为自己可以洞悉他人的想法。有的青少年认为他人都不喜欢自己，不关心自己，其实这只是一种推测，在没有与他人接触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5）灾难化，即认为自己的处境或即将发生的事情太糟糕、太悲惨了。例如某些青少年会因某次当众讲话表现不佳，感到极度焦虑，认为自己“没脸见人”，“活不下去了”。（6）消极预测未来，指在没有充分分析积极与消极因素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未来悲观失望。某些青少年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就认为自己的整个人生没有价值。（7）选择性负面关注，即只关注消极面，忽略积极面。低自尊的青少年往往过分关注生活中的消极方面，认为自己处处不如别人。（8）应该，指根据事物应该怎样，而不是事实怎样进行评价。如有些青少年在向同学提出邀请时，会预想同学应该愉快地接受，当同学因为其他更重要的事不得不拒绝他的邀请时，就会感到极度失望，觉得受到了伤害。

归因风格是对青少年自尊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内部因素。高自尊者倾向于将成功进行内部归因，如自己的努力、能力等方面，将失败进行外部归因如任务太困难等；低自尊者则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运气好等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将失败归因为内部因素，如自己的能力差。高低自尊者不同的归因方式导致了高自尊者在成功时能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失败时则能够很快从消极情绪中解脱出来，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低自尊者在成功时不能及时对自己予以肯定，遭遇失败后容易陷入自我责备、低落的情绪中，因此较少寻找积极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自尊和归因与攻击性的关系研究发现（韩利萍，丁凌云，2011），自尊和归因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它们是攻击行为发生的两个重要因素。高自尊者的归因风格可以对失败后体验到焦虑情绪起到缓冲的作用。

8.2.6 提高青少年自尊的建议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生理、心理快速成长的阶段，需要老师、家长和青少年自己加深对这一发展阶段的认识，共同努力，使得青少年顺利渡过这一时期。因自尊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等方面均能产生重要影响，为了维护、提高青少年自尊，以下向教师、家长和青少年提出几条建议：第一，教师、家长在看待青少年时，不要仅仅以学习成绩为评价标准，要综合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给予客观的评价，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包容性和人生的多样性。老师、家长对青少年做出的努力要予以肯定，多鼓励他们进行各方面的尝试，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帮助他们为自己的价值感找到更多支撑点。老师和家长要尊重青少年的个性差异，将他们看作是可以掌握自己人生的独立个体，在学习、交友等方面给予积极的引导。第二，相对父母的收入、职业等，对青少年自尊影响更大的是父母的教育方式和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心、理解。父母对青少年的温暖理解，可以让他们体会到父母对他们的爱和期望，他们会因此觉得自己是重要的、有价值的。父母要多倾听青少年内心的想法，为他们的学习、生活提供必需的经济支持和感情支持。第三，青少年要有意识地检查自己存在的歪曲认知，意识到这些歪曲的认知根源在于过去的经历使自己形成的“我无能”、“我不值得被人爱”等消极的核心信念。这些信念产生的自动化思维影响着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因此，青少年应建立每个人生来都是值得被爱的，并且都要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奋斗的积极信念，客观全面地分析、评价自己的优缺点，如果自己做起来有困难也可以请信任的长辈、朋友帮助自己进行分析。青少年要练习正确的归因方式，在成功时及时给予自己肯定和鼓励，在失败时冷静分析客观和主观原因，积极寻找补救措施。同时青少年可以有意识地进行积极自我暗示，也可以借助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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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1）张丽华.（2003）.论自尊研究的历史发展趋向.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2）：48—52.（2）张丽华，杨丽珠，张索玲.（2009）.青少年自尊结构研究.心理科学，32（1），55—58.（3）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2015）.中国人的自尊结构初探.心理学探新，35（ ），？—？.撰稿人：张丽华、舒首立。


8.3 自我同一性
 
[1]




自我同一性
 （self-identity）是Erikson自我心理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个体对过去、现在、将来“自己是谁”及“自己将会怎样”的主观体验。Erikson在其理论中高度强调自我同一性对个体尤其是对于青少年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在他著名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他将青少年时期个体最重要的发展任务确定为获得自我同一性，避免角色混乱。他认为在这个阶段，青少年会经历生理和心理的剧烈变化，他们需要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和认识，最终是否可以形成一个能够自我接纳的自我形象至关重要，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是获得同一性还是出现角色混乱。那么究竟何为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中有着怎样的范式，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研究结果？以下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同一性”（identit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dentitas，具有“整体”、“其事物的自身”、“与那个人没有不同的本人”等含义。Self-identity在国内译法不一，有将其译为“自我同一性”（Erikson著，孙名之译，1998，p.3）的，也有将其译为“自我统合”的（张春兴，2005，p.281；郑涌，2004，p.3），这里采用“自我同一性”这一译法，一是因为现在“认同”多指“identification”或“identify”，二是因为现在国内多数研究者已普遍采用“自我同一性”这一译法。

8.3.1 自我同一性概念的提出

“同一性”一词由Erikson首次使用，他因首创了青少年同一性危机而名声大震（Côté，1996a）。Erikson所提出的同一性不同于Freud的“认同”概念，他认为同一性形成远非终止于童年和父母观点的内投（Schwartz，2001），而是将童年与青少年、成年区分开来，“同一性形成标志着童年期的结束”（Marcia，1993a，p.3）。

但由于自我同一性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以及Erikson对自我同一性进行描述的写作风格，造成自我同一性边界模糊，难以给出概念性定义。例如，Erikson（1980，pp.109-110）从四个角度对自我同一性进行描述：“在一个时期（同一性）好像指代的是一种有意识的个体同一感，另一个时期则指个人性格连续性的无意识追求，再一个时期则作为自我综合无言操作的一个标准，最后则作为对一个群体理想和同一性的一种内部一致性的保持。”

Erikson又根据同一性四个角度所涉及的自我和情境的程度，将其分为三个水平。其中最基本的水平为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这一层面的同一性为自我综合和个人性格的连续性，指有关自己的私下的或无意识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可能是儿童期的或从父母那里内化的内部心理冲突。由于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由基本信念组合而成，它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不易变化的（Erikson，1974）。

个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是涉及自我和情境的交互层面的一个水平，指个体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目标、价值观和信念。个人同一性包括恋爱观、友谊、家庭观、词语选择和其他有助于识别个体是独特的以及可以区别于他人的自我相关方面。“个人同一性的意识感基于两种同时进行的观察：一个人对在时空中存在的自我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一事实的知觉以及别人认识到的一个人对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一事实的知觉。”（Erikson，1968，p.50）

情境取向水平的社会同一性（social identity）指所属群体的理想整合为自我感的一部分，对群体理想的一种内部一致感。在社会心理学文献中有时又称其为群体同一性（Côté，1996a）。

达到自我同一性的个体会体验到一种同一感，Erikson（1968，p.165）认为，“同一感被体验为一种心理社会安宁之感，它的最明显的伴随情况是一种个人身体上的自在之感，一种自知有‘何去何从’之感，以及预期能获得有价值的人们承认的内心保证”。

8.3.2 自我同一性实证研究道路的开辟

由于Erikson从多个角度对自我同一性进行描述，使得自我同一性显得异常复杂，很难进行实证研究。自我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可以说是关于自己的无所不包的东西，而自我同一性又是对自我的一种整合感，是一种主观体验，因而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就显得非常困难。

可喜的是，1966年Marcia在其论文中为自我同一性的实证研究带来了曙光，他提出的“同一性状态”范式被作为一种“方法装置”用于操作性定义和实证调查Erikson的同一性构念（Berzonsky & Adams，1999）。

首先，Marcia从Erikson对自我同一性的描述中分析出两个概念：危机和承诺。危机（crisis）指青少年对各种有意义的选择做出选择的时期；承诺（commitment，或投入）指个体所展现的个人投入程度（Marcia，1966）。后来Marcia又将危机改为探索，探索（exploration）指“为了做出一个重要生活决定，目的在于获得自己和周围环境中信息的问题解决行为”（Grotevant，1987，p.204）。他把危机（或探索）和承诺这两个概念作为自我同一性的两个维度，给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操作性定义。

然后，Marcia就根据这两个维度对被试进行结构式访谈，结果发现，并不是如Erikson所说的每个青少年都会经历“同一性与同一性混乱”这一危机，有些青少年并不经历这一危机。于是Marcia（1966）就根据个体是否经历危机达到承诺将其分为四种类型，提出了同一性状态（identity status
 
[2]

 。）类型说（如图8.1）。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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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Marcia同一性状态类型说

来源：Marcia，1966.

（1）同一性获得型（identity achievement）
 
[3]

 ，该类型的个体已经经历了危机期，形成了承诺。（2）同一性延缓型（identity moratorium），这一类型的个体正处于危机期，承诺还相当模糊。（3）同一性早闭型（identity foreclosure）
 
[4]

 ，这类个体虽然没有经历危机但已经具有了承诺。（4）同一性扩散型（identity diffusion）
 
[5]

 ，这类个体可能经历也可能没有经历危机期，他们的典型特征是缺乏承诺。

Marcia提出以上四种同一性状态之后，许多研究者根据Marcia所给出的自我同一性操作性定义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到1993年为止，这一同一性状态范式激起了共300多项关于同一性的实证研究（Marcia，1993b）。而到了1999年，正如Waterman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过去的35年中，据估计使用同一性状态范式的文章、论文已超过500篇，并且几乎每一本青少年发展领域的教科书都提到过这一范式”（Waterman，1999）。因此，说Marcia的同一性状态范式在其后的30多年中，在同一性研究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并不为过。

8.3.3 自我同一性研究工具的发展

在同一性概念被提出之后，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语义区分技术（Bronson，1959）、Q分类测验（Gruen，1960）等来决定自我同一性获得的程度，但这些测量都没有涉及决定自我同一性程度的心理社会标准问题，也没有检验自我同一性行为结果的假设（Marcia，1966）。

自Marcia提出同一性状态范式后，许多研究者纷纷根据自我同一性的这一操作性定义，采用访谈法或问卷法对自我同一性进行测定。起初Marcia（1966）采用同一性状态访谈（Identity Status Interview）和句子未完成测验（Incomplete Sentence Balance）测定自我同一性，前者具体测定被试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后者测定被试总体的自我同一性程度，不过当初访谈的内容领域主要涉及职业、政治、宗教信仰等领域。后来Grotevant和Cooper（1981）的访谈法（Ego Identity Interview）将访谈的内容领域扩展到人际关系领域（友谊、恋爱和性别角色），然后根据被试在探索和承诺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高低划分同一性状态。

尽管同一性访谈法不断得到完善，后来甚至被用于叙事的深度访谈中（Grotevant，1993），但这种方法的样本数量太小，并不适合于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使用的群体抽样技术。Adams及其同事开发了一系列客观的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测量同一性状态。最初的量表是自我同一性状态客观测量
 （Objective Measure of Ego Identity Status，OM-EIS），涉及的内容领域主要有职业、宗教、政治领域，这一量表对每一同一性状态都可以产生一个连续性分数，根据这些分数，通过标准化技术，个体可以被划分到某一个同一性状态。后来，将Adams等（1979）的OM-EIS及Grotevant和Cooper（1981）的访谈法各自的优势相结合，Grotevant和Adams（1984）编制了扩展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客观测量
 （Extended Objective Measure of Ego Identity Status，EOM-EIS），这一问卷涉及的内容领域主要有四个意识形态领域（职业、宗教信仰、政治、生活风格）和四个人际关系领域（友谊、恋爱、性别角色、娱乐活动），可以分别计算意识形态领域和人际关系领域以及总体的同一性状态分数，在大学生（Grotevant & Adams，1984）、高中生（Jones & Hartmann，1988）和初中生（Jones & Streitmatter，1987）中都具有较好的信效度。Bennion和Adams（1986）对该问卷进行了修订，得到了EOM-EIS-2，国内郭金山在其博士论文（2002）中、王树青在其硕士论文（2004）及博士论文（2007）中也都对该问卷进行了修订。1998年，Akers等（Akers，Jones，& Coyl，1998）又修订了64个项目的EOM-EIS-2，只涉及职业、生活方式、友谊、约会、教育等五个领域，包含40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

OM-EIS及其修订问卷直接测量了同一性状态，而没有分别测量划分同一性状态的两个维度：探索和承诺。可是如果能将这两个维度分别加以测量，则可以直接评价每个维度的贡献。另外，由于OM-EIS及EOM-EIS-2的项目涉及较多具体的实际内容，Balistreri等（1995）为克服这一缺陷，编制了自我同一性过程问卷
 （Ego Identity Process Questionnaire，EIPQ）。该问卷的项目主要来自于先前的访谈法所问及的问题以及EOM-EIS中的项目，包含意识形态领域（职业、宗教信仰、政治、价值观）和人际关系领域（友谊、恋爱、性别角色、家庭），可以计算探索和承诺维度的总分，然后各取其中数，得出个体所处的同一性状态。可以说EOM-EIS-2是测量个体达到的同一性程度或同一性结果的工具，而EIPQ是测量同一性过程的问卷。国内刘永芳在其硕士论文（2005）中对其进行了修订。

日本学者加藤厚在Marcia提出的两个变量（“过去的危机”和“现在的自我投入”）的基础上，追加了“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编制了12个项目的同一性状态（张日昇等译为“同一性地位”）测定量表，根据被试在各变量上的得分组合，判定其处于六种同一性状态（另有两种为中间同一性状态，即同一性形成—权威接纳的中间地位、同一性扩散—积极的延缓的中间地位）中的一种。张日昇（2000）修订了加藤厚的量表，并用于国内青年的自我同一性研究和中日青年自我同一性的跨文化研究（陈香，2001）。

不过以上这些量表测的都是总体的同一性状态，具体领域的同一性状态多采用Della同一性状态问卷——职业、宗教信念和政治意识形态
 （Dellas Identity Status Inventory-Occupation，Religious Beliefs，Political Ideology，DISI-ORP），这种问卷有五种同一性状态，即除了获得型、早闭型、延缓型同一性状态外，还有扩散—扩散型（Diffused-diffused）和扩散—运气型（Diffused-luck）两种状态。其中扩散—扩散型与Marcia的扩散型相同，扩散—运气型的个体常依赖于运气、命运并且没有强烈的同一性承诺。这种问卷涉及三个领域，即职业、宗教信念和政治意识形态，最终可以获得每个领域的同一性状态分数（Goosens，2001）。

另外还有些研究者直接从某一具体领域入手编制相应问卷，如Umana-Taylor等（2004）编制的民族认同量表
 （Ethnic Identity Scale，EIS），通过评估青少年民族认同的三个维度：探索、解决和肯定，将个体划分为获得型、延缓型、早闭型和扩散型等同一性状态；Rahiminezhad等（2011）以伊朗中学生为被试编制的学业同一性状态问卷
 （Academic Identity Statues Scale，AISS），可以把个体划分为与学业相关的获得型、延缓型、早闭型和扩散型四种同一性状态；Profeli等（2011）编制的职业同一性状态评估
 （Vocational Identity Status Assessment，VISA），包含六种同一性状态，除了获得型、延缓型、早闭型和扩散型四种同一性状态之外，还有彻底的延缓型（searching moratorium）和未区分型（undifferentiated）两种同一性状态；Meeus和Dekovic（1995）编制的同一性发展量表
 （Utrecht-Groningen Identity Development Scale，U-GIDS），可以测得个体的关系同一性和学校同一性，包含六个测量承诺的项目和五个测量探索的项目。

8.3.4 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性研究

研究者（Meilman，1979；Archer，1982）以12—24岁学生为对象，研究同一性最初形成的年龄界限，发现大量的获得型和延缓型同一性状态的学生出现在18岁，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早闭型和扩散型学生人数相应减少，即20岁左右是建立稳固同一感的关键时期。Waterman（1992）对高中和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大学高年级学生比一年级和高中学生更多地达到获得型同一性状态。

安秋玲（2006）调查小学到高中的学生发现（见图8.2、图8.3），无论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人际关系领域，初中尤其是初二年级都是同一性发展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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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不同年级间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自我同一性状态

来源：安秋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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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不同年级间人际关系领域中的自我同一性状态

来源：安秋玲，2006.

王树青（2004）研究发现，从初中到大学，意识形态领域的早闭状态人数所占比例减少，扩散状态所占比例增加（见图8.4）；人际关系领域的早闭型和扩散型同一性状态所占比例都在减少，获得型和延缓型同一性状态学生的比例都在增加（见图8.5）。这说明从初中到大学，学生的自我同一性逐渐从早闭型向延缓型、获得型或扩散型同一性状态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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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青少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同一性状态上的年龄差异

来源：王树青，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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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青少年在人际关系领域同一性状态的年龄差异

来源：王树青，2004.

但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一些研究（Adams & Fitch，1982；Waterman et al.，1976）发现，约有50%的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从大一至大四发生了改变，转变的方向一般是从较低的同一性状态至较高的同一性状态。郭金山（2002）、王倩（2005）的研究都发现，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从大一到大三存在渐进增强的趋势，但到大四又有重新进入同一性危机的趋势。周红梅（2012）以821名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发现，在大学阶段，延缓型同一性状态的学生人数在降低；而扩散型和早闭型同一性状态，大二学生所占比例最高；获得型同一性状态，大二学生所占比例最低，到大三其所占比例又显著上升，但到大四其比例又开始有些许下降。可见大二和大四是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发展的转折点。另外刘永芳（2005）、周红梅（2006）、徐娜（2008）等从探索和承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大二和大四是探索和承诺的关键转折点。

综合来看，随着年龄增长，自我同一性是从较低的状态到较高的状态进行转变的，但在部分阶段会出现反常现象，如在初二阶段部分学生从早闭型同一性状态开始向扩散型或延缓型同一性状态转变，而到了大二和大四阶段，部分学生的同一性状态又开始从早闭型或获得型向延缓型或扩散型转变。

8.3.5 同一性发展性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各同一性状态的特点和个体同一性状态的发展路径上，如探讨同一性状态的发展路径是扩散型（D）—早闭型（F）—延缓型（M）—获得型（A），还是扩散型（D）—延缓型（M）—早闭型（F）—获得型（A）。由于涉及发展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纵向研究。

有纵向研究（Adams & Fitch，1982；Waterman et al.，1971；Waterman & Goldam，1976）使用自我同一性访谈考察了大学生在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两个领域的同一性发展。研究发现，在不同的领域处在相同同一性状态的发展趋势不一样，获得型同一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从一年级到二年级上升，到三年级下降，到四年级又上升的趋势；在人际关系领域呈现从一年级到二年级下降，到三年级上升，到四年级又下降的趋势。国内横向研究结果也表明，初二、大二、大四阶段都可能导致同一性反常（安秋玲，2006；王树青，2004；周红梅，2012）。

随着纵向、横向研究的积累，研究者逐渐发现了扩散型（D）—早闭型（F）—延缓型（M）—获得型（A）或扩散型（D）—延缓型（M）—早闭型（F）—获得型（A）这两种路径的问题，即个体并不总是有先后顺序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发展的，个体有可能出现反常现象，如A—F、A—M或F—D等。Kroger指出这种反常现象为退行（regression），并认为有些退行是适应性的，有些为非适应性的。适应的退行如A—M，这样的个体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的发展暂时退行到后一阶段，通过这一阶段的探索达到更好的整合。非适应的退行如F—D，个体遇到困难后，自暴自弃，不知进取，不进行探索，也没有形成承诺。

Kroger提出了退行的三种形式：失衡（disequilibrium）、固化（rigidification）、整合失败（disorgination）。其中失衡的退行是更为适应性的退行，如Stephen等（1992）描述的MAMA（延缓型—获得型—延缓型—获得型）循环，这样的个体总是对新经验持开放的态度，不断对其整合。固化与整合失败的退行则是非适应的退行，如M—F、M—D、A—D、F—D等，不利于个体的发展。

Waterman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同一性强度会增加，可退行这一现象却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同一性强度有可能减弱，这说明了同一性状态这一操作性定义有问题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如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第一个疑问，同一性状态是否代表了同一性这一构念，在1999年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多数人仍认为虽然同一性状态不能代表全部的同一性含义，但还是有一定的构念效度的。正如Waterman所说，同一性状态只代表了从自我同一性的某一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其他研究者可以从其他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并不会使同一性状态这一视角逊色。Waterman的这一论断是有根据或者说得到实证证明的（Berzonsky，1990）。

既然同一性状态这一操作性定义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同一性强度会减弱这一现象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社会文化情境这一重要因素。其实早在Erikson提出自我同一性概念时，他就注意到了社会因素，是社会与个体发展水平的冲突造成了危机。Marcia也承认同一性形成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1989年，Marcia发现20世纪80年代处于青少年后期的加拿大被试的扩散状态个体所占比例有所提高，他认为这可能是由这一时期该国的经济环境正在朝着自由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因素造成的。在1984年到1990年的抽样中，Kroger和Green（1996）也发现新西兰女性同一性获得型下降，早闭型的比例则提高，他们认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可能是越来越受限制和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就业机会。不过尽管这些个别的研究者在解释研究结果时已经考虑到了社会因素，但相当多的心理学者还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个体发展水平上。

研究者真正开始重视社会环境因素应从1987年算起，当时Côté和Levine强调Erikson的同一性发展是强调情境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同一年，Grotevant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青少年同一性的过程取向的论文。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考虑情境变量的重要作用。为了强调情境的重要作用，1996年的一期《青少年杂志》（Journal of Adolescence
 ）上发表的全部是针对情境中的同一性发展的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

随着对自我同一性发展既受个体内部因素影响又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这一解释越来越形成共识，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影响同一性发展的模型。以下就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模型。

Waterman的自我同一性概念和理论

Waterman（1985）认为Marcia的同一性操作定义没有考虑构成个体实际的同一感的具体目标、价值和信念，即只满足于将个体做总体的同一性分类，而忽略了各具体领域的同一性，提出了“个体在所有生活领域表现出相同的同一性状态吗？”的质疑。在进行的个案研究中，Waterman等（1990）发现即使处于同一种自我同一性状态的个体，在他们进行选择和做决定的特征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即个人的表现感（expressiveness）不同。Waterman（1992）把表现感作为同一性操作定义的第三个变量，使Marcia的同一性状态从四种扩展为七种，即表现性同一性获得型、非表现性同一性获得型、表现性同一性延缓型、非表现性同一性延缓型、表现性同一性早闭型、非表现性同一性早闭型和扩散型同一性。Waterman这一理论标志着同一性的研究从自我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向社会—认知观点的转变。

Grotevant同一性形成的过程模型

Grotevant（1987）同一性形成的过程模型是针对当时很多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我同一性状态相关研究而不是关注（发展的）过程这一现状而提出的，Grotevant以Marcia提出的“探索”为基础，并从家庭个体化和自我同一性探索的角度出发，概括出“自我同一性形成的过程模型”。Grotevant认为自我同一性过程包括：从事探索的定向、探索过程、情感和认知结果、同一性巩固和最终的同一性评估。从事探索的定向由刺激引起，而刺激更可能发生在个体面对不同观点的环境中（如对工作不满或从学校毕业等），它推动着个体进入一种思考或选择的状态，即进入探索过程，经过了探索过程，个体就可能实现了情感和认知的结果（如焦虑、悲伤或满意）。然后，自我同一性新的发展和探索领域将需要与已经存在的领域连接固定在一起，即进入同一性巩固阶段。最后个体将重新再评估新的自我同一感并决定是否承诺或返回探索过程。

Kerpelman等的同一性控制模型

同一性控制模型（Kerpelman，Pittman，& Lamke，1997）是基于Grotevant模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解决了Grotevant模型中没有解决的问题。Kerpelman等认为人际冲突是同一性发展的重要来源，人际互动促成了个体的同一性形成。具体来说，个体接收到的人际反馈，经过解释变成自我知觉，并且通过一个比较仪器与输入的同一性标准相匹配。当自我知觉和同一性标准一致性时，就维持最初的同一性标准；当自我知觉和同一性标准不一致时，这种错误或混乱的结果就会导致行为变化，即引起另外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旨在恢复先前被破坏的同一性。这种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知层面，可以影响自我知觉；另一个是社会行为层面，可以导致产生新的人际反馈的情境。但是，当行为的多次变化仍然没有引起自我知觉和同一性标准一致时，那么个体就需要通过调整同一性标准本身来恢复平衡。这就是同一性发展的一个短期过程，而同一性的形成是由无数个短期的过程所形成的。

Côté的同一性资本模型

Côté（1996b）的这一模型整合了社会学和心理学对同一性的理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整体的经济政治变化、后现代的制度支持都影响着同一性的形成；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个体可支配的资源特别是有利于控制环境的资源影响着个体同一性的形成。该模型认为个体对“自己是谁”进行“投资”，将来会在“同一性市场”中获益。个体生活的世界对自己提出各种要求，个体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来应付，这就是同一性资本。同一性资本可分为两部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一般会在个体的行为和所有物中表现出来，是个体进入各种社交圈和机构的“通行证”，如教育证书、兄弟/姐妹会俱乐部的成员、个人仪态（如着装、说话风格等）。无形资产一般是人格特征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如对承诺的探索、自我力量、自我效能、认知灵活性和复杂性、自我监控、批判性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及其他性格特征，这些特征的共同性质在于它们能给个体提供理解和应对各种困境和机遇需要的认知和行为能力，拥有这些同一性资源有利于个体的同一性形成和发展。

尽管这一理论较为抽象，维度较多，很难进行操作性研究，但Côté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弥补了大多数心理学理论的个体化观点，根据人与环境之间的良好拟合形成关于同一性形成的动态观点，在同一性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取向上建立了联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因而关于同一性资本的研究也在继续。

Bosma和Kunnen的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因素模型或同一性发展机制的模型

Bosma和Kunnen（2001）的这一模型建立在前人对影响同一性发展因素的解释的基础上。这一模型认为，同一性发展可以被看成一个重复的过程，每一次重复就是个人与情境的一次交互作用，在这些交互作用中冲突就可能发生。起初人们会尽力通过同化解决冲突，通过调节对情境的解释将其同化进已有的同一性中。如果不能同化进去，冲突就会继续存在并累积，同时逐渐消除现存的承诺，直到顺应或同一性改变发生。顺应的变化导致发展。个人和情境决定因素决定了同化和顺应的比例和二者之间的最优化平衡。与其他模型一样，这一模型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8.3.6 自我同一性与其他构念间的关系研究

虽然学者提出了很多新的自我同一性模型，但是研究最多的还是同一性状态范式，尤其是国内的研究。随着近十几年来对国外同一性状态问卷的修订，国内同一性状态范式的研究也日趋增多。

自我同一性功能的研究


自我同一性与心理健康
 国外对同一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的强调从Erikson就开始了。他认为同一性是心理活力的表现（1968，p.97），与同一性扩散不同，同一性是青少年健康人格的表现。Marcia（1989）也将同一性与心理健康联系了起来，他认为获得型同一性是最健康的同一性状态，因为它标志着个体良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Meeus等（Meeus，Iedema，Helsen，& Vollebergh，1999）对同一性状态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回顾发现，多数研究都有相似的模式，即延缓型同一性状态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标志着同一性危机；扩散型同一性状态者的低承诺不利于心理健康，但是加上它的低探索，二者结合对心理健康也无损害作用；早闭型和获得型同一性状态者都具有高水平的心理健康，表明探索对心理健康无影响。

国内学者周红梅（2006）的研究结果与Meeus等（1999）总结的结果一致，即早闭型和获得型同一性状态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好，延缓型同一性状态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最差。叶景山（2003）研究虽然也发现同一性延缓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同一性获得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好，但同一性早闭型、扩散型者介于二者之间。

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也都发现了获得型同一性状态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好，但陈香（2001）、韩晓峰（2004）、王倩（2005）等发现扩散型而非延缓型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早闭型和延缓型处于二者之间。谢传送（2011）采用加藤厚的同一性状态测定量表调查发现，心理健康水平最差的是同一性扩散型者，且“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和“现在的自我投入”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过去的危机”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其中“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贡献最大。

综合以上国内外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自我同一性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同一性早闭型、获得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同一性延缓型、扩散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探索或危机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承诺、现在的自我投入或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


自我同一性与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获得型自我同一性可能导致更高的主观幸福感。King和Smith（2004）以同性恋为对象进行调查发现，当同性恋者在同性恋方面获得自我同一性时会更幸福，而正统可能自我的突出与主观幸福感有负相关。Chang（2011）以台湾被试为研究对象发现，性别同一性的得失会导致幸福感的升高或降低。李芳芳（2007）、王洪伟（2011）等以大学生为被试调查发现，获得型同一性状态者的主观幸福感最高，同一性扩散型者最低。张立新（2010）运用加藤厚的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调查高职、本科学生和毕业后直接工作1—3年的学生发现，自我同一性各维度的高、中、低分组与心理幸福感总分（PWB）和主观幸福感总分（SWB）存在着显著差异，且高分者幸福感高，低分者幸福感低。

王小倩（2011）同样采用加藤厚的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对200名职高生调查分析，现在投入和将来投入的愿望对主观幸福感中的F3（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因子产生较大影响。另外，现在投入对F1（健康的担心）和F4（忧郁和愉快的心境）存在影响，而F2（精力）和F5（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则受将来投入的愿望的影响。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同一性获得型者的主观幸福感最高，同一性扩散型者的主观幸福感最低；现在的自我投入和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都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自我同一性与个体因素的相关研究

自从Marcia同一性状态范式提出后，自我同一性与认知、情绪和人格等变量之间的研究迅速多了起来。


自我同一性与认知结构复杂性、可能自我等认知变量的相关研究
 认知结构是指人们用来预测和解释周围世界的相对固定的模式。Côté和Reker（1979）以平均年龄20.8岁的男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发现，处于危机状态的个体（即同一性扩散型和延缓型）在解释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人际形象时拥有更概括性的认知策略，而同一性获得型被试更擅长使用警觉性策略，这对于更复杂地解释不喜欢的人也更合适。

可能自我是Markus和Nurius（1986）提出的概念，指个体想要成为的自我、可以成为的自我和害怕成为的自我。Dunkel（2000）研究发现，同一性延缓型被试的可能自我最多，而且多是消极的可能自我，同一性扩散型被试对未来的积极方面好像缺乏信心和考虑。Dunkel和Anthis（2001）又发现，同一性探索与可能自我的数量呈正相关，同一性探索的变化预测着可能自我数量的变化，同一性承诺与可能自我中的希望自我有一致性的变化，这可能反映了承诺在设置和努力实现个人目标过程中的作用。

可见，不同同一性状态的个体的认知是有差异的，处于危机状态（同一性延缓和同一性扩散）的个体拥有更概括性的认知策略，且多是消极的；同一性探索与可能自我的数量呈正相关，同一性承诺与希望自我呈正相关，总之，自我同一性变化会伴随认知结构的变化。

自我同一性与情绪的相关研究 Marcia和Friedman、Oshman和Manosevitz、Sterling和VanHam等学者使用自陈报告研究发现，延缓型同一性状态者在焦虑上得分最高，次之为扩散型，早闭型焦虑得分最低（Waterman，1985，pp.11-13）。Meeus、Iedema、Maassen和Engels（2005）以2814名12—24岁的荷兰青少年为被试进行研究发现，承诺与情绪调节有正相关，探索与情绪调节有负相关。

国内学者王树青等（2010a）对1131名大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同一性获得状态可负向预测焦虑、抑郁，同一性延缓状态正向预测焦虑、抑郁，与国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自我同一性与人格的相关研究
 Adams、Jones和Owen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经历探索过程（同一性获得型、同一性延缓型）的个体有高自尊，没有经历探索过程（同一性早闭型、同一性扩散型）的个体有低自尊（Marcia et al.，1993，pp.22-31）。Cramer（1997）的研究则发现，承诺状态（同一性获得型、同一性早闭型）与积极的自我关注有关，而非承诺状态（同一性延缓型、同一性扩散型）与低自尊有关。国内学者王树青等（2010a）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同一性获得状态可正向预测自尊，同一性早闭状态和扩散状态可负向预测自尊。

Clancy和Dollinger（1993）研究了大五因素模型的各人格维度与同一性状态之间的关系，发现同一性获得型青少年比其他同一性状态者有高外向性、高尽责性和低神经质水平，早闭型青少年具有更低的开放性，扩散型青少年更神经质、尽责性更低、随和性更差。国内研究者（郭金山、车文博，2004）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与Clancy和Dollinger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王树青等（2010b）研究发现外向性、开放性和尽责性可正向预测个体的同一性获得状态，神经质和开放性与延缓状态存在正向联系，高尽责性和低开放性预测高水平的同一性早闭状态，高神经质、低外向和开放性预测高水平的同一性扩散。

徐红红等（2009）采用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EOM-EIS-2）和卡特尔16人格因素问卷（16PF）对203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发现，同一性获得状态与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呈显著正相关，与忧虑性呈显著负相关；同一性扩散状态与人格特征的显著相关方向与前者正好相反；同一性早闭状态与恃强性、敢为性呈显著负相关；同一性延缓状态与怀疑性呈显著正相关。

综合以上自我同一性与人格的研究结果可知，同一性获得型者更外向、尽责性更高，同一性早闭型者开放性更低，扩散型和延缓型者情绪更不稳定。

自我同一性与背景因素的相关研究

随着学者对同一性状态范式的质疑，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背景因素对同一性的影响。


自我同一性与父母教养方式
 Sartor和Youniss（2002）研究发现父母的支持和监控与同一性获得有较高的相关。O'Connor（1995）发现父母的情绪支持和男性的同一性获得、女性的同一性早闭有关。Adams和Jones（1983）发现处于同一性获得或延缓状态的青少年女性更倾向于把母亲的行为知觉为鼓励独立的而非控制或规范他们的行为。Adams另一项对女性青少年的研究（1985）表示，支持性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同一性获得的发展。Kamptner（1988）也报告，家庭的温暖和自主能促进青少年的同一性发展和自信。

Perosa等（1996）发现，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利于促成青少年的同一性获得，专制型教养方式可导致同一性的早闭，溺爱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则易导致同一性扩散。但也有研究表明，权威态度可能鼓励同一性早闭状态，如Cakir和Aydin（2005）研究土耳其青少年发现，权威型（authoritative）教养方式和放纵型（permissive）教养方式的孩子比忽略型的孩子的在同一性早闭上得分高。Hauser等（1984）报告说，双亲对青少年观点的赞同和支持很可能有利于他们的同一性获得。

王树青（2004）采用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EOM-EIS-2）和家庭教养方式问卷调查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1233人发现，父母教养的权威性越高，青少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同一性获得、同一性延缓及人际关系领域同一性早闭上的得分就越高，在其他同一性状态上的得分则越低。

总之，越是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越有利于孩子形成承诺性的同一性状态（同一性获得型、同一性早闭型）。


自我同一性与依恋
 Grotevant和Cooper（1985）认为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同一性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既鼓励个性化又鼓励联结性的家庭关系能促进青少年同一性的形成。Grotevant和Cooper研究发现（1986），在亲子沟通中得到父母支持的青少年能够更好地探索自我同一性，而与父母沟通不良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

依恋一般指两个人之间亲密的、持久的情感联结，这些情感联结提供给个体情绪支持、亲密感和连续感，特别是在面对生活中的重要转变时，为个体探索自己和外部世界提供安全感和自信心，对个体一生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Sartor和Youniss（2002）认为父母和青少年的关系对于同一性过程的展开起着重要的作用。Mullis、Graf和Mullis（2009）研究发现，对母亲关怀行为的知觉能更好地预测同一性早闭状态。

自我同一性与依恋之间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Quintana和Lapsley（1987）、Kendis和Tan（1978）等研究发现，父母依恋与整体同一性有正相关，在Kroger和Haslett（1988）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同一性获得型者有更高水平的父母依恋，但是在他们的另一项研究中则没有发现四种同一性状态在依恋水平上的差异。这可能和具体领域有关，Helsen、Vollebergh和Meeus等（Meeus，Iedema，Helsen，& Vollebergh，1999）研究发现父母依恋和学校或工作同一性有正相关。Meeus、Oosterwegel和Vollebergh（2002）也发现，父母依恋与学校同一性有关，父母信任与承诺有关，父母沟通与探索有关。

王树青（2007）的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依恋可较强地正向预测同一性获得状态，负向预测同一性扩散状态，亲子依恋对同一性早闭状态有较强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

刘永芳（2005）对1600名初中、高中和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表现为安全型亲子依恋风格的青少年在同一性探索和投入上的得分高于迷恋型、冷漠型和矛盾型。但在人际探索上，四种亲子依恋类型的青少年的得分没有差异。不同朋友依恋风格的青少年在同一性发展上的差异与亲子依恋风格上的差异相似。

所以，父母依恋是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发展主要且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同伴依恋影响同一性的发展。


自我同一性与群体交往
 Meeus、Oosterwegel和Vollebergh（2002）发现，同伴依恋与关系同一性有关，同伴信任与承诺有关，同伴沟通与探索有关。

安秋玲（2008）使用社会认知地图与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EOM-EIS-2）对初中生群体交往与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群体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体，其自我同一性状态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同一性扩散方面。其中核心地位个体自我同一性扩散状态的得分低于在群体中处于次级地位个体和在群体中处于边缘地位个体，且差异显著。

虽然自我同一性与群体交往之间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已有研究证明同伴群体与自我同一性有一定的相关，以后还需深入这方面的研究。

8.3.7 小结

从Erikson提出自我同一性这一概念到现在，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自我同一性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从单纯地对自我同一性进行现象的描述，到从某一个角度对自我同一性进行实证的研究，然后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从把自我同一性发展变化单纯地归于个人的发展到同时考虑到影响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因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并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自我同一性发展机制模型，这样一个过程反映了一个概念或理论从理论走向实证、从笼统走向深入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自我同一性构念效度的提高也使得这一构念与其他构念如人格变量、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越来越多。

尽管短时间内自我同一性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但有关自我同一性的构念效度及其影响因素和发展机制模型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继续深入探讨自我同一性与其他构念的相关关系甚至因果关系，并使其系统化。国内研究者更应加快步伐，弥补目前自我同一性研究中的缺陷，从多个角度研究自我同一性，进行自我同一性的纵向研究，验证或建立其发展机制模型，以使自我同一性研究更完善、更系统，同时更准确地预测同一性与其他构念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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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周红梅，郭永玉，柯善玉.（2008）.大学生自我同一性过程问卷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6（1），9—12.（2）周红梅，郭永玉.（2006）.自我同一性理论与经验研究.心理科学进展，14（1），133—137.（3）周红梅.（2006）.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撰稿人：周红梅。


 [2]
 张日昇等译为“同一性地位”


 [3]
 也有译为“同一性完成型”、“成就同一性”。


 [4]
 也有译为“同一性排他型”、“同一性早熟”。


 [5]
 也有译为“同一性弥散型”。


9 依恋


依恋
 （attachment）最初是指婴儿与养育者（通常是母亲）建立的情感联结（Bowlby，1969）。在早期依恋关系中，每个人都会发展出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内在表征，即内部工作模型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依恋关系和内部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将对个体一生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帮助个体保持心理安全感、预测与探索环境，促进个体的生存和适应（Simpson，Rholes，& Nelligan，1992；Collins，1996）。随着成人依恋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各种领域，不仅考察了探索过程的情感与体验、信息加工，也考察了探索的结果层面如学业成绩，为成人依恋与探索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本章首先概述依恋理论，接着梳理依恋系统对个体认知、情感、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而总结成人依恋系统和探索的关系，并对上述研究领域做出简评。


9.1 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及成人探索
 
[1]



9.1.1 依恋理论

依恋系统及其激活

依恋理论的一个核心主张就是，儿童及成人都有一个天生的依恋行为系统，该行为系统围绕着向依恋对象寻求亲近这一目标而组织（Bowlby，1969）。Bowlby认为，人类与生俱来需要与特定的个体形成持久的联系，并以此获得生物保护和进化优势。他把依恋定义为一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的倾向，它能为个体提供安慰和保护（Bowlby，1969）。Bowlby采用行为控制系统的概念，提出了数种行为系统，并指出每种行为系统由多种行为构成，它们共同完成一种适应功能。而其中最核心的一种行为系统就是依恋系统，它的最主要功能就是对个体提供保护。当个体感知到威胁存在，或者体验到身体或心理的痛苦状态时，依恋系统就会自动激活，使个体产生不安全的感觉。为了应对这些不安全的感受，个体会向依恋对象寻求亲近（proximity），以获得舒适感和保护。一旦获得了亲近性并缓解了不安感，个体的亲近寻求行为就会终止，转而进行其他行为。对于婴儿来说，与一个有反应的和支持性的照顾者亲近，能降低焦虑感，增加安全感（Sroufe & Waters，1977）。

尽管Bowlby主要关注的是婴儿期的依恋关系，但他同时也强调“人类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都存在着依恋。不只是婴幼儿时期，普通成人在危险、脆弱或疾病时，同样依靠依恋关系来应对。那么，什么样的关系才称得上依恋关系呢？根据Bowlby关于依恋对象的论述，有些研究者总结了对婴儿、儿童、青少年及成人来说称得上依恋的关系的三种特征（Mikulincer，Gillath，& Shaver，2002）：（1）一个照顾者是主要的维持亲近的目标，与该照顾者的分离典型地引起抗议、生气和不安；（2）该主要照顾者在个体痛苦不安时起到“安全港”
 （safe haven）的功能；（3）该主要照顾者起到“安全基地”
 （secure base）的功能，使个体可以进行非依恋行为（例如，探索或玩耍）。婴儿、儿童、青少年及成人都会在依恋系统激活后表现出相应的依恋行为，只是因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表现依恋行为的方式有所不同。对婴儿来说，依恋系统的激活常表现为哭泣等信号行为，以及对依恋对象的视觉追寻；稍大的儿童则能积极跟随依恋对象；到了成人，则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的行为表现，还能利用对依恋对象的内在表征或先前积极依恋经验的内在表征。

依恋系统在外在情境与内在的情绪—认知状态的交互作用下受到激活，这种交互作用使得对依恋对象的需要尤为突出（Siefert，2005）。许多研究识别了婴幼儿向依恋对象寻求亲近性的情境，这些情境包括：与依恋对象分离、饥饿、生病、感到威胁存在、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依恋对象的位置不确定等（Ainsworth，1973；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Bretherton，1985）。这些威胁情境作为依恋系统激活的信号，使个体体验到焦虑，进而引起个体向依恋对象寻求亲近。而依恋对象能为个体提供安抚，从而使这种焦虑感降低。

对于成人来说，在患病、面临压力或年老时，依恋行为会更多地被激活（Bowlby，1979）。很多证据表明，威胁或痛苦同样也引起成人期依恋系统的激活（Fraley & Shaver，1998；Vormbrock，1993）。近来的研究多发现，与浪漫关系伴侣分离是痛苦的重要来源，这种情绪上的压力会引起依恋系统的激活。由于成人相比于儿童在身体及心理上的发展更加完善，依恋系统的激活表现更为复杂，可以是行动上表现为寻找依恋对象，也可以是在认知水平上利用依恋对象的内部表征，还可以是回忆以前积极的依恋经验。所以压力情境引起成人依恋系统激活的证据既有来自实际行为表现、情绪、生理反应的研究，也有来自认知实验的研究。如一个现场研究发现，机场分离的夫妇比不分离的夫妇有更多支持寻求行为（Fraley & Shaver，1998）；与伴侣短暂分离后，个体会有焦虑、生气、悲伤的感受（Piotrkowski & Gornich，1987；Vormbrock，1993）；让被试想像伴侣离开他们时，他们的生理唤起水平会提高（Fraley & Shaver，1997），还会增加死亡有关想法的可及性（Mikulincer，Florian，Birnbaum，& Malishkevich，2002）。

内部工作模型及其发展

内部工作模型是依恋理论中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指个体在早期依恋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依恋对象的可亲近性和反应敏感性等外部因素发展出来的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内在表征（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Kobak & Sceery，1988）。在生命的早期，个体的自我和他人工作模型最初并不是泾渭分明的；随着经验的积累，自我和他人的工作模型才开始逐渐分离，具体的经验才被泛化为普遍的信念和预期。在形成之初，他人工作模型可以看作是“个体与依恋对象互动经验真实、准确的反应”，经过泛化过程，这种具体经验表征被抽象为对他人反应敏感性、可接近性的普遍预期和一般信念（Collins，1996；Cassidy，2000）；与此同时，以他观自我或镜像我为核心的自我工作模型也得以逐渐形成。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在个体遇到新关系或关系发生变化时，将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继续发展和演化。一方面，内部工作模型高度抗拒变化，更倾向于将与已有模型一致的信息同化进入工作模型，甚至不惜以扭曲它们为代价，因而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和准确性（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Van I Jzendoom，1995；Kobak & Hazan，1991）。另一方面，内部工作模型并不是严密的表征系统，也会根据现实环境和人际情境自行调节，尤其是当与已有模型不一致的信息无法被忽略或排除时，内部工作模型的修正或“更新”就会出现，因而又表现出了一定的适应性（Collins，1996；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Vermigli & Toni，2004）。

Bowlby认为，内部工作模型不仅包括关于自我和依恋对象的普遍预期，而且包括与自我和他人有关的人际经验的具体细节和与之相关的情感体验（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Cassidy，2000）。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成分是自我意象（image of self）和他人意象（image of other）。自我意象即有关“自己是否是能够引起依恋对象做出有效反应的人”的表征；他人意象即关于“依恋对象在自己需要支持和保护时是否会是及时做出反应的人”的表征（Feeney & Cassid，2003；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成人依恋研究者进一步丰富了Bowlby内部工作模型概念的内涵。Main和Kaplan将这种心理表征操作化为个体对与依恋有关的信息进行组织或取舍的规则（Kobak & Sceery，1988）。Main等进一步指出，内部工作模型可以看作是个体为获取舒适感和安全感所做的各种努力的表征（Collins，1996）。社会认知立场的研究者则认为，内部工作模型的主要内容不是自我和他人的抽象表征，而是各种人际预期，即自我和他人典型互动模式的脚本（Baldwin et al.，1996）。

由于内部工作模型的内容有具体和抽象之分，Bowlby及后来的成人依恋研究者指出，工作模型不仅包括一系列表征不同依恋对象的、具有关系特异性的子模型，而且包括由此抽象得到的具有普遍性的概括模型，是具有不同概括水平和多个表征对象的多维度多层次模型。其中，概括水平较高的模型主要包括与依恋经验有关的抽象规则和假设，而概括水平较低的模型则由与特殊关系有关的信息或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构成（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研究表明，处于不同概括水平的自我和他人工作模型有中度的正相关（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其他研究也发现，多数个体在针对不同的具体关系报告了两种或多种依恋风格之后，仍能报告出一种普遍的依恋风格，并报告了更多与这种普遍依恋风格一致的具体关系（Baldwin et al.，1996）。

Cassidy从日常互动的层面对内部工作模型得以连续发展的内在过程做出了更清晰的阐述，如图9.1所示（Cassidy，2000）。以早期经验为基础的内部工作模型，通过影响认知情感加工过程使个体对他人做出特定的行为反应，进而导致他人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个体已有的内部工作模型，如此反复不已。因此，内部工作模型可以看作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在已有模型基础上不断更新、逐步细化、螺旋上升的动态表征模型（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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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依恋发展的连续性

来源：Cassidy，2000.

依恋风格：个体差异的测量


依恋风格
 （attachment style）用于描述依恋系统的个体差异。依恋风格是通过先天依恋行为系统与特殊依恋经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预期、需要、情感、情感调节策略和社会行为的系统模式（Shaver & Mikulincer，2002）。依恋风格的分类系统最早由Ainsworth提出，根据儿童在与母亲分离和重聚时的依恋反应，儿童的依恋风格被分为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型三种。Hazan和Shaver进一步将Ainsworth的分类系统应用到了成人依恋风格的描述中（Hazan & Shaver，1987）。尽管Hazan的工作是极具意义的，但后来的研究者发现，上述三种依恋类型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依恋模式。儿童依恋研究者指出第四种依恋类型——混乱型的存在；而成人依恋研究者Bartholomew和Horowitz将回避型依恋风格又分为恐惧—回避型（fearful-avoidance）和忽视—回避型（dismissing-avoidance）两类。恐惧—回避型个体的回避行为目的在于避免对方的伤害或拒绝，而忽视—回避型个体的目的则在于保持自我信赖感和独立感（Fraley & Shaver，2000）。研究者通过各种方法证实了四种依恋类型的存在（Bartholome & Horowitz，1991）。

社会与人格取向的成人依恋研究主要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依恋风格。最初成人依恋测量工具是Hazan与Shaver（1987）构建的简短的三段式描述，通过迫选方式把成人分成安全型、回避型、焦虑—矛盾型三类（采用了和婴儿依恋相对应的分类体系）。后来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更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的多项目问卷，如Simpson等人的13项目问卷，经因素分析产生了两个独立的维度——回避和焦虑（Simpson，1990）。由于依恋文献中同时存在多种测量工具，使用的模型各异，分类也不统一，针对这一混乱状态，Brennan等人发展出亲密关系体验量表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s，ECRS）（Brennan，Clark，& Shaver，1998），并提议用这一测量工具的两个维度，即焦虑与回避，作为连续测量方式，而不用类型的依恋图式。ECRS是在所有有名的自我报告类成人依恋量表基础上形成的，由36个项目组成，并构成两个正交的维度，即焦虑与回避，与前面提到的自我—他人模型中的两个维度——自我维度与他人维度有相似的理论内涵，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上也产生了四种依恋类型（低焦虑+低回避、高焦虑+低回避、低焦虑+高回避、高焦虑+高回避）。

依恋风格和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的关系

如上所述，依恋风格的类型模型和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的维度模型虽然是描述依恋系统的个体差异的不同方法，但是两种描述思路并不矛盾。研究表明，上述依恋类型和内部工作模型的维度空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即不同依恋类型可被置于内部工作模型的维度空间中。研究发现，三种依恋类型与自我—他人维度模型和焦虑—回避维度模型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安全依恋型个体的自我价值感较高，有更平衡、更复杂、更连贯的自我结构，认为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利他的，在社交情景下也比较自信，焦虑和回避的倾向都较低；焦虑—矛盾型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社交自信心都相对较低，相信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他人是复杂的、难以理解的，有较高的焦虑倾向和较低的回避倾向；而回避型个体则对自己有积极的看法和较高的自我价值感，但在社交情境下并不自信，对人性多持消极的看法，有较高的回避倾向和较低的焦虑倾向（Collins，1996；Mikulincer，1995；Shaver & Mikulincer，2002）。

Bartholomew等研究发现，四种成人依恋类型是自我和他人工作模型交叉结合的结果：安全型（积极自我+积极他人）、专注型（消极自我+积极他人）、冷漠—回避型（积极自我+消极他人）与恐惧—回避型（消极自我+消极他人）（Griffin & Bartholomew，1994；Collins & Feeny，2004）。内部工作模型的两种维度模型也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焦虑维度的高分反映着消极的自我模型，回避维度的高分则反映着消极的他人模型；自我维度与依恋焦虑有正相关，他人维度则与回避有高的负相关（Luke，Maio，& Carnelley，2004）。

9.1.2 依恋系统的作用机制

根据依恋理论，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一旦形成，通过反复的使用，将在意识觉察之外自动发挥防御或自我保护的作用（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进而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加工乃至行为。如Main所言，内部工作模型是指导注意、记忆、知觉、情感和行为的心理模型（Collins，1996）。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的认知加工过程

Bretherton和Collins等指出，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可以被看作是通过一些认知加工过程帮助个体组织和解释信息的元认知结构（Vermigli & Toni，2004）。这些认知加工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影响着个体对他人可接近性和反应敏感性的普遍预期；其次，在模糊情境下，个体将根据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归因、解释和评价；最后，依恋工作模型会影响个体对人际信息的选择、知觉和记忆，更倾向于知觉到与原有模型一致的信息，将之同化进入已有模型，生成与工作模型一致的错误记忆（Feeney & Cassidy，2003；Cassidy，2000；Kobak，1999）。

研究表明，依恋焦虑和回避两个维度可以解释个体知觉8%—12%的变异。依恋焦虑维度与对他人的积极判断偏差有关，可以预测冲动、易变的知觉风格；依恋回避维度则与对他人的消极判断偏差有关，可以预测保守、防御性、稳定的知觉风格（Zhang & Hazan，2002）。Dewitte等人（Dewitte，Koster，De Houwer，& Buysse，2007）用点探测任务考察了人们在依恋情境中的注意偏差，其结果表明，在进行点探测任务前无论启动积极依恋情境还是启动消极依恋情境，焦虑都与对依恋对象名字的注意偏差相联系，但未发现回避维度与注意偏差的关系。以与依恋有关的威胁词、积极词为目标刺激，用点探测任务考察了焦虑、回避两个维度与注意偏差的关系后，他们发现，依恋焦虑、回避都与对依恋威胁词的注意回避有关，而且，它们的交互项最佳地预测了这一注意效应。

此外，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对积极、消极信息的回忆结果、在不同背景条件下开放性解释都有显著的差异（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安全型的成人倾向用更积极的词汇描述早年依恋关系，更能容忍模糊行为和意图，倾向于做出更为积极的归因，能够更好地回忆积极体验，并更善于寻求新信息完善自己的认知表征；回避型的成人更难回忆积极的依恋反应，更倾向于将这些信息排除在记忆之外，并难于接受新信息，对自己的依恋表征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专注型的成人则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对方行为的起因，对事件做出缺乏自我价值感和自我信赖感的解释，难以区分威胁事件和日常事件、重要信息和无关信息，并表现出了更强的场独立趋势（Collins，1996；Feeney & Cassidy，2003；Cassidy，2000；Vermigli & Toni，2004）。例如，Mikulincer和Orbach（1995）从自传体记忆的角度发现，回避型被试回忆童年情绪经验有更多困难，尤其体现在悲伤、焦虑类的情绪事件上。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听一段与依恋有关的访谈，听完故事后在不同时间间隔进行线索回忆测验，结果表明，高回避者回忆成绩更差，但遗忘速度与低回避者没有差异，研究者推论，高回避者运用了事先防御策略以限制依恋有关信息的编码（Fraley，Garner，& Shaver，2000）。Edelstein（2006）考虑到工作记忆与注意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试图从工作记忆的角度揭示回避型个体在注意阶段的认知加工，发现回避维度与对依恋有关词语的工作记忆负相关，不论词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Michelle等研究表明，积极的他人模型导致个体对他人的意图做出更积极的推断；自我模型与自尊有较高的正相关，他人模型则与人性尊严（humanity esteem）有较高的正相关（Luke，Maio，& Carnelley，2004）。

内部工作模型与依恋背景下的情绪加工

秉承精神分析的传统，依恋理论也承认了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与情感反应的天然联系。首先，情感在内部工作模型中起概念归类的作用。Niedenthal等研究表明，在内部工作模型中，个体会将具有相似情感反应的经验而非意义相同的经验归为一类。个体对不同生活事件的表征更可能是根据情感反应特点而非语义特点进行归类的（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对个体的情感反应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专注型个体报告了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如更高的焦虑水平和孤独感）、更频繁的情绪波动、更多的情绪表达；忽视—回避型个体报告了更低落的情绪状态、更少的情绪表达和孤独感，并善于压抑自己的情感（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Cassidy，2000；Kobak & Hazan，1991）。而且有研究者指出，持有消极自我看法的成人情绪反应性都更高（Fraley & Shaver，2000；Kobak & Hazan，1991）。Mikulincer的研究表明，安全型个体往往会以控制的、非敌意的方式表达愤怒；焦虑型个体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愤怒感，更易于回想愤怒体验；回避型个体虽然不会报告强烈的愤怒感，却表现出了强烈的生理唤起水平（Shaver & Mikulincer，2002）。Mikulincer和Shaver进一步总结发现，依恋回避与面对依恋对象积极行为的漠视、经历关系内悲伤事件时的愤恨和敌意、面临关系外悲伤事件时的敌意和轻视、对关系外快乐行为的敌意和嫉妒有密切的关系；依恋焦虑与面对依恋对象积极行为时幸福、被爱、恐惧和焦虑的矛盾体验，经历关系内悲伤事件时的羞愧、沮丧，面临关系外悲伤事件时的自己的悲伤和沮丧，对关系外快乐事件快乐、害怕分离、嫉妒的矛盾体验有关；而依恋安全感则与面对依恋对象积极行为时的幸福、愉悦、被爱和感激之情，经历关系内悲伤事件时的愧疚，面临关系外悲伤事件时的同情和怜悯，对关系外快乐事件的幸福、愉悦、爱和骄傲的体验有关（Mikulincer & Shaver，2005）。

最后，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影响着情感反应在依恋系统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消极情感有沟通的作用，能够引起其他人的情感反应；不安全儿童的消极情感则无法引起有效的反应，他们往往压抑或夸大情感反应，导致了病态的情绪表达和他人的消极反应（Kobak & Hazan，1991）。成人依恋研究表明，对安全型个体而言，积极情绪可以诱导个体更具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拓宽个体的心理范畴；对回避型个体而言，积极情绪则没有上述作用；对焦虑型个体而言，消极情绪可以导致有效的问题解决，而积极情绪则将削弱个体的创造性，导致心理范畴的窄化（Shaver & Mikulincer，2002）。

此外，依恋理论提出，依恋系统的目标在于向个体提供生理和心理安全感（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Kobak认为，依恋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情感调节的理论，依恋风格可以被看作是指导个体对悲伤或压力情境反应的规则。因此，依恋风格和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与个体的情感调节策略有密切相关（Kobak & Sceery，1988）。根据Waters和Rodriguez等所谓的“安全基地脚本”，安全型个体的行为围绕三种主要的情感调节趋势而组织，即寻求支持、参与工具性问题解决、承认并表达悲伤。研究表明，安全型个体在感受到外在威胁时，会采用“基本依恋策略”，即向依恋对象寻求支持，重新获得安全感；在遇到问题时，会综合考虑自己和对方的立场，更开放地讨论问题，解决冲突（Shaver & Mikulincer，2002）。高焦虑的个体采用“过度激活策略”，表现为过分夸大环境对自我的潜在威胁，过度警觉或关注自己与依恋对象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各种反应引起依恋对象甚至非依恋对象的爱和支持，将自己与依恋对象的距离最小化（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Shaver & Mikulincer，2002）。高回避的个体采用“去激活策略”，表现为不去亲近依恋对象，抑制依恋系统的激活，并依靠自己应对压力和痛苦。这种与依恋有关的情感调节策略在Shaver和Mikulincer的依恋行为系统模块图中有清晰的描述（见图9.2，田瑞琪，2006）。

成人依恋的个体差异与情感调节策略的关系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运用实际行为观察的研究通常表明，安全型被试比非安全型被试在压力情境下表现出更多的亲近寻求行为。例如在观察实验的情境下，当被试被告知他们将处在一个引发焦虑的程序中时，安全型个体比非安全型个体更多从向约会对象那里寻求支持与安慰（Simpson，Rholes，& Nelligan，1992；Rholes，Simpson，& Grich-Stevens，1998）。在有关夫妇机场分离的实验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Fraley & Shaver，1998）。

内部工作模型与认知、情感及行为反应的相互关系尽管研究者就内部工作模型对依恋反应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但关于内部工作模型与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相互关系的探索却刚刚起步。Collins和Read（1994）就其相互关系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如图9.3所示。内部工作模型一旦激活就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认知和情感加工反应相互作用，进而决定个体的行为反应。这就是说，内部工作模型对行为的作用将受到认知和情感加工的调节（Collin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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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Shaver和Mikulincer的依恋行为系统

来源：田瑞琪，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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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与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模式的关系

来源：Collins，1996.

Collins和Read的模型很好地总结了前人的相关研究和论述。根据Bowlby的观点，无论婴儿还是成人，特定的情感反应与个体对依恋对象可接近程度的评价总相伴而生，并对个体的行为有重要动力、自我控制和交流作用（Kobak，1999）。Kobak指出，当个体知觉到难以接近依恋对象时，恐惧将激活依恋系统，导致个体向依恋对象再次寻求接触；当个体知觉到依恋关系被破坏时，个体将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敌意，并促使个体努力克服困难与依恋对象重聚；而在个体意识到依恋对象是无法接近的或无法与之再次接触时，悲伤将会导致个体的退缩行为（Kobak，1999）。此外，成人依恋研究表明，不同的情感反应常常同时出现。如Weiss的研究发现，在成人婚恋关系破裂时，恐惧、愤怒和悲伤会同时出现，并将引起个体使用各种防御应对策略来减少消极情绪（Kobak，1999）。

Collins和Read（1994）对上述模型进行考察发现，依恋风格对行为的作用将受到解释类型和悲伤情绪的中介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依恋焦虑维度和依恋回避维度都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的悲伤情绪；依恋焦虑维度，而非依恋回避维度，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的解释类型；而解释类型是悲伤情绪和冲突性行为的直接预测源；与此同时，悲伤情绪能够很好地预测个体的冲突行为（Collins，1996）。

9.1.3 成人依恋与探索的关系

由于依恋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亲密关系与对环境的探索之间联系的理论框架，在成人依恋研究推动下，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对成年期的探索进行概念化，进而研究依恋与探索的关系。虽然他们对成年期探索的界定角度各异，但丰富了我们对该领域的认识。接下来先介绍依恋与探索的理论联系，在此基础上重点概述成年期依恋与探索的关系研究成果。

依恋与探索的理论联系

依恋理论吸收了习性学与进化论的原则，假设存在数种为生存与繁衍的生物学功能服务的天生行为控制系统，其中最主要的行为控制系统即依恋系统和探索系统（Rothbaum，Weisz，Pott，Miyake，& Morelli，2000）。依恋系统的作用在于使婴儿与照顾者保持密切的接近，并提供安全感。探索系统则促使婴儿进入周围世界，去学习、了解环境，从而提高其生存能力。如同婴儿天生具有与照顾者形成强烈的情感联结的能力一样，婴儿天生就具有探索环境的动机。但探索活动本身对婴儿来说是危险且具挑战性的，因而，当婴儿害怕时，依恋系统就会被激活，促使婴儿从依恋对象那里寻求保护与支持；而当依恋对象被看作为可得到的、支持的，婴儿才会满怀信心地探索外部世界。在依恋理论那里，这两种系统是相互补充且密切交融的，尤其体现在Ainsworth的“安全基地”（secure base）这一概念上，即婴儿把照顾者当作一个安全基地，并从那里出发以探索外部世界（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

照顾者对婴儿不同的反应模式被认为塑造了婴儿不同的依恋模式，进而与特定的探索模式相联系。Ainsworth等人提出的陌生情境范式通过特定的情境引发了依恋系统与探索系统的直接交锋，不仅识别了婴儿不同的依恋风格，还发现了其对应的探索行为特点（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Green & Campbell，2000）。安全型婴儿的母亲对婴儿总是亲切的、有反应的、可得到的，使婴儿对照顾者形成了积极的信念，即在需要时照顾者总是可得到的和支持的，因而安全型婴儿在母亲在场时会很顺利地探索环境。焦虑—矛盾型婴儿的母亲对婴儿并不总是可得到的、热情的，使婴儿对照顾者在需要时是否是可得到的和支持的抱有不确定感，婴儿因为专注于这种不确定感而在探索过程中表现出焦虑和分心，阻碍了探索活动。回避型婴儿的母亲对婴儿是冷淡的、不反应的，使婴儿把照顾者看成是不可得到的，其探索活动是僵硬的，缺乏真正的兴趣，因为婴儿在防御性地应对照顾者的不可得性。总之，当照顾者不能总是作为一个安全基地起作用时，探索系统就会受到损害。

涉及探索的研究背景很广泛，从动物行为研究到人类行为与发展研究均可见其踪迹，因而对探索的定义也就多种多样。但各观点有一共同点，即把探索视为对环境的参与，以及通过与世界互动而获取信息的动机（Flum & Kaplan，2006）。依恋理论对探索的说明也在这一框架内。如Bowlby认为，探索行为典型地由新鲜或复杂的刺激引发，并受到探索行为系统的调节，而该行为系统进化的特有功能就是从环境中吸取信息（Bowlby，1969）。对婴儿期的探索行为，研究者们通常将其操作化为玩玩具、与陌生人互动等。而到成人期，探索在表现形式上则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解，研究视角也不尽相同，但都为成年期依恋与探索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成人依恋与探索的关系研究


工作、家庭、学业领域的探索取向和适应
 一些研究者关注成人重要的活动领域，并直接把这些活动领域视为探索，进而考察依恋与这些领域的探索取向及适应的关系。Hazan与Shaver（1990）通过把工作界定为成人层面上的一种探索活动，从而开创了成人依恋与探索关系研究的先河。他们用自己的测量工具（Hazan & Shaver，1987）将被试划分成三种依恋类型，在此基础上比较被试在工作相关项目上的反应。这些与工作相关的项目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如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相联系的情感与体验、身心健康、工作取向。他们发现，成人依恋与工作的关系类似于婴儿期依恋与探索的关系。安全型被试在工作中是自信的，喜欢工作，较少有失败恐惧的负荷。同时，他们一方面认为工作有价值，一方面却更珍视亲密关系，通常不会让工作妨碍亲密关系。对焦虑—矛盾型被试来说，爱情担忧常常妨碍工作成绩，他们经常为不好的成绩而担心拒绝，工作时的主要动机是获得他人的认可。回避型被试把工作当成回避社会互动的手段，认为工作妨碍亲密关系，对工作持更消极的感受。这一研究为成人浪漫依恋与工作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描述，考察的这些内容也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

Vasquez等人的一项研究（Vasquez，Durik，& Hyde，2002）也考察了亲密关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这一问题，但他们的研究样本更有代表性。他们以怀孕妇女及她们的配偶为对象，纵向考察了成人依恋风格在应对家庭和工作的挑战中的作用。研究者以自我—他人模型（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为基础，把被试划分为四种依恋类型，并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和四年半这两个时间点收集了家庭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压力、角色超载等方面的自我报告的资料。结果表明，安全型父母能成功地应对多领域的挑战，恐惧型父母在很多家庭领域和某些工作领域存在明显困难，冷漠型与专注型父母的表现处在前两者之间。另外，安全型与冷漠型两组比专注型和恐惧型两组在各领域的功能上得分都更高，暗示了积极自我比积极他人对工作、家庭功能的结果更具有影响力。

对处在求学阶段的大学生来说，学业方面的探索对他们的适应尤其重要，也是研究者们最关注的内容。Cutrona等人的研究（Cutrona，Cole，Colangelo，Assouline & Russell，1994）考察了感知到的父母的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该研究发现，感知到的父母的社会支持，尤其是价值保证（reassurance of worth），预测了大学等级均分（对学业天资、家庭成就取向及家庭冲突进行了控制）。考虑到感知到的父母的社会支持与早期依恋的直接渊源——与早期照顾者建立一种安全关系的个体形成的他人工作模型为可得到的和支持性的，所以，此研究结果也间接说明依恋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上述研究只考察了学业成就这一结果层面，其他研究者更关注学业探索过程，如其中的认知、情感、动机成分。Aspelmeier和Kerns（2003）针对大学生活背景研究了大学生的依恋与探索的动力学。他们构建了测量探索的量表，除了有关好奇心的项目，其他很多内容与Hazan和Shaver（1990）对工作方面的探索的考察非常相似。在依恋的测量上，研究者用了两个工具：关系问卷（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RQ，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和Simpson的维度测量工具（Simpson，1990）。结果显示，安全型评分越高，报告的学业成绩焦虑越小，对学业任务的社会方面（与他人一起工作，寻求他人帮助）所持态度越积极，好奇心也越高。回避这一维度的低分端（即低回避）也呈现类似的特点。专注型和恐惧型两类上的评分越高，学业成绩上的焦虑越大，对学业任务的社会方面态度越消极。同时，焦虑维度的高分端（即高焦虑）也有这样的表现。


闲暇活动的偏好、动机及情感调节
 与工作相对应的是闲暇。成人怎样度过闲暇时光，怎样看待闲暇活动与亲密关系的相配性，进行闲暇活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类问题也可放在依恋与探索关系的框架内考察。有一项研究（Brennan & Shaver，1995）发现，回避与不严肃的性取向有关，还与报告更多的酒精消费有关；焦虑和回避都与“饮酒应对策略”（饮酒以忘记烦恼）有关。Carnelley和Ruscher（2000）的研究也表明，人们实际从事的闲暇活动及其原因与他们的依恋取向有关。研究者以大学生为被试，用Brennan等人的维度测量工具（Brennan，Clark，& Shaver，1998）评估依恋，用感觉寻求量表Ⅵ（Zuckerman，1984）上的活动列表评估闲暇探索。研究表明，高焦虑的人更少参与兴奋和冒险寻求，可能是因为他们把亲密关系看得比这类活动更重要。高焦虑或高回避者从事闲暇活动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可，高焦虑者还运用闲暇活动调节亲密关系上的消极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回避维度没有与从事更多的闲暇活动相联系，也没有与运用闲暇活动调节亲密关系上的消极情感相联系。而从依恋理论出发，回避型个体为了应对依恋对象的忽视和调节消极情绪，转而学会参与到探索中去。研究者认为，可能在大学环境下，高回避者的主要探索领域在学校工作上，也可能因为项目涉及的活动对大学生群体不实际，所以导致高回避者没有从事更多闲暇探索。对于调节消极情感这点，原因可能在于回避者较少觉察到他们在依恋有关情境中的情感调节策略（Crittenden，1997）。


探索行为的特质层面及探索兴趣量表
 与其他研究者集中在某种领域的探索活动不同，有些研究者把探索与某些人格概念联系起来，如好奇心、认知闭合性、成就动机，从而借助这些人格特质的测量对探索加以评估；或者根据探索的关键内涵，直接构建探索兴趣量表。Mikulincer（1997）的一项研究从信息加工的视角考察探索行为，并把信息加工具体化为好奇心和认知闭合性（cognitive closure）两个概念加以考察。前者用了量表法、访谈法进行测量，并设计了一个信息搜索的实验任务；后者也用了量表法，以及两个社会判断的实验任务。被试的依恋风格根据Hazan与Shaver（1987）的工具分为三种类型。综合各项处理结果，该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安全型、焦虑—矛盾型个体比回避型个体对自己的描述是更好奇的，对好奇心的态度更积极；当信息搜索与社会互动有时间竞争时，回避型个体增加了信息搜索，焦虑—矛盾型个体减少了信息搜索，安全型个体则没有变化；在信息闭合性上，安全型个体比另两类非安全型个体报告了更少的认知闭合性偏好，在社会判断任务上更可能依靠新信息作判断。

该研究中的好奇心这一概念值得注意，它与探索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获取信息的动机通常就是指好奇心。而研究者在依靠好奇心这一概念评估探索时，并不局限于问卷法，如上述研究中设计的信息搜索实验任务。前面提到的Aspelmeier和Kerns（2003）的研究，对好奇心及信息搜索方面的资料也用到行为观察法。他们设计了两个实验任务，一是操纵魔方，二是挑选约会对象，前者是对新奇物体的探索，后者是对潜在亲密关系信息的探索。结果发现，对男性来说，冷漠型评分越高，对新奇物体和潜在亲密关系信息的探索水平越低；焦虑维度的得分越高，对新奇物体的探索水平越低，对潜在亲密关系信息的探索水平越高。对女性来说，只发现冷漠型评分越高，对潜在亲密关系信息的探索水平越低。前面发现，冷漠型评分与问卷法测得的探索行为几乎不存在相关，而此处冷漠型评分与观察法评定的探索行为有较强的关系，这种矛盾引起研究者的思考。研究者分析，问卷法评估探索行为时，可能因为冷漠型个体运用了一种限制威胁信息的觉察及承认的情感调节策略（Cassidy & Kobak，1988）。

尽管好奇心探测到了个体对新奇刺激探索的人格特质方面，但缺少关于探索行为类型的信息。Green和Campbell（2000）的研究有所超越，而且还应用了社会认知方法。他们把探索定义为对新奇和复杂刺激的探索动机，据此构建了探索兴趣量表，包括物理环境、社会、智力三方面的探索。长期可及性的依恋模式采用Simpson（1990）的维度测量工具获得，情境可及性的依恋模式用启动方法实现，分为安全型、回避型、焦虑—矛盾型三种启动条件。结果表明，对长期可及性的依恋模式而言，焦虑、回避越高，探索兴趣越低，前者尤其体现在物理、智力环境探索上，后者尤其体现在社会环境探索上；对情境可及性的依恋模式而言，安全型被试比另两种非安全型被试表现出更高的探索兴趣；焦虑—矛盾型被试在物理环境的探索上兴趣更低；两种非安全启动条件的被试都与更低水平的智力探索兴趣相联系。

Elliot和Reis（2003）的一项研究对探索进行了全新的概念化。在理论上，依恋理论的探索系统概念与White的效能动机概念相联系，后者又与成就动机文献中最突出的两个构想即成就动机和成就目标相联系（Elliot & Reis，2003）。因而研究者把探索概念化为成就动机和成就目标。他们的研究中对依恋的测量包含了维度的、类型的和连续的测量工具，对成就动机的测量既有自我报告测量，又有半投射测验，对成就目标的测量也包含了通则的（nomothetic）和特则的（idiographic）两种测量。结果显示了跨测量的一致性：安全依恋表现出趋近取向的成就动机特点，非安全依恋则表现出回避取向的成就动机特点。总之，在依恋理论与成就动机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对两个领域都是极有价值的。特别对于依恋理论，从成就动机的角度考察成年期的探索是个崭新的构想，有助于对成年期探索的深入研究。

9.1.4 简评与展望

经过依恋研究者的努力，依恋理论不仅有了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积累了相当的支持证据。依恋研究者用相应的量表或设计实验任务来评估依恋风格及其影响，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依恋系统与认知、情感、行为（如探索）的关系。总的看来，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研究者对依恋内部工作概念本身的性质和结构等基本问题仍未达成共识。首先，社会认知流派研究者认为，依恋内部工作模型是一种复杂的认知表征，但Pietromonaco等指出，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应该是更具动力色彩、由情感控制的“热”结构（Pietromonaco & Barrett，2000）。因此，考察情感在内部工作模型中的组织作用，进一步澄清内部工作模型的性质，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其次，就其结构而言，虽然研究者认为依恋内部工作模型是以层级形式组织的多层次多维度模型，但对于子模型的具体组织方式，至今仍没有清晰的论述。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工作模型如何组织，以层级网络模型的形式组织，还是以激活扩散模型的形式组织？不同的工作模型如何被激活并发挥作用？借鉴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已有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结合依恋内部工作模型自身的特点，将是未来相关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在未来研究中，结合自我概念、人际信任和社会关系的已有研究成果，对内部工作模型的复杂程度和概括程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索内部工作模型的个体差异，应该是极具意义的。

第二，相对于自我概念等概念的发展理论，研究者对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发展过程的论述仍不够精细。根据相关理论，自我和他人工作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过程，那么这些过程是否可以看作是相对独立的阶段，各个阶段的发展是否存在关键期，各个阶段的任务又分别是什么，分别与个体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其他方面有何联系，是否存在一些因素或事件对内部工作模型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该领域悬而未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第三，就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的影响而言，现有研究多关注了最高概括水平的工作模型对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的影响，但对于具体工作模型的影响却少有研究涉足。在依恋情景下，具体水平的工作模型的作用如何，在此过程中是否会与高概括水平的工作模型发生联系，是否会与之发生交互作用等问题对我们理解内部工作模型的影响极具意义，是近年内部工作模型研究的热点，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第四，对成年期探索的界定还没有一致而清晰的看法。目前，研究者们往往根据自己对理论的把握选择了某个切入点对探索加以评估，但从哪个角度考察探索能更有效地与依恋联系起来，现有的研究并不能提供答案。这种现状与探索一词宽泛的含义有关，在研究初级阶段，各种尝试都值得肯定。在对具体探索行为的考察上，有的研究者强调情境对个体的挑战性，这点值得借鉴。因为当个体面临挑战的压力情境时，容易激活依恋系统，而在依恋系统激活的情况下考察依恋与探索的关系，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尤其当考察的焦点在探索过程中的情感反应上时，设置恰当的探索情境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五，对探索的评估采用以自我报告法为主的测量手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回避型成人在实际任务中的表现和自我报告的探索行为不一致，很可能与其防御风格有关，研究者可结合生理测量指标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再例如，探索意愿和实际探索行为也是有差异的，前者更容易受到社会称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的影响。同样，涉及探索过程的情感和体验的项目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今后的研究者在问卷编制上应考虑这类因素，同时还可以设计巧妙的实验或选择合适的自然情境，观察被试的行为，以获得对探索更客观的评估。




 [1]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尤瑾，郭永玉.（2008）.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04.（2）王小妍，郭永玉.（2008）.成年期的依恋与探索.心理学探新，28（1），82—87.撰稿人：尤瑾、王小妍。


9.2 成人的浪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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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主要从内部工作模型的视角探讨了依恋系统与认知、情感、行为（如探索）的关系，在有关依恋的研究中，研究者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体童年期与主要养育者形成的这种内部工作模型对其成年期形成的亲密关系又有怎样的影响？成年期的亲密关系主要指的是成年人与伴侣构成的情感联结——浪漫关系
 （romantic relationship），或者称之为浪漫依恋（romantic attachment）。

9.2.1 成人浪漫关系中的依恋

浪漫关系（romantic relationship）是指“情侣间的人际关系”，即情侣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关系（刘文，毛晶晶，2011）。Bowlby将浪漫关系置于进化与发展的框架之中，借用习性学中行为系统的概念，提出浪漫关系中的三大行为系统：依恋、呵护与性。依恋行为系统的生物学功能是确保个体一直靠近依恋对象，使其避免危险。呵护行为系统主要为长期依赖或暂时需要的个体提供保护和支持（Bowlby，1953）。性行为系统的重要功能则是将基因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三大行为系统是相互影响的，三大系统对于形成和保持亲密的、令人满意的和长久的浪漫关系至关重要。Hazan和Shaver（1987）首次提出成人浪漫关系中的情感联结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依恋关系。他们认为，浪漫关系与母婴依恋的情绪及行为动力为同一生物系统所控制，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以提高生存的概率及安全性，并列举了两者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如寻求与情侣的亲近，当与情侣相处的时候会觉得安全和舒适，当与情侣分离的时候会感到焦虑等，即在成人—成人的依恋系统与婴儿—照料者的依恋系统中，依恋对象都发挥着亲近目标
 （target for proximity maintenance）、安全港（safe haven）和安全基地（secure base）的功能。另外他们观察到浪漫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个体差异与母婴关系中的个体差异颇为一致，因而推论浪漫关系中的个体差异源于早期依恋经验中形成的对亲密关系的期望和信念的差异，换言之，即在早期依恋经验中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型是相对稳定的。

是否所有的浪漫关系都可以视为依恋关系呢？作为依恋的浪漫关系与成人的其他亲密关系又有哪些区别呢？Fraley和Shaver（2000）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依恋关系区别于其他亲密关系的条件：（1）把依恋对象作为寻求和保持亲近的目标；（2）在压力情境下把依恋对象作为寻求保护和支持的对象；（3）在探索外部世界时，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基地。在依恋的完整模型中，三者缺一不可。因此，从依恋角度研究浪漫关系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指向所有的浪漫关系的。青少年的浪漫关系普遍开始于青春期，但在青少年早期形成的浪漫关系中可能只是一种同伴之爱，与友谊类似，而在青少年后期形成的浪漫关系才是一种包含了亲密、承诺和性爱的强烈情感（Bucx & Seiffge-Krenke，2010），在这种成熟的浪漫关系中才可能形成浪漫依恋。

那么依恋是如何从父母转移到浪漫关系对象身上的呢？有研究（Hazan，Zeifman，& Middleton，1994）发现这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在依恋对象的三个功能上，寻求亲近功能在童年早期发生迁移，安全港成分在青春期发生迁移，安全基地成分迁移时间最晚，在成年早期完成。浪漫依恋关系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才能发展完全。一项研究发现，这一迁移模式同样适用于中国被试群体，而存在的差异在于，中国被试群体要在结婚后才由父母迁移到伴侣身上（Zhang，Chan，& Teng，2011）。另一项研究比较了成年人同伴依恋与浪漫依恋的发展，发现同伴依恋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发展完全，而浪漫依恋则仅需要2年。伴侣间的相互信任、关怀以及亲密接触，会促使依恋对象和依恋功能从父母一方迁移到恋人一方（Fraley & Davis，1997）。

9.2.2 依恋对浪漫关系质量的影响

在亲密关系建立之初，依恋类型会影响个体的人际吸引力以及择偶偏向。无论被试属于何种依恋类型，安全型伴侣的吸引力最大；在依恋维度上，回避维度要比焦虑维度对最初的吸引影响更大；另外，依恋类型的相似性也会促进相互吸引（Klohnen & Luo，2003）。个体在择偶标准的妥协性（即伴侣的理想标准和最低标准的差距）上存在依恋类型的差异，焦虑型的择偶标准更为僵化和不愿妥协。对男性的研究还发现，焦虑型个体理想伴侣形象更接近其理想母亲形象，回避型个体更接近其理想自我形象，安全型的理想伴侣形象则更为灵活（Tolmacz，Goldzweig，& Guttman，2004）。

在浪漫关系持续过程中，依恋安全性会影响浪漫关系的稳定性、满意度、亲密感。大量研究发现，依恋安全性也可以对婚恋关系的稳定性提供一些预测，有研究（Ceglian & Gardner，1999）发现，回避型依恋的人比焦虑型依恋的人经历多次婚姻的可能性更大。另一些研究也发现，相对于安全型依恋的人，那些在依恋焦虑或者回避维度得分更高的个体的浪漫关系更有可能走向结束（Feeney & Noller，1990；Fraley & Davis，1997；Mikulincer，Gillath，& Shaver，2002）。不仅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浪漫关系更稳定，大量研究也发现，安全型依恋个体对关系的满意度也更高，在浪漫关系中体验到了更多的亲密感，对关系也更有信心，对伴侣持有更为积极的期待。

研究者们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浪漫关系的满意度是否与对伴侣的依恋类型的积极感知有关，或者说双方是否感受到这种相似性。一项纵向研究（Cobb，Davila，& Bradbury，2001）对172对新婚夫妇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对情侣依恋安全性的积极感知可以预测婚恋关系中的支持行为和满意度。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满意度与对情侣的积极幻想即理想化有关，而非对依恋类型的精确感知。

依恋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浪漫关系的质量呢？大量的研究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浪漫关系中的双方的互动方式（陈燕蕾，陈红，2008）。根据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的假设，依恋系统在压力、紧张、忧虑的情况下会被强烈地激活，同时也激起相应的情绪，使伴侣之间的交流互动产生变化。一方面，依恋类型影响伴侣间的自我表露，有研究发现，高逃避的人有较少的心理表露，并且会与伴侣保持距离，更多的高焦虑者较不满意与伴侣间的内心表露（Bradford，Feeney，& Campbell，2002）。在苦恼的时候，安全型依恋者会更多表露情感，并寻求伴侣的支持，不安全依恋的人对伴侣能否支持自己缺乏信心（Anders & Tucker，2000）。在沟通和自我表露上，一项研究（Mikulincer & Nachshon，1991）发现，安全型和焦虑型依恋的个体比回避型更愿意自我表露，但安全型的自我表露是积极和反应式的，他们向对方自我表露，并积极回应对方的自我表露，灵活性较高而且沟通话题更为和谐；而焦虑型个体将自我表露当成缓解被抛弃焦虑的手段而非促进亲密程度的方式，对对方的自我表露反应不积极；回避型的个体则表现为“强制性封闭”（compulsive closure），他们不愿意表露自我，和高自我表露的伴侣交往时会感到不舒服。研究（Keelan，Dion，& Dion，1998）还发现，在对伴侣和其他人自我表露时，安全型的个体有很好的区别分化，他们对伴侣的亲密性自我表露更多，而且话题更为隐私，而非安全型的个体的分化并不明显。

同时，依恋类型也会影响到伴侣间的沟通方式，尤其是对冲突的解决策略。Pielage等（Pielage，2006）调查了结婚伴侣间的沟通方式，结果发现安全型浪漫依恋与亲密感呈正相关，不安全型浪漫依恋与破坏性的沟通及逃避行为呈正相关，安全型依恋者与积极的语言及非语言沟通有正相关，并与消极的非语言沟通有负相关。多虑型与恐惧型依恋者与消极非语言及消极语言沟通有很强的关联，显示了高焦虑维度是偏向消极沟通的。超脱型依恋者则是抑制依恋系统的激活，他们会抑制对消极情绪的表达以减轻冲突。Simpson等（Simpson，Rholes，& Phillips，1996）让情侣对其关系中主、次要矛盾加以讨论解决，低焦虑个体在讨论主要矛盾后对伴侣和关系的评价有所提升，高焦虑个体在讨论中更焦虑、敌对，讨论后对关系的评价降低，而且涉及的问题越重要，情况就越明显；回避型男性在讨论中有较少的支持和关怀，交流质量也较差。在对冲突引起的消极情绪的调节上，研究发现（Mikulincer，1998a），不同依恋类型个体调节由关系冲突引发的愤怒情绪时也有很大差异。安全型个体对愤怒情绪加以控制，愤怒中包含乐观、希望和自我效能的信念，理性分析事件，积极寻求有效解决方式，表现为有效愤怒（functional anger）。非安全型个体则表现出无效愤怒（dysfunctional anger）：焦虑型个体对愤怒表达无法抑制，也无法逃避愤怒情绪的纠缠，导致其建设性行为退缩；回避型个体则表现出分离性愤怒（dissociated anger），虽然在自我报告中和安全型没有差异，但生理上却有愤怒情绪的指标，他们远离问题情境，采取逃跑主义策略。类似的，在应对信任冲突事件的策略上，安全型依恋者也多采用建设性的沟通方式，而焦虑型个体会经常为此不安、辗转思忖，回避型个体则会远离事端，保持距离（Mikulincer，1998b）。

依恋也会影响成年人对保持伴侣关系的策略的选择。一项以189对平均年龄为25岁的情侣和夫妻为研究对象的研究（Bachman & Guerrero，2006）发现，依恋回避得分越高的个体越少使用相对积极的关系保持策略，例如制造浪漫氛围、庆祝纪念日等的浪漫策略，或者是爱抚、亲吻等情感策略，以及主动进行自我暴露的开放性策略和参加家庭聚会之类的社交网络的策略；而依恋焦虑得分越高的个体则越少使用分担家务、支持和社交网络的策略。另外也有研究（Dainton，2007；Goodboy & Bolkan，2011）发现，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可以显著预测个体消极的关系保持策略，拒绝型和迷恋型的个体多采用嫉妒—监视—控制—冲突的方式维持双方的浪漫关系。

另外，大量的研究（Sümer & Cozzarelli，2004；Whisman & Allan，1996；侯娟，蔡蓉，方晓义，2010）表明，在依恋风格对浪漫关系质量的影响中，归因方式起到了中介作用，依恋回避和焦虑程度低的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对伴侣行为往往能做出更为积极的归因，因此对关系的满意度更高。在研究伴侣的依恋风格与浪漫关系质量的关系时，研究者们常采用的方法为主—客体互倚模型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这一模型可用于测量人际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在亲子、伴侣等成对样本中使用。APIM能够检验关系中的主角效应（actor effects）、伴侣效应（partner effects）及主角与伴侣的交互效应，主要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或是多层线性模型来检验。侯娟等人（2010）的研究就采用了这一模型，结果发现婚姻归因方式确实在依恋风格和感知到的婚姻质量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另一项采用APIM模型开展的研究（陈燕蕾，2008）则发现，在浪漫依恋对关系满意度影响上，情绪调节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9.2.3 成人浪漫依恋的稳定性

相对于婴儿期的依恋来说，成人依恋的重大改变就是依恋对象逐步增多，依恋成为一个有层次的系统，其中包括与父母间的亲子依恋、与恋人或配偶间的浪漫依恋等（Collins & Read，1994）。而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与亲密伴侣间形成新的浪漫依恋，同时也可能会经历婚姻、分手、离异、成为父母、丧偶等重大事件，那么这些经历究竟会如何改变个体的依恋类型？或者说，对个体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有研究者（王岩，王大华，2012）认为，在对成人依恋的稳定性进行具体的研究时，有必要对成人浪漫依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进行区分：稳定性（stability）是指不同时间点上测得个体依恋风格是一致的；而连续性（continuty）指的则是早年形成的依恋风格一直持续下来、贯穿生命全程不改变。另一个有关的概念是测量的信度，也就是测量工具的可靠程度（Baldwin & Fehr，1995）。因此，依恋风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是紧密相关的，但测量结果的不稳定不一定反映了依恋风格的不连续性，因为工具的信度可能从中干扰测量的准确性。目前对依恋风格的测量方法主要有问卷法、访谈法、分类法等，但是在探讨依恋类型的稳定性时多采用纵向追踪研究，问卷是这类研究最经常使用的工具。成人浪漫依恋的问卷测量取向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从类型的角度出发，即根据外显的、可观察到的行为或分类结果，直接对个体的依恋状况进行分类，例如Hazan与Shaver（1987）编制的成人依恋类型问卷。策二种从维度的角度出发，把依恋的行为维度化，先计算出维度的得分，然后根据维度得分确定依恋类型，例如Brennan等人（Brennan，Clark，& Shaver，1998）编制的亲密关系体验量表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s，ECRS）。对于前者而言，主要考察的是依恋类型的稳定性，而对于后一种而言，考察的是维度得分的稳定性。因此，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成人浪漫关系中的依恋的测量工具及其有关稳定性的研究。

Hazan与Shaver（1987）编制的成人依恋类型问卷最先被用来测量成人依恋风格。该问卷只有一个题目，要求被试从三个有关依恋类型的描述中挑选一个最能够反映他们在恋爱中经常有的感觉和想法，通过选择对自己最恰当的描述，将被试分为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型三种依恋风格。利用这一测量工具，使用大学生为被试的一项相关研究发现，间隔1周到2年的时间中，72%的被试依恋风格保持不变，其中17.2%原为安全型依恋的个体33.5%的回避型个体和55.0%的焦虑矛盾型个体发生了改变。其他使用该问卷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对一致的结论，大约有60%—70%的个体其依恋风格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Davila，Burge，& Hammen，1997；Frazier，Byer，Fischer，Wright，& DeBord，1996）。

在从维度出发的成人浪漫依恋测量工具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亲密关系体验量表。该量表把成人依恋分为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两个维度，其信效度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聚焦到每一个维度上来看，依恋回避分数跨时间的相关性在0.54到0.79之间，依恋焦虑分数跨时间的相关性在0.33到0.82之间（Davila & Sargent，2003；Lam & Whiffen，2005；Scharfe，2007；Scharfe & Cole，2006）。

以上的研究关注的是，浪漫关系中的依恋的稳定性，另外一些研究则聚焦于早期亲子依恋与成年期浪漫依恋的一致性，这些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包括：早期亲子依恋和浪漫依恋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早期亲子依恋是否为浪漫依恋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关系模式及期望等方面的原型，这些原型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浪漫依恋关系的发展呢？另一方面，浪漫依恋所提供的新的经验是否会对依恋表征进行修正，从而使之与当前的依恋关系相适应呢？一项回溯研究（Crowell & Owens，1998）考察了成人的早期依恋类型与浪漫依恋类型的相关，早期依恋类型采用成人依恋访谈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进行测量，而浪漫依恋类型由当前关系访谈得到，结果表明只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0.29）。Crowell等（Crowell，Treboux，& Waters，1999）在215对的恋爱大学生样本中重复了这一研究，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对两种依恋类型的测定均采用自我报告法，所得到的相关系数是0.30。这些研究对早期的亲子依恋采用的是回溯式的研究，这有可能会受到记忆重构等因素的干扰。但是有纵向追踪研究得到了不太一致的结论，例如一项纵向研究（Fonagy，Steele，& Steele，1991）发现，一岁时的陌生情景下的依恋类型与后来的婚恋依恋类型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17。

因此，关于成人依恋的稳定性，研究者们应用不同的测量工具对成人的依恋风格进行考察研究，结果十分相似，均得出成人浪漫依恋风格具有中等程度的稳定性，大部分人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同样的依恋风格。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测量所反映出的稳定性是由心理本质的稳定性造成的，而非特定测量工具的片面结果。

9.2.4 成人浪漫依恋的变化及其解释模型

但是，这些支持成人浪漫依恋稳定性的研究也同样验证了另一个事实：在浪漫关系中，一部分人的依恋类型确实会发生改变。在一项以关系问卷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RQ）为工具（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的3年追踪研究中，54%的年轻女性依恋类型未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在3年里有近一半的女性的依恋类型发生了变化。另外一些研究得出的依恋类型发生变化的比例相对较低一些。例如有研究发现婚前3个月与婚后18个月采用AAI对被试进行测量，结果发现有78%的个体两次测量中所属依恋类型是不变的（Crowell，Treboux，& Waters，2002），即使时间间隔增长至20年，也仍有64%的被试依恋风格稳定（Waters，Merrick，Treboux，Crowell，& Albersheim，2000）。这些数据表明，虽然依恋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人的依恋类型发生了改变。而且以成年早期到中期的人群为被试的研究显示，安全型个体的稳定性最高（Cozzarelli，Karafa，Collins，& Tagler，2003），对父母的依恋要比对伴侣的依恋更加稳定（Buist，Reitz，& Dekovic＇，2008；Fraley，Vicary，Brumbaugh，& Roisman，2011）。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成年人浪漫依恋类型的变化呢？对于成人依恋随时间发生改变的原因，研究者们提出了三个解释模型，即生活压力模型、社会认知模型和个体差异模型（王岩，王大华，2012）。

生活压力模型（也叫生活事件模型）认为，成人依恋安全性的改变是对重要生活事件或生活环境重大改变的反应。生活压力模型的研究通常会选择经历了重大生活事件的人们作为被试，而关注的生活事件也以消极事件为主，如分手、流产、亲密他人离去等。追踪研究表明，那些经历过离婚和分手的被试更有可能会由安全型依恋转变为不安全的依恋类型（Cozzarelli，Karafa，Collins，& Tagler，2003；Stansfeld，Head，Bartley，& Fonagy，2008）。另一项持续8周的研究（Davila & Sargent，2003）采用日记法考察被试的依恋安全性是否改变，发现其确实与生活事件是有联系的。其他重大生活事件，例如对女性而言，成为母亲对其依恋风格及其与伴侣的互动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Simpson针对刚结婚不久的怀孕夫妇的研究（Simpson，1990）发现，在产前6周及产后6周分别做了测试，发现女性成为母亲后感到来自亲密伴侣的支持比以前更少或是来自伴侣的愤怒更多时，其依恋取向在身份转变后会变得更焦虑。拥有高逃避型丈夫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会更少地寻求伴侣的支持，并且她们会在身份改变后变得更逃避。

社会认知模型最早由Baldwin等研究者（Baldwin，Keelan，Fehr，Enns，& Koh-Rangarajoo，1996）提出，用以解释人们为何会在不同的时间报告不同的依恋方式。该模型认为人们在依恋风格和依恋安全水平上的改变是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根据此模型，当人们处于不同情境时，被激活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不同，诸如记忆、“自我概念”、人际期待等这些子系统的改变会引发依恋风格的整体改变。所以，这个模型适合于解释依恋风格在短期内发生的改变，因之与个体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有研究（Baldwin，Keelan，Fehr，Enns，& Koh-Rangarajoo，1996）表明，在不同刺激的启动下，人们对人际信息的反应是不同的，如在成人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针对不同的亲密关系测量出的依恋风格会有所不同。这一模型还用来探讨伴侣间依恋类型的相互作用，例如Davila和Kashy（2009）的研究显示，如果感知到伴侣是焦虑型依恋风格或支持性低的个体，则自己的依恋风格也易变成不安全型。当然，依恋类型的短期改变也会带来一些好处，例如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Shorey & Snyder，2006；Tasca，Balfour，Ritchie，& Bissada，2007）也发现，通过治疗过程改善来访者的人际认知也会影响他们的依恋风格向安全型转化。

个体差异模型用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个体较他人而言更易发生依恋风格的改变。根据此模型，存在易感因素的人群更容易产生依恋方式、依恋安全水平的改变。例如有研究（Davila & Cobb，2004）发现，父母罹患精神疾病会引起亲子依恋和其他人际关系质量发生改变，精神疾病家族史或是自身患有精神疾病会妨碍其形成清晰而稳定的自我和他人认知，从而容易表现出依恋的不稳定性。个体差异模型还认为依恋发生改变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不安全的倾向（Davila，Burge，& Hammen，1997），而安全型的依恋则不太容易发生改变。由于个体差异模型仅能说明一部分人的依恋风格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更容易改变，而不能解释为什么改变，因此这一模型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这三种模型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影响依恋风格稳定性的因素，生活压力模型和社会认知模型强调情境因素对依恋安全性的影响，而个体差异模型则更加聚焦于个体因素的影响。依恋风格的稳定性与变化的争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格稳定性和人的毕生发展观点之间的冲突和整合，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对人格发展的交互作用。因此，在人格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中来看待依恋的稳定性与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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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周春燕，黄希庭.（2004）.成人依恋表征与婚恋依恋.心理科学进展，12（2），215—222.撰稿人：周春燕。


10 死亡意识

讨论了青年期的自我发展和成年期的依恋关系之后，我们将关注点转向步入老年期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死亡。死亡是人类成长、发展和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永恒的主题。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反映了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现实主义情怀。庄子则言，“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庄子·大宗师》），又模糊了生死之界限，体现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和“死生一矣”的化有形于无形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佛家又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学说，主张整个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四苦，要达到“西方净土”世界，就要戒定慧，清心，寡欲，多布施。西方对待死亡的传统从源头上就有差别，苏格拉底之死体现的不是中国那种“舍生取义”的精神，而是“舍生取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伴随着西方哲学，直到存在主义大师Heidegger（1927/1999）明确指出：“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意义与众不同，还有待进一步予以界说。”

“死亡”，自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以来，一直是人们心中最神秘的事件，作为最本己的、不可超越的、不可被他人替代的、发生在将来的事实，当下不可体验，体验之后即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终结，更无法对生者述说死亡的面貌。尽管许多研究表明濒死经验对个体的人格转变和成长有着巨大的作用，能够长久地戏剧性地改变经验者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并且他们常常还会导致深刻的精神成长（郭永玉，2003），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濒死经验是个体意识的主观建构，不能仅根据濒死经验从根本上阐明死亡本身。个体虽然在活着的时候不能亲临死亡，但是，他人的死亡却愈发触人心弦（Heidegger，1927/1999）。其实，不仅是他人的死亡，他物的死亡和衰败以及一些特定的场景也能够引发人们对这个主题的沉思，比如水面上飘零的失去了色泽的花瓣，郊外发臭的鸟的尸体，旷野中传来的火车的鸣笛等等。

对死亡这一生理现象的感知和领悟转化为死亡意识
 （death awareness），即个体对自己将来在某一个未知时刻必定离开人世的觉知，以及由此认识所引发的情绪情感体验和相应的人生意义问题。这种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制约着个体的生存状况。简单地说，人们对死亡的意识基于对死亡的生理认知，个体的死亡虽然发生在将来，但是，由这一事件所引发的死亡意识却发生在当下。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这种意识的强度是不同的：有的人体验到较强的死亡意识，认为生命有限，整日忙忙碌碌；有的人则没有那么强的时间感，过得悠闲自在。而面对同样的死亡境遇，不同的人体验的内容也不一样：有的人体验更多的是死亡焦虑和恐惧，有的人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而有的人则立志要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立功、立言、立德，唯恐“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随着生命历程的进行，死亡越来越明晰地逼视个体，死亡意识也就越发地现实。死亡进程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新皱纹的出现，记忆机能的下降和关节疼痛的加深，它还无情地使人意识到死亡的不断逼近。对于老年人而言，频繁的医疗问题，伴侣的离去和认知能力的退化只不过是生命已到尽头的少量提示（Maxfield et al.，2007）。这些提示让人们进一步意识到死亡的不可回避，从而不得不直面这一事件，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对人类的判断和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Greenberg，Solomen & Pyszczynski，1997）。


10.1 死亡提醒效应
 
[1]



富兰克林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除了死亡和纳税。”（Burden，2003）实际上，死亡比纳税确定得多。虽然传统儒家思想并不重视死亡，但谁又能否认死亡对于人类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家Becker（1973/2000）在其普利策获奖作品《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
 ）中指出：“死亡是人寻求幸福这一核心要求中深藏的蛀虫。”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匪夷所思，可是在心理学领域却有理论与之一脉相承，这就是恐惧管理理论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有一种求生怕死的本能，但人类是唯一能意识到自己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并且“必死无疑”的物种，这一宿命昭示着可怕的无意义和彻底的虚无，因此在潜意识层面，死亡极端令人恐惧（Solomon，Greenberg，& Pyszczynski，2004）。为了“管理”死亡恐惧，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发展出了世界观与自尊这两种焦虑缓冲方式，而世界观和自尊是由文化建构的，它依赖于人的信仰与维持，所以许多社会行为都指向对世界观和自尊的维护（Harmon-Jones et al.，1997）。死亡提醒效应
 （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s）是恐惧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整合了理论中涉及的死亡、世界观、自尊等要素，并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10.1.1 死亡提醒效应的概念和测量

死亡提醒效应的概念


死亡提醒
 （mortality salience）是恐惧管理理论中的一个术语，意指对人们“必死性”的提醒和揭示。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在经历死亡提醒后，人们会更强烈地捍卫自己的世界观（Rosenblatt，Greenberg，Solomon，Pyszczynski，& Lyon，1989）。在最早的一项实证研究中，Rosenblatt等人（1989）让被试评定该给一位举报谋杀犯的妇女多少奖金，结果死亡提醒组给出的奖金额度显著高于控制组。同时在死亡提醒后，法官被试对于涉嫌卖淫的妇女提出的保释金数额显著高于控制组。这种现象被称为“世界观防御”
 （worldview defense），即死亡提醒后，人们对于与其世界观相符的行为持更加积极的态度，而更消极严厉地对待那些与其世界观相左的行为（Arndt，Greenberg，Solomon，Pyszczynski，& Simon，1997），这也是死亡提醒效应在早期的主要含义。后来有研究发现，以驾驶能力为自尊来源的被试，在经过死亡提醒后会倾向于发生更多的危险驾驶行为（Taubman-Ben-Ari，Florian，& Mikulincer，1999）。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者归纳提出，死亡提醒也可以引发人们对自尊的寻求（self-esteem striving），即死亡提醒会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去迎合某些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的实现与自尊密切相关（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Arndt，& Schimel，2004）。

鉴于此，有理由认为，由于死亡提醒而引起的世界观防御或自尊寻求，可以统称为死亡提醒效应。死亡提醒效应在多个国家及不同文化背景中均得到了证实（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 Maxfield，2006；Tam，Chiu，& Lau，2007），表明其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死亡提醒效应的测量

考虑到人们通常忌讳死亡，所以在经典的死亡提醒操作中，研究者先让被试完成一些人格测验题，以隐瞒真实的实验目的。在测验题后面，会附带两个与死亡相关的开放式问题，事先说明这是一个最新的人格投射测验，以消除被试的疑虑（Rosenblatt et al.，1989）。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即是进行死亡提醒：“请想象你自己的死亡，并简要描述你此时的情感体验。”“你认为当你死去时，你的躯体会发生什么变化？请快速并详尽地写出。”而控制组被试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不过主题是中性的（如观看电视），或其他与死亡无关但能引发焦虑的话题（如在公众面前演讲）。接下来，让被试填写情绪量表，并完成填字游戏等分心任务以进行短暂延迟，最后测量被试在世界观防御或自尊寻求上的反应（Greenberg，Pyszczynski，Solomon，Simon，& Breus，1994）。有研究者指出，死亡提醒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包括使用死亡焦虑量表（Rosenblatt et al.，1989）、阈下启动（Arndt，Greenberg，Pyszczynski，& Solomon，1997）等。

10.1.2 死亡提醒效应的心理机制

从死亡提醒后的延迟到出现世界观防御或自尊寻求，其中的心理机制是什么？Greenberg等人（2003）认为，死亡提醒效应是由潜在的死亡焦虑（the potential for death-related anxiety）所引发。这种潜在的焦虑也是恐惧管理理论中“恐惧”一词的真正含义，它与真实体验到的焦虑是不同的。真实体验到的焦虑会导致明显的负性情绪和生理唤醒，有研究者探讨了这些因素引发死亡提醒效应的可能性。最早的研究表明，虽然死亡提醒引发了世界观防御，但不论是在情绪自评量表上的得分，还是在皮电等生理指标上的水平，死亡提醒组和控制组均无显著差异（Rosenblatt et al.，1989）。另外有研究发现，对学生进行考试提醒引发了他们的负性情绪，但不会引发世界观防御，而死亡提醒组则正好相反（Greenberg et al.，1995）。这些结果共同证明，死亡提醒并未引发真实体验的焦虑。而Greenberg等人（2003）让所有被试服用安慰剂，其中一部分被试被告知此安慰剂可以“防止焦虑”，而其他被试则被告知此安慰剂可以“增强记忆”，接着随机进行死亡提醒或疼痛提醒，短暂延迟后测量被试的世界观防御情况。结果发现，在服用“增强记忆”安慰剂的被试中，存在着死亡提醒效应，但在服用“防止焦虑”安慰剂的被试中，死亡提醒效应却没有出现。这一结果表明，死亡提醒效应确实由潜在的焦虑所引发。当这种潜在的焦虑被安慰剂阻隔时，死亡提醒效应也就消失了。

但是，潜在的死亡焦虑既不能为人的意识所觉察，甚至不能反映在生理指标中，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测量这种潜在的死亡焦虑？有研究者提出，在意识之外的死亡想法通达性
 （death-thought accessibility）可以作为潜在焦虑水平的指标（Greenberg et al.，2003；Greenberg，Solomon，& Arndt，2008）。对死亡想法通达性的测量借鉴了词干补笔测验的方式，研究者给被试20个缺少两个字母的英文单词词干，让他们根据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词依次进行补齐。其中6个词干可以既填上中性词，又可以填上与死亡相关的词——比如词干coff_ _既可以填为中性词汇coffee（咖啡），又可以填为与死亡相关的词汇coffin（棺材）。根据被试所填充词中与死亡相关词汇的多少，就可以判断其死亡想法通达性的高低（Greenberg et al.，1994）。有研究证明，死亡想法通达性的增加与世界观防御总是相伴出现。在经典的死亡提醒操作下，只有在经历短暂延迟后，被试才出现了死亡想法通达性的增加，这与世界观防御的出现模式是完全一致的（Greenberg et al.，1994）。而在高认知负荷的条件下，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有一项研究要求被试一直记住一个11位的数字，同时进行死亡提醒，发现在剥夺被试进行压抑所需的认知资源的情况下，死亡想法通达性立即增加，而世界观防御也立即出现（Arndt et al.，1997）。

那么，死亡想法通达性的增加是否是导致世界观防御的原因？如果在死亡提醒操作后，先测量被试的死亡想法通达性，然后测量其世界观防御情况，有可能存在着干扰作用。恐惧管理理论认为，当死亡相关想法还存在于意识中时，只会引起压抑、否认、理性化等近端防御
 （proximal defenses）；当死亡相关想法从意识层面消退，但充斥于潜意识中时，才会引发世界观防御或自尊寻求等远端防御
 （distal defenses）（Pyszczynski，Greenberg，& Solomon，1999）。死亡想法通达性测量中的敏感字词有可能使死亡相关想法进入意识，从而削弱世界观防御（Arndt et al.，1997）。而如果将测量顺序颠倒，却可以进行间接证明，即如果是死亡想法通达性的增加导致世界观防御，那么在世界观防御后，死亡想法通达性会降低。有研究者发现，在死亡提醒后，有机会进行世界观防御的被试，他们的死亡想法通达性显著低于没有这种机会的被试，而与没有进行死亡提醒时的水平相当（Arndt et al.，1997），这说明世界观防御确实起到了降低死亡想法通达性的作用。依据同样的原理，Harmon-Jones等人（1997）证实，当死亡想法通达性增加时人们也会进行自尊寻求。

10.1.3 死亡提醒效应的影响因素

个体差异


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越来越无法否认死亡在逼近的现实（McCoy，Pyszczynski，Solomon，& Greenberg，2000）。从恐惧管理的角度，老年人可能面临的状况——如身体状态的每况愈下与亲朋好友的离去——都是明显的死亡提醒。而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观念的革新使他们的世界观不断遭受着冲击，多种社会角色的淡出和地位的丧失也让他们看起来越来越难以达到某些价值标准。这种失衡是否会导致老年人的死亡提醒效应特别强烈？他们是否会更保守，更固执，更严厉，更充满偏见？Maxfield等人（2007）对此进行了实证探索。研究者分别对老年和青年被试进行死亡提醒，然后使用Licket 7点量表测量被试对于某些违背道德的行为进行惩罚的严厉程度。结果显示，青年被试表现出了典型的世界观防御，对于不符合其世界观的举动，他们的态度更加严厉；而老年被试则没有这种倾向，即使是进行阈下死亡提醒也是如此。有趣的是，在未进行死亡提醒的控制组中，老年被试的严厉程度毫不逊色于青年被试，而一旦进行死亡提醒，这种模式就发生了颠倒。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死亡提醒可能会促使老年人采取更宽广的视野去看待事物，变得易于谅解和宽容。实际上，McCoy等人（2000）也认为，宽容地扩大群体认同、拓展自己的世界观，或许是老年人应对死亡提醒时更合适的策略。


宗教信仰
 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寄托，宗教信仰对死亡提醒效应的影响成为了近期研究者探讨的热点。有研究者发现，无宗教信仰的被试在死亡提醒后出现了典型的世界观防御，而有宗教信仰的被试并没有出现死亡提醒效应（Norenzayan，Dar-Nimrod，Hansen，& Proulx，2009）。但是，相反的结论也是存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死亡提醒后，高原教旨主义的美国被试会更加支持美国军方以极端严厉的军事行动来捍卫国家权利（Rothschild，Abdollahi，& Pyszczynski，2009）。如何理解这种结论的不一致？Jonas和Fischer（2006）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他们把人们的宗教信仰分为外在宗教取向和内在宗教取向。外在宗教取向看重宗教的实用性，而内在宗教取向不注重外在结果，是发自内心的对于宗教的信仰。实验表明，内在宗教取向的被试在死亡提醒后死亡想法通达性水平较低，而且未进行世界观防御，而外在宗教取向的被试则出现了典型的死亡提醒效应。研究者认为，影响死亡提醒效应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不同的宗教取向。内在宗教取向可以抵御死亡焦虑，而外在宗教取向则无法起到此作用。如果将宗教信仰的取向区分开来，或许可以解释各种看似矛盾的研究结论。


结构需求
 面对变化多端的环境，每个人都会寻求一定的结构来赋予其意义。但不同人愿意为此付出的时间和认知努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一种叫做结构需求
 （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PNS）的特质倾向。高PNS的人无法忍受不确定感，他们需要从情境中寻找到结构、秩序和明确性（Thompson，Naccarato，Parker，& Moskowitz，2001）。那么PNS对于死亡提醒效应是否有影响？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们先给被试一篇关于无辜的枪击受害者的新闻报道，然后要求被试对一些描述受害者的条目进行评价，结果发现高PNS的被试在死亡提醒后会更倾向于给予受害者以低评价，这种“贬损受害者”的做法有利于维护其关于公正世界的世界观。此外，高PNS的被试在死亡提醒后会更偏爱那些含有因果关系意味的故事。而低PNS者在两个实验中均出现了相反的模式，从而证实了PNS在死亡提醒效应中具有调节作用（Landau et al.，2004）。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佐证（Landau，Greenberg，Solomon，Pyszczynski，& Martens，2006）。


依恋类型
 在对影响死亡提醒效应的因素的探讨中，不少研究者也将注意力放在了与亲密关系相关的变量上。Mikulincer和Florian（2000）的研究发现，不同依恋类型的被试在死亡提醒后的表现有所不同（见表10.1），这与其各自的特点是相符的：安全型被试拥有着强大的内在力量。他们在面临死亡提醒时，不需要通过遵从外在价值标准来进行防御。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面对死亡提醒时可以无动于衷。延迟前后死亡想法通达性的升高说明他们也对死亡相关想法进行着压抑，潜在的死亡恐惧依然存在。而对亲密的寻求，预示着他们拥有不同于非安全型被试的应对模式。回避型被试不信赖他人，不会寻求亲密关系的庇护，只会以世界观防御等外在力量来避免死亡焦虑，而这种世界观防御本身也避免了与他人的联系。因此，回避型被试表现出最典型的死亡提醒效应。焦虑—矛盾型被试无法信任自己，需要通过外在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可能被人抛弃的亲密关系与相对稳定的世界观间，毫无疑问他们会选择世界观防御。不过他们似乎在抑制死亡恐惧方面做得不是很成功，不论是否进行了世界观防御或是进行了延迟，他们的死亡想法通达性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此后，依恋类型的调节作用也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进一步证实（Taubman-Ben-Ari，Findler，& Mikulincer，2002）。

表10.1 不同依恋类型的被试在死亡提醒后的表现

[image: ]


来源：Mikulincer & Florian，2000.

情境启动

除了个体差异以外，情境启动也是影响死亡提醒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世界观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不同的情境启动有可能引发不同的世界观防御。比如，在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死亡提醒效应体现为亲密关系的通达性增加，而让被试回想与国家有关的话题后，她们在死亡提醒后的爱国主义通达性增加（Arndt，Greenberg，& Cook，2002）。另一项针对美国女性的研究发现，在对群体认同的内容进行启动后再进行死亡提醒，被试会更倾向于做出与多数人一致的选择，但在询问被试自身的爱好与选择后进行死亡提醒，被试会更倾向于显示自己的独特性。研究者认为，美国女性的世界观中，既存在着融入大众的需求，亦有对独特性的渴望。死亡提醒激发出哪种选择，取决于她们当时参照的情境（Walsh & Smith，2007）。这一解释也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Jonas et al.，2008）。

此外，某些情境启动甚至可以抵消死亡提醒引起的世界观防御。早期就有研究者发现，在提示宽容的重要性后进行死亡提醒，美国被试对于反美的文章并没有表现出负面评价（Greenberg，Simon，Pyszczynski，Solomon，& Chatel，1992）。最新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对于高原教旨主义的美国被试，提示圣经中主张同情的语句，会使他们在死亡提醒后对美国军方严厉军事行动的支持率下降（Rothschild et al.，2009）。

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境启动，不仅不会抵消死亡提醒效应，反而可能激发出新的防御行为，这就是对人类身上动物性（creatureliness）一面的提示。最早的一项相关研究发现，对于人的动物性异常敏感的高神经质被试，在死亡提醒后对性经历中涉及生理的内容评价降低（Goldenberg，Pyszczynski，McCoy，Greenberg，& Solomon，1999）。而让被试阅读一篇关于人与动物相似之处的文章后再进行死亡提醒，则不论神经质水平的高低，被试均降低了对其的评价（Goldenberg，Cox，Pyszczynski，Greenberg，& Solomon，2002）。Goldenberg和Arndt（2008）还指出，死亡提醒操作中如果提及人类的动物性，会引发人们对于身体相关的健康行为的回避。有研究表明，阻碍女性被试进行乳腺自检的一个非理性因素，就是对其动物性的提示，这会引发他们不自觉的防御，导致他们在死亡提醒后参与乳腺自检的意愿降低（Goldenberg，Arndt，Hart，& Routledge，2008）。

10.1.4 死亡提醒效应在多领域中的证据

由于世界观防御和自尊寻求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者提出死亡提醒效应后，大量以此为主题的研究就应运而生，领域涉及健康、消费、司法、政治以及和平领域。这些研究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死亡提醒效应，而且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富有启示作用。

健康领域

在对死亡提醒效应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众多防御行为均与健康有关。Goldenberg和Arndt（2008）提出了恐惧管理的健康模型（terror management health model），试图从恐惧管理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与健康相关的行为。根据该模型，如果某项与健康相关的行为增强（减弱）了自尊，那么在死亡提醒后，人们会更多（少）地从事该行为。一项研究发现，低自尊的老年被试在死亡提醒后，更愿意参加那些利于健康的活动，而高自尊的老年被试则没有出现此倾向。研究者推测高自尊的老年人在生活的更多领域获得了足够的意义感和满足感，而低自尊的老年人只能通过寿命的延长而获得些许自尊，因此他们对于促进健康的行为反应不同（Taubman-Ben-Ari & Findler，2005）。另一项研究显示，因为外在原因而抽烟的被试，在经历死亡提醒并观看了一段宣传抽烟损害个人自尊的短片后，更倾向于戒烟（Arndt et al.，2009）。

消费领域

死亡提醒可以导致人们对世界观的遵从，而消费主义是当今社会流行的世界观之一，死亡提醒效应是否会影响消费行为？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发现：（1）死亡提醒会导致人们更多地追求名牌消费品。Mandel和Heine（1999）的研究显示，在死亡提醒后，被试对雷克萨斯汽车、劳力士手表等高档消费品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其广告的评价更高，也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购买欲望。另一项研究也证实，死亡提醒会导致被试更倾向于名牌消费和冲动消费（Choi，Kwon，& Lee，2007）。（2）死亡提醒会引发人们对本国产品的推崇。在死亡提醒后，德国被试对于大众、奥迪等本国汽车品牌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偏好，同时也更加喜爱本国的饭菜（Jonas，Fritsche，& Greenberg，2005）。Friese和Hofmann（2008）也发现，死亡提醒后，被试对本国食品的评价更高，实际消费量也更大。（3）死亡提醒对消费的影响还与自尊寻求有关。一项研究发现，高身体自尊的女性被试在死亡提醒后，更少选择容易令身体发胖的巧克力（Ferraro，Shiv，& Bettman，2005）。另外，以饮酒为自尊来源的被试在接受了针对酗酒的死亡恐惧诉求（fear appeals）后，对酒的消费量反而呈上升趋势（Jessop & Wade，2008）。

司法领域

司法领域中常常会涉及死亡，因此死亡提醒效应有可能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在死亡提醒后，如果被告威胁到了审判人员的世界观，那么对于被告的审判会更加严厉；而如果受害者威胁到了审判人员的世界观，那么他们会倾向于对被告从轻处罚（Arndt，Lieberman，Cook，& Solomon，2005）。最早关于恐惧管理理论的实证研究就以法官为被试，发现在死亡提醒后，他们对于涉嫌卖淫的妇女提出的保释金数额显著高于控制组（Rosenblatt et al.，1989）。另一项研究模拟了这样一个案件：被告殴打了一名参与同性恋集会的男子，同时在殴打过程中对该男子进行辱骂，内容涉及反对同性恋的主题。然后要求异性恋取向的被试写下保释被告的合适金额。结果表明，在死亡提醒后，被试提出的保释金金额明显低于控制组（Lieberman，Arndt，Personius，& Cook，2001）。

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作为人们世界观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有数个研究以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为大背景，发现人们对于总统候选人布什和克里的选择也体现了死亡提醒效应，这与9·11事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恐惧管理理论的角度，9·11事件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个强烈的死亡提醒，而在第一时间宣布要捍卫国家尊严并采取强硬反恐政策的布什，无疑是与多数美国人的世界观相吻合的。因此可以预见，死亡提醒后美国人会更加支持布什。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控制组中，被试对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克里的支持率是高于布什的。但在死亡提醒组，被试对布什的支持率却明显上升。研究者据此推测，布什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的获胜，也得益于美国人潜在的死亡焦虑（Cohen，Ogilvie，Solomon，Greenberg，& Pyszczynski，2005；Landau，Solomon，et al.，2004）。

和平领域

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是威胁和平的重要因素。在恐惧管理理论看来，不同的文明意味着不同的世界观，当涉及死亡提醒时，人们对各自世界观的捍卫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Salzman，2003），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证支持。一项研究表明，死亡提醒会使伊朗学生更加支持针对美国人的自杀式袭击，甚至表达出更强的参与意愿。同时，在政治立场上持保守态度的美国学生在死亡提醒后，会更加支持美国军队强硬的军事行动（Pyszczynski et al.，2006）。那么死亡提醒效应对于和平进程是否只会产生消极影响？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意见（Niesta，Fritsche，& Jonas，2008）。他们指出，死亡提醒效应可能导致对外群体的偏见、刻板印象、种族主义、攻击等不利于和平进程的结果，但也可以启动世界观中亲社会的成分，如友爱、无私、宽容等。换言之，对于和平来说，死亡提醒效应犹如一把双刃剑。死亡提醒使人们更加遵从世界观，但不同文化中对行为的价值判断有可能是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如何让死亡提醒引导人们往相同方向前行？有研究表明，死亡提醒是与标准提醒共同影响社会判断的，所谓标准提醒是指人们当前所注意到的行动标准，它不一定与原有的世界观相符合（Jonas et al.，2008）。Niesta等人（2008）建议，利用宽容、仁爱以及和平主义的标准提醒，有可能使死亡提醒效应对和平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10.1.5 小结

Heidegger（1927/1999）认为，人是向死而生的。死亡并非一个遥远的结果，而是在人活着的每一刻都存在着并产生影响。作为一个本身结合了哲学思想的心理学理论，恐惧管理理论，尤其是其中的死亡提醒效应，与Heidegger的著名论断不谋而合。自从1986年恐惧管理理论诞生以来，与死亡提醒效应相关的研究就层出不穷。研究者围绕着死亡提醒效应及其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在不同领域均得到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然而，目前的研究也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之处，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探讨。

首先，恐惧管理理论认为引发世界观防御和自尊寻求的最终原因是死亡，强调死亡在世界观防御以及自尊寻求中的独特作用。围绕死亡提醒效应展开的大量研究有力地证明了死亡不同于疼痛、不确定感、社会排斥等一般意义上的厌恶刺激（Pyszczynski et al.，200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死亡才能造成防御反应。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看起来与死亡无直接关联的刺激，比如对宗教信仰的威胁，甚至与保险公司品牌的接触，也会引起死亡想法通达性升高、世界观防御等类似死亡提醒效应的结果（Fransen，Fennis，Pruyn，& Das，2008；Friedman & Rholes，2007）。它们为何也会引发潜在的死亡焦虑和世界观防御？它们是否属于恐惧管理理论可解释的范围？如果是，它们是否也算一种死亡提醒？它们与那些不引发防御反应的厌恶刺激的实质区别又是什么？它们背后的认知过程是怎样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索。

其次，作为颇令人困惑的“恐惧”一词的真正含义，潜在的死亡焦虑在恐惧管理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是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在实证研究上存在着困难，因此对潜在焦虑的直接研究极其有限。虽然研究者提出了可量化的死亡想法通达性作为测量潜在焦虑水平的指标，但是并未说明原因。而且，还未有研究对死亡想法通达性在死亡提醒效应中的中介作用进行直接检验。此外，鉴于死亡在恐惧管理理论中的重要性，死亡想法通达性在死亡提醒效应的发生中也应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当提示死亡是由自我决定的时候，被试的死亡想法通达性会增加，但却并未出现世界观防御（Fritsche，Jonas，& Fankhänel，2008），这项研究结果很难为恐惧管理理论所解释。总之，恐惧管理理论所强调的潜在死亡焦虑，在实证研究中依然面临着挑战，需要更进一步的阐释与证实。

再次，不论对于世界观防御来说，还是对于以符合世界观的要求为标准的自尊寻求而言，世界观均是重要的基础性概念。虽然研究者为世界观下过定义，但世界观到底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其中是否存在着优先和不同的权重，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者却很少进行探讨，这可能造成一系列问题。有研究者指出，世界观可以是个性化的（McCoy et al.，2000）。Arndt等人（2002）的研究也表明，男女在世界观的建构上是不同的，男性更看重爱国主义，而女性对亲密关系更敏感。但许多研究中对世界观防御的测量都偏重于爱国主义，当涉及较多女性或是不看重爱国主义的被试时，就有可能造成结论的偏差。另外，有研究者主张，亲密关系是独立于世界观和自尊的恐惧管理机制（Mikulincer，Florian，& Hirschberger，2003）。恐惧管理理论的支持者虽然承认亲密关系的重要作用，但却试图把它纳入到世界观的范畴中（Greenberg et al.，2008）。这种争议就是由于未细化世界观的概念而造成的。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恐惧管理理论并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着其他恐惧管理机制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明确界定世界观的范围，宽泛的定义有可能“包罗万象”，导致许多类似的争议，这不利于死亡提醒效应研究的发展。

最后，国内对于死亡提醒效应的研究还十分匮乏。在本土化过程中，国内研究者除了完成对研究工具的修订、进行一般的跨文化比较以外，还需要关注死亡提醒效应研究的新趋势并重视本土文化中的生死观。比如，死亡提醒效应更强调人们对于死亡恐惧的防御反应，但是否存在超越这种恐惧的可能？近年来，研究者初步予以了肯定。他们发现，直面死亡可以使人产生类似创伤后成长的效应，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在目标（Lykins，Segeratrom，Averill，Evans，& Kemeny，2007）。而此研究结果，不正与不忌死亡，主张回归本真的道家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吗？对于现今的死亡提醒效应研究，古老的生死智慧依然有着独特的启迪作用。国内的研究者可以积极借鉴，以探寻死亡提醒效应研究可能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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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1）傅晋斌，郭永玉.（2011）.死亡提醒效应的心理机制及影响因素.心理科学，34（2），461—464.（2）傅晋斌，郭永玉.（2011）.死亡提醒效应：概念、测量及来自多领域的证据.心理学探新，31（2），113—117.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心理学》月刊2011年第10期（第35—40页）全文转载.撰稿人：傅晋斌。


10.2 临终关怀
 
[1]



上一节中我们探讨的死亡提醒效应更大程度上是关乎那些离死亡还有一定距离的个体，但真的到了直面死亡的时刻，人已经不仅恐惧死亡，而且更加无能为力，甚至连自己的基本需求也不能自理，因此更需要的是临终关怀
 （hospice care）。临终关怀最早出现于中世纪的欧洲，来源于拉丁文hospes，有招待和款待的意思，意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照”。而hospice是朝圣者中途休息的地方，也是教会为无人照料者设立的收容所，为人们提供便利和庇护，这种庇护所为向往天堂和有精神追求的人提供驿站，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宗教和救赎的色彩。现代临终关怀的建立以Dr.Dame Cicely Saunders于1967年7月在英国伦敦东南方的希登汉（Symdenham）创设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St.Christopher's hospice）为标志，这家临终关怀院对世界临终关怀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当代，临终关怀是指为生存时间有限（6个月或更少）的患者提供护理，以减轻他们的生理痛苦和心理恐惧，其目的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改善病人余寿的质量，使病人的生命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家属的身心健康得到维护和增强。

10.2.1 临终关怀的界定

临终关怀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处理的不仅是复杂的医患关系，还包括心理卫生等一系列微妙的问题。简言之，身体—心理—精神和医生—病人—家属等各方面各层次的问题都在病房这一特定情境中体现出来。鉴于临终关怀的复杂性，研究者对其界定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于1990年对临终关怀作了一个简短的界定：为身患绝症病人及家属提供积极的、全方位的治疗（Shan，1992）。国内的界定则比较具体，其中，李义庭等从病人和家属的角度来界定临终关怀：临终关怀的本质是对无望救治病人的临终照护，它不以延长临终病人生存时间为目的，而是以提高病人临终质量为宗旨；对病人采取生活照顾、心理疏导、姑息治疗（一种保守的治疗方法，主要用于临终病人），着重于控制病人的疼痛，缓解病人痛苦，消除病人及家属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使临终病人活得尊严，死时安宁，还应为家属提供居丧期在内的心理、生理关怀，咨询及其他服务（李义庭，李伟，刘芳，2000，pp.5-6）。孟宪武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加以定义：临终关怀是一种特殊的卫生保健服务，指由多学科、多方面的从业人员组成的临终关怀团队，为当前医疗条件下尚无治愈希望的临终病人及家属提供全面的舒缓疗护，以使临终病人缓解极端的病痛，维护病人的尊严，得以舒适安宁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旅程（孟宪武，2002，pp.8-9）。而美国肿瘤护理论坛（Oncology Nursing Forum，2007）则认为，临终关怀包括在生理、认知、情绪、社会和精神等层面满足病人的需要，与此同时，促进病人自主性的建立，使得病人对自己的病情有所了解，并做出选择，这一定义体现了明显的心理学色彩。

尽管临终关怀的界定有很多，但这些定义都具有共同的焦点：临终关怀要求护理人员为患者及家庭提供“全面的”关怀，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关怀，还包括超越层面的精神关怀（Davis，Brenner，Orloffs & Worden，2002）。另外，从定义中不难看出，临终关怀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由家庭和医院两方面的力量难以胜任。以往的研究聚焦于个体的内部经验以及转化的过程和阶段，忽视了医护人员、病人、家庭和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Lutey & Maynard，1998）。如果我们把死亡看作一个存在互相作用和沟通的社会过程，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机构和人员以不同的目的参与这一过程：学生为了增长经验，志愿者为了实现自己助人的理想，学者为了更好地了解死亡过程等等。不管行为的动机出自何处，这些积极的参与都会带给病人这样的感受，即他们并没有为社会所遗忘。

10.2.2 临终关怀的要素

Hunt认为“好的死亡”（good death）包括以下要素：对生理症状的控制，对癌症诊断的接纳，保持继续生活的希望和意志，具有躯体移动的能力，能够享受生活，在家中平静地死去（陈娟，2004）。美国老年学会于1996年制定了临终关怀的八大要素（Hunt，1992）。该学会主要从临终病人及家庭的角度来考察临终关怀的组成成分，包括减轻肉体痛苦，让病人表达自己的愿望，避免不适当的、有创伤性的治疗，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充分的相聚时间，尽力使病人感到舒适，尽量减少家属的医疗经济负担，告诉病人所花的医疗费用以及在病人过世时给病人家庭做悲伤抚慰工作。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及个人需要的角度来分析临终关怀的要素。

第一，关系成分。临终关怀重在护理，而不是治疗，所以关系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护理是一个充满人际张力的动态的过程，必须把它放在诸多关系的框架下才能实现其效用，这些关系成员包括临终病人、病人的家庭网络、专业护理人员、志愿者以及非正式护理者等等（Charles et al.，2006）。其中最主要的关系存在于病人、家属和医生及护理人员之间。家庭的陪伴和与周围人之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对临终病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能够为病人提供安全感，满足其归属需要，并帮助维持同一感（sense of continuity）（Tang，2000）。

第二，生理疼痛的控制。病人面临的最直接的痛苦来自身体的不适，身体的病痛在病人那里是第一位的。在一项质化研究中（Lloyd-Williams，Kennedy，Sixmith，& Sixmith，2007），一位受访者说：“我想我们都不能永恒地生活下去，我很确信我不害怕死去，然而我却畏惧死亡的方式。”

第三，意义感的获得。当个体面临生命即将结束，他将淡泊于世俗生活中的名利，转而投向自我内部，追问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尽管意义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具有不同的涵义和内容，但是，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对生命历程的积极评价将使个体生发出意义感，而消极的评价则导致无意义感。一项元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精神性在个体的尾期生活中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并认为护理工作人员应致力于帮助临终病人建立意义感，即促使病人领悟到自己的体验是有价值的（Williams，2006）。

虽然研究者没有特别问受访者心目中“好的死亡”是什么样的，但从他们的表达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好的死亡”意味着生理上对他人的最小限度的依赖，尽量避免身体功能失调的困境，少给他人带去负担和麻烦，以及在家中接受死亡的亲临（Tang，2000）。也就是说，个体只有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完成了与亲人团聚和交流的愿望，感到不枉此生，这才称得上是一个充满尊严的死亡方式。

10.2.3 临终护理模式：家庭与医院

自从Elisabeth Kubler-Ross的《死亡及其过程》（On Death and Dying）一书问世以来，关于死亡的研究层出不穷，涉及的主题包括死亡教育、濒死经验和临终关怀等方面。具体到临终关怀领域的研究还不是特别丰富，其中采用的方法一般是质化研究法和相关法。一项研究调查了307位接受家庭护理模式的病人和67位接受住院护理模式的病人，结果发现，前者除了“身体舒适度”这个项目和“社会支持连续性”这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低于后者，在其他分量表得分和总得分上显著高于后者（Yao et al.，2007）。这些分量表包括12个：症状控制、病人和家庭满意感、尊严尊重（respect for dignity）、决策参与、焦虑减轻、抑郁控制、语言支持、非语言支持、社会支持连续性、个人经验的认可、临终愿望的满足、哀悼支持。Stevenson等（2007）研究了时间和场所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相对于家庭护理而言，虽然医院护理人员更有可能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大部分病人在医院待不到一个星期，就希望能够在家中接受护理。另有研究表明，虽然绝大多数新西兰人在医院中死亡，但是病人临终前的护理工作基本是由亲人提供的（Visser et al.，2004）。Gott（2004）等人经研究认为在医疗机构中并不能达到善终的目的。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在家中寿终正寝（Lloyd-Williams，Kennedy，Sixmith & Sixmith，2007），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老实告诉你，我希望永远待在家中，直到死亡的降临。”

在根本上，关于死亡地点与临终关怀质量之间的研究是一个有关病人角色的扮演和其意义世界是否得以表达的问题。在医院中，死亡变成了一个与医疗环境相关的事件，因而常常对死亡经验加以孤立和非人性化（Garles，2003），即在医院情境中，个体是被作为“患者”的角色来感知的，个体的品质、情感及意志由于床位序号、疾病名称和角色的扮演隐而不现。如果有社区和志愿者的帮助，家人又懂得一定的护理知识，那么，病人在家中接受护理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在家中，他还可以执行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功能，即使是生病了，在儿子眼中还是父亲，在孙子眼中还是祖父。家庭环境的熟悉程度和便利可以给病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Garles，2003），同时，这种熟悉容易使病人体验并回味往事，重新经历其间的情感，在追忆的过程中，人生的意义感油然而生。

10.2.4 临终病人的意义感问题

意义感的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

地缘、历史事件和劳作方式影响文化的形态和特征。不同的文化携带不同的内涵，这也在意义的层面上表现出来。意义感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精神性（spirituality）和宗教感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有很大的区别。

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儒家占据主流地位，强调超脱的释家和向往无为的道家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而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却一直分别支配着西方国家和伊斯兰民族的文化形态。这在话语表达上也有所体现：其一，汉语中，老百姓之死称作“死”，而帝王将相之死则称为“崩”、“驾崩”、“薨”，这种区别体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等级制度。然而，在英语世界中没有这种区别，一般用transition和pass来表达death。人们一般说“the person died”，取而代之，说“the person transitioned”意味着他或她去了另一个世界，暗示这个人并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改变了形态而已（Barrett & Heller，2002）。其二，中国古语有云：“落叶归根”，死亡有如秋叶飘向树根，自然而然，人们无法忍受客死他乡的悲愤和孤独。而圣经也有言：“从尘土中来，到尘土中去”，不妨把这句言说理解为一个隐喻，人之生就是一个起点，人之死就是一个终点，起点与终点重合才能实现人生意义的完满。不难看出，前者的意义系于家庭和邻里，带有很强的现实性，而后者的意义则不局限于家庭关系，带有更强的超越性。

儒家一直以来强调“孝”，子女一定要孝敬父母。从积极的方面考虑，这不失为一种美德，在维系社会和家庭的稳定性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消极的方面考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孝”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功能，“孝”、“仁”、“义”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所以，“孝”已经属于公共政治话语空间的领域，远离了私人性，同时也取消了意义体现的独特性；（2）“孝”是中国传统文化构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由统治阶层、社会和家庭对个人的强制性规定，子女必须行孝，否则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规定限制了个体的自由；（3）“孝”本身又带有功利色彩，古文中一直有“举孝廉”的说法，行孝才有可能顺利走上仕途，从这种世俗的功利成分可以推测出下辈人对上辈人的行为不一定是出于一种真诚的爱。而一项对美国黑人的研究发现，美国黑人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去陪伴那些即将过世的家人、邻居和朋友，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Barrett & Heller，2002），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陪伴是超功利的。有研究表明内心虔诚的宗教感有助于减轻死亡恐惧，而带有社会目的的宗教行为（去教堂，一般形式上的祈祷）则不能降低死亡恐惧（Wink & Scott，2005）。护理人员应该对病人特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并保持一定的敏感性（Holloway，2006），并且能够及时地觉察病人特殊的精神需要。

意义感在宏观水平的文化取向上存在差异，同时，对于同一文化的不同个体而言，也存在差异。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看待经验的视角和方式有不同，导致意义世界的展现也各具特色。临终关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其意义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带有个人的色彩，有的人更关心内部自我，而有的人更关心家庭成员，所以，有必要重视意义感的个体差异。

临终病人如何获得意义感

对临终病人的护理需要依靠多方面的力量促成其意义感的获得。临终病人已经丧失了许多社会角色，对于人这种社会动物来说，失去社会性无疑是一种危机和挑战。许多病人认为自己丧失了在同伴和朋友心目中的地位（Millspaugh，2005）。与此同时，由于疾病的进程和化疗等操作导致面容的憔悴和头发脱落，这些外部特征严重损害了个体的身体意象（body image）。在Bingley（2006）等人的研究中，一位女性受访者写道：“以前我只知道自己生病了，而我现在是看起来病了。”Millspaugh（2005）等人认为，临终病人的痛苦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死亡意识、关系丧失、自我丧失、目的丧失以及控制能力丧失。面对多方面的丧失，如何才能使他们重建意义感呢？

在与临终病人交流的过程中，倾听和理解是最更要的成分。Kuble-Ross（Wright，2003）曾经说过：“如果你实在想……体验即将丧失生命的感受，静静地坐在他们身边，听听他们在说什么。”给病人提供一个言说的舞台，让他能够在言说的过程中，体验往事和与之伴随的情感，表达那些未完成的心愿，重新确立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价值。在护理学中，系统性的协调是必要条件，给个体提供安全而富于支持气氛的环境同样重要，旁人的倾听和自身的陈述会使得他去发现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重新获得个人感（sense of personhood）（Bayona，2007）。随着网络世界的兴起，更多的人希望与他人交流面对死亡、与死亡抗争并最终与死亡同在这一过程中的感受（Bingley et al.，2006）。Lloyd-Williams等（2007）研究者对263位80岁以上的老人做了一项质化研究，结果表明倾听病人的观点和经验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一项相关研究评估了病人人口学特征和身体疼痛之间的联系，发现随着病人对痛苦报告次数的增多，疼痛的强度有下降的趋势（Strassels，Blough，Venstra.，Hazlet & Sullivan，2008）。也就是说，增加与病人互动的次数和质量，有助于病人心境的改善和疼痛阈限的提高。

要实现临终病人的意义生成，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在倾听的过程中，努力捕捉与病人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他的价值观、人生观、重要他人以及临终要求等方面的信息。其二，要根据病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擅长的表达方式来交流，有的个体不特别爱说话，一味地要求他用语言描述内心的感受则可能适得其反，不如与他一同静听或吟唱一首老歌，或者看一场对他影响特别深远的电影、话剧或戏曲，这种交流能体现病人的独特性，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其三，努力创设机会让病人和亲人温馨相聚，鼓励病人表达自己对亲人的留恋、愧疚之情以及对家庭成员的期望等等。

10.2.5 讨论

死亡、死亡意识和与死亡相关的临终关怀问题，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直面这些重大的主题，对个人规划自己的人生大有帮助。然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以下方面还需要厘清。

第一，生者之生与死者之死的界限过于明显。一般认为，生与死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从物质的层面来加以考察是不成问题的，而从意义和精神的层面来看却未必如此。本人的死亡对于对本人的生存状态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本人一经死亡，其生存即告结束，这一死亡对死者而言毫无意义，然而，它对生者即他人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意义（张三夕，2007）。任何个人的死亡只是在肉体上解除了与生者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在精神领域也解除了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临终关怀一方面处理的是死者更好地死，另一方面处理的是生者更好地生，这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Ramona对黑人死亡经验的研究表明，由于该文化对死亡前后的整个过程都很重视，他们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死者的家庭成员报告了更多来自他人的情绪和精神上的支持（Rhodes，Teno & Connor，2007）。

第二，家庭护理与住院疗养的二元对峙。在国外，护士行业正变得越来越趋于在心理—社会的整体框架下思考临终关怀（Shubba，2008）。尽管国外的研究表明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效果比较好，但是，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非正式的护理人员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得的，而且，这种模式会给家庭和配偶带来巨大的挑战和负担（Visser et al.，2004）；有研究表明，在家接受护理有很大的限制，只有少数的病人得到了合乎标准的临终服务（Lu，2008）。另一方面，住院模式也存在问题：对护士进行的分析表明，护士面对临终关怀时，在人际沟通、与人协作及应对死亡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均存在不足（Denham，Meyer，Rathbun，Toborg & Thornton，2006）；一项质化研究表明，当医生面对濒临死亡的个体时，那种无助感非常糟糕（Cynthia，Williams，Wilson & Olsen，2005），而这种负疚是不必要的；虽然人格因素不一定能保证良好的护理，但是，人格特质和对待死亡的态度的确会影响护理过程的有效性（Willer，Chibnall，Videen & Duckro，2005）。由于医生和护士本身有繁重的工作，与医学理论及实践不同的心理学知识和技能又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挑战，同时，伴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骤变和生存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希望一种生理—心理—社会的模式来化解照顾病人与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困境。由Willer等（2005）人主持的研究表明，采用LTI-SAGE（Supportive-Affective Group Experience for Persons with Life-Threatening Illness）的综合干预模式，降低了病人的抑郁症状和无意义感，并提高了病人的精神愉悦。

第三，有送死无抚生，即有对死者临走前的医疗与陪伴，而没有对生者的悲伤抚慰。对至亲而言，死亡带来的悲痛在一段时间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状态和质量，更严重的会导致人格的巨大改变。悲伤抚慰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广阔的增值空间（彭红卫，2007），对这类工作也应予以关注。

第四，儿童临终关怀的缺位。儿童临终关怀在我国几乎处于空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专门为儿童设立的专业临终关怀的机构（王玉梅，2007），这一现象值得重视。另外，由于儿童自身的认知和情感等方面不同于成人，而儿童临终具有最强烈的悲剧性，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儿童临终关怀。

现代医疗体系由预防、治疗和临终关怀三大部分构成，临终关怀作为最后环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心理学作为临终关怀的核心学科地位也没有得以确立，我们需要期待并致力于这一局面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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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生叙事与心理传记

在“人格发展”这一编中，我们已经分别从自我、依恋和死亡三个角度入手，关注了青少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各自的一大重要主题。结合前面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用人格特质来对某人的个性加以静态地勾勒，用人格动力来对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适应性特征进行动态地描述。但在很多人格心理学家的眼中，这还没有真正完整地揭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因为除了特质和动力，许多人寻求他们自身生活的整合性结构，期待能给他们自己一种融合的、合理的意义。他们会发出今天我是谁，我与过去的我和将来可能成为的我又有什么样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是什么联系着我记忆中的过去、感知到的现在以及期望的将来等等这些问题。也有一些人格心理学家试图从这种角度出发去完整地解析一个人，可能是平凡的人，也可能是伟人。这些关于个人生命历程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独特性的问题——McAdams（1985）将其称为同一性的问题——是人格特质研究和人格动力研究不能完全解答的。而代表了当前心理学研究中的人文学取向的两支重要力量——叙事心理学（narrative psychology）和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则恰恰致力于从这一视角去深度理解揭示个体的生命历程。在本章我们将分别介绍这两种人格研究的思路。


11.1 人格的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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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Allport（1937）将人格心理学界定为对个体人的科学研究以来，人格心理学家一直将整体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既关心人的共同性（human nature），也关心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Hogan，Harkness，& Lubinski，2000）。而在对人性的分析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首先是人格特质的研究范式，它对应的是人格的“所有”（having），也即回答人格“是”什么的问题；之后兴起的是动机研究范式，它对应就是人格的“所为”（doing），回答人格“做”什么的问题（Cantor，1990）。而McAdams（1996a，1996b）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格心理学领域出现了第三种研究范式，即叙事研究。该研究范式从人生故事的角度对人格进行研究，试图回答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对应着人格的“所成”（becoming），即人格的发展过程问题，并试图整合这三种范式。那么什么是叙事？叙事又怎样地联系着个体的人格呢？

在许多民间传说、神话、史诗、历史、舞剧、电影，甚至在晚间新闻中，都有我们称之为“故事”的这种形式的表达。故事出现在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之中（Mink，1978；Sarbin，1986）。这种故事将自然中、生活中许多不同种类的信息加以集合、组织，通过其讲述，来向别人展现自己以及自己的世界（Coles，1989；Howard，1989；Linde，1993；Vitz，1990）。事实上，大部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对话的形式就是讲故事。

人都会讲故事，而这种叙事的传统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远古时期，经过一天紧张的狩猎之后，祖先就有着围在一起总结这一天的习惯。Forste（1954）写道：“从原始人头骨的形状可以知道他们是听故事的。原始的观众，目瞪口呆地围绕在篝火旁，已然在与长毛象和强壮的犀牛的搏斗中感到疲劳，却保持清醒的头脑，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见，人们天生就是故事的叙说者，故事为人们的经历提供了一致性与连续性，并在我们与他人的交流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遭到挫伤时，故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拾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能力讲述和倾听故事。而人格发展离不开个人的生活经历，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正是由许许多多的故事构成的。在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叙事中，我们就能了解这些经历究竟如何影响个体自己和他人。

人生叙事并非一味地仅仅依靠严格的标准化的方法来研究，其研究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在叙事心理学的视野下，心理学的目标是更好地理解人的行为，并对其加以解释，而非试图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或控制。他们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故事来筛选和理解其自身的经验，就像小说作家一样，用情节、场景和人物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和经历。

人生叙事充满着个体对生活经验的体验、表达和理解，具有建构自我和让他人认识自我的双重作用。当人们建构人生故事并把它叙述出来时，也就等同于在体验个体生命进程和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对那些讲述人生故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人格的重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重整了自身的经验，把片段的情节组织成完整的故事，从而使隐藏在情节后的意义显现出来。不仅如此，叙事还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身心疲惫时，故事可以给我们以力量；痛苦绝望时，故事可以给我们以希望；压力倍增时，故事还可以给我们以慰藉。人们在倾诉生活体验的同时，可以缓解心理压力，更加清楚地了解自身和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获得更多的力量和支持，朝着心灵满足和自我实现更进一步。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研究人生故事对于我们了解人格的意义了。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介绍人格研究领域中几种重要的叙事理论，了解叙事的功能，尝试以故事探析人格。

11.1.1 Tomkins的剧本理论

Tomkins早年曾在哈佛心理医疗中心与Murray共事，他早期的研究反映了Murray对他的深刻影响，比如他认为心理需要是人类动机中最主要的因素，这和Murray的观点相吻合。但他很快就不再赞成这一理论，转而强调情感。他认为，人的信念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而不是Freud强调的驱力或Murray强调的需求；兴奋、喜悦、愤怒可以是独立的驱力，如饥饿和性欲一样，它们为动机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例如，性欲可以是一个很强大的内部动力但是并不是一个强烈的行动，相反，性行为的人的性爱冲动却被性行为中的兴奋情绪放大。之后，Tomkins和其他研究者一起，阐述了约十种人类的情感，每种情感都源于人类生物学和进化理论（Ekman，1972；Izard，1977；Tomkins，1962，1963；Tomkins & Izard，1965）。Tomkins认为，这也是人类的十种基本情绪，包括兴奋、愉悦、惊奇、沮丧、愤怒、厌恶、害怕、悲伤、羞愧及内疚。这些情绪被Tomkins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前两种情绪是积极的，后几种是消极的，而惊奇既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寻求积极情绪最大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情绪。

之后，Tomkins扩展了人类情绪理论，并加入更为重要的元素——场景和剧本，形成了剧本理论
 （script theory），该理论为人格提供了一种戏剧式的、叙事的研究途径。情感成为生活最主要的推动者，而场景和剧本则是生活最重要的组织者。剧本理论的根本隐喻是把每个人都比作戏剧家，人们在不断地将以往的人生建构成自身独特的戏剧。

场景和剧本

如果情感是生活的最高动力，那么场景和剧本是重要的组织者。Tomkins认为，人作为一个剧作家从生命初期就开始组织自己的生活。戏剧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场景，是一个人一生中对于某个特殊事件的记忆，其中至少包含一种情感和这一情感的对象。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包括人员、地点、时间、行动和感情”（Carlson，1981，p.502）。当我们每个人回首自己的人生时，看到的是我们从出生到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场景。剧本使得我们能够去理解不同的场景之间的关系。一个剧本就是一整套规则，用来解释、创造、扩充或逃避一类相关的场景（Carlson，1988）。人们是按照自己特有的剧本来组织生活中的场景的。

情感放大和心理放大

每个场景通过场景内的情感来体现自身的短期重要性。当一个人回想过去时，他可能因为在某个场景中体验到了强烈的情感而对该场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朋友一块儿打排球可能给你带来极大的快乐，与母亲一言不合可能勾起你愤怒的情绪，或者与你感兴趣的男性或女性聊天会使你感到兴奋，每个场景能够脱颖而出就在于它在那一天中有自己的特殊性或重要性。一个人的整个生活或叙事中那种体验到强烈情绪的长期重要场景是一种情感放大
 （affective magnification）。例如，突然急促响起的手机铃声可能会使人在当时感到十分惊讶，但如果这一场景没有对其他的生活经验产生任何影响，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孤立的、未被加工的。所以，获得情感放大的这些场景在人们的记忆中非常短暂，它们在个体的经验中是零散分布的，与其他的人生场景并没有太多联系。

而另一些场景则会对一个人的其他生活经验产生影响，它们可能与个人安危、未来前途、人际关系等密切相关。这是一种心理放大
 （psychological magnification），意味着将相关场景联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模式的过程；也是使场景有内在联系，囊括更多的想法、行为、感受和记忆，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情感过程。例如，你和母亲的争吵可能会让你想起和教授的争吵，刚开始都只是心平气和的交流，慢慢地因为彼此观点产生分歧而起了争论，后来不欢而散。这两件事非常相似，心理放大正是通过建构这种类比而起作用的。当人们理解生活中悲伤的场景时，很可能会感受到“事情又变成这样了”，类似的场景再次上演。据Tomkins的观点，消极的情感是通过类比而得到心理上的放大的。因此，生活中感到恐惧或悲伤场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些场景基本上是相似的。

剧本的类型

虽然心理学家已经定义了一系列的基本情感，但人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场景和剧本的数量却难以估算，因此，没有明确成熟的场景和剧本。不过，Tomkins已确定至少有两种类型的剧本，在人类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能有效地组织人类叙事。它们是承诺剧本
 （commitment script）和核心剧本
 （nuclear script）（Carlson，1988；Tomkins，1987）。

人们在承诺剧本当中使自身与一个人生目标或计划紧密相连，而这个目标或计划很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积极情感。在这项长期投资中，人们憧憬着理想的人生或完美的社会，并为实现这一梦想不遗余力。Tomkins认为，承诺剧本由一系列最初或者早期的积极情感引起。这个愉悦兴奋的场景是为了展现理想实现的美好，这一追求成为一个人的人生任务。在承诺剧本中，场景围绕一个明确的和无可争议的目标展开（表11.1）。因此承诺剧本中，不同的目标间出现重大冲突或在单一目标中出现矛盾的状况都不太可能。事实上，那些以承诺剧本为核心来组织自己人生的人都是朝着单一目标，靠坚定不移的努力去完成心中期盼，即使是面对巨大的障碍和不断的消极情感体验，这样的人也会坚定不移朝着目标继续奋斗，并深信“厄运终究会过去”（Carlson，1988）。

表11.1 承诺剧本与核心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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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arlson，1988.

与承诺剧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核心剧本，该剧本同时表现个人对人生目标的矛盾和迷惑。一个核心剧本总会涉及复杂的趋避冲突，人们常常极力回避但却不可避免地走进某个独特的冲突场景。其叙事类似于文学形式的悲剧。核心剧本常常是由一个核心场景开始，这一场景总是人们对积极的童年进行回忆，却以糟糕的场景收场。作为一个好的场景，它包括在场他人的兴奋愉悦的体验，尤其是表现出“激动，指导，互助，支持，舒适或者安慰”的个人。场景变坏是随着“一个恐吓，一个染污性事件，一阵混乱，或者一些危害到积极场景事件的结合”（Tomkins，1987，p.199）。此时欢乐、兴奋的场景变成恐惧、恶心、侮辱、羞愧或是伤心。一个核心剧本主要是一些核心场景的不断反转。

11.1.2 McAdams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

如果说Tomkins是用叙事范式探讨人格的先驱者，那么McAdams则称得上叙事人格理论领域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将叙事方法运用到对亲密、认同、赎罪等不同人生经历的研究中，还建构了以人生故事为核心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将以往众多的人格理论加以整合，形成了人格领域中新的原则，并开创了一种理解人格的新视角。

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融合了特质论和目标论的观点，从三个层次解释人格。第一层是倾向性特质（dispositional trait），指那些跨情境的、可比较的人格维度，如外倾性和神经质（McAdams，1996a），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人格描述的倾向性标志。在通常的情况下，一个极其外向的人与绝大多数人相比会更活泼开朗，更擅长交际。然而，可比性和去情境性既是特质描述的最有价值的两个特点，也是其最大的局限。就像McAdams所说的那样，特质本身只不过是“一种陌生人的心理学”（McAdams，1992，1994）。当人们想要更进一步去认识彼此的时候，只依靠第一层的特质描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情境性的信息。

第二层是个人关注（personal concern），也称作个体的独特适应。它包括个人奋斗、人生任务、防御机制、应对策略和其他动机的、发展的、策略的建构等等（McAdams，1996a）。具体来说，它涉及在人生某个具体阶段或某个具体的领域当中人们期望得到的东西，以及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和逃避不愿意面对的东西，人们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如策略、计划、防御机制等）。个体关注与倾向性特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情境性，个体关注有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角色。

倾向性特质为研究者理解人格提供了最初的概况，个人关注看到的是生活在具体时空中的个体，对他们的人生任务、策略、计划、防御机制等具体建构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但是，无论是第一层的人格概况还是第二层的具体建构都无法展现出个体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无法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个人。一个鲜活生动的人格是需要用故事的方式来描述的，让人生具有统一性和目的性。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要使客体我（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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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同一性。只有个体整合了他所扮演的所有角色，融合了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和技能，并组织了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意义的短暂模式时，个体才可能建构这种同一性，才能将自己与他人的相似和不同区别开来，并清楚明白地界定自我（McAdams，1988）。这就是第三层，人生故事
 （life story）。人生故事是一个由重构的过去、感知的现在、期盼的未来整合而成的内化的、发展的自我叙事（McAdams，1996a）。人生故事赋予了个体一个有关自我的历史，解释了昨天的我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今天的我又是怎样成为明天的我。故事临摹生活并展示内部现实给外部世界。我们通过我们所说的故事了解和发现自己，并把自己向他人展示。人生故事是个体对自我的叙述，是人们对其自身生活的一种理解。对那些聆听者来说，这些人生故事也可以使他们去理解和领悟自己的人生和世界，而人们通过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也可以从中受益。

叙事同一性

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现代人面临的一大社会心理挑战是建构一个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整合性、目的性和意义性的自我。Erikson认为当我们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就开始建构他称之为“本质的赠与、本能的需求、明显的认同、有效的防御、成功的升华以及一贯的角色”的这些内容（Erikson，1959，p.116）。这些身份认同的整合工作构造出“信心的累积，内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相匹配”（Erikson，1963，p.261）。因此，身份配置
 （identity configuration）可以整合很多不同的事物，或者使它们变得更有意义。身份配置汇集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具备技能、价值观、目标和角色。它汇集了可以和想要做什么的充满机遇和制约的社会环境。它汇集了各种过去丰富的经验、现在和预期的未来。

这种独特的“配置”身份可能是什么样的？在McAdams看来，Erikson所说的身份配置应该被看作是个体对于自己人生故事的整合，这种整合始于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早期（McAdams，1987，1993，2006，2008）。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格、社会认知、发展、临床心理学家强调人们通过叙事来建构社会和世界，并以此来描述同一性（Angus & McLeod，2004；Conway & Holmes，2004；Fivush & Haden，2003；Hammack，2008；McLean et al.，2007；Pratt & Friese，2004；Schachter，2004；Singer，2004）。根据Singer（2004）的观点，叙事同一性，是指一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不同方面通过建构整合起来，形成的内在的、不断发展的自我的故事。叙事同一性提供了一个人生活中的目的和意义的统一。

人生故事的含义

人生故事是一种心理社会构念，它融合了重构的过去、感知的现在和期盼的将来的一种内化的、发展的自我叙事。尽管故事是由创作人来建构，但故事在文化中仍具有本质意义，故事的建构也是由文化来决定的。个体和文化共同创造了人生故事（McAdams，1996a）。人生故事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尽管它以个体所经历的事实为基础，然而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叙事却超越了这些事实。它既不是纯粹的事实，也并非纯粹的想象，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个人生故事通常都包括语调、意象、主题、核心情节、意识形态背景、潜意识意象等部分。（1）语调（narrative tone），指的是人生故事所表现出的一种贯穿始终的情绪语气和态度。正如西方文学中，喜剧和浪漫戏剧所表现出的积极乐观，或是悲剧和讽刺戏剧所展现的消极悲观。（2）意象（imagery），指的是作者用以刻画人物和情节特征的特有比喻、象征和图片。它体现了个体独特的个人经历。（3）主题（theme），指的是故事中主人公努力追求或极力逃避的结果，体现了人类的动机。（4）意识形态背景（ideological setting），指的是故事讲述者在故事中自身表现出来的宗教、政治、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其中还包括了个体对这些信仰和价值观形成过程的解释。意识形态背景是人们建构其人生故事/同一性的基础，也是个体评判自己和他人生活的依据。（5）核心情节（nuclear episodes），指的是在人生故事中的特殊场景。其中，重要的有故事的开始、高潮、低谷、转折点和结局。核心情节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那些在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这些记忆在今天整个人生叙事中代表了的意义。（6）潜意识意象（unconscious imagoes），指的是在叙事中充当主角的自我的理想化人格。潜意识意象能够将你所认为的今天的自己、昨天的自己、明天的自己、理想的自己、害怕会成为的自己的所有方面都人格化。自我的任何一个方面——实际感知到的自我、过去的自我、未来的自我、理想的自我、逃避的自我——都能够融入到人生故事的主要角色当中去。自我的各个方面在叙事中都有独特的性格描述，因此所形成的意象能够在一个特定的人生章节占主导地位，并将故事中的特定主题、观念或价值观拟人化地表现出来。作为人生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潜意识意象为个体适应生活提供了一种叙事机制。为寻求同一性模式和组织，个体在成年早期（20—40岁）会将各种社会角色和自我中有分歧的其他方面整合成综合的潜意识意象。人生当中的主要冲突和动力将会以冲突和互动的潜意识意象表现出来，就好像任何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一样，通过他们自身的行动或彼此的互动推动剧情的发展。

人生故事的类型

根据人生故事的语调进行分类，可以得到四种基本的故事类型：喜剧、浪漫戏剧、悲剧和讽刺戏剧。依据故事主角的发展变化，则可以将人生故事分为稳定的、进步的和倒退的故事。在稳定的人生叙事中，故事主角不会有太多的发展和变化；而在进步的人生叙事中，故事主角是随着时间不断成长和扩展的；在倒退的人生叙事中，故事主角则在退缩并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个体差异可以通过不同人生故事中的语调、意象、主题、意识形态背景、核心情节、潜意识意象等部分表现出来。尽管每一个人生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维度可以用来将个体的人生故事进行比较（McAdams，1996a）。

例如，McAdams通过对40名高繁殖性（generativity）成人和30名低繁殖性成人的访谈研究发现，高繁殖性成人更可能将自身的人生故事描绘成一个承诺故事（commitment story），类似于Tomkins所提到的承诺剧本。这种类型的人生故事具备了以下五个特点：（1）早期优势。故事主角在幼儿时期就享受到在家庭中或在同伴当中的优待，感到自己与众不同。（2）他人的遭遇。他们还曾目睹过他人的不幸和痛苦而且非常同情遭受苦难的人。（3）意识形态的稳固。在青少年时期，他们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一致的能够指导自己人生的信仰系统。（4）补偿性顺序。不好的、消极的生活事件会立刻被好的、积极的事情所取代。（5）亲社会的未来。他们为人生故事今后的章节制定了对社会有益的目标。尽管人们的人生故事都是独特的，但具有高繁殖性的成人作为一个整体与低繁殖性的成人相比，特征是很明显的（McAdams，1995）。显然，这里的“繁殖性”远远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

人们在讲述其人生故事时所体现的个体差异，一方面反映了客观上不同的经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不同的叙述风格。而叙事风格对于其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既可能是因也可能是果。如对生活感到满意，觉得自己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很可能更倾向于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来讲述生活，即便陷入困境也仍然相信未来是美好和光明的，这种方式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对社会所做出的努力（McAdams，1996b）。

人生故事的发展

人生故事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叙述前期、叙述期和叙述后期。

叙述前期，从出生直到青年早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在为自己的人生故事收集素材。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经验都会影响日后所形成的人生故事。这些影响因素又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其中内在因素是指来自于个人内部的因素，如基因、体质、智力等；而外在因素则是指个体生活的环境，如人际关系、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另外，早期的依恋经验将会最终影响到个体所建构的人生故事的语调。拥有安全依恋关系的个体有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并能够信任他人，他（她）所建构的人生故事色彩明亮鲜活，语调积极乐观；而拥有不安全依恋关系的个体总是心存疑虑，生活在悲观的世界里，他（她）所建构的人生故事色彩阴沉灰暗，语调消极悲观。

叙述期，从青年期或成人早期开始，直至成年晚期。进入青少年期时，由于形式运算思维的出现，人们开始有能力去探索抽象的哲学、道德、政治和宗教问题。他们已经开始拥有了内化的人生经验，这些经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生故事中的特定语调、意象和主题。而当青少年开始去创造一个关于自我的人生故事时，他们一方面要巩固一种意识形态背景，将人生故事放置在一个事先假定的有关对错真假的个人信仰和价值的环境里。个人关于真理、对错、上帝以及其他终极关怀的信仰和价值观，使得人生故事在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时空中发生。如果这种有关信仰和价值观的背景没有建好，就很难去建构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叙事，这正是Erikson提到的同一性。而另一方面则是要重构过去，青少年开始拥有人生中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回首自己的过去，第一次发现今天的自己与昨天的自己不同，第一次尝试去理解过去的自己，第一次去重构自己的过去，第一次创造一种连续、可信的叙事来解释他们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又是怎样从现在走向未来（McAdams，1996a）。

而当人们度过青少年期步入成年早期，他们建构同一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创造和完善人生故事当中的“主要角色”，亦即我们之前提到的潜意识意象。一个人会有很多不同的潜意识意象，如“从不惹麻烦的人”、“忠实的朋友”、“聪明能干的上司”、“严厉的父亲”、“孝顺的儿子”、“笨拙的运动员”等等。进入成年期，人们的潜意识意象将会融入社会角色。潜意识意象的范围远比社会角色要广泛，也在更大程度上被内化。如母亲这一社会角色是指一位女性生育并抚养自己的孩子，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要求来给予孩子关怀和支持，促进孩子的茁壮成长。而当某人的人生故事中的“母亲”意象很强大，那么她在很多方面都会像母亲一样去感受、去思考、去行动。

叙述后期，类似于Erikson的最后一个人生阶段（自我整合与绝望）。在这一时期里，人们看待自己的人生故事就像是在看一件即将完成的作品，不会再有多大的改变了（McAdams，1996b）。

11.1.3 待解决的问题

但由于叙事研究刚刚兴起，尚处在发展初期，还没有成为一致公认的范式。而且该范式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局限，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完善，体现在：首先，叙事的研究方法强调对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的研究应放到社会互动中，放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这本是其优越性所在。但是，它主张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都是一种语言的建构，人们的心理过程、自我、人格等仅仅是特定文化条件下的语言建构物，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在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得到的知识和认识不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尽管叙事研究能让一个研究者获得真实生活事件的全部和有意义的特征（Yin，1984，p.14），但是，单个案例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关于人的一般性的知识？单个案例如何能够代表除了它自己以外的任何样本或者人群？这是外部效度的问题。此外，由于研究缺乏统一的程序，研究者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标准，也很难给出一个类似于量化研究的信度指标。换言之，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几乎不讨论信度问题。人生故事的研究结果不具备量化研究意义上的代表性。因而可以说在这一研究范式下，每个研究都是独特的。最后，人生故事的研究是耗时又耗力的，研究者在整理和分析资料时，所面对的叙事资料多半庞杂无序，且该研究范式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来指导资料的整理，因而研究工作的开展时常困难重重。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未来的理论和研究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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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心理传记研究
 
[1]



怎样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媒介来纵观一个人的人生时间轴，进而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把握其生命内容，那么这个媒介又是什么呢？很多致力于人生全程研究的人格学家都认为心理学意义上的传记很可能是理解人生全程最好的方式。如Erikson因其写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958）、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969）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959）的心理传记而广为人知。很多学者也都认为个体在传记语境中可以被最好地理解，但心理传记研究在人格心理学中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却充满争议（Anderson，1981；Runyan，1982，1990）。批评者认为传记研究方法相对于清晰而严格的科学研究而言难以控制、太过主观，单个个案的传记缺乏足够的信度和外部效度。然而传记研究的支持者反驳说，这些批评家眼中的科学过于狭隘，好的传记研究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如果人格学家抛弃传记研究，本质上就是逃避研究完整个体的责任。

尽管争议从未停止，心理传记学的研究也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格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对传记和自传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接纳程度也逐渐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心理传记研究成果被发表，研究者们在理论、方法上都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到2005年，W.T.Schultz主编的《心理传记学手册》（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出版，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传记学的初步诞生（郑剑虹，黄希庭，2013）。

11.2.1 心理传记学的性质

什么是心理传记学
 （psychobiography）？事实上，有关学者对心理传记学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心理传记学是一门运用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来分析历史上有其意义的某个人的生命的研究领域。它的主要目标是要了解人，试图揭示其公众行为的深层动机，无论这种行为属于艺术表演、科学理论的提出，还是政治决策的采纳。Schultz（2001）认为，心理传记学是明确地运用正式的心理学理论或研究来解释个人的生命的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丁兴祥、赖诚斌（2001）指出，心理传记学研究实际上是明显地将系统化或正式的心理学知识或理论应用于传记研究，并形成连贯的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可见，尽管表述方式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心理传记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从整体上分析和理解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个人的真实生命故事的研究领域，它的基本任务主要是描述历史上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某种心理现象或人格特征，并从其生命历程中找到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从而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人（或这几个人）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种独特的生命轨迹。

实际上，心理传记学既可以看作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心理学与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又可以看作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承担着心理学研究的使命，要揭示心理活动和人格形成、发展、变化的奥秘。作为心理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心理传记学又是历史心理学的一部分，兼有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特点，要揭示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其成因。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讲述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生命故事，揭示其生命轨迹的独特性及其成因，从而揭示心理活动的规律，或者为揭示心理活动的规律提供某些参考和启示。在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心理传记学方法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美国心理传记学家Schultz（2011a）甚至把它看作人格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那种以实验方法和测量方法主导的人格心理学研究相比，心理传记研究具有自身的优势。Schultz（2011a）指出，长期以来，心理学的主导方法是实验法，那些实验研究型的心理学家们通常在严格控制的实验背景下对单变量和个别的心理过程进行检验，以理解人的心理。在这种研究中，被研究者是匿名的，实验结果可能是一些假象和关于人的片断性的心理。心理传记学研究则不然，它以个体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并不在意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而更注重探讨每个人生命的独特性及其成因。它把心理学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和研究结果应用于单个生命的研究，一方面检验已有的理论和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补充和丰富有关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特别是人格的理论和研究。

11.2.2 心理传记研究的发展简史

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历史几乎与心理科学的发展史一样长，始于20世纪初期。在Wundt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879年）之后的三十年，也就是1910年，精神分析学派的奠基人Freud出版了一本心理传记《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它被看作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书中，作者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达·芬奇的人格与他童年期经历的关系。尽管它本身存在着有违研究规范的做法，如用作论据的历史资料缺乏可信性，分析武断，具有臆断性，其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并不高，但是，它却大大拓宽了人格心理研究的视野。它引出了随后的一系列心理传记学著作，如《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Erikson，1958）、《甘地的真理》（Gandhi's Truth；Erikson
 ，1969）等。不仅是精神分析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Maslow、人格心理学家Allport等都曾从事过类似的研究。他们从分析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开始，努力形成适用于所有人的理论。相对而言，精神分析学家的这类研究影响较大。

心理传记研究对个体真实生命故事的看重避免了群体规模的人格研究中无法关注单个人的缺陷，它的这一优势引起了一些人格心理学家的关注。总体上，在20世纪的前半叶，心理传记学研究进展缓慢，但是，大约1950年之后却获得相对充分的发展（Runyan，1988）。这一时期，关于心理传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不断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Runyan（1982）的《生命史与心理传记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Elms
 （1994）的《揭开生命本相：传记学与心理学的不稳定联盟》（Uncovering the Lives：The Uneasy Alliance of Biography and Psychology
 ）、Schultz（2005）的《心理传记学手册》（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等。这些著作为心理传记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通常认为，中国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香港中文大学的华人学者邹秉洛较早地使用了“心理传记学”这一术语，并进行了心理传记学研究。同一时期，台湾辅仁大学的丁兴祥师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D.Simonton从事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在此期间，他对心理传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当时美国心理传记学领域的代表人物A.C.Elms建立了学术联系。回国后，丁兴祥在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开设了心理传记学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进行了一系列心理传记学研究。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历史心理学。1997年，郑剑虹采用心理传记学方法对梁漱溟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这类研究逐渐增多。例如，谷传华（谷传华，陈会昌，2006，2009；谷传华，2011）对周恩来人格发展的研究、舒跃育（2009）对诸葛亮人格特征及其成因的研究、吴继霞和薛飞（2008）对梅贻琦人格及其成因的研究、赵晓春（2003）对瞿秋白人格的研究、傅安国（2006）对金庸人格的研究等。201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13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还组织了心理传记学专题论坛。总体上，大陆心理传记学研究正呈现平稳发展的趋势，开始系统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心理传记研究的理论和典范。近年来，《生命史与心理传记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丁兴祥等译，2002）、《心理传记学手册》（郑剑虹、谷传华、丁兴祥等译，2011）、《社会创造心理学》（又名《领袖人物的创造性人格》，谷传华，2011）等著作陆续出版发行，为心理传记研究和历史心理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2012年5月，首届海峡两岸“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召开，并出版了《生命叙说与心理传记学》辑刊（李文枚，郑剑虹，丁兴祥，2012）。这是心理传记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心理传记学研究在中国正逐渐形成规模。

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心理传记学研究都有一种“精神分析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心理传记学家倾向于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心理进行“诊断”或病态化，将他们的天才、领导力或其他优秀的才能归因于某种疾病、人格障碍或不良的家庭关系，尤其是早期的某个发展阶段或突出事件。这显然是一种偏颇的做法。

从总体上看，心理传记学的发展一直是与精神分析、历史学、人格心理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分析学家和一些早期的人格心理学家十分重视这种方法在人格研究中的作用，甚至身体力行，进行了实际的心理传记研究（如Freud、Allport就是如此）。近些年来，一些心理传记学家试图打破精神分析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断从多种人格理论和历史科学中汲取养分，尝试运用各种已有的或可用的心理学研究结果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学的分析，并努力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尽管如此，心理传记学在心理学研究中始终未占据主流地位，或者说未能真正纳入主流心理学的轨道。无论从研究队伍，还是迄今发表文献的数量，心理传记研究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11.2.3 心理传记研究的基本特征

心理传记研究最基本的特征是探讨每个人生命的独特性，以便从深层次理解一个人。它不追求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也不追求普遍的心理活动规律，而是试图描绘个体生命的独特轨迹，揭示这种独特性形成的机制或过程。实验研究旨在验证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中心理的某个片断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相关研究旨在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它们都试图在群体水平上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或普遍规律。与此不同，心理传记研究要说明一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他或她会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通过心理传记学研究虽然难以发现某种普遍的规律，却能提出特定的理论或产生特定的假设。众所周知，早期的精神分析学说就起源于Freud的自我分析和对精神病人的分析，与他对历史人物的心理传记学分析有关。类似地，Maslow的人本主义学说、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学说等也都与他们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紧密相连。在心理传记学研究中，需要运用心理学中的各种理论和已有的成果，分析个体的生命轨迹或特定心理现象的成因。在此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在验证某种理论或假设。

通常，心理传记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大众了解的人物或名人、与大众关系密切或利害攸关的人物，如甘地式的人物、希特勒式的人物、毕加索式的人物。Schultz（2011，pp.55-82）认为，这些人物反映了人类心理的极限，了解他们的心理就是了解我们自身的心理。

从结构上来看，心理传记不同于普通的传记作品。普通的人物传记侧重描述一个人人生的方方面面，而心理传记不同。除了极少数研究案例（如Erikson对甘地和马丁·路德的研究）之外，心理传记研究通常并不评述个体生命的全貌，而是选取个体人生中的某个时期、某一个事件或某一种行为、心理的某一侧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心理学角度澄清这一事件或行为的来龙去脉。Schultz（2011，pp.55-82）认为，研究者通常可以在阅读传主的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提出一个悬念性问题，并阐明这一问题的具体含义，或探索这一问题的意义，激发读者探索的兴趣；然后，再恰当地提供证据，给出问题的答案，揭示“谜底”。例如，Elms（1994）在研究Allport的过程中，发现Allport曾经多次提到他与Freud初次见面时的故事，这构成了一个悬念。为什么这次见面对Allport如此重要？它对Allport的人格以及他建立的人格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者通过采访与Allport认识的人，搜集有关的资料，揭开了“谜底”。显然，通过这种研究，可以从心理学角度集中地解答人生深层次的谜题，揭示个体生命独特性背后的秘密。

在处理传主的人格资料时，可以依据Alexander（1990）提出的心理“凸显性指标
 ”（indicators of saliency）和Schultz（2005）提出的“原型情境
 ”（prototypical scene）的标准进行分析。应用凸显性指标时，研究者应在传主的人生中找到一些至关重要的、对传主人格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核心事件。而要确定这些重要的事件，就需要甄别哪些事件符合下面的某个（或某些）标准：频率（是否在传主的人格资料中重复出现，如Allport曾多次提起他与Freud会面的事件），初始性（是否在传主的作品中最先出现），强调（传主是否刻意粉饰，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刻意强调他并没有与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孤立（在传主资料中，某个事件是否孤立地出现，与其他事件缺乏连贯性），独特（传主是否过分地强调某个事件的独特性），不完整（传主是否在讲述某个事件时刻意避免谈到事情的结局），错误、歪曲、遗漏（传主是否出现记忆错误、歪曲或遗漏了某个细节），否认（传主是否公然否认某个既定的事实）。如果在传主的资料中，一个事件符合上面的某个或某几个指标，研究者就可以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它对传主人格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Schultz进一步提出“原型情境”的概念，认为在传主的一生中，那些具有丰富而浓缩的信息的情境常常对其人格具有最大的解释力。通常，原型情境具有以下关键特征：清晰，具体且具有较强的情感色彩（传主在这类情境中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情绪体验）；具有弥漫性或渗透性，渗透在传主不同的语境、活动或创造性的作品中；显示了某种发展危机，如自我认同对角色冲突的危机或主动对内疚的危机；牵涉家庭内部冲突，包括亲子冲突、兄弟冲突等；拒绝接受现状，传主感到难以接受现实，或被抛到一种难以接受的境地，情感出现失调。在研究过程中，抓住了传主生命中的原型情境，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传主人格的变化，较好地回答悬念性问题。

对心理传记的评价标准，早在20世纪初，Freud就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避免依据单一线索提出论点，既要避免把心理传记的传主病态化，又要避免把传主理想化。尽管他在分析达·芬奇时违背了自己提出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却成为后来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的重要准则。Schultz（2011，pp.55-82）认为，优秀的心理传记研究对传主人格或行为的解释应具有高度的说服力，能让读者有一种妙不可言的“完胜感”；应从一系列资料中自然地导出某个结论，具有连贯的叙事结构；应全面地解释传主的某种人格特征或行为，综合考虑决定人格或行为的多种因素，解释周全而不偏颇；应尽可能地搜集资料支持某一个事实或解释，资料来源应尽可能广泛；应能使原本互不相干的事实联系起来，构成对传主的悬念性问题的连贯解释；在逻辑上应具有合理性，能保持前后一致，不相互矛盾；对人格的解释经得起“证伪”，而且应与所有可获得的证据保持一致，符合人类的常识。因此，心理传记研究是一种讲究实证、有理有据、有血有肉的研究，它力图通过逐渐展开的生命故事揭示传主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奥秘。人们在这种研究中能够看到具有特定人格的“人”。在这一点上，它与强调普遍规律的人格的实验研究和测量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1.2.4 心理传记研究与人格心理学

20世纪初，人格心理学诞生，心理传记学研究也得到了一些早期的人格心理学家的认可。人格心理学的奠基者Allport和Murray对心理传记学之类的研究方法持一种友好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深度的个案研究和传记学研究，既可以应用已有的理论对个体进行分析，还可以从个案资料或对个人的生活细节中归纳出一般性的观点，发现和提出特定的理论。Allport并不认同Freud的理论，但是他却认同精神分析学家采用过的个案研究和个人档案分析等方法。他甚至认为，个案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格研究方法，它是所有方法中最能给人以启迪的方法（Barenbaum，1997）。他还运用这种方法开展了一项研究：《珍妮的信》（Letter from Jenny
 ，1965）。类似地，Murray也曾采用心理传记学方法和个案研究法对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进行研究（Murray，1949，1951）。

但是，人格心理学在二战之后却转向实验研究和心理测量学研究，致力于研究成就动机、焦虑、场独立性等少数人格结构，心理传记学研究方法受到了冷落。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正如McAdams（2011）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心理传记学研究并未引起主流的人格心理学家的重视，人格心理学常常自视为“科学”，心理传记学则经常自视为“艺术”，因而很多主流的人格心理学家们是排斥心理传记研究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叙事学理论等新兴的人格心理学理论的兴起，心理传记学研究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人格研究的三个水平

Hooker等人指出，当代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水平（Hooker，2002；McAdams，1995；2001），分别是气质性特质或特质性倾向（dispositional traits）水平、适应性特征（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s）水平和整合性的生命故事（integrative life story）水平。它们也可以说是人格心理学研究的三个方向：特质性倾向水平的研究旨在描述一个人在各种情境中的稳定特质（如外向、敏感）；适应性特征水平的研究旨在描述各种人格特征在不同情境中的适应性变化，展现人们的人格（如动机、信念）是如何随着年龄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整合性的生命故事水平的研究则重在让个体讲述自身的生活经历，从而了解其如何整合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怎样的意义。人格可以看作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系列独特而不断进化的特质、适应行为和生活史（McAdams，2001）。下表较好地概括了人格研究的三个水平。

表11.2 人格研究的三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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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cAdams，2001，p.10.

通过第一个水平的研究，可以解释个体行为的跨情境和跨时间的一致性，可以将不同的人进行相互比较，在特定的人格维度上相互区分。通过第二个水平的研究，可以说明个体是以怎样的人格倾向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可以了解个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避免自己不想要的东西（Cantor & Zirkel，1990；Little，1999；Mischel & Shoda，1995）。相同的特质和性格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适应性特征包括了一个人当前的目标和动机、价值观和信念、应对策略和防御机制、人际关系图式、兴趣和特定领域的技能、发展任务等，它们通常因时间、地点或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变化。通过第三个水平的研究，可以了解一个人是如何通过他们对生活故事的叙述重新建构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身份或自我同一性的，这种身份反映在他或她所叙述的生活事件、人物、情节和主题上，可以了解生活对他或她自己意味着什么（Giddens，1991；Polkinghorne，1988）。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了解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展示的人格特质、适应环境的方式和独特的生活经历。

人格心理学研究对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启示

正如McAdams（2011）指出的那样，心理传记学研究应当从不同水平的人格心理学研究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样，心理传记学才能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心理学分支。

首先，在心理传记学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从某种特质理论出发，对要分析的人物进行比较全面的描述，说明这个人物具有哪些人格特质或特质性的倾向。然后，再来分析这个人物可能具有哪些“不可思议”的行为或与他通常的人格特质不相符的“古怪”行为。而且，还可以分析这些特质性倾向形成的原因，特别是非共享的环境因素（如同伴关系、教师、生活变故、父母对多个孩子的不同教养方式）的影响。

其次，心理传记学家应当了解某个历史人物在特定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动机、目标、信念、价值观、防御机制、应对策略等，了解个体是如何适应他或她所处的环境的。因此，心理传记学家应当知道，由于生活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生的偶然性，对于同样一个主题或悬念性问题，也可能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不应轻率地给出“唯一”可靠的解释。

再次，与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三个水平相应，心理传记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应当努力吸收和整合主人公本人叙述的生活故事，因为主人公自身叙述的生活故事反映了他或她的自我建构，其中涉及的事件、主题、人物对他或她有着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更好地揭示他或她生活的意义。它是一种主观的自我解读，而不是一种客观的记录。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心理传记学家更关注历史人物的早年生活。事实上，由于婴儿期和童年期的经验主要是为个体的生活故事提供素材的，直到青少年晚期和成年初期，才能真正形成连贯的有意义的生活故事（McAdams，1985，1993；Arnett，2000）。因而，心理传记研究应更多地关注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期，创造性地吸收和分析主人公在青少年晚期之后讲述的生活故事，对主人公的行为给予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McAdams（2011）指出，优秀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应当描述传主具有的特质、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的适应方式，整合传主叙述的生活故事，从多个水平上更有说服力地回答某个悬念性问题。

心理传记学研究能够从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寻求启示，这并不意味着当代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并不能从心理传记学研究中汲取养分。实际上，当代人格心理学研究也开始采用传记评估、个案法以及其他与心理传记学相近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当代人格心理学与心理传记学是可以相互学习的。

11.2.5 对不同创造领域人格的心理传记研究

迄今，心理传记学家已经探讨了不同领域的历史人物，分析了他们各种各样的人格或行为。如果按照传主所从事的主要的创造性工作进行划分，那么，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特别是对于单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这样几大类：对艺术家人格的心理传记研究；对政治人物人格的心理传记研究；对心理学家人格的心理传记研究。其中，每一类研究又可以分出一些子类，例如，艺术家又可以分为作家、画家、摄影家等，政治人物又可以分为总统等领袖人物、社会活动家以及与参与政治活动较多的一些历史人物，而心理学家除了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物，还常常把一些论述心理哲学的学者（哲学家、宗教家）也包括在内。当然，还有极少数研究的对象是科学家。心理学研究表明（Feist，1999；谷传华，2011），不同领域的创造性人物既具有一些相似的人格特征，又具有与自己的创造活动领域相应的特殊的人格特征，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格同时具有领域一般性和领域特殊性。类似地，对不同领域的创造性人物进行的心理传记学研究既具有相似之处，也具有某些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对艺术家进行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可以追溯到Freud对达·芬奇人格的分析。通常，对艺术家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会先提出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的悬念性问题或典型事例，然后，探索传主围绕这个事例展开的整个生命历程，揭示其生命的主题和冲突。艺术家的人格会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包括文学作品、自传、日记、绘画、摄影等。这些作品投射了艺术家的自我。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可以了解他们的人格冲突。不仅如此，艺术活动还可能是艺术家解决自身问题的方式。艺术家在其作品中试图表达的主题可能反映了他们真正关心的事实。Schultz（2011，pp.55-82）认为，对艺术家的人格进行分析，不仅可以探究他们的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等艺术作品，而且可以分析他们的日记、书信、自传以及他们的朋友和爱人的回忆录等。

对心理学家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与此类似。心理学家的人格也常常反映在他们提出的心理学理论中，这些理论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作品”，反映出他们自身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或人格发展危机。例如，对Freud的分析表明，他在早年有着十分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他对达·芬奇的研究也投射了他本人晚年的焦虑和欲望（Elms，2011）。类似地，Erikson提出的自我认同危机（又称为自我同一性危机）也来源于他自身在儿童青少年时期的遭遇：他的父亲是一个丹麦异教徒，母亲既是丹麦人又是犹太人，他自幼在德国长大。他从小被当作一个犹太人抚养，但因为有丹麦人的长相，他经常被犹太人的小孩叫做“外邦人”，那些异教徒的孩子则把他看作犹太人；他自认为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但其他的孩子则把他看作“丹麦人”；他想做一名画家，但他的继父却让他当一名内科医生。这使得他的自我认同出现了混乱。因此，他提出的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他自身的人格发展危机。Anderson（2011）认为，对心理学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家本人，了解其理论的产生背景、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与上述两类研究不同，对政治人物人格的心理传记研究的难度较大。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人物出于职业的原因非常善于“印象管理”，通常不会向外界袒露真实的内心世界。因此，获得分析政治人物所需的资料比较困难。而且，这些政治人物很可能仍然在世，如已经卸任的总统或领袖人物。但是，通过分析他们在多种场合表现出来的一致的政治行动的风格、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的类型、在政治上获得初次成功的经历、对民众声明的内容（如演讲、政治声明）、新闻采访以及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的回忆录等，也可以对他们的人格进行探究。

需要指出，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政治人物和艺术家人格的研究较多。谷传华（谷传华，陈会昌，2006，2009；谷传华，2011）对周恩来人格发展的研究、舒跃育（2009）对诸葛亮人格特征及其成因的研究、郑剑虹（1997；2003）对梁漱溟人格的研究等均属于对政治人物人格的研究；傅安国（2006）对金庸人格的研究、张慈宜和丁兴祥（2012）对张爱玲人格的研究、张建人等（2010）对鲁迅人格的研究等均属于对艺术家人格的研究。相对而言，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相对较少。

11.2.6 人格的心理传记研究的未来

总体上，国外开展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主要是人格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尽管很多主流的人格心理学家并不太认同这种研究方式，但它起步较早，有关的研究也较多。相对而言，中国的心理传记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也较少，而且主要是承袭西方心理传记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这在台湾的学者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因此，如何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学习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心理传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中国研究者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一些著名的人物，这显然是比较狭隘的，它人为地降低了这类研究的价值。如何扩大心理传记学研究的范围，将心理传记学扩展到一般人，也是一个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谷传华（2012）指出，可以尝试进行“自我心理传记学”（self-psychobiography）研究。在熟悉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结果的前提下，可以由人们尝试对自己人格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不同于人格心理学中的个人叙事，它需要人们运用特定的心理学知识进行自我分析。在此意义上，它似乎更适用于对心理学家人格的分析。


参考文献


丁兴祥，赖诚斌.（2001）.心理传记学的开展与应用：典范与方法.应用心理研究，12，77—106.

傅安国.（2006）.人格与事业生涯的发展：以金庸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为例.湛江师范学院学报，5，117—122.

谷传华，陈会昌.（2006）.社会创造性人格发展的历史测量学研究.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7（4），91—95.

谷传华，陈会昌.（2009）.周恩来人格中和性的心理学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207—212.

谷传华.（2011）.社会创造心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谷传华.（2012）.自我的蜕变：个人（自我）心理传记学研究.首届海峡两岸“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学术研讨会，台湾龙华科技大学.

李文枚，郑剑虹，丁兴祥.（2012）.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舒跃育.（2009）.历史人物之二重形象研究：以诸葛亮的心理传记分析为例.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吴继霞，薛飞.（2008）.梅贻琦人格特征的历史心理学分析.学术交流，11，224—228.

张慈宜，丁兴祥.（2012）.以“疏离”自“惘惘的威胁”中出走：张爱玲的心理传记.中华辅导与咨商学报，（34），19—51.

张建人，周晋彪，凌辉.（2010）.鲁迅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3），340—342.

赵晓春.（2003）.瞿秋白人格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郑剑虹，黄希庭.（2013）.国际心理传记学研究述评.心理科学，36（6），1491—1497.

郑剑虹.（1997）.梁漱溟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郑剑虹.（2003）.梁漱溟人格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学，26（1），9—12.

Anderson，J.W.（2011）.心理学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载William Todd Schultz主编，郑剑虹，谷传华，丁兴祥，舒跃育，雷学军等译，心理传记学手册（pp.247—255）.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lms，A.C.（2011）.把自己当作达·芬奇的弗洛伊德：最早的心理传记何以出错.载于William Todd Schultz主编，郑剑虹，谷传华，丁兴祥，舒跃育，雷学军等译，心理传记学手册（pp.256—271）.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McAdams，D.P.（2011）.心理传记学家应该向人格心理学学习什么.载于William Todd Schultz主编，郑剑虹，谷传华，丁兴祥，舒跃育，雷学军等译，心理传记学手册（pp.83—105）.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Schultz，W.T.（2011a）.心理传记学导言.载于William Todd Schultz主编，郑剑虹，谷传华，丁兴祥，舒跃育，雷学军等译，心理传记学手册（pp.2—23）.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Schultz，W.T.（2011b）.如何从传记资料中获得心理学的发展.载于William Todd Schultz主编，郑剑虹，谷传华，丁兴祥，舒跃育，雷学军等译，心理传记学手册（pp.55—82）.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Alexander，I.E.（1990）. Personology：Method and content in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psychobiography
 .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Allport，G.W.（1937）. 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Holt. Rinehart & Winston.

Allport，G.W.（1965）. Letter from Jenny
 . 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

Anderson，J.W.（1981）.Psychobiograph-ical methodology：The case of William James
 .In L. Wheeler（Ed.），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2，pp.245-272）. Beverly Hills，CA：Sage.

Angus，L.E.，& McLeod，J.（Eds.）.（2004）. Handbook of narrative and psychotherapy
 . London：Sage.

Arnett，J.J.（2000）. Emerging adulthood：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55
 ，469-480.

Barenbaum，N.（1997）. The most revealing method of all：Gordon Allport and case studies. Paper presented at Cheiron
 ，Richmond，VA.

Cantor，N.（1990）. From thought to behavior：‘Having'and ‘doing'in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45
 （6），735-750.

Cantor，N.，& Zirkel，S.（1990）. Personality，cognition，and purposive behavior. In L. Pervin（Ed.）. Handbook of Personality：Theory and Research
 （pp.135-164）. New York：Guilford.

Carlson，R.（1981）. Studies in script theory：I. Adult analogs of a childhood nuclear scen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40
 ，501-510.

Carlson，R.（1988）. Exemplary lives：The uses of psychobiography for theor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56
 ，105-138.

Coles，R.（1989）. The call of stories：Teaching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
 .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nway，M.A.，& Holmes，A.（2004）. Psychosocial stages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cross the life cyc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72
 ，461-480.

Ekman，P.（1972）. Univers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facial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J.R. Cole（Ed.），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26）.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Elms，A.C.（1994）. Uncovering lives：The uneasy alliance of biography and psychology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rikson，E.H.（1958）. Young man Luther：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 New York：W.W. Norton.

Erikson，E.H.（1959）.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Selected paper. Psychological Issues，1
 （1），5-165.

Erikson，E.H.（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2nd Ed
 .）. New York：W.W. Norton.

Erikson，E.H.（1969）. Gandhi's truth：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 New York：W.W. Norton.

Feist，G.J.（1999）.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on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creativity. In R.J. Sternberg（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273-296）.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vush，R.，& Haden，C.（Eds.）.（2003）.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 Mahwah，NJ：Erlbaum.

Forster，E.M.（1954）. Aspects of the novel
 . San Diego，CA：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Giddens，A.（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d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mmack，P.L.（2008）.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A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Inc，12
 （3），222-247.

Hogan，R.T.，Harkness，A.R.，& Lubinski，D.（2000）.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K. Pawlik，M.R. Rosenzweig（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logy
 （pp.283-304）.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Hooker，K.（2002）. 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and aging：A comprehensive model for linking levels，structures，and process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36
 ，318-334.

Howard，G.S.（1989）. A tale of two stories：Excursions into a narrative psychology
 . 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Izard，C.E.（1977）. Human emotions
 . New York：Plenum Press.

Linde，C.（1993）. Life stories：The creation of coherence
 . 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ttle，B.R.（1999）. Personality and motivation：Personal action and the conative evolution. In L.A. Pervin & O. John（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pp.501-524）. New York：Guilford.

McAdams，D.P.（1985）. Power，intimacy，and the life story：Personological inquiries into identity
 . New York：Guilford Press.

McAdams，D.P.（1987）. A life-story model of identity. In R. Hogan & W.H. Jones（Eds.），Perspectives in personality
 （Vol.2，pp.15-50）. Greenwich，CT：JAI Press.

McAdams，D.P.（1988）. Biography，narrative，and lives：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56
 ，1-18.

McAdams，D.P.（1992）. The five-factor model in personality：A critical apprais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60
 ，329-361.

McAdams，D.P.（1993）. The stories we live by：Personal myth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lf
 . New York：William Morrow.

McAdams，D.P.（1994）. Can personality change？Levels of stability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across the life span. In T.F. Heatherton & J.L. Weinberger（Eds.），Can personality change
 ？（pp.229-314）. Washington，DC：APA Press.

McAdams，D.P.（1995）. The person：What do we know when we know a person？Journal of Personality，63
 ，365-396.

McAdams，D.P.（1996a）. Narrating the self in adulthood. In J. Birren，G. Kenyon，J.E. Ruth，J.J.F. Shroots，& J. Svendson（Eds.），Aging and biography：Explorations in adult development
 （pp.131-148）. New York：Springer.

McAdams，D.P.（1996b）. Personality，modernity，and the storied self：A contemporary framework for studying pers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7
 ，295-321.

McAdams，D.P.（2001）. The person：An integrated introduction to personality psychology（3rd ed
 .）. New York：Wiley.

McAdams，D.P.（2006）. The redemptive self：Stories Americans live b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Adams，D.P.（2008）. Personal narratives and the life story. In O.P. John，R.W. Robins，& L. Pervin（Eds.），Handbook of personality：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pp.241-261） New York：Guilford Press.

McLean，K. C，Pasupathi，M.，& Pals，J.L.（2007）. Selves creating stories creating selves：A process model of self-develop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262-278.

Mink，L.O.（1978）.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In R.H. Canary & H. Kozicki（Eds.），Literary for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pp.129-149）.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ischel，W. & Shoda，Y.（1995）.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dispositions，dynamics，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102
 ，246-268.

Murray，H.A.（1949）. Introduction Pierre. In H. Melville，Pierre，or，the ambiguities
 . New York：Hendricks House.

Murray，H.A.（1951）. Uses of th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Review，102
 ，246-268.

Polkinghorne，D.（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 Albany，N.Y.：Suny Press.

Pratt，M.W.，& Friese，B.（Eds.）.（2004）. Family stories and the life course：Across time and generations
 .Mahwah，NJ：Erlbaum.

Runyan，W.M.（1982）.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nyan，W.M.（1988）. Progress in psychobi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56
 （1），295-326.

Runyan，W.M.（1990）. Individual lives and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In A.I. Rabin，R.A. Zucker，R.A. Emmons，& Frank（Ed.），Studying persons and lives
 （pp.10-40）. New York：Springer.

Sarbin，T.R.（1986）. 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In T.R. Sarbin（Ed.），Narrative psychology：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3-21）. New York：Praeger.

Schachter，E.（2004）. Identity configurations：A new perspective on identity 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72
 ，167-199.

Schultz，W.T.（2001）. Psychobi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lives：Interview with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Clio's Psyche：A psychohistorical forum，December Special Issue
 ，105-112.

Schultz，W.T.（2005）. 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er，J.A.（2004）. Narrative identity and meaning-making across the adult lifespan：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72
 ，437-459.

Tomkins，S.S.（1962）. Affect，imagery，consciousness
 （Vol.1）. New York：Springer.

Tomkins，S.S.（1963）.Affect，imagery，consciousness
 （Vol.2）. New York：Springer.

Tomkins，S.S.（1987）. Script theory. In J. Aronoff，A.I. Rabin，& R.A. Zucker（Eds.），The emergence of personality
 （pp.147-216）. New York：Springer.

Tomkins，S.S.，& Izard，C.E.（1965）. Affects，cognition，and personality
 . New York：Springer.

Vitz，P.C.（1990）. The use of stories in moral development：New psychological reasons for an old education method. American Psychologist，45
 ，709-720.

Yin，R.K.（1984）. Case study research：Design and methods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1]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William Todd Schultz主编（郑剑虹，谷传华，丁兴祥，舒跃育，雷学军等译）.（2011）.心理传记学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2—120，169—409.（2）McAdams，D.P.（郭永玉等译）.（2016）.人格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12章.撰稿人：谷传华。


第四编 人格与社会文化

我们已经广泛探讨了人格特质、人格动力和人格发展这三个人格心理学基本领域的研究进展，回顾了一系列具体的人格构念与人格研究领域，力求呈现人格心理学这一广阔深邃的画卷。然而，若要真正全面地理解人格，不能仅仅从个体人格内部的不同方面及其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还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把人放在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通过探究具体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互动过程，来更深刻地洞悉人性规律，把握人格意涵。

人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如我们前面介绍过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它发端于古罗马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而又深刻地存在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几千年来它通过个体行为影响政治文化进而影响着历史进程；在当今社会，马基雅弗利主义同样广泛性地存在着，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既为很多人所不齿又被每个人或多或少地使用着。可见，个体很难超越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也要通过个体作为载体来得以延续。因此，有人主张，人格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影响着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人格也会影响到文化的变迁。这一点在心理学中的跨文化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有学者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人们常常感受到自身的“原罪”，被罪恶感侵扰，故他们需要祈求主的宽恕；而儒家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人们常常被羞耻感所羁绊，因而他们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对侮辱也特别敏感。这说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会使个体人格有很大的差别。在这一编中，我们并不以跨文化人格研究作为探讨的重点，也并不是聚焦于像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样具体的文化心理学主题——这方面的内容在很多论著中都多有涉及。我们只是将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大的背景，而重点关注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现实社会生活，以及人格在其中的作用。

这一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将探讨“幸福”这一主题。幸福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心理学回应社会关切的一种表现。在短短一章的内容中，当然难以揭示心理学中幸福研究的全貌，我们关注的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在生活中我们都在追求幸福，并且将物质利益的获取视为实现幸福的重要途径，那么经济因素真的会提升人的幸福水平吗？通过这一视角也许可以引发对幸福问题深入思考。其次，我们会研究当今社会文化中的一些消极方面，看看人格心理学对这些问题行为有哪些探讨，包括当今社会关注的青少年游戏成瘾以及攻击性等问题行为。最后，我们将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综合理论思考、文化命题、心理学与历史的联系以及和平心理学的探索与展望，对有关文化与人格交互作用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具体研究领域展开叙述。


12 幸福

千百年来，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探索幸福来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从平民百姓到大圣先贤，无数人把幸福当做人生的终极追求和至上目标。而且不论任何种族、任何文化、任何信仰的群体，对幸福的强调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面对“什么是幸福？”“你幸福吗？”这样似乎很简单的问题时，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回答却是大相径庭。那么究竟何为幸福？具体到每个个体，怎样才能实现幸福？这些都是以提升人类生活质量为基本目标（Gerrig & Zimbardo，2003，p.4）的心理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几十年来的心理学界已经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基于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研究者将幸福感分成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1]

 。主观幸福感溯源于享乐主义哲学观，强调广义的心理、生理愉悦，认为幸福感主要由主观的快乐构成，包含了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体验；而心理幸福感则基于实现论（eudaimonic），强调人的潜能实现与人格发展，包括自我接纳、个人成长、自主等内容。除此之外，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揭示了一系列可以对幸福感造成影响的因素，包括年龄、自尊、控制点、生活目标等等。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其中一个受到大量关注的问题就是国家和个人水平的经济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究竟如何。本章对幸福的探讨也将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我们将从这一问题的研究数据出发，介绍可能的影响因素与相关的理论解释，尽可能全面完整地阐明最新的研究进展。最后，结合中国的现实，我们将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并提供相应的解释视角和应对建议。




 [1]
 国内学界通常把subjective well-being译为“主观幸福感”，以便与另一个与之并列使用的概念“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相区别。但“主观幸福感”的译法不太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为在中文中，“感”已能表明其主观性。由于本章讨论的都是“主观幸福感”，没有涉及“心理幸福感”这个概念。因此，本部分中我们提到的“幸福感”均指subjective well-being。


12.1 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1]



对于经济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财富如收入和资产对幸福或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因为高收入能为个体提供更有利的机遇和选择，因此增加财富就能增加幸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满足，整体上已解决了温饱问题，步入小康社会。按理说，人民会感到生活越来越幸福。然而，很多研究都显示，这些年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提升，半数以上民众不认为自己幸福（见表12.1）（何立新，潘春阳，2011）。问题出在哪里？

表12.1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频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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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何立新，潘春阳，2011

近几十年来，这个课题也成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此，人们平常所说的幸福常用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这一术语来描述。它是指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情感和认知两种基本成分构成，其中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认知成分则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Diener，2000）。1967年，Warner Wilson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文中指出，幸福的人是有高收入的（Diener，Suh，Lucas，& Smith，1999）。自此以后，心理学家们围绕经济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节拟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并探讨经济因素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以使人们更科学地理解经济因素与幸福的关系，同时为政府制定提高我国人民整体幸福感的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12.1.1 经济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感是主体对客观生活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是很大。基于此观点，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经济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国内层面的，也有国际层面的；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

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一般与其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相比而言，二者的相关在贫穷国家里比在富裕国家里更高些，但相关系数都不高（Veenhoven，1991）。Diener等在美国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2（Diener，Sandvik，Seidlitz，& Diener，1993）。即使考察非常富有的人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很小。Diener等曾对1985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100位最富裕的美国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与一般的美国人相比，他们只是稍微幸福那么一点点。49位超级富翁中，有80%的人报告“钱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幸福，关键看你怎么使用它”。一位富翁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位妇女报告钱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Diener，Horwitz，& Emmons，1985）。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收入与幸福感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004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合作，对中国六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的测试。结果显示：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从当前幸福指数与人均月收入对照来看，上海人均月收入最高，但幸福指数排倒数第二，成都人均月收入最低，但幸福指数排第二，杭州人均月收入居中，幸福指数却最高（任俊，2006，pp.121-122）。

各国之间的收入和幸福感情况又是怎样的呢？Diener及其同事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国家财富与国民的平均幸福感有着积极的关系。他们曾对29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及其收入（以购买力为指标）进行了持续四年（1990—1993年）的调查，发现各国的平均购买力水平与平均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2（Diener，2000）。后来，他们又选取了55个国家的有代表性的样本，使用国民生产总值和购买力作为国民经济的指标，重复了此结果（Diener，Diener，& Diener，199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富裕的国家在很多方面与贫穷的国家不同，这些差异可能夸大了收入与幸福感在国际层面的相关。富国比穷国往往更加民主和平等，因此，国家财富与其国民的幸福感的关系至少部分可归结于富裕国家中的人民受到其他利益的间接影响，而非财富本身的直接影响（Diener et al.，1999）。而且，即便是国家财富对国民的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也不是直线型的。有研究者在分析1991年人均国民收入和幸福感的统计时发现，在最贫穷的国家里，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国家越富裕，人民越能感受到幸福。但是，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如图12.1所示），而人权、平等等指标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Myer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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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美国1956—1998年间个人收入与幸福人数比率的变化趋势

来源：Myers，2000.

再从收入改变的角度来看，个体收入的增加与其幸福感的提高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有研究发现彩票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比控制组更幸福（Brickman，Coates，& Janoff-Bulman，1978）。Diener等（1999）的研究表明，在十年的时间里，收入上或下波动半个标准差的人群之间的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差异。Diener和Biswas-Diener（2002）认为，只有当个体收入的增长是缓慢和稳定的时候，才会导致个体幸福感的增加。而且，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也有研究发现收入的迅速增加反而会降低幸福感（Diener et al.，1993）。

同样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国民幸福的增加。Myers（2000）研究了自二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国民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到20世纪末，整个社会的财富几乎比1957年时翻了一番，中产阶级扩大了近两倍，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都有了明显增加，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报告自己“非常幸福”的人数却从1957年的35%下降到1998年的33%。而且，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离婚率翻了一番，青少年自杀增长了3倍，暴力犯罪增长了4倍，抑郁症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的人数急剧上升。他把这种物质繁荣的同时社会却衰退的现象称为“美国困惑”。Diener和Suh（1997）也考察了从1946—1990年期间美国幸福感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可支配的收入（控制了通货膨胀和税收）急剧增长，但幸福感的水平保持不变。Diener等（1995）考察了55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相关。

这些结论似乎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生活概念不大相符。在日常生活中，当被问到“没钱你能幸福吗？”，几乎所有人都会摇头或干脆笑笑不置可否。当再被问到“什么最能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大多数人都会回答“金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金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于一般的民众，我们总是通过金钱这个中介来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金钱在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具有一切商品的属性，这就使得金钱在我们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好像只要有很多钱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事实上，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相对的。在一定范围之内，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经济因素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因素与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着某些心理变量在调节二者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探讨经济因素影响幸福感的发生机制。

12.1.2 经济因素影响幸福感的发生机制

人格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研究表明，相对经济因素而言，内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人格因素常常被认为是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源之一。也可以说，经济因素是幸福感的外部影响因素，人格是个体幸福感的内在预测指标。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受到人格因素的缓冲？

联系人格和幸福感的一种概念模型是，人们具有一种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由天生的神经系统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Diener et al.，1999）。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Tellegen等（1988）考察了共同抚养和分开抚养的同卵和异卵双胞胎，计算出基因能够分别解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40%和55%，而共享家庭环境只能分别解释这二者变异的22%和2%。如果这种先天的体验某种幸福感水平的稳定倾向确实存在，那么幸福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尽管情境因素可能使幸福感偏离基线水平，稳定的人格因素却会施加长期影响。Heady和Wearing（1989）提出的动力平衡模型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支持了这一点。他们指出，人们在经历了各种好的或坏的生活事件后，最终会回复到幸福感的基线水平。外部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短暂的，内在的人格特质或认知因素对幸福感的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这一模型，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会在短期内提高或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但是由于受到人格因素的调节作用，人们最终会回复到之前的幸福感的水平。

那么，究竟有哪些具体的人格因素在此过程中起作用呢？国内研究者（张兴贵，何立国，贾丽，2007）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中的外向性和神经质对幸福感有直接效应，而尽责性和开放性则通过这两个人格维度对幸福感有间接效应。另一个已被证明的在其中起作用的人格特质是控制感。例如，Johnson和Krueger（2006）的研究表明，对生活的控制感可以调节实际的财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拥有强烈控制感的人更可能采取行动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通过奋斗，也更可能达到期望的目标，从而导致更多的满意感，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增强了个体对生活环境的控制感。因此，控制感调节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基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通过工作和其他途径创造物质财富，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生活的这些方面的人更可能成功地为自己创造出有利的经济资源，从而导致更多的幸福感。即使在面临困难的经济状况的时候，控制感也是有适应价值的。Lanchman和Weaver（1998）研究发现那些收入低但能够维持高度控制感的被试组报告的幸福感的水平几乎与高收入的被试组一样高。他们不将这种低收入状态视为不可变的，而确信能够改变这种情形。结果，这样的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比那些处于同一状态中的悲观的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要低得多。可见，在经济状况不利的情形中，控制感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它能够使人们更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困境，从而缓和了低收入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当然，对于控制感的这种适应价值也存有异议。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处于不利经济状况中的人们来说，要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这种环境是不现实的，有可能导致不恰当的自责，相反，维持对现状的现实的评估对他们可能更有利；而且，如果低收入不能提供控制的机会，拥有高度的控制感可能还会导致失望和沮丧。因此，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外在环境的限制对于低收入的阶层可能更有效（Lachman & Weaver，1998）。

目标

资源会通过影响人们实现目标的能力而间接影响幸福感，而那些对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有利的社会资源会促进幸福感（Emmons，1986）。因此，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它影响人们达成各种目标的能力。那么，从理论上来讲，更多的金钱能够使人们达成更多的目标，从而导致更多的幸福感。但是，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财富之所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如食物、水、住房、保健的一种手段。然而，一旦基本需要被满足，它与幸福感的关系就变得复杂（Diener et al.，1999）。基于此争议，Diener等深入地探讨了收入、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即使当基本需要被控制时，收入仍然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表明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超越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这个目标（Brickman et al.，1978）。

以上我们是把金钱作为实现目标所需的一种社会资源来看。换一个角度，当把金钱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时，它对幸福感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Sirgy（1998）提出了物质主义（materialism）这一概念，并把它定义为“相对其他生活领域，物质生活领域被认为高度重要”的一种状况。Sirgy认为，物质主义目标本身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相关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即使控制收入也是如此（Kasser & Ryan，1993；1996）。那些认为金钱比其他目标更重要的人对他们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更不满意。Sirgy（1998）对此的解释是，物质主义者把物质追求的目标设置得太高，不切实际，以致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

自我决定论的代表人物Kasser和Ryan（1993；1996）也认为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会降低幸福感。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自我决定是人类天生的需求，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其他内在目标的机会，而最终阻碍幸福感的提升。他们区分了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其中前者是指定向于自我接纳、情感联系、团体卷入的目标。定向于内在目标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因为这些目标与自我决定需要的满足相联系，而定向于外在目标如金钱的人则会体验到更多心理上的不适应。所以，按照自我决定论，物质目标之所以与低的幸福感相联系，其根本就在于它缺乏自主定向。Csikszentmihalyi（1999）则认为如果更多的心理能量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追求其他目标如美满的家庭、亲密的友谊、兴趣爱好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而这些目标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同样也是必要的。

动机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Diener等（1999）在回顾三十年来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时提到，目标对幸福感的影响似乎比简单地达到个人的目标更复杂，暗示目标背后潜在的动机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者曾提出过两种类型的物质主义：一种是工具性的物质主义
 （instrumental 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手段，这种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另一种是终极性的物质主义
 （terminal 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去获得社会地位并赢得他人的赞美和羡慕，这种物质主义是有害的（Srivastava，Locke，& Bartol，2001）。

Carver和Baird（1998）认为每个目标背后有四种类型的动机，分别是：内部的（被内在的快乐所激发）、认同的（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投射的（来自于内部的压力如内疚或社会赞许）、外部的（由外部奖励或惩罚的力量所引起）。前两种动机又可被归为内部动机，后两种动机可被归为外部动机。虽然他们发现总体上经济成功的重要性与幸福感呈负相关，但同时也发现经济成功目标的内部动机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外部动机与幸福感呈负相关。Carver和Baird（1998）的研究局限就在于他们考虑的追求经济成功的原因有限。按照他们的假设，如果研究中包含的动机的范围更广，钱的重要性对幸福感可能就没有主效应了。

于是，Srivastava等（2001）在后来的研究中考虑到了十种挣钱的动机：安全、维持家庭、市场价值、自豪、休闲、自由、冲动、慈善、社会比较、克服自我怀疑。经进一步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了三类动机：积极的动机（前四种）、行动的自由（中间四种）和消极的动机（后两种）。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当控制挣钱的动机尤其是消极的动机如社会比较、寻求权利、炫耀、克服自我怀疑后，钱的重要性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消失了。研究还发现积极动机和行动的自由对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正是由于这些消极动机的影响。

金钱本身是没有害的，事实上，当金钱被用来帮助满足大量的基本需求时是很有益处的，毕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当用金钱来做不能做的事情时，对它的追求就成了问题。比如，金钱不能直接减轻自我怀疑，因为缺少钱不是它的根源（Srivastava et al.，2001）。所以，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不在于挣钱的目标本身，而在于挣钱的动机。

12.1.3 有待深入的问题

从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经济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远不止传统经济学的假设那样简单。在一个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在幸福感上的差异并没有二者在财富上的差异那么大，尽管富裕国家的人民一般来说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感到更幸福，但这种差异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财富的差异。而且，个体收入的改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研究者还从人格、目标、动机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因素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这使得人们对经济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更科学的理解。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首先，对于经济因素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或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过于笼统化。其实，对不同阶层的人群而言，金钱对于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是不一样的。对贫穷的人来说，能够用来满足其基本生理需求的金钱对他们的幸福感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而对富裕的人来说，金钱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金钱去实现更高的目标；当然这种影响也可能很小，因为非物质财富的因素如与家人和朋友交往的时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个人安全感以及人际关系等对他们的幸福可能更重要。而且，在个体不同的生命阶段，金钱对其幸福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同的。比如，金钱对成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比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因此，今后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需要细化，例如把不同阶层或者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区分开来分别加以考察，然后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真实的结论。

其次，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哪一种心理机制就能解释清楚的。各种心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例如，有的研究发现非抑郁、乐观的人倾向于关注比自己做得差的人的数量，而抑郁、悲观的人则更多地关注比自己做得好的人的数量（McFarland & Miller，1994）。这说明个体的人格影响其使用社会比较信息的方式。因此，以后的研究最好考虑多个心理中介变量，建构经济因素、心理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型，以便于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经济因素是怎样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在研究方法上，无论是相关研究还是实验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最后，心理学的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考虑所处的文化背景，这就涉及本土化的问题。以上结论大部分都是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中国，还有待于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而且，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中国现阶段，对此课题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欢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因此，对政府而言，可以此课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制定一些能够提高人民整体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如解决贫困问题、缩小收入差距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幸福感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目前幸福感测量研究存在指标不统一、研究方法缺乏创新、文化差异性日益突出等问题，所以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提出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理论构念并编制出相应的幸福感量表，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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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幸福悖论：质疑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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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福感的研究领域，最令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是收入与幸福的关系。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幸福呢？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得出结论：钱对幸福并不是那么重要，人们往往过分估计了它的作用。例如，横断研究的结果一般显示，收入与幸福有着积极的但非常微弱的相关，相关系数一般在0.2左右（Diener & Biswas-Diener，2002；North et al，2008；Georgellis，Tsitsianis，& Yin，2009；Lucas & Schimmack，2009；Caporale et al.，2009），也就是说，收入只能解释幸福感4%左右的变异。有的研究甚至发现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Sing，2009；Yao，Cheng，& Cheng，2009；Park，2009；Inoguchi & Fujii，2009）。纵向研究的结果更是令人惊奇。经济学家Easterlin（1974）在美国首次发现，尽管人均收入大量增加，但国民幸福水平却并未随之提高，这就是著名的“Easterlin悖论
 ”（Easterlin paradox），国内也被称为“幸福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Easterlin悖论后来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Veenhoven，1993；Easterlin，1995；Diener & Suh，1997；Oswald，1997；Myers，2000；Inglehart & Klingemann，2000；Blanchflower & Oswald，2004；BjΦrnskov，Gupta & Pedersen，2008）。在以上观点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也有些研究者对此表现出迷惑和担忧：如果收入与幸福之间只有微弱的甚至没有关联，那么致力于不断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政策还有什么意义呢？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发展中国家，面对大量低收入人群谈所谓“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数据发现，幸福与收入之间的低相关关系，不仅是不科学的，更是丧失了一个科学家的基本良知和社会责任。因此，对幸福悖论进行重新考察是非常必要的。本节中，我们将对近年来学界质疑和解释幸福悖论的一些观点进行介绍。

12.2.1 对幸福悖论的质疑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以往研究之所以得出收入与幸福关系微弱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样本缺乏代表性。很多跨国调查研究选取的样本局限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很少包含有贫穷国家，即便有，往往也只是考察了贫穷国家中的城市居民，而没有考虑农村居民（McFarlin，2008）。例如，著名的Easterlin悖论就是仅仅基于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而得出的，因此是不能推广的（Hagerty & Veenhoven，2003）。有研究者提高样本的代表性，考察了全球130多个富裕和贫穷的国家，结果发现富国的国民幸福感往往高于穷国，不同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与国民幸福水平的差异是相关联的，此外，收入增长不仅对提升贫穷国家的幸福更有效，而且收入的增长也与各国国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增长相关联，似乎不存在收入的上限值（Deaton，2008）。一些国家内部的调查也是如此。可能主要是因为样本局限于经济富裕地区的居民（see e.g.North et al.，2008；Sing，2009；Yao，Cheng，& Cheng，2009），才出现收入与幸福的相关很小，或者收入增长不能带来幸福增加的结果。其实有很多研究都发现，收入与幸福的关联在贫穷国家里比在富裕国家里更强烈；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增长确实能带来幸福水平的大量提升，只是当收入超过一定范围时，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就会减弱甚至消失（Myers，2000；Diener & Biswas-Diener，2002；Hagerty & Veenhoven，2003；Kahneman et al.，2006；North et al.，2008；Drakopoulos，2008；Zhang，Yang，& Wang，2009；Mentzakisa & Morob，2009）。因此，研究样本的局限可能掩盖了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真正关系。

（2）纵向研究考察的时间序列（time series）有限。由于幸福的变化通常很小，跟财富不一样，幸福的评价一定会有个上限，那些幸福水平本来就较高的国家，其国民幸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很多，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序列来考察其幸福水平到底有没有上升的趋势；另外，由于经济的上下起伏导致各国平均幸福水平往往略有波动，排除这些波动来估计长期的幸福变化趋势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序列（Veenhoven & Hagerty，2006）。而现有的一些研究往往基于有限的时间序列信息（see e.g.Easterlin，1995；Ferrer-i-Carbonell，2005；Brockmann et al.，2009），这样得出的结果可能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基于此种考虑，有研究者考察了更长的时间序列，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多数国家的国民幸福感都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贫穷国家里，幸福水平有显著的提升，只是富裕国家里幸福的增加轻微一些（Hagerty & Veenhoven，2003；Veenhoven & Hagerty，2006）。

（3）收入的测量指标不准确。Fischer（2008）认为，以往证实Easterlin悖论的研究几乎总是依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作为收入的测量指标，但这个指标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它忽视了GDP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的偏态分布，而且忽略了个人为了获得财富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不能客观体现社会财富的真实水平。他的研究还发现，当使用家庭收入、男性收入和小时工资三个指标的时候，Easterlin悖论就消失了，国民幸福水平随着这三个指标的增减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这些指标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46。

（4）统计方法的偏差。研究发现，当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小的相关系数被转换成其他的效应值，比如标准化的平均数差异时，不同收入层次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就大大增加了，这时富人的幸福感要远远高于穷人甚至是中等收入的人。因此小的相关可能隐藏着大的差异，富人并非只比穷人幸福一点点（Lucas & Schimmack，2009）。另外，当把收入按照不同层次进行分组，比较组间平均数的差异时，也会发现低收入者的幸福感要显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郭永玉，李静，2009；Smyth，Nielsen，& Zhai，2010）。

12.2.2 对幸福悖论的解释

从以上的质疑中可以看出，收入与幸福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样本、时间序列、测量指标和统计方法的不同可能都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因此，任何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必须要小心谨慎地推广。结合现有研究来看，也许收入与幸福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在低收入水平下，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幸福水平的显著提升；当收入一旦达到某种限值水平（threshold）之后，它对幸福的积极效应就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但这个限值水平究竟是多少，该如何界定呢？目前还没有明确和统一的认识。不同的研究因考察的时间和样本不同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值与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的消费水平有关。它至少要能够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根据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需要的层次性是以力量的强弱和出现的先后为根据的。越是低层次的需要，力量越强，越力求优先得到满足。如生理需要是最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在它得到基本的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能占优势。有学者采用公式推导出，需要层次结构中基本需要的满足比随后次级需要的满足对提升个体幸福感的作用更大。一旦基本需要被满足以后，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效应就会减弱（Drakopoulos，2008）。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两点来认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第一，中等收入是幸福的基础或必要条件。整体而言，穷人的幸福感比富人低，穷国国民幸福感比富国国民低。在低收入水平下，即当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收入与幸福的相关较高，增加收入就会增加幸福感。当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很大的时候，增加他们的收入会显著导致整个国民幸福感的提高。第二，当个体收入达到了衣食住行无忧的水平，即超出了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当一个国家中等以上收入群体很大的时候，收入与幸福的相关就减小，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就会由于受到其他心理因素的干扰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目前已有一些理论从社会比较、适应和欲望等心理因素的角度来对此进行了解释。

社会比较理论

幸福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人们在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时，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相关的人（如同事、同学、邻居等）进行对比，在收入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是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的心理过程。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尤其是当收入水平较高的时候，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Sweeney & McFarlin，2004；Mentzakisa & Morob，2009）。设想有金钱的购买力完全相同的两个社会A和B，在A中，你的年收入是5万美元，其他人的收入是2.5万美元；在B中，你的年收入是10万美元，其他人的收入是20万美元，你更愿意选择生活在哪个社会中呢？Solnick和Hemenway（1998）的研究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被试更愿意选择A，即为了拥有较高的相对收入，宁愿舍弃追求更高的绝对收入。后来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Solnick，Li，& Hemenway，2007；Carlsson & Qin，2010）。此外，Hsee等人（2009）的模拟实验研究发现，虽然贫穷社会中的富人比富裕社会中的穷人能够挣的钱还少，但前者比后者更幸福（见图12.2）。这些结果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相对收入有时比绝对收入对幸福更为重要，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image: ]


图12.2 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幸福感的比较

来源：Hsee，2009.

大量研究发现，参照收入（reference income）或比较收入（comparative income）对幸福感有强烈的负面影响（Ferrer-i-Carbonell，2005；Ball & Chernova，2008；BjΦrnskov，Gupta，& Pedersen，2008；Georgellis，Tsitsianis，& Yin，2009；Becchetti & Rossetti，2009；Senik，2009；Brockmann et al.，2009；Smyth，Nielsen，& Zhai，2010；McBride，2010），即作为参照或比较对象的收入越高，个体就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其幸福感就越低，此谓“嫉妒效应”
 （jealousy effect）或“地位效应”
 （status effect）。绝对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积极关系正是被这种消极效应所削弱。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会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因为所有的人与别人相比，自己的收入都没有提高（Easterlin，1974，1995，2005；Clark et al.，2008）。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很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严重时，这种效应更加明显。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导致普遍的不公平感，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觉得不幸福，尤其是低收入者更为敏感。高收入者往往拿自己与更高收入的人比较，结果还是不满足。低收入者对富人的“炫耀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感到愤恨不平，尤其是当他们感知到社会腐败现象猖獗、高收入者是通过腐败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财富时，其幸福感会更低，从而更愿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政策（Smyth & Qian，2009）。

当然，在动荡不定的经济环境中，参照收入对幸福感也有一定的积极效应。研究者发现，在西欧国家个人幸福感与参照收入呈显著负相关，但在处于经济过渡时期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幸福感和参照收入呈显著正相关（Senik，2008；Caporale et al.，2009）。同样，研究者在俄罗斯也发现了参照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Senik，2004）。此谓“隧道效应
 ”（tunnel effect）或“信号效应
 ”（signal effect），即参照组收入越高，越能增加个体的幸福感。因为对于经济不稳定的中东欧国家或俄罗斯而言，参照收入不再作为社会比较的尺度，而是作为一种信息来源，使人们形成对自己未来经济前景的期望：“如果有人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也会有好的前景。”

适应理论

适应就是对重复或连续刺激的减少的反应（Diener，Suh，Lucas，& Smith，1999）。该理论认为，人们对生活环境中的变化最初会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是不久他们会逐渐习惯，适应新的生活情境，致使其又回到原来的幸福水平。因此，幸福和不幸福仅仅是对环境变化的短期反应。然而，人们会继续追求幸福，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更多的幸福在下一个目标实现后、下一个社会关系获得后或下一个问题解决后就会来临，因而他们不断地为幸福而奋斗，而没有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这种努力是徒劳的（Diener，Lucas，& Scollon，2006）。这样看来，我们就好比站在一个“快乐踏水车”（hedonic treadmill）上，刺激的新水平仅仅只能维持快乐的旧水平，那么永久的幸福就成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最终不可达到的目标（Arthaud-Day & Near，2005）。

支持适应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据来自于Brickman等人（1978）的一项经典研究。他们发现，彩票中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而且从一系列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得到的快乐更少。他们用对比和适应来解释这种现象。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乐趣了。因此，尽管中奖得到了新的快乐，但它也使旧的快乐减少了，新旧快乐相互抵消，使得彩票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幸福。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总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

适应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收入的增长不一定带来人们幸福水平的提高而是保持相对稳定。然而，有学者认为，我们不能将适应的概念推至极端，认为生活事件对幸福感没有任何长时的影响。事实上，有些生活事件确实会对幸福感有着持续的负面影响，如长期下岗、贫困、饥饿等，人们对之的适应过程较为缓慢甚至难以适应（李维，2005，pp.18-20）。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人们对经济条件改善的适应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这种改善对提高幸福水平都没能产生实际帮助，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适应的区间。而且，即使面临相同的事件，不同的个体在适应的速度和程度上也是有差异的（Diener et al.，2006），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适应的个体差异。

欲望理论

伴随社会比较和适应两个心理过程而产生的是人们不断上升的收入欲望（income aspirations）。一方面，人们通过收入的比较来获得自己的相对地位，而且人们倾向于向上比较，所以收入欲望往往高于实际达到的水平；另一方面，人们对增加的收入会产生适应，收入的增长最初会给人们带来额外的快乐，但这种快乐通常只是短暂的，当人们适应了这种收入水平以后，又会产生更高的收入欲望。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使得人们总是为更高的欲望而努力奋斗（Stutzer，2004；Binswanger，2006）。但是，欲望太高不会使人幸福，因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仅仅是实际收入水平。研究发现，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Solberg et al.，2002；Stutzer，2004；BjΦrnskov，Gupta，& Pedersen，2008；Brown et al.，2009；McBride，2010）。如果保持收入欲望不变而增加实际收入，那么人们的幸福感就会提高。但实际情况是，收入欲望也会随个体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幸福水平不一定随实际收入的增加而提高（Easterlin，2001；Stutzer，2004）。我们结合Easterlin（2001）提出的关于幸福感、收入和欲望水平关系的图示（图12.3）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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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由收入和欲望水平决定的幸福函数图

来源：Easterlin，2001.

幸福感高低是由收入和欲望水平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A1、A2、A3为三条欲望水平曲线，A1<A2<A3。最初，假定人们有一个特定的欲望水平A1，这样收入y1产生了幸福水平u1。如果欲望水平保持不变，收入水平从y1增加到ym，那么幸福水平也就相应地从u1提高到了um。如果收入增加到y2，那么幸福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到u2。这显示了较高的收入水平确实会引起较高的幸福水平，符合传统经济学的假设。然而，Easterlin认为，事实上物质欲望几乎是与收入成比例地变化的。因此，一般来说，个体从点2既不会上滑到点3也不会下滑到点4，而会滑动到点5。因为当收入从ym增加到y2时，欲望水平也会从A1下滑到A2，从而抵消了收入增加对幸福感产生的积极效应。当然，图1所示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欲望水平升高的程度对幸福感产生的消极效应不一定刚好完全抵消收入增加带来的积极效应。但是不管欲望水平升高多少，总会使现实的幸福水平低于预期水平u2。

评价的调节作用模型

由于上述三种理论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需求层次理论都不能单独解释所有的现象，Arthaud-day和Near（2005）在它们的基础上，引入评价理论（evaluation theory），试图提出一种关于收入与幸福感的综合理论模型。评价理论是由Diener和Lucas（2000）提出来的，其中幸福感被定义为当个体面临环境中的刺激时所产生的评价性反应的总和。他们认为，个体对周围环境中信息的反应存在差异，而这依赖于个体的人格、价值观和情感定向。个体对刺激的知觉比实际的刺激在预测幸福感上更重要。

Arthaud-day和Near（2005）认为，如果对收入的主观评价影响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需求层次理论和适应理论相对缺乏数据的支持。需求层次理论往往关注收入的绝对水平，而不是它被个体所感知的重要性。同样地，适应理论关注的是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不是个体所感知的收入的变化。相对而言，社会比较和欲望水平理论则涉及了个体的知觉或评价作用，因而得到了更多数据的支持。基于此，Arthaud-day和Near（2005）建构了对收入的主观评价对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如图1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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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评价作为收入指标的调节变量

来源：Arthaud-day & Near，2005.

收入的四个指标（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的改变、想得到的收入即欲望）分别通过需要实现、社会比较、适应、目标实现（欲望满足）四种心理机制对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对收入的评价在其中起调节作用。例如，Johnson和Krueger（2006）的研究表明，知觉到的经济状况可以调节实际的财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个体感觉到自己的收入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使实际的收入水平并不高，也会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反之，如果个体感觉到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满足其需要，即使实际的收入水平再高，也不会有高的生活满意度。而个体对收入的主观评价又受其所处文化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文化会影响个体把收入与幸福感相联系的程度（Diener & Biswas-Diener，2002），因此该模型包含了文化这一变量。此外，由于Diener和Lucas（2000）指出生活满意度也能够影响需求实现、社会比较、适应和目标实现，而且还有大量研究表明幸福会导致各个生活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的成功（Lyubomirsky，King，& Diener，2005），所以模型中用两个反向箭头表示。

这个模型把四种理论整合起来，弥补了各个理论解释力的不足，从理论上有利于我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但是在实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这就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不仅把收入的四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还要把对这些指标的评价考虑进来，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

概念所指理论

Rojas（2005）对于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基于幸福的概念所指理论
 （The Conceptual Referent Theory of Happiness，CRT）。CRT的基本内容是，每个人对于幸福生活都有自己的概念所指，而这个概念在他对自己生活质量的判断和幸福的评估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CRT是从判断过程中的认知因素而非情感因素的角度来理解幸福的，它关注的是个体对于幸福生活的观点是什么。CRT强调异质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每个人对于幸福的概念所指是不一样的，人们对于幸福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CRT打破了传统理论的假设，即每个人对幸福生活有相同的概念所指和解释因素。为了检验这种异质性，Rojas（2005）在回顾大量关于幸福的哲学论文的基础上，建构了8种类型的幸福概念，分别是：淡泊主义（Stoicism）、美德（Virtue）、享乐（Enjoyment）、及时行乐（Carpe diem）、满足（Satisfaction）、理想化的（Utopian）、宁静（Tranquility）、实现（Fulfillment）。由于这些哲学家的语言不易被常人所理解，它们又被转化为简单的、通俗的语句（见表12.2）。

表12.2 幸福的概念所指：简单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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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ojas，2005.

Rojas（2005）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以上这些概念的人数分布百分比依次为：14.6、8.2、14.0、11.6、24.2、7.7、8.1、11.7。可见，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幸福概念，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存在很大程度的异质性。Rojas（2007）便是利用这种异质性来解释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的。他认为，收入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幸福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与幸福完全不相关，这取决于一个人所持的幸福概念是什么。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把幸福的上述八种概念所指进行了进一步划分，其分类依据是哲学家对获得幸福的条件的两种理论取向。一种取向认为人的内部条件如动机和态度是获得幸福的基础，强调人的内部因素在追求幸福中的作用；另外一种取向则恰好相反，认为幸福来源于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强调外部因素在追求幸福中的作用。再结合每种概念的含义，他把淡泊主义、美德、理想化、宁静归为内部定向的概念，把享乐、及时行乐、满足、实现则归为外部定向的概念。由于一个人的收入反映了他购买经济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它显然是与外部条件相联系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对幸福持有外部定向的概念，那么收入对他的幸福所产生的作用会更大。换句话说，外部定向的个体会从更高的收入水平中获益，因为其幸福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而内部定向者的幸福将更少受收入的变化所影响。Rojas（2005）对墨西哥样本的研究发现，对于持有及时行乐、实现、满足、享乐这些概念的被试，收入与幸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对于持有淡泊主义、美德、理想化、宁静这些概念的被试，收入与幸福的相关不显著。显然，这一结果支持了最初的假设，即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取决于个体对幸福的概念所指。收入对于持外部定向概念的人是幸福的一个相关解释变量，而对于持内部定向概念的人却不是。

CRT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人们为什么有不同的概念所指，它是否受到文化、教育水平、教养方式、生活经历、媒体、人格特质的影响？个体所持的概念所指是否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不同国家各种概念所指的人数分布是否有差异？概念所指的分类是不是准确？一个人有没有同时持有两个或多个概念所指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12.2.3 未解决的问题

以上是研究者从方法层面和理论层面对于幸福悖论提出了一些质疑和解释，在未来该领域的研究中，也许这两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从方法的层面来看，也许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未来的研究者引起更多注意：第一，更好地测量收入。例如把收入划分为更细的类别，以避免被试在总体报告时对某些收入没有回忆起来；另外不能仅仅测量收入，还需要测量对商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和消费等，以免夸大或低估实际的物质生活标准。第二，更好地测量幸福感。由于总体报告法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容易受记忆偏差、被试报告时的情绪状态、问卷项目编排顺序的影响，可尝试使用经验取样法，还可用幸福感的生理指标如对皮质醇水平和眨眼反应的测量来加以补充。另外，对幸福感的实验研究很少，有待于加强。第三，增加对中介心理过程如社会比较、收入欲望、对收入的评价的测量。第四，采用高级的数据统计方法。

从理论层面来看，以上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但是各种理论模型都有待于进一步验证。而且，由于每种理论各有其优缺点且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未来研究可尝试提出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综合理论模型，把各种理论有机地整合起来，以便于更全面地、准确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另外，目前有关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完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此领域的实证研究，检验已有的或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型，将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李静，郭永玉.（2008）.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心理研究，1（1），28—34.（2）李静，郭永玉.（2010）.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心理科学进展，18（7），1073—1080.撰稿人：李静。


12.3 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
 
[1]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幸福悖论已在美、英、法、德、意等很多发达国家出现。那它会不会同样存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内近期的一项经济学研究发现，1990—2007年间，中国居民的人均GDP有很大幅度的增加，然而整体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从1990年的大约7.3下降为2007年的6.8，幸福感水平则从1990年的0.68上升到2007年的0.77（曹大宇，2009）。类似地，另外一项经济学研究表明，1990—2008年间，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我国居民幸福指数保持在6—7之间，基本上呈现水平波动的状况（娄伶俐，2009）。还有研究发现，在1990—2000年间，我国经济虽然有大量增长，但国民幸福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Brockmann，Delhey，Welzel，& Yuan，2009）。这说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幸福悖论目前也开始适用于中国。尽管我国已有的居民幸福感调查数据不如西方国家那样连续和完整，但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根据前人的研究，幸福悖论一般是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出现，而我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为什么也会存在幸福悖论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本节的目的就是在深入剖析我国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幸福悖论的破解策略，以期为制定提高国民整体幸福度的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12.3.1 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

幸福悖论的出现对现代经济学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挑战，这迫使学者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其产生的原因。2010年首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来自中美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三百余人齐聚一堂，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其中就指出了幸福悖论有着深层的心理学因素。目前学者们用来解释幸福悖论的心理学理论最主要的有两个（Binswanger，2006）。一是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会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因为所有的人与别人相比，自己的收入都没有提高。另一种解释是欲望理论，认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是仅仅是实际收入水平。那么由于人们对增加的收入会表现出较快的适应倾向，其收入欲望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上升，从而大大减损了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感增加，使得现实的幸福水平总是低于预期水平。这两种理论我们在前面都已做过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然而，就中国的幸福悖论而言，也许单单从这些心理因素来解释是不够的，必须要与我国的社会现实背景结合起来讨论。

由收入竞争意识增强而导致的幸福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人们比以往更强调对社会地位及财富的追求。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们不再满足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状态，而是充分发挥自主性，努力追求较高的相对收入，为此有时宁愿舍弃拥有更高的绝对收入的机会。前文我们也介绍了实证研究的例子，表明人都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而这种倾向同样适用于中国贫穷的农民（Carlsson & Qin，2010）。这种不断增强的竞争意识，使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增大，同时也使得整体的社会幸福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

所谓“囚徒困境”是西方行为经济学中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案例，它讲述了一个自利的理性人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却使各个博弈方的整体利益下降的全过程，它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即个人的最佳选择并不是团体的最佳选择。“囚徒困境”被广泛应用于各个生活领域，同样，也有研究者尝试建立了幸福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娄伶俐，2009）。在这里，我们对其稍作改动来加以分析。假设幸福是个人收入的函数H=-0.5（X-8）2+10，且甲和乙的收入都是8个单位，那么，在不存在相互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两人都可以获得10个单位的幸福感。在加入人际竞争和社会比较之后，无论甲还是乙，其自身的幸福函数都会由于竞争因素的加入而发生改变。两人的幸福不再仅仅是其自身收入的函数，而且两人收入的差距也会成为影响双方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假设甲的幸福函数变为H甲=-0.5（X甲-8）2-2（X乙-X甲）+10，乙的幸福函数变为H乙=-0.5（X乙-8）2-2（X甲-X乙）+10。若甲首先对现有的收入水平不满足，进行赶超，获得比原来多2个单位的收入，而乙的收入仍然保持原来的水平不变，则甲因为赶超获得的幸福感变为12。而没有进行赶超的一方乙，由于对方的赶超造成双方的收入差距增大，产生心理落差，对原来的幸福水平产生负的抵消作用，从而只能获得6个单位的幸福感。不仅如此，乙还因为差距的扩大也产生了追赶的动机并付诸行动，收入也由8个单位提高到10个单位，这种行为对甲的幸福感也产生负面影响，使其幸福感出现较大的下降，这时两人的幸福感均变成了8个单位。这也就是幸福的“囚徒困境”博弈（如图12.5矩阵所示）（娄伶俐，2009）。从个人理性的角度来看，甲乙两人的最优策略都是赶超，但这并非是两人总体幸福感最高的策略选择，最好的结果是双方都得到10单位幸福感的策略组合（不赶超，不赶超）。但这种最优结果并不容易实现，因为双方都有竞争获得较高相对地位的冲动。幸福的“囚徒困境”博弈表明，人类在幸福追求的过程中，也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却往往导致了集体的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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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幸福的“囚徒困境”博弈

来源：娄伶俐，2009.

由收入竞争过程不公而导致的幸福悖论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得大部分人的收入处于相对贫穷或贫穷的地位。贫富差距过大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导致普遍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不仅严重损害国民幸福，更重要的是威胁社会稳定。大量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现象越严重，国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社会的犯罪率越高（Babones，2008）。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对收入的自由竞争本身，而在于收入竞争过程的不公平。我国目前的竞争环境不容乐观，贪污、腐败、垄断的现象还不少，能者多得变成了权者多得。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曾发表过题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其中有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数据——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灰色收入有5.4万亿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可能低估了。这些灰色收入主要有四项来源：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而且每一项来源都共同指向“权力寻租”，即公权者利用权力去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腾讯今日话题，2010）。一些社会心理调查表明，我国民众已强烈地感知到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例如，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感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官员所得过多、不公平，表明使用权力获得高收入在人们心目中缺乏合法性（吴菲，2010）。由新浪网（2010）组织的“30年公众公平感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七成的人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四成公众认为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地表现在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上。

为什么我国民众会体验到如此强烈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将其归结为由权力所致？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感的形成机制，心理学家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主要有自利理论、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归因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对这些理论的比较研究发现，对分配不公平感的预测力最强的是归因理论，即分配不公平感依赖于个体对经济结果（贫富差距、贫穷或富裕）作内部（个人）归因还是外部（情境）归因，如果倾向于作内部（个人）归因（如个人的能力、努力），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较弱；反之，如果倾向于作外部（情境）归因（如机会不平等、腐败），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较强（Ng & Allen，2005）。对新西兰一个中等城市居民的研究发现，将贫穷归因为情境因素（如偏见和歧视、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少）的个体比将贫穷归因为个人因素（如缺乏能力和努力）的个体有更多的不公平感。同样，对北京和华沙两个城市居民的研究发现，对贫穷或富裕作个人归因的居民，其不公平感较弱，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持否定态度；相反，对贫穷或富裕作情境归因的居民，其不公平感受较强烈，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持赞成态度（Whyte & Han，2008）。王甫勤（2010）以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为研究基础，发现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归因偏好作为分配公平感的解释机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当人们将收入不平等完全归因于内因时，认为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的比例是那些将收入不平等归因于外因的人的3.1倍，是那些将收入不平等同时归因于内因和外因的人的1.9倍。其他一些社会调查也间接支持了归因理论。例如，陆晓文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认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吃苦耐劳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而对通过当官、家庭背景硬和社会关系而获得高收入表示不满（陆晓文，2002）。李春玲（2006）的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些结果说明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收入分配模式是由人力资本的多少来决定个人收入的高低。人们可以接受由能力和努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但不能接受由权力、社会关系、家庭背景而导致的收入差距。

而人们倾向于作何种归因又会受到客观社会现实的影响（Ng & Allen，2005）。在一个民主、自由、平等、法制健全的社会里，人们会更多地作内部归因。例如，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从穷人变成富人，他们将财富看作是个人能力、由风险观念形成的企业家精神和努力的结果，贫穷则是由于懒惰和不努力（Alesina，Glaeser，& Sacerdote，2001）。因此，虽然美国这个地方贫富差距也是相当严重的，但如果和中国内地比较的话，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仇富心理”，大家接受这样的事实，然后抓住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这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是公平的，可以单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这也就是很多人向往美国的最重要的原因（闾丘露薇，2007）。但是中国内地与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为有些制度尚未健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机会和规则上的不公平，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不公平，使得我国民众对目前的收入差距倾向于作外部归因（如权力和腐败）。这种归因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研究发现，当低收入者感知到社会腐败现象猖獗，高收入者是通过腐败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财富时，他们更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幸福感会更低，从而更愿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运动（Smyth & Qian，2009）。

社会客观现实影响人们的归因倾向，进而还会影响人们对于命运的看法。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社会加诸人们的限制少，现有的社会条件能让人们坚信勤奋会得到回报，人们便会相信自主能动性，不相信命运；反之，如果社会加诸人们的限制多，现有的社会条件使人们坚信勤奋不会带来回报，人们便会相信宿命，其成就动机就会比较薄弱（赵志裕，区颖敏，陈静，杨宇，2008）。美国社会强调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国梦，只要勤奋向上，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相比而言，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还不够完善，人的发展还受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使得部分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感受到，即使自己再勤奋努力，也无法缩小与优势群体的差距，久而久之，他们对生活就会逐渐丧失希望和信心，甚至对社会产生反感和敌意，哪里还谈得上幸福呢？

12.3.2 幸福悖论的破解

由以上论述可知，我国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社会转型使人们对收入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幸福的“囚徒困境”；二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的收入竞争过程的不公平，影响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归因认知，进而降低了国民幸福感。那么，如何才能破解我国的幸福悖论呢？针对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我们不可能扼杀人们自由竞争的本性，实行“铲平主义”、对收入进行平均分配，实践证明，历史上所有均贫富运动的结果都只是均贫（孙隆基，2004，pp.342-347）。因此，要提高收入还是得靠自由竞争，能者多得，多劳多得。当然，竞争是残酷的，不可避免会产生收入差距，但人是有情的，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对竞争结果进行适当矫正。比如实行收入的二次分配，取富济贫，对竞争中的落败者给予照顾，体现结果的正义。假如在前文所述的幸福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引入第三方协调机制——政府部门（见图12.6）（娄伶俐，2009），对首先进行收入赶超的一方进行惩罚，对未赶超的一方进行补偿（比如对赶超方进行使其幸福感下降3个单位的税收惩罚，然后给未赶超方幸福感增加3个单位的转移补偿），这样先赶超方即使从赶超收入中获得超额的2个单位幸福，但由于惩罚机制的存在，反而会使其幸福感下降1个单位，变成9个单位，而未赶超方则获得3个单位的幸福感补偿，幸福感也变为9个单位。可见这种赶超得不偿失，会使双方都不会先进行赶超。这时博弈双方均可获得最高的幸福感（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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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引入第三方协调机制的幸福悖论博弈

来源：娄伶俐，2009.

可见，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要想破解幸福悖论，提高整体社会幸福度，需要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正确宏观调控（娄伶俐，2009），比如采用税收等手段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幅度，着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贫富差距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福利。

完善社会流动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解决幸福悖论仅仅依靠对收入的调整还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缓解收入差距加大，治标不治本。因为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除了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进行的正当自由竞争以外，还有社会体制方面的一些缺陷，如不公平的竞争机会、不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等等。根据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理论，这些不公正的客观社会现实条件会使人们倾向于对贫富差距作外部归因（如背景、关系、权力等），进而导致普遍的不公平感和幸福感缺失。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幸福悖论，还有赖于社会现实条件的改变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流动机制，它是决定人们在社会中能否获得一定地位和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例如，旧的户籍制度、不合理的就业制度、不公平的招聘制度等，都会阻碍人们成功地实现向上流动。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教授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的概念已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于社会流动机制的不公所导致的“阶层固化”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白天亮，曲哲涵，2010）。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实现了向上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的个体，更偏好于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内部归因，因而其不公平感更低（王甫勤，2010）。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制度来有效地约束权力，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没有权力的优势，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给每个人公平的起点和过程，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闾丘露薇，2007）。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才会拥有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才能提高。

提升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

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对于幸福悖论的破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个过程是艰巨而缓慢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因为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阶层较低的人生理健康状况更差，且具有更多的消极情感、更少的积极情感和更多的心理压力（Gallo，Bogart，Vranceanu，& Matthews，2005）；此外，由于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更少，使得他们难以应对生活情境施加的压力，因此很容易缺乏控制感（Lachman & Weaver，1998），而缺乏控制感又会导致其往往对贫富差距作外部归因（Kraus，Piff，& Keltner，2009），进而体验到强烈的不公平感。

因此，要增加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还可以通过创造条件提升他们的能力和心理素质，以增强他们自身对生活的控制感，从而改变其对贫富差距的归因倾向。例如，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近年来，我国比较重视对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培训可以增强他们自身的生存本领，有利于增加其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增加其对生活的控制感。另一方面，对弱势群体的心理资本开发也有待于加强。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指个体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其构成要素有：自信或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是类似于状态（state-like）的积极心理力量，而不是倾向性的、相对稳定的、类似于特性（trait-like）的个性特征，是可以测量、开发和管理的心理状态（仲理峰，2007a）。传统的培训大多注重知识的获得和技能的提高，而忽视了对心理资本的开发。心理资本开发的有效性已得到了心理学实验研究的证实（Luthans，Avey，Avolio，Norman，& Combs，2006），一些企业也开发了心理资本增值（psychological capital appreciation，PCA）项目，并应用到员工的培训中。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员工工作绩效、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仲理峰，2007b），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积极心理资本的个体对事件的控制感更强（张阔，张赛，董颖红，2010）。可见，提升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对于他们有效地应对生活压力，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提高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公平正义是国民幸福的社会基础。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流动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还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的提升。只有做到过程公平、结果正义，才能真正扭转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民众对未来的生活才会有信心，我国的幸福悖论才能真正得到破解。

12.3.3 我们对幸福的认识

本章我们讨论的是收入对人幸福感的影响。下面我们拟结合他人和我们的研究结果，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来谈谈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

社会层面谈论幸福的基本认识


第一，基本收入是幸福的首要条件。
 整体而言，穷人的幸福感比富人低，穷国国民幸福感比富国国民低。当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增加收入就会增加幸福感。当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很大的时候，增加他们的收入会显著导致整个国民幸福感的提高。我们在武汉市的调查发现，个人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居民各方面幸福感都明显低于其他收入层次的居民（郭永玉，李静，2009）。因此，政府和社会要高度关注低收入阶层生存状态，保障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通过劳动获得这些条件的权利和能力。所以从国民幸福的层面讲，就业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养老保障制度，是国民幸福的底线。面对失业、贫困、饥饿的人，奢谈什么幸福和尊严？说穷人也可能很幸福，仅从个人层面而言，没错；但从社会层面而言，这样说话只会贻笑大方，甚至遭受谴责，也不符合事实。各种幸福国家排名中，最幸福的国家也是国民富裕的国家，最不幸福的国家也是国民贫穷的国家，富裕国家不会是最不幸福的国家，贫穷国家更不可能是最幸福的国家。


第二，公平正义是国民幸福的社会基础。
 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导致普遍的不公平感，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觉得不幸福。低收入者愤恨不平，高收入者拿自己与更高收入的人比较。因此，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会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因为所有的人与别人相比，其收入都没有提高。着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通过税收等手段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幅度，缩小收入差距，使贫富差距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可以提高国民的幸福感。


第三，健康保障是幸福的前提。
 健康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如此看重医保法案，为什么中国现在如此重视医疗改革？因为健康是每个人幸福的基本前提。在一个好的社会里，任何人不会因为看不起病被迫放弃治疗而等死。还有食品安全问题，包括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等。生活在一个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社会，还有什么幸福和尊严可言？在此基础上，还有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出行便利、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等，这些因素与健康的关系在心理学中都有大量研究，如关于拥挤导致行为异常的动物实验研究，关于社会支持与康复的研究等等，心理学家要重视将这些研究成果传播给社会和政府。


第四，教育机会与职业成功是现代人幸福感的支柱。
 从受教育是就业的基本条件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幸福的保护性条件；从教育是个人潜能实现的基本条件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更是幸福的促进性条件。胜任的需要以及胜任力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太重要了，不能胜任往往意味着失败、挫折、焦虑、抑郁，这些都是幸福和自尊的破坏性因素。胜任的需要和潜能实现的需要的满足能大大提高幸福感，同时也使国家的创新能力大大提高。社会和政府有责任保障个人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受教育的条件，不因为贫穷、出身、残障等因素受到教育歧视。


第五，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是现代人幸福感的制度保障。
 在旧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还有婚姻登记制度下，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限制，几乎所有成年的中国人都有切身感受。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研究发现，对生活的控制感调节实际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就是说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人更可能成功地为自己创造出有利的经济条件，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物质财富，从而导致更高的幸福感。收入低但能够维持高控制感的被试组报告的幸福感水平几乎与高收入的被试组一样高，他们不将这种低收入状态视为不可变的，而是确信能够改变这种情形。这里虽然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如乐观主义、控制感、能力等，但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容忍程度，对个人自主的支持程度，对个人提供的选择机会，特别是社会对个人自由保障的制度设计，是很重要的外部条件。

个人如何提高幸福感


第一，积极地面对世界，增强自我力量感。
 主动争取个人生存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和个人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因为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保持乐观并有控制感的生活状态，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条件改变自己的环境，以至于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生存状况。如果你生性是个内向且情绪很不稳定的人，要提升你的幸福感，还要尽力去改变自己的性格，使自己更外向一些，情绪更平和一些，多接触外向平和、乐观向上的人，寻求社会支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并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提高自尊、自主性和控制感。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也改造环境；性格决定命运，但性格也是可塑的。


第二，不要总是向上比较，适当向下比较，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不仇富，不欺贫。
 幸福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人们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的人进行对比，在收入方面也是如此。对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研究表明，向上比较能激励个体去做得更好，但也会使满意度降低，而向下比较虽然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但会使满意度增加。因此，当我们在朝目标奋进的过程中感觉太累的时候，不妨适当向下比较，缓解一下压力，以便为下一次的奋斗蓄积能量。


第三，科学地认识物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
 金钱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钱本身买不来幸福。过高的物质生活目标不仅不会使人更幸福，反而会使人更烦恼。彩票中奖是很多人的梦想，如果真中了大奖，我们的幸福是不是会相应增长呢？本章前面表述的研究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彩票中奖并不会持久地给人带来幸福感，而超级富豪的幸福感也只比普通人高一点点。由此看来，金钱在人们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在一定范围内，在贫穷状态下，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金钱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


第四，设置多样化多层次的生活目标。
 金钱是个人实现生活目标所需的条件或手段，如果把金钱本身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对幸福感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大量研究表明，那些认为金钱比其他目标更重要的人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更不满意，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反而会降低幸福感。因为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多数心理能量都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那么追求其他目标如亲密关系、体育锻炼、兴趣爱好、审美活动、公益事务上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它们的机会而最终阻碍了总体幸福感的提升，因为这些目标对于幸福也是必要的。


第五，建构有利于幸福的价值观。
 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对于有些人而言，幸福取决于物质享受、功名权势；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幸福在于真知的获得、道德的完善、艺术的享受、宗教的关怀。适当控制物质欲望的增长，从生活中寻找其他快乐因子，特别是更多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如潜能实现、求知、审美、终极关怀，会增加幸福感。与一味追求金钱相比，更重要的是在物质生活能够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更多地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这样才会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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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李静，郭永玉.（2011）.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0（6），155—160.（2）郭永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认识幸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5日（第112期）第10版。撰稿人：李静、郭永玉。


13 问题行为

尽管拥有幸福感和积极心理状态是每个人的共同愿望，但是不可否认消极心理和问题行为也普遍存在。人格心理学不能只关注人格的阳光面而忽视其阴暗面。事实上，对于病理性和非常态的研究，既是心理学的一大传统，也是心理学向前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因为问题行为提出的挑战往往更加紧迫。因此在本章，我们将切换角度，关注人类当前和传统上的问题行为。问题行为包括个体在心理上或道德上有缺陷、有问题的行为，通常既会给个体自身带来很大的困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例如，或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消极影响，或由于家庭教育的失败，或由于学校和教师不正确的引导，在一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认知、情感、意志和习惯方面的问题，如吸毒、欺负、网络成瘾等。

问题行为多种多样，研究主题也非常多，人格心理学对其的关注面也是非常之广的。本章选取网络游戏成瘾这一新的问题行为和攻击性这一传统的人格问题展开讨论。青少年网游成瘾已成为当今教育界的严峻问题，那么这一行为背后有哪些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将会对此展开深入探讨。攻击性是一贯表现出攻击行为的人格特质倾向，我们将分别介绍攻击者的认知偏向以及触发性替代攻击，来展现人格心理学对攻击研究的最新进展。


13.1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1]




网络成瘾
 （Internet Addiction）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尤其是网络游戏成瘾对青少年的社会功能和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是什么原因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深受其害而且难以扼止呢？网络的逐渐普及和网络游戏产业的迅猛发展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仅仅是外因。从内因上探讨青少年为什么易于被网络游戏所困，应是学术研究当务之急。虽然网络成瘾在许多国家都是研究热点，但既往的研究都是把所有类型网络成瘾当作完全同质体，没有考虑到各个亚类的特异性。一些研究提出，不同类型的网络成瘾可能存在不同的发生机制（黄铮，钱铭怡，易春丽，聂晶，邓晶，章晓云，2006）。Young（1999）最先提出将网络成瘾分为五种类型：（1）网络性成瘾
 （Cyber-sexual Addiction）；（2）网络关系成瘾
 （Cyber-relationship Addiction）；（3）上网冲动
 （Net Compulsions）；（4）信息超载
 （Information Overload）；（5）计算机/游戏成瘾
 （Computer/Game Addiction）。从许多研究中可以发现，网络游戏成瘾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四类成瘾的特点。首先，从人口学变量来看，网络游戏成瘾者主要是青少年、男性、学生（Leung，2004）。其次，网络游戏成瘾者具有典型的人格特质倾向：内向、低自信、社交能力差、理科专长、高感觉寻求、自我评价低、害羞、爱幻想、自我中心、富有创造力（Lin & Tsai，2002；张璇，谢敏，胡晓晴，葛少华，郑全全，2006）。第三，网络游戏成瘾者的社会功能损害严重，表现出了许多心理异常或精神症状（Yang，Choe，Baity，Lee，& Cho，2005）。另外，网络游戏还容易诱发癫痫发作（Chuang，2006）。因此，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发生机制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者大多是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分析网络游戏成瘾的发生机制的。

13.1.1 生理因素

对物质依赖成瘾脑功能的研究表明：成瘾在脑机制上既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问题，也不是一种简单与戒断症状关联的急性疾病，而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脑病。无论是物质刺激还是心理体验都可以通过脑的奖赏系统引起脑内的改变，造成大脑的长时程损害。不仅是物质能够成为致瘾源，对病理性赌博的研究发现，行为也可以刺激神经细胞产生多巴胺（Shaffer，1999）。网络游戏成瘾与病态赌博很相似，都是行为成瘾。功能磁共振（fMRI）的研究表明，病态赌博者在观看赌博画面或者谈论赌博时，前脑和边缘脑表现出的兴奋和可卡因患者药物渴求时的区域相同（Potenza，2001）。所以，网络游戏成瘾也可能与吸毒一样，造成对成瘾者的脑损害。

[image: ]


图13.1 两组被试N1峰值比较

来源：贺金波，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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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两组被试P300峰值比较

来源：贺金波，等，2008.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于身心的成长期，相对于成人，他们的神经系统和心理机能更不成熟，更容易发生神经系统的损害。而且，网络游戏设计者赋予了网络游戏一些对青少年来说极具诱惑力的特性，如超酷迷离的立体声音，鲜艳动感的3D动画，搞笑夸张的表情，疯狂刺激的游戏模式，个性张扬的游戏设置，Q版可爱的人物造型，异想天开的武器装备，温柔缠绵的爱情社区等。按照Hebb提出的“最佳唤醒理论”的观点，这些刺激不仅可能满足成瘾者寻求刺激的本性以维持合适唤醒水平的需要，而且还可能使青少年产生更强烈的欣快感和依赖性。但上述关于网瘾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问题，即缺乏对脑机制深入而系统的研究。2008年，国内学者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网络成瘾者存在认知功能缺陷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成瘾者听觉P300的波幅显著低于非成瘾者（如图13.1所示），说明网络成瘾者可能存在着认知功能的损害；成瘾者听觉N1的波幅显著高于非成瘾者（如图13.2所示），提示成瘾者可能存在感觉功能的易化，或者受到感觉寻求人格特质的影响（贺金波，郭永玉，柯善玉，赵仑，2008）。在这之后短短5年时间内，国内外围绕此问题的研究报告已有数十篇，研究者们采用ERP、MRI、fMRI、PET等技术，探讨了网络信息诱发条件下，网络成瘾者与非成瘾者在脑结构和脑功能上的差异，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

网络游戏直接诱发多巴胺释放

有研究观察了网络游戏活动时的大脑代谢状态，这些研究采用PET技术或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SPECT）技术分析网游活动时相应脑区的多巴胺释放情况。这两种技术常使用11C标记的雷氟必利和123I标记的IBZM作为介质，如果脑内内源性多巴胺浓度增加，那么这两种介质与多巴胺能神经元D2受体的结合位能将下降（Farde et al.，1992）。Koepp等（1998）比较了8名健康男性被试（36—46岁）在打网络游戏和面对电脑空屏（基线水平）时纹状体内多巴胺的释放情况。结果显示：被试在游戏过程中，纹状体内雷氟必利与D2受体的结合位能较基线水平（面对空屏）显著降低，特别是在腹侧纹状体内，降低达到了13%，并且，降低程度与游戏成绩成正相关。动物研究表明，在动机行为的期待或渴求阶段，多巴胺释放增加（Ljungberg，Apicella，& Schultz，1992）。因此，Koepp等（1998）认为，与动物研究的结果一致，网游活动也是较强的动机行为，被试在此活动中受期待的奖励动机驱使，以及受到不断反馈的奖励结果激励，因而导致多巴胺的大量释放。Weinstein（2010）也发现，健康控制组被试在打网络游戏之后其尾状核内多巴胺D2受体结合位能相对基线水平减小10.5%，而“摇头丸”戒毒者在游戏后的D2受体结合位能较基线水平几乎没有变化。Weinstein（2010）因此推测，健康被试在打游戏过程中释放了大量多巴胺，产生强烈快感，奖赏回路受到强化，此行为反复进行，就会导致其对网络游戏线索有关的信息更加敏感，最终可能导致成瘾；而反复吸食摇头丸者，由于其在吸食过程中大脑长期释放大量多巴胺，其大脑对自然奖赏的敏感性降低，因此玩网游时没有出现多巴胺的大量释放现象。

网络游戏线索诱发的神经异常

另有一些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对与游戏有关的线索更加敏感，表现出明显的对网络游戏线索的注意偏好，而且这种偏好与成瘾者对致瘾源的渴求有关（Field & Cox，2008）。Ko等（2009）采用fMRI技术，比较了网瘾者和非网瘾者在面对网游图片时脑区的激活情况。他们采用自编量表大学生网络成瘾诊断标准
 （DCIA-C）选取成瘾组和控制组被试各10名，该量表包括：全神贯注于网络、无法控制的冲动、比预计使用更多网络、耐受性、戒断反应、控制功能受损、过度的时间和精力沉迷于网络、决策功能受损等8项，符合6项及以上者为网络成瘾。刺激材料两类，一类是取自“魔兽世界”的网络游戏图片，另一类是颜色和亮度与之相匹配的马赛克图片，两类图片各8张。扫描结束后，让被试回忆看图片时对网游的渴求感和游戏体验，渴求感和游戏体验度均为11点计分。扫描结果显示，相对于控制组，成瘾组被试在面对游戏图片刺激时右侧眶额皮层、伏隔核、双侧前扣带回、内侧前额叶皮层、右侧背外侧额叶皮层和右侧尾状核的激活显著，并且，所有被试在上述这六个脑区的激活水平与其渴求感和游戏体验度成正相关。这些脑区与物质成瘾中与渴求感相关的脑区相一致（Chase，et al.，2011；Franken，2003；Wilson，Sayette，& Fiez，2004；Young，1996），Ko等（2009）据此推断：在网络图片的刺激下，伏隔核激活了先前有关游戏的情绪性记忆，眶额皮层和前扣带回据此产生玩游戏的期待和对游戏的渴求感，由背外侧额叶皮层产生并执行玩游戏的计划，尾状核使得线索刺激—反应这一联结得到不断加强。

另有研究者（Han，Kim，Lee，Min，& Renshaw，2010）也对网游线索诱发的渴求感进行了研究。被试选取的是21名玩网游但并未成瘾的大学生，要求他们连续6周每天至少玩1小时之前从未玩过的一款网络游戏——“遗忘英雄传说”（Lost SAGA），具体时间由他们自己控制。最后根据实际打游戏时间将他们分为两组：过度组（10名）和正常组（11名）。实验前后应用fMRI对他们进行大脑活性扫描，实验前是基线扫描，实验后用该款游戏的线索作为刺激诱发扫描，扫描后要求报告渴求感（7点自我评定计分）。结果显示，基线水平两组被试的扫描结果和渴求感无显著差异，但6周实验后，过度组对游戏的渴求感显著高于正常组，过度组前扣带回和额上回的大脑活性较基线水平显著增强，且报告的渴求感的变化与前扣带回皮层活性变化正相关，而正常组则没有此种改变。渴求感与全神贯注寻求药物的行为有关，在由“滥用”向“依赖”转化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Koob，2008），同时，内侧前额叶皮层与线索诱发的复吸行为（relapse behavior）有关（Myrick et al.，2004；Park et al.，2007），因此，Han等推测，过度组被试有成瘾的倾向，他们连续打网游6周后，相关游戏线索诱发的脑内变化与物质成瘾者类似。

13.1.2 心理因素

福乐体验理论


福乐体验
 （flow experience）一词最早由Csikszentmihalyi（1975）提出，他将福乐体验定义为：“当人沉浸在某种行为中时逐渐形成的一种固定下来的体验模式”，这种体验不是过去感觉经验的简单重复，而是将这种感觉经验转变成了一种特定的情绪状态（emotional status）。Ghani和Deshpande（1994）指出，这种情绪状态包括两个内容：精力集中（concentration）和快乐（enjoyment）。精力集中和快乐导致了人在活动中弱化甚至丧失了时间感，致使整个身心处于激动状态。研究者（Webster，Trevino，& Ryan，1993）进一步研究认为，在福乐体验中充盈着玩乐（playful）和探究天性（exploratory nature）。在与娱乐客体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作为娱乐主体的人，体验到一种被包容（involvement）和极大的情趣（fun），这种体验会促使娱乐主体进一步去探究。Holbrook（1994）用玩乐价值（play value）来描述这种情趣感，该价值有三个特性：自发性体验（self-initiated experience）、兴奋价值（active value）和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在自发性体验过程中，人通过最大化其个人效能拓展了自身价值。兴奋价值使人更加专注于娱乐事物而提高了活动的效率。内在价值就是满足除了上面价值之外的快乐本身。Hoffman和Novak（1996）进而提出福乐体验的五个维度：消费者学习（consumer learning）、知觉到的行为控制或自信（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or confidence）、探险行为（exploratory behavior）、积极的主观体验或快乐（positive subjective experiences）、时间知觉扭曲（distortion in time perception）。消费者学习是获得福乐体验的前提，在福乐体验时，人淡忘了时间，获得了快乐、自信和探究乐趣。随着时间的扭曲，活动者的空间感也扭曲了。Heeter（1992）使用远程呈现（telepresence）来描述这种空间扭曲，他发现在福乐体验中，空间概念也变了形，变形的不仅是个人存在，还包括社会存在和环境存在。Chou和Ting（2003）采用量表对台湾高中生网络成瘾者进行了调查，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建模发现，是福乐体验和不断重复的网络行为的交互作用导致了网络成瘾的发生，其中福乐体验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福乐体验理论能够从情绪的角度很好地解释网络游戏成瘾的发生，但它不能够解释同样都有福乐体验的过程，为什么有些青少年玩网络游戏却不会成瘾。

阶段论

Grohol（1999）经过调查和观察发现，许多人对网络的迷恋只是在开始接触网络的某个时期，过了这个时期，网络的地位就会恢复到生活中的正常状态。他将人的上网行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着迷”，并因上网与学习工作交友等发生冲突导致“困扰”。第二阶段是逐渐明白困扰的原因（“觉醒”），开始思考网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第三阶段是能够把上网和实际生活“平衡”起来，生活秩序恢复正常，不再受到上网的影响。这与我们日常观察到的现象是相似的。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青少年没有成为网络游戏成瘾者，而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少数人会成为网络游戏的牺牲品。

认知行为模型

人的行为大多数都是受意识支配的，上面的两个理论——福乐体验理论和阶段论均没有考虑导致网络游戏成瘾的认知因素。为此，Davis（2001）提出了认知—行为模型。与福乐体验理论和阶段论相比，认知行为模型更细致且更具解释力。首先，该模型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成瘾：具体的和泛化的。前者指使用者对互联网的某种具体功能的依赖行为，如过度或不当地利用网上性资源、网上拍卖服务、网上股票交易以及网上赌博、网络游戏等；后者则涉及更广泛的、多维度的网络使用，其中主要与互联网的社会性功能的发挥有关。

其次，该模型从病因学角度出发，提出了与成瘾有关的病源性因素，为成瘾的形成和维持提供了依据。该模型对导致成瘾的近因与远因进行了区分。病因链的远端包括先前存在的心理病理性因素，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情境线索等；病因链的近端包括适应不良的认知，社会孤立或缺乏社会支持等，其中适应不良的认知被视为成瘾的核心因素。许多研究发现，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确实存在一些心理病理性因素，这使他们表现出内向、害羞、缺乏与人交往技能、爱幻想等人格特点（病因链的近端）。这些特征容易使之缺乏社会支持，造成社会孤立和适应不良，从而倾向于自我怀疑和消极自我评价，形成较低的对现实生活的自我效能感。而他们的这些特点却与网络游戏具有亲合性（如内向使之玩网游时不容易受外界干扰，精力更加集中；理科强项使之更容易熟练操作游戏软件等），这使得他们在网游中更容易取得好成绩。现实容易受挫，网游却能成功，按照“全或无”的归因方式，他们往往认为网络游戏才是他们受到尊重的唯一地方。该模型为解释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形成和维持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因素和认知框架。

强化理论：老虎机机制

有研究者发现，使用老虎机的赌博者能够从他们不断提高的使用技术中获得回报（Donegan，Rodin，O'Brien，& Solomon，2003）。在此过程中，不仅仅是收入（赢得回报），使用技术也是他们成瘾的要素之一，他将其称为技术成瘾（technological addictions），这种成瘾机制被称为老虎机机制
 （fruit-machines，或slotmachines）。Griffiths（1993）用这种机制用来解释网络成瘾，因为网络为操作者提供了不断更新的声光电技术，上网者通过上网不但可以完成学习或工作任务，而且能从技术提高中获得另一种满足和奖赏。Griffiths和Parke（2002）认为，网络成瘾者可以通过逐渐娴熟运用的网络技术获得心理满足，并借此作为逃避生活中困难的形式，他还预测，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成瘾的潜在因素会越来越高。从单纯的技术意义上看，网络游戏无疑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因而更具有技术成瘾的效力。青少年正处于自我统一性的形成和整合时期，他们往往为了获得较高的自尊感而更喜欢寻求征服和统治，网络游戏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作为“网络一代”，他们无疑有更多的网络知识，年轻又赋予了他们更加敏捷的身手，在视觉、听觉和键盘操作上，他们较之成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更容易从网络技术中获得满足。老虎机机制似乎能够说明，为什么是青少年而不是成年人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之中。

人格因素

网络成瘾与人格特征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成瘾者数量的快速增加和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人格和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中关注最多的特质主要包括三类：（1）结构特质，如神经质、外向性、精神质等，神经质主要反映的是人的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反映的是人的活动指向，精神质主要反映人的社会责任和对社会规范和习俗的遵守；（2）情绪特质，如稳定的抑郁、焦虑等特质，抑郁是指人的长期稳定的低落情绪趋向，焦虑是指人广泛性的担忧、害怕情绪倾向；（3）动力特质，如自我效能和感觉寻求等，自我效能是指人对完成任务的较为普遍的信心感，感觉寻求表现为人对刺激类型和刺激量的稳定寻求取向（郭永玉等，2007，p.72，p.263）。


网络成瘾与神经质和精神质
 高精神质者通常表现为孤独、攻击性和反社会等倾向。Morahan-Martin（1999）通过研究认为，孤独是过度使用网络的副产品，孤独个体之所以被网络吸引，是因为网络提供了压力较小的社交方式和轻松的交往群体。之后，他又与Schumacher合作研究发现，孤独者更加偏好于网络聊天的隐匿情境，在角色扮演游戏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使他们感觉到解脱和自由（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3）。关于网络成瘾者的高攻击性特质，一些研究者认为，在过度使用网络游戏过程中，网络成瘾者已把攻击性的概念纳入到自我图式中，成为自我的关联概念，并对此概念持有积极的评价（Ko，Yen，Yang，Liu，& Chen，2009）。


网络成瘾与焦虑和抑郁
 对于在现实的社会中存在交往困难、学习或者工作压力较大的抑郁人群来说，虚拟的网络环境具有匿名性和便利性等特点，能够为参与者提供压力较小的安全交往和活动空间，使得现实生活中的高焦虑者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社会交往和游戏活动时可以感到较低程度的压力和焦虑水平。抑郁是网络成瘾者的另一种典型的情绪特征。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抑郁的个体因为缺乏生活的兴趣，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网络环境具有信息量大、刺激新异的特征，能够唤起抑郁个体的参与兴趣。另一方面，长时间进行网络活动的个体因为习惯了网络环境信息丰富的特点，在回归现实生活时可能无法达到较高的神经唤醒水平。因而个体和网络环境的交互影响使得抑郁成为网络成瘾者的常见情绪表现。


网络成瘾与感觉寻求
 Zuckerman认为感觉寻求是探索奇异的具有刺激性情境的人格倾向，是人的基本特性之一，它一般是以欲望和行为动机的形式出现，一旦引发特定的情境，就容易使个体处于一种激动的情绪状态之中，表现出个体想要达到某些目标的期望（陈仲庚，张雨青，1988）。国内的一些调查也显示了感觉寻求的人格维度与网络成瘾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贺金波（2006）的研究就发现，游戏性网络成瘾者的感觉寻求量表总分和三个分维度（刺激和冒险寻求、经验寻求、单调厌恶）分均显著高于非成瘾者，说明他们可能具有很高的感觉寻求人格倾向。

13.1.3 社会学因素

经济学家Chesney和Hazari（1998）将只为高兴和品尝去消费某种产品，而不顾其副作用的消费者称为愚蠢的消费者（foolish consumer），比如吸烟者、饮酒者、赌徒等。以此理解，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属于一种愚蠢的消费行为。但愚蠢消费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批评。许多人提出，我们人类的各种消费行为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副作用的。以我们认为最安全的消费为例，我们为了保暖而穿衣却使我们丧失了坚厚的皮肤和丰富的体毛，降低了我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我们为了享受食物美味和促进消化而吃烹调加热过的熟食，同样削弱了我们的消化机能。如果按照Chesney和Hazari愚蠢消费的论点，每个人都是愚蠢的消费者。

所以，有人提出：成瘾是理性的，目的是对其自身爱好的最大化利用。有经济学者认为，成瘾是从习惯发展而来的，是过去的消费逐渐累加，不断延续到现在的结果（Becker & Murphy，1988）。对物质消费的成瘾者来说，他们消费物质致瘾源的行为一点都不愚蠢，在从消费到习惯过程中，价格和成本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就是说，随着个体与某种产品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消费资本，消费资本的不断积累，引导了消费由随机变为习惯。而从习惯到成瘾的过程中，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一是“现在的消费数量是过去消费的一种功能，所以不仅物质能产生依赖，行为也能成瘾”；二是“成瘾行为是理性的，是人有意而为的”；三是“成瘾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对自身爱好的最大化利用”。如果单纯说“吸毒成瘾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似乎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但想想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各种促销手段，如先尝后买、分期付款、VIP积分返利等，某种程度就是引诱你形成消费资本，产生持续的消费行为以致你离不开这样的消费，最后大多数人就以“生活就是为了享受”而心安理得地将此消费行为理性化。网络游戏成瘾也是这样，不仅网吧老板采取“上网时间累加打折”等手段引诱青少年，网络游戏软件也普遍采取“积分获利”的游戏规则促使青少年一步步深入，以致许多孩子认为玩网络游戏是“既享受了，又能赚钱”，既满足了自身爱好，又体现了自身价值。这一理论为我们理解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13.1.4 研究展望

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游戏和网络的结合，满足了青少年多方面的身心特点。生理上，网络游戏能刺激大脑的奖赏中枢，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释放，增加玩家的欣快感以致产生依赖，最终导致脑结构变化而成瘾。心理上，福乐体验理论、阶段模型、认知行为模型、老虎机机制和人格因素，分别从情绪泛化、认知过程、动机、强化理论以及基础个人特质的角度，解释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心理机制。社会方面，网络游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做”了各种网络游戏和网吧运营模式，对青少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力。要想全方位治理网络成瘾，挽救那些深陷网络游戏成瘾的孩子，一方面需要深入开展对网络游戏成瘾的生理机制、心理机制的研究，找出导致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对网络游戏产业和网吧的监督管理，最大限度消除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外因。




 [1]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1）贺金波，郭永玉，向远明.（2008）.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发生机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6（1），46—48.（2）贺金波，洪伟琦，鲍远纯，雷玉菊.（2012）.网络成瘾者的大脑异于常人吗.心理科学进展，20（12），2033—2041.撰稿人：贺金波。


13.2 攻击者的注意偏向与归因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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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青少年网瘾这样伴随着网络时代而出现的新的问题行为，有一些问题行为源自人性深处，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并未发生明显改变的人性因素，例如攻击行为。心理学对攻击的研究由来已久，像Freud死本能的解释和Lorenz习性说的观点，都是心理学史上的经典论述。时至今日，攻击也始终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不同的分支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自己的解释，我们无法在此展现攻击行为研究的全貌，只是选取攻击研究中的两个热点领域，来展现当前攻击性研究的一些新视角。

13.2.1 攻击及其心理学解释

攻击是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何谓攻击妇孺皆知。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其概念尚须明确。攻击
 （aggression）是指任何意在伤害其他生命体，同时被伤害者又趋于逃避这种伤害的行为。对暴力与攻击行为的研究发现，个体在表现出攻击行为的程度和稳定性上有差异。一般来说，一贯表现出攻击行为的行为倾向称之为“攻击性”，它经常被看作一种人格特质。但攻击性
 （aggression）这一说法比较概括，在不同的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过很多与攻击性有关的个体差异变量，如易怒性（irritability）、特质愤怒（trait anger）、特质攻击性（trait aggression）、冲动性（impulsivity）、情绪易感性（emotional susceptibility）、自恋（narcissism）、耗散性（dissipation）以及A型性格（type A personality）等（Bettencourt，Talley，Benjamin，& Valentine，2006）。所谓攻击者，是指拥有稳定而一致的攻击行为倾向的人，其研究包括了对以上所述诸多人格特质的探讨。

心理学家们对攻击的解释如同心理学的历史一样，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时期对攻击行为的解释不尽相同，较为早期的有Freud的本能论、Lorenz的习性说。二者均倾向于认为攻击行为以及个体的攻击性是由先天的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诚然，基因、神经递质以及激素水平这些生物学因素会影响人类攻击，但从近几十年攻击理论的发展来看，越来越多的理论开始认识到认知因素对于产生攻击行为的重要作用。认知新联结主义理论（Berkowitz，1990，1993）、脚本理论（Huesmann，1988）、社会信息加工理论（Dodge，1991；Crick & Dodge，1994）、社会互动理论（Tedeschi & Felson，1994）、兴奋迁移理论（Zillmann，1979，1983）等现代攻击理论均强调认知的观点。一般攻击模型（Anderson & Bushman，2002）是这些理论的综合重建，也明确强调了认知的作用。

对于攻击这一主题而言，不仅理论上更倾向于认知问题，方法和研究主题也借以变化。攻击的认知研究主题可以分为静态的认知内容和结构以及动态的认知加工过程（Collie，Vess，& Murdoch，2007）。所谓认知内容和结构是指攻击者长时记忆中的存储及其复杂关系，包括攻击者的信念、态度、价值观、图式、脚本等等。攻击者的认知加工过程实则涉及我们运行上述静态认知内容和结构时的机制。就攻击者而言，其基本的认知过程与普通人是有差异的。当我们把普通人的认知过程作为某种“标准”时，攻击者的认知过程便表现出某些“偏向”（bias）。其主要的偏向即注意偏向和归因偏向，它们分别涉及认知加工的注意与解释过程。对这两者的研究日益深入，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些争议。

13.2.2 攻击者的注意偏向


注意偏向
 （attentional bias）指的是个体在注意上选择性加工某些刺激（安献丽，郑希耕，2008），而攻击者的注意偏向即指攻击者在注意上偏好选择性地加工敌意性刺激。注意伴随着认知过程而发生，在认知加工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它决定着认知过程所要加工的信息，也就是说，在认知加工过程的开始就有注意过程的发生，而且它贯穿认知加工过程的始终，而注意的选择功能决定了它首先地发生在个体对外界信息进行选择时。有研究表明，情绪障碍患者存在着注意偏向（MacLeod，Matheus，& Tata，1986），如抑郁症患者（Yovel & Mineka，2005）、焦虑症患者（Yiend & Matheus，2001）、惊恐障碍患者等（安献丽，郑希耕，2008）。临床上的这些情绪障碍患者会偏向于注意威胁性的刺激。与此相对应，在这些临床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这些情绪障碍患者在暴力或冲动性的水平上比较高（Kring & Bachorowski，1999）。这一发现使得研究者们开始从正面研究探讨攻击者的注意偏向。

国外有多位研究者对攻击者的注意偏向运用多种范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现攻击者存在着注意偏向，相对于普通刺激，攻击者偏向于注意那些敌意性的刺激。Eckhardt和Cohen（1997）最早仿效抑郁和焦虑患者的注意偏向研究，对88名大学生进行了攻击性的注意偏向研究，他们首先采取的是情绪性Stroop范式（emotional Stroop paradigm）。Stroop范式可以考察注意的干扰抑制，典型的例子是让被试忽视词语的意义而说出词语的颜色，在词语的颜色和词语的意义上可能存在干扰，如用红色书写的“蓝”字，然后观察被试的反应时与正确率（戴琴，冯正直，2008c）。而情绪性Stroop范式要求对情绪性色词进行颜色命名，如果被试在情绪性色词颜色命名的反应时上存在延时，则可以证明这类情绪性色词对被试有干扰，存在着注意偏向（Williams，Mathews，& MacLeod，1996）。Eckhardt和Cohen（1997）发现在受到攻击的情境中，攻击性词语影响了特质愤怒水平高的被试，而对特质愤怒水平低的被试则没有影响。随后，相同的研究者（Cohen，Eckhardt，Schagat，1998）又变换了研究范式，他们用视觉搜索范式（visual search paradigm）进行了基本相同的实验。视觉搜索任务要求被试记住靶子词，并在随后的刺激中识别出靶子词（王治国，张侃，2007）。如靶子词是一个中性词，而随后呈现出这个中性词，且这个词被3个敌意性词语所围绕，要求被试识别出靶子词。Cohen，Eckhardt和Schagat（1998）的研究发现在视觉搜索范式的实验中，攻击性高的人不能忽略作为分心刺激的敌意性词语的影响。也就是说，靶子词是中性词，而围绕着靶子词的分心刺激是敌意性词语时，攻击性高者会反应得比较慢；而当靶子词和分心词都是中性词时，攻击性高者的反应会比较快。

之后的研究者在Echardt与Cohen系列实验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和创新，这些修改与创新包括被试群体的扩大、研究范式的改进与新研究范式的运用等。

首先是被试群体的扩大。抑郁患者的注意偏向实验多使用临床被试才能观察到，而使用普通大学生群体则并没有发现很明显的注意偏向（Kring & Bachorowski，1999）。攻击者的注意偏向则不然，Echardt与Cohen的系列实验均是使用普通大学生群体作为被试，并观察出了他们中的攻击性高者和攻击性低者之间的区别。Smith和Waterman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将被试扩展至犯罪者，他们同样用情绪性Stroop范式观察到了暴力犯罪者的注意偏向，发现在情绪性Stroop实验中，暴力犯罪者在色词命名任务时受到了攻击性词语含义的干扰，而在视觉搜索实验中，暴力犯罪者在分心刺激是敌意性词语时的反应时较慢。（Smith & Waterman，2003，2004，2005）。

其次是研究范式的改进。Eckhardt和Cohen（1997）的研究采取情绪性Stroop范式来进行，实验材料则是运用词语。Van Honk等人（Van Honk，Tuiten，& Van den Hout，2001）也用词语材料进行了重复实验，但用词语来进行的情绪性Stroop范式实验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实际上所使用的情绪词语与词语的颜色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干扰，所以用情绪词语来进行实验并得到干扰抑制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戴琴，冯正直，2008c）。于是同样的，研究者们改变方法，使用面孔代替颜色来进行实验，如在平静面孔上写攻击性词语来进行干扰。有研究者用这种改进的情绪性Stroop范式验证了攻击者存在着注意偏向（Van Honk，Tuiten，De Haan，Van de Hout，& Stam，2001；Putman，Hermans & van Honk，2004）。

第三是新研究范式的运用。注意偏向的研究并不局限于Echardt与Cohen系列实验中所使用的Stroop范式与视觉搜索范式，之后的研究者们也选择其他的研究范式来进行攻击者的注意偏向研究，如点—探测范式（dot-probe paradigm）。在一个点—探测任务中，被试会被要求观看一系列刺激，在一对词语刺激呈现之后，紧接着在刚刚呈现的某一词语刺激的位置出现一个靶刺激，要求被试对此进行反应（高笑，陈红，2006）。如果攻击者对敌意性词语之后的靶刺激反应时变短，则说明攻击者对敌意性刺激存在着注意偏向。Smith和Waterman（2003）在暴力犯罪者和普通大学生样本中的实验用点—探测范式证明了这一结论。

国内研究者对攻击者的注意偏向的探讨不多，但在一些相关的研究中能找到攻击者具有注意偏向这一结论的相应证据。如有研究者（戴琴，冯正直，2008a）发现，A型性格者对愤怒面孔有注意偏向，具体表现为A型性格者对愤怒面孔有注意指向，对厌恶面孔有注意逃避，而B型性格者对情绪面孔无特殊注意偏向。如前所述，A型性格是与攻击性相关的个体差异变量（Bettencourt et al.，2006），因此这一结论可用于支持攻击者具有注意偏向的结论。也有研究用Stroop范式考察了高神经质者的注意偏向（戴琴，冯正直，2008b），认为低神经质者易受到阈下呈现的正性刺激的干扰，而高神经质者易受到阈上呈现的负性刺激的干扰。有研究证实，神经质与攻击性有一定的关系（George，1977），并且对于攻击性而言，神经质反映了其“热”的成分，是攻击性受促进的表现；而随和性则反映了其“冷”的成分，是攻击性受抑制的表现（Ode，Robinson，& Wilkowski，2008）。因此，高神经质者的注意偏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攻击者具有注意偏向的结论。

这些研究，虽说能够为攻击者具有注意偏向这一结论提供间接的证据，但其研究对象也都只是和攻击性有关的人格特质，如A型性格、神经质等，这些变量虽然和攻击性密切相关，但它们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攻击性。然而近年已有研究者做出了相应地改进。如有研究者（喻丰，2010）直接以暴力罪犯这种具有高攻击性的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暴力罪犯与医技人员作为对照组，要求被试完成点—探任务。在任务中，计算机屏幕首先呈现的刺激材料是攻击词和中性词对，词对的位置有两种：可能是攻击词在左、中性词在右，也可能中性词在左、攻击词在右，然后呈现空屏，之后呈现探测点，点可能出现在左边刚刚词语出现过的位置，也可能出现在右边词语出现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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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点—探任务的实验示例

来源：喻丰，2010.

被试的任务是根据点的位置作出按键反应。研究假设的思路是在探测点和攻击词出现的方向一致时，攻击者就会迅速产生注意的警觉，因此反应较快，即反应时小；而在探测点和攻击词出现的方向不一致时，攻击者难以摆脱攻击词的影响，表现出注意的滞留，因而反应较慢，即反应时大。图13.3清晰地展示了每次实验的流程。

研究结果确实发现暴力罪犯相对于非暴力罪犯和普通人群会更加选择性地注意攻击词而非中性词，不同被试的注意偏向如下表所示。这说明，暴力罪犯和控制组对于攻击词的注意偏向差异显著，这支持了攻击者具有注意偏向的论断。

表13.1 三组被试的注意偏向

[image: ]


13.2.3 攻击者的归因偏向


归因偏向
 （attribution bias）是指对行为原因的错误推断和解释扭曲（Colman，2007）。攻击者的归因偏向也叫敌意归因偏向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是指攻击者在对情境进行归因时偏向把模棱两可的情境做敌意性解释（De Castro，Veerman，Koops，Bosch，& Monshouwer，2002）。归因即涉及认知加工过程中的解释过程。

Nasby等人（1979）最先发现高攻击性的男童在对社会信息进行解释时存在着归因偏向。他们用各种描述人际关系的图片作为刺激材料，这些图片在性质上存在积极与消极、支配与服从两个维度上的不同，发现攻击性高的男童在评价图片或者解释图片的真实意图时并不是根据图片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而是产生了归因偏向（Nasby et al.，1979）。之后关于敌意归因偏向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发展呈现出从儿童到所有攻击者、从单纯验证到复杂相关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应用研究的特点。

敌意归因偏向的研究群体由儿童扩展到成年人，由普通人群扩展到特殊人群，如犯罪者，其研究对象可以涵盖所有攻击者。敌意归因偏向的研究对象最初是儿童，如Dodge（1980）等人的实验让小学儿童解释一些同伴情境，这些情境包括敌意情境、良性情境与模棱两可的情境，发现所有的儿童都能正确解释敌意情境与良性情境，而在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低攻击性与高攻击性儿童却产生了区别，低攻击性儿童会像在良性情境中那样知觉出良性意图，而高攻击性的儿童会像在敌意情境中那样知觉出敌意意图。在此之后又有大量研究重复验证了这一结果，都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即攻击性的儿童在解释模棱两可的情境时都会出现敌意归因偏向（De Castro et al.，2002）。不仅是儿童，高攻击性的成年人也存在归因偏向（Bailey & Ostrov，2008）。对特殊人群敌意归因偏向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如对犯罪者的研究也发现犯罪者具有敌意归因偏向（Dhaliwal，2003），而且敌意归因偏向与犯罪思维方式
 （Criminal Thinking Styles）有显著的相关（Walters，2007）。

上述研究都只是验证敌意归因偏向的存在，即只是把敌意归因偏向当作具有攻击性人格特质的个体所表现出的某种认知特点在进行重复的验证。而对敌意归因偏向的研究不仅关注人格变量即攻击性与敌意归因偏向的关系，而且关注敌意归因偏向与行为结果的关系。有研究表明，母亲对子女行为的敌意归因能够成功预测她对子女的虐待行为（Nakaya & Nakaya，2006）。也有研究认为人格因素、敌意归因偏向与攻击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敌意归因偏向并非攻击性人格变量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Vitale et al.，2005）。对敌意归因偏向发生的研究不仅只局限于人格特质即攻击性上，情境也会影响敌意归因偏向的产生。Peets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儿童在愤怒与冷漠的同伴情境中所采取的行为策略与敌意归因决定于他们与其同伴的关系，儿童若将自己与同伴的关系判断为敌对的，那么他将采取敌意的行为策略，而且产生敌意归因偏向。

一些有关攻击性的理论对敌意归因偏向进行了探讨（如Crick & Dodge，1994），而对归因的研究不仅只是理论探讨，在其他领域的人群中归因是可以进行训练的，如有关成就以及交往方面（韩仁生，2003）。在攻击性领域，研究者们也开展了许多干预项目去改变攻击者的归因。如Hudley和Graham（1993）就设计了一套针对高攻击性青少年的归因干预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国内有研究者整体探讨攻击性儿童信息加工特点，其中包括对敌意归因偏向的研究（如马艳，寇彧，2007a，2007b）。也有研究者专门对敌意归因偏向进行了验证性研究，如一项研究考察小学攻击性男童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发现攻击性男童在面临线索模糊的社会情境时，普遍具有较强的攻击反应和较多的愤怒反应，特别是主动攻击的男童具有较多的敌意归因偏向（袁俏云，黄敏儿，2008）。另一项研究采用投射测验比较了工读生与普通生攻击行为的归因方式，发现攻击性较高的工读生对意图不明的伤害倾向于做敌意性归因解释和攻击性的反应预测（李闻戈，方俊明，2004）。

13.2.4 攻击者注意偏向与归因偏向的关系

注意优先模型与解释优先模型

攻击者对敌意性刺激的注意有偏向，对模棱两可情境的解释也存在偏向。Wilkowski等人（2007）认为注意过程和解释过程在攻击者的认知过程中的关系如何至少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注意优先模型
 （Attention-First Model），即攻击者的认知过程开始于注意，然后攻击者对选择性注意的信息进行解释，从而产生了归因偏向。第二种可能性是解释优先模型
 （Interpretation-First Model），即攻击者在面对社会情境时首先对其进行解释，将这种情境归因于敌意性的或者非敌意性的，然后再进行后续的认知过程。

注意优先模型是多数研究者最容易想到的解释，它似乎符合个体认知的一般规律，与传统的认知观点十分吻合。可以概括地说，在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默认这一观点。Crick与Dodge（1994）在其社会信息加工（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SIP）理论中详细解释了个体在面临社会情境时，对所发生事件进行的加工和解释。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描述个体在加工社会信息时会采取6个步骤，最终才产生行为。Crick与Dodge（1994）区分出了攻击者的注意过程和解释过程，他认为在最初的两个阶段，个体的认知过程表现为首先对内外线索进行编码，然后解释与表征这些线索，也就是说个体先对线索进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选择性地注意内在与外在的线索，然后解释这些经过选择的线索。攻击的信息加工理论明显认可注意优先模型，它把攻击者发生的解释偏向归结为攻击者对刺激进行选择性注意的结果。攻击者的注意过程偏向什么，随后就解释什么。这一假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注意过程通常会被认为发生在人对外界刺激进行加工的最初阶段并伴随始终，在很多情况下，它都会优先于对情境的有意识的解释。

解释优先模型也是可能性之一。攻击者可能先对社会情境做出自动化的解释，而后注意过程的作用只是强化和验证了此解释，它与注意优先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假设解释过程是自动化地发生于认知过程的开始（Wilkowski & Robinson，2008）。持解释优先模型观点的研究者（Wilkowski & Robinson，2007）认为有关攻击者注意偏向的研究所采用的材料都是单一刺激，比如情绪性Stroop范式、视觉搜索范式以及点—探测范式的研究，所用的材料都是基于字词，这与日常生活中个体所经历的情境有很大的区别，日常生活中的个体通常所面对的是复杂的情境，仅仅几个简单刺激不足以得出真实的结论。Wilkowski和Robinson（2008）引证了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来反驳注意优先模型，如在场景知觉的研究（VanRullen & Thorpe，2001）中，研究者们发现在个体将注意分配到各种具体的细节线索之前，都会先判断场景的要义（gist），这一过程发生在所有认知活动的最开端，它会忽略细节而考虑整体。与Crick和Dodge（1994）的SIP理论支持注意优先模型不同，Anderson和Bushman（2002）的一般攻击模型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GAM）却支持解释有限模型。它将认知过程中的解释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即刻评价，其二为重新评价，即刻评价是在早期进行的即时的而且是自动化的过程；如果个体有足够的时间与认知能力等资源，且对即刻评价的结果不满意时，个体才会采取重新评价，否则个体会产生冲动性的结果，而结果是否具有攻击性，与即刻评价的内容有关（Anderson & Bushman，2002）。一般攻击模型中的模式为解释优先模型的假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将解释过程分解，认为攻击者的最先评价是自动化的。

对两种模型的探讨

这两种模型假设都有其前提，不难看出，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攻击者在对外在环境进行认知加工时的首要阶段是什么。研究者们就此问题有诸多争论，持注意优先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是选择性注意过程导致了攻击者的归因偏向，持解释优先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解释过程最先发生，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Wilkowski & Robinson，2008）。

注意优先模型有很充足的论据。Huesmann（1988）的脚本理论认为儿童之所以表现出攻击行为，是因为他们习得了脚本（scripts），并以此为向导在以后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攻击性儿童和普通儿童在解释社会问题和情境线索时，在记忆内容和提取方式上以及在评价脚本的适合性问题上都存在不同。攻击性脚本一旦形成很难改变，经过多次强化便会增加攻击行为出现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不断持续直至这些行为都被固定在攻击性图式中，这一图式会在成年期仍然保持。Berkowitz（1990）的认知新联想主义理论
 （Cognitive Neo-Associationistic Theory）认为攻击性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倾向在记忆中都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很容易被同时激活。Anderson和Carnagey（2004）的一般攻击模型也强调了脚本的重要性，它使攻击者在接受一个攻击性的刺激时很容易激活其他和攻击性有关的思想、情绪，从而在行为中沿着已形成的模式去表现出攻击性。敌意归因偏向和脚本、图式等相关。不少研究利用攻击性的启动操作，发现了媒体暴力或武器增加了敌意性思维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如：Anderson & Bushman，2001；Bartholow et al，2005；Carnagey & Anderson，2005）。这里的可及性是指长时记忆里的信息能被更快地提取，它是支持注意优先模型的证据之一，解释偏向很可能是由可及性引发的。攻击者选择性地注意了敌意性的线索，从而激活了攻击性的脚本，由于记忆中信息的可及性导致了归因偏向。敌意归因偏向是来源于攻击者不能正确感知情境线索，而感知和选择情境线索的初级阶段正是注意，因此敌意归因偏向并不是发生在认知加工的最前面。

有关注意偏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攻击者确实选择性地注意了敌意性的线索，研究者们用多种方式验证了这一结果。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字词或若干单独刺激的，并非是实际生活中的情境（Wilkowski & Robinson，2007）。如前所述，场景知觉的研究表明个体有可能在知觉一个场景时是先进行整体解释，然后再去注意细节线索（Wilkowski & Robinson，2007；VanRullen & Thorpe，2001）。按照一般性的推理，如果攻击者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情境中最先进行的是解释过程，他就会将这个情境解释成敌意性的，然后再去注意细节线索，那么与其解释相吻合的线索，也就是敌意性线索，会得到很快的加工，与其解释相矛盾的线索由于与先前判断相抵触便会花去更多的注意与认知资源（Wilkowski & Robinson，2008）。Wingrove和Bond（2005）的研究要求被试读一系列在攻击性上模棱两可的短记叙文，短文没有结局，然后让被试推测文章中的主人公下一步将要做什么，在被试的回答之后，给被试呈现关于这位主人公的句子，记录被试阅读这些句子的时间，这些句子有攻击性与非攻击性两种。结果发现，特质愤怒高的被试先解释时会将模棱两可的短文解释为是有攻击性的，而且随后阅读攻击性句子的时间较短而阅读非攻击性句子的时间较长。这个实验证实了在个体对某一情境进行解释后，会花更多的时间注意那些与其解释不相容的信息。Wilkowski和Robinson（2007）用眼动技术考察了攻击者面对模棱两可情境时对不同线索的注视时间，他让被试观察模棱两可的图片，记录被试的眼动情况，结果发现攻击性高的被试用了更多的时间去观察情境中的非敌意性线索，而对敌意性线索则费时较少。而喻丰（2010）分别考察了在阈上刺激条件和阈下刺激条件下，暴力罪犯、非暴力罪犯与普通群体对于攻击词的注意偏向（如图13.4所示）。结果发现在阈上刺激条件下，暴力罪犯表现出了注意偏向（即偏好注意攻击词），而在阈下刺激条件下，暴力罪犯却表现出注意偏向的反转（即偏好注意中性词）。也就说攻击者的注意偏向并不是发生在认知过程的最前端。虽然这两项研究都并没有直接测量攻击者的敌意解释偏向，但却从侧面说明了解释偏向有可能存在于最开始的认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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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不同被试类型在阈上和阈下刺激条件下的攻击词偏向

来源：喻丰，2010

对两种模型的评价

注意优先模型很符合常规思维，攻击者选择性地注意情境线索，对敌意性的刺激有偏好，然后经由记忆中贮存的相互联系的概念网络而至脚本，由于可及性的作用，很容易做出敌意性的解释，从而导致敌意归因偏向的产生。这一假设的问题在于，解释过程的前一阶段也许并不是记忆可及性，因为敌意归因偏向也可能是攻击性脚本运行的第一步（Takarangi，Polaschek，& Hignett，2008）。在Berkowitz（1990）的认知新联想主义理论中，记忆里的网络联系直接与脚本相关，而并未谈到脚本与解释偏向的关系。但实际上可以说脚本不是因为选择性注意过程中的信息进入记忆而开始运行，而是由于做出了敌意归因，才产生了后续的活动。

解释优先模型的新近研究值得深思。Wilkowski与Robinson是解释优先模型的倡导者（Wilkowski & Robinson，2007，2008），但是他们的实验假设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即混淆了时间与顺序的差别。其实验研究通过分析攻击者对情境中各种线索（敌意性的与非敌意性的）的注视时间来判断注意与解释过程的先后顺序是不合适的。解释优先模型批评注意优先模型的假设十分轻率，但Wilkowski与Robinson（2007）实验的前提条件假设若先发生解释过程，则后续与所得解释不相容的信息则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这一假设也显得比较粗糙，它是根据推理而来，是单纯的认知实验在其他方面所得到的结果（Gordon，2004），能否应用于攻击性实验作为前提假设值得探讨。单就这一推导过程来说，也并不是没有疏漏的。注意偏向一般由负性刺激所引起，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威胁性刺激与人类生存紧密相连，人类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与适应性有关（彭晓哲，周晓林，2005）。虽然现今观点认为所有人类的认知活动和行为之前都首先进行意图归因这样的解释性判断（Knobe，2003，2010），但是注意偏向过程是否由解释过程所导致是值得探讨的，因为由于生物适应性所做出的人类行为是否需要先对其进行解释并不知道。但近年已有研究者开始对Wilkowski与Robinson（2007）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进，如喻丰（2010）根据Mill五法中的因果共变原则提出假设：若攻击者的归因偏向是注意偏向发生的原因，那么若攻击者的归因发生改变，则其注意偏向也当发生改变。在研究中通过操纵暴力罪犯的归因，将暴力罪犯划分为有意归因组、无意归因组与控制组，发现有意归因组相比于无意归因组与控制组表现出对攻击词的注意偏向，而且其攻击行为更甚。但是对于解释偏向是否优先于注意偏向的问题，仍不能贸然因这些研究证据而下来结论。因为有很多理论仍在探讨注意偏向的发生机制的问题，多种不同的理论都能解释注意偏向过程且并无定论，如注意成分理论认为注意偏向的发生是由于威胁性刺激影响了注意解除能力，图示理论用注意聚焦变窄来解释，认知负荷理论认为注意偏向的发生是由于威胁性刺激占用了更多的注意资源，平行分布加工模型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model，PDP）认为注意偏向是特殊人群对刺激的唤醒水平不同所致（戴琴，冯正直，2008c）。这些注意偏向发生机制的理论也都没有支持Wilkowski与Robinson（2007）对攻击者注意偏向由解释过程所产生的推导。

解释优先模型对注意优先模型提出的质疑似乎又将争论转向了整体知觉与局部知觉的讨论中，这并不是对攻击性研究的目的。无论整体或者局部，注意过程与解释过程都会发生，对二者机制的探讨不应该局限于对这一问题上的争论，而应该根据二者的特点分别从注意和解释自身的研究开始。

13.2.5 研究展望

运用多种实验范式深入探讨攻击者注意偏向的机制

在注意偏向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有情绪性Stroop范式、视觉搜索范式、线索—靶子范式、负启动范式、Garner范式以及其他范式（彭晓哲，周晓林，2005）。各种范式各有优缺点，而在对攻击者的研究中，仅仅使用过其中为数不多的几种范式。今后的研究当用各种研究范式去探讨攻击者的注意偏向。对攻击者注意过程的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攻击者会选择性地注意敌意性刺激。但解释优先模型认为解释过程先发生，因此对选择性注意的结论表示怀疑。今后的研究可以沿袭选择性注意的思路，从选择性注意的各种抑制机制开始进行探讨。如改进Stroop范式（Wuhr & Frings，2008），使用更完善的方法去讨论干扰抑制，或者从分心抑制、返回抑制的角度上去进行实验。

开展对攻击者的归因训练

对于攻击者归因偏向的研究已相当成熟，并不需要过多地去重复验证这一结论。相应地开展对攻击者的归因训练实践可使这一结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毋庸置疑，对高攻击性青少年开展卓有成效的归因训练能达到减少犯罪率的目的，而对暴力犯罪者开展归因训练能更好地辅助对罪犯的改造。

直接探讨先后顺序并辅以现场实验

对注意与解释过程二者关系的探讨缺乏直接的证据，两种模型的证据大都是经过多次间接的推理而成。虽然已有支持解释优先模型的研究者（喻丰，2010）开始设计分离这两个过程的实验，并通过控制归因偏向直接证实归因偏向是注意偏向的原因，但该研究中也未考虑到可能存在第三变量，如愤怒沉思、愤怒情绪，使得这一因果推论并不成立。此外这些控制严格的实验室实验虽可以很精密地探测因果关系，却也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正如解释优先模型的支持者们批评注意偏向研究中的刺激太过单一而脱离实际一样，他们创造的所谓模棱两可的情境也和实际生活中的情况相差甚远。因此，进行一些现场研究可以辅助加深我们对攻击者认知偏向的理解。攻击者的注意偏向与解释偏向的研究正愈加深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更详尽地了解二者的机制，明晰二者的关系，使之更好地为控制生活中的各种暴力行为，预防和矫治犯罪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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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触发性替代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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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中，我们从认知偏向的角度，对高攻击性者实施攻击行为的动态加工过程进行了探讨。但很多时候攻击行为的诱发因素和背后机制是复杂的，除了人格和个体差异角度的解释，有时环境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譬如我们几乎都有他人对自己发“无名火”的生活经验——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发脾气的人在之前受到了其他方面的挫折或不快。Freud将这种情况阐释为转移（displacement）的防御机制，即个体把无法对某个对象直接表达的负性情感转移到另一个较为安全的对象身上。在Freud之后的几十年里，该观点几经发展，产生了挫折—攻击假说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的理论和替代攻击
 （displaced aggression）的概念，近年来，有些学者采用“触发性替代攻击
 ”（triggered displaced aggression，TDA）这一概念来探讨有关的现象。

13.3.1 概念的提出与含义

攻击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常体现于人际活动里，并表现在生活中。攻击者旨在伤害，而某些被攻击的个体在遭受到伤害后会反击，也表现出攻击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常常置身于某种被攻击或启动的情境中，而囿于攻击或启动自己的人（如上司、领导），无法直接表现出反应性攻击。这时个体往往会寻求他途，或改变攻击的方式，用一种不同于直接的身体或言语攻击的方式委婉地对他人造成伤害（如散播谣言），即间接攻击（indirect aggression）（Feshbach，2005）；抑或改变攻击的对象，转而攻击一个无辜的人，即替代攻击。替代攻击具有非理性、非物质和非平衡的特点，非理性是因为攻击者往往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攻击一个无辜者的真正原因；非物质是因为影响攻击行为的是感觉、情绪和心理体验而不是物质条件；非平衡是因为替代攻击不符合社会行为“一报还一报”
 （tit-for-tat）的原则，因为无辜者受到了伤害（Moghaddam，2005）。

替代攻击的概念始于Freud与精神分析心理学，Freud的心理学强调动力，攻击能量若不宣泄于攻击者，它便会寻求向另一个体发泄，这类似一种防御机制（Moghaddam，2005）。挫折—攻击假说承袭了Freud的思想并为替代攻击提供了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根据挫折—攻击假说，攻击是一种力求摆脱挫折状态的驱力造成的结果（Berkowitz，1989）。这里的挫折便是一种攻击启动，而个体的攻击行为便是这种启动的可能结果之一（Miller，1941）。在受到挫折后，个体害怕受到惩罚或者无力反抗使自己受挫的人，便会在此时抑制攻击行为的发生，并在随后选择一个更易接近且不具威胁的靶子作为使自己受挫者的替代（Krahé，2001）。在挫折—攻击假说的提出之后不久，许多研究者开展了替代攻击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结论，然而Marcus-Newhall等人（2000）对122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进行了内容分析后，发现对替代攻击的研究兴趣消退得很快，许多当代主流社会心理学教材对这一概念涉猎甚微或者只字不提，替代攻击这一概念似乎已被现代心理学所摒弃。但Marcus-Newhall等人（2000）对文献的分析却显示，仍有许多研究涉及替代攻击的情境，并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替代攻击现象仍有一定的信度。在替代攻击中，个体受到挫折后会攻击一个无辜者，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被作为替代者的那个个体通常情况下并不完全无辜，他常常是因为某些微小的事情而触发了攻击者的替代攻击。于是Miller等人（2003）提出“触发性替代攻击”的概念来解释这一日常行为。

触发性替代攻击是一种特定现象，此时个体会首先经历一种强攻击启动（provocation），但在这种启动后个体无力或者无法反击，随后个体又经历一种弱的触发性启动（trigger），以致在弱启动的条件下表现出与弱启动不相匹配的攻击行为（Miller，Pedersen，Earleywine，& Pollock，2003）。它不同于替代攻击，替代攻击的发生条件仅仅需要一次启动，即最初的强启动，然后个体将攻击行为施予另一无辜的个体。触发性替代攻击比替代攻击多出一个弱的触发性启动，然后也将攻击行为施予另一个体，但这个作为替代的个体此时不完全是无辜的。不完全是无辜的原因在于，首先此个体遭受了攻击，而在普通情况下，若攻击者没有受到之前的启动，此个体的弱触发性启动是不会受到攻击者攻击的；其二，即使个体的弱触发性启动应该遭受到攻击者的攻击反应，那么此反应也应该是弱反应，而不是作为替代的个体实际所遭受的不相匹配的强反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个体是无辜的；但此个体的确是对攻击者有一个启动，因此个体又不完全是无辜的。触发性替代攻击的研究者们常使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一现象：“一个在单位被老板严厉斥责的人，由于害怕丢掉工作而忍气吞声，当他回到家，看到门口大叫着欢迎他的狗时，却不像平常一样友好地对待他的狗，反而使劲踢开它。”因此研究者们也将触发性替代攻击的现象称作“踢吠犬效应
 ”（Kicking the Barking Dog Effect）（Pedersen，et al，2008）。

“踢吠犬效应”中的“吠”便是一种触发性启动，这一弱启动会和先前的启动产生交互效应而使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反应强度超过了先前的启动和之后的弱启动各自应产生的反应强度，甚至超过了二者的总和（Miller，Pedersen，Earleywine，& Pollock，2003），这也得到了实验的证实（Pedersen，Gonzales，& Miller，2000）。以最初提出替代攻击概念的心理动力学观点来看，触发性替代攻击导致的这种攻击反应增强是不合理的，它不符合物理学能量守恒的原理，因为心理的能量并未增加，但行为表现的强度却不同。但这一结论符合理论解释，因为最终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强度是最初启动和随后的触发性启动以及二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必将超过最初启动和随后的触发性启动二者单独作用的总和。

触发性替代攻击这一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它不仅仅会发生在个体间，与替代攻击研究者们的很多观点一样，触发性替代攻击也可以发生于群体间、种族间以及国家间（Moghaddam，2005）。触发性替代攻击这一现象具有良好的研究价值，它普遍发生于生活中，但却表现出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心理现象与行为的复杂性，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触发性替代攻击表现出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触发性替代攻击的时空变换密不可分。先前的启动和随后的触发性弱启动并不能分开来看，正是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造成了触发性攻击行为强度的增加（Miller et al.，2003）。在空间上亦是如此，先前启动的情境和随后弱启动的情境都是产生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先前的启动情境，则即使发生攻击行为，也只是替代攻击而不是触发性替代攻击；若只有随后的弱情境而无先前的强情境启动，则个体不会发生攻击行为。

第二，触发性替代攻击反映了人格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主流的攻击理论，如一般攻击模型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GAM）就强调攻击行为发生时人格与情境的作用（Anderson & Bushman，2002）。GAM模型将人格与情境二者叫做输入变量（inputs），它们交互作用影响之后的过程（routes）和结果（outcomes）（Anderson & Bushman，2002）。触发性替代攻击是一种攻击行为，当然也包括攻击行为发生前的人格和情境交互作用，但这种交互作用不仅存在于攻击行为发生之前，也会出现在先前的启动情境时。可以设想，若个体的攻击性很强，则在这种情况下会不顾一切地直接反击，而若这一启动太强，那么无论其攻击性如何，个体都会直接产生攻击行为。

第三，触发性替代攻击展示了启动者（provocateur）、攻击者（aggressor）和靶子（target）三者之间的人际互动。此处攻击者指发生触发性替代攻击行为的人，启动者即是给予攻击者先前强启动的人，而靶子则是给予攻击者触发性启动的人和替代攻击的承受者。这三者使触发性替代攻击这一现象将攻击行为的发生以一种看似在人际间传递和转移的方式来发展。当然，攻击行为不会发生传递或转移，但却使三者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人际互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攻击者承载了“被攻击的人”与“攻击他人的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个体以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形式连接这两种角色间的不平衡。

触发性替代攻击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度，并在实验研究中得到验证（Pedersen，Gonzales，& Miller，2000）。Miller等人（2003）对触发性替代攻击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用以提出各种假设，以待验证。其模型提出了诸多研究假设，内容包括了影响触发性替代攻击的一些可能因素，如两次启动及其交互作用中的可能影响因素、攻击者的人格因素以及靶子的可能特征等。

13.3.2 触发性替代攻击的相关研究

Miller等人（2003）提出的模型只是一种理论构想，在随后的数年间，各种验证性研究应运而生，但由于其理论模型的假设过于纷繁且庞大，因此各研究皆只验证了其模型中的某些假设并得出了许多验证性的结论以及一些Miller（2003）等人并未提及的结论。Pedersen等人（2000）设计了两次启动的情境，首次进行了触发性替代攻击实验，随后的研究者们均沿用其经典范式，围绕着触发性替代攻击的“一段时间、两种情境、三个个体”来展开研究。

触发性替代攻击的研究范式

Pedersen等人（2000）首次在实验室进行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实验，其实验一采取有无先前启动和有无之后触发性启动的2×2被试间设计，64名大学生被随机分配在四个组中。在有先前启动的条件下，被试完成的是困难任务，并被给予带有侮辱性的消极反馈，同时听令人恼怒的音乐；而在无先前启动的条件下，被试完成的是简单任务，听到的是比较积极的音乐，而且被给予的是中性反馈。触发性启动操作由一位非洲裔美国女性作为实验助手（靶子）来完成，并告诉被试这名实验助手是来应聘的，现在正在接受考察，被试此时通过实验助手朗读题目来完成任务。在有触发性启动的条件下，实验助手表现得无能且令人厌恶，她读题很快、有语误，且有搞混题干和选项的错误发生，被试在完成任务后还会获得不带侮辱性的消极反馈；而在无触发性启动的条件下，实验助手读题很慢且没有错误现象发生，被试在完成任务后会获得中性反馈；因变量是让被试评判实验助手并要求在问卷上作出回答，共计4道题。具体的是要求被试在6点量表上评价实验助手的工作表现，包括评价她是否是勤勉的、聪明的、专业的、积极的，还有一道题是询问被试实验助手能否应聘成功（如图1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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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前启动类型与触发启动类型的交互作用图示

来源：Pedersen et al.，2000

如图所示，交互作用是显著的，在无先前启动时，有触发性启动和无触发性启动的被试对于实验助手的评价无显著差异；而在有先前启动的情况下，有无触发性启动会显著地影响被试对实验助手的评价，即在有触发性启动的条件下，被试对于实验助手的评价更低，表现出的攻击反应强度显著地提高。

其研究二仍然采取同样的有无先前启动和有无之后触发性启动的2×2被试间设计，但变换了实验条件。49名大学生被试在进入实验室时被告知此实验是由其和另一名大学生在不同地点共同完成，先前启动和实验一不同，不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而改用主试和被试通过计算机交流，在有先前启动的情况下，被试是完成困难任务，并且同时听杂乱的音乐，当被试表示不会回答时，主试便用一种讽刺和嘲笑的口吻要求被试大点声回答；而在无先前启动的条件下，被试完成的是简单任务，听到的是柔和的音乐，主试使用普通的中性口吻，仅仅给予提示性的信息。触发性启动要求被试对一个争议性话题写一篇作文，并由被试在进入实验室时配对的那名同伴对被试作文进行评价，此同伴为男性大学生，且相对于实验一的那名非洲裔美国女性实验助手来说，他是被试的内群体（in-group）靶子（Pedersen et al.，2000）。在有触发性启动的条件下，同伴对被试的评价为中等偏差，并总体评价道：“虽然任务很难，但作为一名大学生，他应该能做得更好”；在无触发性启动的条件下，同伴的评价为中等，并对被试写道：“虽然任务很难，但我想他做得还不错”；因变量也是对靶子的评价和类似实验一的假设行为的测量（Pedersen et al.，2000）。

两个实验结果均验证了实验假设，并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先前启动和之后的触发性启动产生交互作用，亦即在无先前启动时，有触发性启动和无触发性启动的被试攻击反应强度无显著差异；而在有先前启动的情况下，有无触发性启动会显著地影响反应的强度，即在有触发性启动的条件下，攻击反应强度显著地提高（Pedersen et al.，2000）。之后的研究都沿用Pedersen等人（2000）的这种实验范式，即有无一种先前的强启动加之有无弱的触发性启动的2×2设计，且对自变量的操纵以及因变量的测量也基本是采用Pedersen等人（2000）这两个实验的操作及其修改版本。

触发性替代攻击中的一段时间

在触发性替代攻击的两个启动情境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个体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认知过程，如沉思（rumination）和归因偏向（attribution bias）。当然，个体的这些认知过程不仅仅是由启动情境造成的，它们的发生与否以及其发生对个体之后行为的影响都还和个体人格因素有关，沉思过程的发生还与这段时间的长短有关。

沉思是对自己思维和感觉自我关注式的注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聚焦于启动（provocation-focused）的思维（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1995；Bushman et al.，2005）。愤怒和沉思有关（Denson，Pedersen，Ronquillo，Nandy，2009），而愤怒沉思（anger rumination）则是一种具体化的沉思，它表现为聚焦于愤怒心境的注意，对过去愤怒经验的回忆，以及对愤怒场景原因和结果的思考（Sukhodolsky，Golub，& Cromwell，2001）。沉思使个体对情绪性事件的思考影响了对情绪性事件的反应（Ray，Wilhelm，& Gross，2008），愤怒沉思加剧和延长了个体对愤怒的感觉（Bushman，2002），并在个体的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Anestis，Anestis，Selby，& Joiner，2009）。个体的攻击行为与愤怒情绪有关，而愤怒情绪及其引发的生理心理变化通常会在10—15分钟之内消散，但在很多情况下个体由于愤怒而引起的攻击行为的发生远远超过了这一时间范围（Denson，2009）。这个时间范围表现于触发性替代攻击中就是两个启动情境之间的这段时间。若这段时间很短暂，则愤怒情绪还未消散，正是其影响了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发生；而若这段时间超过了愤怒情绪消散的时间，则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发生受到愤怒沉思的影响。有研究沿用Pedersen等人（2000）的实验范式（如图13.6），并分别让被试完成分心任务、沉思任务或者积极情绪任务，已证明了愤怒沉思会影响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强度。研究者们将两个启动之间的时间设置为较长的时间，无论是25分钟还是8小时，结果都发现，进行沉思任务的被试比进行分心任务的被试对实验伙伴（靶子）表现出更强的触发性替代攻击（Bushman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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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沉思与触发启动交互作用图示

来源：Bushman et al.，2005.

Denson等人（2006）的重复性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研究者还将愤怒沉思与酗酒一同研究，发现其各自分别都能增强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强度（Denson，White，& Warburton，2009）。但沉思只会影响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强度而不会影响替代攻击的强度，Vasquez等人（2007）使用有无触发性启动和有无沉思的2×2实验设计，结果发现在没有触发性启动的条件下，沉思不会单独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只有在既有触发性启动又有沉思的条件下，被试攻击行为的强度才会显著上升。对于愤怒沉思为何会增强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强度，还没有实证证据，但有多种理论可以解释其机制。认知新联想主义理论
 （Cognitive Neo-Associationistic Theory）以及诸多攻击的认知观点均认为愤怒情绪是攻击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Berkowitz，1990，1998；Green，1998），而愤怒沉思能保持和延长愤怒情绪。一般攻击模型认为攻击行为发生之前的过程（routes）包括攻击性认知、愤怒情绪和生理心理唤起，这三者交互作用影响攻击行为发生（Anderson & Bushman，2002），而愤怒沉思对这三者均会产生影响（Denson，White，& Warburton，2009）。

触发性替代攻击中的两种情境

触发性替代攻击包括一个强启动情境和一个弱的触发性启动情境，把先前启动情境称为强启动情境，是因为其相对于随后的触发性启动情境来说很强。而若先前情境太强，个体会直接反击而无需替代或触发性替代攻击，而若刺激太弱，则很难起到启动的效果。Miller等人（2003）沿袭Berkowitz（1990）的认知新联结主义攻击论思想，认为先前的启动情境引起了负性情感，而负性情感又激发了和攻击相关思维和倾向，随后的触发性启动加之先前启动产生的负性情感导致个体易于产生认知上的偏向，并对靶子作出攻击行为。若先前启动的情境太强，则个体能很清晰地判定自己的负性情感是由于先前启动而造成的，而与随后的启动无关，从而降低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强度。因此，并非先前启动的强度越高触发性替代的强度也越高，其关系或许类似一个倒U型曲线。实际上，作为Miller（2003）的触发性替代攻击理论模型的基础，认知新联结主义理论划分了两种行为倾向，即争斗或逃逸
 （fight or flight），争斗导致基本愤怒（rudimentary anger），而逃逸导致基本恐惧（rudimentary fear），这两种倾向在负性情绪引发的同时都被唤起，但选择哪种倾向则与个体因素有关（Green，1998；Berkowitz，1998）。在触发性替代攻击这一现象上，个体被先前的强启动情境引发出负性情绪，之后可以说是选择了逃逸，因为个体没有反击，也可以说是选择了争斗，因为个体事实上被激活的是基本愤怒。这产生了矛盾，根据认知新联结主义理论，个体只会选择争斗或者逃逸的一种，争斗和逃逸也只会分别导致基本愤怒和基本恐惧，逃逸不会产生基本愤怒（Berkowitz，1998）。根据经验，很多时候个体面对先前启动而未作出反击，既可能是“不能”，也可能是“不敢”。逃逸确实可能是个体的选择，但它也确实激活了愤怒及其与攻击相关的认知过程，这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

触发性启动情境是一个弱启动，触发性替代攻击的概念假设，若无先前启动，则个体不会对这一触发性启动作出攻击反应。如何看待这一情境反映了个体的认知，正是先前启动使个体对触发性启动的归因产生偏向，从而导致攻击行为。有研究表明，个体对靶子的效价影响了对触发性启动情境的归因，当靶子是个体喜欢的人（正效价靶子）时，个体会自发地将靶子的触发行为归因于外部；而当靶子是个体讨厌的人（负效价靶子）时，个体会更多地将其行为原因归咎于内部（Pedersen，2006）。

触发性替代攻击中的三个个体

触发性替代攻击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其实施者有关，个体对两个情境如何反应以及在两个情境之间的活动无不反映着个体的人格特征。诚然，一些人格特征的确会影响替代攻击以及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发生，如自恋（Martinez，Zeichner，Reidy，& Miller，2008）。但Denson等人（2006）却认为发生替代攻击或者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倾向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特质。他们编制了替代攻击问卷
 （The Displaced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DAQ）来测量个体的特质替代攻击（trait displaced aggression）水平。问卷有三个维度，分别为愤怒沉思（angry rumination）、报复计划（revenge planning）和替代攻击（displaced aggression），它们分别代表特质替代攻击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方面（Denson et al.，2006）。愤怒沉思维度的一个项目是“我会对某件令我愤怒的事情保持长时间的思考”；报复计划维度的一个项目是“如果别人伤害了我，我只有报复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替代攻击维度的一个项目是“我会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在一个无辜者身上”（Denson et al.，2006）。该量表具有很好的测量学指标，经验证它也能很好地预测个体的触发性替代攻击水平。之后的研究还发现，高特质替代攻击的个体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人群（Denson，2008a），而且特质替代攻击能正向预测个体自我报告的身体症状，并负向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Denson，Pedersen，Ronquillo，& Miller，2008）。

启动者与靶子的特征都是和攻击者相对而言的，其特征不会直接对触发性替代攻击产生影响，它必然与攻击者的人格特征以及其他因素，如认知负荷（Vasquez，2009）相互作用而影响最终行为。Miller等人（2003）认为启动者的特征就是“位高权重”，地位和权力影响了个体对其直接作出反击，有研究已证明了启动者的地位对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影响（Syota，2008）。在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实验结果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反差效应”（contrast effect），即在都无触发性启动条件下，有先前启动时反而被试的攻击强度更小（Pedersen et al.，2000）。Miller等人（2003）用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来解释这一现象，即当个体遭受到一个强攻击启动，而在第二个情境中没有触发性启动发生，也就是说作为靶子的人并未启动个体时，个体会将这个靶子与启动者进行比较并给予靶子更积极的评价，因此相比起无先前启动、无触发性启动的情况下，个体做出更弱的攻击反应。在没有触发性启动的情况下，个体是否对启动者进行社会比较还有待验证。

靶子的地位是个体作出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影响因素之一，当然其地位是相对于攻击者来说的。研究表明，靶子的相对地位越低，受到的攻击就越多（Syota，2008）。靶子与个体是否归属于同一群体也会影响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发生（Vasquez，Ensari，Pedersen，Tan，& Miller，2007）。研究表明，个体对外群体（out-group）靶子作出的触发性替代攻击强度要胜过内群体（in-group）靶子，靶子的群体归属对触发性替代攻击起到了调节作用（Pedersen，Bushman，Vasquez，& Miller，2008）。

13.3.3 研究展望

诸多触发性替代攻击的研究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同的结果，即在有先前启动而无触发性启动的条件下产生个体对靶子的攻击强度与个体在无所有启动的普通条件下对靶子的攻击强度无显著差异。当然实验室实验的因变量不会是日常生活中全或无式的“有”或者“没有”攻击反应，实验都将因变量变成连续型的数量化资料。按照触发性替代攻击的概念来说，日常生活中个体在无任何启动的情况下是不会对所谓的靶子进行攻击反应的。因此，可以将这一实验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解释为，若只有先前的强启动，而无随后的触发性启动，个体不会对另一个人产生攻击行为。这也就是说“替代攻击”这一概念的生态效度还有疑问，而触发性替代攻击概念则有代替替代攻击概念的趋势。触发性替代攻击的研究日益深入，Miller等人（2003）提出的部分推论和假设得到了验证，也有一些结论其并未涉及，如攻击者的归因偏向等。今后的研究当继续验证Miller等人（2003）提出的诸多假设，还应在如下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生物学取向的研究。已有研究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触发性替代攻击的某些方面，如愤怒沉思（Denson，Pedersen，Ronquillo，Nandy，2009）；也有研究关注个体攻击性的基因特征（Blonigen & Krueger，2005）；用动物（如小白鼠）来推测人类攻击的行为机制也是常用的手段之一（Maxson & Canastar，2008）。触发性替代攻击虽然是一种社会心理学问题，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多采用行为学实验，今后应更多地使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虽然触发性替代攻击研究的内容不必是生物学的基因，但却可以是与心理学相关的脑机制。频发触发性替代攻击也能被看成是一种稳定的特质，其与直接攻击亦非毫无关联（Denson，Pedersen，& Miller，2006），因此其脑机制必然成为可以研究的对象。而现有触发性替代攻击研究的对象均为人类，实际上，动物之间也会发生这样的类似人际活动的行为，已有一些研究者对鱼类进行了一些有关直接攻击与替代攻击的初步研究（Фverli，et al.，2004；Clement，Parikh，Schrumpf，& Fernald，2005）。

第二，发展取向的研究。现有触发性替代攻击的研究均是以大学生为样本进行的，而有关攻击和暴力行为均会受到个体年龄因素的影响，如个体的社会化程度（Green，1998）。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的替代攻击研究十分有限且年代久远（Denson，2008b），因此，对儿童与青少年进行触发性替代攻击的研究对于儿童欺负行为、校园暴力甚至青少年犯罪都有着十分显著的意义。另外，在发展取向的研究中还应考虑性别因素，因为经反复证明，性别是影响儿童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Card，Stucky，Sawalani，& Little，2008）。

第三，应用取向的研究。现有研究多数关注触发性替代攻击的内部，更多地探讨其发生机制问题，而将触发性替代攻击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其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十分重要。已有一些研究涉及这些方面，如与临床领域相关的心理与身体健康（Denson，Pedersen，Ronquillo，& Miller，2008）、酗酒（Aviles，et al.，2005；Denson，Aviles，Pollock，Earleywine，Vasquez，& Miller，2008）等；如与组织行为领域相关的权力滥用（Hoobler & Brass，2006）等。今后应当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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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化与人格

在电影《推手》中，李安导演向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与美国的风土人情之间的冲突：太极拳师朱老先生在退休后，被儿子接到美国同住，可是语言的隔阂、习惯的差异却使他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与美国儿媳玛莎更是矛盾重重，本来很幸福的三口之家，却因老人的到来，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人很难接受老人与儿女同住，而对于倡导孝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同文化的汇合和撞击，是这部影片最主要的议题。

心理学家在研究人格时，文化常常成为一个无法被忽视的问题，但它又确实经常被弱化。的确，千万年的进化使全世界的人们面对某些共同的挑战，有着许多共同的生活目标，然而进化也使人们生成了大量的不同的适应方式，来面对他们各自的挑战。我们也许不会面临《推手》中的家庭矛盾，但我们需要明白世界各地的文化迥异，明白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文化共存，明白世上有很多人像朱先生一家一样要去努力地调和其生活中不同文化的冲突。文化成了人类心理与行为最广阔最深远的宏观背景，它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周围，也存在于人们的内心，它提供给每个人一种了解和建构自己、世界和他人的方式，也塑造了不同的人格倾向（Bruner，1990）。

进入20世纪以来，文化与人格问题逐渐受到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纷纷加入到该研究领域中（McCrae，2004），文化问题从传统心理学的边缘地带进入了心理学的中心，被誉为是继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心理学之后的“第四个解释维度”（叶浩生，2001）。美国著名心理学家Diener也认为，与文化相关的人格研究代表了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有着深远的研究意义（Diener & Scollon，2002）。但文化与人格的问题是庞大的、宏观的，牵涉到诸多的学科范畴，可以涉及的具体的领域、理论和概念更是繁复庞杂，显然在本书短短一章的内容里，是不可能展现其全貌的。因此，我们选取了这一大主题的不同层面，又在每一层面里选取有代表性的主题，旨在揭示一些心理学上对此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首先，我们要就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中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辨析；其次，我们将探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影响中国人人格形成的作用和机制；第三，作为人格研究的一种新取向，叙事心理学为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解释视角，本书前文已有介绍，这里我们将从叙事作为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这一独特视角来加以探讨；最后，和平心理学，我们试图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回应古往今来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最大挑战，即冲突与和平问题，以引起心理学同行更多地关注人类的和平心理、和平行为及经验，进而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贡献。


14.1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



“文化与人格”包含着“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culture）和“人格中的文化”（culture in personality）两个命题（Oishi，2004）。这两个命题分别对应于人格与文化研究中居主导地位的两种理论观点：特质心理学观和文化心理学观。在特质心理学观的指导下，人格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跨文化实证研究，将特质作为理解和预测所有文化中人们行为的基础，并得出了人格特质具有普遍性的结论（McCrae，2000）。同时，一些文化心理学家却对特质概念的功用持怀疑态度，并认为至少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行为更多地由背景因素而非特质因素所决定（Markus & Kitayama，1998）。这两种观点引起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不同文化中，人格特质与背景因素在理解个体及其行为时各自的重要程度如何？本节拟对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14.1.1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人格问题

在探讨文化与人格的问题时，有必要先界定“文化”和“人格”两个概念。Allport将人格定义为个体内部决定其特征性行为和思想的身心系统和动力组织（周晓虹，1997，p.444）。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一套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价值观、意义体系和物质实体（Popenoe，1987，p.102）。

特质问题在人格心理学中争议颇多。特质指的是一种人格维度，是依据人们在某一特征上所表现出的程度而分类的（Burger，2000，pp.122-123）。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人格特质的普遍性问题上（Markus，2004），普遍性问题最终又集中于文化的普遍性上。

人格特质的普遍性问题

人格特质普遍性问题关注的是，所有人是否具有共同的人格结构，这些人格结构由一些共同的特质组成。五因素模型（FFM）和人格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大都支持人格特质的跨文化普遍性观点。五因素模型作为一种相当全面的人格特质分类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对不同文化群体的研究都发现了五种共同的人格维度，包括：神经质（Neuroticism，N）、外向性（Extraversion，E）、开放性（Openness，O）、随和性（Agreeableness，A）和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C）（尤瑾，郭永玉，2007）。此外，跨文化纵向和横向研究表明，人格特质表现出年龄上的差异，并具有文化普遍性。研究发现，在从青少年晚期向老年期的成人发展过程中，各国的男性和女性在N、E、O三种特质维度上的分数都逐渐降低，而A和C维度上的分数则有所升高。人格特质还具有性别上的跨文化普遍差异。研究者对26种文化研究发现，几乎在所有文化中，女性都在N和A上得分比男性高，而男性只在少数几种人格特质上得分比女性高，如求新性、果断性和兴奋寻求（McCrae，2004）。

总之，特质心理学家关于人格的基本假设包括：（1）个体的社会行为建立在潜在气质或特质的基础上，并由其决定；（2）个体的行为能够并且应该与个体特定的社会经历和社会角色分离开来加以理解。

然而，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以上研究并不能说明人格特质具有跨文化普遍性。如在美国，人格的核心——自我同一性是被个体而非社会群体所规定，因而人格的维度特质只有在美国这样的个体主义文化中才有意义。而在有些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到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而非个体特质的影响。因此，这两种文化中的特质一致性可能相当低。

反对特质普遍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特质理论和研究是西方人格心理学家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得到的。因此，对特质的描述是否可以应用到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人，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特质心理学家假定特质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一致性，可以根据特质来描述人格和预测行为。但这种假设只有在特定文化中才有意义。在欧美文化背景中，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人将所有特质统一或整合进一个人格系统，这种人格具有跨时间稳定性且不受外界影响；他人作为情境性因素被置于一边，对个体的影响较小；自我在不同情境中保持相对稳定。而在亚洲文化背景中，对符合社会规范的个体的规定往往更多地考虑了个体的社会规定性；理解人格的单元并非特质而是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个体所从事的特定社会活动。

中国的一些心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结构上有显著差异。杨国枢以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入手，用因素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得到了独立的人格维度。而王登峰等也用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中文形容词，最后确定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七个因素构成（王登峰，崔红，2003）。

尽管以特质为单元的人格研究基本假设通常被当作人格研究的基本模型，但这种假设并不具有跨文化普遍性。Berry曾提出跨文化比较的“强制的一致性策略”（imposed-etic），即用某种文化下建立起来的概念和工具去测量另一种文化下人们的特点，然后根据这个结果来比较不同的文化是否具有相似的特点。用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大五”结构去研究非西方文化中的人们，实际上是采用了这种研究策略，把西方文化的概念强加于他们（崔红，王登峰，2004）。由此得出的结果也只是在各人格维度上的水平不同，在人格结构上不会有实质性差异。

关于特质普遍性问题的实质

关于特质普遍性问题的争论实则体现了人格心理学中的emic/etic问题
 。人格是由遗传、环境等众多因素共同决定的。除开影响人格的其他因素，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人格结构可分为两部分：（1）emic成分（独特性），指某一文化下的人们所特有的人格成分，它是该文化下的人们适应其特有的生存压力的结果；（2）etic成分（一致性），指所有文化下的人们共有的人格成分，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适应共同的或相似的生存压力的结果（Church，1987；崔红，王登峰，2004）。

持人格跨文化普遍性观点者关注的是人格中的etic部分，而反对特质普遍性者则只看到了人格中的emic部分。从方法论的视角出发，emic/etic问题在跨文化心理学中被称为本位性—非位性问题。具体来讲，本位性研究者本身就是熟知该文化的圈内人，只从该文化内研究个体行为；非位性研究者则属所研究文化的外来者或闯入者，从外部研究一种或数种文化（Marsella，Tharp，& Ciborowski，1991，pp.18-20）。

杨国枢将人格心理学中的emic/etic问题整理成三个向度，也就是“研究者观点/被研究者观点”、“特有现象/非特有现象”及“单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宋文里，2005）。人格的emic/etic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人格中两种不同的成分（差异性和共同性）和研究方略。事实上，在文化与人格的所有研究中，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相互渗透，并非完全对立。如果没有任何普遍性的存在，而只有非位性的存在，那么任何两种文化都没有共同点，比较将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只有本位性的存在，那么任何文化都是相同的，也就没有比较的必要了。

文化与人格研究只有emic或etic的立场显然不足，应将emic与etic两种观照方式在更高的层次上综合起来（钟年，1999）。

14.1.2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文化问题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人格往往可以根据特质维度来加以组织，并能被测量和评价。而文化问题，很少有研究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明确规定。因此，人格与文化研究中就往往有偏重人格、忽视文化的厚此薄彼现象。关于人格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有以下几个问题。

真实文化与文化构念

尽管文化与人格成为了一个大众化的主题，但阻碍该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构念仅仅是文化刻板（stereotype）的表现吗（Oishi，2004）？如人们说，日本文化是安静的或美国文化是快节奏的，这些就属于文化构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文化刻板，与真实文化不完全相符。


真实文化
 （real culture）与文化构念
 （cultural constructs）有所不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是符号集合的承载，包括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如人工制品、服饰、建筑等）以及习惯性的行动（如鞠躬、去教堂做礼拜等）。以上可看作是真实文化，且一般是人类学家所感兴趣的“文化”。心理学家感兴趣的则一般是作为文化构念的文化，它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长期为人们所共同拥有且相对静止的意义系统，也可被看作是人们彼此互动时所从事的动态的意义产生过程，在其中，每个人分享他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Kashima，2000）。有学者对将日本人刻画为集体主义者和将美国人刻画成个体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认为这些只是跨文化研究者心目中的文化刻板而非真实文化（Oyserman，Coon，& Kemmelmeier，2002）。

尽管文化构念与真实文化有时不一致，我们仍应思考：文化构念可以无限逼近真实文化吗？当我们反思和质疑以往说法时，当我们强调个体差异、空间分层、时代变迁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构念是不是也在变化？

正如人格心理学的先驱者Allport、Murray等人所设想的，文化与人格研究的首要目标既应该了解真实文化如何影响有着不同生物禀赋（endownment）、生活经历和环境的个体，如特定的气质、特质、需要和价值可能在跨文化不同背景中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也应了解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领域以及能否有意识地控制文化对自身的影响（Oishi，2004）。这些研究不仅会促进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还可以促进社会学、发展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等邻近领域的发展。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价值观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人格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中用得最多的是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构念。

一般认为，东亚国家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而欧美社会则推崇个体主义价值观。这种观点受到了一些质疑。如邓晓芒（2005）就认为这种观点有静态化的偏向，它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然后分别归之于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很表面的。杨中芳（2005）对“集体主义”这一构念是否适合用于表征中国人的价值倾向提出了深刻的质疑。此外，Oyserman等人（2002）通过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研究进行元分析，也得出了两点不同于以往的结论。第一，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构念是多方面的。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差异的大小会根据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被测量的那个方面而产生本质的变化。第二，用自我报告法进行跨文化研究，发现在被认为是集体主义文化代表的日本和个体主义文化代表的美国之间，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上的得分显示出了相对较小的文化差异。美国人、日本人与韩国人在个体主义上的得分区别不大，研究甚至发现了与以往假设相反的结果——美国人在集体主义上的得分比日本人的还略高些。由此，我们会产生疑问：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种维度的划分是否还有意义？

Takano和Osaka（1999）的论述可以解答以上疑问。他们认为，由于经济发展、信息传播以及移民等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现今日本和美国之间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上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发现，从1981年到1995年期间，在包括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国家中，都出现了个体主义程度增加的普遍化趋势。

此种矛盾现象还有方法论上的原因。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评定一般采用Likert量表，被试反应易受与Likert量表联系在一起的两类人为因素的影响：（1）反应类型（response styles）。有研究发现，由于倾向于选择Likert量表的中点而避免选择端点，日本人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维度上的得分都比较低（Chen，Lee，& Stevenson，1995）。除了反应类型化，加之Oyserman等（2002）的元分析建立在非标准化分数的基础上，故得出的结果与假设相矛盾。为避免反应类型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提出应将个体的反应标准化。（2）参照群体效应（reference group effect）。研究发现（Heine，Lehman，Peng，& Greenholtz，2002），当没有外在参照群体时，日本人和加拿大人在集体主义上没有差异，然而，当参与者被要求与来自外文化的其他人相比较时，就会出现一些人们期待中的文化差异。

鉴于Likert量表的局限性，应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与人格。Campbell（1996）在回顾自己50年的研究历程时指出，反应类型是人格测量中仍未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反复强调采用多方法取向测量的重要性。

文化的维度问题

文化与人格研究一般是寻找人格特质的平均水平与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只有找到某些可以标明文化特征的文化变量时，才能对这种关系进行研究。因此，心理学研究者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划分文化的维度？

除了前面提到的按价值观划分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最有影响的是Hofstede提出的文化维度划分方法（McCrae，2004）。在1967—1973年间，Hofstede（2008）从遍及全球的IBM雇员所完成的工作价值调查问卷中抽取出了四个因素，作为文化的四种维度，也是区分不同国家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点。

（1）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指人们之间平等或不平等的程度。高的权力距离意味着该社会（如拉美国家）允许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性增加。这些社会不大允许其成员向上流动。低的权力距离意味着该社会（如欧洲国家）不注重其成员之间权力和财富的差异，平等和机会被赋予每一个人。

（2）非确定性规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指对不确定性和社会内的模棱两可（如非结构化的情境）的容忍程度。高的非确定性规避评价意味着该国家对非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有较低的容忍度。这种社会以规则为宗旨，会通过国家法律、法规和控制手段减少非确定性。低的非确定性规避意味着该国家能容忍模棱两可和非确定性，并对许多观点有较高的容忍度，反映了它们较少以规则为定向，更愿意接受变化。

（3）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前已述及，主要指社会对个人或集体成就和人际关系的支持程度。

（4）男性化
 （Masculinity）—女性化
 （Femininity），指社会对男性在成就、控制和权力等领域居支配地位的男性角色传统的支持程度。男性化程度较高意味着该国家（如德国）具有较高的性别分化，男性控制着社会和权力结构中重要的位置，女性则处于男性统治之下。女性化程度较高则意味着该国家（如法国）在不同性别之间有低水平的性别分化和歧视中，男女在各方面大体平等。

后来，在以中国员工和管理者为对象所进行的一项国际研究中，Hofstede（2008）等又抽取出了文化的第五个维度。

（5）文化的长期定向
 （Long-term Orientation）—短期定向
 （Short-term Orientation），主要指社会对传统的或前瞻性的思维、价值观的接受或拒绝的程度。高的长期定向意味着国家信奉并遵守长期承诺的传统价值观（如印度）。低的长期定向意味着国家（如加拿大）并不支持长期的、传统定向的价值观念。

研究表明，人格五因素分别与Hofstede（2008）文化维度中的一种或几种有较高相关（王登峰，崔红，2003）。

有批评认为Hofstede（2008）的文化维度有贴标签的倾向。此外，Hofstede（2008）对国家文化的维度描述是双极的，而有些文化中相互对立的两极能相互依存，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Schwartz（1994）后来发现了七种文化维度，与Hofstede（2008）的文化维度差异较大。但无论如何，Hofstede（2008）的文化维度可以测量许多国家中独特的、长期的和系统的文化特征，并被广泛应用于文化与人格研究中。

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问题

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不同文化间的比较；二是在同一文化内部，不同亚文化群体间的比较研究（周晓虹，1997）。前一种研究将处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同质化，关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之间人格的差异，如国民性格的研究；后一种研究则将同一文化中的不同个体的人格看作是异质的，并致力于同一文化内部人格的异质性或个体性（heterogeneity/individuality）。

尽管理解个体性和个体差异是人格心理学的基本任务，但在跨文化人格研究中，个体差异常常处于次要地位。如一项跨文化研究显示美国人在外向性上比日本人高，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美国人都外向而所有日本人就都内向。有研究者批评这种跨文化研究将文化同质化，并忽略了文化内部（intra-cultural）的变异（Oishi，2002）。

就文化影响人格而言，同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在人格上可能有某种一致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但在任何特定文化中，个体对文化的喜欢/不喜欢以及不同的内化会导致多样化的个体差异。Allport指出，个体主动地选择适合于自己气质、价值观和生活哲学的生活方式。他又进一步指出：“没有哪一个体是典型的或一般性文化模式的镜象（mirror-image），我们是被真实的文化而非被人类学家所提炼的文化概念所塑造的。”（Oishi，2004）

文化与人格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个体差异进行研究：（1）人格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探讨造成不同文化间人格差异的文化因素。（2）多群体潜类别分析（multigroup latent class analysis）方法可以更明确地刻画文化间和文化内的人格差异。潜类别分析可清楚地表明文化内的变异与文化间的变异同样存在，这就使得人格的跨文化研究避免将某一文化群体同质化和刻板化。（3）同时研究个体的内部心理过程差异和文化差异。如尽管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两个人体验到同样的积极情绪水平，但这种结果也还是由个体人格和文化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既要考虑个体在心境、自尊等个体内部变量上的差异，也要考虑文化差异。

14.1.3 文化与人格的作用机制问题

在早期文化与人格研究中，对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一般持循环论观点（钟年，1999）：养育制度塑造人格，个体的人格综合成群体人格或基本人格结构，再往上走才是文化，而文化又影响着养育制度。即，养育制度—人格—群体人格—文化—养育制度……随着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推进，人格心理学家对于人格与文化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文化影响人格的机制

Allport认为，不论个体的气质、需要和价值观如何，文化、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处情境对个体人格都有巨大影响。以Allport的观点为基础，Oishi（2004）提出了人格与文化的新Allport模型（如图14.1所示）。该模型包括以下动态过程：（1）个体的气质和生理状态能预先使个体以某种特定方式感觉、思考和行动，如图14.1中A所示。然而，这种心理倾向会受到诸如养育方式、情境、角色和文化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如图14.1中B所示。（2）个体对社会—文化需要的内化程度受其对这些需要的喜好及知觉影响，这些需要反过来又一定程度上由个体的气质和生理状态决定，如图14.1中C所示。因此，个体的情感、思维及行动同时是生物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函数。（3）经过一段时间后，个体观察自己的行为和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以形成自我概念和一种统一的人生哲学，如图14.1中D所示。自我概念反过来调节生物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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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人格与文化的新Allport模型

来源：Oishi，2004.

如图14.1中E、F分别所示，因此，许多个体力争获得并维持特定的自我概念。图14.1描绘了人格与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文化在限制或增强人格在行为上的表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个体的气质和人格限制了文化影响个体的程度以及个体对文化的选择性内化。

人格与文化的新Allport模型与Allport的观点相比，不同之处在于：Allport假定个体能有意识地控制绝大多数文化对其生活的影响，而新Allport模型认为，个人不能主动控制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即使个体主动使自己远离文化，仍可能会无意识地受其影响。

人格影响文化的机制

与前述观点相反，McCrae（2004）从特质论的角度提出，人格特质在总体上会影响文化。根据五因素人格理论（FFT），McCrae（2004）提出了一个人格系统的理论模型，如图14.2所示。由该模型可以看出，人格系统包括了生物因素、文化、特质、特征性适应（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和行为等成分，各成分之间相互作用。在此模型中，人格特质与文化并非直接相关，而是经由个体特征性适应和行为影响文化。特征性适应是人们为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而掌握的所有心理结构，包括知识、技能、态度、目标、社会角色、关系、图式、自我概念以及除人格特质以外的许多心理现象。由该模型可以看出，个体特征性适应、行为同时受人格特质与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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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五因素人格理论的人格系统模型

来源：McCrae，2004.

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模型从特质论视角阐述了人格作用于文化的机制，但它过于强调生物因素对人格特质的影响，忽视了环境尤其是文化对于人格的影响。其实，在此图示中，还应加上“特质”通过特征性适应影响“文化”，以及“文化”通过“特征性适应”塑造“特质”。该理论的提出者McCrae亦是五因素模型（FFM）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参见本书1.4“大五”结构与五因素模型，而McCrae为强调五因素人格特质的普遍性，提出人格特质能独立于文化而存在（Triandis & Suh，2002），这一点正是五因素模型招致诟病的主要原因，也是该模型的重要局限。

14.1.4 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心理学家对人格因素的日益重视，文化与人格研究必将得到发展。要想解决以上论及的几个问题，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应将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普遍性策略与特殊性策略有机结合起来。以普遍性策略为指导思想的特质心理学尽管将文化因素纳入自己的研究中，但其终极目的却是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超越文化影响的普遍性真理（叶浩生，2004），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困境。要走出困境，应真正考虑到文化、社会等因素对人格的影响。

第二，应将文化看作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的结果。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此外，在面对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时，不仅要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人格差异，还应考虑到同一文化内部存在的个体差异，避免将某种人格特质水平的描述归于某一群体中的所有成员。研究者对不同文化应持宽容的态度，在看到文化共同性的同时，还应看到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差异性。

第三，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上，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与人格之间起作用的中间机制。此外，文化与人格研究还应克服一些简单化的倾向，并真正应用交互作用的观点，充分考虑到文化与人格之间双向的、交互的和动态的影响作用。

第四，加强人格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叶浩生，2001），也会改善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应将实证方法和现象学的方法结合起来。还应吸收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并加强人格心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合作，以更好地促进人格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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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杨慧芳，郭永玉，钟年.（2007）.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心理学探新，27（1），3—8.撰稿人：杨慧芳。


14.2 孝文化与中国人人格形成的深层机制
 
[1]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是唯一在国土、语言和意识形态上保持其连续性和历史感的国家。谈到中国文化，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儒释道，而最后的重心定格于儒家文化。尽管佛教和道家在人生感悟和学术造诣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诚如陈寅恪所言，中国学术思想转不出佛道两家，但由于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为整个社会的运转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包括一套文本、一套言说和一套行为方式，儒家思想是思考中国社会的起点和轴心。其中，孝文化最能体现儒家思想对人际伦常关系的规范。自五四以来，对待孝文化有三种态度。一是彻底的批判，如鲁迅、胡适和陈独秀等，他们认为孝文化是十足的奴才文化，它所设定的种种规范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枷锁，培养出来的子民都是些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二是有保留的批判，如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和牟宗三等，认为中国往圣之学，最先为孝悌（钱穆，2005，p.76）；梁漱溟则认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他把孝作为中国文化的第十三条特征（梁漱溟，1988，p.223）。三是积极赞扬，如海外学者杜维明，他从一种非常具体的父子关系来评价孝文化，认为父子关系意味着一种强迫、限制和支配，然而，它通过这种强迫、限制和支配的力量，同时又为父亲和儿子的自我修养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手段（杜维明，1991，p.123）。

杨国枢（2004，pp.197-321）认为，传统的中国不仅以农立国，而且以孝立国，这两点有效地概括了中国的文化特征，他把孝作为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之一。以杨国枢为代表的学者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孝道的概念、内涵提出了一套理论框架，将孝道视为子女以父母为主要对象的一套社会态度与行为的组合，分析了孝道态度与孝道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孝道的认知结构与发展，并制定了孝道认知量表（FC）、孝道意愿量表（FI）、孝道行为量表（FB）和孝道感情量表（FA）。然而，孝并非作为单一因素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纽带而存在的，它连接了政治、经济、民俗、信念等诸多领域，当人们将孝行为从个人或家庭提升、扩展到社会、国家范围内，并逐渐形成观念甚至信仰层面的东西时，它就成为一种文化（卢黄熙，郭继民，2006）。人格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核心分支，以整个人为研究单位，人生活于文化中，研究人格就必然关联到人所处的文化环境。把某一特定文化与人格关联起来有助于重新思考并扩大人格的研究范围（Markus，2004）。

孝文化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孝文化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意识形态，必然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民德、民风和民俗中留下深刻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它不但作为内在机理深刻影响着现实的制度设计，也作为外在规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马尽举，2003）。Allport认为人格是个人对文化环境的一种独特的适应机制（Nicholson，1998）。作为文化产物的人格，必定与文化存在着同源性和契合性，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必定造成中西人格的巨大鸿沟（刘同辉，2008），正如苹果树上只能结出苹果，而桃树上只能结出桃子一样。因此不难看出孝文化与人格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14.2.1 孝文化的解读

孝文化存在的合理性

儒家文化的实质是孝文化，孝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两方面的作用：上级如何规范下级，下级如何服从上级，体现了上级对下级的压迫、强制和命令。而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保持顽强的生命力，理由如下：

其一，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一种合理的社会养老制度，父母年老之后，必须依靠儿女的奉养才能活下去，不难看出，孝文化根植于最为基础的生存困境，所以人们普遍赞成并推崇这种文化。

其二，如果儿女遵从父母的规劝、下级遵从上级和命令，达到社会对德性的要求，就可以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并进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可以走上仕途（古代从官的途径有三：世代封爵，学而优则仕，举孝廉）。“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孝经》）十三经中的《孝经》不足三千字，通俗易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礼记》里也多次讲到《孝经》，这些言说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人们对这套言说习以为常，作为长辈和上级的父母和官方政府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奖励来强化人们的孝行为，惩罚不孝行为。

其三，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并存，作为隐形的边缘文化，这二者是孝文化得以存在的一种外部力量，为那些对孝文化失去希望和对人生失去信念的人提供某种意义上的归宿，从而平息了他们内心的不满、愤怒和忧伤。

孝文化的心理学解读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围绕“仁”，孔子认为还有“孝、忠、义、恕、直、恭、谦”等德目，孟子则认为有“义、礼、智、信”等概念。“仁”这个概念带有形而上的色彩，而“孝”则比较具体。对人民实施仁政，对君王尽忠，对父母行孝，对朋友有义，“仁、义、忠”和“孝”虽然是不同的提法，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其中的核心仍然是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孝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长；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论语·告子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封建社会的中国家国同构，忠孝同构，孝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子女与父母之间亲情关系的狭义范围而进入广阔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孝与不孝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社会共同关注的伦理事务。

尽管孝不限于个人和家庭的范畴，但父母与子女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是不可抹煞的。有诗怀念父母的养育劳苦：“棘心天天，母氏劬劳，有子七人，母氏劳苦。”（《诗经·风·召南·凯风》）“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诗经·雅·谷风之什·蓼莪》）有诗记载母亲对游子的牵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王维，《游子吟》）也有诗叙述自己对亲人的思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孟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血缘构筑了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自觉，血缘关系已经超出生物种属性质，带有普遍和长久的社会涵义。正由于血亲的巨大影响力，移孝作忠在封建社会屡试不爽。更重要的一层是，古代中国推崇德性，有德性就是有道德，而有道德才可以治理国家。“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德性的标准不是书是否读得多、读得好，而在于是否对父母行孝、对君王尽忠。

孝文化对孝的主体和对象是有讲究的，主体是指孝行为的发动者，即谁去行孝，一般是子代、臣子、下属；对象是指孝行为的接收者，即向谁行孝，一般是父代、君王、上级。主体和对象视情境而定，一位父亲在家中是被孝的对象，而在君王面前则成了施孝者，长子在父亲面前行孝，他可能在弟弟们那里逞一点小大人的威风。人们首先关注的焦点不是个人的特质和能力，而是他属于哪个层次、级别、地位以及名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情境和情境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认知特点，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格适应机制，使个体对情境保持觉醒的状态，适时调整自己的身心反应和行为方式，使之与文化的期望相匹配，并消除人际之间的隔阂。

关于孝不仅有一套系统的言论，而且还有一套相当严格的规范，这套规范从各个方面控制着个体。

言语和行为方面，强调不多言，但有问必答，对长辈毕恭毕敬，而且要保证肉身的安全，不做危险之事。“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止；恒言不称老。”“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不登高，不临渊。”“先生与之对，则对；不与之对，则趋而退。”（《礼记·曲礼上》）“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孝经·纪孝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衣着表情方面，强调严肃、端庄、和悦。“不苟訾，不苟笑”，“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正尔容，听必恭”（《礼记·曲礼上》）。“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礼记·祭义》）

情感方面，强调对父母有尊敬之情。“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受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孝经·天子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通；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经·士章》）“生事爱敬，死事哀戚”，“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孝经·哀亲章》）。

14.2.2 孝文化对中国人具体人格特征的影响

不难看出，这些规定极大地限定了个体身体和心灵两方面的自由。在儒家经典中，根本不能看到有关“自由”的信息和表达。正是由于这些言论和由之规定的行为准则牢牢地把人带入现实世界。孝文化下面的孝分两层：第一为底限，爱护身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其一，个人失去了自主行动的自由，其身体不是属于“我”的，而是为父母延续生命的活力；其二，发型、服饰和行为规范都由社会礼仪来规定，不遵从这些规范，则会被指责为逾越了礼节，视为不孝。第二为上限，“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经·开宗明义》）。个人失去了找寻并追求自己人生理想的自由，人生的道路由父母来指定，儿女是父母名垂千古的途径或工具。作为宏观样态存在的孝文化，其核心要素是抑制，即抑制个体的自发性、创造性和情绪表达，其突出表现特征是对个体的言行甚至意图加以限制。孝文化不仅影响到中国人的整体表现特征，即国民性问题，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制约个人具体的人格特征的形成。人格领域强调个体的独特性，下面根据特质理论，以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和开放性为例来探讨孝文化与中国人具体人格特征之间的关联。

第一，情绪稳定性。英文中情绪一词是emotion，“e”是导出来，“motion”作为一种波动的状态，“emotion”即表示把内心的状态加以表达。而孝文化强调“喜怒不露声色”，时刻注意不要表现出太过激的情绪，不能表现得太高兴，也不能表现得太悲伤，更不能表现得太愤怒，总之要对自己的情绪作“中性化”和“中庸”的处理。“愤青”一词的贬义色彩显而易见，所谓“宠辱不惊”，“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既可以理解为淡泊的处世态度，换一种视角，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文化语境下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反应选择。因而在情绪稳定性上，表面上看起来中国人的稳定性较好，实质上个体需要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内心的波动。

第二，外向性。外向性的特质主要包括好社交，活泼好动，寻求刺激，好冒险等等；内向性的特质则包括较安静，好反省，谨慎，深思熟虑，不喜欢充满偶然性和冒险性的生活。相比较于西方人，中国人显得内向，不太热爱公共空间的社交活动，《老子》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主张冒险活动，“不登高，不临渊”；主张内省，“吾日三省吾身”等等。这些外在的规定确实使得中国人趋于沉静内敛。

第三，开放性。开放性表现为对经验保持敏感和好奇的态度，乐于探索环境和自我，兴趣广泛和富于创造力。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天人不分”和“物我两相忘”的状态，强调“自然”，因而无所谓探索，即不需要探索，只需要感受即可。孝文化强力限制个体的自主言行和冒险行动，同样限制个体内心生发的新奇思想，久而久之，个体会主动放弃并否认原发性的新念头，并逐渐丧失产生新念头的意愿、习惯和能力，表现为低开放性和创造力不足。

14.2.3 孝文化影响人格形成的机制

目前的家庭结构与古代封建社会差别很大：中国古代实施的是一夫多妻制，妻子的生育一般又不加限制，故一位父亲可以拥有若干子女，而现在施行一夫一妻制，外加计划生育，故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后代。孝文化作为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不会由于几次革命就淡出舞台，相反，它会通过不同的形式作用于具体个人的人格形成。在封建社会中属于典型的子代任务畸重，而目前的趋势则变成了父代任务畸重。在子代面临竞争生存的重压之下，父代潜意识中余留的父以子贵、子代有光宗耀祖义务的观念顽强地发挥作用（马尽举，2003）。这种孝道理论通过具体情境下的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体现出来。

教养方式

教养方式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和期望，是父母对子女单方面的要求。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在家庭生活中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孩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行为倾向，是父母传达给子女的态度以及从父母的行为中所表达出的情感气氛的集合体。父母的教养行为包括父母履行其职责的专门的目标定向的行为和非目标定向的教养行为，诸如姿势、手势、语调的变化或是情绪的自然流露（Darling & Steinberg，1993）。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父母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大富大贵，当大官，成为科学家和艺术家之类，而没有去想孩子是否意愿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兴趣何在，他的志向何在。这种对待儿童的态度与西方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存在根本上的不同。西方父母尊重儿童的个人兴趣、个性和表达。反映在学术领域上，中国学者倾向研究教学方法、课堂设计以及学生的认知和性格特点，而西方研究者倾向于研究孩子的社交能力、自我认同和同伴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反映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偏重填鸭式教学，不注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喜好，而西方偏重创造性教学和启发法，鼓励学生形成相关问题的独特表征，并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中国父母特别看重子女的学习成绩，这里面有深重的文化渊源。一方面，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说法，认为学业突出是个人获得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读好书意味着书香门第，同样可以光耀门楣，为父母和祖上添光。当孩子成绩好时，大多数父母觉得“有面子”，而当孩子成绩不好时，会认为“脸上无光”，别人问起孩子的成绩时觉得尴尬。这种态度同样会影响孩子的自我知觉，当自己获得好成绩时，受到老师的赞扬、同学的羡慕和父母的嘉奖会形成高自我效能感和自信等人格特征，反之，则可能形成自卑、胆怯等人格特征。有研究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教养关系和儿童社交能力之间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主型教养方式与儿童的社交能力呈正相关，而专制型和溺爱型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社交能力呈负相关（Xu，2008）。有研究表明父母采用拒绝、训斥等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儿童形成焦虑、抑郁、冲动等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相关（Roelofs，Meesters，Bamelis，& Muris，2006）。

亲子关系

人们往往用宏大叙事方式，把孝文化的长期存在归结为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问题，而没有深入到更为具体的亲子关系的研究（马尽举，2003）。亲子关系探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方式，这种互动方式会影响到子女人格的形成。儿童的基本信任从与父母之间的亲密联系中发展而来（Jaffari-Bimmel，Juffer，van IJzendoorn，Bakermans-Kranenburg，& Mooijaart，2006）。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的适应行为是早期适应模式和当前经验的结果，早期依恋模式不仅会影响个体后来的社会性发展，还会在长期的重建中修正工作模型（working modles）（Sroufe，2000），这些工作模型适应相应的情境，不同的情境对应不同的言语、态度和行为表现。近年来，研究者对父母人格影响亲子关系的方式很感兴趣（Kochanska，Friesenborg，Lange，& Martel，2004），其基本的研究范式是寻求父母的人格特质与亲子关系之间的相关程度，一般在用“大五”人格量表、EPQ人格问卷或16PF人格量表测量父母的特质。有研究表明当儿童在正性情绪量表上得分较低，而在负性情绪量表上得分较高时，亲子关系比较糟糕，儿童体验到的幸福感较少；该研究还表明比较富于孩子气且有工作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为积极（Belsky，Jaffee，Caspi，Moffitt，& Silva，2003），即当父母能够用儿童的视角看问题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则比较融洽。

中国的父母一向比较严肃，往往喜欢教训批评子女，子女与父母之间是一种要求与被要求的关系，导致个体在父母面前容易失去主见和创造性，甚至会出现失语的状态。严格要求的背后是父代对子代深切的希冀，希望子代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子代身上实现自己未曾完成的理想。这使得亲子关系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自然亲情驱使二者亲密有加，而社会竞争和父代无意识的投射又使二者的关系变得紧张。

14.2.4 未解决的问题

有关孝文化和人格之间的研究并不多见，要想形成本土化的研究范式和合乎规范的话语表达，还需要深入探讨并澄清以下问题。

首先，西方研究者探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一般把文化分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二者各自的特征比较如下：第一，前者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而后者强调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第二，前者强调选择的自由和个人的需要，后者强调义务、他人的需要和对命运的接受；第三，前者看重情绪的表达，后者重视对文化所规定的行为方式的遵从（Schimmack，Radhakrishnan，Oishi，Dzokoto，& Ahadi，2002）。也就是说，个体主义文化倾向于发展个人的自主性、独特性和自由意志，在这种文化中，个人的需要、愿望和目标高于集体；相反，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于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个人会由于共同的利益要求和团体的压力去牺牲自己的需要和目标。有学者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一对概念具有过高的包容度，从而失去解释效用（Suh，Diener，Oishi，& Triandis，1998）。虽然孝文化体现了集体主义文化的许多特征（culture-general），西方研究者也不谋而合地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划分为集体主义文化的范畴，但是孝文化的存在具有其独特的语境，故存在不同于一般集体主义文化的特征（culture-specific）。第一，该文化下的个体之间是以亲人和师友为展开的亲疏关系，并没有一个超于现实的法则来调配人们的关系；第二，孝文化重视人们之间的等级关系，处于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将中国孝文化简单地处理为集体主义文化是一种“强制一致性策略”，这种话语霸权下的研究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揭示一种文化的本质和这种文化对人格形成的独特影响。

其次，人与情境两种视角的研究困境。这两种视角的根源出于人性观的根本差异：前者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在情境中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并相应承担责任，而后者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微乎其微。人格心理学的建立以Allport的特质理论为基础，认为特质决定个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一致性，由Allport开创的特质学派一直持续地影响学院派的人格研究。然而，人格研究的发展正不断地挑战着人—情境二元分裂的局面（Kammrath，Mendoza-Denton，& Mischel，2005）。单纯从特质的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个体行为，也就是说，人与情境的相互作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Mischel，2004）。细化孝文化下的情境特征与个体的人格特质则能更有效地预测并解释其行为。当面临某一特定情境时，个体会知觉并评价这一情境，情境中存在哪些人，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与自己的关系如何，谁在此人群中最有影响力和决定权，谁比较无足轻重，这些情境会激活个体的认知、情感和动机，进而影响具体的行为表现，或趋近某人，或疏远某人。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知觉和评价体现了情境与特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最后，孝文化对父代和子代的双向羁绊。自五四以来受到批判的孝文化并没有得到解构，相反，父代和子代的任务变得更加沉重。纵向来看，个体年幼的时候，要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并承受来自老师、家长和同学多方面的压力，成年之后，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还要督促子女的成长，年老之后，有可能还要继续支持子代的和孙代的看护任务。横向来看，作为父代，关于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唯一的子女身上，因而只有最大限度地帮助子代，才会无愧于心，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而作为子代，承担了来自父代的全部期望，只有与同侪齐头并进，才不会“辱没门庭”，二者之间相互牵绊的结果是双方都难以实现解放。只有深入了解孝文化的实质，才有可能更好地处理代际关系。




 [1]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刘超，郭永玉.（2009）.孝文化与中国人人格形成的深层机制.心理学探新，29（5），7—12.撰稿人：刘超。


14.3 叙事：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
 
[1]



1986年，心理学家Sarbin在其主编的论文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故事性》中第一次提出了“叙事心理学”的概念。书中集中探讨的一个观点就是：故事是修整经验和指引判断与行为的基础（Lee，1994），而该书更是提出了用叙事范式代替传统实证范式的主张，因此该书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叙事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口述史学，简单地说就是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则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庞玉洁，1998）。那么，口述历史和叙事心理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回答上面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来做个拆字游戏。“历史”是什么呢？英文就是“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tory”，即“你好，故事”。而对故事的问候和描述就是叙事（narrative）。这不是巧合，其实历史知识恰恰具有叙事的结构，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建立在叙事文本的基础之上的。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也都相信叙事是一种完全有效地再现历史事件的模式，甚至是为历史事件提供解释的有效模式。正如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White，2003，p.127）。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的研究方法。

可见，作为心理学和历史学两大领域共同采用的一种研究范式，“叙事”的推出不仅促进了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在各自领域内的兴起，更通过“叙事”自身的特点与功能，搭起了叙事心理学与口述历史彼此连接的桥梁。但是在严谨的学术领域中，讲“故事”无疑是带有平民特色和田野操作特点的，那么“叙事”到底是如何引领叙事心理学、口述历史分别走进心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进而搭建起二者之间连接的桥梁呢？而连接后的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之间只是泛泛之交，还是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呢？本节接下来将试图就叙事、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出解答与探讨。

14.3.1 叙事的推出

实证主义作为传统范式的霸权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在探索自然规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推进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于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都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一切问题也都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迎刃而解。这种认为只有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深深地渗入到了历史学领域以及当时才诞生不久，正试图通过效仿自然科学从而确立自己学科地位的心理学领域。

实证主义思潮的渗入使史学家坚信，只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史料，研究史实，并以严格的科学逻辑进行考证，就可以获得确凿的历史事实，从而客观地再现往事。“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就是由科学史学之父、德国史学家Ranke正式提出的。Ranke不仅把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甚至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那些“曾经目击其事的人”所记载的文献史料中，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在Ranke学派的影响下，文献考证成了19世纪西方职业史学家训练的中心内容。而传统的口述回忆，因其是一种有确定目的的有意回忆，不符合Ranke所谓的“纯客观”的原则，必然会随着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庞玉洁，1998）。

而心理学采纳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意味着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经典自然科学的基础假设是决定论、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和元素论的观点。叶浩生（2006，pp.1-22）具体分析了这些基础假设在心理学中的表现：

以“任何自然现象都处在因果关系中”为假设的决定论原则贯穿于心理学中，使得“寻找心理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成为了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最典型的贯彻者就是行为主义学派，他们力图从环境刺激中寻找特定行为的决定因素，以便为预测和控制行为服务。现代心理学又以各种形式承袭了还原论的原则，或者把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原为计算机的符号操作过程，又或者把复杂的社会行为还原到更为简单的基因水平上去解释。秉持机械唯物论观点的心理学家更是把人当作“机器”或是“自动机”，想要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控制人的行为。而心理学家在接纳了元素论基础假设后，便力图寻求心理或行为的元素，进而确定心理元素或行为元素的结构和组合规律。在那个理性至上的时期，以在自然条件下关注人们内心真实体验为研究理念的质化研究自然是被排斥在心理学“科学”的大门之外了。

后现代思潮的挑战

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质疑实证主义的霸权。实证主义研究的物理世界是逻辑的、规律的，有因果关系可循，可以采取统一的模式。但是，历史学和心理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历史和人是复杂的、多元化的，虽然有时像物理世界一样，但更多时候往往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无规律可循，因此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统一的模式。于是，在20世纪中叶，针对长期以来居于霸主地位的科学主义，隐含着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趋向的后现代思潮开始兴盛。而后现代思潮的核心就是：科学知识并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科学主义崇尚的观察中，也存在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互动，观察对象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存在；真理依赖具体的语境而存在，因此不能够用任何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郭贵春，1998，p.3）。Pepper在其1942年出版的《世界的假设》一书中描述了四种世界的假设或纯哲学立场：形式论（formism）、机械论（mechanism）、机体论（organicism）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前三种作为科学主义的基础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后，语境论逐渐崭露头角。因为语境论主张任何一种现象的理解都离不开事件发生当时的历史背景，力求设身处地、历史性地理解语言、心理、行为等各种社会现象，反对任何所谓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叙事心理学之父Sarbin认为，语境论的世界观更加适于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应该“能够为人类科学提供更加合适的指引”（Lee，1994）。小到个人，大到整个历史，其实都“不是由逻辑或理性所确定的，而是由语言的迂回曲折所确定的。虽然我们可能相信自己是语言的驾驭者，但更合适的说法是语言驾驭着我们”。所以，语言不仅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抽象工具，它更多地用于建构自我和世界，并因此使事件发生（Crossley，2000）。

随着Ranke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日益减少，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登上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尤其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以Tosh和Joyner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当代口述史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以往史学家到档案库中去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献，试图客观地再现往事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口述史料与所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史料一样，只是历史认识的“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而不是“直接客体”或“原本客体”。所以，从档案库转到现实生活，从查找原始文献转到与被访者互动，叙事这种田野工作开始越来越受到口述史学的重视。

另一方面，当哲学领域轰轰烈烈的后现代思潮超越其探究世界图景的领地而延伸到探究人的内部世界的心理学，并不断摇撼着科学主义在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时，一种新的心理学范式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新的范式就是叙事，叙事的平民思维和话语方式也开始作为常客被推上心理学研究的大雅之堂了（施铁如，2003）。

14.3.2 心理学与历史学的连结

什么是叙事

关于叙事（narrative），比较清楚的一种表述是，“叙事是为了‘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相应地，“叙事研究是指任何使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叙事方法可以视为对现存的实验、调查、观察和其他传统方法的补充，或作为这些“贫瘠”的研究工具外的另外选择（Lieblich，Tuval-Mashiach，& Zilber，1998）。

说到叙事，一个与叙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又为我们所熟知的词便是“故事”。从孩提时代开始，故事便伴随我们的成长。多数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往往更离不开口头的方式来编织，特别是在读写尚不普及的年代，这种口耳相传式的文化活动便显得尤其重要。故事的编织一方面提供了帮助人们保留那些对人类社会生活有重要性的信息的方法，另一方面提供了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并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于是我们在故事中认识世界，分辨美丑善恶，了解对和错的道德抉择，而法律、传统、历史也在这种讲故事中得以保存和流传。所以有研究者（Coles，1989；Howard，1989；Linde，1993；Vitz，1990）很通俗形象地把“故事”比喻成为一个“整理箱”（package），其中有条理地存放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信息。而抽取这些信息，即叙事，是一种表达自我和将自己内心世界展现给他人的最基本方式。人类学家Bruner（1986）更是提出了叙事思维
 （narrative mode of thought）这一概念来说明人们是通过故事来筛选和理解自身经验的。叙事，一种人类天生就被赋予的能力，也恰恰正是我们区别于野兽和机器的地方（McAdams，2009）。

而叙事心理学便是主张对人们的生活故事进行研究，在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叙述中了解自我，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解释昨天的我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今天的我又是怎样成为明天期盼的我。叙事人格领域的集大成者McAdams更是在自己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理论中提出了人生故事（life story）的概念，一个由重构的过去、感知的现在、期盼的未来整合而成的内化的、发展的自我叙事，更提出是个体和文化共同创造了人生故事，并把人生故事作为解释人格的最高水平。相对于倾向性特质（dispositional trait）、个人关注（personal concern），“人生故事”是理解人格最全面且丰富的一种角度。

而这也算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通过“叙事”本身定义中内含的“故事”概念建立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叙事的时间本质

Carr（1986）认为，叙事不仅是人们描述事件的方式，其叙事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叙事和故事的定义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二者都有时间这一重要维度。叙事是在时间维度上使事件之间产生联系。难怪有学者会说，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而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才变得形象和具体可感的，正是叙事让我们真正找回了失去的时间（龙迪勇，2000）。历史也是对失去时间的寻找。实在的历史世界虽然是由各种坚硬的事实所构成，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自动地就构成为故事，历史的实在乃是本身并不具有形式的一片混沌。是叙事结构中的时间之线把古往之事的碎片连结起来，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时间作为稍纵即逝的东西，在能被我们经验或语言捕捉的每一当下都是现在，而它在本质上却又不在当下，而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绵延。叙事表现时间流中的人生经验，展示的是一个延绵不断的经验流中的人生本质（周建漳，2005，pp.23-29）。正如Sarbin在其1983年春发表的论文《叙事是心理学的根比喻》中所说，叙事与历史是相通的，它们是同一块布上裁下的料，因为二者都强烈地依赖时间结构：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可见，二者是交叠的。

叙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纪实与虚构。前者主要以实录的形式记述事件，从而挽留和凝固时间；后者则主要以虚拟的形式创造事件，从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保存甚至创造时间。表现在文本形态上，前者主要以历史、传记、自传、回忆录或新闻报道的形式存在；后者则主要以小说、戏剧、电影或电视剧本的形式存在（2005，pp.23-29）。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社会学教授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这在心理学，特别是叙事心理学的研究中，则属于常用的访谈法。因此，口述个人历史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以访谈的方式建构自传。这种自传就是口述自传，口述自传也就和口述历史融为一体了（施铁如，2010）。

叙事的记忆中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Beeker（1999，p.567）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口述历史是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口述历史正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所以有人认为“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Ritchie，2006，pp.16-22）。

但是，记忆过程却具有高度复杂性，它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记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零星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和构念。即使在最基本的机械重复的情况下，记忆也很难达到正确无误，而且记忆成为这个样子也是正常之举。”（Bartlett，1998，p.279）于是在口述自传的过程中，人生故事（life story）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人生剧本，讲述者与听众分享着经验，通过时间和事件产生联系。故事不可能像录音带那样可以客观地反复重播过去，因为故事包含更多的不是具体事实而是实在意义。在对过去主观而修饰性地描述中，历史往往是重构的（McAdams，2009）。因此，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讲，可以说一切叙事，包括之前谈到的纪实的叙事方式也都是虚构的。难怪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Croce会在其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充满洞见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重建与构念”。如果说人民大众是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那么他们更是历史故事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和记忆打交道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经验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在心理学领域中，就有专门针对记忆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试图从记忆过程的编码、存储和提取三个方面来说明记忆的不可靠，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历史叙事的重构性。

首先，事件进入经历者的意识，也就是记忆过程最初的编码阶段时，往往进行的是选择性加工。因为在如今繁杂的信息社会中，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件事情，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人格特质、动机、社会地位等的不同来选择性地加工信息。就是说，人们总是从个体的角度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或情境赋予事件以意义。例如有位口述史家研究得克萨斯州的一些教师，他们曾经将学校的规模从一间教室扩展、整合成现代校区制的小学。（此处“整合”所指的是1960年代以后，美国各级学校由种族隔离的黑白分校转变到黑白合校的过程。）他发现白人教师们对于种族隔离与整合过程的细节几乎什么也没说。在他们的记忆里，对于黑人、拉丁裔和残障学生一直都是“视而不见”的。相对地，社会地位的不同，促使黑人教师清楚地记得整合时的那段日子，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同时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Manning，1990）。处在事情核心的当事者能够完整地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位居边缘的人则可能比较能够看出主要当事者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一开始加工的信息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有偏差，回忆时难免就会扭曲。

其次，加工后关于事件的经验在记忆中存储时，会不断受到以后其他信息以及经历者个人情感态度的作用而发生意义的重构，即心理学中提到有关记忆遗忘的消退说或是干扰说。例如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不断吸收、消化眼前的信息，距离最新的头条新闻时间越远的事，就越不会想到。以前意义非凡的消息，经过后续发生的事情的对比，便相形见绌，变得不重要或毫无意义了，自然也就被大脑过滤掉。而另一方面，人们是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所做的决定和行为的，往往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当然，记忆也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生变化。当年口述史学家Halbwachs便曾对那些在实验室内挖空心思检验个人记忆的科学家们讲到：“忘记个人吧，任何对个人记忆之缘起的讨论必须放在宗族、社区、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国家的互动之网中来解释，家庭记忆并非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大杂烩或拼贴画，而是过去的集体再现形式，换句话说，记忆是一种社会结构。”（杨念群，1997）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三者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个体记忆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循环之中建构自身，因而叙述者的记忆本身更多的是在叙述着其集体共同意识的声音（陈献光，2003）。

最后，研究者在对经历者调查访问时，其重构历史的意图会影响经历者经验提取和叙说的角度。最明显的就是记忆的怀旧情绪，会让历史因为回顾与联想而变得膨胀失真。许多受访者会谈论自己一生的痛苦、失望、落寞与损失，但有的人则有意或无意地规避透露任何负面的往事，甚至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根本重写自己的历史。此外，人们的回忆也会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例如，研究者（李然，2012）对一位老科学家进行人生故事的叙事研究，其在回忆自己人生故事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学业成就，即早期童年的学习成绩时，便出现了记忆提取偏差的现象。在1951年6月的自传中老科学家回忆到自己小学学业成绩是“五年中连续拿了四年的第一”；后来在其1956年1月的自传中，提到小学时期“连拿了几年的第一名”；而在2010年9月研究者对97岁的老科学家进行采访时，其回忆为“每年都是头榜，六次第一名”。因为重点是落在“老科学家”身份的口述访谈，虽然这只是细微的偏差，却也反映了在记忆提取过程中，回忆者会根据访谈目标和内容，倾向于将过去的自我进行适当地修饰与完善。这恰恰也说明了人们的许多记忆存在将历史和现实相协调或以记忆服务于现实的现象。

既然记忆这么不可靠，那么为什么以记忆为中介的叙事可以在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得到重视呢？也就是说，虽然通过“叙事”本身定义中内含的“故事”概念，叙事的时间本质和叙事的记忆中介搭起了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桥梁，但是这座桥梁是否足够坚固，以促使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成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忘年之交呢？

14.3.3 叙事的深度联结功能

叙事对意识的揭示

McAdams（1996）认为人生故事就是社会心理的构建。也就意味着，虽然故事是由人来讲述和组织，但是故事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自我（narrative identity）的形式由文化所决定的。事实上，是讲述者在通过文化塑造着自我（McAdams，1996a）。宗教传统、政治结构、性别、社会阶层、信仰、价值观等这些个体根植于其中的复杂文化背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叙事（Franz & Stewart，1994；Gregg，2006；Hammack，2006，2008；McAdams，2006）。而叙事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手段，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叙事性理解，历史上人类生活的无限多样化、深度和史诗般的广度才能被意识所掌握。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意识模式，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叙事心理学要通过对人们作为符号（包括语言）存在的精神与行为产物的研究，揭示人们的意识状态、特点（施铁如，2010）。

而对于叙事的中介——记忆，其感情色彩往往并不是完全排斥历史事实，它们也承担着一定的文化涵义和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内容。近几年，心理学家们通过对生活在东亚和北美的居民的对比研究，发现了在自传式记忆和自我建构二者之间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存在的巨大差异。例如，相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成年者，北美成年者开始记事的年龄普遍偏小，而且关于童年期的记忆也更具体，尤其更多关注个人经历，谈及事件中的个人角色和情绪，普遍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相反，中国成年者更多地是回忆社会和历史事件，而在回忆叙事中更多谈及的是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他人（Leichtman，Wang，& Pillemer；2003；Wang & Conway，2004）。东方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关于自我的意识更多地是依赖于他人而建构起来的，因为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如何做好一个听众而不是一个只谈论自己的演说家，所以在自我的叙事中自然是要首先考虑他人和社会背景。

而记忆的不可靠性也正是客观存在的心理规律的反应。例如前面谈到的老科学家在回忆时出现的记忆偏差。这种记忆的前后出入，恰恰也是一种真实而重要的心理现象，可以反映出主人公晚年时期的记忆和心理特点，即在进行自我整合的时候，老年人往往会更倾向于将过去的自我进行修饰与完善，进而增强自我认同感，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

英国口述史家Thomson（1998）也明确提出，对历史的分析和重构而言，不可靠的记忆恰恰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民俗学者Portelli在意大利特尔尼（Terni）镇工厂做访谈时，就注意到被访问者对工人Trastulli之死的日子存在误记现象。1949年，为了抗议意大利政府加入北美协议组织，钢厂工人走出工厂参加了共产主义领导者组织的集会。21岁的钢厂工人Trastulli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不幸丧生。但是当地的人们却把他当作是死于1953年大批钢厂工人被解雇的街头巷战中（Ritchie，2006，pp.16-22）。Portelli认为，这个错误的记忆对于理解这些事件对个体和工人阶级团体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因为社群不能接受Trastulli的死只是偶然的枪杀而忽略了政治主题。

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不是事件的消极储存器，而是意义创造的积极进程（Portelli，1979）。

Tosh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它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Tosh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庞玉洁，1998）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特别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时，口述历史这种对心理层面的问候，终于拉近了与后来出现的叙事心理学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了血缘关系。

叙事对自我的整合

很多学者和科学家都已明确表示，叙事最主要的心理学功能就是整合（integration）与治疗（healing）。故事可以统和、治愈我们破碎和受伤的心灵，帮助我们应对危机和释放压力，甚至可以促使我们走向心灵的成熟，达到自我实现（McAdams，2009）。而人类天生地就是故事的叙说者（Lieblich，1998），所以“我们生活于一个故事塑造的世界”（Sarbin，1998）。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也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life story）要讲。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更是喜欢回忆和谈论过去。新闻记者Henry Fairlie晚年时就曾表示：“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人的记忆就像一间堆得满满的阁楼可以供他翻检折腾；一场流转不停的华丽生命检阅让他细细观赏。”

在口述个人历史中，讲故事的是“我”，故事的主人公是“我”（Me），这两个“我”都是自我中的不同侧面。自我可以拥有多个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身份和角色则可以各自拥有独特的观点，甚至以对话的形式交互作用（Huber & Bonarius，1991）。当一个人在讲自己的人生故事时，是“主体我”以“客体我”为主人公来构造故事，也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审视和反思。McAdams在其提出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中则把“主体我”看作是从经验中建构自我的基本过程，“客体我”就是自我建构过程中最主要的结果。人们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具有统一性和目的性，就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要使“客体我”具有同一性。只有个体整合了所扮演的角色，融合了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和技能，并组织起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意义的短暂模式时，个体才有可能建构这种同一性，才能将自己与他人的相似和不同区别开来，并清楚明白地界定自我（McAdams，1988）。

根据Erikson（1963）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老年期充满了自我整合对绝望的斗争。那么如何通过叙事的研究方法来对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呢？于是有研究者（Torges，Stewart，& Duncan，2009）在McAdams等（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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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出的对人生故事的主题进行编码的方法基础上，发展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整合任务的主题分类和编码。

研究者认为自我整合到绝望是一个连续体，中间还应包括近绝望（near despair）、挣扎（struggle）、近自我整合（near ego integrity）三个过渡状态，且每个类别下包含不同子类别。

表14.1 整合任务编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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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orges，Stewart，& Duncan，2009.

通过表内关于自我整合任务的主题分析，叙事的另一个心理学功能——“治疗”，也通过要引导人们在人生故事的叙述中整合自我体现了出来。

达到较高自我整合水平的人，叙述的人生故事更符合McAdams（2006）提到的一种故事类型：赎回自我（redemptive self）。讲述者往往会从痛苦的经历中获得成长和提升，显示了一种赎回式叙述方式，即赎回序列（Redemption Sequences）。而这种成长和提升具体会在三个方面有所体现。首先是个人能量的提升（Enhanced agency），即建立自信，提升自我效能，深化自我洞察，强化自我认同，完善自我概念，这很接近“近自我整合”下的整合、综合的理解、开放等三个子类别的概念。其次是交流的提升（Enhanced communion），即爱他人，包括恋人、朋友、家人等，这很符合“近自我整合”下的友爱的概念。最后是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让主角直面死亡、上帝，或者涉及信仰、人生哲学，触及灵魂的人生故事，这便是自我整合概念下的平和与坦然。

研究发现，赎回序列和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显著相关的。以赎回序列的模式讲述过去的困难和挑战，说明他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的人生信条，在逆境中不断寻求进步，并且永远充满希望。因此采取这种叙事策略，秉持这种人生解读的人往往会有更强的幸福感以及良好的社会心理功效（Aldwin，Sutton，& Lachman，1996）。

另一方面，近年来，口述历史引起心理治疗领域瞩目的一个发展便是针对老年人的怀旧疗法，也称回忆疗法，是以过去事件、感觉、想法去促进愉悦、提升生活品质及环境适应，达到调试行为的目的。它引导老人说出人生故事（life story）来组织、统整个人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帮助老人觉察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同时由此重新探索生命中重要及有意义的事件（施铁如，2010）。尤其将过往负性生活事件转换成具有连贯性的人生故事，会进一步促使当事人省察与明晰对这些事件或情境的内在感受或冲突，并领悟事件意义，有助于解决个人的冲突及对自我的了解，增加自我认同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Pennebaker，Mehl & Niederhoffer，2003）。因此，缅怀过去、叙说自己的故事便成为了老年人在发展迅速、变幻不定的世界里保持良好自我感受的一种重要方式。

后现代思潮对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霸主地位的挑战，引起了“叙事革命”。叙事的推出不仅促进了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的发展，同时通过叙事本身定义中内含的“故事”概念，叙事的时间本质和记忆中介搭起了心理学与历史学连结的桥梁，更通过对历史意识的揭示以及对人生故事、口述历史怀旧治疗中自我的统整加固着这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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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和平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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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peace）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自心理学成立以来，战争与和平就成为心理学家积极关注的重要内容（Wessells，McKay，& Roe，2010）。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和平心理研究实现世界和平愿景”（peace psychology for a peaceful world）的心理学运动在西方迅速兴起（Christie，Stint，Wagner，& Winter，2008）。当前普遍接受的和平心理学（peace psychology）的定义是“一种研究人类和平心理发生过程的科学，以实际生活中的人类和平行为、经验为研究对象，以预防与减少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发生，寻求和平化解冲突的方法，达成和平冲突化解的结果，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提升人类尊严与幸福，实现社会和平为目的的科学”（Christie，Wagner，& Winter，2001）。

当今，和平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归结为和平本质研究、个体和平转化研究、和平社会建设研究、国际和平研究等四个方面，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发现。关于和平本质的追问，当今的和平心理学研究已经超越了战争与和平二元对立的消极思维模式，把和平与人类自身价值的关联、个体幸福感的提高、人性尊严的提升等紧密联系起来，将和平视为各种形式歧视的消除、各种不公平制度上的废除，以及边缘群体话语权恢复、和平教育的开展、和平文化的发展、社会公平分配制度形成等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近年来大量的关于个体和平转化的实证研究发现，和平个体在宜人性、愤怒控制、共情、宽恕、积极、合作、信任、自我认知、灵性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Mayton，2009）。关于和平社会建设，近年来和平心理学研究一改以往过分专注以预防为主的消极和平研究取向，转向心理学促进社会和谐与持续和平研究（Coleman，2012）。南非、卢旺达等国家20世纪90年以来社会和平建设研究结果表明，在经历了政治暴力动荡之后的社会和平建设过程中，真相讲述、象征性赔偿、正义恢复等社会层面的和解运动，对于新一代社会政权的确立与和平稳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Hamber，2009）。在国际和平研究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通过组织原本持有某些敌意的国家公民之间自主的、非官方的对话，也就是民间外交活动，有利于减少国家间的敌人形象，改善紧张的国际关系，促进国际和平发展进程（谭晶晶，2012）。

总之，和平心理学在研究战争与和平、攻击性和破坏性、正义、爱与恨、和解、共存等重要的“人类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成就（Christie，2006），促进了个体、人际、社会、国际等不同层次的和平发展。本节尝试对和平心理学历史发展脉络、理论模型进行研究性探索，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化研究的特点对和平心理学的发展进行展望。

14.4.1 和平心理学的历史

早期心理学中关注和平的研究大多处于哲学思辨层面。关于和平心理学的发展历史，有心理学家倾向于以19世纪末以来的世界战争与和平发展历史为背景，以西方热爱和平的进步心理学家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持有的和平观点为依据，以美苏冷战为分水岭，把和平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热战中的孕育阶段、冷战中的萌生阶段、后冷战时代的发展阶段（Christie，Stint，Wagner，& Winter，2008）。

热战中的孕育阶段

20世纪初，机能主义心理学家James首先从人类本能研究入手，思考人类和平心理问题。他认为，人类有竞争、恐惧、贪婪、攻击等本能，战争能给平庸的人带来积极体验，提出战争魅力论。在如何促进社会和平问题上，他主张社会必须在年轻人中组成类似于军队的和平组织，作为替代战争的“道德等价物”（moral of equivalent of war）来满足个体的群体归属心理需求。正是由于向人民提出了警惕战争的和平心理忠告，James获得了西方心理学历史上“第一位和平心理学家”的美誉（Deutch，1995）。

两次大战期间，战争带来的伤亡和痛苦，促使一些西方进步心理学家的和平态度与和平思想发生了转变。Maslow、Lewin等心理学家开始反思美国心理学会支持“为了技术而出卖科学”的参战行为，思考如何采用和平方式实现世界和平。1943年，Maslow发表论文《人类动机的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在揭示人性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论，认为和平是人类应有的价值选择，主张个体的自我实现，完成人类大同和平世界的探索（刘邦春，2010）；早期的心理学家Adorno、Fromm等把研究重点放在对法西斯精神背后的权威人格分析上；Lewin则关注群体氛围和群体成员领导风格的研究；Tolman认为，有必要教育各个国家的公民克服狭隘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认知观念，增强人类的世界公民认同感。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包括Allport、Tolman在内的13位美国知名心理学家发表了《心理学家宣言：人类本性与和平》（Psychologists' Manifesto：Human Nature and the Peace：A Statement by Psychologists），他们一致认为，战争是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发明，并不源于人的本性，而是始于人的头脑。人类有能力避免战争，也有能力创造和平。这个声明此后得到美国心理学会的支持，先后有4000多名心理学家签名响应，并呼吁心理学界关注人类和平心理的研究（Smith，1999）。

总体而言，正是在反思热战带来的巨大痛苦的过程中，西方进步心理学家旨在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的心理学思想才得以孕育。追问战争产生的原因、寻求消除战争的和平方法，成为这个阶段和平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但这个时期进步心理学家对和平关注大多停留在哲学思辨的水平，重点是如何消除战争、预防战争等宏观问题，目的是试图探索普适性的和平道路，追求消极和平的结果，属于和平心理学孕育阶段（Christie，Wagner，& Winter，2001）。

冷战中的萌生阶段

在美国国家内部，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大、种族冲突的增多为心理学家缓和群际冲突提供了研究空间，以Allport为代表的改善群际关系的研究促进了美国社会内部的和平发展。

在国际层面，1954年，美苏进入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以暴治暴”的实力对外的强硬军事政策导致美苏关系日趋紧张。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威胁人类的生存，世界面临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公众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恐惧与日俱增。这个时期美国一些进步心理学家开始批判美国政府的军事政策，将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缓和美苏紧张国际关系视为己任。1961年，Bronfenbrenner发表了著名文章《东西方关系中的镜像理论：一份社会心理学家的报告》，他以美苏普通公民为被试，研究被试对潜在敌对国家的态度，引起了研究者对美苏双方的敌意态度的重视。196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4届国际应用心理学大会的开幕式上，Osgood（1962）就心理学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所起的作用持有积极乐观态度，并做了“心理学与国际事务：我们能做哪些贡献？”专题发言，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对国际争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即双方“逐步互惠主动缓解紧张局面
 ”（graduated and reciprocal initiatives in tension reduction，GRIT）的观点，作为减少双方恶意的“敌人形象”的工具，成为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的和平手段。Osgood的GRIT建议得到美国肯尼迪总统的赞赏，也受到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重视。据很多和平心理学家评价，此后古巴危机、柏林危机的和平化解，与Osgood的GRIT的心理学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时起，和平心理学研究范围得到扩大，在国际重大和平决策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并愈来愈得到社会的认可（Christie，Wagner，& Winter，2001）。

这个阶段国际层面的和平心理学思想研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一些追求和平的进步心理学家开始以和平心理学家的身份批判美国政府强硬的外交政策；第二，研究主题由过去关注个体外在和平行为转向分析不同民族的内在和平认知态度；第三，研究取向由关注战争爆发的心理根源转向如何防止战争爆发（Morawski & Goldstein，1985）。美国国内层面的和平心理学研究也由早期追求普遍的和平规律转变到关注和平的地域性、社会现实性特点，方法论上也出现了融合量化与质化研究的倾向，为和平心理学的萌生获得了充分的空间。

后冷战时代的形成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在和平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有两件重大事件促进了和平心理学的正式形成。第一个事件是1990年，美国心理学会组建第48分会——和平心理学会：和平、冲突和暴力研究分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Peace，Conflict and Violence：Peace Psychology of Division），和平心理学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拥有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机构，设立了专门的网站。第二件事是1995年，该分会旗舰期刊《和平与冲突：和平心理学》（Peace and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问世，标志着和平心理学拥有了专门的研究组织，具有了真正把和平思想或设想付诸实践的学术阵地。至此，和平心理学进入发展时期。

发展阶段的和平心理学研究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第一，针对世界多个地区的长期冲突问题，更加关注地缘历史语境的暴力后社会和平恢复研究；第二，针对世界恐怖主义活动的升级，深究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寻求有效预防策略；第三，对暴力与和平本质的研究更加细化，把积极和平与提升人的尊严、促进人的幸福、促进社会和谐联系起来，实现了由消极和平到积极和平追求的研究转向。和平心理学成为一门拥有自身的研究视角、研究基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新的心理学分支学科（Christie，Stint，Wagner，& Winter，2008）。

14.4.2 和平人格研究


和平人格
 （peace personality）的概念于20世纪末正式提出。和平人格研究主张直接以日常生活中平和个人的气质、性格、能力、个人活动的倾向性等诸多方面为研究对象（Mayton，2009），主张挖掘人的和平潜能，实现个体内心平和。和平潜能（peace potential）是指人本身所固有的具有利他的、宽容的、维系和平的力量（Fry，2007），也就是人类本身具有的和平能力。

和平人格结构

关于和平人格结构，心理学家们争论不休，目前主要形成了三维和平结构观点、多层和平人格结构、自我和平人格结构等三种观点。Kool（2008）的三维和平人格结构观点首次将攻击性与道德、权力进行一体化的研究。他认为，道德维度的和平人格主要包括原则性（principled）、关心他人（caring）、社会正义感（social justice）等三个方面。当个体正义感程度较高、对他人关怀程度较低时，就会更倾向于坚持正义感标准；正义感程度低、对他人关怀程度高，就会更倾向于同情他人；对他人的关怀和正义感水平较低，在特殊立场上会比较坚定；对他人的关心和正义感程度都很高，就会倾向于做既持有正义感又关心他人的选择。Kool（2008）认为权力就是对他人造成影响的能力。与和平最相关的力量是综合权力（integrative power），个体通过道德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就意味着获得了影响别人、反对暴力的和平能力。在他看来，具有典型和平人格的个体会权衡各方面的关系，并且会在化解冲突时合理地运用综合权力。

Teixeira于1999年提出的多层和平人格结构则强调通过个人和社会的转变过程实现和平。他的和平人格结构主要分为四个层面：（1）在内心层面，和平人格强调自尊的作用，认为自尊是对自己有利的因素。（2）在人际层面，自尊的外延包含着对别人的尊重，既包含对朋友的尊重，也包含对自己对手的尊重。人际层面的尊重还包括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照。他认为如果重视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群体的需求，那么这些“被忽略”的群体的和平积极性也可以被调动起来，增强弱势群体的和平信仰和价值，有利于他们主动加入到追求和平的行列，促进社会的和平变革转变。他还提倡人际冲突中的平等对话与谈判等和平化解方式。（3）在社会层面，提倡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主张社会结构的和平变革，创造人类的和平未来。他认为，如果人类想要得到没有暴力的未来，就必须消灭社会创造出的各种压迫，剔除偏见、歧视，并用社会多样性来取代它们。（4）在人类—自然层面上，对自然的尊重。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与自然的生态上的相互联系也同样重要，和平运动也意味着减少社会与环境的失调问题。

和平人格测量

近年来，和平人格测量逐渐成为和平人格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测量个体的和平倾向，Elliott（1980）阅读了世界各地包括甘地、马丁·路德·金等和平人士的传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陈式和平主义人格量表（the Pacifism Scales），该量表含有57个项目，包括三个分量表：（1）身体和平分量表，包括在冲突化解中拒绝并寻求替代各种形式的身体暴力行为；（2）心理和平分量表，包括拒绝各种形式的精神暴力；（3）价值观和平分量表，包括所有各种对和平持有积极倾向的生活准则、价值观。Mayton等人（2002）用青少年和平人格量表
 （Teenager Nonviolent Test，TNT）进行了验证。他们认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样本的数据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三个分量表之间关联性强，信度和效度都很高。

早期大多数和平人格量表比较注重个体内心平和的特征。如Hasan和Khan（1983）设计的甘地人格量表
 （Gandhian Personality Scale，GPS），用来测量甘地哲学中反映出来的重要和平人格特征。然而，随着对和平人格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不仅注重被试内心的平和特点与得分高低，也开始意识到和平人格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联，和平人格测量也逐渐从多个维度展开。如Johnson等（1998）设计的成年人多维和平人格量表，从精神性、控制力、国际和平背景、国内和平状况以及甘地和平人格特点等五个维度测量和平人格。成年人多维和平人格量表注意到了个体内心平和与外界环境的关联，对个体的和平人格特征研究更具说服力。

21世纪以来，随着校园暴力事件的增多，和平人格心理学研究者开始意识到青少年和平人格测量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干预作用。青少年和平人格量表的开发也因此成为和平人格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Mayton（2009）主要根据甘地的和平哲学思想设计了青少年和平人格量表，量表由55个题目组成，共分为六个维度：行为平和、精神平和、积极价值取向、助人移情、追求真理、甘心受苦，每个维度的题目数量依次为：16、16、4、5、10、4，信度系数分别为：0.91、0.91、0.65、0.78、0.75、0.73。

Mayton设计的青少年和平人格量表主要被心理学工作者、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与有关的教育工作者用来测量12—19岁青少年的平和行为与和平人格倾向，得出具体的评估报告，以便在此基础上对量表得分较低（<65分）的学生进行有效的干预。但青少年和平人格量表依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该量表只选择一个年龄阶段来测量，因此无法发现平和行为的发生频率、发生形式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规律；其次，该量表六个维度的题目数量比例失衡，且信度系数相差较大；最后，该量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前景尚不明朗。

和平人格是和平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直接对话的产物，为人格心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平人格研究的兴起，扭转了长期以来心理学对人类攻击本性、暴力行为与攻击人格过多关注的局面（Mayton et al.，2002），丰富了人格心理学理论，实现了由暴力人格向和平人格研究的转向。和平人格理论强调平和情感体验、自尊在和平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教育、社会管理、临床心理治疗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和平人格的研究成果对当今世界的和平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Wintersteiner，2010；Johnson，2010）。如青少年和平人格量表的开发，为广大教育工作者了解青少年的平和倾向，防止青少年暴力冲突、和平化解校园冲突、建设和谐校园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Mayton et al.，2002）。

14.4.3 和平心理学理论模型

Gultung、Brenes、Christie等人相继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具有影响力的和平心理学理论模型。Gultung（1980）的三维和平理论模型是在对人的需要与和平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理论模型，此模型的贡献在于将终极和平与人的幸福尊严密切联系在一起。而Brenes（2004）提出的和平自我理论模型则着力于将个体嵌入更宽泛的自我、人际、社会、自然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渐露和平心理学的生态理论特征。Christie等（2008）的过程式多维积极和平理论模型则倡导从社会体制和平转化的视角促进社会和平心理的发展，凸显和平心理学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三维和平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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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三维理论模型

来源：Gultung，1996.

Gultung（1980）在吸收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将和平视为与个体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等密切相关的一项基本人权，提出了和平心理学的三维理论模型。Gultung（1996）认为，完善的社会必然能够同时实现包括消极和平、积极和平与文化和平在内的三种和平，也就是说，“和平=直接和平+结构和平+文化和平”（见图14.3）。

Gultung（1969）认为，战争、暴力不在场，或者武装冲突的消失，仅是一种“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并不能有效地预防暴力与冲突的发生。而各种不平等关系即结构暴力也是阻碍个体自我实现的重要因素。只有消除社会制度中的所谓合理因素即“结构暴力”，才能获得以平等、协调、合作、一体化为基础的“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和平的生活价值观才能得以确立，和平的社会制度才能建立，人类才能在幸福的生存状态下，享受富裕的生活，体面、有尊严地生存。为了更深刻地表述自己的积极和平思想，为了合法地取代各种暴力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Gultung（1996）又提出了渗透在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和科学、教育和媒体中的“文化和平”（cultural peace）概念。这种“文化和平”，使个体重视内在的和平体验的启迪意义，也使个体重视对外部和平事务的主动反应能力，在整个社会树立起尊重生命、和平、民主、自由、正义、团结、合作、平等、关爱、分享等普世价值观念，开发人实现潜能的渠道。

Gultung的和平心理学三维理论模型将暴力防止与和平建设辩证地融为一体。一方面，该模型明确提出反对暴力冲突，主张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平；另一方面，他主张从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出发，呼吁伸张正义、和平化解冲突、公平分配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所有人的利益等多种因素在内的良好社会结构环境的建立，引领人类朝着肯定生命尊严、提升生命价值、促进人类幸福的和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发展。

和平自我模型

Brenes（2004）的和平自我模型（Model of Peaceful Selfhood，见图14.4）主要从自我和平、人际和平以及人与自然的和平等多个层面关注个体的和平责任，实现个体的和平转化。在此模型中，和平处在同心圆的核心位置，由此向外延伸为三个不同的领域：和谐的身体（peace with the body）、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和自然平衡（natural balance）。从模型中心向外扩展时，在每个水平上都有相关的和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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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和平自我模型

来源：Brenes，2004.

和平自我模型的第一个领域为和谐的身体。具体而言，和谐的身体可划分为身体和平
 （peace in the body）、内心和平
 （peace in the heart）以及精神和平
 （peace in the mind）三个水平。身体和平包括身心和谐、内心合理需求意识得到满足；内心和平意味着个体具有和谐、关爱、同情与宽容意识；精神平和包括自尊、自我实现与自主（Mayton & Gay，2012）。该模型的第二个领域是与他人的和平。这主要通过关注公民的民主观点、社会责任感、群体凝聚力、促进社会共同利益得以实现，这意味着个体在安全的群体氛围中，自身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第三个领域是个体与自然的和平。和平不仅意味着人类和平，也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同宇宙的同一性以及对所有生命的尊重。Brenes的和平自我模型使和平心理学理论具有和平生态学的特点。

相对于Gultung的和平心理学三维模型而言，Brenes的和平自我模型更着力于个体层面的和平转化，也就是如何促使个体实现由内心和平到关注人际和谐、生态平衡等具有整合意义的多层自我和平建构。

过程式多维积极和平理论模型

Christie等人（2008）在倡导积极和平基础上，建构了过程式多维积极和平理论模型（A Multilevel Model of Positive Peace Processes，见图14.5）。他们认为，积极和平意味着对某些不公平的制度内部或几种制度之间的调整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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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过程式多维积极和平理论模型

来源：Christie et al.，2008.

正如图14.5所示，处于冲突、暴力或者暴力后状态的社会现状无不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社会不公平的存在意味着潜在的通往积极和平的机会。本图从左到右的主要关系表明：

（1）处于冲突状态的社会关系不仅为实现和平冲突化解即促进消极和平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也可以促使社会实现更合理与公平的状态即积极和平（Lederach，2003）。

（2）处于暴力状态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不考虑不公平社会制度，很可能导致强调“法律与秩序”的高压社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冲突隐患。因此，化解社会暴力冲突时，一方面需要改变边缘群体失语的状态，满足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求，增加社会体制的宽容性。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文化与体制的变革，推动社会向着公平的方向迈进。

（3）处于暴力后的社会关系意味着社会需要谨慎处理社会结构的变革问题。对于那些刚刚经历过战争或创伤的地区来说，一定要注意社会制度和平建设的稳定性，防止循环暴力发生（Wessells，2006）。

过程式多维积极和平理论模型揭示了和平社会达成的动态发展过程。当未拥有权利的主体开始分析、批判、反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形式时，就意味社会向着积极和平的方向发展（张湘一，刘邦春，2012）。可以说，Christie等人提出的过程式多维积极和平理论模型为促进社会政治结构的改进、对边缘群体话语权的关照，以及社会积极和平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14.4.4 和平心理学研究展望

西方和平心理学是一个新兴的心理学取向，它使心理学的和平研究价值得到了回归。和平心理学有力地抨击了科学心理学披着“价值中立的外衣”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效命的做法，将“维持世界和平，让世界更好”（Anderson，2007）视为心理学本应肩负的历史使命，恢复了心理学作为促进“公众利益”的科学的应有地位（Kimmel，1995）。和平心理学着力进行被科学心理学排斥在外的关于价值、尊严、和平、幸福等方面的主题研究，更多地关注人类的福祉、幸福、尊严与和平等对人类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问题，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视野。

毋庸置疑，留存于和平心理学自身的诸多缺陷与疑惑，制约着和平心理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和平心理学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着力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进行有效的跨领域整合式研究。一方面，目前和平心理学关于个体和平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和平人格的塑造，而较少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与后天教育在塑造和平个体中的作用。未来的和平心理学可以吸取已有的社会心理学关于和平教育对和平个体的培养及其对社会变革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Cavanagh（2009）关于学校和平教育对和平文化生成影响、培养青少年的信任关系、增强多元文化理解能力、提高环境安全感的研究，就是社会心理学与和平心理学联姻的极好范例，预示着未来“社会心理学的和平研究
 ”（social psychological peace research，SPPR，Gibson，2011）新趋势。再者，既然和平与人的幸福息息相关，那么和平心理学便与积极心理学有着诸多交叉的研究领域。积极心理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离不开对个体内心和平（inner peace）的关照，和平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在很多方面有着同样的诉求（Mayton，2009），未来的和平心理学研究可以倡导这两个方面的整合。

第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首先，现有的和平心理学的研究观念具有局限性。从表面上看，和平心理学因为将人的和平主观体验纳入了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但事实上它依然基于还原论的立场来研究人的内心主观和平世界（Christie et al.，2008），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实证的方法是否真的适合研究人的和平的主观体验。就研究对象来说，和平心理学的发源地是美国，大部分的和平心理学家是美国学者，并且绝大部分的和平心理学资料是用英文写的，研究对象以白人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平心理学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这无疑有悖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宗旨（Fitzduff & Stout，2006）。未来的和平心理学需要重视多元方法的运用，以期弥补以往和平心理学第三人称视角研究的缺陷。和平心理学领域内个体的和平理念、和平信仰是一种独特的个体体悟与经验，带有强烈的个体主观印痕，方法多元主义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视域下的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是一种比较适宜的质化研究方法。近期，和平心理学领域中已有借助话语分析来分析美国公众的和平取向与对伊拉克战争态度的差异研究（Gibson，2011），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积极趋向。

第三，进行更多实证研究。整体而言，目前和平心理学研究比较零散琐碎，缺乏系统的整合，相关的理论模型也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而难以达成共识。当前和平心理学已经积累了大量具有思辨色彩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实证与应用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Kelman（2010）在种族暴力多发的中东地区，为了促进巴以和平进程，进行了旨在改善种族关系的实地行动研究，改变了和平心理学以往过分关注理论思辨的局面。Kelman研究发现，经过训练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敌对方）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他们也愿意采取进一步的和平而非暴力行动。这表明能够运用到现实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证和行动研究，将是和平心理学未来研究的热点。

第四，开展实质性的本土化、跨文化研究。和平心理学理论产生和植根于资本主义国家，它在不同社会体制下的应用性和适切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其本土化亦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国际性的军事冲突心理、恐怖主义心理、种族与性别歧视等方面的心理启动机制（priming thoughts）的研究成果，大都基于欧美国家文化背景的和平心理理论框架。而亚洲、非洲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和平文化历史，特别是我国拥有悠久、独特、深刻的尚和传统心理文化，具有丰富的和平心理思想蕴含。但目前有关亚洲、非洲国家民族与群体的和平心理研究却相对滞后（Montiel，2009）。因此，深入开展和平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将会成为未来和平心理学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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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基于如下工作改写而成：刘邦春，郭永玉，彭运石.（2013）.和平心理学：历史、模型和展望.心理科学，36（5），1255—1260.撰稿人：刘邦春。


结语：个人幸福·社会公平·世界和平——心理学家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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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多样化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心理学研究者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所谓纯科学研究，不对周遭的问题积极回应，尽管无可厚非，但也令人遗憾。心理学研究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窗内（实验室）与窗外的统一。自然科学研究取向，强调研究变量的可操作性，结论的可重复性和可证伪性，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心理与行为的一般规律。然而人的心理与行为又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它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取决于一个人被视为什么，社会角色如何，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好的心理学研究当然离不开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方法，但也渗透着研究者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深切的人文关怀（黄希庭，2006）。

历史告诉我们，心理学家只有密切关注并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及心理学自身所提出和遇到的新问题，并在解决各种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才能不断得到发展（彭凯平，钟年，2010）。许多心理学理论都是从解决当时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发展来的。例如，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Kurt Lewin的群体动力学就是为了回答纳粹德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一现实问题而建立的，他的著名的独裁、民主、放任三种领导气氛的实验（Lewin，Lippitt，& White，1939）成为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典范。Erich Fromm（1941）研究纳粹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提出了逃避自由的理论。Anna Freud（1946）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宗教原因和人性问题，分析了人类的自我在社会、道德间游离的心理冲突，提出了处理冲突的防御机制。David McClelland（1955，1961）在Max Weber（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即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e）。在与新教伦理相一致的养育环境中成长的个体，渴求成功的动机激励了他们的创业行为。

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引用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梁启超，1901），时至今日这一变局并未完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便利化、价值的多样化，社会变迁加剧，生活节奏加快，竞争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处境下，个人该如何获得幸福？伴随着财富的积累，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脆弱到一件小事即可以触发严重的群体事件的地步。那么，如何促进社会公平，化解危机，突破黄炎培所谓“历史的周期律”，消除“颜色革命”的焦虑（徐崇温等，2015），实现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归根到底是人的和谐。社会现实的矛盾、世界各地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性的根源。那么如何才能化解种族、国际冲突从而维护世界和平？对这些问题，心理学家们关心吗？他们是如何回答的？心理学家们的回答对提升个人幸福、促进社会公平和推进世界和平有所贡献吗？

1 心理学家的社会责任

早在20世纪初，McDougall就指出，心理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具有基础学科的地位。关于人类心理及其作用方式的知识，是各种社会科学顺利发展的前提。但实际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心理学至今还未取得这样的地位，社会科学研究者并未普遍认可心理学的这一地位，这种局面主要是心理学自身的局限造成的（郭永玉，2002）。其根本问题在于将人还原为物，将心理现象作为单纯的自然现象，将心理学划归纯自然科学。也就是说，科学取向的心理学，通过实证目标体系，把复杂多变的人类心理还原为简单的生理或物理的事实，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为自然物一样的认识客体。例如，Ebbinghaus是把人当作存贮记忆材料的机器来看待的。到了行为主义，这种倾向走向极端，行为主义心理学不讲人，涉及人时，就用“有机体”（organism）来指称，正如用有机体来指称动物。认知心理学把人比拟为计算机，为研究记忆和思维等认知过程的规律性作出了贡献，但这些研究对理解人性帮助不大（郭永玉，1995；刘春蕾，2006）。

事实上心理学更多地属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依照Habermas的观点，除了科学的“认识”目标之外，更应该注重对人的“理解”和人性的“解放”（董云芳，2007）。人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以及人性的多面性，造就了心理学的复杂性。因此，为了全面地理解人，心理学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取向的研究，更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为了实现对人性的全面认识，心理学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采用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张春兴，2009）。

基于对心理学学科性质的这一认识，以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为背景，特别是基于人的心理的社会文化建构性，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模式正逐渐从经验实证主义向社会建构论转变（杨莉萍，2008）。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认为知识不是一种科学发现，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知识的生产过程不是个体理性决定的，而是一种文化历史的过程，是社会协商和互动的结果；有关心理现象的分类、心理活动的形式方面的知识都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的产物（叶浩生，2009；Liebrucks，2001）。社会建构心理学则是以这些特定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焦点团体、文本分析、叙事或话语分析、扎根理论等）以及大量操作技术（心理咨询与治疗、组织变革与管理、社会心理问题诊断与干预等），实现对人性的全面认识，进而超越旧的实证目标体系（Nightingale & Cromby，1999）。当代心理学新的研究模式重建了学科的使命，并赋予了心理学家们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首先，要求借助话语、叙事、文本等各种心理的社会建构媒介的桥梁作用，实现对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和内容的认识。第二，以社会实践为导向，帮助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参与对社会变革的建构。第三，促进个人与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关爱、沟通与合作，消除或缓解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各种心理矛盾与冲突。其中，以社会实践为导向，帮助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参与对社会变革的建构是当代心理学最终目标，也是当代心理学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杨莉萍，2008；Gergen，1985，2001）。

在我国，时代已在召唤心理学家积极地承担起这一重要的社会责任。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人均GDP 3000美元阶段，既是经济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时期（World Bank，2010）。例如，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种族和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各种犯罪和道德失范问题、国家机关官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者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国际交往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文化冲突……都在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在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与幸福（王二平，2003）。作为一个正处在转型与上升中的大国，公民的社会心态如何，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正常运行，还决定着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来影响世界，也决定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否得到世界的认同（彭凯平，钟年，2010）。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的需求，使得中国心理学家们必须以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去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参与对公平社会的建构，进而促进世界和平。

2 个人幸福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近200年前，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也曾说“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是对于幸福的追求”。那么，什么是幸福？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幸福，但却又没人能够给出精确定义。几千年来，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探索幸福来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幸福的反思史。这种探索，反映在今天，具体到科学心理学领域，就是心理学家们对幸福感的科学研究（黄希庭，2015）。


2.1 幸福的定义


基于快乐论（hedonic）与实现论（eudaimonic）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幸福的研究可以被分为两种不同的取向，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PWB）。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Suh et al.，1998）。而心理幸福感则强调人的潜能实现与人格发展，主要包括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控制、自主等六种因素（Ryff & Keyes，1995）。鉴于两种幸福感的性质和研究现状，这里将着重介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以Diener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其生活满意的认知和总体的情绪健康状态。主观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的评价（Diener，1984），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了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也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由情感和认知两大基本成分构成，其中情感成分又包括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认知成分则是个体对自己生活整体满意程度和认知到的人生意义的评价，也包括某些具体领域的生活满意感。生活满意度反映了个体的现实感觉与理想期望之间的距离（Campell et al.，1976）；幸福感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之间斗争、协调、平衡的结果（Bradburn，1969）。


2.2 幸福的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Diener（1984）将这些影响因素区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两大类。但是研究表明，外部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不足20%的变异，外在环境也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的15%（Diener，Suh，Lucas，& Smith，1999）。相对而言，内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人格因素常被看作是主观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源。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主要依赖于人格特质，人格特质是主观幸福感个体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Costa，Robert，McCrae，& Zonderman，1987）。

早期研究者就性别、年龄、种族乃至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发现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Diener，2000；Haring，Stock，& Okun，1984）；在种族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Crocker & Major，1989；Diener et al.，1995）。并且，各年龄段的主观幸福感都大体相当，尤其是生活满意度，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情感维度却随年龄而有所变化。Diener等（1998）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也发现，在18—90岁的人生阶段中，生活满意感的平均水平非常稳定，几乎是一条完美的扁平曲线；在20—80岁间，积极情感则呈缓慢而稳定的下降趋势；消极情感在20—60岁间有缓慢的下降趋势，但在70—80岁间却出现了缓慢的回弹趋势（Diener & Suh，1998）。

国家和个人水平的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几十年来的相关研究结果，研究者总结出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曲线关系：在低收入水平下，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幸福水平的显著提升；当收入一旦达到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之后，它对幸福的积极效应就会被社会比较、适应和欲望等心理因素削弱。基于这种关系，要提高国民的幸福感，一方面需要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公平调整，特别是制度设计，注重提高低阶层的收入，另一方面需要个人的努力奋斗和心理调节（李静，郭永玉，2010）。

研究者发现，个人的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目标等对幸福感有更大的作用。而人格特质是主观幸福感个体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Costa，McCrae，& Zonderman，1987）。对148项相关研究的元分析表明，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人格因素高达137种，不仅包括外向性、神经质等较为宽泛的人格维度，而且包括自尊、控制点等范围较窄的特质（DeNeve & Cooper，1998）。其中，主观幸福感水平高的人最突出的人格特征是外向和低神经质。许多研究证明，外向性与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呈高度正相关，神经质与消极情感呈高度正相关。多种测量方法的统计结果表明，外向性与积极情感之间的相关系数通常高达0.80，神经质与消极情感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高相关（Diener，Lucas，& Oishi，2002）。研究者还进一步对这两种人格维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探讨。发现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比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为密切（Vitterso，2001）。此外，乐观、生活目标等也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有研究发现，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高达0.75，尤其在压力条件下，乐观可以使个体保持高的幸福感（Hills & Argyle，2001）。关于生活目标的研究也发现，参加有价值的活动和为个人目标努力工作都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的影响（黄蕾，2009；杨慧芳，2006；张钊，2007；Cantor & Sanderson，1999）。

心理学家知道许多与幸福有关的知识，但是当一个普通人想维持或者提高其幸福感水平时，心理学家可以给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大部分心理学家认为，幸福是需要人们去争取的（Csikszentmihalyi，1999）。更有研究者（Buss，2000；Lasen & Prizmic，2004）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提高获得幸福概率的策略。仅凭期待并不能将幸福变为现实。心理学家建议，人们必须努力去寻找幸福，必须克服生活中的不愉快事件以及每个人所经历的失去和失败，使自己成为幸福的进取者。

3 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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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仅追求幸福，还追求公平，对公平的追求也是人类的一种本性（Chomsky，& Foucault，1974，2011）。然而，近年来我国贫富分化持续加剧，目前我国收入最多的20%和最少的20%的家庭，收入相差19倍之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5）；而国家统计局（2015）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一直徘徊在0.47左右，超过了社会分配不公警戒线0.4这一水平，表明社会不公问题严重。人性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公的现实引发了越来越多心理学家们对社会公平这一主题的关注。

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有多种不同的定义，而被广为接受的是Jost和Kay（2010）对社会公平的定义。他们认为社会公平是一种真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收益和成本是通过一定的分配规则来进行的；具有政治管理性的程序、标准、规则以及其他决策都应保护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不仅受到当局，而且受到其他一切社会人员，包括一切公民的有尊严的对待。该定义的三个方面大体上对应着分配公平（Adams，1965）、程序公平（Thibaut & Walker，1975）和互动公平（Colquitt，2001）。社会公平与否是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的（Jost & Kay，2010）。社会公平感（perceived social justice）是人们对上述社会公平理念达成程度的感受（杨音宜，王俊秀，2011）。通常，心理学家们就是通过人们对社会公平与否的感受来考察社会公平的。


3.1 社会公平感的阶层差异


低阶层者会更多地感到社会不公吗？这一问题在过往研究中研究并不一致。起先有研究表明，低阶层者反而对社会抱有更支持、更认可的态度（Jost，Pelham，Sheldon，& Sullivan，2003；Jost & Thompson，2000），这使研究者大为惊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大样本、跨文化的研究结果支持相反的结论，即低阶层更多地感到社会不公（杨沈龙，郭永玉，李静，2013；Brandt，2013，Lee，Pratto，& Johnson，2011）。那么在中国样本身上，情况又会如何？如果高低阶层的公平感存在差异，又有何成因呢？

通过我们的研究，来自不同年份、不同样本的不同数据显示了同样的结论，即在中国被试中，阶层越低，越认为社会不公平，而贫富差距归因倾向在其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也即低阶层更认为社会不公，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将社会贫富差距看作是社会系统的原因如体制问题、家庭背景等（李静，2012，2014；杨沈龙，2014）。Ng和Allen（2005）曾对于个体为何感到不公提出了多项假设，结果发现对个体公平感预测力最强的是归因方式。我们的研究再次支持了这一点：低阶层因其更倾向于认为社会贫富差距不是因为个体能力、努力不同而造成，而是因为外部条件引起，进而也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


3.2 社会公平感的效应


根据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低阶层的社会认知方式更依赖环境背景，因而他们的行为也更多地受制于环境；而高阶层的生存与发展则相对自由，不受外部条件的约束（Kraus，Piff，Mendoza-Denton，Rheinschmidt，& Keltner，2012）。那么对于公平，高低阶层的需求是否也会表现出差异呢？结合上述理论观点，我们推断低阶层的目标追求会比高阶层更倾向于受到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体现在目标承诺和目标达成两个阶段。对此，我们采用了相关、准实验和实验研究三种不同的方法，三个研究都支持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的成立。对于低阶层来说，他们越是感到社会公平，目标达成的程度就越高，而在高阶层身上，社会公平感对于目标达成的预测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阶层对于公平感影响目标达成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目标承诺来实现的：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越高，则其目标承诺水平越高，进而其目标达成得分也越高；而对于高阶层者来说，这种效应则不显著（胡小勇，2014）。这一结果不仅支持了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也启示我们，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低阶层对于公平环境的依赖是更强的，只有促进不同阶层平等竞争，低阶层畅通地向上流动才更有可能实现。


3.3 社会公平感的提升


既然低阶层比高阶层更认为社会不公，并且低阶层比高阶层更依赖公平的社会环境，那么显然，有必要考虑如何才能提升低阶层者的社会公平感。前述研究显示，贫富归因是个体形成公平感的重要心理机制，如果能改变低阶层者的这一归因倾向，从理论上说就可以增强其公平感。对此，有研究表明，减少社会限制、增强个人控制感，可以增强被试的内归因倾向（赵志裕，区颖敏，陈静，2008；Kraus，Piff，& Keltner，2009）。因此我们尝试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索低阶层者公平感的调节变量。

研究首先以情景模拟实验方法操纵被试面临的社会限制，结果发现，在社会限制相对较少的情境下，低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内归因倾向会明显提高（李静，2012，2014）。接下来的研究又用实验室操纵控制感的方法，检验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在被试无控制感的情况下，低阶层更多地对贫富差距做出外归因，因而其公平感也较低；而在被试有控制感的情况下，低阶层的内归因倾向和公平感均显著提升（杨沈龙，2014）。这两个实验研究体现了社会限制和个人控制对于低阶层者的重要作用，要想让民众更倾向于认为个人奋斗可以创造财富，进而感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应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减少对其的限制，提升其控制感，让低阶层者感到自己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

4 世界和平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战争与暴力冲突与人类文明发展如影相随。20世纪末在心理学内部兴起的和平心理学，主张从研究人性与和平的内在关联出发，运用多元化方法，主张充分调动人类创造和平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反思人类冲突根源，防止暴力发生，和平化解冲突，创建和平文化，提升人的幸福与尊严，促进社会和平与进步，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刘邦春，郭永玉，彭运石，2014）。


4.1 和平心理主张


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心理学家们积极研究如何促进社会和平。挪威和平心理学家Gultung（1969）提出了暴力本质论、和平本质论、和平建设方案、和平诊断论、对话式消除恐怖主义的观点。美国心理学家De Rivera（2004，2007）在动态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和平文化测量论，他还提出在美国成立和平部的构想。Fry（2007）提出和平潜能说与和平社会变革论，为展望和平社会提供了图景。Mayton（2009）的和平人格论为在和平人格特质、和平人格测量与和平人格培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讨。Rosenburger（2003）提出的爱意沟通和平心理治疗理论，把促进个体和平意识转化与和平观念成长、建立关爱的人际关系作为和平心理治疗的重要目标。Pinker（2011）提出了和平进化心理学观点，认为人具有和平营造能力，在适当的环境下，人类将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4.2 和平心理模式建构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和平心理模式建构浪潮。不同社会、国际间的和平心理模式建构的轨迹，彰显了人类追求和平的巨大潜能，印证了人类和平建设的无限创造力。

第一，社会和平心理模式建构。20世纪以来，世界视阈下出现了三种最为典型的和平心理建设模式。一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和平心理建构模式。新南非政府在缺少起诉和审判所有过去侵权案件的人力和财力的情况下，通过曼德拉总统和图图大主教等人的努力，选择了“真相与和解”的和平心理重建之路，是南非人民在权衡伸张正义与维持社会和平的辩证关系之后，为摆脱种族隔离和暴力冲突而做出的切实可行的选择（Rigby，2001）。新南非真相、和解和团结的理念给非洲这个种族与部族矛盾不断的大陆带来了希望，对结束非洲大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政治暴力循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是卢旺达“加卡卡”和平心理建构模式。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内战和种族屠杀，震惊世界。卢旺达创造性地运用独具民间色彩、极具本土和平文化性质的“加卡卡”和平心理模式，为受害者和作恶者提供了真相叙事的机会，具有轻惩罚、重正义恢复的功能，体现了对历史的铭记与尊重，有利于促进社会成员和谐关系的重构。“加卡卡”和平心理模式在应对大规模暴力冲突之后的社会和平心理模式过程中，在消除大屠杀带来的部族仇恨的过程中，有效改善了社会局面，发挥了的巨大的和平心理恢复作用，具有创新性与独特性。三是澳大利亚“政治道歉”和平心理建构模式。1901年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执行“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上万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流离失所，心理遭受严重创伤。2008年，总理陆克文代表政府，向土著居民上百年来经历的苦难正式道歉，这也是政府首次道歉。“政治道歉”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的心理安慰剂，是沟通土著居民与非土著居民之间的心理桥梁，让人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汪诗明，2011）。“政治道歉”表明了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勇于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对于促进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和平心理学意义。

第二，国际和平心理模式建构。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不同国家都意识到消除敌人印象，建立合作共赢和平国际的心理模式的重要性。一些典型的国际和平心理建构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主动示好”国际和平心理建构模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也是两个国家对第三世界争夺最为激烈的时期。美苏对革命后的古巴的争夺，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化解的过程，与肯尼迪（John F.Kennedy）运用“用渐进的、互惠的率先行动缓解紧张局势”的和平策略具有重大关联（Rudmin & Floyd，1991），体现出主动示好的和平心理模式在逐渐缓解国际紧张局势过程中的作用，是美苏冷战过程中一缕和平的亮色，也是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特有的和平心理实践。二是“政治下跪”国际和平心理模式。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向华沙无名烈士墓和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敬献花圈，下跪赎罪，赢得了重塑德国新和平形象的机会，表达了二战后德国重新融入世界的和平诉求，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接纳和尊重，融进了和平世界。

第三，中国和平心理模式建构。中国和平心理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框架完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和平心理学思想体系，保证了中华民族长期发展和繁荣，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汉民族传统上具有独特的和平性格：国力强大却不征服，资源紧张而不扩张，自卫防御而不先发，文明包容而不冲突，自始至终坚持王道立国而不霸道。儒家和平心理在本质上是秩序和平的“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的心理模式，墨家奉行的是明确的“兼爱非攻”的和平心理模式，道家奉行的是“自然无为”的和平心理模式，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以及“戒定慧”的修行实践更是一种解脱苦难的和平心理模式。从世界视阈的角度而言，中国现代化必须在和平的世界环境下实现并且现代化本身是中国对于当今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性的学科。心理学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取向的研究，更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其目的可以是基础性的，也可以是应用性的；其视野可以是很细微的，也可以是很宏大的；从个人幸福，社会公平，直到世界和平，都可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关切，而这些关切又都统一于对人性奥秘的揭示。当然，三者的顺序也可以是反过来的：和平的世界环境是社会公平建设的条件，而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是个人幸福的条件。

心理学关心个人幸福。基于快乐论的哲学传统，心理学将幸福界定为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种族、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能解释幸福20%左右的变异，外在环境解释幸福变异的15%（Diener，Eunkook，Richard，& Heidi，1999）。相对于这些外部因素来说，内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人格因素对幸福有着更强的预测力，例如外向性与积极情感之间的相关系数通常高达0.80，神经质与消极情感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高相关（Diener，Lucas，& Oishi，2002）。一个普通人想维持或者提高其幸福感水平，可以学会针对这些影响因素而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提高获得幸福概率的策略，以争取幸福（Buss，2000；Lasen & Prizmic，2004；Csikszentmihalyi，1999）。

某种意义上，个人幸福还受到社会公平环境及其感知的影响，所以心理学家还要关心公平社会的建构。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研究者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高阶层群体来说，低阶层群体更多地感到社会不公（杨沈龙，郭永玉，李静，2013；Brandt，2013；Lee，Pratto，& Johnson，2011）。更重要的是，社会公平感越低，人们追求目标的动机水平也就越低，进而不利于教育、职业等重要人生目标的达成（胡小勇，2014）。减少社会限制、提高个人控制感被证实是提升社会公平感的有效途径（李静，2012，2014；杨沈龙，2014）。心理学从社会阶层、社会分配等宏观的视角，来建立社会公平感的概念与理论体系，开展增强社会公平的应用研究，进而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人性与和平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使得世界和平这样宏大的主题也成为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关切。和平心理学运用多元化方法，主张充分调动人类创造和平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反思人类冲突根源，防止暴力发生，和平化解冲突，创建和平文化，提升人的幸福与尊严，促进社会和平与进步，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刘邦春等，2014）。不同社会、国际间的和平心理模式建构的轨迹，彰显了人类追求和平的巨大潜能，印证了人类和平建设的无限创造力，体现了心理学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独特的价值。结合我国当前外交、军事、国内社会现状，在我国开展和平外交心理研究、转型期社会和平稳定发展心理研究，将势在必行、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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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学会说话和写文章
 
[1]



《心之翼》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杂志，编者约我写“卷首语”，我却想到这样一个题目。是不是太小看同学们了？因为人从一岁多就开始说话，我们已经说了20年的话了，还要学说话？我们从上小学就学写文章，到了大学还要学写文章？那么，我问你，你都说了些什么话，写了些什么文章？恐怕你就无话可答了。如果你这样问我，我也无话可答。

说话，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旧约·创世记》开篇就讲，在宇宙还是一片混沌黑暗的时候，神发话了：“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And God said，Let there be light：and there was light.）《新约·约翰福音》开篇也讲：“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因为“有”话，我们有了依据，所以我们“在”。写字更是了不起的事。《淮南子》中记载：“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相传黄帝的史官仓颉设计并创造了文字，大功告成之时上天降下粮食以示庆贺，而鬼怪则吓得彻夜痛哭。据张彦远解释，“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人类一旦创造出文字，就彻底脱离动物式的存在，启动了人的创造性活动，并使古今世代人类的智慧、感情、意愿和行动得以积累和延续，从而成就了人类文明。

作为一个大学生，说话写文章似乎不在话下，但会说话会写文章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同学们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件事，就更值得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了。为什么说话写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从较高的标准而言的。较高的标准之一，你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之二，你是一位专业人士，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大学生的学习和未来的工作都离不开说话写文章。做学生、做教师、做研究者、做管理者、做咨询师……都要说话写文章。而话是说给别人听的，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别人就自然要用以上两个标准来评价你。现在很强调动手能力或操作能力，可是你动完手还是要说给人听写给人读，会说会写就是你成功的优势。有的人说得比做得好，有的人做得比说得好，前者不踏实，后者不划算，最好是会做也会说，并且还会写。当然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都可能与天赋有关，但一个人的天赋实现到何种程度还是取决于学习。

说话写文章的基本功训练在大学阶段还要加强。如讨论发言、主题演讲、课程论文、文学创作等，都是训练自己的机会。除了自己做，也要留意别人怎么做，通过观察他人而获得学习，真正掌握做事的标准，也就是在实践中了解怎样讲话才会受欢迎，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周晓林教授曾抱怨他的研究生（北大的研究生！）很少有能不经帮助而写出文法正确、前后连贯的句子，更不用说做到结构严谨、条理清晰（F.T.L.Leong & J.T.Austin著，周晓林等译：《心理学研究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序）。这种评价恐怕大学生们会感到震惊，但老师们（包括我本人）深有同感。不管原因何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和趋势。反思基础教育制度特别是考试制度是必要的，但作为大学生本人，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加强学习，亡羊补牢，才是直接见效的补救之策。不要到研究生阶段再来补这一课（如果不念研究生，就没人帮你补了）。

除了基本功，说话写文章的根基还在学养。就心理学专业而言，主要包括知识之爱、人文关怀
 和独立思考
 。知识之爱是指对知识本身的热爱，学习是为了好奇心和求知欲。一个好理论，一项好研究，之所以好是因为其中体现了人的智慧，揭示了世界的奥秘。爱知识是科学精神的基础，也是学好心理学的心理前提。人文关怀是指一个心理学专业人士要对人性、人的行为、人生意义和命运怀有优先的关注、深刻的体验和悲悯的情怀。独立思考是指用自己的头脑学习和创造，在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争取有自己的贡献，哪怕是很小的贡献，因为人类文明就是靠逐步积累才得以发展的。

多一点对知识本身的热爱，多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独立思考，也就是让我们的认知、情感和意志三大心理机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是我们说话写文章的根基，也是我们一生不懈的追求。




 [1]
 这是几年前我应约为一份心理专业大学生内部刊物写的“卷首语”，近来为《人格研究》一书统稿，隐约感到这篇短文与不久前我为本书写的“自序”有某种呼应关系，因而与这本书也有某种呼应关系，所以放在这里，权当本书的“跋”，尽管这种文体在当代学人的著作中已经很少见了。郭永玉。


郭永玉简介


学历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2000）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199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1984）


经历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所所长（2014年4月— ）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级心理与行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主任（2014年2月— ）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级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2012年9月— ）

英国University of Leicester心理学院荣誉访问教授（Honorary Visiting Professor，2009年12月—2010年5月）

美国Institute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ITP）访问学者（1998年8月—1999年8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西方哲学专业博士后（2000年11月—2003年3月）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91年7月— ）


学术兼职


教育部高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6— ）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2009— ）

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5— ）

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 ）

中国心理学会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2014—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心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2007—2013）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2011— ）

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2005— ）

《心理科学》期刊编委（2009— ）

《心理研究》期刊编委（2008— ）

《心理学探新》期刊编委（1999— ）

Editorial Board Member，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adrid，Spain（2014— ）


著作


第二届心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张侃，委员郭永玉等）：《心理学名词》（第2版）。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中国心理学会 编著（首席科学家杨玉芳，专家组成员郭永玉等）：《心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

Larsen，R.J.& Buss，D.M.（郭永玉等译）：《人格心理学：人性的科学探索》。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教育部高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学用书。

郭永玉、贺金波主编：《人格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2014年10月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郭永玉等著：《人格心理学导论》（林崇德主编《21世纪心理学系列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郭永玉、王伟主编：《心理学导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郭永玉著：《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次印刷，2007年第1版修订第2次印刷。

郭永玉著：《精神的追寻——超个人心理学及其治疗理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罗姆的人本精神分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50余篇。


主持科研项目


2013—2015，危机管理中的心理社会支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2—2015，不同社会阶层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模式及应对策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0—2013，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项目。

2007—2010，道家人格结构测量及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应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2003—2005，人格心理学专题研究的整合性建构及其教育应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青年项目。

2001—2003，人格心理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00—2002，超个人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学术会议报告


郭永玉：人格的叙事研究。第三届海峡两岸“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学术研讨会，大会主题报告，2014年6月19—20日，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和辅仁大学。

郭永玉：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及其人生叙事研究。第二届海峡两岸“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学术研讨会，大会主题报告，2013年6月25—27日，湛江。

郭永玉：穷人怎样看社会——地位公正化理论及争议。第十六届全国心理学大会，专业委员会重点报告，2013年11月2—3日，南京师范大学。

郭永玉：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第八届华人心理学家大会“特邀论坛”报告，2013年8月26—28日，北京师范大学。

郭永玉：社会阶层心理学——认知的视角。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13年学术年会，大会报告，2013年5月23—24日，重庆，西南大学。

郭永玉：社会阶层对心理行为的影响。香山科学会议第455次会议，评述报告，2013年3月26日—28日，北京香山饭店。


获奖


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15）

湖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

华中师范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2008）

“湖北省优秀教师”称号（2007）

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6）

湖北省第三届（1999—2000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

第三届全国教育图书二等奖（2003）

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二等奖（2001）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总主编：
 杨玉芳


1.郭永玉：
 人格研究


2.傅小兰：
 情绪心理学


3.王瑞明、杨静、李利：
 第二语言学习


4.乐国安、李安、杨群：
 法律心理学


5.李纾：决策心理：
 齐当别之道


6.王晓田、陆静怡：
 进化的智慧与决策的理性


7.蒋存梅：
 音乐心理学


8.葛列众：
 工程心理学


9.罗非：
 心理学与健康


10.张清芳：
 语言产生


11.周宗奎：
 网络心理学


12.韩布新：
 老年心理学：毕生发展视角


13.樊富珉：
 咨询心理学：理论基础与实践


14.白学军：
 阅读心理学


15.吴庆麟：
 教育心理学


16.苏彦捷：
 生物心理学：理解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17.余嘉元：
 心理软计算


18.张亚林、赵旭东：
 心理治疗


19.郭本禹：
 理论心理学


20.张文新：
 应用发展科学


21.张积家：
 民族心理学


22.许燕：
 中国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


23.张力为：
 运动与锻炼心理学研究手册


24.罗跃嘉：
 社会认知的脑机制研究进展


25.左西年：
 人脑功能连接组学与心脑关联


26.苗丹民：
 军事心理学


27.董奇、陶沙：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


28.施建农：
 创造力心理学


29.王重鸣：
 管理心理学

注：以上书单，只列出各书主要负责作者，最终书名可能会有变更，最终出版序号以作者来稿先后排列。具体请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www.ecnupress.com.cn；或者关注新浪微博“华师教心”。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总主编序言


	
序：从个人幸福到世界和平


	
自序：用中文讲心理学


	
目录


	
1 绪论

	
1.1 人格心理学概观


	
1.2 人格心理学的学科架构


	
1.3 人格研究的三种范式


	
1.4 “大五”结构与五因素模型


	
1.5 从人际关系看人格






	
第一编 人格特质

	
2 健康特质

	
2.1 自我批评


	
2.2 自我宽恕


	
2.3 物质主义






	
3 政治特质

	
3.1 权威主义


	
3.2 社会支配倾向


	
3.3 马基雅弗利主义与厚黑学






	
4 精神特质

	
4.1 儒家人格


	
4.2 道家人格


	
4.3 佛家人格










	
第二编人格动力

	
5 目标

	
5.1 目标单元


	
5.2 目标内容


	
5.3 目标追求


	
5.4 无意识目标






	
6 自主与自由

	
6.1 自主


	
6.2 自主—受控动机


	
6.3 自由意志






	
7 自我调节

	
7.1 调节定向与调节匹配


	
7.2 控制感与次级控制


	
7.3 有限自制力


	
7.4 创伤后成长










	
第三编 人格发展

	
8 自我

	
8.1 自我概念


	
8.2 自尊


	
8.3 自我同一性






	
9 依恋

	
9.1 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及成人探索


	
9.2 成人的浪漫关系






	
10 死亡意识

	
10.1 死亡提醒效应


	
10.2 临终关怀






	
11 人生叙事与心理传记

	
11.1 人格的叙事研究


	
11.2 心理传记研究










	
第四编 人格与社会文化

	
12 幸福

	
12.1 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12.2 幸福悖论：质疑与解释


	
12.3 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






	
13 问题行为

	
13.1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13.2 攻击者的注意偏向与归因偏向


	
13.3 触发性替代攻击






	
14 文化与人格

	
14.1 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4.2 孝文化与中国人人格形成的深层机制


	
14.3 叙事：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


	
14.4 和平心理










	
结语：个人幸福·社会公平·世界和平——心理学家的人文情怀


	
中英术语索引


	
英中术语索引


	
跋：学会说话和写文章


	
郭永玉简介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OEBPS/Image00024.jpg
B

TR

140.00
130.00
120.00
110.00
100.00

90.00

80.00

——

o

R 3 SN E L e P S (E

—— RGN E
—o— RS EN





OEBPS/Image00023.jpg
BRER NG
BiE HHIZER kSR
PRl SRR AR Y RS
SEEENEM HE NS
RN B SRR PR (s a8 B8 RINE
MREMTR RALE (RIEH) RALE (R
RO R RALE (RIEH) RALE (R
BN ESEO) RS Wity SERIEY






OEBPS/Image00026.jpg
SDO






OEBPS/Image00025.jpg
BRiABMN

B# ¥ 2N: ) =8
Fr it (N =43)

FA 937 996 59
A 982 940 42
E5 45 -56

A 22 S ERIRAT A i (N = 21)
Al 966 1. 001 35
A 989 977 -12
ZE5 23 - 24

ek 2 SRR IRA A A (N = 22)
FA 910 991 81
A 975 905 -70
ZE5 65 - 86






OEBPS/Image00028.jpg
& R AR A £ 37 BE 51 18] A 450t Rt & 32 FE A a B 4

RIS 7 14
AN ) 10 3

hgepuaes 3 3






OEBPS/Image00027.jpg
ray | EEERRMEERGEY R A R T B AR
St B ch | KB Bt E ik R b iz B4 ch
e |mEEEE | | S S5En | wE
RASEE | g | capmericrn) | xR | SR || P
FTETH i %
DIBEEN I | 4RI PR e | e | S| S | F
MR | fkoRias | CPORAER] INBERAER] | s et | &






OEBPS/Image00029.jpg
HOERBHEN ROERBFEL
2 8 HE AR
B AT BHEALHTE
BT IS A IR
LRI B iR IA
WL TS BT i 0 R Wk S B R )
PREE A FOBHL TR 5 N KIEDHL
st 17 AT T AR IEIE
FHRZTHEL BEEEEY
P FTHET RO 5 R BT A R R 7T RT3
AL B S A RIRE T (7%
BEBI A BRIT O s
RN IONGICIEEEE & RN IINECE L
IESYR 2 I 2 2 E R EHEI A

RN ERE B S S LN

AR SHEITERREM A TEak e A

{22 LB IR L

BB AN AR E
Wt Bl R0 75 32 R RE
FREERIIE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022.jpg
BHER ABRERR

(RN 7N 78 B AREE Th
FERIIRT 5 X E ORI A R % NEEENGE






OEBPS/Image00021.jpg
s ¥ it E SE t
B R IR A TS 0.16 0.05 2.43"
B AL HIHB 2 0.17 0.03 321
HIVER 1> A i 0.30 0.10 4.53""
HIHB 13048 2 0.37 0. 06 6.84""
TEI A TE SR VD 2 0.33 0.03 6.59""
H AL HIAR 1 0.50 0.07 7.07""






OEBPS/Image00035.jpg
E—

=

RS B i JE BB (UL

L

ok i

; N

s

s

T (E L





OEBPS/Image00034.jpg
T ss Df MS F Sig
faay e 12,288 1 12. 288 1. 948 0. 166
JEENE R (A) 61.519 1 61.519 9,751 0. 002
EENE(B) 29,297 1 29.297 4. 644 0. 033
AXB 27.002 1 27. 002 4,280 0. 041
BE 693. 999 110 6. 309
it 842,543 114






OEBPS/Image00037.jpg





OEBPS/Image00036.jpg
B
e

| FL
R
BE L GETY BRI
PR

CETD BTy N





OEBPS/Image00039.jpg
-3 X 5 5mE
B EZ DA AR, R 81 R, 7 SIERTH4Y, (BN B T A
AR OAE ERNEA ZORINEIRET Y, BB 7 AERTS SR AR,
17 T8 B A S .
I BER RIATH AP RANE AN IR RMAA 7 SIE R, 1500 R B A
B KEHTHT. BB R,
FIE AN R EA 0, L BROUA 7 SIE R4y, 15 40 R 2R B
KEHEA AHFEE.
B FINTHTOER AWM AR, D2 7 MIE R4y, 18 4 i 2w B A
AEHIRRE KT s T T BATEE
W RSO B S SR TR T O, R 4 SERTHY, BME R RO
{73 BT, O P 2E T AR A,
B ONOEBIRE LHERT BEERERAT. 4 AERTY. BOMERRALE
BRENBEHL K2
BE R FEEA RS AN SR, R 7 AEmES, BoNEERTEL
S [N I 1 R A AR R B
k.
BR R RERSAS, EMEHERRELL, FREEE 7 AERTHY M R AR
btk S R B AR O T RS,
RERDER L2 B, R4 AR, FA s
BRZ% RGN F.
Bl R RATILH BI T DR 7 AR, 3 R R T
KB IEEAE A, REAZERRE AR EEET 2.
IRYE P AR S LI A 3
P S ALt NEEA= A
WA B TRRIRE, R R B SRR 7 BEFHSY, G5 R RS WE

fa e, YoaK ks .






OEBPS/Image00038.jpg
Tk NP Bonk AR i8R B
SIS AE %jﬂ
IS el
®T o 55
I s
1 i 3
v HHY
Ly W i T -
kR am B (2= i At it oA






OEBPS/Image00019.jpg
LS

9 FALEAHE B





OEBPS/Image00000.jpg
EiH I T

(TR HREELIH S
BIR BEF

AR

HAE EH

O HRITEAF HARAE





OEBPS/Image00017.jpg
B & &

_____

FAEITTL [
RER(H

_____






OEBPS/Image00031.jpg





OEBPS/Image00018.jpg
Mlacié





OEBPS/Image00030.jpg
# o7 Ak
Renf 8, AlRARSR RiTEER, AME AR ()
FRIBHREE ()
e BN (Rl E R (R AR B 2 B ()
MBI (Zf%)
KA (&)
XNAREE, ERAH, HESEEA (FEf)
BARRK, B, HREA ZIET? KEBARR, ME K. (Zf&)
MBEBZR, BHEBRKRABZR, BHEERHR. (AS)
KEFR, HEEN (ETD)
whiEfRE, AL ET (T
HEERIRZUAE, AREERRZ R (H¥)
AR ki o bdinpeiE- el (E£T)
WARREE T (EEET)
AFEHEENERIAE, R HEE LG HR (it






OEBPS/Image00015.jpg
HEYHEZE

(biological factors)

R
(traits)

HE AT B
(characteristic
adaption)

T
(behavior)

CAk(culture)





OEBPS/Image00033.jpg
0.38 —> X1
0.21 —= X6
0.60 —* X7
0.34 —= X15
0.65 —= X5
0.60 —= X9
0.53 —= X3
0.67 —= X8
0.11 —= X4
0.61 —= X13
0.52 —= X2
0.53 —= X11
0.46 —» X10
0.33 —= X12
0.38 —= X14

0.79

1.00

0.16

\

1.00 y 0.30
0.314 0.28

1.00§ 0.09
0.34

1.00





OEBPS/Image00016.jpg
EHARARE

Py
Shrat
TRtk
BN
Rtk

Zipi]
oy

b}

= PEARIE R

ALK AR «

NFE

BRI

26 B
Bl Ee: 170

A
R
i






OEBPS/Image00032.jpg
X ATER) Xt H R
i L i






OEBPS/Image00013.jpg
SES

AV

- BERIE

Tk

HH

BERE

[

Fl3# 1 (good-natured )—5) % 1Y (irritable ) | & E 1 ( cooperative )—#7 15
(negativistic) . & 1 #9 ( mild-gentle )—(F £ #J ( headstrong ), R #% #1 #J ( not
jealous)—ElF1 (jealous)

155 (F#Y (responsible) — R A §E ] (undependable) | = # ff] ( scrupulous )— A/ |\ iy
4 (unscrupulous) | I&$J] 4 ( persevering )—iE 47 i (quitting ) 3158 89/45 =78 &9
(fussy/tidy)—HLUA (careless)

FHE Y (calm) —FE &Y (anxious ) , 221 (composed ) — %5 5 I AN Y (excitable) , R
HIHBHY (non-hypochondriacal ) —3{JIH #J ( hypochondriacal ) | 7T, K ( poised ) — % gk

ffJ (nervous/tense)
EELY (intellectual ) — & FE [ /54 19 (unreflective/narrow ) | XU Y (artistic ) —fi

Z ZARMEH (non-artistic) \ A& 17 #) (imaginative )— & HLHY (simple) | L HERY /G
&37 19 (polished/ refined ) —HL #1) / A4 {19 (crude/boorish)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89.jpg
RURANF

ST AP





OEBPS/Image00011.jpg
34 F ® B

FEFE (anxiety) \EE (angry hostility ) | H1HB ( depression ) | F 7% & iH ( self-consciousness) | 15}
(impulsivity) FIHESS (vulnerability )

ShEE #E (warmth) | & BE{E (gregariousness ) , B W7 P (assertiveness ) | jif 4 (activity ) | #il] 38 55K
(exciting-seeking ) FIFHL %45 (positive emotions)

L (T (competence) FFE (order) /SR (dutifulness) (i 3K B3k (achievement striving ) | [
(self-discipline) f1j# & (deliberation)

FEFIME (S8 (trust) L 3H % (straightforwardness ) . F] fth £ X (altruism ), i ML ( compliance ), i i
(modesty) FI#:0:f7 ( tender-mindedness)

FEffl:  ZJ48 (fantasy) .2 (aesthetics) \JB5Z (feelings) (175} (actions) \FE2: (ideas ) FIME M (values)






OEBPS/Image00012.jpg
SES EERT

1. 4hrtk TR (talkative)—ZE Z 1 (silent) (A FER (sociable) —B& & ) (reclusive) BT B
%1 (adventurous ) —JE1E [ (cautious) \FF T (open ) —fF Y (secretive)






OEBPS/Image00010.jpg
IR O FE R 4E ¥ K& ZEH (Demonstration) Fr 45 (having) [K % (what) R
SRR ThRE AM&EhJI(Dynamic) F % (doing) B (why) S
MRS kR A ERE(Development) FIT Bk (becoming) 1 F2(how) EE PR






OEBPS/Image00082.jpg
Tk A e 1 ()

10

—20

UL

JERIT R
el

A

EillsS
EaEr






OEBPS/Image00081.jpg
EVAE Y 29, 81 60. 02
= aE et -2.89 31. 46

FEHIZH -17.58 47.11






OEBPS/Image00008.jpg
FTEAR ABEER

MEFRI NIRRT AMRZER BHEZE R S i
NS AR COBREY ) S BORL IS 4 B O AR SRR B
R i A B B e

MNgRE TR BRSNS RN B RIS AN SE 3
AV 2 & VNS B e N =24 i i B B A






OEBPS/Image00084.jpg
JLfk A 53

il % =

O BURTE#
@ g
- RIS S





OEBPS/Image00009.jpg
IN-¥-3

[ s |

%
VRSER
IS A
I
A
St —
R 5L LI
\ sk
e L st
AR R B HAER | Bl
gy ——
ol A | T
IR A

il fesf






OEBPS/Image00083.jpg
Lot

0.8 -
0.6 -
0.4 -
0.2 4

0.2
—0.4
0.6

mlesyib 3=t
O Ttk =3

—0.8

HHIEB)





OEBPS/Image00006.jpg
A L

e IT FIR R 2% Jiik7igl

THLEALH] TH SR AR Y ol

A

ZHAE B Ay LB A e afTA

AL

il
=
=
S
Iy
Q{.L
=
S






OEBPS/Image00086.jpg
R

TH

IR

|

HFIEVEAG R






OEBPS/Image00007.jpg
“ANIBEFUEE ANERGURIGEE “FFT 2! “3D" R
(McAdams) (Mayer) (McCare #n Costa) (Cloninger)
NIEHEIT NI AT A A NAE AR
A IN35%x RS N AT A N&Bh )
HiHRE NFEHR SEq /7S PNV
PN ¥oad ?’;XM ic

I %DM ESES






OEBPS/Image00085.jpg





OEBPS/Image00004.jpg
20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Bit

Sk 69 61 89 207 169 185 188 223 268 282 1741
% 3.96 3.50 5.11 11.89  9.70  10.63 10.80 12.82 15.39 16.20 100.00






OEBPS/Image00088.jpg
%5

AR

BlF

Biis

RIS
A

AR

THAIFR OEEH BB L EACY LN
HRAETEE A A S L R L R BEAR 2 1Y
ko L RN TED A EEL E
HES A —Dem s WiAR, ERRE
T2z B O AHr G — Mtk iR .

PR — TR R AR A, X A,
R B RIS — P AR
PRI — T R INAZE TR A
PRI, IR AR AN

SR R 2 B E A A,
AERBIRBIR A —EAKL, BF
LI B FHRENTSIE”

B — FRE ORISR

“FE TR, B E] — B EY E A
B






OEBPS/Image00005.jpg
= 40 ZE(life narratives)

A~ A 3 i (personal concerns)

A4 I (personalily trails)






OEBPS/Image00087.jpg
%3

HIGiEE

BIF

7 (bitter)

B (time)

H{R (fear)

3 (near) 552
Y RPN

HERER

Bl FiE
(struggle)

HERES

VS
&)

LRE MR

L34

MRtk E—-FEMNEE, RES
W BRI E R R

WRABBANERHELONE, FAECEE
KA e

X FBE 127 i AR XE T A oy R 3k T i

T YU TFHEC A FIRE & 2 IR AR
B R EAEE— e R B X SRR
FARRE— AR Y WP b I AGK R fe g
R R o TP B R iR A2
KT FRARMIN (B H A7 —Hen] i
MES S5 EHEAEeNETNE %
RIS AR .

LT E O3 TH 2 Rix A g A
A AR — R RIS B, fbf]ak &)
VARt TE R HT , R A DAk A7 I 1 1
5 (B0 AR B B P B —— B
MTHBRRERES,

WEHRE] o 2% v ) AU SR BIBLTE (%S
EICUAYFERE . it 4 20 2 A I 2 3 i o A L
TEMERIL R B B R EEH P — 4,
3 EC IR,

AR AR Z (Bl T2 Btk i), (8
RHFLE & B — R 1 R R
553 AR BUR Y 75 T b RIS 75
T, TR T T At R ST DL R — R
e HBR AR, I R 5 /D 7 Hh e B T
M TERFEC, B AREN LR R
e Y— PRt R BIE R A, AT
VABKAR Y 3, A ix el 2 R D RERE I A

TR AN EZ BN BA B
i 7 R O Tk AR R o 52 3 R
. RiifE SRR T .
“FxE T R %7 AR A i
1, Y TR AR B E S I [ o
SALEP RS

“RIRXH R 2 BB AR, B BB
ZITEIREARIE T MERR "

“IAPE 2 F A AR ) B, T 2618
IEH"

“HEBREMING, AT RA—4
SEREMA, RAG Rk IR, i
TR TR % B A BRI
AR AR AL RE LR AM
.

“FeiEiR B, RAEECER
— AR AR B SE R T30, (B
RANARRRESE RES

s T4 AP, A L R
[ (BB 30 Z A BIREI TR
IXFER ) BT RATROF R R BURR
FEC, EEAR RN B
VAT AL 2 R 0 S AR, AR
FHECRE AR —MEM
AN E A"
CEARMSEFEEERM A
B EBERMERE TR
E

“BUFE, TR, IR RIE S R TE
iy, PEREREEMTAM
e85 il A B KR EH —






OEBPS/Image00080.jpg





OEBPS/Image00002.jpg
EiH I T

(TR HREELIH S
BIR BEF

AR

HAE EH

O HRITEAF HARAE





OEBPS/Image00003.jpg
(T SRPECENFE
G BER BEF

Personality
Research

PN 20

POKE T4






OEBPS/Image00001.jpg
EiH I T

(TR HREELIH S
BIR BEF

AR

HAE EH

O HRITEAF HARAE





OEBPS/Image00092.jpg
EiH I T

(TR HREELIH S
BIR BEF

AR

HAE EH

O HRITEAF HARAE





OEBPS/Image00091.jpg
AN FE

TR A2

RS h R BIIRG BRIEAIPH





OEBPS/Image00090.jpg





OEBPS/Image00068.jpg
KE £ X )

PR (S ATDARRAMANAER 2T fRE T 8 BEMER ki

AR BT i#H’Juﬂ’J/\&%%)‘* FERENATIBSAER R SR Sig
it i) PR RO 29 I AR R o DB D
HEI

1 R ERFAE THIRAN IS N ERR R SINL IARIRLR RAES O RIRI A BAR BIURIA SRR
REOUTE . & RAEAHIE S R RN A S BB A FENERRIES
IEEENG TN A
DEE LR RN B
RIEAESS






OEBPS/Image00067.jpg
I AHFAE

AIERIA

il Bl

U1 B S T R ik
e fiif Rk

A SRR
7LV O

liteg

BUIR RS T Rk
SRAURY A 2 H)
I, -

E(d

Al Eed 27

MR RS TR
SRAURY, FIE R
w2

ES=d
U SRR AR AR






OEBPS/Image00069.jpg
KE E X 2451
AR PALRORIRTTI B RAUE, AT 2 BEM 28I
R, AAERT HA G — R HOBME K. £ HEEHER
HEERI T MG P EBON ARG PR XA RRELE AR E BT

PR AP

IS EE B






OEBPS/Image00060.jpg
—
______________ poeneemn TR o A
N
e —a— AFREH

—oc- KBRS
=X AFRikig

JINFL YIZAEGL -





OEBPS/Image00062.jpg
80% r

70%

60% |
o 50% f

& 40%

30% r
20% r
10% r

0%

=0 §

O #y
(mr=ass

LN

[

NG5S

ANGIEZE  NBEEA AT E





OEBPS/Image00061.jpg
[ER =7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Oy

O =4

B K
o | (8 Cen Ol

HRA Ry





OEBPS/Image00064.jpg
1] WAEB RIS MBI RN &2 SRORIE
I

fisesn)

] =

RN SR
WA, R
FIEAT AT,

itk

CRIEFSRAT A )
AR T2

AN

XRS5
e Sume-g






OEBPS/Image00063.jpg
NRIFRES T
(EE. efz. . 1)

/ N

2R — NHRTAFART i C VNG )

AN e

(CEEDLLY N2

=






OEBPS/Image00066.jpg
REeR 2138¢ BY EER—FER
R sl ¥ " )
HEIR BT 5 HOZE ARk [Ee i AR AL AT EACE
PRI FO0ATJE ROPE T ARk TRBAEL WELEIT TR AL
FREE " 7 T






OEBPS/Image00065.jpg
N

%
\

\
/

1720 BN

TR Y,





OEBPS/Image00079.jpg
FAREV)

17.0 1
16.0 4
15.0 1
14.0 A
13.0 1
12.0 1
11.0 4
10.0 4

O &
@ xf

C3

C4

W

Cs5

Co6

FadH
A 20

=





OEBPS/Image00078.jpg
O a4l
@ x4






OEBPS/Image00071.jpg
$20,000 - 100%
$18,000 - 190%
$16,000F  NAULAGETESR 1 80%
§14000 199N 170%
$12,000 - 160%
$10,000 - 150%
$8.000 - . %ﬁ)\%ﬁt‘ﬁ)f.ﬁw% 1 a0%
$6.000 “’0—’3—:0*“*"‘*—.‘”"0*:‘0—‘ 30%
$4,000 - 120%
$2,000 | 110%
$0 : : : ! : J 0%

1956 1963 1970 1977 1984 1991 1998





OEBPS/Image00070.jpg
FEE SRE SRE (%)
AEH AT 132 1.37
REAR 730 7.59
i 4288 44.57
%%g 3915 40. 69
B 556 5.78






OEBPS/Image00073.jpg
LN

R





OEBPS/Image00072.jpg
14
12
10 |

SEAIER
[ [\ ) =~ N oo

8.2

12.3

83

12.95

Bz A

MEA

i
B

HZ5 A

T

A






OEBPS/Image00075.jpg
L& FT

CES RS

BEN
e
53
RR
i
h
T
Esl

SEREEZEYAS T

SEARR IR E I ROIE S T A — Fh i
EREEZHDAETOABRANARN.

SERRIEEE TGS — MR, ME = .

SEARRE TRITIA LU BRI

SRR PR BI R EARRES, BA TR AR D £ 5
SEARRTE THHIAENE AR, R RRE R AR,
SRR MRS o






OEBPS/Image00074.jpg
ik i
YA t] - WEEA—
XA l - S > i
N CC e ' - SERY 7:
CICETTOTION 1 - HiRs

T






OEBPS/Image00077.jpg
ANEEHE L






OEBPS/Image00076.jpg





OEBPS/Image00046.jpg
EEfMARE AEL(N) FHE (M) Ji#%(SD)

HEH 16 10. 062 1.569
FEsh 18 11. 000 1. 085
& it 34 10. 559 1.397






OEBPS/Image00045.jpg
BRI B
BE AR

HIFFEh B
WAT H AR

FrahbrB
ESEL D

JEATEI B
Vi H A






OEBPS/Image00048.jpg
R

10.00

9.50 |

9.00 |

8.50 4

8.00 -

7.50

7.00 - °
S .

A2

=i

FIAMIE £
——- RARIE T





OEBPS/Image00047.jpg
BIRAMBEE P e HRRTEYM FHIERE(M) FREER

ISINIISES ESG) i) HREER 0.75 0.02
FERFETR 0.78 0.02

S HREER 0. 81 0.03

FERFETR 0. 76 0.02

EINATE E ESVE: 5] BRI 0.79 0.02
FERFETR 0.78 0.02

ESiA HREER 0. 82 0.03

FERFETR 0. 84 0.02






OEBPS/Image00049.jpg
i) 5%





OEBPS/Image00040.jpg
N2 58—k





OEBPS/Image00042.jpg
B F#

e
F1 F2 F3 F4

1 EREREMNA, REASHEEXABiR. L706 106 209 268
2 REEYIIHECHEE R L5420 -.199 211 . 397
3 PEARZISESH BB ILXABiR. L1190 012 355 L 630
4 PN, B ETRE AR SLBXA BARTS . L2430 L3190 201,598
5 EFRRESSLIL A TUR TR ARBESEIIMIN S, . 254 388 —.020 . 634
6  BEIEEMHREZ S, RbSBRFTEE R B IR .863 130 060 . 149
7 A TEXABERR, AT AR B PR RERV RS BRI SR . .823 104 —.009 017
8 WTFXANER, RESIUE TRAMER. L054 223 .889 071
9 A TIBUXABRR, REETUE THHY R . L197 187 .881 074
10 WETEABFRKi, BT — 5 v MR R A L086  .729 —.060 —.159
11 RUARINELE RS BB BLXA B bR, L050 114 593 318
12 FALHEFRFTHWRES S AT . L291 725 095 012
13 BB RESER BN EREE £ L035 L7718 241 . 149
14 BEFREHSEELNRTRED, L089 173 053 775
15 (ESEBUXAS BARRS AR P L TIRZ AR . L062 .591 . 165 . 208

FHEM 4.94 191 1.47 .15

R RREE(%) 32.91 46,64 55.44 63,07






OEBPS/Image00041.jpg





OEBPS/Image00044.jpg
B k58 BENEE ZRER
M SE M SE M SE
AES E R
2 45.43 2.25 0.75 0.07 32.89 1.28
FE 46. 69 2.23 0.59 0.07 34.73 1.26
SN ER
2t 37.81 2.41 0.32 0.07 38.54 1.37
B 36.50 2. 14 0.51 0.07 40. 48 1.21






OEBPS/Image00043.jpg
ES

x Bl

EliES:d
NP
RS

NS

R T RERE B A R REUKG L UTE.
BT RRAE 5 PR VK LR IS LR IR R s REELEE DL Sll s A SORMIFERAL.
Bl o i B B AR £R -

N2 A I AR B B AR 2 R A

M R EERD

LERE A B Lot R R AT RE B A 35 (A1 B R BSR R A s ik g il 5 A

ik

BAETES HElth.






OEBPS/Image00057.jpg
B HEE ek

HF— : REPE R (2= 0. 72)

1. EBET R, RS S H M/ M % 0.37 0.58
4. SRR, Lt LB i 0.72 0.84
7. REWMEFRFHEDL. 0. 67 0.79
12, MBRATFN , 2R/ 0. 64 0. 69
HF = RV S EHEE (2= 0.81)

2. TN AENIKT . 0.55 0.71
5. AV NGRKERE . 0.63 0.79
9. RATFHIANIRTEBE, 0.69 0.75
14. PRI NRE IR K, 0. 66 0.77
HF=: RIEFR I (a = 0. 74)

6. RAVFHIABE LR, 0. 60 0. 67
10. FAVFHIAZIFHRE 0.77 0. 88
11 F ol N Sa FEE 2 A/ b i WA 0.44 0.55

13. RAVFHIAME TR, 0.59 0. 56






OEBPS/Image00056.jpg
BHHRE FEYMANSER BHAYEM AR

ARFMAEE  ZHD A -EHRGENRTEROK Rk, RZEE A

ARFMANBIL YR EAIR S, RS, 55 g
AR R HES,AES B AMIBEARLETF
HFE AR R EI HEFN, i — e AR SR HIE
PRSIt IR b TATREL , AEERMA RN

A B H S FERZHR: , 15 A HIHE






OEBPS/Image00059.jpg
30

29¢
28+ T

¢ - e 2 e
27F A A - By
26} .
5 —a— FHEE
2l A EREELR
2l X HIIEG
221
21F
20 :

)5 0 R [/





OEBPS/Image00058.jpg
[F] — P P 2 Al —1E3RA52

=

~ EHLGRR)

=

[f] — 4 A

Al A






OEBPS/Image00051.jpg
VALY

780.00 -

760.00 -

740.00 -

720.00 -

700.00 -

680.00 -

etk

T
~r

/&

I
IEEEIpEN

B E 1]

RS HESE
———- I HESE
BB HESE






OEBPS/Image00050.jpg
B S R A B AL

et 7E ] s 5E 1)

A S
(ToHkad)

Hi

| B AR 2 A B






OEBPS/Image00053.jpg
KRHHE

&5 a8 BEad t Sig
FEERREE (1) 2.75£1.02 3.06%1.30 -1.072 . 288
R (2) 3.28%1.22 3.94+1,32 - 2,081 041
YRR (3) 3.72+1.20 410+ 1,63 ~1.047 . 299
e 3.63%8.27 4.21%6.75 ~ 314 . 755
A 17.45+3.95 16.10 £ 4, 52 -.265 . 791
AR 469+ 1,26 4,91%1,23 -.718 . 476
(37l i 372,38 +£77.09 384,58 +56. 39 ~.730 . 468
EaE 8.27+13.98 19.50 %26, 34 -2.137 . 036






OEBPS/Image00052.jpg
BB B0 )

WA
3l

AR 1A






OEBPS/Image00055.jpg
FRELEERY FHRIIEARAR JSEYPFLEERY XAFLEERAEN RABRIRENE

BEME(4—7 %) MWE(B—12%) RMWE(13—18%) Mm(19—24%) (25—55 %)
INFIRE S FAREED FAREED FAREED FAREED
SRk ZARRED ZAREED BhH BRI
A REIATE [FFEELIALR =g WG] Bl TERED
FT R TAER AR TERED HE

SRk LN ZAREED ZAREED
i ES N SN
b FFEESIALR et
TERED iir-ES SRERED
HABRIR BREEERIE S
HE KESEH

—REFEMNE —REFEMNE






OEBPS/Image00054.jpg
BUERAAEES — PR, £ FEmEE L, ST 20 MO T SIS 7 b EiE, F
I A A 2 RS AR R R R — B A A IS .

19.
20.






